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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康德肇始的“转向美学”与谢林的艺术哲学建树


 一、课　题

本书是一项德国唯理念论基础研究，以专题的形式探讨哲学家谢林（Friedrich Wilhei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的两大艺术哲学建树，也就是其1800年的《先验唯理念论体系》
(1)

 （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
 ）中的“艺术—哲学”部分
(2)

 和他在1802—1805年间的“耶拿-维尔茨堡系列讲座”《艺术哲学》
(3)

 （Philosophie der Kunst
 ）。由于是专题研究，本书的任务不是对德国唯理念主义美学的这两个重要文本提供无所不包的全面综述和释义，而是通过聚焦谢林这两大哲学美学纲要各自的核心问题去探讨谢林的两大艺术哲学建树，这就是System
 中的“艺术—工具”命题和PdK
 中的哲学神话学构想。


System
 已被公认为德国唯理念主义体系哲学和谢林本人的奠基性著作之一。而其中的整个“艺术—哲学”纲要则要看作谢林的先验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按照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精神强有力地处理了艺术与作为知识体系的哲学的关系难题，因此是哲学反思经常需要返回的重要哲学美学资产。然而，思想史的这份思辨遗产属于那类难以消化的厚重传统，尽管其精神实质本身自明，不加批判和研究却很难理解掌握。谢林先验唯理念论体系内的这个“艺术—哲学”纲要又曾在唯理念主义哲学内部长期遭受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美学的遮蔽，致使我们汉语世界的经典美学研究对它的认识至今十分不足；此外，这项基础研究和讨论还需要借助于“体系重构”来进行，而当今哲学的“后体系时代”的解构氛围对此显然并非十分有利。因此本书的第一部分要完成的课题就是在反思和重构System
 问题史脉络的基础上，考察并探讨其哲学美学的核心思想即艺术作为先验哲学体系的“官能和工具”这个命题，对其是否切中作出评判，使我们汉语世界的古典哲学研究者能够关注、重新衔接并进入谢林先验哲学体系的“艺术—哲学”中最重要的那些思想。

本书的第二部分把谢林的另一个哲学美学建树作为研究重点，确切说来是要阐发和处理同一性哲学框架中的PdK
 中的哲学神话学。因为谢林不仅在先验哲学那里将艺术理解为与哲学的体系认识交互包含、交互补足以及与之最后统一的开放的认识途径，还在其同一性哲学的艺术哲学中，通过对哲学神话学的建构提出了全然不同于近代工具理性的、切入到存在论范畴秩序中的实在性概念及其实现可能的问题，为艺术打开了其神话学源头，与此同时也在艺术那里打开了人内在具有的最后的整体性救援途径。然而他的这一哲学神话学虽然是PdK
 的真正核心，是其为一种艺术形而上学贡献的重要理论奠基，却也是被国内外的谢林研究长期淡忘，迄今尚未充分展开讨论的一个问题集合。本书在笔者与德语世界多位唯理念主义研究专家长期进行理论切磋，在吸收德国学界对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的现有文本研究及问题史的批判清理工作成果的基础上，也在笔者本人对谢林PdK
 以及相关自然哲学及同一性哲学文献汉译工作的基础上，尝试对PdK
 中被研究者长久忽视的核心思想亦即PdK
 中的哲学神话学的存在论的真正维度，集中作出一次阐发。
(4)



笔者有意识地对谢林这两个重要的哲学美学纲要各自的核心思想作出平行的研究处理，以强调这两个时间上前后相继的理论切入分属谢林不同时期的哲学体系并具有各自特定的体系任务。这个处理并非简单地满足于将谢林的哲学脉动及其理论成果划归各个分期，而是基于谢林这两个艺术哲学纲要各自独立的、不可约减的问题维度：“艺术—工具”命题应当在先验哲学内部完成它“闭合体系”的任务，而同一性哲学体系内的哲学神话学建构则要为作为真正科学的哲学美学的建立提供存在论的理论奠基；也就是说，由于所关注的主导性事实不同，这两个理论切入本身相对独立，因此笔者将谢林这两大艺术哲学建树确立为本书研究的两大出发点事实。就此而言，笔者已站在德语世界中唯理念主义研究者的谢林学派一边，赞成他们的基本主张，如：应当在先验哲学框架之内去发掘谢林“艺术—哲学”举措的体系任务，而不可降低它，比如将其仅仅理解为同一性哲学PdK
 的准备步骤。笔者将这样的研究立场理解为批判性地厘清德国唯理念主义思想史的基础工作的必要程序之一，而不是想要以此在学科内部的讨论中作一种“认祖归宗”的表态；实际上，就谢林艺术哲学两大建树在德国唯理念论美学思想建设中所牵涉的与康德、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特别是与黑格尔所发生的重要理论商榷而言，我们的专题研究目的并不在于在这个德国唯理念论的体系哲学建设难题的总体关联内得出一系列例如何者正确，何者错误的简单判决。不如说，把握住唯理念论哲学思想运动内部的两极、不同思想家不同举措的问题维度，以洞察德国唯理念论美学中不同理论切入各自的深度及广度，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更为重要。

同样，笔者在这里使用分题处理的方式，当然不意味主张我们的研究可以对谢林这两个哲学美学建树之间的连续性视而不见，正如我们也决不能将谢林的艺术哲学理论误解为某种脱离思想史的沉思冥想的结果，竟可以孤立地去研究对待。实际上，在绪论这里，笔者的主要任务正是基于德语世界唯理念论研究状况，在谢林的哲学美学建树这个题目下，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唯理念主义问题史的总体线索，也即阐明其与康德所肇始的近代理性哲学之“转向美学”的直接关系，因为正是这个“转向”造成了谢林哲学美学全部思考的契机和理论出发点。这个回溯工作还试图为我们照明，谢林艺术哲学的问题集合在多大意义上可以读作康德的审美理性批判的肯定性的必然结果之一，可以看作对康德美学思考的合法发扬，最主要地，可以看作德国唯理念主义美学的最重要的资产之一。而我们要借助重新回到谢林思想的这种努力，批判地克服当今学界对德国唯理念主义美学重要精神探索的依然普遍存在的某种遗忘和遮蔽。

由于专题研究本身的限制，本书不可能全方位地处理谢林分别在先验哲学体系框架和同一性哲学体系框架中提出的这两个艺术哲学纲要各自所涵盖的全部思想内容；并且在我们课题范围的讨论中，不仅PdK
 中的整个“类型诗学”会被我们统统按下不表
(5)

 ，即使是谢林最重要的哲学美学贡献之一——其“悲剧论”以及System
 中的“天才论”，本书也只能在论题所涉及的角度中对它们进行处理，以便集中于探讨对我们的课题十分重要并且亟待澄清的那些方面和观点。


 二、德国唯理念主义：术语和所指

对课题的划界和定位，本书遵循德语学界的哲学术语学，使用如“德国唯理念主义／唯理念论”（Deutscher Idealismus）、“德国唯理念论美学”（Ästhetik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这样的表述，以达到相关研究所必需的概念聚焦。但这样的译名在我们中国的德国哲学研究者和读者的语境中尚未通行
(6)

 ，所以在进入阐述和讨论之前，笔者有必要从概念和事实两方面对此给出初步的解释。

德语的“Idealismus”（唯理念主义／唯理念论）这个概念从希腊词“[image: ]
 ”（理念）引申而来。“[image: ]
 ”有“理念”、“原型”、“外观”、“特质”等意义。唯理念主义在哲学中标志那样一些流派，大略地说，它们具有的共同点是：视诸理念（精神、理性或意识）为本来意义上的真实者，而将物质仅理解为其显现形式。

唯理念主义之发端主要确定于柏拉图。在他的《国家篇》（Politeia
 ，pp．514bf）第七卷中，他借助“洞穴”比喻并与数学结合，发展出一种“诸理念说”（Ideenlehre），其中他将诸理念表象为诸事物和诸行动的原始模型或蓝图。谁若实现这种理念，谁就可以管理城邦这个共同体。德语概念“Idealismus”由于其与柏拉图思想的这种关联，包含有论战性的因素。

一般地说，由于“Idee”（理念）概念是在十分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在德语“Idealismus”的意义中已产生出一种分歧。如果说人们在德国传统中理解的“Idealismus”是柏拉图意义上的一个普遍概念，那么在英国和法国的思想家，特别是如洛克、贝克莱和休谟这样的经验论代表那里，“ideas”与诸表象是一个意思，尤其与作为意识之基本要素的诸“简单表象”是一个意思。以此德语的“Idealismus”在论战中既用于标志“Rationalismus”（理性主义）的理论，也用于标志“Empirismus”（经验论）的理论。与此相应，欧陆哲学史的写作，时至今日仍要对“Idealismus”作出“在德国传统内的”或“在德国传统外的”区分。
(7)

 据此笔者认为，我们汉语语境中的德国哲学研究讨论，在涉及如“Deutscher Idealismus”和“Britischer Idealismus”这样的德语标志中的语义区分时，相应使用“德国唯理念论”和“英国唯心论”的对译，比较准确。

即使对由此得到的这个“Deutscher Idealismus”（德国唯理念主义）分类标识术语，我们仍须继续概念的辨析。术语“Deutscher Idealismus”首先指通过康德而在1780年至1831年间出现的那个“德国哲学时代”，同时，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又指衔接康德却又与之形成商榷的那些思想家如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近代欧陆哲学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这个精神运动被称为一个“时代”，是因为哲学史时至今日在这个意义上仍被它所推动：它那种按康德观点的体系化哲学给后继的哲学史进程决定性地打上了烙印，无论对理解哲学本身还是对理解哲学理论所成就的东西均是如此。即使是哲学美学今日的思考，带有德国唯理念主义深刻印记的一些核心概念仍在发挥着现实的作用，这就是研究本身不得不一再返回到这种哲学那里的根本原因。

概念史的回溯可以使我们确定，正是康德和他的后继者们肯定性地使用“Idealismus”这个术语标识他们自己的学说，并为此或突出它在传统上的那种更普遍的意义，或突出它在此期间引入的某种特别意义，以此造就了近代哲学一个伟大精神运动的基本特征，使哲学至少在德语世界成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那种“体系哲学”的代名词。著名的新康德主义者、西南德意志学派的理查德·克洛讷尔（Richard Kroner，1884—1974）认为此一“时代”的统一呈现了“德国思想的连续性”，敦促人们“须将这种精神从根本上理解为广义的德国唯理念主义的精神亦即德国唯理念主义的本质性的精神”
(8)

 ；20世纪重要的批判实在主义哲学家尼古来·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1882—1950）却相反地视这唯理念主义诸体系为更大意义上的“哲学资产”，因其本身并非唯理念主义特有，“而是所有的哲学都固有或应有的那种东西”
(9)

 。

这一哲学的主要标志是关于精神的诸实体（本质）之存在的命题，关于一个不能脱离开思维着的主体之诸表象而存在的外部世界的命题，以及对人类的行动可以从理性的诸原理得到论证的那种确信。这一哲学当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的确是最为一般意义的，因德国唯理念主义全体思想家的共同目的是创造哲学的一个无所不包、严格统一、建立在颠扑不破的最终基础上的知识体系。这个包含不同哲学分支（如认识论、逻辑学、自然哲学、伦理学、美学、国家学说和形而上学）的体系，力图以科学的方式竭尽地认识和表述世界整体。

但德国唯理念论这一宏大深刻的精神运动作为历史性概念并非是“均质的”，不如说其边界流动不定；其发展也无法以直线性的模式去概括。因此，一厢情愿地突出这个思想运动内的那种“统一”的表象或“完整连续性”的表象而对其主张者之间的理论冲突视而不见，必使我们陷入理解的误区，正如另一方面，虽然我们深知德国唯理念主义与德国古典主义以及浪漫派的诗歌乃至其时代的科学均处于多重交互影响中，仍然不会把它仅仅理解为一个“纯粹的”德国现象，因为它实际上还以最不同的方式在自身内整合了其他民族文化的哲学思想。
(10)



从本书专题的角度，笔者特别要提请读者注意，在德国唯理念主义这个哲学时代内，恰恰是康德和谢林的地位充满争议。克洛讷尔当年饱受批评攻击的经典观点是，思想家康德是这个运动的开端，费希特和谢林跟随其后，黑格尔则是德国唯理念主义的顶峰和结束。由于这个视黑格尔为决定性尺度的观点把康德认作开端，只是为了追踪这个“原初精神”如何在黑格尔那里“找到其最终成型”，于是它不但未能深刻地阐发康德，同样也未能公正对待谢林在整个总体关联中的地位，而是把谢林仅仅视为黑格尔理论的先行者；哈特曼相反，他认为德国唯理念主义完全是个“后康德的”运动，强调它实际上起于与康德及其批判切入的一种明确的对立。因此他针对克洛讷尔的提法，不仅将康德果断地划在德国唯理念主义之外，并且敏锐地指出德国唯理念主义哲学绝非一个“均质”、一贯和外轮廓非常确定的现象；虽然它所涉及的哲学家只有几位，根本上说就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但对我们来说，这些哲学大家彼此间的差别和对立，显然更加不容忽视。他们在时代的哲学内均是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方向之代表人物，尽管各自亦有不少理论对手。如果说在哈特曼对德国唯理念主义哲学阐发这里，谢林在此运动内的地位得到某种令人信服的平反，那么当W．舒尔茨（Walter Schulz，1912—2000）在其研究中将晚期谢林而非黑格尔高扬为整个德国唯理念主义的完成者的时候，这个反潮流的新观点却引发了新一轮的谢林释义争论。
(11)



本书的研究在上述概念史的背景中使用“德国唯理念主义”这个标志，并接受德国学界根据“德国唯理念主义”内部主张的诸变体而做出的一般区分，也即承认它之内包含一种“批判唯理念主义”和一种“思辨唯理念主义”。

在学科讨论这里，“批判的唯理念主义”这一概念基本用于指称康德本人的理论切入，在宽泛些的意义上又指衔接康德的早期费希特和早期谢林的思想。康德最初在《纯粹理性的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
(12)

 中称自己的理论为“先验唯理念主义”（KrV
 ，B274），后在《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
 ）
(13)

 的概念辨析中，为克服此概念招致的误解，宣布以术语学意义上更为严格的“批判的唯理念主义”亦即已经批判的先验唯理念主义，取代前者。
(14)



属“思辨唯理念主义”的则有费希特的后期哲学、谢林早期及中期的哲学以及全部黑格尔哲学。至于思辨的唯理念主义的核心文本，主要有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
(15)

 （Grundlage der gesammten Wissenschaftslehre
 ，1794）、谢林的《论自我作为哲学之原理》
(16)

 （Vom Ich als Prinzip der Philosophie
 ，1795）与1800年的System
 以及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文献，当然还有直至1917年才得以发表的、著名的黑格尔手稿《德国唯理念主义最早的体系规划》（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1796/1797），后者的真正作者迄今没有最后定论；但各方面的情况均表明，此手稿与青年时代的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eidlich Hölderlin，1770—1843）、谢林和黑格尔三人的一项共同工作有关。

对囊括在“思辨的唯理念主义”标识下的费希特、谢林及黑格尔的思想，我们还应该了解他们各自不同的理论切入点。比如，尽管“绝对唯理念主义”这样的标识在研究中常常用作“思辨唯理念主义”的同义词以概指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三位哲学家的思想，但在严格意义上，它指的是谢林对立于费希特而建立的“同一性哲学体系”的那种基本立场，后者正是因为对立于费希特停留在经验整合性中的那个“自我”而主张一种绝对的、自然与自我共同沉浸于其中的同一性而得名（SW．V，p．113），黑格尔的思想因牵涉在这个整体关联下对谢林提出的重要批评也适用于这个概念。

如果说在德语世界的研究者那里，“批判唯理念主义”这一概念基本上专指康德的思想，“绝对唯理念主义”的标识更多用于指称谢林的哲学，那么“主观唯理念主义”和“客观唯理念主义”这样的标识则带有论战的色彩，主要用于标志德国唯理念主义内部的理论商榷。比如同一性哲学时期的谢林使用带有责难色彩的“主观唯理念主义”一语批判费希特哲学的立场，指其“在完全主观的意义上思考唯理念主义”，同时申明他本人与之相反，“是在完全客观意义上思考唯理念主义”（SW．IV，p．109）。黑格尔也曾针对康德和费希特二人使用这一术语，揭露此种主观唯理念主义“仅涉及表象之形式，按照此种表象，一种内容仅是自我之内容”（Wiss．d．Logik I
 ，HW Bd．5，p．173），以至于人们“在分析认识活动的时候仅承认一种片面的设定活动，致使那种自在之物一直隐蔽于此活动的彼岸”（Wiss．d．Logik II
 ，HW Bd．6，p．503）。黑格尔后来还用这同一个术语批评贝克莱和休谟的学说概念，其怀疑主义的印记更是一目了然。至于使用“客观唯理念主义”这一概念标识他们自己的哲学，谢林及黑格尔都仅在超越主观唯理念主义的那种客观唯理念主义的洞察的意义上：“实际上根本意义上的唯理念主义者乃是精神”（Wiss．d．Logik I
 ，HW Bd．5，p．173）。谢林的构想已经向绝对唯理念主义挺进，黑格尔推进得更多，因此他更倾向于使用超出主客观对立的“绝对唯理念主义”这样的表达。

至此，通过勾勒德国唯理念主义的领域和分野，我们已能大致了解谢林哲学在唯理念主义内部特有的思想标记和位置。而概念史的简略回溯同时还为我们凸显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取何种划分，康德哲学均构成德国唯理念论哲学的出发点和衔接点。这是因为，基本上人们已经承认，康德哲学的下列原理已经透彻思考了所有前康德哲学的那些原理：所有借助于先验反思途径的知识活动都固着于自我意识的统一性（先验统觉）中。然而，康德在涉及直观与思维、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时却留下了开放的难题。正是它们迫使德国唯理念主义连贯地致力于其解决。康德在KrV
 中承认直观和思维是认识的两大支柱，但对其共同根源的追问却被他搁置下来。理论理性始终羁留于可能经验的领域并仅限于认识现象，因此它不可能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由于理论理性决不能给行动提供准则，也无法为道德的“应当”（Sollen）的那种无条件的义务或责任提供论证，于是道德的法则唯一取决于实践理性。但后者的一系列公设如“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神之存在”，虽然在康德那里被思考为道德行动的前提条件，本身也都没有扩展理论的知识活动的能力。于是尽管哲学本该与处在其理论的和实践的功能当中的同一个理性打交道，这两个领域之间却出现了鸿沟。所以，康德当时遗留下来的核心问题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那种未曾解释的关系。

对本书的课题来说，作为德国唯理念论哲学出发点的康德哲学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它同时标志德国唯理念论美学的肇始及其出发点。只不过，在哲学美学这里的情况还有些不同。如果说我们可以如德国学界一般承认的那样将康德的批判哲学视为基本衔接点，而一视同仁地将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他们各自既偏离康德、彼此间亦互有差异甚至互相对立的唯理念主义体系构想看作对康德批判哲学的几种唯理念主义的推进；那么从德国唯理念论美学思想发展这条线索看，由康德肇始的这个新的思想进程的切入，其理论上的直接衔接者和发扬光大者则是非谢林莫属。由于作为基础哲学的哲学美学之建立是近代哲学史上最值得深思和反思的现象之一，我们的研究也必须认真回顾和审查这个重要事实：谢林的全部哲学美学思考及切入正是康德哲学的直接理论后继。


 三、康德与近代德国哲学之“转向美学”

在此，基于德国学界唯理念论美学问题史研究的一般结论，笔者要明确地将谢林的艺术哲学建树直接作为康德批判哲学的理论后继，纳入由康德肇始的近代哲学之“转向美学”的总体背景内。
(17)

 由于在我们汉语世界的研究者和读者中，这一基础事实应该说尚未进入讨论的视野，这就首先要求纠正我们至今对谢林艺术哲学的那种不准确和不正确的美学史定位。汉语世界内的相关研究，由于最早的理论探讨主要由译介黑格尔美学思想的工作所带动，在渊源阐发上，基本是接过黑格尔《美学讲演录》（Ästhetik
 ）中的一个现成观点，将谢林归为康德主义者席勒的思想后继者。尽管谢林如其他唯理念主义者一样，肯定受到了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精神的深刻影响，然而就此把他的哲学美学简单化地理解为席勒理论的直接后继，可以说这里已发生了由学派间观点商榷而造成的理解偏差。
(18)

 尽管在此之间德语世界的唯理念论研究业已澄清，正是谢林必须被视为康德的“第三批判”最严格意义上的发展者，他的哲学美学动向正是直接衔接于康德的批判哲学
(19)

 ；但广泛接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研究者和读者，尤其是英语世界和汉语世界内的研究者和读者，一直很少了解也并未认真对待这个重要的事实辨析，如正统的新黑格尔主义者鲍桑奎（Bernard Bosanquet，1848—1923）的美学史表述，可说是这类误导的典型的例子之一。
(20)

 为清除这种误解，我们必须回到对康德肇始的哲学之“转向美学”这个事实及其重大意义的辨析上来。

必须看到，尽管康德的批判哲学甚至没有以德国唯理念论本身的面目出现，尽管德国唯理念论已经远远地越出了康德，但从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从1780年到1830年间这半个世纪内，唯理念主义的诸种精神运动包括其哲学美学之能够发生，只是以康德对人类理性本质的原则性思考为基础，只是以这一思考为导引。这一思考的奠基完成于1781年的KrV
 中，而这种批判性的思考又在1788年的《实践理性的批判》
(21)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中得到扩充，最后完成于1790年的《判断力的批判》（Kritk der Urteilskraft
 ）。两个多世纪以来，德国哲学界经过长期的研究批判和密集讨论，已对此基本达于共识：正是KdU
 标志着德国唯理念论哲学决定性地“转向美学”（Wende zur Ästhetik）。这指的是，KdU
 不仅与近代的一些先行者如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夏夫兹博里（The Earl of Shattesbury，1671—1713）、鲍姆嘉通（Alexander Gottliel Baumgarten，1714—1762）的思想相呼应，强有力地推进了关于美、艺术家和艺术的学说之发展，毋宁说，当时是它在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个牢固地树立起一种确信：理性现在不再是在形而上学和神学的神观照那里而是在艺术创造的“天才”那里去洞察人的本质。哲学现在既无法在科学理论和伦理学那里，也无法在作为历史理性的人那里寻找和发现人的本质，哲学只能审美地去洞察“人是什么”。美学因在普遍意义上处理美和艺术而能够提供一种彻底的“普遍观点”。正是康德思想的“转向美学”所造就并引进的这种确信，最终促成美学成为按其诉求看最具功能性的基础哲学，自18世纪末直至今天，由于哲学理性承认艺术的原理所具有的世界观意义，致使西方哲学的整个精神都被打上了深刻的概念印记。
(22)



对本书的研究题目来说，强调这一点相当重要：要认清谢林哲学美学的建设性意义，首先要把握康德所肇启的近代德国哲学之“转向美学”在思想上的颠覆性，这也是我们的美学研究和讨论一直未能清楚认识也未曾思考的。如果说，严谨的新康德主义者如W．温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在其1892年的哲学史回顾中毫无保留地将德国精神在这个时代所迸发的那种征服世界的伟大思想力量和成就根本上归因于“哲学与诗的一种光辉而幸运的结合”
(23)

 ，从而始终仅把目光专注于哲学美学的全新的思想途径和领域；那么近一个世纪之后，德语世界的唯理念论研究者重新审查德国哲学的这一大事件时，却已在集中反思康德所肇启的这一“转向美学”的重大颠覆意义。
(24)

 基森（Giessen）大学教授，著名的怀疑论者和唯理念论研究者奥多·马夸德（Odo Marquard，1928—　）敏锐揭示出，哲学之“转向美学”不仅意味其在思想发展方向上发生某种特定变化，更不是仅指哲学于此时获得了新的对象领域，不如说，哲学“转向美学”这个现象根本上表明：此时哲学作为精神运动在其方向上发生了一个彻底的“反转”，因为审美指向也好，“亲艺术”的立场也好，无不违反哲学自身的一贯传统。

我们对康德“转向美学”这一举措的研究必须把握住这个转折点的含义和意义。而如果说此一“转向”的重大意义展示在一系列丰富的结果，尤其是在德国唯理念论的思想成果那里，研究可从积极和消极的方面对其做出一系列问题史诠释，那么对本书的研究题目来说，努力去把握康德这个转向的意旨和康德本人的准确立场也至关重要，如果继续忽视它们，我们不但会继续低估和误解这个“转向”观念上的意义，也将无法在德国唯理念论美学的语境中对谢林的哲学美学贡献作出公正的判断。

如前所说，我们的回顾也必须首先集中到对这个事实的反思上来：“转向美学”的这个举措根本背离哲学的传统。与汉语世界的研究甚少质疑西方经典美学的习惯相反，德语世界的学术研究早已批判地解读了康德肇启的这个“转向”的完全背离哲学自身传统的那种精神实质：哲学这种反思精神，自其与宗教及艺术从它们的共同来源中分流出来，一贯努力与诗及艺术划清界限。这本是众所周知的一个哲学史事实。我们的研究对此一直完全视而不见，应说是缺少问题意识所致。那么，站在近代启蒙主义立场上的哲学理性居然为艺术加冕并推崇诗的尊严，努力澄清后者所谓的“非理性因素”并将其与传统的联系阐述为与理性的联系，这种情况当然不是自然而然，而是前所未有。也就是说，近代德语世界的哲学开始致力于美学和艺术问题，完全不能仅以哲学当时获得了新的对象领域并扩展了自己的研究兴趣这类经验性的理由去解释。因为哲学的这一举措首先发生于一种称得上是巨大“反转”的态度和立场改变之上：哲学理性一反自“哲学之王”柏拉图以来对艺术的那种不信任传统，公开向自己的对手寻求帮助并与之联盟；而按照传统的观点，艺术不但具有与哲学竞争的资质和潜能，甚至能对哲学反思构成明显的威胁。我们还记得柏拉图《国家篇》（Politeia
 ）中苏格拉底拒绝接纳“诗艺”进入他理想中“净化的”城邦时那种焦虑态度和激烈的观点：诗人及其摹仿性创造“诗的艺术”培育的是灵魂的低劣即非理性的部分，艺术让情感完全驾驭我们，致使灵魂中高贵即理性的部分走向毁灭；而诗艺的强大魅力足以使人们对正义及一切美德漠不关心。
(25)

 而近代哲学史甚至整个哲学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康德，却在严格的理性批判之后，驳回了以数学及精确科学手段运作的启蒙形而上学的科学整体性要求，在救援整体性的整个时代语境中决定性地“转向”艺术及美学。而把艺术这种对象以及“审美地规定的事物”这样的范畴引进到哲学之内，牵涉到哲学的内在本质，这意味着改变哲学的基本概念并修正哲学的自我理解。这是后果重大的改变，因为随着康德的这个举措开始了那种作为美学的近代哲学。

然而，我们在考察康德“转向美学”这个举措时必须对这个研究术语的表达给予充分的注意和正确的把握：“转向”在此恰恰仅指“转向”。也就是说，康德在他这个影响深远的举措那里依然坚持着其理性批判工程的重要结论和划界。所以，我们决不能将康德哲学的“转向美学”误解为康德本人直接创立并建立了一种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美学；相反我们要再次强调，德国唯理念论研究所讨论的康德的“转向美学”，指的是KdU
 中的审美理性批判这个举措，这个批判的重要功绩是为时代精神牢固地树立起这样一种确信：理性是在艺术创造的“天才”那里寻找和发现人的本质，脱离宗教的哲学并不能依赖科学和伦理学，甚至不能依赖历史实践去洞察人的本质。因为依据康德的科学批判，科学理性的统治已根本上把世界关闭为一种“手段”的世界，而不将其看作“目的”的世界。康德的批判针对的正是这种减缩的理性所体现的那种危险的割裂思考方式，后者认为在精确科学之外不存在以理性去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思想就是在抗议和批判这种割裂，他借助审美理性批判在KdU
 中建立的这种确信，标志着近代哲学脱离其传统宗教维系之后的一个重要突破，努力凭借审美理性去克服无整体的危险存在处境。由于审美理性继科学理性和历史理性之后被康德突出为最重要的救援形式，它在哲学中的重要性大幅度上升。康德已经把在其亲缘关系中的哲学与诗看作对实践的两种反思方式，认为二者虽有媒介上的区别，形态却是同一的。但他这个将哲学的和审美的反思方式扭结在一起的解决本身没有能成功，因为他无法从其美学的现象学基础出发去证明那种和谐统一的原理。

因此从德国唯理念主义运动内部来看，在扭转近代哲学，使之“转向美学”的康德那里，美学这门学科甚至连外部形态都未曾清晰。康德对人类的审美理性作出了严格的批判，之后他却认定：在美学这里不可能有学说存在，只可能有批判存在。在哲学体系这里，他甚至不允许有鲍姆嘉通那样的直接的感性认识扩展。所以他本人也只是为哲学美学贡献了一种判断力批判以及植入在这一批判关联中的鉴赏理论。

对同样是经典先验哲学家的费希特——其已将思辨推进到作为有限理性之原理的“绝对自我”——那里，我们能够有把握地确认，他对哲学美学的影响，并不是通过美学专著和直接的美学陈述，而是通过其基本哲学形式。这方面他最典型的贡献应该是他的“绝对自我”对天才思想的“先验哲学普遍化”，也就是费希特把天才的立场和天才的创造活动提高为一种普遍的先验立场。他认为从康德在“先验统觉”亦即“我思”那里的切入，已能导出把自我提高为论证一切的原理的可能性。历史地看来，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前，费希特的这种相应于先验的切入，独立于经验自我的“纯粹自我”，已经是近代哲学随笛卡尔开始的那种主体化和内在化的高潮点。至于此过程随着天才的意识形态同时开始，这也决非偶然。

在谢林先前的理论盟友和后来的理论敌手黑格尔的思想系统和哲学建构那里，笔者要提请读者注意：美学事实上被置于其理论建设的边缘地带。
(26)

 这个情况也决非偶然，不如说，其与黑格尔在德国唯理念主义内部实际上作为“先验唯理念论”批判者的独特身份有着微妙且必然的对应关系。因此，尽管黑格尔以其关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学说——在其绝对性中的“精神”的一种生存形式的学说——在自己宏大而复杂的唯理念论体系中亦赋予艺术一个确定的形而上学地位，他那种系于柏拉图的艺术怀疑基本立场的严峻美学反思最终结出的一项能够直接切入到我们现代生活处境中的思想成果，乃是对“艺术的过去性”之深刻洞察。
(27)



正是德国唯理念主义这个丰富的精神运动的重大事实迫使我们去重视谢林艺术哲学中的那些要素，它们从内容上即决定了谢林艺术哲学在全部唯理念论美学思想内独有的重要地位。正如德语世界的专业研究者们对此的肯定性确认，正如研究事实早已为我们打破德国唯理念主义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某种“统一的哲学”之表象，作为哲学美学的德国唯理念主义美学也不能理解为均质单一的哲学运动或思想学派，不能仅限于唯理念论学派的研究立场去研究处理；相反，这同一个事实显示，谢林的哲学美学工作与康德肇启的这个转向多重地衔接在一起，并且在他这里，美感的或艺术的反省形式与哲学反思形式的关系得到了另样的理解和阐发，其不同于康德所做：处于积极的互补关系中的哲学与艺术已达成为理论同盟，它们古老的争执则转化为哲学美学的知识形式中的一种与哲学的固有本性相矛盾的情况。就哲学美学本身指向艺术直观而言，它在反思着对实践的一种反思方式，其与它自己的反思方式对立。于是随着这种在自身内整合了哲学思考的反思和艺术直观的反省的艺术哲学，哲学在自身内设定了新的张力，尤其在哲学的思考不得不涉及审美经验和艺术直观的情况下。然而正是谢林的包含有内部张力的哲学美学规划构成为德国唯理念论美学的最重要代表之一，并且超出学派意义，体现为近代整体论追求的重要代表之一。本书将通过批判地审查谢林的两大艺术哲学建树，也即他的System
 提出的艺术工具命题和他的PdK
 中的存在论神话学，对此提供事实方面的肯定性证据，展开谢林哲学美学思考的问题深度，以促进基础研究和讨论。



————————————————————


(1)
  以下缩略语System
 ；本书的讨论和行文采取德国学界通行的缩略语以指称相关的谢林原著，缩略语对应的原著全名，请参看本书附录中“缩略语及引用说明”。本书讨论中所援引的德文原著的汉译均由作者个人提供；能力所限，错讹疏漏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2)
  依德语世界谢林研究和谢林诠释的讨论习惯，本书以专业术语“艺术—哲学”（Kunst-Philosophie）指称谢林在其System
 中的哲学美学纲要，其文本涵盖System
 的第六章；而以“艺术哲学”指称谢林同一性哲学体系中的哲学美学，其文本为谢林1802—1805年的耶拿-维尔茨堡艺术哲学系列讲座手稿Philosphie der Kunst
 （生前部分出版）。


(3)
  以下缩略语PdK
 。


(4)
  这部分课题涉及大量的谢林手稿翻译和释义研究工作，作者的解读受益于德国学界多位唯理念论研究专家。


(5)
  P．松迪（P．Szondi）对此问题有专题研究，见该作者：Poetik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
 ，Bd．II，Von der normativen zur spekulativen Gattungspoetik．Schellings Gattungspoetik
 ，1974。


(6)
  国内学界对“Deutscher Idealimus”的通行译名是“德国唯心论”或“德国唯心主义”。


(7)
  Cf．Joachim Ritter（hg．），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sel 1971—2007，Bd．4，S．30—33；R．Kroner，Von Kant bis Hege
 l，Bd．I：Von der Vernunftkirtik zur Naturphilosophie
 ，TÜbingen 1921，S．12．


(8)
  Cf．R．Kroner，Von Kant bis Hege
 l，Bd．I：Von der Vernunftkirtik zur Naturphilosophie
 ，TÜbingen 1921，S．12．


(9)
  Cf．N．Hartmann，Die Philosophi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Berlin 1960，前言。


(10)
  “德国唯理念论／主义”还经常在广义上用于标识与德国古典同时并与之有精神联系的那些哲学精神，标志诗与哲学中的那个时代：在这个历史语境中不仅大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eidlich Hölderlin，1770—1843）同被认为是古典主义和唯理念主义的代表，代表者还进一步包括浪漫派的施莱格尔兄弟（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和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等人，甚至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耶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1743—1819）、让·保罗（Jean Paul，1763—1825）也都属于这个面对启蒙时代的新纪元，他们都以生命的上升、生命内容和一种新的创造性为指向，在一个经受怀疑主义折磨的时代里致力于新世界和新理想的创造。以此，广义的唯理念主义首先是在德语世界中成为一种实践—道德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标志。


(11)
  Cf．W．Schulz，Die Vollendung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in der Spätphilosophie Schellings
 第6页以下的阐述；有关这一术语的问题史讨论，还可参看H．J．Sandkühler（hg．）：Handbuch Deutscher Idealismus
 ，导论部分第1—23页。


(12)
  以下缩略语KrV
 。


(13)
  以下缩略语Prolegomena
 。


(14)
  Cf．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sel，1971—2007，Bd．4，S．38—40．


(15)
  以下缩略语Wissenschaftslehre
 。


(16)
  以下缩略语Vom Ich
 。


(17)
  早年深受J．里特（Joachim Ritter）影响的O．马夸德（Odo Marquard，1928—　）在其专著Aesthtica und Anaesthetica．Philosophische Überlegungen
 中对此问题集合做了探讨。


(18)
  笔者认为，指谢林为“席勒派”理论后继的笼统观点，除了忽视谢林哲学美学的直接康德来源之外，还在另一个基本事实那里发生了判断错误。这就是不了解谢林哲学美学本质上的“非历史—非实践”的特点；而席勒美学众所周知，以对艺术乃至美育的历史功能的强调著称，后者对黑格尔影响甚大。就理论的切入点和展开方向说，席勒的古典美学的历史哲学指向，可说与浪漫派的审美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十分合拍。


(19)
  参见P．海因特（P．Heinter）在Die Bedeutung der ästhetischen Urteilskraft für die Transzendentale Systematik
 当中的表述，第170页以下。


(20)
  参看汉译本〔英〕鲍桑奎：《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09页，此书观点为国内美学研究者引用甚多，但大多是作为一种定论使用，缺少理论辨析和论证探讨；另可比较黑格尔文本Ästhetik
 ，HW Bd．13，S．91，汉译本参看朱光潜译〔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9页。


(21)
  以下缩略语KpV
 。


(22)
  美学不仅在从古典主义到浪漫派的大思想家如席勒、叔本华、早期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乃至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那里被理解为基础哲学，即使在如黑格尔、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晚期尼采这些对浪漫派及美学的伟大批判者那里，也是他们要在形而上基础上与之抗争不已的哲学精神。


(23)
  Cf．W．Windelband，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Tübingen 1935，S．444—446．


(24)
  德语“Wende”一词的基本义是“转折”或“折返点”。马夸德已正确地看到，“对哲学来说，转向美学至少意味着与其最强大的那些传统的中断”。Aesthtica und Anaesthetica
 ，1989，S．22．


(25)
  Der Staat
 ，Zehntes Buch，1，6；aus Platon Sämtliche Dialoge
 ，Bd．V，S．388，404．


(26)
  流传的史料证明，尽管黑格尔生前至少先后四次举办过美学—艺术哲学讲座，却仅仅留下一些篇幅不大的讲义提纲和简短的手记，他生前一直没有将演讲提纲成稿的打算。


(27)
  Cf．Hans-Gerog Gadamer（1900—2002），„Ende der Kunst？Von Hegels Lehre vom Vergangenheitscharakter der Kunst bis zur Anti-Kunst von heute“及„Die Stellung der Poesie im System der Hegelschen Ästhetik und die Frage des Vergangenheitscharaker der Kunst“，in H．G．Gadamer，Gesammelte Werke
 8，Ästhetik und Poetik
 I S．206—220，221—231；国内学者对黑格尔美学这一问题集合及其影响史的专题研究，有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薛华教授的《黑格尔与艺术难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可参看其中《黑格尔关于艺术终结的论点》一文，同书第1—49页。



第一部分

艺术在先验哲学体系中的“工具”作用


第一章　“非体系的”谢林的体系功绩


 第一节　谢林思想在体系问题上的二律背反

正如哲学史所承认的，由于在System
 中将艺术引入先验哲学体系，谢林哲学已根本确立了它本身无可取代的重要历史地位。于是笔者在第一部分的第一章这里，要尝试通过检视和讨论德语世界中对谢林System
 中“艺术—哲学”纲要的一般研究状况澄清一些关键的哲学史事实，回答和消除基础研究中对谢林System
 的体系功绩尚抱有的怀疑，借以说明我们研究课题的必要性。

笔者在全书绪论中已经提到，谢林的全部哲学美学正是康德哲学的直接理论后继；也就是说，谢林衔接着康德哲学的革命性导向，切实地推进了康德关于艺术与哲学体系的建设性关系之思考，并最早以其System
 贡献了作为基础哲学的唯理念主义艺术哲学的体系建设，对此笔者将在第一部分的第五章中就其要点作出集中阐述。然而，由于谢林这样的思想家的哲学总是要求我们从其自身去把握它，我们考察其“艺术—哲学”的体系贡献就不能是直接接受和传递这些内容，而必须是批判地跟随谢林去重新思考它们。这样的重新思考同时也意味着对思想史的判断一再重新进行审查。

当我们根据这一哲学美学课题进行哲学史的追溯时，首先我们很快能发现与谢林这个理论贡献的重要性十分不相称的情况：System
 中的“艺术—哲学”即使在唯理念主义美学的故乡也没有得到足够的专题研究。如前所述，谢林在其System
 中将康德对哲学与艺术之互补关系的思考继续发展为作为哲学体系基础工具的艺术这个思想，并以它为核心建设起先验哲学体系之内的艺术哲学，这是德国唯理念主义美学的奠基性的理论工程。然而在德语世界中，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图宾根大学哲学家迪特尔·雅格（Dieter Jähig，1926—　）提出缜密的文本研究工作，谢林的第一个“艺术—哲学”工程才得到令人信服的全面的诠释和透彻的研究处理。之前，谢林这个重要的和独一无二的思想贡献几乎未被关注。研究资料显示，比起康德研究、费希特研究和黑格尔研究，总起来看，谢林研究受到的遮蔽更多。尽管这种情况在20世纪已开始扭转，1945年谢林研究已达到可观的高潮，到了20世纪50年代，德语世界的谢林研究专著已达千余种
(1)

 ，学术圈开始谈论谢林思想的一种“复活”；然而仅就当时的情况说，对谢林的哲学美学贡献的诠释和研究，依然远远不如对例如康德的“第三批判”和对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的相关研究来得集中而充分。

具体到谢林对哲学体系与艺术的关系之思考论证，不仅相关的研究文献在质量和数量上比不上对康德KdU
 的相应研究，研究对这一关系的内涵释义也还缺少特别的关注。这在美学课题的研究方面尤为突出。事情表现为，尽管谢林的思辨普遍被认为内在地具有一种“审美的”特点，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看法都是笼统的赞扬或者笼统的指责，总的来看，对此提出系统的诠释和专题研究的情况极其少有。即以System
 中的“艺术—哲学”纲要为例，对谢林早期思想的研究几乎从未顾及它，如慕尼黑大学的哲学家R．劳特（Reinhard Lauth，1919—2007）颇有影响的研究工作完全没有讨论它；即使维尔纳·哈特科普夫（Werner Hartkopf）缜密的研究工作也根本没有触及艺术的功能
(2)

 ，虽然后者恰恰应当在“辩证法”的主题这里得到深入发掘，因为最早的谢林诠释已突出了这一点：谢林所特有的“辩证法”正是一种“类艺术的”和象征化的思维形式。
(3)

 虽然有D．雅格和汉斯·弗赖尔（Hans Freier）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作出的研究，然而说到底，这个重要事实终究未能在唯理念主义研究中引发相关的连续讨论。

我们还发现，在提出谢林的“艺术—哲学”对先验哲学建设的体系功绩这样的研究课题时，同时需要进行系统而艰苦的平反工作，因为在专业研究者的思考和讨论中，对绝对唯理念主义及其艺术哲学论证，可说一直还存在某种不信任的态度。并且，如果说造成对康德第三批判的研究不足的那些否定性影响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正是新康德主义带来的那种放弃体系阐释的倾向，那么在谢林研究这里情况更加复杂，除了放弃体系阐释的倾向之外，干扰经常还由谢林哲学本身在体系特征方面的矛盾特点而引发。以至于现在我们提出在谢林的“艺术—哲学”那里去寻找其对体系哲学的重大贡献，初听起来不大能令人信服：在唯理念主义运动内部，难道不正是谢林这位哲学家最为缺少体系能力？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批评，谢林哲学甚至是以“非体系”为特征的。由此笔者在这里必然会面对这类质疑：把“非体系的”谢林的“体系功绩”作为研讨的题目能不能在立论上站得住脚？

对谢林哲学包括其艺术哲学的研究相对不足的原因其实相当复杂。就我们的题目而言，我们首先必须确认一些关键的事实，通过分析去发现阻碍我们正确认识谢林哲学的重要性的那些起因。

哲学史的批判性检视表明，这种情况首先与一个历史事实有关：谢林尽管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但他的思想并未形成重要的学派。于是站在唯理念主义哲学中的黑格尔派一方的立场，谢林的意义经常仅被看作黑格尔的先行阶段，System
 时期的谢林更仅仅被看成，以客观唯理念主义去与费希特的主观唯理念主义抗衡，而把综合的可能性和敦促留给了黑格尔。可以想见，正是在这种思考范式中，谢林哲学的创造性成果大部分遭到忽视，常常只有自然哲学和同一性体系得到肯定性评价，其余的思想贡献包括之前和之后的理论构想，都被解释为从唯理念主义运动中的偏离和倒退。而这种情况对谢林非常不公正也非常不利。

更重要的事实，应该是黑格尔派对谢林哲学发出的“非体系”的抨击。由于这个批评的确切中了某些东西，它的影响显然一直存在。确实，对谢林来说这非常典型，不同于康德或费希特，谢林在自己所有的根本性的体系导向那里，实际上没有留下任何一个全然封闭的体系表述。我们能够看到，他那里一个个理论切入都在，但它们经常没有完成，有的连标题都带有暂时性。特别当人们把他与黑格尔进行比较的时候，谢林的思想创造的这种“未完成”和“暂时性”就格外触目。而反过来看，黑格尔虽然是在谢林的影响下才脱离费希特，但他另一方面却借助于其思考令人印象深刻的封闭性，不久之后就大幅度地遮盖了谢林的哲学影响。

不过，就我们在这里讨论的System
 中的“艺术—哲学”而言，情况有些不同：谢林1799年在耶拿起先作为讲座报告宣讲了这个先验体系，1800年早春将它出版。这一体系尝试是谢林先验哲学的奠基之作，它本身在形式上也基本完备。客观地说System
 中的“艺术—哲学”遭忽视的原因，既不是因为这一先验哲学体系的体系建设尚不完备，也不是因为其中的思想及其推演不能成立，而不如说是因为谢林这一先验论证立场的暂时性。我们指的是，尽管System
 在问世时受到耶拿听众和哲学界的热烈欢呼，成就了谢林作为青年哲学家的卓著声誉，然而在接下来的1801年谢林已径直转向同一性哲学的体系建设；他已经离开System
 中的先验论证立场，也不再谈论艺术在哲学体系中的“官能”（Organ）身份，致使先验体系内的这一“艺术—哲学”的命运有如昙花一现：在接下来接续提出的几个同一性哲学体系纲要中，谢林的课题已经转移，艺术不再被赋予这种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功能。于是，哲学中的艺术由于仅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在先验哲学体系内部具有这种角色，用W．舒尔茨的话说，类似于“困境救急法”，难免给人留下一种“实验的”印象。这点在研究讨论中也的确经常被直接看作一个证据：人们据此认为，谢林是在脱离费希特的那个特定时刻才赋予艺术以这种功能，之后则迅速抛开了艺术的这种体系功能，甚至抛开了先验唯理念论的体系建设本身。对此作出具有强有力澄清的拨乱反正工作的是D．雅格的系统而缜密的文本研究，关于这点我们在后面的相关讨论中还会谈到。

“非体系的”谢林的“艺术—哲学”贡献能否谈得上有“体系功绩”？要回答这样的问题，笔者认为上述哲学史事实固然十分关键，但对我们的问题来说，这些事实本身并非直接是回答或解释，更不能是一劳永逸的回答和解释。因为对同一些事实，各种争论立场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和评价；不如说只有凭借对上述事实的批判的辨析，我们才能找到回答问题的一些提示。现在我们就进行这样的尝试。

对仅仅由于谢林哲学未形成学派，便将谢林哲学整体上只看作黑格尔哲学的过渡和先行阶段，由此有意无意贬低谢林哲学的重要性和历史地位的那类观点和做法，不需要在此系统地进行反驳，因为这样的观点太过片面。相反，对我们的课题关联来说，笔者首先要再次强调这一点：艺术在哲学体系内获得其重要地位，特别要归功于谢林。尽管其先有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和康德的鉴赏理论，尽管康德的审美理性批判称得上是全然革命性的并造成了近代德国哲学“转向美学”，这个转向的直接接续者和实际建设者事实上是谢林；黑格尔并未跟随康德的这个转向，不如说，他实际上是转向美学的康德哲学之潜在批判者。
(4)



在我们这里的讨论语境中，必须立即澄清和强调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按照其哲学来衡量的话，美学在黑格尔那里始终处于其思想的边缘地带，正如他的Ästhetik
 遗稿状态所透露的情况
(5)

 ，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尽管承认谢林所高扬的哲学与艺术间的“亲缘性”并在哲学与诗这两方面均接受了如康德、荷尔德林、谢林和席勒这些伟人的精神影响，他本人却从来不是凭借进入知识整体内的艺术，而恰恰是凭借概念的逻辑去推进哲学体系。据此，我们能够推知：艺术在他那里从未获得知识体系内如此的殊荣。

基于上述两个基本事实，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因谢林哲学体系的形式缺陷而抹杀谢林艺术哲学的理论贡献，那么整个德国唯理念主义美学思想史将被砍伐得凋零不堪，康德肇始的德国哲学之“转向美学”能否成立都将很成问题，因为唯有谢林将保障先验体系的知识论连续性这个基础哲学的重任给予了艺术哲学。简言之：德国唯理念论美学之基本建设以及美学根本上经由唯理念论而成为基础哲学，没有谢林的理论贡献也即Briefe
 中的悲剧哲学讨论、System
 中的“艺术—哲学”纲要，整部PdK
 以及同一哲学文献中一系列的艺术哲学思考，乃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我们无意以此为谢林哲学的种种形式不完备、其多重切入在任务及内容上的彼此纠缠乃至多次的体系搁浅无批判地进行辩护。我们必须承认，在德国唯理念主义内部，谢林的确是极为特别的那位思想家。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像谢林那样在其思考中发生有如此之多的转变和如此之多的新切入。所以，将System
 中的“艺术—哲学”完全否定性地看作“试验”、“冒险”、“哲学思考过渡的工具”等的片面化做法，一度在德语世界专业研究圈中成为常见的情况。然而，海德格尔弟子、谢林研究大家赫尔曼·策尔特纳（Hermann Zeltner，1903—1975）在20世纪50年代即对谢林体系形式之“多变”这个情况作出了透彻的判断：如果仅从表面上去看，据此仅仅否定性地理解谢林的体系思想进程，以致直接指其为“哲学上的普罗透斯”，似乎此种“多变”只不过是哲学才能缺陷的标志，以此将谢林哲学的大量重要思想打入冷宫，我们无疑会让自己受到蒙蔽。的确，我们作为研究者必须看到：在哲学的体系这个问题上，谢林的思想自始就有一种矛盾，而且他始终未能克服这个矛盾。但是，如果说就谢林思想中这种体系意志与体系矛盾的纠缠而言，来自黑格尔学派的“非体系”的批评语确乎切中了某种事实，那么这个事实还应该脱离开学派间的门户之争得到进一步的深层分析。笔者认为，我们在此可倚重雅斯贝尔斯的洞察，因为他对谢林思想的这种“非体系”特征的研究，从谢林本人及其与黑格尔思想的对照两方面看，都称得上中肯和透彻。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洞见，谢林的哲学是一种始终在生成中的哲学，因为谢林是一位“追随问题”的哲学家。终其一生，谢林的思想始终都具有“体系意志”和“突破意志”之间的二律背反特征。这是指，在唯理念主义内部，谢林无疑是“将体系思想推到极致，将意志和努力、思维和存在、真理和现实、存在和所有的存在者统一在一个作为无所不包的知识活动的作品那里”的第一人
(6)

 ；但与此同时，谢林又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作为知识整体的哲学体系之界限，明白对哲学家来说，“从现在起，哲学的一切一切都应该囿于一个唯一的体系”这类观点之荒谬。由此看来，谢林本人的哲学甚至必然会发生体系困境。因为青年谢林最初的声音已经是追求一个体系的那种坚定意愿，他一直不屈不挠地提问全部知识的统一形式，以便最终将有关哲学一般可能性的那些难题总体上引向一个解决。谢林早在其1795年的Vom Ich
 中已经看到，正是对这些难题的解决之阙如，“迄今阻拦在［建立］一普遍有效的哲学的所有努力的道路上”（SW．I，S．89）；然而他在思考体系时又从未忘记，体系之伟大就在于它永远不会完成：每当哲学家自以为完成其体系的那个瞬间，他必将变得自相矛盾。因此早在接受费希特影响的1796年，谢林就在他对费希特的知识学的批判阐发中指出，最能败坏哲学的事情莫过于“强迫体系进入一种理论上普遍有效的限制中”
(7)

 （SW．I，S．306—307）。因为批判精神本身即指向，作出证明的努力以挽救科学之自由。

青年谢林在他的Briefe
 中已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不同的体系之存在或两种本身均以体系表达的哲学意志的贯彻之彼此正相反对——例如在思考方式和思维架构方面相互对立和排斥的体系独断主义和批判主义这两者，此种情况的存在只能是因为我们已脱离“绝对者”，已与其产生矛盾；只因这个原始矛盾冲突存在，才有了发生在人类精神本身中的哲学家之间的争执。而如果哲学所追究的东西、理性最后的关怀仅与“绝对者”有关，那么绝不会有不同体系间的争执产生。“假使人类在什么时候有一次能够离开这个他由于脱离绝对者而陷入其中的领域的话，那么所有的哲学都将终止”（Ibid．，S．293），此领域亦将终止。而我们现在还在路途中，我们必须也只能凭借我们的自由，创造出我们之所是。

正因为我们还在思考的路途中，一个思考到终结点的体系必然受到限制，并且出于自由的体系本身就在要求突破。雅斯贝尔斯因此认为，从我们的时代处境，我们更能理解谢林的那种针对任何一种体系的“突破意志”的重要意义。由于存在的现象或世界的现象尚未完成，体系只能向未来开放。终其一生，谢林都保持着这个拒绝；在1810年的斯图加特讲座上，处于“自由哲学”阶段的他依然直言不讳：“想要宣称这样一种唯一可能的体系，乃是极度的无知”（SW．VII，S．421）。然而终其一生，谢林全部的思考能量却又倾注于以一个真正的体系去扬弃各种体系，这是因为他要努力做出联结和统一。尽管诸体系本身永远不是那个唯一真正的体系，但它们都以后者为其前提。而对处于时间性此在中的人来说，“这一个”体系处于生成之中。不过谢林仍要求我们看到，“所有已具形式的不同学说［……］无非是那个唯一真正的体系按照不同方向推移的图像”（SW．IV，S．401）。正是诸体系的区别性迫使理性去寻找“这一个”体系。谢林始终朝向那种超出诸矛盾对立的立场努力，它不是别的，正是哲学一般的立场；晚年的谢林在其肯定哲学的思考中依然认为，达到这种哲学就是最终意义所在：“一个仿佛足够强大的体系，甚至能经受生命的考验，这种生命之赢得其力量和强大，乃是凭借前进的生命经验和对现实的更深刻认识”。这种方式的体系，谢林认为是全新的：“哲学迄今从未达到一个真正的终点”（SW．2．Abt．Bd．III，S．177）
(8)

 。

雅斯贝尔斯也对常见的站在黑格尔派立场的谢林批判做出了回应，他直接将谢林与黑格尔做了比较。然而他比较的尺度和立场都超越了唯理念主义内部的派别之争。对谢林并未实现作为体系的哲学，并未将一种整体知识活动贯彻推演到其所有的特殊环节和个别当中这个事实，雅斯贝尔斯毫不讳言。他指出，早期谢林即以极大热情投入这种体系实现：先是在其自然哲学那里，接着在其先验唯理念论体系那里，然后多次在各种纲要那里，最后是在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那里；并且，尽管谢林不知疲倦地将其理论建构工作日益推向局部化，每次的努力依然很快陷入困难并终结于草案。显然，较之费希特，谢林不具备那种在建构方面的思考密集性，较之黑格尔，谢林在材料方面还不够无懈可击，并且缺少对伟大的辩证交织的强有力的表述。他在体系论证上时时求助于模仿斯宾诺莎，看来依然于事无补，典型就是他1801年的第一个同一性哲学文献《对我的哲学体系的表述》
(9)

 （Darstellung meines Systems der Philosophie
 ）。与此相反，谢林想要做到并敢于以敏锐的把握提前宣布的那些体系性思考，很多都由接受他影响的黑格尔最后成功地完成。而黑格尔借助于坚忍不拔地坚持体系的意义，借助于深思熟虑和在所有体系局部及特殊部分当中耐心、巨量的工作，借助于强大的精神性力量，成功地做到在辩证的诸建构及其无限多变迁那里理解所有事物。这个对照极为鲜明，以至于面对黑格尔强大的体系架构，谢林的著作显得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努力和无能为力，直至最后在黑格尔学派的遮蔽和漠视下隐入背景。

谢林在黑格尔体系的巨大成就之后，在与其学派的论战中评价自己先行于黑格尔的体系道路时曾谈道，他本人的体系哲学“本身不能在如黑格尔体系的那种意义上成立为无条件的体系”，因为“作为绝对的、不把任何事物抛在自身之外的体系，它本身无法封闭”（SW．2．Abt．Bd．III，88），所以黑格尔的体系是对青年谢林的诸种思想切入的一种狭窄化和错误的、完全停留于否定哲学的阐发。在黑格尔学派看来，谢林的这些自辩、反驳和批评统统软弱无力，因此无需重视。然而雅斯贝尔斯却在谢林的体系弱点这里读出了一种隐藏着的另样的强大。在此，问题首先在于，黑格尔之接受谢林影响恰恰仅限于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有谢林的体系意志影响到了黑格尔，而谢林对思考的深层把握并没有对黑格尔产生什么影响。再者，这两人的哲学沉思在态度方面也有极端的差别：黑格尔要以知识活动清除惊异；谢林却要借助于知识活动把惊异上升为关于存在秘密的最清楚的意识。所以雅斯贝尔斯认为：正是在谢林的弱点那里，可能存在着对形而上学思想最大限度的贴近，以此也是最大限度地贴近保持开放的哲学意志，这种情况肯定与谢林思想创造的自由方式有关：每个构想在此都同时呈现了开放。并且，如果说谢林的真理探寻进入得更为深刻，那么他的进入并不是借助于一部不可抗拒的著作，而只是通过思想的那些伟大切入而闪现；而在这些切入那里，体系意志的推进对谢林不如说是种干扰。

因此雅斯贝尔斯在谢林的体系力量之弱点那里依然认出攫住谢林的那种强大真理的一个结果：谢林始终意识到人的处境和他自己的哲学的处境都是处于思考的途中而非处于思考的终结之处。这就证明，在人类的历史时代，一个体系从根本上说仅在相对的意义上才可能存在。

真正的体系是什么，谢林终生都在致力于这个问题。然而在涉及体系的问题上，谢林的思考又自始至终有着分裂状态。他自己也洞察到这一点：体系必须出于自由，要以生命的实践去实现；体系又是在太一的理念内，根本上要达到一个唯一的整体或整体性。自由导致的是那些可能的实现之无限广度。而被意识到的整体则扬弃了自由。思考的建筑师会经历创世之丧失，而成功的建筑则使自己同时成为自己作品的奴隶。据此雅斯贝尔斯认为，在什么是体系、它是否可能及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上，谢林对后来的思想家起到了非同寻常的激发作用，如果说唯理念论沉溺于体系思想，那么正是谢林一直在尝试打破它，以防体系“成为一个新的局限”，虽则他自己由此深陷于一种“厄运”中无法挣脱。所以雅斯贝尔斯认为：

谢林通过他的种种敦促更新了哲学的高度意义。凡在哲学要变成本身满足于研究事实和概念间关系那种状态的地方——那里它要么陷于毫无价值，要么陷于实用的认识——，必能听见谢林的大声疾呼。凡不想狭隘地思考哲学的人，都会对谢林的处理感到欣喜。后者带来对本来意义上的哲学之思索
(10)

 。


 第二节　艺术进入哲学体系的必然性

借助于雅斯贝尔斯的谢林研究引导，我们应当能够领悟，在谢林这里，我们的研究首先应当关注的还不在于其学说或思想具体是什么和能够是什么，也不在于谢林本人的哲学史定位，而恰恰应当在于谢林思辨中那些伟大的、一再生发的哲学脉动。就我们的题目而言，就System
 的“艺术—哲学”建树——按照康德精神借助于一种艺术哲学去完成哲学体系建构——是谢林的整体性思考对一个哲学体系第一次的完整执行而言，谢林将艺术设立到知识体系中的这个重要举措正为我们凸显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艺术在哲学体系中是不是必需的？

这是一个宏大、深刻又复杂的问题，相信哲学在其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甚至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对它必有不同的回答，也允许不同的回答。而就我们的研究题目和相关考察的结果来说，笔者现在首先要对此表明观点：我们将康德使哲学与艺术联盟的努力视为对哲学传统的一个革命性的大颠覆，并认为谢林对艺术与哲学的关系的构想在一种基本的意义上不同于哲学史上任何一种相关思考。因为在以往的历史中，凡艺术与哲学发生关联，它总只是哲学的一个对象而已。而在谢林这里，艺术第一次被高扬为哲学体系本身的“官能”（Organ），作为哲学运作之工具（Organon），艺术因此是哲学体系的一个必然的组成部分，而不仅是哲学的一个对象。也就是说，谢林所理解和阐发的艺术与哲学之关系，已与康德不一样，更完全不同于黑格尔。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能够证实，谢林的System
 以一种极端的解说发展了康德的立场，它强调了艺术在哲学体系中的意义，并前所未有地借助于一种“艺术—哲学”将艺术建设在哲学体系之内。

可以想见，艺术面对哲学的这种地位的高扬为哲学史上前所未有，它绝不可能不曾遭遇异议。我们从艺术与哲学的关系出发，审视一下谢林这一“艺术哲学”的问题史，立刻就能发现，对谢林将艺术规定为哲学体系之“官能”的做法，最早的严厉批判直接来自唯理念主义内部，也即来自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11)

 （Phänomienologie des Geisters
 ）。对谢林将艺术高扬为哲学体系的“官能”，以此通过结合艺术与哲学而赋予前者以逻辑的及真理的功能，黑格尔发出了强烈抗议。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谢林这种结合艺术与哲学的诉求，代表着哲学的一种危险的行动：满足于艺术那种镜像性的真理而不能认识真理的严峻面貌。哲学在艺术那里寻找或借助于艺术去寻找的那种光明，那种主体和客体之间、自然和精神之间的“绝对无差别”，其本身又等同于无知的“黑夜”
(12)

 ，正因为它在自身内已将所有的差别都消解掉。黑格尔尽管承认谢林所指出的批判主义即主观唯理念主义之不足，却严厉指责谢林的下列信念：在美那里存在着通往真理的一条最好的道路。
(13)

 对黑格尔来说，真理在这种将哲学与艺术结合的诉求那里已经丧失殆尽，因为借此所企及的真理只是美感的真理，据此它既不清晰又不具有约定性。总起来看，谢林与黑格尔之间的理论分歧恰恰始于此处，对谢林来说，艺术与哲学体系间的“亲缘性”看来始终是近代理性的一种救赎可能（SW．III，628），而黑格尔尽管承认这种亲缘性的确存在，实际上却认为哲学没有艺术也可以过得下去，并且去掉与后者的这种亲缘关系才能更为纯粹。他们后来的对立因此日益增强而终致不可调和。

黑格尔对谢林哲学之艺术导向的这种批判态度颇具代表性，其后也由黑格尔学派广为传播，逐渐成为谢林哲学诠释的一种先入之见：谢林的艺术哲学仅是黑格尔美学的一种不完满的先行，是康德的艺术理论的一种非批判的后继。于是谢林的艺术理解仿佛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消失了。比如19世纪最初的那批美学史研究，它们尽管都承认谢林是黑格尔的艺术概念的奠基者——此概念的经典表达为“理念之感性显现”这一公式，但克洛讷尔20世纪20年代已在谴责“哲学体系中的艺术”，批评谢林的做法是以“不思考的美感直观”代替“思考的理性”，以“艺术”代替“逻辑”
(14)

 ，致使理性是在艺术而不是在“概念”那里上升到体系的最后根据中；同样，其后新康德主义主将库恩（Helmut Kuhn，1899—1991）在30年代作出的古典德国美学研究，也认为谢林将艺术抬高为哲学之“工具”的做法是个不可原谅的重大失误和错误，这是一方面“对思想作美感化”，剥夺哲学固有的逻辑——道德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又“对美感现象作理智化”
(15)

 ，以一种过头的诉求摧毁艺术那种以情感为依据的本质。然而，我们要针对这种黑格尔主义批判立场，在此立刻指出这种看法的一个盲点，那就是：黑格尔未曾感受到他时代的哲学面对科学之威胁那种自我确证的迫切需要。在面对艺术和宗教这样的真理形式去捍卫哲学时，他并未把前者看成是具有竞争力的对手，而只是将它们看作被哲学否定和克服的真理之过去形态。可以说，由于允许艺术被哲学扬弃，黑格尔错失了康德使哲学面对艺术的重大意义所在。并且我们在这个问题关联中也不能忽视，谢林这个始于康德的将艺术设立到哲学体系中的举措，本身就具有一种对立于黑格尔泛逻辑主义的特征，它一直受到黑格尔主义者的坚决抵制因而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所以，在重新审视唯理念主义思想史时我们发现，其后的理论反拨不是发生在黑格尔主义者和新黑格尔主义者那里，而是最先出现在新康德主义者那里。温德尔班在其19世纪90年代的问题史中追踪欧洲哲学的思想驱动之时，已意识到谢林将审美理性置于先验体系之巅峰的积极意义，但他还没有看到黑格尔在退回到费希特最初的立场时在哲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与谢林思想发生的不可调和之对峙的内在含义。
(16)

 最早看到这一点的人，应该说是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他在新康德主义者中第一个处理了康德将体系问题与美学衔接的重大意义这个课题，以此对谢林的理论切入作出了字面上颇类似于克洛讷尔的基本概括：以直观代理性，以艺术代逻辑。然而卡西尔在此是在完全颠倒克洛讷尔批评的意义上，积极地肯定谢林诗性的和直观的思考形式，将后者高度评价为“哲学思考的一种特有的可能性”。按照卡西尔的看法，对经验作为体系的可能性的提问构成了通向康德美学思考的通道，哲学的“美感的—诗性的”要素具有无可比拟的丰富可用性，它只不过必须受制于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概念—建构”的形式而已。
(17)

 卡西尔指出谢林对康德思想的肯定性的直接继承，认为谢林的观念化抽象活动的倾向反而是不幸误入歧途。
(18)



然而研究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没有充分理解谢林对艺术与哲学的关系的突破性思考，此情况也直接表现在对System
 中“艺术—哲学”诠释的种种弯路上。由于谢林哲学是一种始终在生成中的哲学，研究对谢林“艺术—哲学”的诠释，远不如对“第三批判”的各种诠释那么容易获得概观，尽管后者的数量要巨大得多。对谢林的哲学与艺术的关系的思考及其关于艺术作为“哲学的工具”的命题的诠释，总是一再面对这个问题：在谢林哲学思考的整个发展那里，艺术与哲学的这种结合意义究竟何在。如策尔特纳（Zeltner）在其20世纪50年代的谢林研究中所指出的，常见的倾向是在诠释谢林哲学时“人们对体系的‘改变’及其所承载的思想内容方面给予过多注意和评价。这表现为在谢林的每个转折，每种新的细微差别那里立刻去揣测一个新的体系构想”
(19)

 。由于对System
 中“艺术—哲学”的诠释总是一再被引向对谢林哲学当时的生成过程的一种考察，所以不同的诠释的商榷常常纠结于，如何将这个“阶段”正确安置在谢林哲学思考的整个历史内，如何在其与费希特哲学的关系中给其以恰当的哲学史地位，等等；多少偏离了真正重要的和应当追究的课题。另一方面，由于将艺术与体系的结合仅看作过渡时期内的一个暂时的解决，人们也认为可以放弃一种深入的研究，因为哲学的艺术导向仅被理解为谢林在从一个费希特阶段向着他自己的同一性哲学的过渡阶段的理论摇摆的表现。不过，完全不同的判断很早就有，威廉·梅策（Wilhelm Metzer）及库尔特·席林（Kurt Schilling）的研究都在努力纠正这种偏见
(20)

 ，身为费希特研究大家的R．劳特也寻求给出这样的证明。
(21)

 他指出，谢林早在1796年的Briefe
 中对“至高无上的存在”的解释即已表明一种极端不同于费希特的立场，谢林将哲学分划为自然哲学和唯理念主义的做法在Briefe
 这里已经有其根源。谢林从未将“先验唯理念主义”宣布为唯一的哲学，而是始终思考着以一种自然哲学来补充它，原因就在于，谢林从一开始就投入对“自我”的一种绝对化。

策尔特纳早已看到，在谢林那里并不存在根本意义上的“对费希特的追随”，也不存在不以艺术为导向的谢林哲学。满足于将谢林的思考划分为片段和“阶段”以捕捉框定谢林思想的那类尝试，并不能说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这是因为，尽管青年谢林曾追随费希特，我们在谢林那里却从来找不到一种严格费希特导向的哲学。谢林在Vom Ich
 中谈到的“绝对自我”，其与费希特的“自我”几乎仅有名称上的共同性。早期文献中的“绝对自我”宁可说是相应于同一性体系中的“主体—客体”
(22)

 。格兰（Ingtraud Görland）的谢林研究同样强调谢林早期哲学的独特性，证明谢林从费希特那里更多地是接受形式方面的范式而非思想方面的基本内容。
(23)

 同时我们也能揭示，还在Vom Ich
 这篇文章中，谢林已在思考“类同于”理智直观的审美直观，而且明确地说出了这一点。也就是说，1800年的System
 中的“艺术—哲学”并非标志着谢林从费希特的“自我”中解放出来走向他自己的同一性哲学的过渡，如赫尔穆特·普勒贝纳（Helmuth Pleßner）的研究所假定的那样。
(24)

 因为谢林不曾采取费希特的“自我”的立脚点，也因为他从一开始即以“类艺术的”方式去思考其哲学中的“绝对者”。

尽管未曾对System
 中的“艺术—哲学”纲要作出专题论证，策尔特纳仍清晰地看到了谢林的哲学脉动在“笛卡尔和康德那里的前提条件”，看到作为康德后继者的谢林与费希特的哲学指向，都在于对唯理念主义的基本命题作出先验论证；与康德不同，青年谢林的思考本身不再局限于小心谨慎地试探理性的各种边界，这种思考现在已经有意识地超越了自己经验运用的诸种边界。它把自己理解为自由的思考并在思考中体验着自己的自由和创造力。以此促发了这种哲学的绝对性要求。而“这样一种将自己完全交由其固有的内在逻辑的思维，必然是体系化的思维”
(25)

 。因此费希特和谢林特别为我们留下的，主要是些体系和体系构想。不过，策尔特纳在谢林的“多次体系切入”那里亦看到了对纯体系方式的哲学思考的某种间接拒绝。在这个意义上，费希特和谢林都曾一再地重新尝试一种系统的哲学思考。而一个体系若与经验不吻合，像谢林指责费希特体系未能正确对待自然之实在特征那样，那么思想家们彼此冲突的根源也正在于这种思考采取了纯体系的方式。这种情况到了黑格尔则发生了改变。哲学体系在黑格尔那里出现了某种僵化：现在每个难题，每个现象，每个个别学科在体系内都有其特定的位置，对这些个别学科的考察整体上完全被体系的精神所规定。策尔特纳由此认为，正是在这点上，谢林并没有像费希特和黑格尔走得那么远。谢林后来不仅抛开了陷于“自我”的费希特的原初的唯理念论切入而能够保存其真理，他还在与黑格尔的商榷中打破了“体系封闭”这个魔圈，发现了走向一种开放的哲学思考的道路，那就是：哲学只有与艺术一起，才能达到它的目的即每个心灵的自由平等。正是System
 前所未有地将艺术成功设立到哲学体系中并展开了艺术的问题集合，以“艺术的奇迹”把对自然与自由的矛盾对立的克服变为一种“当下在场”。而艺术的哲学意义比这还更深远：“整个哲学都发端于并且必须发端于这样一个原理，它作为绝对同一体是无条件的非客体”，而作为理解整个哲学的条件，这种绝对的非客体同时又必须被意识、被理解。因其作为这样的东西“不能借助于概念去理解和表现，而只能表现在一种直接的直观中。［……］理智直观的这种普遍被承认和以任何方式都无法去掉的客观性就是艺术本身”。唯独“通过艺术的奇迹”能为自我反映那绝对同一体（SW．III，624）。

D．雅格的研究打破了对System
 中的“艺术—哲学”诠释和研究的长期匮乏状态。他在1966年和1969年即以两卷本的专著《谢林：艺术在哲学之内》（Schelling．Kunst in der Philosophie
 ）深入分析了先验唯理念主义并将艺术的“真理功能”清晰地提出来
(26)

 ；对于艺术如何在谢林那里进入到哲学体系之内这整个问题集合，迄今最详尽最完备的研究依然是他的这项工程。D．雅格第一个清楚地辨析了研究界忽视谢林最独特美学贡献的诸种原因。这里首先存在着外部的原因：哲学史在谢林的System
 那里首先看见的是从费希特追随者到其最初的“独立的”哲学即“同一性体系”的过渡，因为在此时期，在德国唯理念主义哲学史内部，谢林的这个阶段构成从“主观唯理念主义”到“客观唯理念主义”的过渡。作为一个意义重大的过渡，谢林先验体系的哲学史重要地位早已被揭示和承认；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由这个体系所断言的艺术的功能在研究中却始终被忽视、被消除，或看成无足轻重。美学史研究也同样表现出对谢林对作为哲学“官能和工具”的艺术规定的这种低估。直到1966年D．雅格的研究之前，在对谢林艺术哲学的无数推崇那里，谢林在System
 内对艺术的解释一直仅被当作出于同一性体系时期的PdK
 （1802—1803）系列讲座的一个理论准备，人们已经惯于从后者的立场和任务出发去理解前者。相关研究甚至从未将其中关于艺术的“工具—构想”作为一个问题集合来处理，从未思考此构想中关于艺术本质的不可超越的概念和洞见。同样，人们也已经习惯于将谢林的艺术思考仅理解为对康德哲学的一种偏离和黑格尔哲学的一种先行，甚或将其看作浪漫主义的过头举动，将其低估为解救体系的一项临时措施。

至于忽视的更深层原因，D．雅格认为必须到对艺术在先验体系内的角色的一般哲学判断那里去寻找。由于唯理念主义研究中的主导性的倾向是，从谢林本人的整个发展及其对这个发展的理解出发去判断其先验哲学，这就决定性地鼓励了忽视先验体系内哲学与艺术的关系的那类做法。D．雅格将谢林研究中对艺术的“工具角色”的主导性低估的评判立场加以分析，指出它们总起来不外以下三种：（1）同一性体系的立场；（2）黑格尔的谢林批判的立场；（3）晚期谢林的自辩立场。

（1）从同一性体系立场出发来判断，之前的先验哲学时期谢林仍未完全摆脱费希特的“自我”。于是借助于艺术对整个先验体系作出论证看起来只是在掩饰那种理论上的悬而未决，以保证自己摆脱费希特的影响，正如先验哲学的思想按其切入来说是尚在费希特的“行动”的视界中，仍停留于要理解为道德的自我规定性的那种“理智直观”的基础上。之后的“美感直观”充其量只能是“被证实的体验”，但决不是这种哲学的本质性东西。按照这种观点，艺术并非是哲学的“工具和见证”（SW．III，628），而只是作为“证书”的工具
(27)

 ，因此实际上恰恰并非工具。

（2）从黑格尔对谢林对先验体系中艺术之功能的判决来看，如前面已提过的，这个立场导致全面拒斥谢林的“艺术—工具”论。

（3）从晚期谢林的自辩立场看，认为System
 中艺术的这个“工具角色”在先验体系时期之后，不再保有其有效性。

正是根据以上三种立场，研究者已惯于将谢林哲学暂时的诉诸艺术，理解为对那个中间状态——从费希特追随者到决定性地摆脱费希特并进入谢林自己的“同一性体系”——的未决断态度的表现，以此对艺术作为哲学体系的“官能和工具”之意义持保留态度为主。这种思维定势使得相关研究很少能够受益于谢林对艺术的重视。

与此针锋相对，D．雅格的反拨高扬了下列事实：（1）谢林对艺术的高度哲学评价并不限于其早期哲学。晚期谢林著作如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依然可看作谢林哲学的艺术导向本身不断推进的一种证据：此时哲学被指到一种原初即是另样的和有自身规律的人类创造性（神话）那里，它是哲学的一个不可扬弃和势均力敌的伙伴，尽管非常古老却在自身中埋藏着未来之胚芽。（2）至于谢林在System
 之后不再谈论艺术在哲学体系内的功能，艺术之工具功能消失，正是因为他的“工具—构想”的任务就是对先验唯理念主义从主观的到客观的那个历史的转折点发挥作用。艺术在接下来的阶段不再被需要，因为它已为先验哲学的体系完成了这个任务。同时他还雄辩地证明，晚期的谢林哲学也并没有提供证据，表明谢林本人当初将哲学与艺术进行结合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浪漫派式的冒险。相反，借助于对“先验唯理念主义”的深入分析，D．雅格举出了晚期著作文本中的大量平行之处，它们证实了这种“冒险活动”的某种连续性。这就意味着，谢林这一“艺术—哲学”所阐发的艺术作为哲学之“官能和工具”的命题，意义十分重大，甚至可以说其如德国唯理念论历史内通过System
 本身标志出来的那个阶段的意义一样重大。因此艺术在先验体系内的深刻意义对我们依然是思考的课题。


 第三节　“艺术—哲学”与体系哲学之难题

如前所述，谢林System
 中的“艺术—哲学”是按照康德精神的第一种哲学美学建构，属于先验哲学体系建设重要的一步。指明谢林的切入点与体系哲学难题的关系因而是必要的。笔者现在引入对这一努力的直接动因的考察，也即康德的体系工程及其在KdU
 那里决定性的“转向美学”。从体系建设的角度我们要重点审视下述三方面，它们揭示出，康德哲学在体系问题的总体关联中，本身在转向美学时究竟达于何种境地又止步于何处。

第一，哲学的“体系”思想这一新切入发生在康德那里，而前康德的全部近代哲学对体系的理解和表述可以说均停留于外在层面。这是指，全部前康德的哲学，不论是本身首先激发了关于“体系”的争论的笛卡尔哲学和斯宾诺莎哲学——二者尽管从未使用“体系”的概念，本身依然很早被标志为“体系”——还是提出了一种“前定和谐”体系的莱布尼茨哲学，它们所理解的“体系”基本上依然只是：思想的表述应具有适宜的系统性。可以说，前康德的哲学尽管已认识到，借助于人类理性，所表述的东西根本上必能得到系统的表达，并且这些哲学实际上已经把这点设定为各种哲学假说和哲学学说的前提，如在沃尔夫哲学那里的情况；然而所有这些前康德的哲学都没有认识到，所表述的东西与人类理性在体系方面的建设有何直接关系。

康德的体系思想之崭新处就在于，他断定哲学的这个前提——借助于人类理性，所表述的东西根本上必能得到系统的表达——本身是人类理性的一种建树。康德以自己的批判哲学清楚地揭示：对象的统一只能被描述为进行统一活动的知性的综合建树，而作为诸对象整体的世界之体系化统一也只是对理性诸理念的范导性运用。所以“体系”是人类理性的一种必然的特征而非可有可无者：因为“理性的统一性正是体系的统一性”（KrV
 ，B 708）。这样一种范导地体系化着的理性运用，只能也必须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它是那种实践上自由行动的、为自己立法的理性的理性运用。它的方法论批评准则因此也仅能在自身内寻找。康德在其KrV
 中的方法即是其基本实施的一种实例。

康德已然洞察，理性按其本质即在理性地进行结构。他在KrV
 中称这种结构方式为“建筑式的”（architektonisch）；他所谓“建筑术”（Architektonik）就是指体系建构的艺术
(28)

 ，作为这样的东西又是哲学的科学学说。康德将体系定义为多样性认识统一于一个理念，相反他理解的矛盾对立则属于断片式东西。这种体系理念是对一个整体的形式之理性概念。就此而言，通过这概念不论多样性的范围还是各部分彼此间的地位都得到先验的规定。哲学的体系整体建筑式地环节化，而并非表面化地堆积而成。这样的体系整体可以内在地凭借理性的直觉而生发，却不能外在地凭借外在附加而生长。


KrV
 是先验哲学的完满理念，先验哲学适宜勾勒体系的整个框架和全部内在环节，将整个计划建筑式地从诸原理当中构想出来，并且其架构各部分亦全然完整可靠。此批判哲学的目标是一个未来形而上学体系，它是形而上学工具的自我批判，也是对经验用法判断的一种经典，但不是一个普遍和不受限制的使用工具。体系的理性能够体系地批判自己。

第二，康德之达到其批判哲学的“体系”表述，本身亦有一个思想发展过程。正如霍夫（Otfried Höffe，1943—）在其主编的经典诠释丛书之《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书导论中所重申：康德开始理性批判工程时，其初衷是抛开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诸人的理性主义与洛克、休谟的经验主义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近代哲学框架，在理性批判的地基上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
(29)

 KrV
 原初是作为唯一的一种理性批判撰写的，康德本打算在其后直接提出自己的一种体系哲学。但在实际上，康德的理性批判工程并未止步于KrV
 作为总体的体系哲学的批判性奠基工作，它被哲学的反思所强制，从对理论理性的基本审查继续转向对实践理性的基本审查，进入到“第二批判”之中，而康德当时期待在道德那里看见人的整个规定。然而，哲学由此对康德分裂为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两个主要部分，前者研究借助于纯粹知性的自然概念的立法，后者研究借助于纯粹理性的自由概念的立法。仅仅为了能够解说道德对感性世界现实地发挥的作用，这两个领域即不能彼此毫无关联地并列存在。为战胜理论和道德实践之间的这个鸿沟，必须寻找一种调和中介。于是他的批判事业继续推进：KpV
 出版两年后，康德又提出了“第一批判”与“第二批判”中均未谈到的任务，也即对第三种基本理性能力的批判。这种基本能力就是联结知性和理性的中间环节——反省的判断力，KdU
 就研究反省的判断力诸条件的先验可能。由于体系的理性能够体系地批判自己，这样的批判由此本身即成为体系，康德认为他整个的批判事业应该终于能够结束，他整个的批判体系亦已完成，所以在费希特批评康德仅提供了一种先验哲学入门，并未提供这种哲学本身的体系时，康德的回应是表示不解。

第三，哲学史对康德上述批判工程路径的批判考察，本身凸显的事实却是：“第三批判”不堪其体系功能和事实分析的双重重负，实际上并未完成康德所希冀的先验体系建树。这是指，康德因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领域中分别洞悉两者整体性救援力量的微弱，转而向审美理性求救；此时他寄希望于人本性那里的一种先验的整体性能力，因此KdU
 必须把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总体关联通过主体的反省判断力建设出来。然而，后者作为能够提供总体关联的能力却呈现为两种极其不同的基本形式——审美的判断力和目的论的判断力。忠实于严格的批判精神，在求助于目的概念思考以形成先验理性批判的一个整合性部分这里，为了不使最终目的规定及其现实化直接通过艺术象征被替代，康德的体系努力最终选择了某种“非决断”的立场；“转向美学”的批判哲学由此不仅留下了两种整体性能力之间未加统一论证的关系难题，而且未能实现其统一自然与自由、感性与自主性、认识与行动诸对立面的那种初始动机。这是因为，由于无法自我规定和自我实现，理性及其最终目的诉诸鉴赏并求助于美的艺术（天才的艺术），然而后者的存在方式既非形而上学的，亦非历史哲学的，既非理解世界、释义世界的，亦非“现实—实践”的。不如说，艺术之实现方式要借助于对理智的感性化和象征化。
(30)

 而按照康德的强调，作为具体理性的这样一种感性化，审美理性的调和努力不是去规定和实现最终目的，而只是去“表述”它，也就是通过“美的象征”去帮助善的存在实现。这就承认，美的艺术不是要实现而是要象征理性及其最终目的。

康德已经把人类理性的统一和体系性的同一性作为前提条件设定，于是只有通过实现全部自明性原理论证，先验哲学体系本身才能封闭或完成。由此看来KdU
 的体系努力确实留下了未竟的任务。在此笔者要强调这种情况的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康德根本上是在目的概念的思考中形成他先验理性批判的整合性部分。
(31)

 尽管康德系统地检查了目的论判断方式的经验状态，得出理性思辨本身必然要求在世界中这样去直观所有的秩序，貌似（als ob）它们是出于一个至高无上的理性的结论；由于目的论方法论的显然的局限，如若同时坚持主体哲学的严格的反思批判立场，在体系这里对可能的出路或解决同时必然保有某种潜在的怀疑，这正是KdU
 的情况。“转向美学”的哲学能否借助于目的论方法完成其体系化思考并提供它自己追求的那种存在整体性，由目的论所支持的理性体系能否在近代救助整体性，这都是继续康德思考的青年谢林必须面对的体系难题。

谢林正如费希特一样，接受康德关于理性的统一是体系的和建立在自由上的思想，坚信体系性、科学性和方法论的联结：不仅从非体系的到体系的哲学需求的过渡是必然的，而且体系性是客观性的必然形式也是科学的必然形式。在体系问题上，谢林既不指责康德亦不为之辩护，而是要完成康德的思想，也就是要坚持唯理念论的自我论证的体系基础，将康德的理性思考工程连贯地实施直至其最大程度地完成。而如果说体系精神就是他接续康德的理性工程的动力，那么确切说来，他的思考切入点正是关于艺术的哲学。

在此，我们将谢林衔接康德的方式与费希特的相关方式做个简短对比，或许有助于读者看清问题：

笔者认为，费希特的先验哲学直接抛开了KdU
 的进路，他认为哲学体系之需要美学只是在一个从属性的地方，也即仅仅为了使先验观点得以“普遍化”，并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去“救助”先验观点。所以他本人的体系努力完全不以“转向美学”为衔接点和起点，这样他亦不必面对康德的批判体系的难题。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从美之整体论救助功能的角度看，作为康德先验哲学后继者之一，费希特的基本立场已被德语世界的研究者判定为“前于”康德KdU
 的。
(32)

 而青年谢林直接面对康德肇始的“转向美学”带来的基本问题处境，他的System
 继续着KdU
 的思考，然而已在按照新的路径；这是指，他在System
 中提出的“艺术—哲学”是以对同一性的思考、对其理性表述和理性构成的建构取代康德的目的论的方法解决。于是，尽管在System
 中得到先验演绎的那整部自我意识的历史那里，目的论的主要原理也在展示实践阶段道德理性的生存之维的客观性上有着基本作用，但它们的功能却已根本不同于康德的相关理论，它们现在已降级为属实践理性的一个整体性把握的范畴，合目的性现象现在只是同一性本身的阶段性指路标，处处被阐发为同一性本身的表征，直至在System
 中被引向其与“哲学的一般工具论”——艺术——的直接关联。

谢林清醒的问题意识和决定性的举措还突出地表现在，针对着同时代人对康德KdU
 的误读，明确地提出作为知识整体的哲学体系的诉求包括一种艺术哲学的建设任务。康德哲学之“转向美学”，确乎通过“第三批判”也即KdU
 实施。但KdU
 作为整个理性批判工程的一部分本身并非美学，尽管康德对反省的判断力的先验论证同时意味对一个新的事实领域的批判性奠基，并已为一种哲学美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贡献。然而自从KdU
 问世，它被急切拥抱康德思想的热狂公众直接当作美学解读、阐发甚至援引的情况普遍存在，是以谢林在1802年的耶拿艺术哲学讲座上，开题便毫不留情地抨击这种不能允许的哲学上的草率和曲解：现在“一大批人背熟了《判断力的批判》，在讲堂上或文章中将之当作美学宣讲”（SW．V，S．361），这类沉溺于形式主义的“康德主义者”，完全是在奢谈一些与康德原意截然相反的东西。因为按照康德精神，美学须作为哲学思考存在并要批判地纳入在体系化哲学的思考之内；然而这个工程并未完成，它只是作为一个任务留了下来。所以谢林针对当时美学理论领域的混乱情况明确地指出：

从根本上说，一种科学的和哲学的艺术学说尚不存在，存在的至多只是此种学说的片断。并且，即使是这些片断也很少得到理解，因其只有在一种整体的总关联中才能被理解（Ibid．）。

谢林认为，前康德的美学理论，无论是作为沃尔夫哲学产物的鲍姆嘉通美学，还是其进一步的理论“衍生物”即各式各样的艺术学说，对道德学说和实用主义的依赖都十分严重，加之无批判地照搬流行的心理学原则，大多陷于“浅薄的大众化和经验论”不能自拔，因此均可归为欠缺整体观的“经验主义断片”；而在康德的KdU
 问世之后，尽管一些优秀人物激发了一种关于艺术的真正科学的思想并各自对之作出了理论贡献，但是他们当中依然没有谁提出一种“科学的整体，或者只是将诸绝对
 原理本身普遍有效地和以严格的形式提出来”（Ibid．，S．362，黑体为原文所有）。直到他那个时候，一种哲学美学所敦促的那种基础理论工作尚未实施，那就是“对经验论和哲学作出严格划分”（Ibid．），而后者才是真正的科学首先要求的。

在我们看来，谢林以此对同时代人的美学理论的批判或许过于严厉，但就体系建设的要求而论，他的批评的确触及了关键点。谢林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涉及的并非特殊的美，而是整体，因为“只有那整体才美”。据此审美判断力涉及的是“关于整体
 的理念”（Ibid．，黑体为原文所有），只有上升到整体的理念这里，才能养成对美的理智直观能力，并在充满纷争的艺术领域中达于对艺术现象的条理和对艺术本质的洞悉。为此谢林要对康德批判哲学的路线作出一种全新的推进和哲学建构，亦即“到一种科学那里去寻找艺术的真正理念和诸原理”，在此种理论整体的总体关联中构造一种哲学美学，使一直在等待这一科学整体的诸理论先驱的思想种子于其中发扬光大，而不是仅作为思想片断在各种艺术谈论中充当箴言。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种追求整体性的哲学美学举措，最终仍不免面对一个提问，那就是康德本人对作为科学的美学的否定。因为在KdU
 中，康德在对经验与科学进行清楚划界之后，先后两次强调性地对作为美的科学的美学之不能成立直接表态，一次在关于“美的艺术”讨论的上下文中（§44），另一次在KdU
 的上卷即整个审美判断力批判卷的结束处（§60）。
(33)

 如果康德本人并不认为哲学美学可以有超出审美理性批判的整体形式，谢林本人提出一种艺术哲学的理论努力和推进是否已属“冒进”？这是相关研究迄今没有直接接触和讨论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对此，笔者认为，谢林在的PdK
 （1802—1803）的导论以及其先的《论学术研究的方法：系列讲座》
(34)

 （Vorlessung über die Methode des akademischen Studiums
 ，1802，SW．V）的第十四讲这两个地方都已经给出了思想线索，据之能够推知他本人的回答；尽管这两个文本在时间上均略晚于1800年问世的System
 。

笔者认为，从体系努力的总体关联上看，谢林彻底思考了康德的艺术概念及其对体系的见解，并决定从康德的审美鉴赏批判走向对“整体”的理念的哲学建构，因为这个“整体”对谢林来说正是艺术那里的美本身。所以谢林决定性地转换了切入点，将其先验哲学的美学理论凝聚为关于艺术的哲学。如果说反省的判断力是无整体的，那么艺术应有能力均衡之并补足之。因此不同于康德，先验哲学在谢林这里决定性地转向了艺术哲学。如果说，从主体性哲学的立场看关于美的科学可能是悖论，那么在关于整体的哲学这里，则不但可以有关于艺术的思考也必须有关于艺术的思考。这样的推论决非浪漫主义的热狂举动，正相反，它本身可追溯到康德本人在其审美理性批判那里的决定性举措：使哲学的体系面对艺术，将艺术问题引入体系哲学建设的问题关联中。所以谢林在Studium
 的第十四讲开头处即按照康德精神作出了这样的阐发：艺术对哲学必然具有实在性，因其是“诸理念的揭示者”，是一种“直接从绝对者流溢出来的现象”，并且艺术能够按哲学体系原则被表述和证明自己为这样的具实在性的现象（SW．V，S．345）；他以此回应了当时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双方对于在体系哲学内进行艺术的哲学建构所抱的怀疑态度。在时间上紧跟Studium
 的PdK
 讲座中，谢林的导论也再次面对这个问题，并且当他宣告“只有通过哲学，我们可以期望达到一种真正的艺术科学”之时，更像在直接回答康德。谢林所谓“艺术科学”指的就是艺术哲学，这种哲学能够“以一种永不改变的方式，将真正的艺术官能在具体事物那里所直观到的东西以诸理念表述出来，并由此使真正的判断得到确定”（Ibid．，S．361）。由于其入手处并非康德所否定的“美的科学”意义上的美学而是先验哲学意义上及（稍后）存在论意义上的“艺术哲学”，谢林显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建设与康德的原始动机有何冲突。所以PdK
 不仅在导论中开门见山坚决要求公众，“请勿将这一艺术科学与所有那些迄今为止在这一名目下或在任何一种美学或有关美的艺术及科学理论名目下的东西混淆”（Ibid．），并且从始至终避免使用“美学”这个术语。它把论证要点放到了自律的哲学与一种艺术哲学发生关联的必然性这里：

艺术哲学是哲学家的必然的目的，因其在艺术中如在一面魔幻的象征之镜中一样，直观到了他的科学的内在本质。艺术作为科学本身对哲学家是重要的，正如自然哲学作为科学本身对他是重要的，艺术哲学作为对一切产物和现象中最值得注意的产物和现象的建构是重要的，或者作为对一个像自然一样在自身中封闭完成的世界的建构是重要的（SW．V，S．352）。

根据问题史梳理的结果来看，笔者认为，在谢林的哲学美学的开拓性建树这里，黑格尔学派对谢林思想的“非体系”的批评不能成立。并且这种指责主要反映出唯理念论研究中对谢林的一种“黑格尔遮蔽”：人们从黑格尔立场出发去考察谢林，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体系问题上黑格尔恰是谢林最极端的对照。黑格尔的思想体系还在其PG
 那里，也就是说，随着他第一部作品的发表，即已基本完成；并且每个思考圈子在黑格尔的著作那里都有其在整体内规定好的内容和特定的位置。谢林则相反，在其思想不同的阶段会将其哲学的重心从一个难题领域转移到另一个；但是他总是忠实于自己已展开的命题和自己的总体直观。也就是说，谢林思想中的这种可变性和非连续性，实为现象。真正说来谢林始终保持着思考的驱动力。因此，正如策尔特纳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使用从黑格尔出发去看问题的那种考察方式才会批判地指责谢林思想是“非体系的”。谢林思想不同于黑格尔的肯定性标识正在于，他始终准备面对全新的精神经验和挑战。凭借这种积极态度，在德国唯理念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当中，谢林是唯一打破了唯理念论“自闭魔圈”的那个哲学家。谢林因此利用了这种历史处境，他在与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商榷论战中达到了一些新的和继续展开的构想，这些构想能够直接引向我们当代哲学的问题集合。尤其是，System
 及其“艺术—哲学”建树贡献了一种整体论的救助，其中艺术哲学与自律的哲学的关系建设已成为一种实例。自此以后，在唯理念论的哲学美学这里，体系化地思考已成为一种基本要求：从普遍概念出发去论证，使哲学美学本身成为体系论证的产物。就此而言谢林功莫大焉，因为我们在他的“体系意志”中看到的正是一种不懈的努力：将艺术设定在哲学体系中，使之具有体系功能的积极意义和理性救援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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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康德的先验思考：艺术作为问题进入哲学体系

我们说谢林的哲学美学动向不仅直接衔接于康德的哲学思想，并且切实地推进了康德关于艺术与哲学体系的建设性关系之思考，这并非只是泛泛而论；在这一章里，笔者要就哲学与艺术的关系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的情况作出综述，以深化我们对构成为谢林整个“艺术—哲学”工程基础及出发点的康德思想的认识。

首先我们能够一般地确定以下几点：第一，康德已在先验立脚点上将对艺术的提问以及艺术与作为知识体系的哲学之关系的提问展开在他的批判哲学内。此“批判”哲学，康德又称为“先验哲学”，因为它应当为致力于事实的哲学思考提供奠基。第二，康德对艺术的研究实际仅在先验批判的这一框架内进行。因为对康德来说，一种“关于艺术的形而上学”并不存在。这就为我们清楚地提示了关于艺术的哲学在康德先验批判体系框架内的特别地位：尽管它并不直接为哲学学说提供奠基，但它本身仍然属于先验批判，并且它显然有确定的界限。哲学在此对艺术的考察仅对特别的提问方向才有意义。第三，进一步来看，艺术与哲学之关系的建设阐发，是在康德的“第三批判”即KdU
 当中。众所周知，康德的批判体系共分三部分：KrV
 规定所有先验认识的诸源泉，并从之出发，规定建设性的“自然法则”。KpV
 则研究服从于“自由的法则”的对象关系的各种准则及其伦理学处理。前两个批判都引向对认识及欲求活动的对象具有客观规定性的那些原理。“第三批判”与它们不同，它处理一种先验法则，这种法则并不规定任何对象，相反，主体只是把这个法则作为他独特的把握方式的基础。这种先验法则就是：“按照一种与艺术的类同”把自然看成“技术”
(1)

 。这是一种独特的法则，认识主体以其规定自己，由此却并不能规定任何一个对象。

在我们确认康德的艺术提问和艺术考察是展开在“第三批判”的一般问题方向——提问“作为艺术的自然”的“使用范围和边界”
(2)

 ——内之后，我们要进入康德关于艺术与哲学体系关系的思考并追问：艺术为什么在康德那里成为批判体系中的一个问题？

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是到了康德，艺术才进入哲学体系的问题关联。前已提示，艺术成为哲学体系中的问题这种情况并非自然而然的，它是哲学立场转变的革命性后果；因为，且不谈所有缺乏哲学维度和形而上学基础论证的经验的艺术理论根本无力研究和处理艺术之本质；从根本上说，即使在所有那类哲学那里，艺术也都既不会被作为哲学问题提出，也不会在其本质性的规定中被意识到：那类哲学的视野仅是存在的诸对象全体，其知识活动仅从作为基本给定的对象性世界出发。此种哲学的知识活动必然无法达到对艺术的适宜理解，因为它必然搁浅于美之二律背反。康德已然揭示，无论是艺术作品的本质还是其基本特征“美”，均非对象性的规定。只有在一种先验的知识活动那里，艺术才会成为问题亦即研究对象。此种知识活动“从根本上说，既非致力于诸对象，亦非致力于我们关于诸对象的认识方式，就后者应该先验地可能而言”
(3)

 。艺术唯有在一种关于诸对象的知识活动的那些非对象性的条件的知识活动的框架中才会作为问题被提出。

艺术为什么在康德那里成为批判体系中的问题，此种提问涉及整个“第三批判”的复杂问题集合，属于重要的康德基础研究，笔者在此不可能全面展开它，更不可能展开与之相关的全面的文本诠释。笔者只能着眼于自己的课题，尝试从五个节点简要地展开这个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也即说明康德如何将艺术纳入批判体系的问题总体关联，如何将艺术哲学建设为先验哲学的环节，如何确定艺术哲学在先验哲学内的任务，如何承认艺术对先验哲学体系的意义并阐发艺术与作为科学体系的哲学的关系，以及两者彼此的划界与互补。


 第一节　艺术进入批判体系的问题总体关联

康德让艺术进入哲学体系，并让关于艺术的哲学处于对自然“形式上的合目的性”的先验前提条件之“批判”的范围内，这种自然的合目的性本身呈现给具体的主体，使之在自然事实的多样性中系统地得到“导向”
(4)

 。这种自我—范导，主体按照它从整体和环节出发看事物，就是一种符合自然的“建筑术”这一思想的根据。
(5)

 用以把握此“对象”的方法的规则同时就是对其状态的设想：所以对它的研究属于先验批判的体系。艺术哲学也处于主体的立足于整体性的内在范导这个研究框架内。而把“理性运用”的方法论“准则”与艺术之问题集合联结起来的居间环节，就是“鉴赏判断”
(6)

 。也就是说，艺术作为美之创造活动，从结果和按照对美的判断的“批判”尺度两方面看，都是先验哲学的问题，而反过来对鉴赏判断的批判也属于先验批判的体系。

对美的判断乃是康德考察美之创造活动即艺术的观察角度。也就是说，艺术在先验批判的体系中是作为审美判断的相关物赢得其意义。艺术的状态据此可规定为“类似于”鉴赏判断的状态。美之创造不能按照客观可规定的规则进行，然而它作为艺术又必须按照一规则建造其作品。这种看上去的二律背反在康德那里是通过“天才”这个创造原理来解决的。“天才”类似于审美判断，是那种要在创造活动中去思考的“诸种认识能力的游戏”
(7)

 。创造活动的法则的证明就是行动和作品本身。而艺术作品同时是法则和法则之对象。

也就是说，创造艺术的条件就是对出现于创造本身中的创造之构想。任何感性的经验都不能作为艺术的起源和正确法则，不如说，每个创造产物的尺度都是它自己。对艺术创作者如何能够构型出某种超出经验及对象性概念的东西，康德回答说，在这样的形象那里，“自然”借助于主体而发挥作用并“无意识地”构成创造活动的整体性视点。显然这个“自然”不可理解为经验上可固定的世界，康德在此指的是主体的那种“超感官的基质”。由此也就能够解释艺术的那种超越了概念的普遍可理解性：在此是“超感官的东西”在理解“超感官的东西”
(8)

 。产生于这些条件下的就是对“审美理念”的表述：此表述的直观结构超越了那种可以概括在概念中的东西。也就是说，“审美理念”作为不能概念地展开的直观，乃是对审美创造活动的“无概念性”的肯定性表达。
(9)

 而它之涉及“超感官的基质”乃是对其不涉及对象的肯定性表达。

就此而言，如果说鉴赏是从其建设出发去规定美，那么关于艺术的哲学在康德那里就是鉴赏学说的相应物和补充。艺术分析的任务并非是美在主体身上的效果，并非是感觉，而是美借助于主体及“天才”的作用，而艺术分析还必须追溯到对鉴赏的分析那里。


 第二节　艺术哲学与先验批判

在康德那里，不仅艺术和美都被纳入先验批判的框架内，而且关于艺术的哲学也已经被思考为先验批判的一个环节。我们从他的艺术哲学的主导问题的提问立场，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主导着康德关于艺术的哲学思考的问题是：其创造产物合乎审美判断诸条件的一种创造活动，如何必须在它本身那里得到建构？这个提问的立场是审美判断。后者的基本条件是“形式的合目的性”，它是在涉及对理解功能的内在补充的情况下由主体“先于所有概念地”授予直观的。这个授予在感觉那里得到承认，而感觉本身建立在先验条件上，它要求着普遍赞同。
(10)

 也就是说，关于艺术的哲学探究的是那样的必要条件，仅在这些条件下，才可能产生一种满足“形式的合目的性”的先验原则的创造产物。而“天才”这个概念是对创造这样一种直观创造物的那些条件的总和，这种创造物“先于”一切概念并“超出”一切概念与我们的整体性观点相符。也就是说，关于艺术的哲学是在创造的视角中对“形式的合目的性”作出的具体批判，所以它属于先验批判的体系。

康德认为作为艺术的艺术仅将自己揭示给先验反思，所以他不将此艺术归入作为科学追求对象的那类对象，不论此科学是经验科学还是哲学关注。而艺术本身在先验反思这里成为课题，乃因其与一种“普遍的先验条件”处于总体关联中，“诸事物仅在此条件下，才根本上能够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
(11)

 。此处亦可看作在康德哲学的框架内对一种艺术哲学一般问题的回答，康德解释说：

在一种判断力批判那里，包含审美判断的那个部分属于此批判的本质性部分，因为，唯有审美判断力包含一个原则，判断力把这个原则全然先验地作为它对自然反思的基础，也就是说，这是个自然的形式合目的性原则，是按照自然诸特殊（经验）法则呈现给我们认识能力的，没有这种合目的性，知性不可能在自然中找到它自己。
(12)




 第三节　一种艺术哲学的任务

在KdU
 的“纯粹审美判断推演”的§43至§53，康德对美的艺术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并未冠以“艺术哲学”的名目，它们却以典范的形式处理了隶属一种艺术哲学的那些基本问题。由于把艺术作为先验批判的问题来处理，艺术也必须在其与科学和实践的区别中被引回到它那些独特的原理那里。于是将艺术哲学纳入先验批判的体系中意味着，揭示艺术的诸条件与经验知识和伦理行动的诸条件的总体关系，并由此出发规定各基本条件的区别。在康德这里，这种艺术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在与其他本质因素、其他奠基维度的本质关系中，对审美之本质作出规定，使之能够被理解。

除了与各种非艺术的领域如科学、手工艺和道德等划清界限，一种艺术哲学还有为艺术的内部体系作出规定的任务。这种艺术哲学还通过自己的核心课题即揭示艺术诸原理，使自己区别于经验的艺术科学，因为后者的课题范围是艺术的那些对象性事实。

对康德来说，一种关于艺术本身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他明确强调：“一种关于美的科学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关于美的批判；美的科学也不存在，存在的只有美的艺术。”
(13)

 并非任何一种科学，而是只有“批判”才有资格把握艺术本身。按康德的看法，此批判要么本身即艺术，如果它是从诸种事例出发找出“鉴赏”的具体的规则以判断艺术作品；要么是哲学的科学，如果它作为“先验的批判”揭示艺术判断和艺术创造的诸种条件。也就是说，除去经验意义的艺术批评不论，先验的批判乃是将艺术理解为艺术的唯一方式。


 第四节　艺术对先验的哲学体系的意义

在康德那里，关于艺术的哲学并不规定任何关于对象的原则，而是为自然对象和自由对象之间的过渡给出一个原则，就此而言它在先验哲学之内处于一个十分特别的地位。使一艺术作品成其为艺术作品的那些条件，并不规定任何对象；情况相反是，通过这些条件，那个观察和创造着的主体规定了自己。此主体将自己与原则相结合，以创造出某种符合他自己的观察功能及游戏规则的东西，或把某种东西判断为这种东西。艺术证明的这种“自我立法”（Heautonomie）
(14)

 就是为何对艺术的本质性规定只能借助于一种这样的哲学来把握的原因，在这种哲学那里，“主体以自身为对象”。因为在审美东西那里的这个主体是其先验立法的“对象”，所以对那种只认准对象的存在论立场和经验论立场来说，艺术本来意义上的状态根本不会被看到。

正因为艺术的法则并不完成对一对象的任何规定，它才能形成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之间的过渡。审美的创造活动以这种方式进行，“它能够使感性的诸直观与一个自然理念发生关联，这个自然的合法则性没有其与一超感性的基质的关系是不可理解的”
(15)

 。自然与自由均非通过这一更宽广的对象领域中介自己，知性立法和理性立法的统一基础并非借助于客观的诸概念可以洞察。现象与自在的这种超感官的统一基础本身仅仅开启在主体的一种自我立法的“观察方式”那里，这就是在着眼于其“合目的性”，其与“与艺术的类同”而对自然作出的判断那里。
(16)

 直观中或理解中的主体为自己立法，在与艺术即“借助于自由的创造”的类同中去观察自然。
(17)

 这种观察方式先于所有概念地仅以审美判断为基础。这个判断形式是美的艺术之尺度，所以美的艺术必然亦以与自然的类同发挥作用。自然与自由的这种交换，乃是与审美行为现实条件的一种先于概念的理解或生产发生交往的原则，而这种现实条件，与此同时也形成凭借自由法则对经验诸对象的诸条件的调解。

艺术哲学由此得到一个决定性的功能，将先验哲学的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促成为一个体系整体。如果说先验哲学作为科学仅以体系的形式存在，先验认识的总体关联只能通过洞察关于自然的先验知识活动与关于自由的先验知识活动之间可能的统一所支持，那么关于艺术的哲学以及关于美的哲学对于作为体系的先验哲学就是必然的。


 第五节　艺术与作为知识体系的哲学：划界与互补

我们最后必须回到康德在先验哲学体系内为体系的诸原理与艺术的诸原理的相互划界和相互贯穿而作出的那些规定上来。KdU
 表述了对艺术与作为科学体系的哲学之关系的那些决定性规定。综上所述，康德对作为体系的认识的先验论证，本身要求一些原则，它们只能从艺术概念出发去标志。所以在康德对艺术与科学着眼于其各自“规则”而进行的划界那里，提示了“艺术”在多大意义上在科学中是必要的。然而康德在他揭示划界的地方，同时还突出了联结两个领域的那些特征，以此来提示我们，在科学体系的诸条件的架构内也存在这样的属于艺术概念的基本规定。也就是说，康德并未忽视这两种奠基领域的交互包含。

康德不但在哲学这个科学体系内实现了对艺术的特殊状态的规定，还通过指明艺术在涉及经验的知识与行动世界的诸联系性和区别性，通过对艺术状态与科学体系的状态之间的划界，通过规定艺术与科学两原则在先验哲学体系内各自的位置，给出艺术在体系中的“位置规定”。康德以此为艺术与科学的体系划清界限。从方法上看，康德通过对审美判断的分析找到了通往艺术诸原则的通道。还在“美的分析”的第一节（§1．“鉴赏判断是审美判断”）那里，他就在认识和审美体验之间划清了界限。
(18)

 在将“鉴赏”的诸原则运用于艺术理论时，他也始终坚持这个划界。

康德在先验哲学框架内把艺术作为问题集合提出和处理，决非偶然，相反具有必然性。这是因为，规定着艺术的是那样的原理，它们必须理解为对一个先验原理也即“形式上的合目的性”的解说。凡存在于“形式上的合目的性”这原理那里的经验体系，其条件均脱离开科学的总体关联，纯以审美领域为基础，以此也以艺术为基础。这种经验体系的范导原理制定了一种自律的“观察方式”，也即审美体验和审美创造的观察方式。不过，审美活动的这种“自律”表明它是主体本身内的规定，这是指：艺术借助于一种“自由的先验性”而建基，它的奠基领域由此不同于科学的奠基领域，后者的前提条件先验地受到客体的制约。

当康德在先验哲学体系提问的框架内这样去研究艺术时，他在处理科学的对象关系的所有划界问题时，都必须同时处理艺术与科学的总体关联。还在KdU
 的导论那里，我们即可发现这个关联，因康德在此明确表示，审美行为的诸原理仿佛是通过一种地位转换被移植到科学诸条件的架构中并成为方法论的尺度。也就是说，康德是以审美领域与认识功能的总体关联去论证审美领域的必要性和一般诉求。
(19)



在经验性体系的框架内，审美体验及审美构型的诸种条件在运作规则方面赢得了重要性。康德已注意到，为达到一个经验体系，除了诸范畴和诸概念外还必须有一种“非确定的”方法论原理，因为理性必须按照如“整体”（Ganzheit）、“一目了然”（Überschaubarkeit）和“可理解性”（Faßlichkeit）这类非概念的观点去矫正指涉经验对象的那种认识论关系。由于以认识的方式与现存事物打交道，本身必与规则发生关联：必须将现存事物置于已形成的各种整体性视角中去理解，去检视吻合的东西并追踪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总体关联。在这种方法论的立场上，对象就被看作由认识者所创造的一个整体。所谓“形式的合目的性”（formale Zweckmäßigkeit）就指这层意思。由此，科学的方法论增添了一个必须标志为“审美的”特征。KdU
 方法的这种“类艺术的”（kunst-analogisch）性质，早在新康德主义的康德诠释那里已经被清楚准确地揭示出来。
(20)



康德通过指明人的推理知性与一种可能的直觉知性的区别，按“形式的合目的性”原理去证明运作的必然。对我们的作为概念能力的知性来说，现存事物的那种偶然性使得按照“合目的性”的范导理念的运作成为必须。由于人缺少一种“从整体到各部分”（KdU
 ，B349）
(21)

 的“理智直观”，他的认识活动需要方法的范导，这种范导包含把现存事物假说地释义为一种充满意义地进行创造活动的整体（一个体系）。虽然对康德来说这“理智直观”是个很成问题的概念，但他在这个问题关联中不得不始终把它设想为我们认识进程的映像和榜样。说到底，我们的认识活动与神性的、直觉的知性的认识活动的差异，也正是科学体系无法封闭的原因。

经验体系的“开放”和方法上的“审美因素”都是因为，我们人的认识活动不同于“理智直观”，它是由“两个完全异质的部分”即知性和感性的直观组成。康德揭示出，正是审美的创造活动使我们能够把认识的这两个完全异质的部分的那种自发和游戏的整体造就为“可经验的”。对康德来说，这种整体性恰恰指示着作为一种超概念的条件的那个“超感官基质”。如果我们理解到这“超感官基质”正与一种“理智直观”相应，就会明白，对只能进行推理的知性来说，表达在艺术产物中的“审美理念”正如表达原型的“理智直观”，必然表现为一个无限的任务，康德艺术理论的结论中已包含了这种洞见。所以在他那里，“天才”拥有一种理解方式，其类似于直觉的知性的那种“从整体到各个部分”的理解方式（KdU
 ，B349）。

而在这个视角中看，艺术虽不同于科学，却恰恰显现为对科学的补充和对科学的持续不断的挑战。艺术本身作为被创造的整体和直观的诗，有能力把“审美理念”或象征一直推到“理智直观”近旁，它们虽然缺少科学那种推理的运作方法，却赢得了“范导的”意义。相反，始终是未完结的科学体系尽管永远也无法表达整体或“超感官基质”，但它不同于艺术，它能把世界建立为借助于方法可以与之打交道的对象。所以，艺术和科学体系是互补的：一方总是成就另一方所缺少的东西。由此看来，经验体系那种“类艺术的”方法本身要理解为一种调和“推理的知性”与“直觉的知性”的努力，后者表现为先验哲学的问题和任务。也就是说，受限制的人类认识活动仅在其以一种“审美的”考察和运作方式补足自己的时候，才能达到一种经验体系的高度。

审美创造和审美判断的诸条件不仅与经验体系诸基本原理处于总体关联中，此外它们对于将先验哲学建构为一个体系还有突出的意义。经验体系的那种范导性前提条件同时为审美的行为提供基础，它最终促发对作为一个自由作品的自然的“考察”。而正是借助于这种考察方式，先验知识活动的基本矛盾即自然诸原理与自由诸原理的矛盾能够得到调解，康德以这个调解揭示了先验哲学在体系方面的总体关联。先验知识活动内部的基本矛盾正是借助于“形式的合目的性”这个原理被促成为一种体系的总体关联，因为这个原理不但作为一种范导使经验能够成为体系，它还作为本质为审美领域奠基。“形式的合目的性”这个原理宣告着自然与自由、现象与“超感官基质”的统一，而且，如果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也宣告着“推理的知性”与“直觉的知性”的统一。

如果说审美行为本身涉及这种统一性根据，那么在这种艺术的“考察”这里恰恰揭示和体现着先验哲学体系的调和根据，它按康德的看法不可能是知识活动的对象。正是通过与经验的对象关系的清晰划界，艺术设定了其与先验哲学思考的一种平行。审美领域的那种“自由的先验性”蕴含这种可能：把先验哲学体系在审美原理那里的奠基一一展示在反思理性的眼前。


 小　结

到此为止，本章已简要地考察了康德本人在艺术与哲学体系关系问题上打开的基本可能性，而我们在这个问题关联中也必须同时看到康德的止步之处。这是指，由于将理性批判的任务仅限于对主体诸基本能力进行界定，康德并未将艺术诸基本条件与作为体系的先验哲学的诸前提之间的总体关联作为课题来探讨。也就是说，因为康德把能够克服自然法则和自由法则之间巨大鸿沟并体现分割在两领域之内的整体的那个调和原则，仅理解为主体方面的一种“考察方式”，我们可以确认，康德并未为批判体系的奠基完成审美原则的诸种可能的模式。

按照康德的解说，那种进行调和、把握整体的东西是一种特别的“能力”，因此艺术对康德始终只是一个特别领域。康德尤其要坚持这一点，是因为他在此不能放弃他从KrV
 中已经获得的基本洞察。而如果说认识的诸种边界始终应当有效，人的知性始终应当与一种直觉的知性有所区别，那么在KdU
 这里，自然与自由的统一也只能作为一种“主体的”规则引进来。

由于从理性批判的角度看，自然与自由的那种理智性的统一基础作为概念已属过头的，于是它在经验体系的形成那里仅作为“范导的理念”被设定为前提条件，并且，即使在一种根本的审美原则的视角中，也只是我们对世界的“反思”的一种规则。尽管KdU
 的自然概念要比KrV
 的自然概念更具“主体性”这个情况难免使我们感到迷惑，“作为技术的自然”的范导效力却不难理解：它乃是我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的后果之一。据此，暗含在自然的“合目的性”概念中的“偶然性之法则”必定仅作为“思维方式”而起作用，而这种限制也涉及建立在“合目的性”这个概念上的审美考察。

必须看到，康德将艺术诸原则仅理解为意识的一个特殊领域之基础，而非对先验诸功能整体的指示标，尽管这些原则在批判哲学体系内具有调和的地位，所以他能够限于对审美诸尺度作出一种形式的限定。康德并不从内容的尺度方面对艺术的创造和判断作出规定，这是因为，艺术最后的条件亦即作为“情感”整体的那种“超感官基质”，本身不可能是知识活动的对象。康德仅在一处提到过内容方面的尺度，也就是在从实践哲学角度出发对艺术的“超感性东西”作出规定的地方，在关于美作为“道德善之象征”的学说那里（§59）。
(22)



我们在第一节至第五节中，用节点综述的方式说明了康德在批判的体系内获得的哲学体系与艺术之关系的一系列重要洞察及其对艺术与哲学各自特有状态的规定。康德已经为我们清楚地表明，唯有一种先验的考察能够展示艺术的状态，因为这个状态并非物性地规定的，它只有求助于主体的先验功能才变为可见。据此，艺术哲学的任务并不是对一个对象领域的建基工程，不如说，它的任务是阐明一种先验主体给予它自身的先验法则（“形式上的合法则性”）。也就是说，对一种指向对象的认识，这种合法则性根本不会出现。这种“自由的先验性”标志了来自批判哲学观点立场的审美领域的特征。

康德同时也为我们揭示出，艺术的那些先验法则反过来对先验哲学本身也具有意义，因为它们对自然和自由概念之间的过渡的规定性弥合着先验知识的“巨大鸿沟”并把这种知识完成为体系。在对艺术的先验知识活动那里，出现的并不是以其为基础的对象学说，然而在这种知识活动中却存在对先验知识活动进行某种奠基的可能性。正是审美领域的“自由的先验性”为先验哲学体系提供一种自我建设可能。哲学的体系以此能够去追问艺术对哲学本身的奠基具有何种意义，并以这种方式与艺术发生关联。然而，康德本人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不如说康德始终谨守其批判工作划定的界限，是青年谢林在康德那种“批判观点”的任务下发展了已存在于康德哲学中的这个可能性并将其逻辑结果贯彻在一个先验哲学体系中。就此而言，德语学界的一般看法完全是中肯的：谢林一方面可说是康德哲学的继续建设者，另一方面在完成这项任务的同时，他当然已经“批判地”离开了康德的立场。

同时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康德尽管发现了审美领域的那种重要的调和功能，但他并未因此尝试以一个统一的原理去为先验哲学的体系提供论证。相反，在KdU
 （1790）的第一版导论中他已明确表示其批判哲学将就此止步，

我们可将人的全部情感能力无一例外地归结为这三种：认识能力、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以及欲求能力。虽然有哲学家——因其思考方式的彻底，他们当得上一切称赞——已尝试将这种区别解释为仅是现象的并试图将所有这些能力带到纯粹的认识能力那里，然而事情明摆着，并且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也已经意识到，这种一般说来是以真正的哲学精神将统一引进到诸能力之多样性当中的努力，实为徒劳
(23)

 。

康德在第一版导论的第三节“论人的所有情感能力的体系”中作出的这个明确而重要的表态，对德语世界的康德研究者可说是众所周知；然而在我们汉语世界的研究这里，由于迄今的译介工作极少兼及KdU
 的第一版导论的文本，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又尚未进入到问题史层面，一般研究者和读者对这个情况缺乏基本的了解
(24)

 ；所以笔者在此有必要重申，尽管康德在这里说的首先是“将诸种能力带至纯粹的认识能力那里”的那种“努力”，但对他来说，即使是美学那种调和性的原理也并不体现“诸能力”的统一，而仅仅体现着出现在认识能力和欲求能力之间的一种宽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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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早期谢林的体系建设：理智直观与悲剧的艺术直观论证

对康德来说是徒劳无益的事情，谢林却认为是无可避免并且绝对必要，这就是作为一个体系的先验哲学的自我论证。对谢林来说，这样的理论工程意味着哲学要从一个原理出发给出其自身根据。如果一个第一位的、关于整体的无条件的知识活动尚未成功地得到证明，那么先验知识活动以及与其一起的所有其他知识活动都将没有根据。整体必须先于诸部分、关系必须先于它展开于其中的诸立场观点得到现场化。事实表明，谢林从早期起即以坚定不移的一贯性追随体系这一思想，并同时以决定性的方式对康德的KdU
 进行了改造性的阐发。他的这个举措正是我们在下面要深入探讨的，因为研究能够证实，康德在KdU
 中作为中介展开的那种“思想方式”，现在被谢林作为先验知识活动体系的基本条件，作为其与康德思想的衔接点和参照点，以此被当作根本意义上的“知识活动”
(1)

 （das Wissen）之基础来思考和建设。谢林现在将康德哲学那里的“第三者”也即起中介作用的审美原理，树立为哲学思考的发端或顶点，他以这样一种进路去重新思考整个哲学并尝试将体系思想推向极致。艺术于是因其整体性品质在先验哲学体系这里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地位和意义。


 第一节　早期文献的连续体系建立尝试

早期谢林对体系思想的坚定追求及其推至极致的一系列实施尝试，已经典型地勾勒在其早期文献如1794年的Möglichkeit
 （《论哲学一般的一种形式之可能性》）、1795年的Vom Ich
 和Briefe
 以及1796年的Erläuterung
 那里。这几部早期文献仿佛是标志谢林“超出康德走向体系”的理论致力的一系列路标，据之能相当清楚地跟踪青年谢林的重要思想步骤：Möglichkeit
 作为第一篇正式哲学论文，其思考已集中于“作为体系的哲学”这个难题并展示了他的思考的前提条件；次年Vom Ich
 和Briefe
 这两部重要哲学文献的发表，足以使20岁的谢林跻身时代的主要哲学家之列，因为Vom Ich
 不仅抓住了体系原理的非客体化特征，还把思考推进到把握这个原理的“理智直观”那里，而Briefe
 在理性的“自我还是神”的这个困境中打开了体系思考的先验自由和绝对自由之问题集合；Erläuterung
 则洞察到，康德的分析性批判工程留下的其实是一个需要“一下子”去把握整体而非步步为营地去贴近整体的任务
(2)

 ，也就是说，对于哲学理性，整体不仅必须在绝对同一性的一个瞬间在场那里去把握，必须在一种永恒生成及其创造性产物中去把握，整体还必须先于部分得到表达。

可以判定，谢林的早期理论建设虽然各有重心，但都指向对一种关于“绝对者”（das Absolute）的哲学的基本条件的思考和探索。而谢林在这个整体关联中对体系诸条件与艺术的关系提出的建设性观点是我们的关注所在：绝对者如何成为先验体系的原理和哲学知识体系的对象，艺术又如何与理智直观一道被呼唤来在这个先验哲学体系中充当“官能”（Organ）和“工具”（Organon），这都是我们反思和探讨的重点。所以笔者在本小节中将主要围绕Vom Ich
 ，Briefe
 与Erläuterung
 这几个文本，结合问题史的梳理，考察谢林对绝对者和理智直观的思考以及他以悲剧的艺术直观论证为理智直观悖论给出的解决方案。

按照谢林研究的一般结论，谢林的形而上学努力，自始即要求将哲学的知识活动证明为体系；他的这种立场毫无疑问直接得自康德哲学。同时，谢林在呼应康德并接续其体系思考的同时又已经认定，康德的“批判”并未充分地处理哲学的这个体系诉求。所以Möglichkeit
 一文已指出康德理性批判工程的一个重大“缺陷”：这个批判要求为所有哲学的一种形式提供论证，“但它本身并没有提出一个原理，借助于这个原理，不仅所有个别形式作为基础的原始形式本身，而且它与依赖于它的诸个别形式的必然的总体关联亦将得到论证”（SW．I，87）。为了克服康德在体系奠基上的这个根本缺陷，青年谢林走出康德，将一个推到极致的“体系”概念确立为哲学体系的前提条件。对此，1796年的Erläuterung
 阐发说：“体系”必须是个“整体”也即由第一原理承载的、能够提供证据的自身封闭的总体关联：

只有这样一种整体才叫做体系，它的运动和它的总体关联的任何根据都不能外在于它本身被设定为前提（SW．I，S．400）。

从哲学史反思的角度和从谢林本人所认同的角度看，都可说早期谢林是以一种“跟随康德并超出康德”的方式去发展康德哲学本身的思考成果。谢林坚信他这种超越康德的自觉完全符合康德的精神，因为康德本人举例来说已在KpV
 中表达了一种期待，按照谢林在Erläuterung
 中的转述就是：

有朝一日，体系或许被带至对（理论的和实践的）全部理性能力的统一性的洞察，并能从一个原理出发推演所有的事物；此乃人类理性不可避免的需求，它只有在其诸认识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化的统一那里，才能找全然的满足（Ibid．，S．375）。

可以证实，正是康德批判哲学中对体系所表达的期待以及与此同时体系在他那里的继续缺失，直接给了谢林以思想契机，作为康德的后继者去深入研究哲学体系的诸条件。所以，早期谢林即以此为己任：按照康德精神为这样的一种体系哲学去提供论证。

另一方面，莱因霍特（Karl Leonhard Reinhold，1757—1823）及费希特与康德批判哲学的理论商榷，也构成早期谢林发展康德思想的推动力。莱因霍特在1790年已谈到建设一种“第一原理”的任务，因为“迄今为止的每种哲学，即使是康德哲学，如果人们将它们作为科学去考察，无一例外地存在不小的缺陷，也就是缺少一种基本东西”；而只有借助于“第一基本原理”才能扩展出一种体系哲学。
(3)

 费希特则在其知识学思考那里抓住对先验哲学“第一定理”的提问，给予哲学以一种朝向体系难题的更具决定性的方向，并针对着莱因霍特揭示出：并非“事实”（Tatsache）而只是一种“事实行动”（Tathandlung）才能作为哲学体系的基础。


 第二节　绝对者与理智直观

在Mglichkeit
 一文的理论准备之后，青年谢林要将认识和知识活动建基在一种最后的实在性上，这是一种无条件的或绝对的实在性。在笔者看来，超越康德的谢林此时面对着他的第一个大难题：作为整体性知识活动最后根据的绝对者如何能被思考，并且，如何能在与主体的关系中更切近地得到规定？须知后者的现实性应当是被绝对者本身先验地生成的。受到费希特关于“绝对自我”思考的影响，青年谢林在Vom Ich
 中勾勒了一个理性体系的基本前提并将其阐发为“绝对者”：所寻找的原理不可能是个“客体化的原理”，它既不可能是事实，也不可能是对象，“因为这样一种东西必须复借助于一个它者被发现”（SW．I，S．155）。因此表述于“最初的基本原理”中的这种知识必然是一种通过自身得到确定的知识，它作为这样的知识是知识体系的前提；因为，只有它能够将所有其他知识活动衔接为一个知识活动，赋予它们以实在性，使之由此结合为一个整体（Ibid．，S．162）。所有其他的知识活动之得到实在性或确定性都只是在这种意义上：当其与那种“直接”可知的东西处于可洞察的总体关联中。这个基本思想，谢林是从费希特吸收而来。

但是，如果说知识活动整体内一切实在性的这个直接可洞察的原始根据既不可能是对象，也不可能是借助于概念去思考的东西，更不可能被引到对象的位置上；那怎样才能标志“我们知识活动中这唯一的直接者”？谢林恰恰将原始根据的这种否定性特征辩证地转换为其所寻找的体系原理的肯定性尺度。他解释说，在这个原理这里，存在和思维的原理必然恰好吻合，“它必然借助于其思维本身将自己创造出来”（Ibid．，S．163）。由于所寻找的直接者不可能被物化为事物，它必须被视为“无条件的”（Ibid．，S．166）。谢林把这个“无条件者”设定为“绝对自我”也即“无条件地永不能成为客体者”（Ibid．，S．167），并宣布：“完成的科学体系是从绝对自我亦即排除掉所有对立面东西的自我出发”（Ibid．，S．176）。

但是，在此我们还会有个问题：既然体系的基本条件只是“无条件者”或“绝对者”这个原理，为什么现在还要用“自我”来标志它？对此有必要提示：在谢林的这个“自我”概念这里，实际上被重视的只是“无条件者”的结构与我们的“自我”处于某种譬喻关系中。这指的是：无条件者之存在，乃因其仅仅思考其自身；反过来无条件者之仅仅思考其自身，乃因其存在。绝对自我的这个结构或原始形式就是“同一性”。正因为这个结构上的类同，谢林不把无条件者称为“主体”，而把它称为“自我”。也就是说，对谢林的“绝对者”来说，我们的“自我”只是其模态；它们两者间的这种决定性的平行之处源于“同一性”的原始形式。
(4)



至此，谢林已经看到，在体系哲学的奠基这里，对理性来说，使无条件者得以把握的那种把握方式显得极为关键。如果“无条件是指那种绝对不能成为事物或事务的东西”（Ibid．，S．166），那么理性究竟应该怎样从根本上去把握这样一种“非客体性的”东西？由于我们是通过认识与诸种客体发生联结，而无条件者，这个绝对自我必然不能被禁锢于客体，我们岂不是根本没有办法去谈论它，我们此时岂不是“彼此间根本不能理解和明白”（Ibid．，S．168）？对此，又是Vom Ich
 贡献了一种思考：只有一种在其本然意义上并无客体的直观，能够允许对“绝对自我”的把握。而这种直观，区别于那种关联着客体的感性直观，是一种“理智的”直观（Ibid．，S．181）。

由于这种“理智直观”是唯一能够达于“绝对者”的认识通道并能普遍传达之，1795年的Vom Ich
 和次年的Erläuterung
 都从两方面对它作出了概念辨析：其一，这种认识之为“直观”，因为它是非中介的。“无条件者”必然不能借助于思维，借助于诸概念去把握（SW．I，S．181，401）。另一方面，理智直观又区别于感性直观，因为“它只能借助于自由被产生”（Ibid．，S．318）。对绝对者的这种直观不能出现在意识那里，因为意识已把客体设定为其前提（Ibid．，S．181）。所以即使是在自我意识那里，绝对者也不能被把握。相反只有“在我们对我们自己不再是客体的地方，在直观的自我与被直观的自我成为同一的那个地方，这种理智直观才出现”（Ibid．，S．319）。在这种理智直观那里，被直观者乃是直观活动本身，它完全不是现成存在的，相反必须被自由地创造出来。绝对者把自己揭示并解密在这样一种自由创造出的直观活动中，后者无非是做直观者与被直观者的同一性，因为“绝对者只能借助于绝对者而给出”（Ibid．，S．163）。正是理智直观的这个自由的实现行动构成了体系的基础：整个知识活动的实在性就建立在实在性的这个先于概念的、“直接的”和“自身创造的”经验上。

对于谢林，“理智直观”这种“创造性的直观”并非神秘的能力，它只是先验思考的一种方式。谢林将它与数学家的那种“建构”方法做了比较并指出：事实是，“根本上我们所知道的不是别的，只是那种本身通过此知识活动才存在的东西”。必须注意的是，理智直观并非关乎任何对象，而是联系着一种“生发”，所以“理智直观”构成了作为一个奠基在自身中的知识整体的体系之基本前提。也就是说，哲学的知识体系是这样的一种努力，它要将实在之环节化整体展示为一种本身构型在知识活动中的东西。而理智直观即是这种努力的媒介，按照Erläuterung
 中的总结，没有理智直观就“既没有先验思考，也没有先验想象力和哲学”（SW．I，S．401），只有在创造活动中才能经验作为直接可知的东西的绝对自我。“自我是什么，人们只有通过将它创造出来这种途径才能知道”（SW．III，S．372）。理智直观即是这种在创造活动中的经验。绝对自我因产生于这种直观的知识，其存在被直接照明。而如果说哲学的体系应该是个自身承载的整体，不以任何外在于它的根据为前提，那么可以说这个整体的范围是被理智直观规定的。因为，只是在理智直观这里才可能存在一种并不指向独立的对象，而是将自己的“对象”创造出来的知识。

作为这样的绝对自由的知识活动，理智直观与通常的知识活动方式或感性直观完全不同。谢林解释说，“这样一种直观正是自我。因为借助于自我关于它自己的知识活动，（作为客体的）自我本身才产生出来。由于（作为客体的）自我无非就是关于它自身的知识活动，所以自我之产生恰恰只是由于自我认识了自己；也就是说，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活动，这种知识活动把自己（作为客体）同时创造出来”（SW．III，S．369）。谢林对原理的这些解说，所诉诸的无疑是费希特的思想，比较一下费希特在《知识学》的第二导论中的相关阐述，就可知谢林所理解的“理智直观”实际上与费希特是一样的。并且谢林已看到，费希特的知识学的功绩不仅在于，吸收康德理论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各自的基本思想并借助于自己在意志活动中对先验统觉的论证，已将理论综合到实践之内，将理论和实践这两个存在领域中介为一个体系化的整体；不如说，费希特的真正功绩在于他将实践哲学的最高原理也即实践的自律扩展为全部哲学的原理。然而当System
 时期的谢林强调地断定，“理智直观是人所能要求和向往的某种东西”时（Ibid．，S．376），确切说来他指的是，先验哲学的原理是一种“要求”，这个原理本身就是先验哲学在这里所要求的东西，一种“纯粹的理论建构”。这一思考已经与费希特区别开来：原理对谢林来说是这样一个“根据”，其内容必须经过体系化的建构才能获得。这意味着，原理本身被理解为要去思考的东西，要被树立为可理解的东西。而认识和理解无条件非客观的原理，或者，无条件的“非客观东西”应当变得客观，将整个取决于理智直观的活动本身变成客观的。

因此，谢林的理智直观也随之带来了它的“越界操作”的问题。谢林把哲学体系论证为对绝对者的理智直观，这已经超越了康德在KrV
 中所划定的认识活动诸边界。康德虽然提示过，理性能够从一种基本总体关联的整体出发考察事物，能够使一种先验的和体系化的知识成为可能，但他同时又否认人的认识活动能拥有关于“整体”和绝对者的知识。然而，对谢林的思考来说，情况有所不同：首先，对“整体”的理解是第一位的知识活动，没有它，任何其他的知识活动都不能成立。当然，在谢林那里，无论是对绝对者的思考还是对绝对者被理解的那种方式的思考，都已经不同于之前康德的思考。如果整体如康德假设的那样，应当被规定为对象并按照经验知识活动的模式去规定，那么当然不可能有关于它的任何知识。康德对此已作出揭示。不过，康德并没有指出整体是否只能以这种方式去理解。谢林能够凭借理智直观去超越康德批判哲学认识论地划下的界限，因为理智直观在费希特和谢林那里首先都仅仅意指理性的一个行动，其中自我对自身进行反思。对他们两人来说，在对一个对象的直观行动那里，自我不仅是凝神于自身，而且把自己创造出来。这对他们来说成了各自先验唯理念论体系的本质性出发点。他们两人都把哲学把握为对绝对者的理智直观，强调绝对者并非对象，而是纯粹的创造活动，其只是展示一种创造性的直观。“做知识活动者”
(5)

 （das Wissende）因此既不是与某一客体发生关联也不是与他自己即主体发生关联；而是，他之认识贯穿存在整体的那种东西，恰恰是借助于将其创造出来这种知识方式。正如哲学体系本身表述着对存在整体的一种知识活动，这个环节化了的存在整体也并非对立于知识活动而存在，而是生成在知识活动本身中。

康德的确否定我们人能够拥有一种理智直观。不过，我们在这里恰恰要辨别出谢林对康德思想的一种改造及发展。如果说，谢林现在跟随费希特又把理智直观引进到哲学中来，那么他并没有把它作为认识“事物本身”（Dinge an sich）的一种手段，而只是作为先验思维的“官能”（Organ）引进来。康德已经指明，“理性只能洞悉它自己按其构想所创造的东西”（KrV
 ，B，S．XIII）。作为对这个思想的一种推进和发展，谢林将理智直观构建为最高条件，它使一种指向自身的创造性的洞察可以理解。谢林的理智直观论也是种努力，把一种相应的理解方式归入康德发现的理性之先验特征内。也就是说，谢林试图借助理智直观证明康德所说的“自我意识之先验统一”。因为谢林已经注意到，康德关于“统觉之纯粹综合”和“先验想象力”的理论虽未明言，其实也是以一种理智直观为其前提条件（SW．V，S．129）。


 第三节　理智直观的悖论

在我们的问题关联中来看，谢林紧随Vom Ich
 之后发表的Briefe
 已经是对Vom Ich
 的哲学工程的一大推进。Vom Ich
 要将康德批判哲学的结果引回到所有知识活动的最后原理那里加以表述。谢林要用体系的形式，从总体上对康德的思想贡献和理论切入进行阐发。这是一种重新论证的体系努力，为了赋予体系以坚实的基础，论证首先要澄清和解说体系的原理，说明康德的批判及其推演的最终条件。这个论证的重心就是按照知识活动的要求去揭示知识体系的无条件者或绝对者。而且，这个体系工程还要革命性地将人类理性的自由本质建立在体系的原理之中。按照谢林的洞察，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本质，作为知识活动的哲学就根本不会存在。

在Briefe
 的第五封信当中，谢林已经谈到为了把哲学建立为一个体系，必须跨越康德KrV
 中所划下的边界以及人们这样做时必定遭遇的困难。康德的理性批判之成为“所有体系的准则”，正因为它本身不代表任何明确的体系，对谢林认为是仅有的两种可能的哲学体系即“独断论”和“批判主义”，它均可以成其为基础。谢林看到，恰恰由于康德的“批判”不再向前推进到任何一个体系那里，它才始终“不可辩驳”（SW．I，S．301）。由于它完全不涉及、不进入关于体系的斗争中，它不会陷入各种完整的封闭的体系都必然陷入的那些悖论性处境。而谢林已在对哲学体系的思考那里遭遇到其时代的哲学本身在其全部否定性中的深层矛盾，发现了理智直观的诸种悖论。正是“理智直观”的切入使得作为体系的哲学缺乏普遍有效性这种悖论性的情况空前凸显。

理智直观的悖论这个表达，涉及一个极为复杂的思辨问题综合，笔者在此仅以谢林在Briefe
 中的探讨为例，对它提出下述几个层面的分析：

第一，谢林在Briefe
 中遇到了哲学不同体系间的“悖论”。受关注的问题是，被费希特哲学打下烙印的批判主义与以斯宾诺莎为典范的独断论不仅彼此相互冲突，而且必然地标志着哲学的一种深层张力的两极，这种张力源于哲学的自身矛盾；此矛盾还进一步体现于这两种相互排斥的争论形式的理论竞争。这两种哲学体系中的每一方都声明自己已包含所有可认识的存在者的整体，以牺牲对方的代价把自己实体化为整体。按照谢林的洞察，批判主义与独断论这两个体系并非哲学的偶然形式，相反其作为实在论体系和唯理念论体系是哲学唯一的两种具有同等可能性的形式。

理智直观的第一层悖论已植入在哲学唯一两种具有同等可能性的体系形式的发端那里。谢林在Briefe
 的第七封信中指出，所有哲学共有的基本难题并非关乎绝对者的存在，对此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争议；而“从无限者到有限者的过渡”才是主要难题（Ibid．，S．314）。无限者仅允许两种解释：哲学理性可将其把握为绝对客体或绝对主体。相应地存在着使有限者与无限者彼此调和的两条道路：人们要么让自我化为绝对客体——这就是斯宾诺莎式的实在论，要么反过来，让所有的客体消失于绝对的自我直观中——这就是批判主义式的唯理念论。正是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解决途径，构成互相对立的两种体系切入。然而理性选择哪一个并不像事情表面上显现的那样是种理论的抉择，实际上这个抉择依赖于不同的实践预期，取决于理性要实现的实践立场。

实在论和唯理念论，作为献身必然的体系和捍卫自由的体系之典范，各自的立场和视角均不可扬弃；它们双方都如真正的体系哲学那样指向“整体”和绝对者，双方也都同样有待于形成为一个整体。但无论哲学理性现实地选择两个体系中的哪一个，均会发生悖论性情况，因为在两者那里，体系的第一原理都是对一种实践决定的预期，也就是说，任何哲学体系的切入根本上都以一个“二者择一”的自由抉择为前提。但是，如果是作为有限理性的人的一种自由抉择规定着体系的切入发生并且体系因人赋予其生命才得以实现，那么不可能存在任何“一个”普遍有效的体系。第五封信指出此时的悖论性处境：“一种哲学越是接近了体系，自由和个体对其参与越多，这哲学的普遍有效性诉求就只能是越少”（SW．I，S．304）。

第二，理智直观的悖论并不限于可能的两个哲学体系的发端处，相反也必然现身于体系之展开过程，尤其是必然现身于其完成之处。如同第九封信指出的那样，在如实在论和唯理念论这样的知识体系那里都存在这种无法改进的情况：作为知识体系出发点的绝对者似乎始终在逃避知识本身，而两个体系虽然都以绝对者为其指向，但“都只能发生在对绝对者的接近活动中”（Ibid．，S．330），正如它们作为批判主义与独断主义同样“只能在向最终目的的接近活动中”不断宣告自身是两个相互对立的理论体系（Ibid．，S．331）。举例来说，“为使自己与独断主义相区别，［……］批判主义不得不将最终目的仅看作一个无限的
 任务的对象。一旦它将这最后目的作为
 （在一客体那里）已实现的或作为
 （在任何一个别时间点上）可实现的提出来，它本身必然变成独断主义
 ”（Ibid．，黑体为原文所有）。

而实在论和唯理念论这两个相互对立的理论体系一旦达于完成，其发端处各自的解释原理即自动丧失其规定性。两个体系在达到完满之际均会与自己的对立面体系发生相互融合：如果人们选择的是独断论并让主体过渡到绝对的客体之中，那么此时，此客体恰恰作为客体被扬弃了。而如果人们选择的是批判主义并让客体性东西消融在绝对的主体那里，那么此时，此主体亦作为主体被扬弃。例如批判主义的原理，那个作为一种主体的自我，本身会随所有的客体性的扬弃而扬弃，反之亦然。第九封信对此解释说，“批判主义和独断主义一样，在走向对它自己的消灭”（SW．I，S．327）。也就是说，立足于其唯一两种可能形式中的哲学体系，其完成形式乃是一种自我取消，或者说向对立面体系的转化。谢林把这种悖论阐发为：更高的原理通过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而自我揭示。一种绝对自我因缺少对立面不再显现为自我。在两条体系道路各自的终点上，两体系相互对立冲突的原理均自动转变为对方的原理，最终在两种情况中都既不会有一个纯粹的主体，也不会有一个纯粹的客体存在，相反，两种情况下存在的都只是两者的绝对同一性。两个体系的统一点就是这种“绝对的存在”（Ibid．）。正如在绝对者那里所有的矛盾对立都会止息，所有作为相互冲突的体系的那些体系，在它之内亦必将消失。

第三，谢林已经洞悉，在哲学仅可能有的这两种体系那里的这个“悖论”问题背后，隐藏的是绝对者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必然在认识论上呈现为一种两可。并且，即使是两个体系在它们的汇合点或统一点那里瞬间触及了绝对同一性这种绝对的存在，哲学理性也没有办法抓住它。Briefe
 的第八封信审视理智直观活动自身的直接性，指出其自身的悖论性质说：理智直观作为直观根本上属于“最直接的经验。然而，经验越直接，它就越接近消逝者。感性的
 直观亦是如此，只要它不过是消逝者，它即已毗连于无”（Ibid．，S．325，黑体为原文所有）。

另外，两个体系的知识论运作又都印证着绝对者自身呈现给认识的一个悖论：无论是批判主义还是独断论，在将无条件者建立为知识活动的诸条件序列无穷倒退的终结者时，均遭遇失败，理性的运用从来无法从一个不断推进的理论论证的总体关联中赢得无条件者，也不能运用知识活动的形式去规定它。进行此种连贯运作的理性在绝对者这里必然遇到自己无法逾越的种种边界。因为绝对者的“存在”乃是纯粹的活动。第八封信对其阐发说：绝对者这里不再可能有一种意识存在，“一种活动——对它来说不再有客体，不再有矛盾对立存在——永不会返回到它自身中。而只有借助于返回到自身才产生意识”（Ibid．，S．324）。因此绝对者的出现，同时就是意识的消解，“在所有的矛盾对立止息的地方，存在的是无限的绵延。存在之最高因素对我们来说即是走向非存在的过渡，是消灭的因素”（Ibid．）。

谢林将来自理智直观及其表述对象绝对者两方面的悖论，与这种情况联系起来：正是在绝对者那里，最大的存在对立本身被触及。所以哲学此时面对着它最大的难题之一：“如果无（Nichts）意味着那种无条件绝非客体的东西，则无必出现于那种地方，那里一种非客体依然应当客观地得到直观，也就是说，那里是所有的思维与所有的知性出发的地方”（Ibid．，S．326）。

就“存在”作为非对象性东西对思维活动是一种“无”而言，对“绝对存在”的这种直观即是对“无”的直观。谢林始终认为这样一种“无”构成了哲学的开端。理性在理智直观那里的确得以经验到触及极限，洞悉主体与客体、至高的意识与无意识、绝对的存在与虚无等矛盾对立这样的临界状态，但是作为知识活动整体的哲学体系，其完成却不能再次是这种“无”，否则理性将直接转为无尽的绵延并沉入存在之黑夜。理智直观的悖论应该揭示的是统一点即绝对者。由此哲学理性已在这里提出了更迫切的敦促：体系需要更多地运用美感直观，后者不能始终停留在康德所说的体系的“试金石”和“准备”、费希特所说的哲学“入门”和谢林本人所说的“前置法”（Ibid．，S．311），因为体系的发展和完成现在直接要求一种客观化的直观，以便救助理智直观的生存，第八封信描述理智直观的此种生存危机说：

假如自我将感性直观继续设定为直观，自我就将停止作为自我存在。自我必须强力抓住自己，以防自己沉入直观的深渊。但只要直观指向客体，也即，只要直观是感性的，自我就没有丧失自身的危险。自我因发现了一种抵抗，有必要让自己与这抵抗对立，也即有必要返回到自身，而在感性直观停止的地方，所有客体均将消失。存在无非是无限绵延，它不会返回自身。如果自我继续进行理智直观，自我将停止生存。自我将“脱离时间，进入永恒”！（Ibid．，S．325）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客体的话，返回自身的状态无从设想；相反只有种种指向客体的活动才能使理智直观系于生命之锚。正是在这里，谢林提出了打破这个有限性永恒消失定律的唯一解决，那就是诉诸美感直观所提供的世界客观性把握。


 第四节　借助美感直观阐发理智直观

早在Briefe
 的第一封信中，谢林就曾强调“理智直观”与“美学的本来意义上的原理”之间的平行。自我越是更多地站在自己和世界之间，其对世界的“直观”就越是受到限制，

自我的那种交付自己于世界，自我与世界的那种交互接近，双方在奋战中的那种双双失败（美之本来意义上的原理）就越加不可能。真正的艺术，［……］是一种内在原理，它从内部将质料构造出来，并通过瞬间统一我们身上两种冲突的原理而产生对世界的理智直观（SW．I，S．285）。


Briefe
 中的相关思考，基本将美感直观看作与理智直观完全等值的，两者仅通过存在方式相互区别。理智直观有着毗连于“无”的自身悖论，美感直观自身中也有同一种悖论性，确切地说这种悖论性已折射在“崇高与美”两极中，但是反过来看，崇高与美最终并没有完全解体并沉没在“无”之内。举例来说，美感直观在崇高这一极上，是“要将人表现在其自我力量的最高瞬间”（SW．I，S．285）。此时的人是作为自由行动者，作为有限自由，以其此在和生命的毁灭，为命运与悲剧英雄抗击命运的这个冲突提供艺术解决；而在美这一极上，美感直观恰指向与崇高之抗争形成对照的一种“服从”，以表现“存在于生命的最高瞬间”的对安息的那种静默直观（Ibid．，S．285，286）。此时的人将自己交付给永葆青春的世界，安憩在世界的怀抱中，以根本上平息自己追求生命，追求此在的渴求。

谢林上述美感直观阐发，使哲学上的批判主义、独断主义，乃至斯多葛主义的精神实质象征地呈现出来：举例来说，奋起而与“绝对的强力”殊死抗争并在战斗中悲壮倒下的，可以是批判主义的积极的哲学自我，它在这里作为有限自由，因与“绝对的强力”抗争而触及无限自由，并在消亡的瞬间与之发生关联，所以批判主义的精神图像乃是崇高；而自愿放弃一切抗争，将自己无言地贡献于“绝对客体”，自愿灭亡或选择安息在世界的怀抱中的典型范例则是保守的独断主义，它那种“无条件的服从”正是美之原理栖息之地；至于作为道德体系的斯多葛主义，由于它的努力以摆脱客体的强力统治为指向，追求精神安宁和永福，而且是通过彻底摆脱感性需求的方式本身与一切感性割裂开来，被谢林标志为对崇高和美“采取折中态度”的思想体系（Ibid．，S．284）。

对谢林来说，批判主义与独断主义这两种唯一可能的哲学形式都试图超出人的规定性，将最终目的想象为凭借知识整体的建构可以达到的。如果说这样的哲学在追求莱布尼兹所说的“透视中心点”和“整体的体系”，通过这个中心点去达到“一个普遍体系的思想，唯有这种普遍体系能够在人类知识和活动的体系那里赋予所有个别体系——无论它们如何彼此对立——总体关联和必然性”（SW．I，S．457），那么在Breife
 这里，绝对者已经被规定为那个透视中心点，它已经透过理智直观的悖论把自己揭示为两种体系冲突的深层背景。然而，仅仅借助于概念的推演工作，处于主体与客体彼岸的那种“绝对的存在”依然无法想象。所以先验哲学的体系建构在这里格外关注和重视艺术直观的客观构造性的能力。因为那种始终逃避思维的“绝对同一性”唯一把自己揭示在“理智直观”和悲剧艺术那里（SW．I，S．336）。

对理智直观与悲剧艺术的亲缘，谢林阐发说，艺术的整体性形态正是建立在如“理智直观”那样的一个原理上，建立在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静止与活动这种存在论的矛盾对立的一种“瞬间的”交互贯穿上。还在康德那里，“想象力”已经被理解为艺术作品的起源，谢林现在也把理智直观理解为一种“能力，借助于完全的自动性移植到完全的被动性之中”（SW．I，S．332）。现在，谢林在Breife
 中求助艺术直观阐发对绝对者的直观，同时亦反过来，借助于理智直观的经验去把握艺术。在这两种情况下谢林基本的直观经验，都是发现了最极端的矛盾对立的相互转变、交互贯穿和触及。对绝对者的直观和艺术这两者，都已指示超出独断论和批判主义的争斗的那种“视角中心点”，指向“绝对同一性”（Ibid．，S．327）。

如果说柏拉图曾向诗人发出对存在作出美感释义的敦促，而谢林的哲学此后已明确地将其对柏拉图思想的诉诸先后实现于先验体系（1800）和同一性体系（1801）的艺术形而上学框架，那么我们现在对谢林哲学发展切入的重新审视能够发现，其早期文献即已崭露出哲学的艺术导向。除了Vom Ich
 和Briefe
 之外，1796年的Erläuterung
 也已跟随费希特的做法，进一步将美学规定为“哲学的入门”。对谢林来说，这种情况其实是从理智直观的“类艺术”特征而自动呈现，他描述这种直观说：

这种认识叫做直观，因其无中介，也叫理智，因其以一种活动为对象，而后者远远超越所有经验东西，亦从来无法通过概念企及。被表述在诸概念中的那种东西必停止活动。但自由只能通过自由去认识，活动也只能通过活动去把握（SW．I，S．401）。

对此，谢林在注释中又解释说，Erläuterung
 这整个研究实际上都属美学研究。因为美学首先揭示了进入整个哲学的通道。谢林在此也是从费希特的知识学提示过的一个思想得出结论，这个思想就是：对费希特来说，悬于相互对立的规定之间的“乃是创造性的想象力的事业”。想象力同时构成了自我和理解方式，而“想象力不能通过别的什么，只能通过想象力被理解”。所以费希特已经在强调，“人们是否具备哲学思考的精神”，这取决于想象力。谢林拾取了这条线索并利用美学去克服哲学在费希特那里的开放的体系形态。因为，科学理性借助于无穷奋争所追寻的那种东西，想象力在瞬间即能活生生地完整体现。这就是艺术在面对哲学体系的时候，从其客观化方面来看所拥有的无可否认的优越性。


 第五节　悲剧的艺术直观对理智直观悖论的解决

为了援助理智直观，谢林在Briefe
 中将上述种种悖论作为处理的重心。由于那种理智地可直观的“绝对存在”超出了理性，没有任何体系能够成为对它的表述，能够对它作出表述的唯有艺术，确切地说是古希腊的悲剧艺术。因为在这种悲剧的艺术直观那里，打开着一条思维活动无法提供的出路。谢林据此在Briefe
 的第十封信里构想了一种悲剧哲学，按照其阐发，悲剧性东西可以让发生在“绝对存在”那里的触及极限得以体验：

这在当时是种伟大的思想，即使是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犯罪也自愿去接受惩罚，以便恰恰通过其自由这样的丧失去证明这种自由，并在灭亡时依然带着对自由意志的一种宣告（SW．I，S．337）。

如前所述，理智直观的悖论揭示出，在哲学体系道路的各自终点上，两体系相互冲突的原理均变为对方的原理，最终在两种情况那里都既不会有一个纯粹的主体，也不会有一个纯粹的客体存在，相反，两种情况下存在的都只是两者的“绝对同一性”。两个体系的统一点就是这种“绝对的存在”。如果说在“绝对者”那里所有的矛盾对立都会止息，那么那里所有作为相互冲突的体系的那些体系必将消失（Ibid．，S．327）。此时，处于主体与客体彼岸的那种“绝对的存在”是意识无法企及的。也就是说，如果那种逃避思维的“绝对同一性”本身揭示在“理智直观”和悲剧艺术中（Ibid．，S．336），那么在理智直观那里的悖论情况正是，它在消灭一切客体性东西的时候，必然把自身的主体性和实在性也一同消灭。以此，接近绝对者的理智直观本身亦将消失于绝对者中。

而在艺术那里却有着不同的结局：悲剧艺术是对自由与必然、有限自由与绝对自由的同一场战斗的另一种表现。“客观的强力”与人的自由之间的战斗终结于“两方在斗争中的双双倒下”，其已被谢林标志为“美之原则”和绝对直观之原则。借助于自由地肯定，使那必然的命运受挫，自由宣告了自己。谢林仿佛在呼唤悲剧，前来为其所宣告的自由与必然、最高的存在与毁灭以及唯理念论和实在论的遇合而作证。悲剧直观在象征性地作出它的见证，由此活生生地传达出“绝对同一性”的那个点，而对思维活动的任何一个体系，这个点始终都不可能被客观化。

对谢林来说，悲剧是艺术的原始现象；Briefe
 在与绝对者的悖论的这个总体关联中发展出一种基本的悲剧哲学，其对谢林的整个艺术理解从始至终都是决定性的和规定性的。如果我们深入地考察“理智直观”之悖论，我们又能看到，在这些悖论那里谈到的存在对立之相互转化的“各种经验”同时也构成为谢林艺术理论的主干。

谢林最早的悲剧哲学思考集中于Briefe
 的最后一封，也就是第十封信中。谢林所采取的悲剧艺术论证，因其完全运作在存在论的思考框架中，自始就超出了一切类型诗学。实际上按照德语学界的考据，我们说整个思想史“自亚里士多德起已有了一种关于悲剧的诗学，但自谢林起才有了一种关于悲剧的哲学”
(6)

 ，决不为过。谢林的俄狄浦斯释义及希腊悲剧释义开始了悲剧哲学论的历史。这个事实凸显了Briefe
 在哲学美学思想史中空前重要的地位。在这套通信的第九、第十两封信中，谢林第一次将悲剧作为哲学课题来探讨，其方式是：把对索福克勒斯戏剧的探讨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哲学考察和论证的层面上。也就是说，他在存在论地处理悲剧现象的索福克勒斯表述；因为按他的看法，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表述已经预先为哲学思考本身的深层矛盾给出了范例。

在Briefe
 中，谢林将哲学论证与一个希腊悲剧基本模式紧密结合，后者来自对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表述，可简写为“反抗—失败—惩罚”这样一个公式，也即悲剧英雄反抗“命运的强力”的战斗、他无可避免的失败以及因一个他不想犯下的罪过，因他在其一生中对命运的反抗而承受的惩罚。按照谢林的看法，希腊悲剧的这个范式表述的是“人类自由与客观世界的强力之间的战斗”（SW．I，S．336）。也就是说，这是一场自由与必然的战斗，或有限自由与无限必然之间的一场决战。对作为有限自我的人类来说，显然这样的一场决战注定无法取胜。然而这种无可避免的矛盾斗争及其无可避免的失败，凸显的正是悲剧性东西的哲学含义。按照谢林的诠释，悲剧的出发点和结局都是悖论性的。命运惩罚英雄，这同时意味着犯罪者的自由被承认；而英雄尽管在接受其惩罚中倒下，他仍然在丧失自由的那一瞬间为其自由最终提供了证明。这是一场存在意义上的战斗，一场围绕“存在或不存在”的奋战，即便它在其最高表达那里，呈现为有限自由与绝对自由的抗争形式。所以Briefe
 的思考框架必须要定义为存在论的，而谢林使用这样的存在论框架，是要针对着独断论体系去捍卫自由的批判体系。

按照谢林的表述，在希腊悲剧那里，自由与必然及其对立均被整合在一个“行动统一体”当中。而这同一个对立在哲学这里已经分离为彼此冲突的两个不同的体系。希腊英雄在为自由而战，这同一种奋战也延伸在启蒙主义的规划中，延伸在哲学为争取自由体系的奋战中，而在后者的对立面即独断主义体系那里，按照Briefe
 的第一封信所说，折射着“艺术以另一极端与那种战斗的对立”，那是在生命的最高瞬间对安宁的直观。因为独断主义“不做奋战，而是自愿地走向灭亡，平静地将自己奉献于绝对的客体”（Ibid．，S．284）。

谢林阐发的上述悲剧艺术直观，揭示了理智直观和哲学的体系精神的内在困境，同时亦肯定了在艺术的领域中保留对自由与客观强力斗争的活生生表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了把握艺术直观和美感直观不可替代的理性价值及其存在论的基础，我们在此继续跟随谢林的悲剧哲学思考。第十封信开始引进其悲剧艺术直观理论时，即首先强调在艺术的领域中表述自由与客观必然性尖锐斗争的重要性。谢林对这种艺术直观的必然性提出的辩护，贯穿于其整个悲剧哲学。在对悲剧过程的最初的诠释那里，他一开始即提示互相对立的古典的解释和启蒙主义的解释，对这个问题集合做了如下表述：“人们对此常常不免疑问，希腊人的理性怎能容忍他们悲剧中的那些矛盾”（Ibid．，S．336）。

对谢林来说，最能鲜明凸显这种令人难以承受的矛盾的英雄形象，当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谢林对此的表述是：

一个有死的人——被厄运捉弄，命中注定成为罪犯，尽管与这厄运奋力抗争
 ，终不免因这罪行受到可怕惩罚，此乃命运的一种作弄！（同上，黑体为原文所有）。

然而是启蒙的悲剧理解在持续地陷入对古老悲剧的怀疑和拆解，另一方面希腊人的悲剧解释也已渐次失落，慢慢地没入了历史的长河。

第十封信的这个提问，在此的功能是引进第一个悲剧哲学问题。而且，研究Briefe
 的读者现在首先能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重述第八封信中提出的一个问题。第八封信的主题是阐发理智直观，批判斯宾诺莎的独断论。在那里，问题是这样表达的：

精神澄明一如斯宾诺莎者——其整个人生和全部著作均遍布着理性明澈的光辉，怎能忍受这样一种摧毁的、毁灭性的原理？（Ibid．，S．317）

这里所谓“毁灭性的原理”是指，“返回神那里，返回一切生存的原始源泉，与绝对者统一，消灭你自己！”（Ibid．）我们不难发现，谢林在通信的第八封信里并未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不如说是把它作为任务留给了对话人和读者，哲学家仅仅重点提示了这个问题与理智直观的关联：

使这个原理对他以及所有那些相信这一幻象的高贵的灵魂成为可以容忍的，是一个自然的而又不可避免的幻象。对他来说，对绝对者的理智直观是至高无上的东西，是有限生物能够将自身提升于其上的那种认识的最后一阶，是精神本来意义上的生命。然而除了从他的自我直观那里，他又可能到哪里去穷尽这种直观的理念？为了使自己对理智直观完全坚信不疑，人们只能阅读他们自己（Ibid．，S．318）。

而在第十封信的悲剧哲学这里，谢林对那种不可容忍的矛盾的回答是，这个矛盾本身乃是对一个存在论真相的揭示：自由或自律的最后根据本身是超越的，它存在于纯粹理性的彼岸。同时，这个矛盾正传达着一个重要而无可替代的承认，承认以命运形式现身的必然性，即使它的现实形式有着最大的不公正。也就是说，正是借助于悲剧所提供的艺术直观——渺小有限的人的自由在与客观世界的“强力”进行殊死搏斗，悲剧的这个骇人的，令人难以承受的矛盾本身转变为最高理性的象征，撕裂转变为调和。透过悲剧的悖论式存在，闪现出“强力”自身的性质：这是一种超强力，自由只能服从它；然而自由因其失败并借助于其失败必定被惩罚，正因为自由“并非是不反抗的失败”。至于对罪犯的惩罚——尽管他的罪过无非是败于命运的超强力——这种情况，依然是在以一个悖论的方式去承认人的自由，证明它有其最高尊严。也就是说，希腊悲剧借助于将自由与命运抗争的那种严酷的逻辑以及后者不可动摇的超强力，历历在目地现场化，成功地升华了希腊英雄们的自由，不论这些英雄是否遭到命运的诅咒。谢林在此洞悉了希腊理性的伟大：通过失去自由去证明自己的自由，证明根本上的自由意志；通过做一个自由的牺牲品，通过自愿接受对未犯的罪行的惩罚或对必然在无知中犯下的罪行的惩罚，将惩罚认识为不能忍受的。对谢林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构想之一，而希腊悲剧及其光辉思想本身即植根于这一构想。通过希腊悲剧，自由与必然最终能够结合在一起，并且，至少在艺术的有限形式这里，彼此能够调和。

凭借上述悲剧哲学思考的存在论深度，谢林已超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传统，成为思想史上建立一种结合自由意识思考的悲剧哲学的第一人。谢林在Briefe
 中要求哲学家对一个哲学体系作出抉择，他要求说明选择主体性原理还是客体性原理，以表明立场：支持自由还是反对自由，赞成自律还是赞成他律，赞成康德及费希特意义上已启蒙的那个自我的自由，还是赞成斯宾诺莎意义上的一种绝对实体的“强力”。因为两个体系本身都是逻辑上前后一致的系统，这种基本抉择本身就体现着一种自由的行动，一种伦理学的决定。据此是依据实践理性作出决断。第五封信强调说，“我们选择两者中的何者，取决于我们为自己赢得的精神自由”（Ibid．，S．307）。但是，自由与必然的对抗之返回到两种体系的战斗这里，只是要将对自由体系与独断体系的战斗的表述以神话原型的悲剧行动的舞台形象加以场景化。这一点在谢林对两体系的内在结构和展开逻辑的那些表述那里揭示得更为清楚：借助于在对立的两个体系中选择一个的做法，不可能扬弃这两个体系内自由和必然的那种对抗。按照谢林的分析，在悲剧那里找到一个悖论性结局的那种悲剧性冲突，对有限主体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基本冲突。他把有限者的基本形态描述为面对客观强力对自由的辩护。

悲剧的艺术直观对理智直观的哲学困境提供了根本的救助。按照第五封信的表达，“哲学的最高尊严恰恰在于，它在人类自由那里期待一切”（Ibid．，S．306）。正如两大基本哲学体系那里的知识活动所揭示的，有限自由与客观强力的冲突甚至掌控着那种试图在自由体系中成为自己的主宰的思维活动，后者由于要将自我抬高为哲学的原理而必然持续地陷入悖论处境，这也就是再次出现于在封闭体系的思考疑难中的情况：当体系结束之际，绝对性的诉求即转过来针对着自我本身。悲剧行动以其悖论式结局将这个处境活生生地场景化：如果在自我的自由战斗中自我真的变成了绝对的“强力”，自我本身作为有限主体变成了绝对的，那么，自由现象即自由行动本身的可能性就会被扬弃。理智直观注定只能以悖论提示绝对同一性。



————————————————————


(1)
  在谢林哲学这里，“知识活动”是个衔接康德和费希特思想的先验哲学概念，它不能与经验论意义上的认识或认识活动混为一谈。按照康德，知识活动说到底指向思维活动最一般的条件，而且能够把这个最一般条件与知识活动中的无条件者相结合；费希特凸显了知识活动是被自我的绝对的自身关涉性所规定，并将这个反思的概念根本上树立为其知识学的核心概念。知识活动概念作为一个关于“知”的行动的概念在早期谢林这里之所以能够具有体系建设的功能，正是因为它始终保持着先验哲学的上述反思内涵：这种哲学是“对知识活动做知识活动”（SW．III，14）。参看J．Ritter（hg．）：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sel 1971—2007，Bd．12，S．884—889；笔者对早期谢林使用的术语“das Wissen”基本采取“知识活动”的概念来对译，是为了突出其动词化的特征。这个对译也与薛华教授（笔名石泉）的谢林术语的汉译处理一致，例如石泉将谢林System
 中出现的“das Wissen”（SW．III，339）和“der Akt des Wissens”（SW．III，345）都对译为“知识活动”，参看〔德〕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页、第19页、第11页。


(2)
  谢林认为，康德“曾不得不将人类诸认识和诸概念粉碎为其组成部分，这当时是他的目的所在；他给其后继者留下了任务：一下子去理解我们本性的令人惊异的巨大整体，而且是如其由那种部分相交而成的那样，如其自始已存在并始终存在的那样”，SW．I，S．360。


(3)
  莱茵霍特1790—1791年间最深切的理论关怀是，通过掌握最终的诸原理为所有的科学包括实验科学创造一种可靠的基础，这对青年谢林发生了直接影响，重要而典型的例子可在谢林Möglichkeit
 一文中的思考中读出，关于早期谢林所接受的莱茵霍特影响，可参看H．库尔曼（H．Kuhlmann）的专题研究，Schellings früher Idealismus
 ，Stuttgart 1993，S．56f。


(4)
  后来，在1800年左右向其同一性哲学体系的过渡中，谢林不再用“绝对自我”去标志“绝对者”，而改用“绝对同一性”。这个转变过渡本身在System
 中已经有迹可循。


(5)
  此处的“做知识活动者”即是作为绝对自由的知识活动的理智直观。相应于对绝对者及其理智直观的联结，谢林在此揭示作为理智直观的哲学知识活动的反思本质——此种知识活动只是理性的反思活动。正如做知识活动者在这个知识活动中借助于反思自身而达于自我意识，它也同样借助于反思自身而确认其基本知识内容和陈述。


(6)
  参看P．松迪的分析和结论，Versuch über das Tragischen
 ，in：Schriften I．，hg．von J．Bollack u．H．Beese，Frankfurt 1978，S．151。


第四章　自然哲学的进路

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考察了理智直观在早期谢林的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工具角色，并把其与反思活动的总体关联强调为谢林创建性思考的关键。本章接下来要考察探讨谢林思考的自然哲学进路。因为在笔者看来，谢林在哲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超越康德思想，最终能够走向1800年System
 中的“艺术—哲学”的另一个关键，正是受益于其自然哲学的思考路径及其创造性直观建设。这一自然哲学建树不仅是谢林哲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最终为哲学体系实现了理智在其实在方向中的建构，它同时也构成了谢林的艺术理解与艺术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和创造论基础：System
 中的“艺术的体系”及其对哲学体系的救助作用，正是从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两条对立而设的互补思路的综合中构建出来的。

谢林的自然哲学一向是唯理念论研究中的高难度课题，因为这个理论并未提供一个完成的体系化形态，而是表现在一系列的断想、导论或纲要的形式中。谢林仅在推动体系的同时又在改造体系的这种意义上具有他自己的哲学体系。所以对研究者来说，谢林自然哲学的系列文本，正如其处理对象自然那样，必须在不断的生成活动中去把握。M．鲁道菲（M．Rudolphi）在2001年提供的谢林研究，面对谢林自然哲学的断片特征，强调地对其作出了体系化重构，以突出其贯穿的主导线索。他从一个基本切入的连续展开出发去解说一种联结各纲要的总体关联，其成果可作为我们工作的可靠依托。
(1)

 因此，笔者在本章中并不对谢林整个自然哲学的建构及全部问题集合提供重构和考察，也不进入这一自然哲学建设大部分的具体成果或对它们提出分析，相反本章的任务仅限于批判地提示谢林自然哲学的基本动机和进路，以便我们能够要点式地把握其自然哲学提问和建构的指向。因此考察是从对谢林自然哲学的发生学线索、它的先验切入和论证诉求入手，揭示这一哲学如何从自我确定性和生存确定性的先验综合当中将自然作为“先验存在的”建构出来（SW．III，S．279），揭露出自我是植根在自然整体内并被自然的理念所规定，以彰显自我植根于其中的自然总体关联，进而将自然整体判断为一个创造性的系统。本章要通过肯定谢林自然哲学思路及其实在论方向的建设性贡献，提示其对谢林在艺术与哲学的关系的思考上超越和发展康德思想有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谢林自然哲学的发生学线索

从System
 中的先验哲学立场回过头去审视谢林的早期文献，大部分研究者的鲜明印象之一，就是谢林在批判和发展康德时，对哲学体系的思考发展出多重的解决切入，并且不断修订自己的表述立场。对这个情况，谢林本人也并不讳言。晚期的他承认自己的早期思考从一开始即不断地偏离其早期先验哲学文献的提问。尤其是谢林的先验思考在走向System
 之前曾高调地转向致力于自然哲学这个情况，在不少研究者那里，都被看作谢林思考从先验哲学思路的一种“偏离”：表面上看起来，谢林的自然哲学切入明显发生在酝酿建设先验哲学的体系过程中，其轨迹在自1797年起的一系列课题不同的自然哲学建构那里一一可以追溯，最终以1799年问世的《对一种自然哲学体系的最初构想》
(2)

 （Erster Entwurf eines Systems der Naturphilosophie
 ）为标志走上前台。

由此来看的谢林思想的自然哲学转向自然而然地招致了研究者对谢林思想连续性的质疑，尤其是在费希特立场上的研究者那里。质疑者在这个转向那里看到的是，谢林已经将其早期那些先验哲学提问全部抛弃，并把兴趣从知识体系论证的问题集合转到了对自然的提问和自然理念、自然哲学的构想上。即使在为这个自然哲学作出积极辩护的学者们那里，谢林思考的这个主题转移的事实也基本被认作其思考的一种新导向，相关研究由此看到对谢林思想做出适宜的阶段性分划的必要。所以相关研究对其作出的辨析，多以肯定谢林思考切入的多维度而非肯定其思想的连续性为立脚点。再者，由于谢林最早的著作那里，其思考的确与辩证地突出存在论的实体哲学与认识批判的先验哲学之间的差别有关，所以研究界不仅对谢林的自然哲学及其理论切入重视不足，更因谢林思想多切入这一事实，反而忽视了对这一自然哲学作为谢林思想真正发端的追究。

因此我们在这里，首先要根据德语学界近二十年来谢林自然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及其结论
(3)

 ，对这个误解做一个校正：在先验哲学体系建构的语境中，应当把谢林的自然哲学本身直接解读为他的一种先验举措。这首先是因为，整个谢林哲学的发端可以说是自然哲学思考或对自然统一性的思考，如研究结果现已证明的那样，他的自然哲学并不仅仅作为其早期哲学思考的一种重音存在；其次，抛开1801年起整个同一性哲学时期的自然哲学工程不谈，从其哲学起步经自然哲学建构直至1800年的System
 完成，谢林思想中的这个自然哲学维度一直同步存在，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然哲学的理论切入是另起炉灶。而在我们的课题语境中，我们更不能忽视自然哲学问题在谢林思想中具有的重要分量；而实际上，情况也如M．鲁道菲等人近来的研究所证实的那样，谢林本人在18世纪90年代后半叶几乎完全投入到自然哲学各种构想的思考中。
(4)

 由此笔者认为，相关研究在谢林思想那里找到的所谓“自然哲学转向”，只是其自然哲学思考走上前台的表现。

在此，笔者对谢林的自然哲学的发展进程给出一个简短回顾，使我们能够对其自然哲学的发生和相关文献的处理主题有个初步印象。首先我们必须强调，如H．巴克纳（H．Buchner）1994年提供的研究成果充分证明的那样，谢林现存的哲学文字中，最早的是他的柏拉图《第迈欧篇》研究手稿，这部总数为166页的遗稿出于谢林的图宾根就学后期，即1793—1794年间，是青年谢林所做的柏拉图文本释义笔记，是由专家们从原存于民主德国的“谢林柏林遗稿”中甄别出来的，现已收入由拜恩科学院编辑的谢林著作历史批判版的遗稿系列。最可注意的是，谢林这个柏拉图研究的指向是自然哲学，他当时在柏拉图思想那里追问，一个可感知世界的产生之被思考的可能性条件是什么。可以肯定，柏拉图的《第迈欧篇》乃是谢林全部自然哲学思考的重要灵感来源之一：借助于这项柏拉图研究，谢林得以从一个新的元物质的维度向自然提问。
(5)



研究资料也提示我们，尽管谢林在1795年完全专注于Vom Ich
 中的先验思考，他同时还投入到了自然研究的学习中。而在产生于1795年底至1796年初的Systemporgramm
 当中，随着“作为一种绝对自由的生物”的自我同时出现的，是一个“从无中出现的整个的世界”；这个规划的开首即回响着自然哲学从背景中走上前台的一个宣告，“我要给我们长期以来疲惫不堪地跋涉在各种试验中的物理学再次插上翅膀”
(6)

 。毫无疑问，这是指为先验哲学提供自然哲学的新论证。

随着谢林的第一部公开发表的自然哲学著作，1797年的《对一种自然哲学的思考》
(7)

 （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
 ）可说已显露出某种混合倾向：这些思考具有十分独特的自然哲学精神，但其理论奠基依然是先验哲学的。不过Ideen
 对有机体的思考已经在实现着向一个自我规定的自然的概念的转变。接下来1798年的《论世界灵魂：更高的物理学的一个假说》
(8)

 （Von der Weltseele，eine Hypothese der höhren Physik
 ），主导思想是一个“自组织的”自然，尽管谢林还没有将中介的总体关联完备地全部建构出来。1799年的《对一种自然哲学体系的最初构想》（1．Entwurf
 ）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而紧随其后，同年发表的《对一种自然哲学体系的构想：导论》
(9)

 （Einleiting zu dem Entwurf eines System der Naturphilosophie
 ）中，谢林已经能够探讨自然哲学独立于先验唯理念主义哲学的那种独特的实在论方向的方法论。

直到此时，如果说谢林即使不是将先验唯理念论和自然哲学这两个哲学分支思考为对哲学体系具有完全同等重要性的，但依然在重点论证两者的交互指向及互相补充，如他在1800年的System
 中完成的那样，那么他在同一年紧接着发表的《对动态过程的一般推演》
(10)

 （Allgemeine Deduktion des dynamischen Prozesses
 ）已是其工作主题转向的标志。这篇以物质建构为核心任务的专文，正式宣布了自然哲学在体系哲学内的优先地位，几个月后谢林就在《论自然哲学的真正概念》
(11)

 （Über den wahren Begriff der Natur-philosophie
 ，1801）一文中，把先验唯理念主义降级为通向绝对的“哲学体系”的通道。按照他此时的阐述，哲学体系应当起于自然哲学，经一种精神哲学或历史哲学，继续推进到两者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的中介那里。

根据以上梳理，我们的确可以如W．施米德-科瓦齐克（W．Schmied-Kowarzik）、M．鲁道菲和T．巴赫（T．Bach）等人主张的那样，把谢林1799年体系化地展开的那种自然哲学，看成促使谢林走向哲学的一种绝对体系的思想的真正驱动力。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体系第一部分的自然哲学的基本思想，在之后的同一性哲学时期即1801年至1806年间，仍然得到不断的阐发，尽管其在表述形式上有多次修正，内容本身并没有原则性的改动。谢林的关怀始终都是，将自然把握为绝对者的永恒生成过程，并始终通过自然从自身中产生出的诸种形态去理解自然。最后，在转向对人类自由的重要研究之前，谢林1806年的《自然哲学箴言》
(12)

 （Aphorismen über die Naturphilosophie
 ）是他当时自然哲学研究的收官之作。谢林在其中再次强调了支撑着他整个自然哲学的基本思想亦即：无限创造性、作用在现实的自然所有形态内的生存本身：

在所有个别现实那里，正是生存本身是无根据者和无限者，即那种唯有从其自身去理解的东西（SW．VII，S．198）。


 第二节　自然哲学的先验诉求

以上我们对谢林自然哲学的发生学重构，已能提供基本的线索和证据，使我们不致简单化地把谢林坚持在体系建设中开辟一条自然哲学路径误认为对其早期先验哲学体系思考的中断，甚至看作其方法论的搁浅及失败的标志。但是要把握自然哲学的进路对先验哲学体系建设的必要性，我们还须进一步考察谢林自然哲学的先验切入和论证诉求。

对谢林的早期思考的多切入特征，唯理念论研究大家如H．策尔特纳和W．魏兰德（W．Weiland）都曾指出，这主要是因哲学体系建设的那种根本的问题处境所致，这个难题就是：哲学本身如何奠基在一个第一位的原理（无条件者的原理）中。这个问题处境是谢林思考的推动性因素，尤其折射于早期文献中，它表现为一个普遍问题导向的渐次展开。而谢林展开其无条件的论证诉求，首先是在与康德和费希特的理论商榷当中。他批评他们，没有将先验论证推得足够远，所以未能企及哲学真正基本的和第一位的诸原理。谢林的自然哲学正是从这个基本的论证诉求中出现的。谢林1797年起的自然哲学建构不仅与他早期文献的先验论证诉求有着紧密联系，而且是在连续地执行着这个诉求。这个进路使他提出了从相对而设的思考方向去建设哲学体系的构想，也就是要将哲学划分为自然哲学和先验唯理念论，并在System
 之后的同一性哲学那里，进一步给予自然哲学以哲学体系中的优先地位。

早期谢林以提出一种自然哲学的任务并贡献一种自然哲学建构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与他发现唯理念论哲学作为知识整体，本身即在要求改变自身视点有关。毫无疑问，谢林站在康德理性批判的立场上并认可康德的洞察：所有的哲学在它们能够对现实性本身作出陈述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先验认识批判。也就是说，对于走向哲学，除了借助于先验认识论批判不可能有其他途径。但是，我们在此还要辨析两点：首先，谢林对“先验哲学”概念的使用已不同于康德。“先验哲学”概念的含义在他这里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现在它仅指寻求从主体出发去解说对象关系的那种知识活动。其次，对谢林来说，不仅作此理解的先验哲学仅体现哲学整体的一个方面，问题还在于先验认识批判本身并非是哲学的全部，相反，它根本上应该是过境手段，它最终的目的仍是要重新对人传达现实性，传达存在整体性。谢林已经洞察，从对哲学整体的这个理性诉求所产生出的一个任务，它在先验哲学那里必然无法解决，只能由自然哲学来接手。这个任务如Einl．Ideen
 一版（1797）前言中所指出，就是“从诸原理中推导出一个自然也就是整个经验世界的可能性”（SW．II，S．11）。深受斯宾诺莎影响的谢林在其早期探索中即已认识到，作为理论哲学的先验哲学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这样的纯粹的理论哲学所理解的知识活动，根本上只是自然经验的必然性。也就是说，这种哲学仅致力于对我们来说的根本上的知识活动的实在性。不仅如此，把先验反思绝对地设定为指向其自身的这种哲学思考，本身已是一种危险的割裂，因为对它来说，现实性此时竟成了某种绝对异在的甚至是臆想的东西。针对于此，谢林在Ideen
 中坚持认为，所有的哲学最终都必须把人引回到进入世界的那种实践行动中，“在人和世界之间不能筑起任何鸿沟，因为两者之间，必须有可能互相接触和交互作用，唯有如此，人才能成其为人”（SW．II，S．109）。因此他的自然哲学之关注存在整体、指向自然的现实性总体关联，说到底是在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下，从思考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入手。
(13)

 在谢林看来，人与自然的原始关系是通过人与自然的打交道，特别是通过人的活动对自然产生的影响而得到规定。然而从整体上看，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即是非反思的，仅当这种原始的统一关系被干扰破坏，才会对理性出现例如“一个自然和一种经验是否可能”这样的问题（Ibid．，S．12），对象与表象、客体与思考着的主体、精神与物质才会处于互相对立的不可克服的疏离中。所以在其第一篇重要的自然哲学文献Ideen
 （1798）的开首，谢林即公开宣告，自然哲学的实践动机就是扬弃这一分裂，

一旦人把自己与外部世界对立起来，［……］就迈出了走向哲学的第一步。随着这个分离首先开始了反思，从这一刻起，他就把自然一直统一在一起的东西分离开来，把对象与直观、概念与图像，最终——由于它成了它自己的客体——把自己与自己分离开来。

然而这个分离只是手段
 而非目的
 。因为，人是为行动而生。［……］再进一步说，人生来并不是为了把他的精神浪费在不断地与一个臆想的世界这种幻象作斗争上；而是生来就面对着一个世界，这世界对他施加影响，让他感觉到它的力量，而他也能对这世界施行反作用，实施自己的诸种力量［……］。也就是说，纯粹的反思是人的一种精神病症，而且在所有扼杀其生存的事物当中是最危险的一种，彻底消灭了他的此在。［……］健康的哲学与这种反思昂然对峙，其将思辨根本上仅看作手段（SW．II，S．108—109，黑体为原文所有）。

谢林认为，哲学根本上源于对外部世界的可能性的提问，正是这个提问使人摆脱了哲学上的“自然状态”，走出了人与世界的原始统一并与之拉开了距离。这个提问具有分离主体与客体的结果。对谢林来说，这种分离是反思能力的前提条件。显然，在前意识的或先于反思的那种原始统一性的状态中，外部世界这个问题根本不会提出，因为此时的人与世界尚未分离，主体与其自身没有距离，正如主体与其客体也没有距离。而这种神秘的原始同一性之被扬弃与反思之形成，原因均在于自由。对此他在Einl．Ideen
 中指出，正是理智要“努力争取自己的自由，挣脱自然及其防备的约束，把自己的力量付诸未可知的命运”（Ibid．，S．12）。

谢林同时也揭示出，反思能力本身具有一种矛盾的特征，一方面反思是自我与世界分离和作出哲学提问的可能性条件，另一方面它又仅仅是为哲学服务的，不允许有自为的存在。因此将纯粹的反思树立为自我目的本身，乃是“人的精神病症”之一（Ibid．，S．13），它直接导致将人与世界的那种分离持久化并物化。由此哲学的任务必然是战胜反思在认识中所设定的那种分裂，重建那种自然状态的原始统一性。Ideen
 对此写道：“健康的哲学从那种原始的分离出发，是为了借助自由再度统一在人的精神中原初和必然地统一着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为了永远地扬弃那种分离。”（SW．II，S．109）精神与自然的同一性就是谢林的自然哲学的基本动机。

相应于这个认识，谢林在1799年的Einl．Entwurf
 中再次申明，一种作为先验哲学补充的自然哲学的必然性本身产生于对先验哲学体系的首尾一致的贯彻实施。因为先验哲学以要将“实在”引回到“观念”和意识的诸种功能为己任，而在这个基本建构那里，自然证明它本身正是“我们知性的可见机体”（SW．III，S．272）。由此产生了反过来让“观念”从“实在”中产生和得到解说的体系要求。也就是说自然哲学的目的是：将自然看作自为地和独立的，将它思考为合乎规则的创造产物的一个指导者。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的平行本身是在实现着体系哲学论证的一种循环。如果说，在这种体系哲学这里，一方面，在其先验哲学部分，自然被解说为对一种自我的表达，另一方面，在其自然哲学部分，这自我却又显现为自然的作用；那么此种论证中的循环就是谢林想要的方法，因为它恰好能说明，在自然和自我之间存在的并非是一种直线性的设定关系，不如说是一种转换的关系。自然就是把自己移植到客体中的自我，自我就是已变化为有意识的自然。将这一方在另一方中发展出来，这就是体系哲学的任务，所以这种哲学整体必然表现在两个对立并对流的方向中。

谢林强调，“客体”并非纯粹的客体，它正如自我一样是一种“主—客体”。只不过，不同于自我，“客体”要规定为“客体性的主—客体”，而自我作为“主体性的主—客体”是一个比自然“更高的级次”。也就是说，自然，如果它作为先验原则应当使对象关系成为可能，必须理解为自我的一种“客观的”前形态而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对象。作为一种“客观化的自我”的这个自然概念是个先验条件，其与康德那里的作为“技术”的自然概念相应。而人类理性从自然哲学视角去看就是自然的“意向”，因为它不是别的正是那种东西，1800年的System
 对此总结说：

通过它，自然完全被引回到其自身并且这一点也同时被启示出来：自然与在我们身上被认识为理智和有意识的那种东西，原始地是同一的（SW．III，S．341）。


 第三节　自然总体关联中的自我

M．鲁道菲在他的谢林自然哲学研究中曾提示，德语世界近年对谢林哲学尤其是对其自然哲学的研究的强烈兴趣与其历史上遭受的长久遗忘形成十分引人注目的对照：在为谢林自然哲学的平反中与其互动商榷，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家致力于批判地重新贴近谢林的思辨切入。谢林的思辨自然哲学经历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复兴；而历史上它的巨大影响仅在19世纪的上半叶有过一个短暂的高潮
(14)

 ，尽管当时这一思想曾一度终结精确科学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

对此我们必须提醒读者，谢林自然哲学长期遭受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在精神上与近代的整个奠基于启蒙—科学价值的自然理论根本是直接对立的。从哲学史的角度看，谢林自然哲学曾产生巨大影响并引发剧烈争论，因其自来就有它的双重面目：它一方面紧密衔接于伽利略、牛顿和开普勒建立的自然科学，立足于当时的自然科学思潮和发现，另一方面又与后者那种完全建立在割裂思考上的考察方式处于尖锐的矛盾对立中。自然科学借助于割裂抽象的方法，无疑大大扩展了人类控制自然的各种可能性。但它割裂并孤立个别自然进程，使之脱离与其他事物的整体关联，并且仅按照某些特定的合法则性提问自然，以至于自然科学的概念都来自与自然事物及自然过程的现实存在的一种割裂，这样的知性错误尤其引起谢林的强烈抗议和批判。当然，自然科学为工具理性的理论统治提供了极大的优势，使物理学的量化的理解及其技术实践的简化执行成为可能。然而，自然科学认识的这个方面在谢林那里并没有什么重要性，相反恰恰是谢林持续地与之斗争的，因为这种客观化的科学并不研究现实性本身，它既不研究创造性的自然总体关联的形态，也根本不研究自然最后的形态也就是作为实践的实在性的我们自己的道德行动。

与此对立，谢林的自然哲学关怀的是诸自然现象的存在特征，并试图在自然整体的观点下去提问和把握它们。对他来说，对自然现象在其自身中的存在的提问和对它们在自然整体中的存在的提问是相互照明的。而谢林自然哲学的一个中心提问，更是现代自然科学绝少触及的，那就是人在自然整体中的位置以及总起来说自然与人在哲学所理解的存在整体中的位置。因此在作为先验切入的自然哲学这里可以说，谢林的动机就是要将自我的自然总体关联呈现并建构出来。

讨论谢林的自然哲学理解时，认清谢林自然哲学的多种思想来源例如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布鲁诺、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思想等等，如事情本身已能展示的那样，当然都很重要；但我们在此只能放下这些方面，仅限于考察这一进路与康德理性批判工程的关系，因为这一自然哲学根本是在跟随康德KdU
 中的一个线索：谢林对作为存在整体的自然现实性关系的思考直接受到了康德自然目的论的启示。正如W．施米德-科瓦齐克1996年的谢林研究所确认的那样，尽管康德的理性批判坚持分割自然与自由的领域，康德的自然理解本身却决不允许被化简为关于自然的那种减缩的自然科学概念；并且尽管康德从未提供一个首尾一贯的自然概念，而不如说贡献了多重观点中的自然考察，现实性概念在康德那里依然不仅是个“否定性的”边界，而且本身蕴含着更多的内容
(15)

 ；并且在涉及审美判断的时候，康德曾顺带提示人在合目的的自然总体关联中的问题位置。也就是说，就人类是一种有机的自然生物而言，在自然这里也应当存在着一种与自我的关联。康德确曾说过“我们自己属于最广义理解的自然”
(16)

 ，虽然他同时立刻强调了人的目的设定与自然的目的设定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康德的这些处理无疑都成为谢林的自然哲学思考的重要契机和先导。

然而，关键在于，康德对目的论判断力的论证并没有涉及这个论证真正的核心问题也即自然目的论中存在的与自我的关联，后者却是谢林特别关注的。如果说康德的理性批判工程无非是要为理性提供一种奠基性的解说，那么在谢林看来，这个工程的主要缺陷就是它并不彻底。这个批判最终证明的只是些局部领域的视角，它们或是理论哲学中的先验主体或经验主体，或是实践哲学中的理智主体，或是审美判断意义上的反省的主体；而康德并没有提供它们彼此间的总体关联。也就是说，批判哲学对自我关联的澄清并未完成，尽管康德对承载着所有理性认识的“统觉的那种原始—综合的统一”的那个中介概念也即“我思（自我思考）”的理解，本来已经非常接近对这个“统一”本身的揭示。也就是说，康德已经正确地注意到，我们对“整个人类认识中”最高级的那个基本定理，也就是必定能伴随自我的所有表象的那个“我思（自我思考）”的洞察，只是对它的存在的洞察。康德已在KrV
 中这样写道：

自我根本是在诸表象的多样性的先验综合那里，所以是在统觉的意识综合的统一性那里意识到自己，而且并非如自我显现给自己那样，也并非如自我在自己本身那里那样，而只是自我意识到，我在［自我存在］。
(17)



康德这里所说的“我在”（自我存在）就是理智直观，因为先验主体正是那个原始—综合的统一，其中自我确定性与生存确定性不可分离地衔接在一起，这一点已经表达在从句“我在”这一自我陈述中。但按照康德的辨析，“自我存在”在这里并不能像笛卡尔以为的那样能够从“自我思考”这个定理中得出，相反“自我思考”是个经验的定理，其以“自我存在”这个生存定理为基础，因为“自我存在”是与自我同一的，先行于经验。

尽管如此，康德并未贯通地阐明“我在”之内的先验综合正是自我确定性和生存确定性的先验综合。而谢林的思考却正是在这里衔接上去：我们在“自我存在”那里已拥有先于所有在我们自身内的经验的自我关联和存在关联，而且借助存在关联能够与所有的存在衔接起来；而且，只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思维才能把自己与现实本身的关系建立起来。以此谢林同时也超出了费希特并走向自然。因为对费希特来说，理智直观是所有认识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基础，“自我＝自我”这一直接的自我确定性，尽管哲学理性是借助于意识才能获得的，却是自我的所有的创造性认识和所有的行动一直以来的可靠基础。谢林却洞察到，“自我是自我”这一同一性原理的确定性不仅包含“自我＝自我”的自我反思活动，同时还包含“自我存在”的生存确定性。这个自我确定性和生存确定性并非通过一种感性经验的自我观察而传达，而是，理智直观建构着我们的意识、理智地直观着作为现实主体的我们自己，而这个主体作为现实还超出自身指向那种我们一直在它里面存在的现实性。由于我们在“自我存在”这里不仅把自己认识为自我，还把自己也认识为生存者，我们并非经验地，而是理智地把我们自己体验为现实性整体中的现实东西。还在Briefe
 中，谢林就对理智直观这种直接经验写道：

这种直观是那最内在的最固有的经验，我们对一超感官世界所知道和所相信的一切，唯一系于它。这种直观最先使我们确信，有某种本来意义上的东西存在着
 ，而其余一切不过是显现着
 ，我们是把［存在］这个词套用
 到它们身上而已。这种直观与每种感性的直观的区别就在于：它仅仅借助于自由
 被创造出来，而对其他每个这样的人都必然是陌生和未知的——他们的自由被诸客体的强力所压制，不足以胜任意识的创造活动（SW．I，S．318，黑体为原文所有）。

因此在谢林看来，说理性不具备达于“事物本身”即现实性本身的任何途径并不正确；同时，我们显然也并不是只能从科学的个别认识出发去规定自然。相反，理智直观为我们证实了本来意义上存在的某种东西，提示它自身正是处于现实中的理智。其实康德本人也以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对此给出过提示：我们作为理智主体始终已经在现实性本身当中。康德从来都没有否认，我们与作为现实的行动主体的自己有一种直接的关系，并且我们正是经由这种关系，已经被置于一种生存着的现实性总体关联中。

谢林于是将在现实性中作为现实东西的我们自己的“直接经验”的概念与理智直观联系起来，直接以前者去阐发后者。以此揭示出，我们一直以来就已经将那种直接经验，确切说来不仅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直接经验，而且是关于现实性本身的直接经验，作为前提设定，这才根本上能将诸经验树立为规定的。这种做法使我们清楚看到他与费希特的不同：费希特在把康德的先验哲学切入极端化的时候，是以其知识学追问我们知识的逻辑确定性或追问我们认识的自明性，最终将“自我是自我”这种自我确定性确认为知识活动的最初的和最高的基本定理，正如理智直观概念在费希特那里仅指自我的知识着自身的那种自我关联。谢林相反，他的先验思考切入从一开始就在追问我们知识活动中的实在性关联，追问我们的经验的生存确定性。对此他的Vom Ich
 说得很清楚，

谁想要去知识
(18)

 （wissen wollen）某种东西，他与此同时就想要其知识活动具有实在性。一种没有实在性的知识活动根本就不是知识活动。［……］实在性必定有最终一点，而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它。［……］我们原初地所设定的，无非是所有知识活动的一个最后的点，［……］在它那里存在与思维的原理合而为一。［……］自我存在！我的自我包含着一种存在，其先行于所有思维活动和表象活动。自我之存在，是通过它被思考这种情况，而它之被思考，乃因为它存在（SW．I，S．167）。

也就是说，自我存在正是自我必定知道的那种东西。即使是理性对外在于自我的存在、生命的经验，也以我们的实践的“在世界中存在”为前提条件。所以自我才能断定，关于存在和生命只有一种直接的知识才可能，而且，存在着的有生命的东西，只是就它先前已存在而言。显然，自我只是实践地对某种外在于自我的生命和自我存在而产生确信。谢林根本上从我们实践地“在世界中的存在”中将这种直接存在经验或理智直观引出来。而如果理智直观说出了与作为在现实中现实地认识着和行动着的主体的我们的那种直接的自我关联，那么它就是植根于我们的实践的“在世界中存在”的那种可能性的基本条件。显然谢林在此与斯宾诺莎衔接，大大拓展了理智直观概念。所以，对现在刚刚发端的自然哲学思考，理智直观也成为从其固有的现实诸级次出发去理解自然的基本前提条件。因此，谢林在其Einl．Entwurf
 中这样概括自然哲学的任务：


也就是说
 ，并非我们认识自然
 ，而是
 ，自然先验地存在
 。也就是说，自然之中的一切个别事物根本上都是事先被这个整体所决定，或事先被一个自然一般的理念所规定。但是，如果自然先验地存在
 ，那么把自然作为
 某种先验存在的
 东西去认识
 也就可能。实际上后面这一点正是
 我们断言的旨意所在（SW．III，S．279，黑体为原文所有）。

这里的敦促是，把自然作为先验存在的去认识，把它作为先验存在建构出来，以使自我植根于其中的自然总体关联得以彰显：自我是植根在自然整体内并被自然的理念所规定！这样一种自然哲学以其整体性的自然概念彻底冲击了整个近代自然科学的哲学认识，晚期谢林在《论近代哲学的历史》
(19)

 （Zur Geschichte der neueren Philosophie
 ，1827）中回顾早期唯理念论内部的思想发展以及理论商榷时，曾这样明确他早年的思考出发点，以指明自己的先验哲学思考与费希特及黑格尔思想的基本差别，

我当时寻求，［……］借助于这个自我的先行于现实的或经验的意识的一种先验过去，解释自我与一种必然由自我表象的外部世界的那种不可扯断的总体关联认识，据此来看，这个解释导向自我的一部先验历史。［……］因为，自我存在恰恰是对返回到自身内的那种活动的表达（SW．X，S．93f）。

自然哲学的方向凭此不可或缺，因为“就如自我是对自我本身在此存在，自我才意识到自己，随着这个表达出的自我存在，自我也发现世界已在此存在，也就是说：已经是有意识的自我决不可能产生出世界来”（SW．X，S．93）。


 第四节　自然整体作为创造性的系统

谢林自然哲学所阐发的理念是一个通过其自身而存在的自然的概念，因为只有这样一个自然概念能够重新弥合近代理性所割裂的理论与实践的两个世界，也只有这样一个自然概念才能企及作为存在整体和现实性整体的那个自然——所有理性都现实地植根于其中，甚至还在我们能够进行一切思维和表象之前，我们凭借自由意志实现的所有道德行动也同时以它为基础。对这个自然，谢林在1799年的Einl．Entwurf
 中辨析说：

就我们将对象的整体不仅设定为创造产物，而且同时将其必然地设定为具有创造性的而言，这整体对我们来说就上升到了自然
 ，［……］仅作为创造产物的自然
 （natura naturata），我们称之为作为客体的自然
 （所有的经验唯一关系到它）。而作为创造性的自然
 （natura naturans），我们称之为作为主体的自然
 （所有的理论唯一关系到它）。［……］由于客体从来不是无条件的，因此在自然中必须设定某种无条件地非对象性的东西，这种绝对非对象性的东西正是自然的那种原初的创造性（SW．III，S．284，黑体为原文所有）。

“设定”的说法表明，谢林在这里给出的是有关自然理念的自然哲学公设：自然作为“无条件者本身”就是绝对创造性。在此有必要马上提醒读者，这一诉诸实践奠基的公设，并非如当时和现代的某些误解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臆想式的理论冒进。相反，这个公设宣布的正是“让自然作为创造性主体起作用”
(20)

 。谢林的自然哲学要将整个自然都解码为对这个无条件的理念的建构，因此这一自然哲学重要工程始于对自然“诸原始行动”的建构（Ibid．，S．302）。哲学必须在对作为绝对创造性的“绝对非对象性的”自然那里，展开它无条件的、自主的创造活动，让建构的创造性行动生成为所要求的那种同一的原理，生成为普遍现实的总体关联，并且借这同一种的创造行动产生哲学的整体。

谢林的自然哲学将这样的自然理念作为前提条件，它作为原始创造性是那种绝对非对象性的东西。由此，自然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出这个观念性的自然理念如何生成为现实的世界并成为生命乃至自我意识的事实。这样的整体性的“主体”自然理念显然不是近代自然观那种割裂的和减缩的现实性认识能够把握的，也不是仅通过数学—经验的手段能够衡量的。由于这个创造性的自然展开为一个具有差异化的现实性关联整体，自然哲学必须从自然本身的这个动态展开过程去追踪其辩证的诸构型级次，最终将所有现实存在的东西，从其现实性总体关联去规定，从物质开始直到最高的自然产物也即作为有机体的人。建构始于对物质的建构，因为“物质是宇宙最普遍的种子，那里埋藏着所有在以后的发展中将要展开的东西”（SW．IV，S．76）；而建构的运作必须一直进行到最高的自然产物也即作为有机体的人那里，因为有机体在人那里甚至企及了意识，所以它是自然的最高级次，自然的巅峰。谢林后来在同一性哲学框架中的Deduktion
 里指出绝对创造性的这种连续性说，“自然在远方早已为这个高度造好了装置，并且自然借助理性企及了这个高度”（Ibid．）。限于课题和篇幅，我们在此不可能将谢林自然哲学建构的整个链条展开，不可能追踪其对重力、光和物质到其对磁、电和化学过程以及最终的有机体现象的全部建构；所以下面仅依据谢林的思辨物理学对他的物质建构和有机体建构结论做出两个考察，因为这两个建构分别在自然整体最深和最高的级次那里洞察到自然的本质，典范地说明了自然哲学对作为创造性系统的自然整体的揭示。

如在所有的自然哲学那里一样，思辨物理学的中心题目也首先是物质。因为如谢林在1798年的Weltseele
 中所说，物质不仅是“所有事物中最神秘的东西，［……］它也正是那个不可错认的根源，自然中所有的构成和活生生的现象都从它生发。没有对这个根源的认识，物理学就没有科学根据，理性科学本身就缺少将理念与现实性结合起来的纽带”（SW．II，S．359）。不过，思辨物理学所谓物质并不是经验论所理解的物质——某种基质。对这种自然哲学来说，物质是从创造性诸活动建构中出现的基本创造产物，是自然动态过程的原始效应，是创造过程最初还完全未确定的创造产物，它本身不具备实在性，而仅仅标志诸观念要素的构成。因此，按照Deduktion
 中的思考，对物质的建构不能孤立地进行，相反“必须将对动态过程的一种演绎与对物质的一种完整的建构”同时看作“整个自然科学的最高任务”（SW．IV，S．4）并同时执行。自然哲学的物质建构因此始于对原理的先验生发的阐述：（1）作为“无条件者”的自然正是存在本身，作为存在本身无非是原始创造性。但原始的创造性既非混沌亦非绝对静止，而是“一个在其（贯穿于全部现象中的）二重性中复达到同一的整体”（SW．III，S．284）。绝对的创造性之过渡为一种“经验的自然”即现实存在，是通过其无限生成活动本身；也即，原始的创造性的无限正体现于其活动的“绝对连续性”，并且自然因原初存在于自身中的一种分裂，必然“从纯主体走向
 一种自—客体
 ”（Ibid．，S．286，288，黑体为原文所有）；（2）正是在思辨物理学的这一“动态原子论”模式里，创造性原理本身给出了物质建构的论证，这表现为绝对创造性因自身的阻滞倾向而指向创造产物：它的无限进化趋势恰恰同时给出了“自然的普遍阻力点”，使得创造产物沉落，“从普遍的统一性中显露出来”（Ibid．，S．290）。但绝对创造性的这些最初产物是这样一些“点”，它们只是自然的诸种力相互间对立的简单活动，作为“诸原始行动”完全是观念性的。这些“隐得来希”并无现实的存在，但引起现实的存在，是“创造产物的纯粹开端”；所以，（3）物质不同于创造性，物质并不是自然原始的状态，而是一种次级的派生的状态：要通过创造性本身逐渐的物质化，不断地变成固定的创造产物，通过“存在于自然中的一种动态的发展阶段”去把握（Ibid．，S．302），因为物质作为创造性的一种分离，虽不具有任何经验实在性，却作为诸种力量的一种收缩与扩张的交互变换，构成为此种动态发展阶段的条件。对思辨物理学来说，创造性的“诸原始行动”就是物质建构的诸原始要素。作为动态地单一的诸原理，它们先行于物质的空间绵延，因为物质只是被充实的空间本身。

也就是说，这种思辨物理学反对着机械论的物质观而要求，必须从一开始就从自然创造性的潜能出发去理解物质，这样才能理解这种创造性如何自主连续地向着有机体和艺术迈进。物质建构为自然总体现实性的最深级次提供了一种直观的实例，而同一种现实性在最高级次上的呈现则是有机体。因为无论个别的有机体还是整体上的有机自然，都决不是偶然和支离破碎的自然现象，相反它们都是“通过其自身而存在的”有机的统一体。还在其1798年的Einl．Ideen
 中，谢林就说得很清楚，如果说，无论康德意义上的理论哲学还是实践哲学都无法企及这个“通过其自身而存在的”自然概念，那么理性却在有机体那里有机会直面“活生生的自然”这个概念，因为：

每一有机体都以一个概念
 为其根据。而这个概念就寓于这有机体自身内
 ，与之根本无法分割不能分离。有机体组织着自身
 ，因此决不只是个艺术作品，后者的概念外在于自己而存在于艺术家的知性那里。不独它的形式，而且它的此在都是合乎目的的（SW．II，S．136，黑体为原文所有）。

如果说现实的自然是从自身中把自己创造出来的自然，那么有机体也正是那种“创造出它自己，从自身中产生自己”的东西（Ibid．），所以有机体对揭示作为整个现实性整体本身的自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因此自然哲学要把有机体作为自然的现实性形态建构为从自然本身中创造出来的，像揭示物质一样，把有机体揭示为自然现实地拥有的创造性级次，并且是最高的级次。

以Weltseele
 中的有机体建构为例，可以发现谢林在此：

（1）坚持有机组织的先在性，强调建构不可能取传统机械论的立场，前有机体的思考根本无法接近有机自然，因为“有机体的起源作为起源，正如物质本身的起源一样，本身恰恰无法机械地去解释”（Ibid．，S．137）。建构抛开对有机自然和无机自然的区分，直接引进两种异质力量的对抗这个原理去论证作为同一性与二重性辩证中介的自然原理，让有机物与无机物的差别化从自然的同一性原理中出现，以便动态地展开自然的整体性。由于“生命的根据是包含在对立而设的原理中”（Ibid．，S．503），在两种力量的对抗中存在着一种支持超个体的原理的肯定性力量，其包含着自然中生命最终的根据；否定性力量相反，它具有个体化功能，能够把普遍的生命原理差别化为多样和特殊的有机创造产物，因为它的作用是与有机物质的特殊性耦合的。

（2）在这个总体解释中，谢林进一步揭示出，有机的创造产物的出现都是偶然而非必然的，“因为自然并不应当必然创造这些有机组织；在这些有机组织产生的地方，自然应当已经在自由地行动；仅就有机体是在其自由中（一种自由的自然游戏中）的自然之创造产物而言，它才能激起合目的性的诸理念，并且只是就它激起这些理念而言，它才是有机体”（Ibid．，S．567）。有机自然源于偶然，因为这个起源必然不能严格地从两种基础力量的二元论中推得。起源在于组织起来的物质本身那里，它的特殊性和偶然性都与必然的两种力量及否定与肯定有关。正是这种逃避建构的否定性，使有机体成了一个自由、自动地行动的自然创造产物。自由与有机体的交互规定与有机体的合目的性共同揭示出，自然是个出于自由而行动的主体，自己组织着自己的整体性：它不但“包含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的连续性，而且把整个自然联结为一个普遍的有机体”（Ibid．，S．569）。

（3）如果说自然哲学要通过将实践优先树立为公设，提供自然法则与自由法则的统一性，那么有机体建构的任务是传达有机体的自我组织的诸级次，使得通过有机生命的总体过程所推动的全部种类及个体的生成活动也得到理解。有机体具有这个优势地位，因为它能够形成一个本身封闭的体系，体现整体这个理念，又能标志一种涵盖诸环节的多样性的秩序。所以在谢林的自然哲学思想那里，有机组织的概念比生命概念更大更包容，其不限于有生命的自然，相反可用于包括无机自然在内的不同领域的秩序原理。当多样性的部分构成为一个基于一种手段—目的关系的整体时，一个有机组织即已存在。不同于一种集合，有机组织以一种组织着的理念为存在基础，这理念自己把秩序创造出来：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创造出各个部分的秩序。有机组织这个原理不是别的，正是自然的理念，它正如谢林的实践优先举措所敦促的那样，是自动地、创造性地将其整体性生发出来。

谢林的自然哲学在自然的初始阶段和最后终点上都发现自然已站在对它自身的一种反思的关系中，这个发现与这一哲学的公设即作为理念的自然是一个创造性的系统是符合的。自然正是一个自己产生自己、自己组织自己的活生生的“主体的自然”。它在自身内承载自己的持存，并能够为一切显现在、出现在它之内的事物，借助于某种能够将整个自然结合在一起的原理提供一种必然的相互关联。就以上例证来看，在物质构造那里，可以说自然在对创造活动的创造中走向对自身的一种实在的自我关系，而它在自己最高的动态层面上即对有机体的建构那里，走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后一个关系已经使人的意识的生发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考察证实，哲学在谢林的自然哲学那里走上了从现实的客观性东西到自我的道路，正如反过来，在这条通往自我的道路上总是同时能够发现自我的先验过去。



————————————————————


(1)
  Cf．M．Rudolphi，Produktion und Konstruktion．Zur Genese der Naturphilosophie in Schellings Frühwerk
 ，Schellingiana Bd．7．


(2)
  以下缩略语1．Entwurf
 。


(3)
  对此，首先要提到H．巴克纳（H．Buchner）在1994年的重要研究成果：F．W．J．Schelling„Timaeus“1794，Schellingiana
 Bd．4，这是对已知谢林最早的哲学文献《第迈欧研究手稿》的第一项遗稿研究，它雄辩地证明：谢林还在接受费希特的知识学的概念之前，已开始就自然的统一性的产生这个根本问题致力于与柏拉图商榷；也就是说，自然哲学切入并非如大多数研究意见所认定的那样是谢林摆脱费希特影响时期的一个举措，而是标志着谢林哲学思考开端的东西；谢林研究大家W．施米德-科瓦齐克（W．Schmied-Kowarzik）撰文„Das mssing link aus Schellings philosophischen Anfängen ist gefunden！“，Wiener Jahrbuch für Philosohie
 XXVII（1995）认为，这证明谢林的体系哲学思考从一开始即是以其自然哲学的提问与费希特处于理论交锋中；同一作者还在1996年的谢林自然哲学研究专著中，第一个高扬了谢林自然哲学的实践动机，指出对自然的现实性总体关联的思考，在谢林那里根本上处于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之下，这个洞察对我们理解谢林对自然与自由的贯通切入点提供了关键的启示，见Schellingiana
 ，Bd．8；此外M．鲁道菲（M．Rudolphi）2001年的谢林研究Produktion und Konstruktion．Zur Genese der Naturphilosophie in Schellings Frühwerk，Schellingiana
 Bd．7以Schmied-Kowarzik关于谢林自然哲学的实践优先的观点为契机，系统地重构了谢林自然哲学的生发史，提供了谢林思想连续性的可靠证据；T．Bach 2005年主编的Naturphilosophie nach Schelling，Schellingiana
 Bd．17则重点梳理了谢林的自然哲学影响史。上述文献均属德语学界近年谢林自然哲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4)
  参见该作者著作，第18页，斯图加特2001年。


(5)
  参看该作者1994年著作第117、155页内容。《第迈欧研究手稿》解读工程的第一批成果已能使我们将谢林全部哲学思考的最初起点标定在自然哲学那里，而这与谢林思考的一般整体性指向是吻合的。


(6)
  引文参见Frank，Manfred/Kurz，Gerhard（hg．），Materialien zu Schellings philosophischen Anfängen
 ，Frankfurt 1975，S．110。


(7)
  以下缩略语Ideen
 。


(8)
  以下缩略语Weltseele
 。


(9)
  以下缩略语Einl．Entwurf
 。


(10)
  以下缩略语Deduktion
 。


(11)
  以下缩略语Wahrer Begriff
 。


(12)
  以下缩略语Aphorismen 2
 。


(13)
  W．施米德-科瓦齐克认为，学界长期以来对谢林的自然哲学的误解，大部分都出于对其实践动机的视而不见；Cf．Schellingiana
 ，Bd．8 S．23。


(14)
  Cf．M．Rudolphi，Produktion und Konstruktion．Zur Genese der Naturphilosophie in Schellings Frühwerk
 ，Schellingiana
 Bd．7，S．11—20．


(15)
  参看W．施米德-科瓦齐克1996年著作（Schellingiana，Bd．8），第15页以下内容。


(16)
  Kant-W
 ，Bd．X，S．323，参看W．施米德-科瓦齐克1996年著作中关于康德不同的自然概念的研究，第15—22页。


(17)
  Kant-W
 ，Bd．III，S．152．


(18)
  谢林在这里使用的wissen（知识）是动词用法，其确切意义是“知”。为了提示先验哲学这种反思性的“知”不同于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笔者在相关语境中将“知识”译为动词性的。


(19)
  以下缩略语GdP
 。


(20)
  参看，M．鲁道菲的提示，Schellingiana
 Bd．7，S．84。


第五章　艺术在哲学之内：System
 中的“工具”命题及其功能

在前面四章分别对谢林思考的体系精神、康德衔接、先验演绎工作和自然哲学进路一一进行批判审视工作的基础上，笔者在本章要通过批判地重构System
 中“艺术—哲学”的理论切入，直接进入谢林关于艺术作为哲学的“官能和工具”的命题，考察谢林的哲学美学核心思想。我们在前面已数次提到，谢林发展康德的理性批判工程，以作为一个体系的先验哲学的自我论证为己任，从其早期努力起即坚定不移地贯彻哲学体系的思想，而他的“体系建设”吸收并改造了康德“第三批判”中的审美中介原理，不仅将其思考为先验知识体系的基本条件，甚至将其建设为根本意义上的先验知识活动的基础。1800年的System
 就是这一体系思想达于完成的极致体现，而其中的“艺术—哲学”及其工具命题必须看作谢林“体系意志”的一种思想凝聚。所以本章的处理涉及的是艺术在先验体系内的意义。衔接于德语世界的谢林研究特别是D．雅格的研究成果，我们将这一艺术哲学看作谢林对哲学史的重要贡献之一，尤其是他关于艺术本质的先验建构，从概念的思考方面说是不可超越的。


 第一节　先验哲学的反思特征


System
 中的工具命题，凝聚并凸显了艺术直观作为对整个先验哲学体系构成的一种建设性解决的意义。在此不可不辨的是，在谢林那里，艺术之作为哲学体系的“官能和工具”这个命题有其完全清楚的范围界定：这种情况仅指在先验哲学体系那里。所以，对艺术作为先验哲学的“官能和工具”的这种肯定性意义进行审查，首先就要求我们搞清楚先验哲学是怎样一种哲学。还在其体系尝试的起步阶段，谢林在1796年的Briefe
 中就已谈道，每种哲学体系都会在那里找到：

其真理最可靠的试金石：不仅此前不可解决的难题很容易解决，甚至于引发了本身全新、迄今并未想到的问题（SW．I，S．330）。

谢林的这句话正是着眼于先验哲学而言。他认为先验哲学有一种独特的有效性，这表现为，它主要不是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解决，而是通过一种提出哲学问题的特定方法表明自身的特点。先验哲学之提出问题，来自于对哲学思考本质的这种洞察：哲学是与自我理解这一“有限知识活动”有关，并且仅当人们意识到这个事实之时，哲学的难题才可能在方法论上充分解决。而在哲学这一自我理解活动中，谢林视艺术为方法论上的“试金石”。

回溯到康德思想那里，可以发现，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康德才意识到哲学思考的这种特征，因为是康德的KrV
 第一个把它树立为哲学思考的独特品质，并把这种独特品质称为“先验的”：

我称所有此种认识为先验的，其从根本上说，不是致力于诸对象，而是致力于我们对诸对象的认识方式，就此种认识方式应当是先验地可能的而言
(1)

 。

康德已经洞察到，哲学或可能的形而上学并非要理论地去处理一种特殊的超验对象，而是，在哲学这里，事情根本上关系到对作为整体的知识活动提出自我辩护。就此来说，谢林的先验体系建构，他的赋予艺术以哲学体系之内的工具功能，本身是对康德批判的先验思考的一种连续的贯彻和发展。

不难看出，一种这样地把自身理解为对知识活动的自我反思的先验哲学，它的切入会直接引发知识活动与其自身关系的难题，因为知识活动在此既是理解的活动又是被理解的活动。这个难题是自我反思的难题，因为先验哲学理解活动在此的标志性特征是反思。这种哲学试图理解自身：它不但要反思自己那些必然和本质的要素，还要去确证自己的知识活动的论证原理。也就是说，先验反思一旦开始，就必然与自己或与要在反思中把握的那个知识活动处于对立之中。于是先验哲学的思考本身实现在一种双向运动中：它不仅向着诸原理这个方向运动，同时也从诸原理返回到自身。一方面是知识活动原理的在先行动，另一方面是原理在知识活动中的保存和实现；哲学思考的这两种运动彼此不可分割。

在1796年的Erläutrung
 的第三节，谢林即给出了先验哲学体系的一个纲要。先验哲学以那种意识到自己的知识活动的生发亦即“自我意识的历史”作为内容（SW．I，S．382）。这一体系的出发点是直观其自身的那种活动，这一体系的内容就是那个过程，其中这种活动达到了它自己的概念。也就是说，先验哲学体系的目标就是，从作为一种直观自身的活动的知识活动的基本规定出发，去把握那种知识行动的可能性，体系即随着这种知识行动开始，而知识活动则在这种行动中把自己规定为那种直观自身的活动。

在这种直观自身的活动那里，必然能区分出诸趋势的一种双重性；它必须思考为一种返回到自身那里的活动。这种对自己进行反映的活动必然创造出一种产物，其中两种趋势相互贯穿。在创造产物内自我直观的这种反躬自身的活动变得可见，而创造产物由此变成了那种最初的形式，自我直观的活动正是于其中对自身变成客观的。然而，由于自我直观的这种趋势本身是无限的并把自己直观为无限的，于是它把自身也表述在创造产物的一个无限的序列中。迄今为止，自我直观的活动本身还仅仅客观化在其创造产物那里，迷失在其中。所以在对自我意识到的知识活动的先验发生这里，迄今为止，演绎的只是一个尚未把自己与对其对象的知识区分开，而是将自己完全外化于自己的对象中的知识活动。

而借助于对自我直观的原初行动的一个自由的重复，也即，那种将自己表述在诸创造产物中的活动现在直观自己，它于是将自己从其诸创造产物中扯出，把自己区别为不同于其“对象”的那种“直观”（Ibid．，S．394）。而由于这种活动将自己直观为不同于其对象的，在判断中产生了直观和概念的统一性设定。但是，精神使自己脱离客体所凭借的那种行动，本身只能从精神的一种自我规定去解释。“精神的那种自我规定叫做意志活动”（Ibid．，S．395），也就是说，精神无非是作为那种意志活动、自由的自我规定而存在，它恰恰在其中将自己规定为精神。但是，就对意志活动的这个行动来说，精神为成为精神而规定自己而言，精神在它的这个行动中就是它自己的行动的对象客体。成为自己的对象意味着意识到自己。所以在意志活动的这个行动中，必然有“自我意识的最高条件”被发现（Ibid．），如果自我直观的这种活动在这个行动那里意识到了它自己。以此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点，那里知识活动认识到其本质，意识已经变成自我意识。那种其中描述自我意识之历史的哲学体系，于是随着对这个行动的可能性的洞察而闭合：它本身是始于这个行动的。

如果说Erläuterung
 用上述方式先行勾勒了先验哲学体系的进路，那么在System
 中已能找到对这个体系的一个完整实施。先验唯理念论以此“不仅一般地，而且通过这个行动本身”证明了自己（SW．III，S．330）。不过在这里，让我们暂时搁置考察的主要关怀也即在“体系”那里先验哲学完成为关于艺术的哲学这一事实；首先来看一个对先验哲学的理念具有决定性的思想，它就是先验哲学的“任务的限制”，这是谢林在System
 的导论部分和以“关于先验唯理念论的原理”为题的第一章中极为清晰地说出的思想，它鲜明地突出了先验哲学的反思性。

初看起来，由于先验哲学接受的任务是，在其真理中去理解现实性或知识活动，于是先验哲学在知识活动方面并没有什么限度。对知识活动本身的反思就发生在先验哲学的体系之内。按谢林的看法，规定了整个体系的这个先验哲学的切入，知识活动对自身的反思，甚至于唯有在这种哲学里才可能作出。果真如此，先验哲学的限度就不过是像费希特理解的那样，自由地限于这种反思。但实际上按照谢林的洞察，先验哲学的限度在于，它从一开始就已经把知识活动的一个必然的，根本的因素排除在考察之外，那就是它“从开端起就同所有的客体性东西决裂，仅考察主体性的东西”（SW．III，S．354）。

在所有知识活动那里，都有一种内容被意识到和这一被意识到本身的被意识。被意识到的东西，谢林称之为与知识活动中的主体性东西（亦即知识活动的那种自我知识的活动）相对立的知识活动中的客体性东西或对象。尽管在先验哲学中是作为自我意识历史的必然因素得到演绎，然而在这里得到推导的只是知识活动根本上的内容，而不是在其可能的内容多样性中的内容。先验哲学致力于这个问题，这种内容——如其在它本身那里可能生就的那样——是以何种方式被意识到：是以直观的方式、以概念的方式抑或以自由行动的方式，如此等等。先验哲学推演这些不同的必然形式，其中存在着知识活动中的内容，而这种内容的多样性则不在考察之列。

先验哲学在任务方面的这个局限本身无可指责，首先就“因为自我可以完全任意地限制自我的任务，但却不可以［将它］任意地扩展到某种我们事先即必然已看出，永远不在自我的知识活动范围内的那种东西那里”（SW．III，S．358）。也就是说，先验哲学的“任务的限制”表达的只是先验哲学对自身限度的意识。到此为止谢林是同意费希特的。但谢林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提出，如果有一种哲学的科学以充分的理由处理先验哲学所搁置的难题的话，那么先验哲学必将承认它是对自己的补充。

很显然，以指出我们知识活动的真理并以确保关于其自身的知识活动为己任的那种哲学，其本身必须具有科学性和体系性的特征，这才能为它自己的陈述要求确定性。但这样的一种哲学只能实现在一个体系中，此体系从一个绝对确定的原理出发作出一些陈述，它们都借助于这个原理得到其本身的确定性。所以一个在其本身那里是绝对确定的原理，必定能使这整个的哲学知识活动成为确定的。然而，由于确定性的原理和知识活动的真理反过来又只能在知识活动本身中被发现，所以哲学的知识活动就在于，在知识活动当中为自己提出辩护。而且它的知识活动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自己确证自己的确定性的知识活动。哲学的体系就是知识活动的自我确证化活动的整体。知识活动的这种自我确证化必须这样发生：在所有的陈述那里，对知识活动的那种实现于其中的行动进行反思并揭示，根本上如何从这个知识活动的现实性中产生这样一种可能性——把自己实现在诸陈述中的知识活动中。

显然，在这样一种哲学那里，那种绝对确定的东西亦即原理只可能是这个理性反思行动本身。在这个反思行动中被意识到的不是别的，正是知识活动指向它自己，意识到它自己就是知识活动，在那里，知识者即主体与被意识到的东西即客体或对象是同一的，它是主—客体，在它那里思考活动和所思考者是一体的，它是自我；在那里并非是某物被直观，相反：在那里直观活动在直观自己（理智直观）。所以说这一原理的确定性并不是由其自足的形式，其自我论证的形式所引起，它的确定性不如说是因哲学持续地运动于其中的反思行动而来。而这意味着：这反思的行动并非无条件确定的，它是在自己现实地得到反思的那个瞬间才变成了无条件的确定性。所以既不能将反思的这个原理客观化在一种最高级的基本定理中，也不能将这种最高定理理解为某种确定的或理论上可知的东西。此种反思活动的原理就是这种反思本身，这种哲学的原理就是哲学思考本身。

那么，如此被规定的原理怎么能够是原理？怎么能从它展开一个体系、怎么能从它得出结论？为了实现这个诉求，那种无条件非客观的，不可固定的东西必须被客观化被固定，但又不能失去其原初的特性。这只有通过此种情况才可能：哲学思考本身作为活生生的反思，运动在从它自身中客观化出来的两极之间。反思在体系中显现为一种生成活动，从一个非现实的开端向一个不可实现的结束的一个“成为现实的”生成活动。开端即是自我直观的无限活动，一种涌出自身的趋势和一种返回自身的趋势的二元性，这种自我直观本身体现在必然的创造产物的一个特定序列中，直至它最终在自我意识那里对自己完全成为客观的。然而，自我意识的这部历史决不能理解为一个客观地运行着的，可从外部观察和描述的过程；在这里进行的知识活动建构只是反思的运动，它只是对那种进行哲学反思的人才是可实现的。也就是说，知识活动的这个先验发生学，描述的只是对反思的知识活动的那种知识活动的产生，而不是客观的产生例如历史式的产生。

从对作为一种反思的哲学知识活动的规定也可推知，这种知识活动总是仅仅关系到其所反思的那种知识活动，反思作为对一种未被确证的知识活动的证实，作为对全部经验的解说总是仅仅关系到这种未被确证的，事实上的知识活动。也就是说，反思从根本上说不可终止，必须把它思考为持续的任务；它的结束只会是它的自我扬弃。

因此，作为整体的知识活动中本身的这种规定性的反思因素，就在要求那种向这知识活动完全把自己揭露出来的东西。必须在纯粹的反思、在意识那里，将这一哲学的公设——创造自然的无意识活动与体现在意志的有意识活动中的同一性指证出来，以“返回到其原理”那里（SW．III，S．349），完成先验哲学体系的知识活动整体。正是在此时，艺术直观的体系意义凸显出来，因为在意识那里，唯有美感活动“同时是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活动”，并且意识自己已经发现，“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须理解为这样一种［美感］活动的创造产物”（Ibid．）。在这个思考路径中，谢林在System
 的导论中指出：

也就是说，艺术的观念世界与诸客体对象的实在世界乃是同一个活动的创造产物；（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这两者无意识的同时发生造成了现实的世界，它们的有意识的同时发生则造成了美感的世界（Ibid．）。


 第二节　艺术在先验哲学体系内的关键地位

对谢林来说，作为体系即知识活动整体的哲学，必须将环节化的实在整体建构为一个本身构型在知识活动中的可企及的东西。而按照他的观点，一个“体系”之可能存在，并不是通过去发现各种客观存在的事物，也不是通过集合各种个别事实。唯有以理智直观去内在地“直观产生”，哲学地重构诸基本关系，展开基本规定活动和总体关联的那种能动的活动，才能真正引向一个知识体系的构成。所以他的先验体系是一种通过本身的知识生发过程标志出来的哲学。而构成这个体系所要求的理解方式是理智的直观：它具有那种将在理解自身中产生的知识整体进行现场化的能力。

如果说“自然”对谢林还是一种非明确方式的理智直观，一种在直观的和形象的作品内部的自我理解活动的话，那么对他来说，自我意识已是这同一种自我理解活动的一种明确的实现。也就是说，谢林在其自然哲学中达到的洞见，那个作为永恒创生活动的“主体的自然”，已经是一个客观地进行着自我规定的创造性原理的概念。谢林凭借这个概念达到一种先验存在论，对他来说，自然所代表的那个“实在的体系”于是与先验体系得以统一。现在“主体”不再有优先地位，因为谢林体系的先验原理是前意识和明确的自我实现之间的“同一”。于是对自然的理解活动也无需借助于将“主体的”诸形式套用到一个“客体”上；不如说，对自然的理解活动已经可以是一种“回忆的”自我理解活动。

使得自然与自我如此贯穿的，乃是“绝对者”。“绝对者”也正是联结主体与客体的先验纽带。在谢林先验哲学这里，绝对者已经是先验的基本原理本身。谢林克服了康德的概念，取消了先验性与一个“主体”的必然联系，现在先验性仅仅是那种面对“主体还是客体”的抉择必然呈现为那种“既非—又非”的东西或“居间”本身。从这种切入这里，谢林坚持一种实在论方向的自然哲学的建设，以其补充被自我意识的前在秩序所规定的“唯理念主义”哲学。谢林交互地从自然和自我意识这两个方面出发，对理智的活动提出了双向的整理重构，使哲学的两个基本方向——实在论和观念论——从中呈现。这是一种思辨的努力，在哲学的两种基本论证立场上把主体和客体的那种“既非—又非”或“居间”，证明为本来意义上的先验原理。

这种作为知识体系原理的“绝对者”，作为知识体系的目标从来无法客观化，相反它处于知识活动彼岸，因为它是主体与客体、自然与自由、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绝对同一性”。然而按照谢林的看法，理性一直都有两条“出路”能够超出日常意义上的现实去贴近这一“绝对者”，它们正是“诗和哲学”这两种理智的官能，因为如System
 导论所说，

诗使我们跻身于一个理想世界中，哲学则使现实世界完全从我们面前消失（SW．III，S．351）。

也就是说，在理智直观那里，理性能够存在于这种绝对同一性之内，正如这一绝对同一性也在通过“天才”为艺术作品的起源提供证据。理智直观及其客观化形态艺术直观就是指向知识与实践、观念世界与实在世界中的这一绝对同一性的内在官能，它们是每一理性生物都具备的能力。按照康德的谨慎看法，发生在艺术作品中的自然与自由间的这种交换和融汇确乎指向一种超感性的统一性基础，但哲学无法为主体解说它。谢林却相信，借助于理智直观可以将这一“整体”现场化。因为在主体和客体彼岸的这个整体既不可能是一个在主体内的理念，也不可能是一个外在于主体的事物。并且，由于艺术作品在现实中以象征表现了这个整体，这种“存在自身”，它就为理智直观提供了见证。艺术将先验直观带入一个有限的形态，使之在“生命”中表达出来。在其体系努力中，谢林在理智直观与美感直观之间实现的这个变换，十分关键：正是借助于对理智直观与审美感直观作出的这个贯通，后者能够成为前者的媒介和见证。

艺术哲学由此必然成为先验哲学的一种自我知觉。谢林要在整体上规定先验哲学的理解方式和运作。在这种体系的总体关联中，谢林发现了艺术作为先验直观的一种试金石的重要意义。对他来说，正是在艺术直观这里，那个理解着自身的创造活动的整体借助于艺术的创造活动变得可以直观。这个举措无疑是对康德第三批判的一个重要发展，因为按照谢林现在的阐发，正是艺术的创造活动而非“鉴赏判断”能够为确证其自身开端的哲学体系提供服务。所以他通过自己在System
 中的“工具构想”赋予艺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艺术作品是对体系的必然补充，是先验原理的一个见证。艺术的概念就在于，它是哲学的“官能”（Organ）和“工具”（Organon）。

对这一服务于哲学的艺术概念，谢林并没有依赖于概念定义的阐释方法，而是借助于展开整个先验哲学体系的进程，也即通过直接展开理智直观去提供证明，正如他1800年的System
 中的整个先验推演所证实的那样。在先验哲学思考这里，把理智直观作为体系哲学原理推演的出发点是必然的，正是理智直观根本上给出了体系建构的任务，因为它要求：必须在体系中推理地，通过一系列的中间步骤一步步地把体系即“知识的整体”产生出来。整体在此借助于一种方法变成客观的和可想象的：演绎要从一系列的现象的分裂走向综合。但也正是在先验哲学这里，体系思考遭遇了自己的悖论。依靠通过一系列的中间步骤一步步地将整体产生出来的做法，恰恰无法企及整体本身，因为绝对同一性最终只有借助于一个完全完成的体系才能变得客观化；而这样的一种体系对有限理性来说必然是个“无限的任务”。谢林在此看到，如果体系要完成其任务，即在体系的完成部分最终总结地确证其理智直观的开端，就必须求助于作为一种“官能和工具”的艺术。借助于这个工具，整体本身能够成为客观的，而不致因方法论的分裂而沉没。只有体系向艺术求助，方法论向“天才的作品”求助（SW．III，S．616），哲学才能完成它的任务并把知识活动的最后根据凸显出来。

在这个艺术作为哲学体系之工具的命题中，也包含了谢林对认识活动的局限性的洞察。即使在谢林以其理智直观的构想努力克服康德宣称的人的主体性与“直觉的知性”完全的分离，以便为先验哲学的一个体系提供证据的体系建设那里，完整实现这样一个体系，也再次表现为对立于思维活动的推理难题。因此谢林的体系要在人的“生命”那里保持住作为前提条件设定的理智直观的话，它就亟需一个结束。而此时，正是艺术，作为一种非推理和非思维的理解方式，闭合了体系的圆圈；因为，正如谢林以一个先验体系推演及其最后的环节，一种“艺术—哲学”的推演所证明的那样，艺术恰恰能够在人的主体性那里证实康德曾断定人的理性不得拥有的那种“直觉的知性”。

按照谢林在System
 中的建构，体系的结束将会在那个瞬间企及：此时自我将它对自然的理解活动洞察为一种自我理解；然而与这样的一个点相应的、无所不包的体系，由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和推理性，是不可企及的。因为无论是理性的知识活动和还是理性的实践行动，本身都一无例外地与主体和客体的分裂紧密结合在一起。只有艺术能够完成一个“奇迹”，即把绝对同一性设定在作品中，并补足自由的理智直观所建构的体系这种“不完整的作品”（SW．III，S．618，616）。而只有借助于这种补足，体系才能成为理智直观肯定性地构成的东西。于是在哲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艺术凭借其真理功能，作为先验哲学的“官能和工具”被设立在哲学体系之内。


 第三节　工具命题的体系位置和内容

谢林的先验哲学赋予艺术以极致的体系地位，赋予其“哲学的唯一真正永恒的工具和见证”的角色，并在这一哲学的导论部分即开门见山地提出艺术作为哲学的“官能和工具”这个命题和构想。如果说，我们要准确地将这一命题的内容把握为：艺术是先验哲学的“官能”（Organ），艺术哲学是哲学体系的“一般工具论”（Organon）
(2)

 的话，那么我们首先要注意这个命题的体系位置及其与先验哲学特有的思辨运作方式的关系。

具体说来，这一工具命题在System
 当中分别出现在全书的开始和结束处。也就是说，谢林首先在全书导论中开门见山地提出工具命题，以此总括地指明System
 特有的先验方法，然后在经历了全部演绎工作之后，在全书的结束部分返回到这个命题上，以昭示借助这一工具所完成的体系论证和体系闭合。我们现在依照System
 导论中的处理，先来审查这一命题获得的体系位置和方法论功能。

为此首先需要回溯System
 导论给出的先验反思哲学的整个问题线索。System
 的导论共有四部分或四节，分别是§1．先验哲学的概念；§2．推论；§3．先验哲学的初步划分；§4．先验哲学的官能（Orgon）。从内容上说，§1在先验哲学的概念下，指明先验知识活动的课题并勾勒出这一哲学体系内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的两个可能方向——自然哲学与先验哲学；§2在上述展示的基础上进入并确定其中之一即先验哲学的方向，推论其知识特征和“先验考察方式的本性”（SW．III，S．345）；§3依据知识中的诸原始信念、其悖论及其预设的解决，对先验哲学的架构作出暂时的划分，并提示（理论哲学、实践哲学、自然目的论、艺术哲学）这一体系划分系于先验哲学知识活动本身的完成；§4借助于指明和阐发“先验哲学的官能”，预先昭示作为先验哲学工具总论的“艺术—哲学”的体系功能。

我们可以发现，谢林在导论的§3中的思考已经预先给出了整个§4即“先验哲学的官能”的阐发线索。他在§3这里首先强调，先验哲学以之为对象的，“并不是知识的某个个别部分，也不是知识的某一特殊对象，而是知识活动本身，根本意义上的知识”（Ibid．，S．347）。作为“知识之体系”的哲学以解释主体性东西（自我）与客体性东西（自然）的“遇合”为其任务，因为两者的这种吻合一致乃是一切知识活动的基础。

先验哲学从两个存在于普通知性中的“原始信念”分别引出了规定着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各自出发点的“首要任务”——两个问题。也就是说，前者必须解释，“诸表象如何能与完全独立于它们而存在的诸对象一致”，后者必须回答，“某一客观事物如何被一种仅仅是思维的东西改变，以至于与之完全一致”（Ibid．，S．346）。前一个问题涉及作为前提条件的存在与现象的绝对同一性，后一个问题关乎作为前提条件的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同一性。也就是说，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即是对理性的存在确定性和自我确定性的肯定，而只有这种确定性得到的肯定上，才能稳固建立知识的体系。

然而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这两个问题使哲学理性立即陷入了矛盾和困难，因为在先验反思的立场上，“理论的确定性”与“实践的确定性”不可能同时成立。谢林由此洞察到“如何能在把诸表象思考为以诸对象为准的同时
 ，又把诸对象思考为以诸表象为准的
 ”这个问题，“并不是先验哲学的首要
 任务，而是它的最高
 任务”（Ibid．，S．348，黑体为原文所有）；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超出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知识边界。谢林看到，只有“在一种作为二者联系环节的更高的哲学那里”，它才能得到解决。这就提出了哲学的新课题：建设一种“既非理论的又非实践的，却同时就是两者的哲学”（Ibid．）。

在与莱布尼茨“前定的和谐”思想的衔接中，谢林预设了“将自然创造出来的无意识活动与本身体现在意志中的有意识活动的同一性”这一公设，并寻求在这两种活动各自的创造产物那里现实地证明其原理的存在，由此现实地证明“这一原始同一性”。此时谢林指出，哲学视野中的自然，无论从整体看还是就其各个创造产物看，本身都显现为“合目的而又不能以合目的去解释的”，这就使他接续康德的思考，将自然目的论指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结合点”所在。然而先验知识活动在这样的自然目的论那里还未能现实地返回到自身，不如说，它必须在自己的原理也就是哲学的自我（Ich）那里证明上述同一性，才能返回到其出发点亦即意识自身。此时谢林提出了对先验哲学体系举足轻重的一个公设：

在主体性东西那里，在意识本身中，那种同时是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活动已被揭示（Ibid．，S．349）。

这个公设的直接证据是作为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之会合的审美活动，正如后者面对无意识地创造着活生生现实性总体关联的自然来看，已经是在有意识地创造着美感的世界即艺术。

正是在这里，在§3结束段，作为向下一节即§4的一个过渡句，出现了对下文整个§4的核心思想的预先提示：

客观的世界无非是精神原始的、尚无意识的诗作；哲学的一般工具论（Organon）以及哲学整座大厦的合拱石乃是艺术哲学
 （SW．III，S．349，黑体为原文所有）。

这个过渡句还暗含地提示了先验演绎所面对的问题处境：一种“艺术—哲学”在先验体系内的必然性。现在我们来审视System
 由此句直接导入的§4这一节。这一节的标题是Organ der Tranzsendental-Phlosophie
 ，即“先验哲学的官能”。也就是说，导论§4这里进行的阐发，所涉及的还不是“哲学的一般工具论”（Organon），在先验体系的入口，考察要凸显的首先是先验哲学的官能本身。我们可以肯定，谢林在此是依照康德的理性批判传统，在建构知识体系之先，首先对进行知识活动的哲学理性本身的知识工具进行规定和审查。而这一知识工具的独特品质，就在于它并非是一个外在于哲学思考的工具手段，相反它就是思考自身的哲学精神本身；也就是说，§4这一节在“先验哲学的官能”题目下，集中阐发的是“那种内在感官
 ”（der innere Sinn，黑体为原文所有）或曰理智直观。同时，由于理智直观有其客观化形态即美感直观，谢林的阐发事实上也相应地分两个步骤作出。

阐发的第一步骤始于对这种“内在感官”的处理。而这种内在的理性感官，无非是理智直观。如前已述，自费希特以来，理智直观就成为所有认识和所有行动的出发点和基础。因为，“自我等于自我”这个直接的自我确定性，虽然哲学理性是经过有意识的精神劳作才能获得，本身却一直都是自我的所有创造性认识和所有行动的基础。因此谢林对哲学能力的思考也直接与费希特的理智直观衔接；但是，与此同时，如谢林在其最早的哲学文献中即已超出费希特的理智直观概念，继续走向作为自我的生存确定性的自然整体那样；现在对谢林来说，哲学的这种能力也并非只能有抽象的逻辑形态。

在§4这一节中的第1点和第2点那里，谢林都在处理先验哲学的这种内在感官，他首先阐发了这种与先验的哲学思考相应的理性能力的独特品质：正如“先验考察唯一的直接对象是主体性东西，做此种哲学思考的唯一官能是那种内在感官
 ”（SW．III，S．350，黑体为原文所有）。先验哲学思考的对象不是外在直观的对象，也不可能成为外在直观的对象，因为先验哲学家必须“直接与（对建构活动的）直观本身打交道，［……］仅关注这个建构本身的行动
 ，而后者是个绝对内在的行动”（Ibid．，黑体为原文所有），由此先验哲学的运作仅由内在的官能承担，此种官能正是理智直观。

谢林接下来立即以其思考对象为切入点，指出了先验哲学思考的那种纯思辨的自我关联特征，它是对思考本身的思考：

这一哲学的整个对象不是别的，只是理智按特定法则进行的行动。这种行动必然只能借助于其自身直接的内在直观去把握，后者又只有借助于创造活动才可能。不止于此：在哲学思考这里，人们不仅是考察的对象或客体，而且同时总是考察的主体。也就是说，理解哲学要求两个条件：第一，人们处在一种持续的内在活动中，处于对理智的那些原始行动的一种持续的创造中；第二，人们以持续的反思去把握这种创造；总之人们始终既是创造者即被直观者，同时又是直观者（Ibid．，S．350—351）。

在§4这一节的第3点和第4点那里，我们能够看到，为克服作为这种纯粹内在的先验思考官能的外在现实性匮乏，谢林在对先验官能的第二步阐发这里，立即引进了美感直观，同时表述出一个关于艺术的“工具”命题：

绝对无意识的和非客体性的东西之被反映，只有借助于想象力的一种美感活动才可能，［……］必须用来把握此种方式的哲学的真正感官（Sinn）就是审美的
 感官，并且正因为如此，艺术哲学就是哲学真正的工具论（SW．III，S．351，黑体为原文所有）。

在此我们必须注意，谢林的“工具”命题本身包含两个要点，它们分别是对作为先验哲学官能的艺术的阐发和对作为“哲学的一般工具论”的“艺术—哲学”的阐发。以此，我们在考察导论§4的第3点阐发这里就会发现：虽然工具命题的两个要点在此都得到了陈述，但在导论这里，其实谢林只给出了对先验哲学的官能的提示，而这一官能要在System
 全书的结束章（第六章）才得到全面的展开，后者作为先验哲学体系的“艺术—哲学”部分又要直接看做“哲学的一般工具论”，按照谢林的思考和处理，不能在导论或体系的开端这里立即得到证明。实际上它在作为整个System
 的结束章的第六章那里才得到全面的揭示和处理，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考察工具—命题有效性的时候进一步进行探讨。

在§4的第3点这里，谢林关注并考虑的是美感官能和艺术的现实性能力。“由于创造和直观持续地二重化”，哲学思考的“客体就变成了那种此外不能被任何事物反映的东西
 ”（Ibid．，S．351，黑体为原文所有），亦即那种纯思维。质言之，此时艺术或美感直观能够成为救助，是因为这种创造活动只有在艺术那里才会指向外部，艺术根本上是通过其创造产物来反映“无意识东西”亦即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的绝对的会合。如果说哲学所达到的实在与观念的综合本身完全是观念性的，它是通过扬弃现实性而达到此综合，那么艺术的表述完全存在于现实性之中，尽管如此同时又是观念的。艺术把现实完全产生出来，就像现实事件的产生，但它是把现实表述在一种完满和统一中，使之成为对最高的诸理念的表述。以此谢林认为，艺术直观或“审美的
 感官”就是先验哲学除理智直观外同时还要求的那个官能，其与先验哲学的原理及其难题“主客体同一性”的建构吻合（Ibid．，黑体为原文所有）。

由于艺术的这种现实性能力——其所表述的总是主体与客体、必然与自由的一种同一性，先验体系给了艺术直观以“先验官能”和“一般工具论”的位置，由此无论在存在论还是在真理论上已将艺术与哲学根本上设定在同一个等级上。


 第四节　Organon、Organ与Schlußstein


System
 中工具命题的凝聚和提出，作为对康德思想的一种升级和发展，理论后果极其重大。谢林不仅认为，作为知识体系的哲学只有在向艺术的过渡中才得到其正确性证明，并且以艺术是哲学体系的“官能与工具”的构想在先验哲学中具体实施了对体系难题的这种整体论的处理，这对唯理念哲学精神是一个巨大的开拓，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理论商榷。
(3)



为了不至于把谢林的这一发展草率地误解为一种理论的“冒进”，我们在此需要立即指出，System
 中关于艺术是哲学的“官能和工具”的这一断言，并不指对艺术的一种对象性状态进行处理，也不指向艺术认识或艺术创造之难题，甚于不涉及对艺术在宇宙中位置作出的一种存在论规定。因为艺术在此不是被视为科学的一个对象。也就是说，这个先验体系并非美感地而是逻辑地关注艺术。
(4)

 艺术在这里不是被设定为存在者的一个特别领域，而是被设定为表达存在者根本上如何能出现并被认识的一个范本。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肯定谢林的确超出了康德，因为他在反思的体系内对艺术与哲学的棘手关系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思考，使这种关系在思想史上一度成为哲学关注和哲学提问的焦点。尽管这一问题作为属体系哲学的一个课题，随着后黑格尔主义和后体系时代的到来遭受了长期的忽视和遗忘，这一思考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依然没有被动摇。对此笔者要从问题史研究的立场出发，借助于对谢林工具命题的核心概念如Organon（工具／工具论）、Organ（官能）与Schlussstein（合拱石）的内涵的分析考察，为谢林System
 中“艺术—哲学”的这个构想解决提出辩护。

如前所述，谢林的这个艺术工具命题实际上包含了艺术是先验哲学的“官能”以及“艺术—哲学”是哲学体系的“一般工具论”这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谢林对艺术作为先验哲学官能的阐发，也是谢林先验哲学体系提出的艺术概念，第二个要点则表述了谢林对哲学体系之内的“艺术—哲学”的规定。这两点决不是两个截然分离的部分，尽管谢林为保障体系证明的逻辑顺序，并未在System
 的导论中对第二个要点展开阐发，而是到整个体系的结束章才来通盘处理这两个要点。这两个要点本身从概念内涵上看，出于同一个不可分割的总体关联。而对这个总体关联的把握，无疑依赖于我们对其中术语的解读，因为谢林期待的是，我们在他本人的哲学框架中去思考和理解这些术语。

从谢林使用的Organon（工具／工具论）与Organ（官能）两概念的来源和方式上看，可以确定他的工具命题与希腊整体观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有一种衔接。按照希腊语源来说，Organon与Organ根本就同属一个语词家族。Organon的原始意义即指工具一类的外在手段，比如乐器、武器、农具和手工艺工具等类的器具。这个词不但出现在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那里，而且体现在柏拉图的多部著作当中；此外人的感觉和感知官能包括身体器官在古希腊语中也都叫Organon，正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都在哲学的关联中这样地使用过Organon一词。柏拉图曾称理性的根据是判断的Organon（工具），亚里士多德也曾经用“手是身体的Organon（工具）”这个类比，谈到“知性是灵魂的工具”。他的《动物学》更进一步将Organon概念建立为生物学的术语，并由此发展出生物学概念Organ（器官，官能，肢体）。
(5)



尽管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没有对Organ的用法作出统一的定义，但概念史的研究已将Organ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三种要素突出出来，使我们能够确定，Organ这个概念的整体论背景正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得到格外的强调：

第一，Organ这个概念与功能的概念紧密相连，官能总是从属于某种功能。
(6)

 亚里士多德一般仅在相对于一特定功能时才使用这个官能概念；第二，亚里士多德还按照结构的观点进一步区分了可分为同质部分的与不可分为同质部分的身体部分，只有后者如手这样的适合特定的工作和活动的非同质的身体部分，才是Organ
(7)

 ；第三，身体部分成为 Organ 还有一个条件：仅当它们是一个整体的诸部分之时，并且此整体先于其各个部分而存在。
(8)



在谢林的术语使用这里，毫无疑问也保持着同一种整体论视野，他的Organon和Organ的意义都建立在先验哲学知识整体的总体关联内，在作为整体的环节和部分的意义上。作为整体的官能和环节，Organ一语同时包含着亚里士多德来源的工具的意义维度：每一种工具都服务于演示其作用力，但这种工具意义强调地以有机整体为图像，这个工具不能外在于它作为其官能的那个整体而存在，不能放到整体之外去思考。由于对谢林来说，唯有艺术反映出哲学体系的完整构成，而艺术并非以思考的而是以实在的方式呈现先验的直观整体；所以谢林在艺术那里看到了体系化知识活动的必要补充：艺术是哲学的榜样和工具。他要以工具命题来强调“类艺术”方法对先验体系构成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强调这个方法对作为先验知识活动来源的理智直观的必要性。因为一个绝对的体系的结构，只能在打断严格的体系思考的时候才可能存在，就如体系在艺术那里的构成是对一种自律的表述。所以谢林根本上要以基于有机体整体的那种“官能”的思考图像去阐发作为哲学的一般工具论的“艺术—哲学”，以敦促艺术在哲学体系中的建立及其真理地位。

谢林先验哲学的Organ概念，同时还受着康德和费希特的影响。康德在KrV
 的二版前言
(9)

 以及KdU
 中的几个地方，如在§17那里处理“美之典范”，“依存美”的一种情况时，都谈到了具有能动作用的“内在感官的官能”，这对谢林产生了深刻影响，因为谢林是从改造KdU
 的思想，接续康德的创造性发现展开自己的艺术哲学思考切入。为了给哲学体系提供奠基，谢林将康德所发现的作为审美创造原理的那种自然与自由的融汇，树立为整个哲学知识体系的切入点和立脚点。这个融汇不仅应当是一个实在存在的现象，它首先应当是一种必然内在地生发的先验统一。而费希特直接在对理智直观的思考中使用Organ概念，并且是集中在其对知识活动、信仰和理解的工具的讨论那里
(10)

 ，显然更加聚焦于理性能动的内在机构。对费希特来说，理性并非具有用以把握对象的官能，而是具有关于对象的知识活动的一种官能。谢林也吸收了这个辨析，并在其最早的哲学文献对官能概念的使用那里，就把理智直观与自然哲学结合起来思考。不仅如此，到了对先验体系总体关联问题的思考那里，谢林还结合使用康德的术语“Schlussstein”（合拱石）以强调Organon和Organ的建设性功能
(11)

 ，由此有“艺术—哲学”是整个先验哲学体系大厦的一般工具论的说法。


System
 一书的导论已经把“合拱石”这个图像与作为哲学之“工具论”的“艺术—哲学”的概念联系起来，谢林在体系的开头和体系的结尾都借助于这个“工具论”的概念直接去标志艺术的哲学功能。他在先验哲学的导论中概观地指出：“艺术—哲学”乃是“哲学的一般工具论，也是哲学整个穹庐建筑的合拱石”（SW．III，S．349）。

D．雅格曾在他的研究中对谢林的“合拱石”概念作出详细解说，指出谢林这个表达与“穹庐建筑”（Gewölbe）的密切关系：谢林所说的“合拱石”并不是大略意义上的一个结合件，而是哥特式建筑十字拱顶的闭合件。哥特式穹庐的“合拱石”是整个建筑的一个内在的环节，如果缺少它，整个穹顶就会坍塌。具有辩证意味的是，这一“合拱石”不仅是建筑的闭合件，它同时也是建筑的承载件。在巨大的圆形穹顶上，数千石块的重力彼此传递并最后集聚，而合拱石仅凭它的核心位置，轻而易举地便将这些受力承重的石块结合为一个整体，而且它本身同时又被整个穹庐建筑所承载。在合拱石那里凝聚着整个建筑的意义，它如一个导向点一样清晰勾勒出其与整个空间的架构关系。
(12)

 所以，谢林是用“Schlußstein”（合拱石）这个图像强调地说明了System
 全书主要部分与结束章之间的总体关联。

也就是说，艺术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得之于艺术的真理功能。这个真理功能在于，艺术揭露出世界的真正特性：从自然和历史之环节产生的世界结构本身以艺术为其“合拱石”，艺术在知识体系中不但产生着聚合力而且本身昭示着这种聚合力的原理。


 第五节　艺术的体系工具功能审查

艺术在哲学体系内具有的前所未有的关键地位，是因其对先验体系独有的真理功能而获得。而进一步追踪这个功能，对其如何实现在先验体系中批判地进行审视，就是本节的任务。如前已述，艺术作为哲学体系的工具这个命题，在全书导论的第四节（§4）那里即已被提出来。但只是在整个System
 的理论运作大部完成之后，谢林到第六章也即整个先验演绎的最高部分，才进入其“艺术—哲学”来处理艺术。也就是说，待展开的“艺术—哲学”是作为结束环节嵌入在先验哲学的知识体系内。如果说，体系的特点就在于开端、中间和结束彼此间紧密关联，那我们从“艺术—哲学”的结束部分位置上，也可以得到其体系功能的一个直观的提示线索。

如果将System
 全书的结构从形式上加以分划，可得到导引部分、主要部分和结束部分三部分。不过这三部分的比重极其不同，并且都含有自己的环节。具体说来，短小精辟的前言和导论两部分组成了全书导引部分，它宣告整个体系的宗旨亦即“将先验唯理念论扩展为［……］一个关于全部知识的体系”（SW．III，S．330）；主要部分也就是体系的中间环节包含第一章至第五章，其所进行的先验演绎可分为先验原理一般阐释和演绎（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及按照先验唯理念论原理阐发的理论哲学体系（第三章）、实践哲学体系（第四章）和目的论原理阐发（第五章）四部分；结束部分包含整个“艺术—哲学”（第六章）和总结性的“整个体系概述”，任务是将整个体系封闭起来，完成全部先验演绎。从分量来看，主要部分总起来占去原文全书258页的篇幅，尤其是其中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部分是重头，前者有130页之多，后者也有70页之多，这与它们作为System
 两大理论支柱的重要性是相应的。而第六章与其后的“概述”构成的结尾部分，篇幅仅占22页，比重比全书导引部分更轻，尽管后者也只有28页。这一切数字只是些量的表达，但它们也折射出：先验演绎整个理论的大厦至其主要部分结束处已经完整地建设起来，有待竣工合拱；另一方面“艺术—哲学”部分就是体系大厦的穹顶部分，从这里最终引向了“艺术—哲学”的、同时也是整个先验体系的完成，所以“艺术—哲学”部分在篇幅上7％弱的分量，也与它作为体系大厦“合拱石”的身份及功能吻合。

现在，我们的审查要从两方面去完成。第一，因“自然”和“历史”这两个环节所产生的世界结构本身以艺术为其“合拱石”，有必要批判地回溯整个先验知识体系在达于艺术体系时已走过的道路以及理论建构逐级抵达的环节高度，也就是批判地梳理出System
 直至第五章结束的先验演绎；第二，要在作为System
 结束章的“艺术—哲学”这里通过审查艺术的体系工具功能，检验谢林的艺术工具命题有否其所宣称的那种体系有效性。当然，在本节中我们不可能完整展开System
 的整部自我意识先验史，这样宏大的任务不是我们这里有限的篇幅能够胜任的。笔者在这里着眼于“艺术—工具”命题对System
 先验演绎作出的简要综述，主要以D．雅格研究著作对System
 先验演绎全面的批判性审查为依托，仅就谢林这个工具命题的体系功能批判地进行综述并审查其按照原理给出的推演运作线索和结论，以说明和印证在谢林的先验知识体系大厦那里，艺术不仅应当出现在“合拱石”的位置上，并且确实具有体系的真理功能，也就是的确能够完成先验体系理性建构的整个工程。

一、先验体系的任务在其主要中间环节中的展开

在进行第一个方面的审查时，由于我们要重点回溯整个先验知识体系的演绎线索，也就是考察先验哲学体系的任务如何展开在其各个主要中间环节那里并审视它们所达到的高度，我们在此不再展开和进入全书导引部分的内容，而仅指出，System
 的前言可读作谢林发展和克服费希特哲学的一个宣言，要“将全部哲学陈述为自我意识不断前进的历史”（SW．III，S．331），而System
 导论的内容，由于本章第三节已略作陈述，我们在此仅需补充：这个导论在“一切知识都建立在一种客体性东西与一种主体性东西的一致之上”这个先验断定中（Ibid．，S．339），同时强调知识的确定性与存在的确定性之共存。

同样，System
 的第一、第二两章虽然都属先验体系的“主要中间环节”，但它们的内容只是对先验唯理念论原理的一般阐发、演绎以及据此对其先验哲学任务的申明，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略去对它们的详述，代之以概括地指出下面三点：（1）System
 第一章是按照费希特的精神提出唯理念论关于知识的最高原理或首要的基本定理即自我意识，因为“最初的知识活动毫无疑问是关于自我的本身的知识活动”（Ibid．，S．355）。
(13)

 （2）其后第二章的原理演绎却已超出费希特，要以这个最高原理去论证System
 一书的全部环节，也即基于“自我＝自我这个命题等同于自我存在”这个公设，将先验体系的课题本身具体化为这个任务：回答“整个知识体系（如具有诸种规定性的客观世界、历史等等）究竟如何被自我设定”（Ibid．，S．377、378），并要根据精神活动的内在原理令人信服地完全说明世界产生过程的机制。（3）由于先验哲学将客观世界视为自我的固有的自由活动的内在受制状态，自我的被“禁锢在知识中的”自由活动（Ibid．，S．378），由此产生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各自的任务：“理论哲学应当说明限制的观念性
 ，或说明原初仅对自由行动才存在的限制状态如何变成了对知识活动存在的限制状态，而实践哲学需要说明限制的实在性
 ，或说明原初仅主体性的限制状态如何变成了客体性的”（Ibid．，S．387，黑体为原文所有），而作为唯理念论和实在论两者的推演之结合将生成为完整的先验唯理念论体系。

按照谢林的构想，理论哲学部分、实践哲学部分以及自然目的论观点构成为System
 的主要中间环节也即其理论支柱。从这三者的顺序结构，我们不难看出它们是对康德三大批判的追随形式。我们在下面要借助于释义的重构去逐一审查System
 这些主要中间环节的推演线索和结果，以便清楚地看到谢林是如何具体地实施他的体系建设，如何走向从自然哲学的体系和先验哲学的体系两者中形成的一个整体，一种“艺术—哲学”。

（一）理论哲学部分的推演线索和结果

理论哲学通过推演自我意识内包含的绝对综合，解决它的课题。它把自我意识的受限追溯到自我意识自己的确定行动那里，把它与意识的产生活动直接联系起来。自我处于自我意识的彼岸时只是客体性，并且作为纯客体性东西是“唯一的自在存在者，主体性只是借助于自我意识才附加上去”（Ibid．，S．390）：达于意识和受限是同一回事。随着达于意识，自我已揭示自己作为自我意识是综合活动并摆动于被限制活动和做限制活动之间；它一方面具有“向外延展的”无限的活动，自我之内的客体性东西，另一方面具有向内回归自我的在无限性中直观自身的意向，由此产生了自我意识内对立方向的斗争。这个持续不断的矛盾是自我进行活动的原因，是自我意识到自己的条件，而它之能够持存下来，仅是因为“那种从它内部产生，力求维持其存在，为其提供同一性的活动”（Ibid．，S．392）。正是自我之内的这个绝对的对立，使自我把无限多行动聚合在一个绝对的行动内。因为没有内在的对立就不会有运动和创造，不会有创造产物和世界。

理论哲学由对自我意识所包含的绝对综合的演绎同时展开了自由意识的发展史。这个展开体现在对“绝对综合诸中间环节的演绎”那里（Ibid．，S．395），后者包含对自我意识发展的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原始感觉到创造性直观，演绎了“自我怎样得以将自己直观为受限的”，第二个时期是从创造性直观到反思，说明了“自我怎样得以将自己直观为创造性的”，第三个时期是从反思到绝对意志活动，推演了“自我本身如何达于反思的立场”（Ibid．，S．399，456，505）。

从整部理论哲学的演绎对自我意识的建构来看，谢林是从“原始的感觉”入手。因为在感觉这里，对意识来说——虽然还是前意识地，其自身感觉活动第一次与外在于它的被感觉者分离开来。在这里，“自我存在”在感觉中已出现在与“那里有某种东西外在于我”的辨别和划界中，这是自我意识第一个时期的情况。但是，只有在“创造性直观”那里，前意识的意识才通过经历时空中的意识达于对活生生自然的直观，意识此时已经验到自己被嵌入在这个自然中，尽管意识此时还不是已对自身发生了意识的自我，但已经是个活生生的个体并经验到自己作为活生生的个体被嵌入在这个自然中。还在自我用语言去将世界客观化以便认识这个世界之前，自我在存在论意义上已与这个世界交织在一起：不仅自我的意识连续性是借助于自我内在直观的时间性而展示给自我，所有的存在者的连续性也借助于外在直观的空间性展示给自我，并且在它们的交互中介那里，自我一直还拥有对生命的一种经验。在原始的感觉活动里，自我就已经无意识地在进行着感觉。而当自我能够把自己作为有意识地进行感觉者识别出来，它就是把对象作为无意识、仅被自己直观的东西与自己对立起来，这就使自我认识到它自己在进行着创造。如果说，在自我意识发展的前两个时期，展开的是一系列综合行动，也就是说，其中没有什么行动“使自我能够直接达于对自己活动的意识”亦即对自身的反思（Ibid．，S．505），那么自我意识的第三个时期就正是理论哲学推演路径与接下来的实践哲学推演路径的扭结之处。因为自我本身之达于反思立场，是通过促成判断的“先验抽象”（Ibid．，S．516），后者并不是单纯的理论哲学能够说清的。这第三阶段的演绎指向的是一个分离的行动。进行直观的意识只要进行直观，就与被直观者全然无别，在它把自己与直观的产物区分开之前，不可能通过任何直观产物达到对它本身的直观。其达于自身，只是因为它将自己的直观行动与这一行动的产物分离开。因此，实际上第三时期的演绎在被迫面对先验抽象处理时，即走上从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过渡：自我由于意识到了先验抽象，使自己自为地超越到了对象之上，已可能把自己认识为理智。在此，最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自我意识的这个生发关键点上，自然都一直与自我同步而一体。而在理智走向对自身的意识的地方，其前意识阶段的不断回归自身的循环活动发生了突变或“中断”。“中断”指的是理论哲学的推演在此遇到了自己的边界，突变则表明在主体自然的领域现在生成了一种超越到自然之上，指向自由王国的行动主体。

（二）实践哲学部分的推演线索和结果

从反思出现也即意识着的自我有了自我意识的那一刻，即开始了自我的崭新的建构序列。System
 的实践哲学部分即始于此，因为随着意识，自然在人这个自然生物那里创造出一个形态，它已经成了独立的，无论在规定自己的时候还是在面对创造并承载他的自然的时候都是如此。也就是说，理智一旦达于意识，就开始了一个必然不再能在自然的诸级次那里，而是要在意识固有的诸级次那里去规定的新过程。而在自我意识的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中是“绝对的公设”来执掌权力（Ibid．，S．524）。实践哲学以自我或理智本身所包含的“一切行动的最终原理”去解释意识的开端（Ibid．，S．532），把理智的自我决定树立为“最广义的意志活动”，其等同于“先验的自我决定，原始的自由活动”（Ibid．，S．533）。理智是借助于意志活动这种媒介才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对象，所以意志活动就是对理智如何认识到自己进行着直观这个问题的解答。如果说理论哲学过去由三种主要活动完成——在第一种活动那里，在尚无意识的自我那里，自我还是非自为的主客统一体，在第二种活动即感觉那里，仅有自我的对象性活动变成了自我的对象，在第三种活动即创造性直观那里，自我作为进行感觉的主体，成为自己的对象；那么总起来说，在整个创造时期自我都完全沉于创造性直观，未能上升到将直观者和创造者本身变成对象的一个境地，即使创造性直观被有机体的活动提高级次，自我的直观本身始终不能被提高级次。只有在意志活动那里，自我作为其所是的整体即“主—客体”，作为创造者，才变成了自己的对象。不过在这里，意志活动不仅发生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中，而且发生在面对其他有自我意识的主体的情况下。自我的无意识历史过去可以说是对所有人都没有差别的、同等的自我建构和世界建构，而在有意识的自我的实践领域开始了有意识的认识史。如果说自我借助于“原始的自律”过去曾绝对地自己决定自己并为自己立法，那么现在实践哲学中的自我，作为观念的自我不再与实在的自我对立，而与同时是观念和实在的自我（即创造着的自我）对立，也就是说，实践哲学中的观念自我是“产生着理想的”，而实践哲学中的创造着的自我不再是无意识地沉于创造性直观的，而是有意识地进行着创造的，是“实现着”的（Ibid．，S．535）。由此，整个实践哲学“完全是建立在产生理想的自我与实现理想的自我的二重性上”（Ibid．，S．536）。

在有意识的自我的实践领域，有意识地进行创造的自我走向全新世界，而过去那个借助于无意识的创造活动产生的世界仿佛与起源一起，退到了自我意识的背后。自我由于直接置身于从其自由决定活动中产生的第二自然，不再能直接看出自己所属的，从原初的自我意识中发展出的第一个世界。而实践哲学的这个新世界必然处于意识发展过程的特定阶段，它是意识的历史，并且这种有意识地进行创造的意识活动还构成着意识的经验开端。在这个领域，所有的理智行动因为是时间中的行动，都是必须加以论证的行动，确切说来自我规定的行动决不能“从理智内先行的行动”（Ibid．，S．538），也就是不能以理智先前的一种创造来解说。相反，按照这一实践哲学的公设，在理智那里一种不依赖于理智的行动的表象与理智之外的这种行动本身应该共存，似乎两者间有着交互规定的关系，有着“预定和谐”。而这种情况正是实践哲学原理的一种折射。这一原理是“理智的自我决定活动或理智对自身实施的自由行动，只能从这理智之外的一个理智的特定行动得到解释”（Ibid．，S．540）。也就是说，对作为实践理性的理智来说，它之外的理智的特定行动是进行自我决定活动的必要条件，也是意识活动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这部意识历史又是一部借语言来反射的历史，这部语言的历史对那些借助于共同的现实世界实现相互交往的主体们，已经是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借助于自由意志的实践领域的主体间的合作互动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是可以确定，直接确立在自我之内的被动性或受动性，也就是将在自我之外的主动性确立为必要的补充，这是为了自我自己的直观，自我只有借助于一定的外部影响才能达到自由，所以为自由之故，自我之内的被动行动之设定是必不可少的，其属于共存的条件，属于和谐本身。所以在实践领域必能确定，先行理智的影响是对象将自由活动作为自由活动来反射的条件；整个世界对自我成为客观的，仅仅是因为有理智存在于自我之外；世界对个体所能具有的唯一客观性，就在于世界是由个体之外的理智直观到的。“对个体来说，其他的许许多多的个体仿佛是宇宙永恒的载体，有多少理智，客观世界就有多少不可毁灭的明镜”（Ibid．，S．556）。现在，在实践领域，绝对客观的事物、直观的规律性成了自我本身的对象。意志活动中的客观事物是直观本身或自然界的规律性，意志活动中的直观事物则是观念的，针对这种规律性本身的活动，而出现这种主观事物的活动，就是绝对的意志活动。

绝对意志活动又会成为自我的对象，因为意志活动中的客观事物，针对外在东西的事物会作为天然冲动变成自我的对象，而意志活动中的主观事物，针对规律性本身的事物则会作为绝对意志即绝对命令成为自我的对象。但这是因为一种凌驾于意志活动中的客观事物与主观事物之上的活动才可能。这种活动就是任意或有意识的自由活动。这种有意识的自由活动虽然应当与客观活动融合为一，在行动中却是与之对立的。例如，实践的自我使用语言和科学手段对世界进行客观化和物化，后者对有意识地改造世界和侵犯世界而言，又是其前提条件。就此而言，对谢林来说，客观化的诸科学与自由的道德，还有后者的以一种共和国的“世界公民”为目的的社会实践，都属于拥有其有意识的历史视野的实践哲学的范畴。而在这些人类行动领域，大量有意识的自由行动都是与客观活动对立的。所以，仅在这种有意识的自由活动也能在它与客观活动的原始同一性中得到直观之时，将出现最高级次上的自我直观，而这完全不能借助于自由实现。最高级次的自我直观不受意识条件的制约，而是一种自始即自己创造自己的意识，在实践哲学的领域表现为完全偶然的，不可规定。

这一切都是历史领域独有的问题，实践哲学是以对历史的演绎对人的行动之实在性给出先验哲学的解说。不同于拥有一部关于自身的自由而必然的自然生成史的自然，实践哲学的历史概念是一个自由与必然的统一仅以时间性方式偶然生发的概念：历史“现实地存在于那种地方：理想借助于无限多的偏离实现，使得个别事件虽然不能够，整体却能够与这理想一致”。这种历史的特点就是，“整个类族渐次地实现一个永不能完全丧失的理想”（Ibid．，S．588）。历史以自由理性为动因，是一偶然性的王国，然而它将终结于法治的黄金时代，通过自由返回到自然，完成“自由与合法则性的统一”（Ibid．，S．590）。由于“整个类族”等同于历史本身，并且历史包含无限进步，历史的先验可能性演绎就揭示出，历史因其表现自由与必然的统一才存在。但这种统一还有其反过来的表达：在历史这里，“自我之内的无意识东西”并非任意，而是不顾自由的表现甚至违背行动者的意志的活动，可以产生行动者通过自身意志永远无法做成的事情，“自我之内的有意识东西”是通过自我的意志活动存在于自我之内（Ibid．，S．593）。这个先验表达正是对自由与隐蔽的必然性的统一的普遍承认。因为在历史这里，不是个体的行动，而是整个类族的自由行动只能在历史中实现“第二种客观事物”——法治状态（Ibid．，S．597），以往的自由产物如法律、文化便是明证。然而在历史王国这里，自由与必然性统一的根据，那种绝对同一性，永远不能成为历史理性的知识对象，相反它永远保持为道德行动和道德信念的对象，保持为绝对命令的内容，使整个历史都作为绝对者不断启示逐渐表露的过程，如历史的三个发展阶段“命运”、“自然”与“天意”所崭露的那样。

由于作为实践主体的自我意识最终无法在行动中直接得到主观事物与客观事物原始统一的证明，先验推演的实践哲学建构也陷入了困难：需要为自我证明的这种同一性，既无法在直观那里指明——直观因客观化恰好取消了这种同一性，又无法在直观的创造产物中指明。因为实践领域的创造产物乃是“第二类的创造产物”，即那种通过取消同一性，通过无穷地分离同一性而产生的创造产物。实践理性只有到自己必然能面对的“第一种客观事物”中去寻找道德自我的行动中的无意识与有意识活动的同一性以解释自己的行动（Ibid．，S．606），由此它本身提出了自然目的论的转向诉求，因为一切有意识活动都是合乎目的的，而有意识活动与无意识活动的会合只能到一种不是被合目的地创造，但却合乎目的的创造产物那里寻找。

（三）自然目的论的观点

为了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分别的建构成果综合起来达于认识中的统一，先验演绎接下来进入了自然目的论的观点，给出了“对自然的创造产物之直观”的先验哲学解说。随着目的论考察，在与实践哲学的结论的关系中，理论哲学体系结尾处“对有机体的推演”那里的思想，又被重新拾起。由于目的论亦承认无论是个别的自然现象，还是作为创造产物显现的自然必定表现为合乎目的的创造产物，就此而言似乎目的论也能为先验推演提供一种解决。但按照谢林的剖析，传统目的论观点无法解释“自然是盲目力量的产物，然而又彻头彻尾地合乎目的”这种悖论式的情况（Ibid．，S．608），因其是以设定创造自然的那种神圣意图去描述自然的合目的性，这种做法将对应于有意识活动的目的置于对应于无意识活动的客体之前，最终导致将自然从其起源方面即说成有目的的，直接取消作为盲目的机械过程的自然。目的论的推演因而自始就行不通，整个自然目的论有待于“以先验唯理念论为原理”去进行改造（Ibid．，S．607）。

谢林重新阐释了自然创造产物的那种无目的而合目的现象，对自然目的论作出了批判的校正。按照先验原理，由于自然是先于反思分离的同一性存在，所以作为行动主体的历史理性必然能够在自然产物之内，看到“那种为了把自己表现在自由行动中而分离的东西，尚且共同地存在着”（Ibid．，S．608），看到统一完整的创造产物。典型的是有机自然，现象世界中只有它为实践理性“提供了自由与必然的统一在外部世界的完整的表现”（Ibid．），就如理论哲学的推演已经得出的结论。有机自然在自身的限度内已经与自由行动毗连，但它依然是一种盲目的也即无意识的创造活动。先验唯理念论坚持合目的性与机械性的共存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折射着目的概念与对象或客体的统一。自然的创造产物恰恰以概念与创造的完全不可分离为特征。如果让目的概念先于创造过程本身，自然的创造产物显然就变成了艺术作品，而目的概念与客体本身的绝对同一正是自然的创造活动的特点。

先验唯理念论指出，不论整个自然界的合目的性还是作为自然创造产物的个别有机体，要理解它们，都“只能从一种直观出发去解说，在那里，概念的概念与客体本身还原初地，不曾分离地结合在一起”（Ibid．，S．610），但这种直观不能是作为盲目地机械地合目的的自然这种创造性直观。后者虽然是自我意识及其规定性的基础和依托，但凭借反思走出自然的自我意识自始即已与其分离。也就是说，要解决先验知识体系的任务——“解释主体性东西与客体性东西之间的和谐根据怎样对自我本身变成客观的”（Ibid．），按照谢林的公设必须转向一种独特的直观，也就是独具此种功能的“艺术直观
 ”（Ibid．，S．611，黑体为原文所有）。由此System
 进入了其结束部分，一个最终调解自然与历史的部分。

二、艺术作为哲学体系的结束

现在，呼应System
 在导论第三节（§3）已给出的提示，谢林以先验唯理念论体系的整个结束章来展开他的工具命题，凸显了艺术作为这个体系大厦的“合拱石”的地位。如果我们可以把System
 第六章对工具命题的论证指向概括为“艺术是哲学体系的结束”，审查就必须追问艺术以什么方式是哲学体系的结束。只要这点还没有确切地、肯定性地得到说明，我们对所有那些针对谢林的“艺术—哲学建树”质疑把艺术建设在哲学之内的批评，就还不能论战地作出回应。

按照D．雅格的提示，批判地审查结束章的切入点，已经能帮助我们确认艺术在谢林的先验体系中的角色功能。因为，在此如何对艺术的体系角色并作出判断，说到底取决于对整个先验唯理念论的问题集合的洞察：这一哲学的基本题目即知识活动的难题本身为什么同时展开在自然的领域和历史的领域中，并且是来自对两者的总体关联的把握。在System
 第五章向第六章的过渡那里，实际上谢林已给出了一个直接提示：“在理智本身必定就能揭示出一种直观，通过它自我在同一个现象里对自己既是意识到的又是无意识的，而只是借助于这样一种直观，我们才仿佛使理智完全搞明白它自己，也就是说，只是借助于这样一种直观才解决了先验哲学的整个或最高的问题即解说主体性东西与客体性东西的一致”（SW．III，610f．）。鉴于这里所说的直观就是艺术直观即客体化了的理智直观，以此根本上已经说出，只有借助于艺术哲学的诸主要定理才能解决先验哲学的全部问题或最高问题。后者按照导论中的定义即是：解说知识活动究竟如何可能。也就是说，先验哲学根本上的体系任务——解释主观性东西与客观性东西的吻合的那个知识活动难题，只是到这体系的艺术哲学部分，才被引至其解决。由此，体系开端与体系结尾的关系同时得以揭示。至于更具体地展开体系任务的体系各中间环节，其与作为结束章的艺术哲学的关系，是在第六章开首给出的：理智直观，其按照切入需要有个结束，在这里做了更进一步的概括：“所公设的直观应当综合分离地存在于自由现象和对自然创造产物的直观中的东西，也就是自我中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同一性与对这种同一性的意识
 ”，而其创造产物与自然的创造产物和自由的创造产物相毗连，“本身统一着这两者的特点”（Ibid．，S．612，黑体为原文所有）。此处所谓“自然的创造产物”和“自由的创造产物”即指被展开的体系的中间环节形态，前者指“客观地”即凭借自然产生出来和存在着的东西的整体，谢林理解为“有机体”的那种东西，后者指“主观地”即借助于人创造出来的东西的整体亦即历史，它们正是之前第三章、第四章分别处理的世界结构的顶点。对理智来说它们的吻合一致有待解释，事情于是关系到，将哲学大厦的建设工程继续推进到“合拱”。所以第六章要借助展开艺术哲学的主要原理，以艺术的体系确证和确保体系原理得以客观化并实现。这个对原理的成功的演绎证明，同时就是对我们要考察的工具命题的证明：艺术是“哲学的一种普遍官能”（Ibid．，S．612）；而现在着眼于体系整体这就意味着，借助于体系两大中间部分的“统一”解决出发点的那个难题已转化为回答活动的整个体系（比如带着其全部规定性的客观世界，历史等等）如何通过自我被设定。于是我们依第六章的推演程序对之作出批判考察就会看到如下方面的阐发：

（一）本质论——对作为联结纽带的一般艺术创造产物的演绎

第六章的第一节（§1），“一般艺术创造产物演绎”，并不是从艺术本身出发，而是按照先验唯理念主义的诸基本定理，从原理性的公设出发进入艺术哲学的原理，从而转向艺术。这是因为，在先验哲学迄今处理的两个客观性领域——历史和自然——那里，所寻找的哲学目标并未达到。于是按先验哲学的解释，历史和自然这两个领域各自缺少的东西就要到存在于一种另外领域中的东西那里去寻找。后者必须是这样一种客观性方式，一种“直观”，它作为公设能够把上述两领域的肯定性东西统一起来。所以第六章一开始就确认了所公设的那种直观也即艺术直观作为纽带的特点：“作为公设设定的那种直观能够综合分离地存在于自由现象和对自然创造产物的直观中的东西，也即自我中有意识东西和无意识东西的同一性与对这种同一性的意识”（SW．III，S．612），并且立即指明，推演对象乃是此直观创造产物即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创造产物。对这种艺术创造产物特征的推演直接又是对其资格的审查，始于其作为内在联结纽带的特点：在实存中，待演绎的“这种直观的产物一方面毗连自然创造产物，另一方面毗连自由创造产物，并且必然在自身内统一了两者的特点”（Ibid．）。由于艺术创造产物是被理性所实现的最高创造产物，所以谢林从其被创造的方面也就是客观性方面指出了它的双重特点：它既是有意识地也即凭借自由被创造的，又是无意识地也即经自然之手被创造被成就的，前一方面使它与自由的创造产物有共同之处，后一方面使它与自然的创造产物有共同之处，所谓“毗连”的确发生并且存在。按照理论哲学的演绎，自然主体的创造活动无意识地开始有意识地结束，从并非合目的的创造中得到合目的的创造产物，而自我的艺术创造活动必然有意识地开始无意识地结束，也即在其创造那里是有意识的，从其创造产物看是无意识的。由于体系课题要求“在自我内指明”也就是为这个自我去证明这种联结，艺术直观就变得十分关键：从原理的展开中出现并以这个展开为题目的最后的难题，其解决是在艺术那里。因为“不仅是哲学第一个原理，也就是哲学由之出发的那种理智直观，而且还有这一哲学推演出来，本身也建立于其上的那整个机制，都借助于这种美感创造活动才变成了客观的”，能够将那神秘机制“整个地揭示”出来的只是“艺术能力”（Ibid．，S．626）。

如果说谢林的演绎是循着艺术创造产物与自然创造产物的异同（毗连）辨析、艺术创造产物与自由的创造产物的异同（毗连）辨析，那么从根本上看，谢林接下来的诉诸“天才”不但是以前二者为准备，并且是与前面的推演紧密联系着的。谢林借助于一个等同于“哲学中的自我”的创造性原理即“天才”对艺术及艺术的真理功能作出论证（Ibid．，S．619）；不仅如此，“天才”这个原理的引出还直接建立在与“命运”的比较上。在对历史的演绎那里，谢林已揭示出理智如何达到对“命运”的经验：某种东西作为“未知东西”被意识为超出意识的东西——仿佛出于其自由意志，人在实践中产生了某种他并未意求的东西，因此不得不承认一种高于他自己意志的意志的存在，后者借助于他的意志而起作用，但不能完全被认识，也就是说，在历史这里存在这种情况，在一个有意识开始，但是出乎预料地完成的活动的产物那里，被谢林作为公设设定的那个“绝对主体”可能被反映出来，但后者对理智必定显现为某种高于他、超越他的东西。正是在此处，发生了实践领域中的自由行动与美感创造领域中的艺术创造产物的毗连。所以谢林接下来说，“这种不变的同一性，这个任何意识都无法企及，只能从创造产物中反映出来的东西，对创造者正是对行动者来说的那个命运，也即一种神秘的未知的强力，它把已完成的或客观的东西添加到自由不完整的作品之上”（Ibid．，S．615—616）。对这一绝对主体看似不可能的反映，由此在历史中的理智的自由行动那里或在美感创造活动的产物那里已变成可能的。因为在两种活动那里绝对同一性都作为一种中介自由与必然地“强力”宣告自己，所以在两种情况下人们都必然会认识到有一种更高的意志“通过”他们的意志在“起作用”，因此他们必须将自己努力的结果归诸一种“未知的强力”（Ibid．，S．616）。所以在此决不可忽视，谢林正是直接在与“命运”概念的这一比较及关联中给出了他的“天才”概念：“正如那种强力——借助于我们的自由行动却未经我们的知识活动，甚至还违背着我们的意志活动实现了并未考虑到的
 目的——被称为命运那样，那种不可捉摸的东西则是用天才
 这个神秘的概念来标志，它是无需自由参与、某种程度上违背自由，在自由那里永远无从寻找，在创造活动中得以统一的那种东西，它将客体性东西添加到有意识的东西之上。”由此直接推论则是，“作为公设设定的那个创造产物无非是天才的创造产物或艺术的创造产物
 ，因为天才仅在艺术那里才可能”（Ibid．，黑体为原文所有）。

如果说，历史实践领域与美感创造领域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对在这两个领域中作为人类经验存在的理智来说，一种中介自由与必然的“强力”必然存在，并且无论在人对其在整个历史中行动结果的反思还是艺术创造产物那里，在两种情况下对这种中介强力的表达都是那种“未知东西”；而两领域的不同之处在于，此纽带对前者是“命运”，对后者是“天才”。同时这个作为纽带的中介强力的反映在历史那里是“自由的创造产物”，在美感领域是“天才的创造产物”即“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的创造产物”；那么两者的鲜明对比还在于，理智在历史那里根本不能达到一种完整的创造产物，相反历史仅存在于对其观念性对象即“普遍法制状态”的持续实现过程中（Ibid．，S．591），这个过程永远不可能转变为一种一劳永逸的实现状态。而对历史的主体也即人类这意味着，他们在本来意义上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即幸福必然总是仅仅呈现在行动中，永远不可能实现在当下：从历史的角度看，对自由与必然、主体与客体之原初同一性的认识只能是“信仰的对象”（Ibid．，S．601）。于是人类自我与绝对自我的这种历史性关系的表达就是人类的不可去除的行动奋争或冲动，如System
 实践哲学的演绎已经证明的那样。而在对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的创造产物的推演这里，已证明“所有美感创造活动都建立在诸种活动的对立上”（Ibid．，S．616），激起艺术家的创造冲动的是自由行动中有意识活动与无意识活动之间的矛盾对立；并且，正如冲动只能直接源于对此种内在矛盾的感受，此矛盾对立触及艺术家的终极性东西，其整个此在的根本；也只有艺术才能满足历史理性的无穷渴望，解决这种关乎其生死存亡的矛盾对立。因为“正如美感创造活动始于对一种看似不可解决的矛盾的感受，而且按照所有艺术家和所有具有艺术家灵感的人们的陈述，它也同样结束于对一种无限和谐的感受”（Ibid．，S．617）。艺术家把他在自己作品中看到的矛盾的完全解决“归功于其本性的一种自愿的赠予”（Ibid．），因为他们发现，不管自己怀着怎样的意图，从他们的创造中所包含的那种真正客观性的东西来说，他们自己总是处在一种“强力”的影响下，后者把他们凸显为个体，强迫他们去谈论和表现那些他们尚未洞察的含义无限的东西。艺术由此成为对“两种彼此不断逃避的活动”的那种“绝对会合”的唯一的启示。即使这种启示只是短暂的闪现，它仍然“必然能够使我们对那种至高无上者的实在性确信无疑”（Ibid．，S．618）。于是随着艺术，在人那里意识到自身的那个自我，已经意识到自己与自然的同一性本身；由此在行动中、在历史中一直是未完成的那个“知识活动诉求”必定找到了它的完成。实际上从谢林对“无限满足”（Ibid．，S．615）这个公设的推演就能够看到这种完成出现在哪里：作出公设的所有努力都会随着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创造产物的完成而“终止”。驱动的终止表达着“无限满足”，它不同于所有在认识和行动中也能有的其他的有限满足——它们都起于对自由行动中两种活动的绝对统一的阙如的不断发生的新感受，而这种创造产物的完成是与一种绝对同一性相应。对此，在创造者和观察者方面的标志都是那种幸福乃至永福的感受。幸福的感觉是艺术创造产物所达到的统一带来的。

（二）特征论——艺术创造产物演绎

在第六章第一节（§1）里，除先验演绎之外，谢林已借助完整的分析揭示出艺术创造活动的“所有特点都汇集在美感的创造活动中”（SW．III，S．616），如前已述，这个证明实现在第一节（§1）的后半部分，其已将这个公设与对“艺术家”的陈述结合起来。即使如此，从公设的知识活动到现实的知识活动这个转变还没有结束。但哲学之转向艺术，其目的恰恰在于以这些陈述去证实所推演的这个公设并提供“现实的”认识。正如哲学诉诸天才，也是从一开始就意在天才创造产物。所以，第一节（§1）对艺术创造活动的导论式解说已经提示了第二节中的对“艺术创造产物的特征”之解说关键：这个解说并非关乎对艺术家的陈述，而是关乎艺术考察者的经验，以此关乎那种对哲学家也可直接通达的东西。

在先验演绎的根据和基础上，第六章第二节（§2）要对在其形而上基本意义上的艺术之存在方式作出精确表述，并将其与自由及自然的创造方式分别作出比较。这一节的演绎主题是“艺术创造产物的特征”，其与第一节（§1．一般艺术创造产物的演绎）的论述关系可作如此把握：“本质”因与产生过程相关，要在艺术作品的“创造活动”，在艺术创作那里去寻找，所以“天才”构成第一节（§1）的具体课题。艺术的特征首先涉及艺术活动的“创造产物”即艺术作品，所以第二节（§2）处理的重心是“美”。

谢林是从“无限性”、“静穆的伟大”和“美”这几个特征去概括艺术的创造产物。首先，“唯独艺术作品为我们反映出有意识活动与无意识活动的同一性。然而这两者的对立是一种无限的对立，其扬弃亦无须假手任何自由。艺术作品的基本特征就是一种无意识的无限性（自然与自由的综合）”（Ibid．）。它这里除了艺术家有意识有目的地置入的东西之外，仿佛还按照直觉表现出一种无限性；而对于完全展开这种无限性，任何有限知性都无能为力。这正是真正的艺术创造产物的性质，使其从内涵上看仿佛包含意图的无限和释义的无限。此外，美感创造过程始于无限的矛盾感受，终于无限满足的幸福感受，并且后者会过渡到艺术创造产物当中，使其外在表现呈现为“静穆的伟大”也就是至高的一种和谐。就如“静穆的伟大”这一诉诸温克尔曼的美学术语本质上用于标志希腊雕塑艺术，谢林也用同一个标志去指称诸如痛苦、欢乐乃至矛盾张力这样至高至深的心灵运动之凝然不动的外部艺术表达，此时艺术对绝对性的表达，是让最高的存在者的安宁形象与其本质的完美无缺相应：表达最高的活动性之内的最深的安宁；再有，艺术的创造产物因其美感创造过程而统一着分离和结合。它有限地将一种无限者表达出来，而这个被有限地表达出来的无限者就是美。美正是每一在自身内统一着有意识和无意识活动的艺术作品的基本特征。美又以与崇高的对立而与之联结，美的艺术作品与崇高的艺术作品的差别仅仅基于，一个是在客体本身那里将无限的对立消除，是对无限抗争的解决，另一个不是在客体内把对立统一起来，而只是使之升级，使之在直观那里必然被取缔。

艺术创造产物的特征也可在与其他创造产物的区别中得到凸显。首先是其与自然的创造产物的区别：美感创造表现的是分离之后复又统一的东西，有机自然的产物表现尚在此分离之前的“原始的统一”（Ibid．，S．622）。另外自然的创造产物不一定美，并且，并非是仅仅偶然的自然美给艺术提供规则，相反是完美无缺的艺术创造产物建立了自然美的评判标准。至于美感的创造产物与普通的艺术创造产物的区别，谢林是以自由为准则来断定的：所有美感创造活动原则上都是一种绝对自由的活动，它们具有对外在目的的独立性。以此对照，任何其他的创造活动都是以一种外在矛盾为契机，都拥有并服从某个外在目的。最后，按照谢林的看法，这种对外在目的的独立性甚至使艺术的创造产物超越科学，因为后者总不免涉及某种外在目的，并作为手段服从之。但谢林也尝试从艺术与科学完全不同的倾向出发，论说两者的互补与互指，甚至将天才在追求整体论的科学那里的“有疑问的存在”作为例证，尽管在他看来，“只有那种其前提条件是［有意识与无意识］两活动的一种无限对立的创造活动，才是一种美感的活动，一种唯独借助于天才得以可能的活动”（Ibid．，S．624）。

很显然，艺术的本质与艺术的特征之间的关系并非如原因—结果模式那样是种外部关系，相反，艺术家的本质唯一取决于其在作品那里的创造活动，因此必须把艺术作品视为那种为作为天才的艺术家“赋予灵魂”的东西的完成。因此“艺术的创造产物”在第二节（§2）处在演绎的关键点上。当然这创造产物本质上要从创造活动出发去理解，并且由于创造活动的原因已完全进入到产物之内，它因此也与观察者发生关联。艺术的观察者虽然无法进入“天才”的创造活动，却始终能够在天才的创造产物这里企及美。借助于艺术创造产物，艺术家与艺术观察者建立的这种总体关联对谢林的艺术合法性诉求非常关键。因为对哲学所要求的那种“同一性”意识来说，重要的不是艺术家，而是每个人根本上都能够感知的那种东西，也就是艺术的那种必须在其“特征”那里显露出来的“本质”。总起来说，为了把握System
 在艺术哲学这里的结束，必须将关于艺术创造产物的三个观点结合起来考虑：（1）对作为公设的艺术创造产物的状态的构想；（2）这个构想与从艺术家的陈述中获知的“天才”之自我经验的结合；（3）解说对人来说直接可通达的艺术创造产物。

例如，谢林是用“无意识的无限性”去标志艺术创造产物的“根本特点”（Ibid．，S．619）并把它置于考察和分析的中心。因为“无限性”常以“圆满完成”这种方式主掌着创造者的中心经验（Ibid．），所以必须把它与艺术创造产物所体现的最终的和谐与艺术创造活动开始时艺术家的内在冲突联系起来理解。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艺术的特征那里分享艺术家的激情，最主要是因为创造产物的“圆满完成”直接把创造活动的完成与创造活动的开端衔接起来：美在此涵盖了矛盾与统一之间的整个关系。所以“圆满完成”本身表明一个“看似不可解决的矛盾”被解决，也就是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被实现为可能的（Ibid．，S．615），在“圆满完成”这里，矛盾对立最终仍证明了开端的那种原初统一。“而伴随圆满完成的这种感受同时也是一种感触这点即已证明，艺术家并未将在其艺术作品中看到的对矛盾对立的解决仅仅归功于自己，而是把它归功于其天性的自愿馈赠”（Ibid．，S．617）。

通过创造者和谐完满的感受表述自己的，乃是成功的作品。在对成功的满足和感动这种情感中折射着成功之不可强制。满足和感动这些感觉均是对一种馈赠的回应。由于馈赠根本上是自愿给出的，于是它被接受馈赠者体验为并非通过自己的作用产生的。谢林用这个否定性的表达，用并非通过自我自己的作用去定义的东西正是自然，以此他在强调以往时代用目的论去阐述的那种事实：在艺术这里存在着一种东西，它被经验为并非通过自我自己而作用，相反是必然存在于自我之下或自我之上的东西。自我之下的东西就是原始的东西，自我之上的东西就是比自我更强大的东西：这两者指称的都是自然。自然在艺术创造产物这里，通过圆满地完全实现自己，第二次完成了自己：把自己的创造力植入到创造产物中。关于自由与自然在艺术创造活动中的这种吻合一致的结构，谢林在第一节（§1）的最后一部分做出了处理，并且我们在谢林的天才概念本身中已能窥见。对谢林来说，“神秘的天才概念”标志的是无意识与有意识的“遇合”（Ibid．，S．616）。他的这个定义中已有与18世纪非理性的天才概念的巨大差别，因为后者所理解的天才是与意识对立的无意识，与经验对立的天赋。谢林相反，他在“自然的赠予”这个层面上还考虑到，无意识与有意识这对矛盾的联结有其张力范围和尺度。按照谢林的看法，没有鉴赏，没有训练和批判，就不会有自然的赠予。

（三）功能论——艺术哲学与整个先验哲学体系的关系

第六章的最后一节（§3）清楚地给出了理解整个结束章结构的提示，因为第三节（§3）现在讨论的只是前两节（§1、§2）中已作为艺术的本质和特征所演绎出的东西的意义。于是最后一节（§3）不再是“艺术—哲学”内的一个继续推演的部分，这一节只是借助于给出“艺术哲学与一般哲学的整个体系”之间的独特关系把第一、第二两节中最一般的结论引出来。而在我们的批判审查看来，这一关系本质上与艺术的体系功能有关。

谢林在第三节中对艺术哲学的体系功能做出了总括的阐发，其方式就是给出作为体系结束章的整个第六章的结构，“在我们将艺术产物和本质和特征按照当前研究的需要完整演绎之后，要做的就只有，陈述艺术哲学与整个哲学体系一般的关系”（SW．III，S．624）。这个陈述又分为两步去阐明，“不仅是哲学的第一原理及其由之出发的第一种直观，而且连哲学已推演出、它本身建立于其上的那全部机制，也只有借助于美感的创造活动才变为客观的”（SW．III，S．625）。也就是说，第三节现在对艺术哲学与整个先验哲学体系的关系的论述，已经是对艺术在哲学中的工具功能的证明。在System
 导论第四节（§4）中着眼整个体系的推演运作曾预先提出的断言：“必须用来把握这类哲学的真正感官就是美感的感官，正是因为如此，艺术哲学乃是哲学真正的工具论”（Ibid．，S．351），现在被证明是确乎如此。在整个先验体系的结尾，作为从推演总体关联中所呈现的结论，谢林得出了推论的结果，“如果美感直观无非是客观化了的先验直观，则由此可知，艺术乃是哲学唯一真实和永恒的工具和见证”（Ibid．，S．627）。

为进一步说明艺术这一哲学“工具和见证”的那种非概念非反思的特性，谢林又将它在与自然及历史的比较中譬喻地给出描述。尽管艺术为哲学作出的这一见证的确不是概念地给出的，然而恰恰唯有它“一再为哲学的无法从外部去表述的那种东西也即行动和创造活动中的无意识及其与意识的原始同一，提供证明”（Ibid．，S．628）。所以谢林甚至把“至高无上者”这样的地位给予了艺术，因为艺术为哲学家启示了“至圣者”即绝对同一性，在这里，理性能够看到，已经分离在自然和历史两个王国中，在生命和行动乃至思维那里都不得不逃避自己的那种东西，仿佛在永恒和原初的统一中熔炼为一道圣火。并且，进行抽象思考的哲学家凭借其人为努力对自然得出的见解，对艺术来说根本就是原初的和天成的。谢林揭示，哲学家所面对的自然，实质是以神秘奇妙的文字写就并封存的一部诗章。他判断，如果哲学的理性能够解开这个自然之谜，“我们就会在其中认出长途流放中的精神，这精神也是奇妙地受到诱惑，不断要寻找自己又不断要逃避自己”（Ibid．）。这一漂泊因命中注定而不可避免，因为精神所追求的那种东西只能透过感性世界去追索，就像只能透过语句去索求意义，又好像只能透过迷雾去眺望想象之乡。“每幅壮丽的画卷仿佛都因现实与理想世界间那道不可见的隔膜被去除而呈现，每幅画卷都无非是那种启示，使在现实世界中只能些微闪现的想象世界中的山川景致完全呈现”（Ibid．）。

谢林接下来即把艺术哲学确定为先验哲学体系的“圆满完成”，因为这个体系在到达艺术哲学的时候已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即先验直观那里：“在其原始同一性中只可能借助于理智直观得到表述的、主体性东西与客体性东西的一切和谐之原始根据，也正是被艺术作品从主体中带出，从而完全成为客体性的那种东西，使我们将我们的对象也即自我本身，逐步引到了我们开始哲学思考时曾处在的位置”（Ibid．，S．628—629）。在先验体系的结尾处，他得出了决定性的结论：“唯独艺术能以普遍有效性把哲学家主观表达的东西造就为客观的”（Ibid．，S．629）。这样的结论，是从前两节的内容得出的论证推断。如整部自我意识史已经表明的，这整个先验哲学都发端于一个原理，它作为绝对同一性是无条件非客体性的，并恰恰作为无条件的非客体是理解整个哲学的条件。而这个绝对者不是概念的对象，相反只能在直接的直观中去把握。哲学理性因此发生困难并陷入矛盾：它以非客观的、既非主体亦非客体的东西为对象，又只能借助于一种不可捉摸的直观来运作。此时这种直观对思辨变得极为关键，为了直接把握绝对者，理智诉诸的这种直接直观不可或缺，然而它作为知识活动必须为自己所拥有的普遍、公认的客观性提供依据，以区别于纯粹的主观幻想。而“理智直观的这种普遍被承认，无可否认的客观性，就是艺术本身”（Ibid．，S．625）。艺术把自己揭示为哲学的官能和工具，因为唯有艺术作品能够向自我反映出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反映的东西即那种绝对的同一性，而后者即使在自我那里也已分离。哲学家为达于直观而在最初的意识行动，最初的思考那里将其分离的东西，是通过艺术的“奇迹”映射在艺术作品中。

显然第六章第三节（§3）中所讨论的，正是前面第一、第二节（§1、§2）所演绎的“艺术哲学的主要定理”的内容之意义。所以最后一节（§3）本身不是“艺术哲学”内的一个继续推演的部分，而是在从第一、第二节的内容中引出最一般的结论。质言之，要检查艺术的哲学功能，我们不但要跟随整个推演达于作为艺术哲学结束和整个先验体系结束的第三节，还应不断与此前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的整个艺术—工具命题所铺设的各个关键点建立联系，反观整个艺术哲学基本原理的内容和整体关联。比如第六章作为公设的那种创造产物对整个哲学体系具有关键地位，因为它正是对先验哲学得以展开的那一基本公设的完成。根据那一公设，理智在历史中已发现了作为自我意识和自然的同一性的根据。所公设的这种创造产物的形而上意义就在于它能够折射“绝对者”：“在此，将客观的活动与有意识的活动设定在出乎意料的和谐中的这个未知东西，无非就是那个包含有意识东西与无意识东西之间前定和谐的一般根据的绝对者。如果绝对者从这个创造产物中反映出来，那么这创造产物就会对理智显现为某种超越于它之上的东西，显现为某种东西，它甚至违背着自由，将无目的的东西附加到已有目的地开始的东西上”（Ibid．，S．615）。这里，在对艺术创造和洞察艺术作品作为更高自然的自愿馈赠这种常见经验解释的基础上，谢林进一步给出先验的释义。这两个反思层面是相互支持的：在对证据给出分析，以证明所公设的那种创造产物的实在性和存在的时候，对何为艺术这个问题，艺术家的经验表白以及艺术观察者对艺术作品的外在表达的描述都被谢林作为证据、作为不言自明的客观事实。而哲学在此以天才概念提出了对艺术这个事实的先验论证。按谢林的看法，正是通过这个论证，哲学本身才达于自己的圆满完成。

现在，当回到我们的谢林研究所提出的问题，也即哲学的“工具和见证”是否应该是艺术或艺术哲学时，在先验哲学的这个整体关联中我们已经可以说，整个先验体系必然以艺术哲学作为结束，因为哲学本身是通过对艺术这个事实的先验论证得以完成，并且对理解艺术现象的哲学意义，这个体系的任何部分都必然不能缺少。但艺术获得的这个从哲学中展开的意义恰恰植根于，艺术按照其本质就是建立在其自身之内的，以此是建立在“绝对者”之内的。艺术在先验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仅当它在其绝对的需求中而被承认。而哲学体系在对自身的奠基那里不断要询问艺术对自己的意义，并以此与艺术发生不解之缘。因为从有意识的活动中呈现了一种客观的，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创造产物，使得人在面对他存在的创造产物时，必然得出他的自由与外部世界的原始同一，必然有在自身反映出的无限满足的感觉、无限和谐的感受和未曾预料的惊异。那么在同一性与有限意识的一种关系里，整个体系的演绎由此就达到了结束。谢林以此已经以先验演绎证明并解说，在作为公设的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创造产物这里，必然能够确认知识活动的最高原理得以完满直观的可能性。如果说本身是进行创造活动的理智由于创造着对自己的意识同时把自己从存在于创造性中的同一性本身那里割裂出来，那么在反映着“绝对者”的那种创造产物即天才的创造产物那里，同一性对借助于人类意识的理智来说又完全成为客观的，也就是说，它作为某种超出理智的东西，从一种有意识开始的活动达于某种未曾预料的、未曾设为目的的东西，也就是某种压倒自我的自由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这个创造产物、这个结果中反映出了哲学作为公设设定的绝对者。而且恰恰由于这种情况，意识在这种超出理智的东西那里也同时得到承认：作为反映者的人，尽管是在其有限生存和有限认识中，仍然被提高到无条件者的整体存在关联中，因为他在历史中的自我客观化的意义就在于中介“绝对主体”。



————————————————————


(1)
  Cf．Kant-W．
 Bd．III，S．63．


(2)
  这个命题中的“艺术”，谢林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的：它既指艺术的概念，又指具体艺术创造、艺术作品及其鉴赏。


(3)
  康德的工具（Organon）概念出现在不同的总体关联中，例如对前批判时期的他来说，逻辑、形而上学都叫工具，在批判哲学中，数学是工具；而在KrV
 中康德只称那些逻辑部分是工具，也即去掉内容和经验原理的形式逻辑等等。也就是说，康德仅视服务于正确思考的科学理性为工具。


(4)
  Cf．System
 ，Vorwort，SW．III，S．333．


(5)
  Cf．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sel 1971—2007，Bd．6，S．1364；注意亚里士多德本人从未将自己任何一部著作称为“工具论”，尽管他的确将其逻辑学理解为哲学的入门基础和方法论。


(6)
  亚里士多德在其《动物学》中说：“自然为工作创造了各种官能，却不是为了各种官能而创造工作”（De part．anim．
 IV，12，694 b 13）。确切意义上的Organ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个生理学的概念，而当其意指身体部分时，它主要在标志那种“非原子的”事实。


(7)
  Cf．Hist．anim．I，6，491a；De part．anim．II，1，646．


(8)
  Ibid．，S．1317—1318．


(9)
  Kant-W．
 Bd．3，S．37，Bd．4，S．357．


(10)
  Cf．Bestimmung des Menschen，Fichte-W．
 ，Bd．2．在第二章知识活动和第三章信仰的讨论中，费希特集中辨析了作为理性机构的Organ也即意识，Cf．S．214—215，S．222，247。


(11)
  康德的KpV
 已经强调，其实在性已通过实践理性的一个绝对可靠的法则得到证明的“自由概念”，乃是“一个纯粹理性甚至是思辨理性体系的理论大厦的合拱石”，所有其他的概念都系于自由概念，都通过它才获得持存和客观实在性；Kant-W．
 Bd．7，S．107。


(12)
  Cf．D．Jähig，Die Wahrheitsfunktion der Kunst
 ，Pfullingen 1969，S．8．


(13)
  谢林在此是在与费希特知识学的衔接处发展出自我意识的概念，参看D．Jähig，Schelling．Die Kunst in der Philosophie．
 Bd．1：Schellings Begründung von Natur und Geschichte
 ，Pfullingen 1966，S．33。


结语　原理的启示和见证

在完成对System
 的“艺术—哲学”建树，特别是对其“艺术—工具”命题的集中考察和辨析，对艺术在谢林那里获得哲学体系中的关键地位作出肯定的同时，我们在结语这里要总结性地突出艺术对哲学的那种意义的本质特征，并以之回应研究中常见的针对谢林System
 赋予艺术的真理功能发生的合法性质疑。

谢林对艺术与整个先验哲学关系的规定性表述是，艺术乃“原理的客观化”（SW．III，S．624），这是承认在一个原理内的知识活动的自我论证需要借助艺术的帮助而发生，所以它作为一种科学的奠基本身颇具挑战性。毫无疑问，谢林为体系的奠基寻找一种统一性原则时超越了康德对艺术与哲学关系的“批判”划界。笔者认为，对审视分析这一艺术—哲学举措，最主要的是把握作为存在根据的原理及其在艺术中的现象之间的总体关联，因为这个关联同时揭示了哲学与艺术之关系的根据。System
 中的演绎显示，谢林是用“启示”概念来提示这个根据：“既然那两种逃避自身的活动的绝对会合（jenes absolute Zusammentrffen）根本不能继续解释
(1)

 ，而只是一种虽不可捉摸，却又不可否认的现象
 ，所以艺术就是对这种绝对会合的唯一又永恒的启示，它也是那种奇迹，哪怕只出现一次，也必然使我们对那种至高无上者的绝对实在性确信无疑”（SW．III，S．617—618，黑体为原文所有）。如我们迄今的考察所证实的那样，对先验知识体系来说，艺术具有客观化方面的优越性。整个先验体系从开始就在向着“那种至高无上者”即“主体性东西与客体性东西之间的和谐的根据”运动，这个根据按照体系“最后的任务”应当对“自我本身”构成为“客观的”（Ibid．，S．610）。而在艺术这里，在一种当下，知识与存在的这一产生根据现实地闪现。这在System
 全书中一直有着提示，而在第六章的“艺术—哲学”的先验演绎那里，最终按照原理得到了阐明。在此我们将几个理解关键点总结地分述如下：

1．在与艺术创造的关联中，要把艺术理解为对绝对原理的“启示”，就需要把握“启示”与“意志”的整体关联
(2)

 （Ibid．，S．616）。因为在艺术创造这种现象那里意志强调地证明它自己是整个存在者的原理。“启示”是那种“能够展示绝对实在性”的“奇迹”。也就是说，艺术关系到某种“奇迹”，此“奇迹”是存在本身的显现并因这种显现在这里出现而被造就。由于“奇迹”的本质特征正是某种根本不可能显现的东西的现实存在，“奇迹”作为一种存在意志的体现对历史理性必然是种不可解释的现象。“不可解释”在这里并不意味着直接扬弃思考法则和自然法则，而是仅仅提示着超验，仅揭示出某种东西的起源无法接近。谢林恰是在这种辩证的意义上，在“至高无上者”的那种不可解释又不容否认的显现的意义上阐发艺术是原理的唯一而又永恒的“启示”：因艺术的意志活动的客观性，艺术必然能让理性认识到作为原理的意志即实际上的存在者。

2．我们还必须注意，谢林在此是在一个“强力”的概念那里寻找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真理证据——此哲学唯一的课题就是其知识活动的难题，而这个“强力”概念恰恰被他从根本上定义为“不可知的”、“不可捉摸的”和“神秘的”（SW．III，S．616）。这种神秘的“强力”强制地带来对客观性东西的意识。“客观性东西”在此指的是在所寻找的那种美感创造的有意识的活动中出现的东西。意识则是人的那种自由的、意识到自己的活动。因此创造活动的“强力”不可捉摸，逃避理智的把握，逃避自身。不过，一种“强力”把对象带给意识，这又说明那种神秘不可知，不可捉摸的“强力”恰恰指向照明，指向可辨认和可理解。所以当谢林从艺术产生的角度进一步揭示了自由与必然的原始矛盾对立如何规定着所有的伟大艺术时，他仍在遵循这条从原理到自我启示的思路。

3．艺术是绝对同一性原理唯一又永恒的“启示”这一陈述，本身还必须在与作为创造性原理的“天才”的关系中去理解，具体说来，要将之理解为对“天才只是在艺术中才可能”这个表达的另一种阐述（Ibid．，S．616）。由于谢林把天才的创造产物的基本特征规定为“启示”，“天才创造产物”这个概念就同时包含着艺术产生与艺术显现的总体关联。对艺术“奇迹”的形式规定，成为一种不可否认，但按其起源又不可解说的现象。以此谢林把这个所有时代的难题，按其本质是永远不能成为客体的绝对主体如何可能与人类意识建立一种关系，与当时在艺术、宗教和哲学本身形态中寻找的解决结合起来，得出他自己的结论：既然绝对主体永远不能成为客体，只能作为统摄者悬于万事万物之上，那么就不能思考其与人类意识的关系，而只能思考其与纯粹显示也就是“见证”（Dokument）的关系。这也正是我们对System
 中艺术“工具—命题”的批判考察所获得的洞察之一：System
 中的艺术哲学建树并非关系到任何一种“天才崇拜”、“审美革命”或审美理性的越界操作，而是根本关乎“至高无上者”的这种自我显示如何借助于艺术而发生。先验演绎在此并未像浪漫派理论那样片面地将个体的意志活动绝对化，却指向在“天才”这一创造原理内尽可能统一意志活动与“应当”（das Sollen）那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

4．“绝对者”的自我“启示”在涉及艺术的情况下成为对“绝对者”的“见证”问题。因此洞察谢林怎样从作为非客体性东西，本身只能显示的“至高无上者”的思想而达于艺术，是把握谢林System
 哲学美学思考切入的契机之一。“见证”本身之可贵在于它那种独一无二的“显示”：“此见证总是不断地重新显示和证明哲学不能外在地表现的东西也即行动和创造活动的无意识及其与意识的原始同一”（Ibid．，S．627—628）。而谢林在此并没有将艺术之“见证”树立为等同于原始同一性的，而是清醒地看到“显示”本身联系着某种矛盾的要求：某种不能是客体的东西应当被意识、被显示。所以在同一性原理与显示的这种关系中，显示首先提示一种现象，其完全不同于一个纯粹的事物，因此而区别于客体化。同一性原理的显示是指绝对主体为了成为现象而达于一种可认识的状态。按照唯理念论的概念，此主体不仅是客体的对立面，而且是一切客体性东西的自在存在的根据。据此，作为主体显现就意味着显现为超越所有客体的那种东西。按照谢林的思考，作为主体显现还是在一种双重意义的显现：一方面绝对同一性显现为创造性的“强力”，超越在被创造的东西之上，另一方面又在维持着的“强力”的意义上，作为不变的秩序超越于被置于秩序中的消逝者。

总起来看，System
 是从知识活动的方式去规定“启示”、“见证”乃至“显示”，强调了通过“启示”传达的知识活动不同于其他的知识内容。真正的“启示”的对象，人们对之无法有科学，而没有“启示”、“见证”就无法认识它。显然这是一种特有的、特殊的认识。谢林对艺术创造中的非任意特征的研究，他对建立开端的不可避免与圆满完成的不可强制的解说，典型地揭示了这个情况：在艺术创造的情况下，艺术家完全有意识地、抱着特定目的的创作，却既不能强求其创造产物的“圆满完成”，也不能将这种“圆满完成”仅归功于他自己。而对这种“圆满完成”之不可强求的意识同时正是对作为不可解说者的绝对者的一种意识。因此艺术创造活动的“圆满完成”在凸显着创造性原理那种“不可解说”又“不能否认”的辩证法：“圆满完成”之不可强求源于创造性原理之不可洞察。在艺术这里，不可强求因此也“不可解说”的东西正是创造活动的“圆满完成”，是创造产物。那种“不可解说”的东西借助于美感创造又正是无可争辩、有目共睹的东西。这说明表述的达成也就是一种可见、可闻、可感知的状态的达成。因达成之不可强制，艺术也无条件地不可解说。人们虽然能找出艺术的各种组合要素，但是恰恰不能解释那种决定性的“遇合”（das Zusammentrffen）本身，艺术的“圆满完成”以及艺术的“显示”都仅仅存在于这“遇合”那里。显然，艺术的这种情况之难以捉摸，原因就在其与那种在此达于显现的东西的关系中。不可捉摸正在于：那种“绝对非客体性的东西”显现出来，其按照本质状态恰恰必然要逃避任何显现。这就是本质与生存间的矛盾，艺术的“效果”就建立在这个矛盾上。艺术正因为如此是哲学所寻找的那种“启示”，当它是两种天然要逃避自身的活动的某种绝对融合。艺术作品将不可客观化的绝对同一性客观化，以此证明了自己的真理特征以及与此有关的独特功绩——证明自己是真理的条件。没有艺术，“至高无上者”就在神秘地保持缄默。

正是在谢林对艺术的真理和体系能力作出前所未有的高度赞扬之处，我们有必要对相关研究对此的一些怀疑和批评的立场作出回应。这类质疑除反对“以美学代逻辑”之外，最主要是针对有限理性，特别是具有象征特征的艺术作品如何能完满“反射”无限原理而发出；也就是说，争论点在于作品作为有限认识是否能符合“至高无上者”的存在，个别的艺术作品带有物质性的表现如何能证实整体，其在认识论意义上究竟是对后者的一种“启示”还是一种“遮蔽”。就一切理性都只能以其认识与诸种客体发生联结而言，我们承认，从认识论方面对谢林赋予艺术的真理功能提出的质疑，是哲学美学研究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不过，就我们的考察题目来说，就艺术的真理功能在System
 这里根本上涉及对超越性的原理也即无条件非客体者的表述而言，谢林对如何从根本上把握这样一种绝对非客体者的课题处理，本身并不是在认识论的层面上作出的，所以也不能仅以艺术家的神性认识能力及相关衡量标准的讨论来回答。相反，对此种质疑的思考，我们一般的回答就是指明艺术的哲学功绩或真理功能得到合法性判断的那个理论奠基关键，也即强调System
 所展开的艺术与绝对原理的内在联系。艺术哲学只是先验哲学的工具论，运动在先验哲学体系内的只是这原理本身，这是寻找原理自身的“启示”可能与“显示”或“反映”可能的问题集合。此外我们也提请批判的考察同时要关注并认识System
 中谢林的“艺术—工具”命题的范围条件：这个命题是在先验哲学体系领域和先验演绎方向上的，如同我们的审查已经证实并一再提示的那样。如果对基础主义和整体论持拒斥态度并从唯理念论乃至整体论的体系立场全面后退，谢林的上述思想的精髓和独有的重要性就不免被置诸视野之外，我们也很难从这一重要的哲学美学思想受益。

从System
 的论证结构看，这个体系的全部知识活动的步骤都指向一个点，在那里此前尚建立在公设特征上的前进式的原理转变为一种一劳永逸的“现实的”知识活动，因此这个点标志整个体系从公设的知识活动到现实的知识活动的转变。而最后这个点就是由System
 中艺术—哲学的最后定理标志的：“作为公设设定的那个创造产物无非是天才的创造产物或艺术的创造产物
 ，因为天才仅在艺术那里才可能”（Ibid．，S．616）。作为美感创造原理的天才等同于哲学中的自我，所以其创造产物能够把一切客观事物的原因，那种不能客观化的“至高无上者”即绝对同一性启示出来。通过艺术的创造产物，对理智来说，自由与合法则的那种同一性，体现为其最后根据存在于它自身那样的东西。也就是说，最后这个点的内容正是整个体系从一开始就在要求的知识确定性和存在确定性，因此随着它，知识体系迄今走过的全部道路都被移植到确定的状态中。“艺术—哲学”以此完成了它作为先验知识体系的“官能和工具”的作用。

我们的批判考察也能够说明，哲学在谢林的System
 那里主要是出于确保思考与真理才强调地转向艺术。正是思考的内容和现实的那种“原始自我”促使谢林哲学从一开始就对准人的一种同时涉及知识与行动的独特“状态”，期待艺术为满足绝对确定性这个诉求对哲学的论证有所帮助。因此指责谢林以艺术遮蔽甚至取代思考的诉求不够公正，System
 的先验推演并非意在对哲学思考提出一种浪漫主义的草率“解决”，相反考察表明，对哲学着眼于自然与历史的难题向艺术提出的这个中介命题的难度，谢林有着充分的认识。他对艺术重大意义的洞见，本身是以艺术是否能满足这个意义期待作为条件，所以，我们再次强调：System
 中的“艺术—工具”命题有其确定的前提和范围，此命题的作用域是先验哲学体系，并且只是在这个方向上，只是在这种反思的哲学体系内的先验推演运作那里，艺术被强调为哲学的“官能与工具”，强调为先验哲学的“见证”。对此，即使是批判方的一些意见，依然从否定的方面认定了这个事实。
(3)



如果说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精神在任何一个时代的努力中均没有建立如康德以来的这种深刻的、富于成果的丰富体验，那么经上面的考察我们更可以肯定，仅就将先验哲学重新提高到康德和费希特曾将其建设的那个程度上这一点而言，就必须承认谢林的独特贡献。而谢林跟随康德，使哲学与艺术联盟的做法具有重大意义，他致力于使哲学与艺术在知识体系的整体内保持积极张力，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让艺术被哲学所扬弃。这也表明，在德国唯理念主义者中，谢林从精神来源看是更为贴近希腊来源的那位思想家，他继续康德的美学转向而致力艺术形而上学建设，他的思考更为贴近艺术的真理—证据准则。因为在谢林看来，不仅艺术的存在最终澄清了克服“精神—物质”之二元对立的理论可能性的真相，并且此种可能性已经存在和实现在艺术中，其证据就在作品的艺术特征本身、在它的美那里。而且，以此在希腊的表象那里，指的是艺术的那种特定的作用，它作为令人幸福（永福）的强大力量，使人在一个瞬间忘记了他的死亡，他的有限性的那种存在特性。在谢林的作为艺术特征的美概念和天才概念那里，艺术创造产物的完成都与一种“无限满足”的情感相应。艺术借个别或特殊而完成超验作用和整体性作用之秘密俱在于此。

我们据以上考察也能够肯定，谢林在System
 中的“艺术—哲学”建树因其独特的哲学提问以及艺术与哲学的关系构想并未被超越，而是保持为近代思考运动中的整体论积极的一极，即使这个构想在“后体系时代”高扬哲学之科学特征的主流哲学家那里随着实践的进程淡出了视野，其思想的力量并未因之而减损。本书这里作出的努力是，按其被谢林展开的那样明确提出这一“艺术—哲学”建树的重大线条，以突出其现实意义；因为按照概念和事实，艺术哲学的概念与谢林的先验哲学的融为一体都非常引人注目，其使艺术在哲学中决定性地获得关键地位，可说代表着一种古老的理性洞察：哲学与诗的渊源更近。以此我们认为，System
 对艺术真理功能的全面认可，也指向承认在哲学、科学和艺术间的连续性，哲学的整体论形式即已包含某种多面与整合。对此来说，谢林在先验哲学内的这一艺术哲学建树始终是一种哲学美学的可能形式。



————————————————————


(1)
  在谢林的先验哲学中，“绝对会合”这个表达指的是，有意识与无意识活动在完满的艺术作品那里发生的融合为一或统一，必然以偶然方式呈现，不能是有目的的实践追求的结果。参看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7页。本书中笔者根据上下文又将“会合”译为“遇合”。


(2)
  谢林的先验哲学将精神的自我规定称为意志活动，对此可参看谢林System
 中理论哲学部分从反思到意志活动的推演、实践哲学部分对道德领域的自由意志的阐述，以及他的悲剧阐释赋予意志活动的角色：仅在意志活动那里，理智或自我才成为其自身的对象；意志活动实际是自我意识最高条件的表述。参见本书第一部分第三章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的相关探讨。


(3)
  例如那些针对谢林在之后的同一性哲学中放弃艺术这一真理工具作用的批评。



第二部分

《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Kunst
 ，1802—1805）中的存在论神话学


导论　《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Kunst
 ）的存在论维度

本书在第二部分要用专题处理的方式批判地考察谢林同一性哲学时期的艺术哲学的核心思想。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按照分期顺序去整理谢林本人的思想发展脉络。在全书绪论中我已提到，探讨谢林1802年至1805年间的耶拿-维尔茨堡系列讲座《艺术哲学》
(1)

 （Philosophie der Kunst
 ）中的核心思想是本书的另一个工作重点。这首先是因为，PdK
 这整个艺术哲学纲要代表了德国唯理念主义内部的整体性努力，即彻底贯彻康德先验哲学的体系要求，在哲学美学中对先验知识活动进行跨越，最终实现一种“绝对美学”；其次，它所提供的“哲学神话学”标志着早期德国唯理念论哲学美学的一个重要奠基工作；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这个题目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同一性哲学时期的PdK
 及其整个问题集合，迄今为止在国内外的谢林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处理，相反，由于当代美学的新导向，它即使在德国学界也基本属于一个被忽视的题目，与其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

探究个中原因，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发现，证明这种忽视是由于各式各样的误解、遮蔽和误读引起的。首先可以肯定，遭受误解这种情况与晚期谢林本人对PdK
 书稿的消极态度不无关系。德国学界很清楚这个事实，即谢林在其同一性哲学阶段之后告别了艺术，进入其“否定哲学”的理论总结。而晚年的谢林进行自我回顾时，对他本人早期所持的“基督教的艺术观点”作了自我批评，而这个观点正是在PdK
 中得到重点阐发的观点之一。这些做法当然会对PdK
 的影响史发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另外谢林在世时没有发表PdK
 的全稿，只发表了它的“一般部分”，他也不主张编辑者把PdK
 全书收入他的全集。这些做法都很容易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随着早期浪漫派发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审美革命”的黯然收场，谢林本人也从他的浪漫主义艺术狂热中清醒过来。实际上，谢林研究者中因此认为谢林的艺术哲学属于“审美搁浅”的大有人在，典型的代表就是H．桑德库勒（H．Sandkühler）。
(2)



但这种看法却是一种很典型的误解。从清理问题史的结果来看，可以认为，晚期谢林的这些做法确实与其对早期德国浪漫派的批评态度和理论分歧有关。然而这并不等于说PdK
 中的思想能够归纳到属于早期浪漫派立场上的主体性审美理论的名目下，这是我们特别要厘清的。在此我们必须注意，尽管早期唯理念主义与早期浪漫派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和相互的思想影响，青年谢林却并非早期浪漫派的哲学代表，而恰恰是早期唯理念主义的理论代表。而耶拿时期的谢林与浪漫派小组的关系充满张力和矛盾，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因此在与早期浪漫派的思想关联中把谢林的PdK
 划归早期浪漫派的“审美革命”的范畴内，认为它是随早期浪漫派的那种“艺术崇拜”的思想兴起而兴起，随其衰落而衰落，甚至忽视其整体论核心，可说将导致严重的理解错误。

实际上，谢林在同一性哲学时期的这部PdK
 的思想探索，标志着德国唯理念主义哲学乃至近代意识内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向，无论对美学还是对思想史，都有建设性的意义。特别是其中的哲学神话学纲要，因为PdK
 的核心正是这个哲学神话学。而学界包括德语世界的谢林研究对它的理论发掘迄今阙如，其维度没有被全面打开，这种情况，应该说主要是种种来自外部的误解、遮蔽和干扰造成的，典型的就是将PdK
 判断为上面所说的早期浪漫派意义上的“审美的”举措而对之不予重视。在这样的理解角度中，PdK
 及其全部理论尝试都被看作极端的、草草收场的“审美主义”的理论试验，被误解为没有价值的理论搁浅。

与此相反，笔者在本书这部分要完成一个任务，即借助于文本研究证实和揭示PdK
 的核心是一种建设性的存在论神话学。其实这个看法并不是笔者孤立的个人意见。B．巴尔特（B．Barth）在1991年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的谢林PdK
 研究专著，带动了德语世界中谢林研究对相关问题的重新思考和探讨，在导言中他已经附带地提到，谢林PdK
 这部著作的重点应该是其中的神话学。
(3)

 但巴尔特本人的研究兴趣是想象力或曰创造构成力之扩展理性能力的问题，也即谢林的艺术哲学究竟怎样在理性能力建构这方面接续康德KdU
 中的工作，所以他的这个PdK
 研究完全没有涉及此一哲学神话学问题。之后的谢林研究和讨论继续搁置这个问题，直至2006年，德国哲学界还没有出现一部专著，对谢林PdK
 中这个神话学纲要作出综合研究和全面探讨。如果考虑到谢林的全部艺术哲学思想对整个德国唯理念主义历史的分量，以及它透过其在先验唯理念主义体系和同一性哲学体系中的理论形态对德国早期浪漫派的艺术运动和其同时代人产生的重大影响，再考虑到德国学界古典哲学研究队伍阵容之强大，考虑到谢林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即已重新成为一门“显学”，那么PdK
 的核心，一种哲学神话学竟长期未进入当代哲学美学的讨论视野，种种讨论都没有进入这个问题，反而一直以来在遮蔽和忘却这个问题，实在很能说明问题。

笔者在此指的并不是谢林PdK
 中的这个神话学纲要自始至终没有得到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者的注意。问题恰恰是谢林的这个思想贡献在哲学史研究那里不断受到误解和漠视。举例来说，我们稍作文献披检即不难了解，马堡的康德研究者阿道夫·阿尔沃恩（Adolf Allwohn）早在1927年的专著中已对PdK
 中的这个纲要做了归类研究。他发现在谢林不同时期的神话学思考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连续性”。据此他把谢林的神话学研究划分为“早期的”、“审美的”和“宗教神话学构想的”三个阶段；将PdK
 中的相关处理和思考归入谢林的“审美的唯理念主义阶段”，相应地把他同一性哲学中艺术哲学的神话学定义为“审美的神话学尝试”
(4)

 。

阿尔沃恩所谓谢林的“审美的唯理念主义阶段”，指的是从1797年到1806年这段时间。我们知道这个长约十年的时间段正好涵盖了青年谢林成为费希特思想的重要同路人，此后又凭借其自然哲学努力坚决地从费希特的哲学影响中分离出去，进入他自己建立的同一性哲学的这整个时期。其间以谢林为代表的早期唯理念主义与以F．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为代表的早期浪漫派的理论探索曾经发生紧密的联系和各种思想交叉。谢林的神话观点与一种带有“古典—浪漫派”烙印的“新神话”思想发生了各种商榷，激发了后果极为丰富的理论探讨热潮。不过，随着早期浪漫派所主张和推行的“审美革命”在1804年左右“搁浅”，随着早期唯理念主义与早期浪漫派在1806年左右完全中止相互间的思想合作，谢林哲学发生了新的转向：艺术不再是他的中心题目。为了追踪谢林的思想发展，我们可借助大量文献史料厘清这段错综复杂的问题史架构。

问题在于阿尔沃恩把谢林这个哲学时期概括为其“审美的唯理念主义阶段”，并且不假思索地将其中所有的哲学动向及其各种理论切入，包括PdK
 中的神话学导向，统统冠之以“审美举措”，这种理解上的偏差起了相当大的误导作用。因为，尽管我们确实要把System
 中的“艺术—哲学”纲要理解为康德的先验美学转向（并非是费希特主体性哲学）的直接理论接续，谢林同一性哲学时期的哲学思想却完全不能以主体性美学意义上的“审美”范畴来定义，PdK
 中的神话学处理更决非“审美的”。这个误解亟待纠正，因为它像前述的误解一样典型，一样遮蔽问题的实质，容易使人发生误会，落入前述的偏见，即以为同一性哲学时期的谢林只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哲学代言人。至于谢林这个阶段的哲学探索为什么不是此种意义上的“审美的”，笔者在下面将以文本研究为根据给出自己的论证。在这方面，谢林研究大家、海德格尔弟子H．策尔特纳的研究判断可作为一种佐证，他早年对谢林同一性哲学的研究颇有影响，在那里对这种哲学的存在论维度给出了清晰的阐释线索。
(5)



在接下来的70多年中，相关研究既没有对这个分期定义表示异议，也没有接续这个讨论。再次提到这个说法，已经是在1970年德国哲学界关于“诸种神话学构想问题”的大讨论中。德国唯理念主义研究专家奥多·马夸德（Odo Marquard）在他的一篇哲学短文中回顾了谢林的理论贡献包括同一性哲学的美学讲座系列PdK
 中的神话学切入，顺带也提到了阿尔沃恩对谢林神话学的这个分期法。然而他彼时的发言指向的是同一性哲学的潜在历史哲学维度，并未与阿尔沃恩这个分期的定义直接发生商榷。

此外，谢林的PdK
 之遭受忽视，也还有别的原因或更深的一个原因，这就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德国哲学界的各种讨论可以说一直没有重视以笛卡尔为标志的近代过程早期的哲学美学阶段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对话特征”。而谢林的PdK
 及其神话学纲要不仅深深植根于这个大过程之内，它恰恰还代表这个对话运动中积极的也即建设性整合的那一极。这一点很晚才被德语世界的研究者注意到。此前谢林思想受到不少的误解甚至遮蔽，特别是来自黑格尔美学思想的遮蔽。笔者是指，在哲学史的新导向中，一些德国研究者认为近代美学全部问题集合的最高表述包括其“结束形式”，都可以在黑格尔关于“艺术终结”的哲学命题那里找到。从这种黑格尔主义和准黑格尔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人们经常忽视谢林的PdK
 所体现的形而上学整体论关怀，这个哲学本身也往往被看成对理性的任意越界，甚或作为一种出于误解的错误举措受到批评和指责。
(6)

 不过，把唯理念主义的“绝对美学”评判为黑格尔美学的理论准备和前阶段，由此最终把它评判为“前近代的”理论，这种在当时的讨论中颇有代表性的观点和做法，表现出一种致命的缺陷，因其未能完整地把握近代过程的复合性质。

如笔者在本书第一部分的问题史回溯中已经谈到的那样，还在20世纪60年代，图宾根大学的唯理念主义专家D．雅格就已致力于通过深入的文本研究澄清谢林PdK
 的问题集合与德国唯理念主义的问题集合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
(7)

 按照他的研究结论，当时的谢林正处在从主观唯理念主义到客观唯理念主义的过渡阶段。这是1800年前后的一个短暂阶段，此时谢林主张艺术在哲学那里有决定性和建设性的工具作用及整体性功能。也就是说，实际上，此时期问题涉及的并不是一种美学上的失败，而是涉及德国唯理念主义哲学内部的一个重要转向，这转向必须按照一种“理论升级”的范式去考察。即使在谢林稍后的“宗教转向”那里，D．雅格也看到审美理性最终以某种形式取得了胜利。所以与一般的成见相反，他坚持谢林的艺术概念的不可逾越，甚至坚持它的现实性，即使在与黑格尔美学的比较中也是如此。这种对谢林哲学的艺术概念的关键性地位的重要表述于是促发了捍卫哲学美学的进一步的集中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无论是唯理念主义哲学美学的那种绝对的体系诉求，还是审美东西（das Ästhetische）的调和力，均成为批判考察的中心。其间谢林“绝对美学”的举措不再被研究者简单地看作一种搁浅或失败。不过，借助于一种艺术哲学，主要是借助于一种哲学上被赋予有效性的艺术去实施基础哲学的那些基本功能，这种做法亦受到了激烈批评，在方法论上被指为彻底过时的和无效的。
(8)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另一条问题线索，即由所谓《德国唯理念主义最早的体系规划》（1796/1797）残稿引发的争论和讨论。黑格尔手稿专家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1886—1929）在20世纪20年代发现了这份短小的手稿，经辨识后认定，虽然它是以黑格尔的笔迹写就，但无论其内容还是其表述方式都是谢林的。这个“规划”最早提出唯理念主义体系的理念论建设形态，其核心词之一就是与建设新美学有关的“新神话”。因其整个的思想线索与谢林的艺术哲学甚至其整个哲学体系的追求及展开路径极其吻合，《规划》被罗森茨威格断定为谢林的作品，黑格尔被认为是抄录人。但此后又有其作者是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的推论提出，论证亦能言之成理。到了20世纪70年代，语文学家和黑格尔研究者奥托·珀格勒（Otto Pöggeler）教授根据自己的一系列语文学考据和手稿研究，把《规划》判定为青年黑格尔的作品。这个判定重新激发了围绕《规划》的激烈而集中的争论。参加讨论的研究者的观点共来自三方，即主谢林者、主黑格尔者和主荷尔德林者。

围绕Systemprogramm
 文本的这个讨论大大促进了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澄清，讨论的重点原初是澄清这份手稿、这一哲学《规划》的作者。但最终看来，它的主要成果却不是对作者问题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不如说，首先是在研究者当中消除了对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的问题史和神话学理解尚普遍存在的无知状态。
(9)

 笔者认为，除了揭示这个体系规划与谢林PdK
 里的神话学理解之间的思想平行性和它们的内在共同归属性，这一“作者讨论”最主要的成果在于，它重构地展示了“新神话”这个思想在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那里的整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如果说这个思想在Systemprogramm
 那里还没有提出体系的诉求，那么在谢林的PdK
 中它已经与一种整体论的哲学体系无法分割。最终，黑格尔在他关于“神话的丧失”和“艺术的终结”的理论那里，实际上又无情地驳回了谢林的这个思想。无论如何，这个讨论对把Systemprogramm
 的作者判定给黑格尔有利，但这个判断的理论支持却并非没有困难。黑格尔捍卫者们不得不十分费力地去解释，为什么黑格尔作为这样一个Systemprogramm
 的作者，在其早期包括追随谢林的耶拿早期，很少提出关于新神话的真正见解，为什么他个人的哲学发展道路甚至恰恰与这个“规划”背道而驰。于是黑格尔是从同窗荷尔德林而非从他的耶拿导师、友人和同事谢林处接受相关影响，并且在耶拿早期即发生思想转向等等，都是必须设立和必须论证的假设了；确实也有一批黑格尔研究者为澄清此问题而投入了对黑格尔的耶拿手稿的集中研究。
(10)

 而谢林支持者们的难题主要是珀格勒教授的这个实证主义挑战：手稿的笔迹经过认证，表明其毫无疑问来自黑格尔本人，那么相关研究按照逻辑首先需要去证明它不是黑格尔的作品，然后才能去证明它是别人的比如谢林的作品。关于Systemprogramm
 的作者认定的讨论，直至目前，在一定意义上仍旧是开放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在多种讨论中渐次得到澄清的一个事实上来，那就是，对早期唯理念主义的思想史问题史的整个整理工作，本质上并不涉及追踪一种学科完善的基本走向，比如发现一个理论如何地自我修正，并与它的理论对手不断商榷、相互矫正，最终修成正果，完善成为一个无懈可击的理论大厦。情况并非如此。在对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整个发展过程的理论整理和归纳中，就神话的题目来说，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对一种神话观的不同阐释方向。也就是说，在谢林的神话构想和黑格尔的神话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方式的思想并存、思想交叉和思想对峙。

但当时在关于Systemprogramm
 的作者争论那里，显然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唯理念主义思想运动内部这种区别和复合的真正的意义所在。相反，在这种“作者争论”的背景下的讨论经常出现一个倾向，也就是片面地倚重黑格尔的观点。于是黑格尔对谢林的“绝对美学”的真理诉求及其整体性诉求的削弱影响了许多的研究者，最终导致他们将“绝对美学”贸然地判决为不符合理性化过程、不符合近代化过程的，也即判决为失去效力的。不过，与此相对，讨论中同时仍出现了反对这种片面性思考的声音，它们在“绝对美学”的基本思想和反近代性那里恰恰看见近代性本身固有的东西。在后面这种视点中，谢林的这个神话学纲要在有些考察那里，比如在对概念史的回顾性考察那里，即被普遍承认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整合努力：它要战胜那种简单化的“非此即彼”式错误态度，“要以‘理智直观’的概念战胜那种神话与逻各斯的二分法”
(11)

 。如果说，与此同时审美东西的调和功能不再允许是对自然与历史的任何一种直接调和，艺术的真理特征也不再能直接地满足整体性诉求，那么谢林PdK
 的独特东西，哲学与艺术通过作为一种统一意识的神话而达到的那种统一，却在黑格尔关于艺术局部性的学说的巨大现实性之旁，毫不逊色地始终作为另一个中心引起极大的研究兴趣。借助于统一性的和创造性的构成力的支持，这一哲学美学的模式得到捍卫，它的有效性亦得到承认。
(12)

 这种美学为理性打开了一种关于诸事物的另一种秩序的视野，揭示了艺术的一种真理概念。由它所凸显的审美东西的那种反近代的潜在倾向发展出一种历史性的影响和作用。它的影响在后来所谓“真理派美学”，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也在阿多诺那里，在那种关于艺术自律的观点那里都可以观察到，至于G．卢卡奇仍在与这种唯理念主义传统重新衔接，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13)



于是我们看见谢林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进行的密集的理论探讨中经历了某种“复活”。因为这些讨论特别集中地反思近代思想过程的一种典型特征——它的两极性，为此大量的讨论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1800年左右的哲学特有的对话处境上来并获得了深化的认识：无论在审美领域，还是在近代过程之内，启蒙主义与德国浪漫派及唯理念主义所共同体现的那种极性和共属性，都要求我们把它们理解为创造性的和不可扬弃的。也就是说，尽管启蒙主义站在一边，浪漫派和德国唯理念主义站在另一边，这两边却共同存在于一个内在的总体关联之内。
(14)

 无论在启蒙主义那里，还是在德国浪漫派和德国唯理念主义这里，对一种无所不包的整体性秩序的追求和渴念，对一种能够为社会生活提供合法性和意义的总体关系的追求和渴念，其存在都是必然的。这种追求和渴念“正是随着近代、并且在近代之内才获得它的全部意义”
(15)

 。例如，德国古典主义与德国唯理念主义那里的神话理解，已经以启蒙主义的历史思考打开的进程为前提条件，这种思考已经把古典的榜样，把古代诗歌和古代神话的原型推到无限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早期浪漫派和早期唯理念主义对神话的重新发现，毫无疑问都是针对启蒙主义的理性主义发出的一种清楚的抗议，盖因理性在后者那里被狭隘化了。
(16)

 正是在一种分裂的社会的背景上，早期浪漫派曾尝试借助于一种“审美革命”去调和这种分裂，也正是在启蒙主义带来的一种工具性理性的形成过程中，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关于一种“新神话”的观点证明它自己极其重要、不可扬弃。而谢林以其对神话作为美学的给定内容的哲学建构为哲学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那里实现了对古典的真理概念和古代的整体性诉求的建设和保存。PdK
 中的神话学纲要，实际上代表了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的哲学神话学理解。

谢林PdK
 中的神话学的哲学探索同时也建立在一种来自对古代研究本身的整体性世界理解上。这一绝对美学按谢林的看法直接处于与自然哲学相关的总体论证关联中。其实，对德语世界的哲学研究者来说，PdK
 这个普遍精神史的框架并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不过它却很少得到透彻的讨论。如果说这个观点，即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的新神话思想在谢林那里是建立在其自然哲学的认识上，已经出现在一些讨论中
(17)

 ，那么我们看到，19世纪的实证论意识，它与发生在哲学那里的放弃绝对体系诉求的做法，与发生在自然科学那里的与科学和哲学的内在论联系拉开距离的做法相应，并没有接过对一种无所不包的自然哲学的那种意义重大的形而上学的把握，不如说，它追随的是另一个方向，也即经验的方向。

令人欣慰的是，在谢林研究学者当中，一系列的研究很久以来已经打破了这种忽视。大约30年以来，对整体论导向的自然形而上学的新兴趣已经觉醒，这种形而上学可以认作是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针对合理主义对自然功能的那种狭窄化处理的清楚的抗击反应，是它针对18世纪对合理主义的自然科学的绝对化的表示的坚决的反对态度。这种态度恰恰正是出现在形而上学的“世界图像”走了下坡路的总体背景中。如果我们说，在W．威兰（W．Wieland）那里，要求严肃对待谢林自然哲学的形而上学界说的主张乃是建立在此种洞见上：必须把自然哲学的意识理解为哲学从理性出发的自我批判
(18)

 ；那么许多研究还尝试从自然科学的有效性出发为谢林的自然哲学正名，谢林及其自然的“实体性统一观”对科学史的客观影响在这期间也得到了批判的考察。
(19)

 只不过，反思的重点重新放到了谢林思想的内容上，比如其自然概念和其超出对象认识的现实性理念。今天，这一世界哲学日益赢得它的意义，正是因为在它那里，这种哲学试图从自然本身的现实性总关联中去理解人类的生存活动，主张我们人类应该而且必须“从生活实践的兴趣出发，重新思考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20)

 。

正是在此处，笔者看到对谢林PdK
 的研究有一个继续深入讨论的契机，这就是把谢林PdK
 中的神话学凸显为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的哲学神话学的本质性理解。笔者的研究将首先致力于揭示这一点：近代美学在谢林那里实现了一种向艺术哲学的转向，而且是借助于贯彻一种无所不包的自然形而上学实现的。与这转向同时还发生了美理念与“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真理传统的重新衔接，因为在其原初的、存在论的意义上，这理念本是“原现实性”。因此笔者认为，“一个活生生的，通过其自身存在的自然”的理念（谢林语），不仅在谢林的神话理解及其与古希腊的象征自然观的关联那里起着一种背景命题的作用，它还主导和贯穿着其整个神话建构。谢林这个神话学构想的形而上学动机是对“原型东西”或“原初同一性”进行再结构，以此克服人与自然的那种分裂。进一步说来，谢林又是借助于哲学的体系并站在艺术的立场上来处理这个神话学构想，并把它作为一种艺术哲学的核心内容来处理，这对德国唯理念主义建设及其批判研究均是开辟性的。
(21)



不过，本书第二部分的考察重点，并不是同一性哲学时期谢林的绝对唯理念主义的思辨论证，而是他的思路，特别是他的这个重新发现：神话在存在论意义上是一切艺术的给定东西。为了展开他这个观点，笔者将在分析讨论中直接援引谢林在1801年到1807年之间写作的同一性哲学文献中有关的神话陈述，在相关的语境和提问中对它们作出判断和评价，通过文本分析说明它们与这一艺术哲学种种命题的内在关系。这个处理是以谢林本人对神话的存在论维度的清晰意识为论证基础：在其著作中不同的个别处理那里，这个意识都清楚可辨，不会使我们发生误解。尽管如此，笔者的目的并不是对谢林PdK
 一书中哲学神话学的整个问题集合提供一种无所不包的诠释，笔者的工作重点只在于揭示这个哲学神话学的问题总关联及其思想内容，特别是哲学美学讨论仍然需要澄清的那些问题。

本书第二部分在《〈艺术哲学〉（1802—1805）中的存在论神话学》的这一研究题目下，以七章来处理PdK
 中这个存在论神话学。第六章的重点是表述PdK
 所隶属的同一性哲学框架，阐明它的自然哲学切入点，说明作为神话学总体构想基础的那个“世界理解”的构架。第七章探讨谢林对“万有论”着眼于艺术作出的界说，指出它意在对“绝对美”做出存在论阐述，并讨论与“万有论”总体相关的“表述论”，揭示谢林按照同一性哲学把美的理念与艺术的理念重新衔接的特别意义——通过这个衔接，艺术在其与整体原理的关系中成为原初世界知识的代表。第八章集中于界说谢林的神话学构想，揭示它固有的深层关怀。这个构想并不涉及对神话做一种“更新”，如早期浪漫派那类的理论努力，它仅仅致力于研究“神性诸事物”、研究它们的现场化，即艺术的永恒真理内容。在考察谢林的“理念论—诸神说”释义之后，第九章探讨谢林对神话的存在论结构的阐发，同时借助于对相关文本的解说，说明谢林对古典神话学探索的吸收。第十、十一、十二这三章，分别处理谢林对“实在的神话”即希腊神话、“观念的神话”即基督教神话和“新神话”的哲学建构。后面这一系列神话学考察意在展示神话学建构的历史维度，它是谢林着眼于艺术的历史方面为我们打开的。谢林对希腊艺术与近代艺术的对立所做的处理可定义为“存在论—神话学”的，他将整部艺术史存在论地理解为对神性东西的历史性调和的直接表述。谢林与早期浪漫派关于“新神话”的规划的理论商榷和争辩也是考察的重点。当然，即使是最后这一章，也要在大题目下对各个具体的提问加以限制。笔者只从下面这几个切入点来讨论谢林围绕“新神话”的那些重要的思想，比如在关于新神话的产生问题上，在新神话与新艺术的关系那里，在谢林的作为艺术创作基本命题的“天才说”那里。第二部分的结语将返回谢林这个存在论神话学构想的独特思考，阐明它意欲借助一种整体的自然观，使神话的那种同一性原理——它提供生命本来意义上不可扬弃的整体性，对人类理性来说重新可以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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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H．策尔特纳在其《1954年以来的谢林研究》（Schelling-Forschung seit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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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本书暂不讨论“肯定哲学”框架中的谢林后期的神话哲学中的处理，仅在比较研究时给出必要的提示。


第六章　同一性哲学框架中的艺术哲学

在这一章里，笔者首先要对谢林同一性哲学的总体关联批判地作出表述，谢林的PdK
 正是在这个关联中得到建构的。笔者要把这个艺术哲学像同一性哲学本身那样，揭示为谢林哲学的一个“整体性举措”，进一步揭示为哲学在谢林时代之“转向自然”的最后完成。在本书这部分工作的一开始即澄清这一点是必要的，这有助于说明PdK
 中谢林不同于System
 中“艺术—哲学”处理的理论导向的目的何在，也有助于说明这两个先后相继的艺术哲学纲要在神话学维度上的统一关系。

我们要在两个层面上分析这整个总体关联，首先从同一性哲学的整体性维度看，然后进一步，从兼顾PdK
 的“存在论的”举措角度去看。整个考察都是要凸显其中的形而上的关怀，这种关怀规定了谢林的神话构想。弄清它的内容，对我们把握谢林自然哲学的切入点、理解PdK
 的问题关联如何被吸收在关于世界的存在论维度中，是基本的前提条件。


 第一节　唯理念论在谢林那里的自然哲学转向

在进入同一性哲学基本理念之前，让我们先把注意力集中到德国唯理念论在谢林那里的自然哲学转向上，因为这个“转向自然”的形而上学关怀与同一性哲学关系最为紧密，其在直至同一性哲学阶段的那整个精神运动中一直在发挥着作用。
(1)

 而对这一点，迄今为止的谢林研究在探讨谢林艺术哲学思想时给予的关注不够，由于谢林哲学发端的多切入特点，不少研究者在面对其自然哲学的理论切入时，满足于以表面化的分期处理去对待其中与先验哲学思考的对立。

谢林曾在他的PdK
 系列讲座中公开提出，一种未来“新神话”的“质料”就存在于自然哲学那里。这个断言当时引起公众的热烈反响，影响范围甚至达于德语世界之外。然而这个断言的真正含义，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并没有得到充分理解。笔者认为，当时的谢林根本是在澄清其PdK
 与一种早期浪漫派“新神话”的思想关联，特别在关于“新神话”的实践维度的考虑中讲出这番话的。然而听众甚至后来的研究者们，多数都在积极的实践导向下去理解他这个提示。相关研究中至今存在的对谢林两大艺术哲学举措的所谓“审美的”概括把握说明，人们在此如在其System
 的“艺术—工具构想”那里一样，并未充分理解和把握谢林当时在实践和历史哲学方面的保留立场，或许还忽视了谢林与早期浪漫派对“新神话”的理论切入的不同理解及分歧的关键所在。谢林在PdK
 中的断言实际上同时是早期德国唯理念论哲学力图与早期浪漫派有关主张“划清界限”的举动，但他的听众、读者甚至后来的某些研究者，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完全搞明白这一点。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返回到谢林发出此一断定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追索其问题维度。其时谢林的自然哲学纲要刚刚问世不久，这种自然哲学是关于“natura naturans（主体的自然）”的哲学，它与沉溺于“绝对主体”、意图消解自然的费希特哲学在出发点上即针锋相对。当时，在所有思想家无一例外地从科学的自然认识角度向自然提问时，唯有谢林继承康德的目的论研究的客观指向，真正从哲学上思考着“现实的活生生的自然”，思考这个存在的整体与我们的关联。即使在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那里，这个自然哲学切入也是完全独有的现象。所以这种打破费希特僵死自然观的整体论自然哲学，曾吸引众多青年俊杰从四面八方来到耶拿，这个主张在当时受到公众的热烈呼应并非偶然。但是唯理念主义自然哲学的繁荣昌盛为时不久，即因其强烈的思辨特征而陷入理论上的拓展困难。此外，世事之变化是如此地不可逆料，到一个多世纪后的20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者中忽视和误解谢林的自然哲学者竟已是大有人在。我们仍以马堡的唯理念主义研究者阿尔沃恩（Allwohn）为例；如前所述，他对谢林的神话学的分期研究曾在学界发生过一定影响。他在1927年发表的对谢林艺术哲学的研究专著里困惑不解地说：关于“新神话的质料在于自然哲学”这一点，我们没有任何头绪，谢林在他的任何自然哲学文献中都没有做过这件事（指把自然哲学神话化或象征化）。也就是说，由于谢林本人当时正是新的自然哲学的思想代表，又是早期唯理念主义者中系统阐述“新神话”问题的思想代表，阿尔沃恩就倾向于认为，谢林确实会做出这方面的尝试；至于谢林并没有做这件事，在他看来当属谢林思想中发生的一系列“半途而废”的事故之一。这位新康德主义的学者在此对谢林的误读非常之典型。实际上如果他认真对待PdK
 中那个著名的断言及其语境，他本来不会犯下这个错误。谢林在那里说得相当明白：他本人决不会这样做，因为那只是“使用神话”的工具理性态度。阿尔沃恩的判断对研究的负面影响实在不算小，很多人因此误认为谢林的这个说法是追随浪漫派的“热狂”所致，因此在谢林离开其艺术哲学建构，浪漫派美学退潮之后，这个思想不再值得认真对待。此后，由于德意志民族的独特的命运——战争状态、民主社会重建——相关研究始终没有接续下去；总之这个题目基本被搁置，以至于我们到今天还不能说我们充分理解了谢林关于一种“新神话的质料就存在于自然哲学之中”的思想，相反，我们在研究他的PdK
 时不得不一再面对这个重要的问题，谢林此说的意旨究竟是什么？

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PdK
 的翻译和研究，笔者接触到这部艺术形而上学著作中包含的“艺术—自然”问题集合。因为如“新神话的质料存在于自然哲学中”这类艺术哲学问题本身的广度和深度已迫使我们全面地去研究谢林同一性哲学时期的神话哲学问题，进而研究相关的谢林著作文本、同时代人的相关文献，包括早期浪漫派的思想运动如“审美革命”、早期唯理念论的产生发展史、德国古典神话学的遗产以及启蒙运动的精神运动。在文本研究、命题重构、思想史梳理的基础上，笔者联系着谢林哲学强烈的自然哲学动向，对PdK
 中的这个论断得出了自己的初步判断：谢林在此对问题处境的重构总是着眼于自然哲学，他追随康德“第三批判”中将艺术与自然并列的做法，借助于将艺术的象征化实现过程与一个超越社会、政治和历史的强力衔接而创造现实性。这样一个强大的具有整体论整合能力的强力对他来说正是自然。

谢林自然哲学的重要思想，应当在谢林自然哲学专题研究那里得到系统的处理，在以谢林的“耶拿-维尔茨堡”艺术哲学（1802—1805）举措为研究课题的本书第二部分中，笔者仅从PdK
 题目的角度对谢林的艺术哲学与其自然哲学的思想交叉作出阐发，指出PdK
 中神话问题的处理必然涉及的相关自然哲学内容。这两大哲学的思想交叉问题在讨论中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阐明，与研究为谢林自然哲学思想的平反问题有关，而学界对谢林艺术哲学研究很少将其置入其自然哲学关联中这个状况，致使许多相关讨论流于表面化，甚至是对PdK
 发生误读和诠释误导的原因之一。

在谢林的整个思想发展史中，1801年至1802年间所谓“同一性哲学体系”的地位极有分量。这不仅因为这个体系体现了谢林早年思考即已赢得的那些重大哲学开端在这个阶段得到系统的、成果丰富的具体实现，还因为它同时标志德国唯理念主义内部发生的整个“自然哲学转向”的那些最高成就和理论成果，它们主要体现为：整体性的要求实现在作为科学的哲学中以及德国唯理念主义从体系上整个上升到绝对唯理念主义。

反过来，从这一自然哲学本身来看，这个转向当时在谢林那里又是经康德的批判哲学洗礼所获得的哲学成就之一，是谢林对KdU
 中“审美—目的论”方式的理性批判的一个决定性的发展。
(2)

 康德引进的“第三批判”工程，旨在研究一种创造性的能力也即作为“将哲学的两个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的调和工具的”的那种判断力（B XXI）。因为，康德在1781年的KrV
 和1788年的KpV
 中分别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所做的严格的“认识论—科学”审查，最终未能如预期的那样揭示诸认识能力的一个整个领域，而是揭示出不具备连续性的“两个领域，即自然概念的和自由概念的领域”（B XVIII）。同时，随着知性的论证式的知识活动和思辨的思考之间的边界被清晰勾画，作为“科学理性”的理论理性表明它本身并没有能力研究绝对的客体，走向“事物本身”（Dinge an sich），它无力对作为现实性的一个整体的自然得出一个概念。相反，理论理性在“科学—技术理性”的框架内，只是说出了自然诸现象的种种总体关联。所以，理论理性本身已经提出了通过行动也即借助于实践理性得到扩展的这种要求。通过实践理性，“无条件者”应该在历史中被认识并得到实现。然而，实际情况再次是，即使在实践理性这里，理性也没有能力做到现实地完成和实现其与最后的整个总体关联、整个现实性的调和。相反它只是做出目的论判断，即以先验公设的形式提示这个调和的存在。

这种处理的最典型的地方正在于，KdU
 把两个系列的思考，即对有机自然和对自由地行动着的道德生物的思考，总起来放到一个视点即合目的性的视点下面进行研究，由此导出的是一种目的论论证，即最终以目的之诸种状态去解说自然内部的各种过程和道德领域的各种过程。借助于这种目的论研究，尽管并没有完成所期待的调和——就目的论的判断力只服务于一个作为诸目的系统的自然这样的范导理念而言，康德却将规定理性的最终目的和实现理性的最终目的，坚定不移地设立为先验哲学的问题集合，在这种总体关联中提示我们对作为一种自然方式的理智存在的自然的一种内在要求。自然于是以这种方式重新得到了它的尊严：通过这种判断活动关系，自然被牢固地维系在人类意识中。所以，尽管康德哲学在其体系方面和实践哲学方面的基调都是一种“非决断”，康德仍没有完全否认对超感官东西的认识可能，也就是一定意义上没有完全否认建设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可能。相反，批判哲学本身就在要求和敦促，对知性中普遍存在的那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给出一种更高的解决；因为对历史理性来说，这种对立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与世界的那种不可去除的基本关系。

对此，青年谢林认为，一种逃避真理要求的“软弱理性”，决不能满足哲学精神的永不停息的探究本性。因为真正的哲学精神自始就在努力发掘人与世界的这种关系，将来也必定继续这样做。所以谢林从一开始就把一种自然哲学尝试理解为对实践哲学内部自律问题的解决。早在图宾根求学时期，谢林的哲学思考就在密集地与康德思想发生交集。而他在1796年发表的Briefe
 中，已经在康德对先验综合的可能性提问的背后看到一个更深的问题：“表述在综合判断之内的那种统一，其原理究竟存在于何处？”（SW．I，S．285）正是在综合判断这里，他看见解释自然的创生活动这个哲学任务。因为通过这个解释应该揭示，究竟借助于我们内心的何种过程，我们作为道德理性必然地要为我们自己表象一个自然，并且是表象为客观的、外在于我们的表象而存在的、带有其全部规定性和层面化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任务牵动着理性生物的最后关怀：解密本来意义上的形而上世界，以使整个理念集合，即从其“创世”角度去看的神的理念、人的那种与自然的必然性并列的道德自由的理念以及灵魂不朽的理念等都能在这种形而上学中得到理论的表达。

凭借哲学理性的自我批判洞见，谢林已经看到，在哲学体系内，整体性这理念始终不可能被去除，然而如康德那样借助于自然目的论，整体性却始终只能以判断的形式得到反思，因这种目的论的解释方式“实际上扬弃了所有真正的自然解释”（SW．III，S．610）。谢林哲学不仅在其最早的发端那里就是从自然哲学的思考起步
(3)

 ，而且自1798年的Ideen
 起，更完全投入到整体性的自然哲学建树。他的自然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把自身仅理解为哲学的一个特殊门类；相反，这一哲学即使在处于其特别的形态如“思辨物理学”中的情况下也始终保持不可扬弃的形而上维度。早在Briefe
 中，这种主导的形而上动机即已表现得相当充分：它寻求在“绝对者”那里系统地扬弃相互冲突的诸原理的所有对立，连同哲学方向的对立在内。这个新的努力明确地指向了一种“绝对统一”（SW．I，S．294）。从这种绝对统一的角度来看，康德阐发为认识能力之原始综合的那种先验认识论事实，只能算作对它的一种“主体性表达”。新的、批判地结合批判主义和独断主义不同精神方向的哲学体系，则要直接进入更高的问题，进入对一种“绝对综合”的提问。

这种自然哲学给自己提出的是整体性要求，把自己完成为科学的体系。现在它按照自己的精神方向在“自然的理念”那里寻找统一性的原理，如1798年的Einl．Ideen
 所说：

自然应该是可见的精神，精神应该是可见的自然。也就是说，在我们之内的精神与我们之外的自然的绝对同一性这里，一个外在于我们的自然如何可能存在这个问题必然消解。所以我们下一步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是自然的这个理念（SW．II，S．56）。

这种自然哲学认为，它为解决这样的问题所做的努力就是提出“有关我们精神的一种自然学说”（Ibid．，S．39）。这样的自然学说处理如“一个自然如何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要从一些最初的原理中把整个现象界推导出来，它还处理例如物质的建构问题，并且是这样地把问题提出来：“诸事物的统一，其在无限本质那里只能存在论地存在，怎样在我们的知性那里变成了目的论的”？它也直接处理如有机体的起源问题，特别还追问最后的问题如：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理念”究竟如何进入到我们之内，它“为什么原初地就是我们人类能够想象得出来的所有的事物的基础”？所有这类的努力都唯一地指向“自然的理念”，而这个理念不是别的，正是“自然整体的绝对合目的性”（Ibid．，S．54）。

谢林以其自然哲学努力，从哲学最后的原理出发，同时对先验自我进行了一种“降级”，其哲学史表述乃是对自然哲学与先验哲学的关系问题给出的判断。谢林最初把他的自然哲学理解为能够从根本上补充其整个先验唯理念主义体系的；因为借助于自然哲学，唯理念主义体系中整合了一种实在的方向，哲学体系于是通过体系扩展在自身中同时将作为实在论的自然哲学与作为唯理念主义的先验哲学结合起来。随着1799年左右他的自然哲学完全展开和其后不久System
 的问世——这体系一方面按照同一性原则作出阐述，另一方面又在以费希特精神进行发挥——谢林梳理了自己的思想，走出了关键的一步，在1801年达到了自己的“同一性体系”，一个最终形而上地完全建立在一种自然哲学上的体系，也是从与费希特的激烈理论交锋中最后成型的哲学体系。
(4)



谢林的自然哲学同时也正是使他的整个哲学与费希特唯理念主义判然有别的那种学说，就如青年黑格尔当时立即觉察的那样。
(5)

 费希特企图借助于把整个解释根据都移植到“自我”那里，去克服绝对唯理念主义哲学通过诸事物客观实存的前提去解释世界时所遇到的困难。
(6)

 于是他必须详细地回答，为什么对每一个人来说，随着一个“纯粹自我”的存在，整个外部世界及其必然和偶然的规定性全部被设定。
(7)

 费希特采取的方法是完全否定外部世界中的差别，否定意识之外存在的任何事物。于是那时对他来说，自然只存在于“非—我”（Nicht-Ich）那里，仅存在于一个抽象的、标志空洞客体或标志局限的概念那里，在这种“非—我”那里，可感知的没有别的只有其反对主体、对立于主体这一点。于是从知识体系的角度用自然概念回答康德提出的那些基本问题，即自然如何可能存在，自然法则又是怎么来的，甚至于根本没有必要。费希特根本不打算展开和演绎自然概念的内涵，他如此彻底地把“绝对自我”与自然对立起来，以至于我们在哲学上称之为自然的那种东西整个地消失于“非我”（Nichtich）的概念中：一切事物都是借助于“自我”和为了“自我”而存在的。
(8)



反对费希特这种“非我”概念——自然在其中完全被消解，谢林提出了他关于“主体的自然”的哲学。这种哲学能够用自我的一种“先验过去”解释自我与一个它必然要表象的外部世界的那种牢不可破的总体关联，这“先验过去”先行于我们的经验意识。

谢林在其1801年的同一性哲学文献《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Darstellung
 ）中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哲学与费希特哲学之间的根本差别：

譬如费希特，他宁愿完全在主体性的意义上思考唯理念主义，我则相反，我是在客观性的意义上思考之。费希特宁愿在反思的立场上与唯理念主义打交道，我则相反，我宁愿把自我置于创造活动的立脚点上（SW．IV，S．109）。

也就是说，如果存在的原理在费希特那里是“自我”、“主体”，那么它在谢林那里既不是“自我”或“主体”，也不是“非我”或“客体”，不如说它只能是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自然的绝对同一性。所以对谢林来说，尽管费希特已经以其“绝对自我”一元地克服了康德的“非决断的”二元立场，但他的这一克服依然只是“哲学在其一个方向上的完成”。而在这个方向中，哲学乃是“对有限者之可能性的反思”（SW．VI，S．80），如谢林在其1804年的Proprädeutik
 中强调地表述的那样。

费希特针对谢林的System
 ，严厉批评在哲学体系内部并列两大基础哲学的做法，谢林对此的回应是1801年发表在《思辨物理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题为《论自然哲学的真正概念》
(9)

 （Über den wahren Begriff der Naturphilosophie
 ，SW．IV．）。他在那里把此种情况解释为在一个唯一的哲学内部存在有两个建设性理论方向的可能性。已然上升到绝对唯理念论的同一性体系不再从费希特的“自我”出发，也即不再从给定在“理智直观”中的“主—客体”出发，而是从一种“纯粹的主—客体”出发（SW．IV，S．86）。这种“纯粹的主—客体”是思辨地对先验哲学原理进行降级的结果，现在从它的一般立场来看，唯理念主义体系内部的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的关系只是不同级次间的关系，它们恰恰分别是“关于自然的唯理念主义”和“关于自我的唯理念主义”。而前者具有知识论上的先在性，作为“原初的”唯理念主义的自然哲学因此是“派生的”唯理念主义的基础（SW．IV，S．84）。对先验原理的这个“降级”工作，主要完成在谢林本人的自然哲学阐发那里。所以Wahrer Begriff
 中有这样的回顾。在他1799年的自然哲学体系尝试1．Entwurf
 中，绝对同一性原理已经被作为“纯粹的创造性”来研究，这种创造性把自己无条件地设定在自然那里并揭示自己是“所有自然哲学的第一公设”（SW．III，S．5）。而这项工作进程现在已按照同一性哲学的一般表述得到解释和贯通：“我们要把所有哲学的思考对象即那种在最高的级次上等同于自我的东西加以降级，然后跟随这个已经还原到最初级次上的对象，从头开始进行建构”（SW．IV，S．85）。

因此，反思地伴随着原理之运动的同一性哲学体系具有一种“绝对的连续性”（Ibid．，S．89），这指的是那个从不间断的序列：它从自然中最简单的活动开始，一直贯彻到那种最高的和整合起来的东西也即艺术作品那里。从知识的形态看，这一连续性本身环节化为三部分：实在的部分，其原理是那种“纯粹的主—客体”；观念的部分，其原理是作为“意识的主—客体”的“自我”概念；完成为思辨的整体性学说的实在的唯理念主义，其关怀是研究和阐发“绝对的主—客体”。也就是说，同一性哲学的这最后一部分，涉及对艺术直观的各种“原始源泉”的研究。


 第二节　同一性哲学的基本观念

谢林在与费希特的先验哲学自然观点发生理论商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成熟的同一性体系纲要。这种哲学认为它并非只是在补充主观唯理念主义理论从而超越之，相反它认为自己的工作是重新提出和建立被康德的批判哲学拆毁又被康德的“公设学说”一再敦促的那种形而上学。这样的形而上学是关于“绝对者”的一种学说。尽管同一性哲学体系的形态松散且未全部完成
(10)

 ，但是，它包含着相当连贯的一些思考过程，这组著作和文献的相关动机之间有着鲜明的亲缘关系，本身紧密聚合在一起，在思想内容方面可以相互提示。

谢林最初宣布这个体系，即是在上面提到的Wahrer Begriff
 一文中，此文第一次将他与费希特的思想冲突公之于众。这篇文章突出了自然哲学对于“哲学一般表述”的形而上意义和体系意义（SW．IV，S．83—84）。1801年谢林接下来发表的重要文献Darstellung
 ，用哲学纲要的方式提出了这个同一性哲学体系。谢林在这里借助于采纳斯宾诺莎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的思想，首次为他先前已经提炼出的“作为哲学思考相互对立的两极”的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SW．IV，S．108），确定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于是此前尚未建立相互联系的两个体系，自然哲学的体系和先验哲学的体系，现在通过关于绝对者的学说已必须被理解为一个科学整体内的两个并置部分。
(11)

 在作为实在和观念之同一性的绝对者那里，自然和精神、以此实在和观念，都找到了它们最深层的论证。1802年问世的对话体著作《布鲁诺或关于诸事物之神性原理及自然原理：一个对话》
(12)

 （Bruno oder über das göttliche und natürliche Prinzip der Dinge．Ein Gespräch
 1802，SW．IV．），诉诸乔达多·布鲁诺的泛神主义，重新抓住“绝对者”之内诸对立的统一问题，突出了存在于整体内部的对立的意义。它还通过吸收新柏拉图主义，同时提供了一种对“真—美”理念的统一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现在统一地对“诸事物的神性原理和自然原理”进行界说完全是可能的。1803年的《从哲学体系做出进一步的表述》
(13)

 （Fernere Darstellungen aus dem System der Philosophie
 ）接下来构想了“宇宙”或曰“绝对者”之整体存在的各种范式，它们同时承担着揭示人与世界之不可去除的基本关系的任务。进一步地，这些范式作为对“万有论”的最一般构想，展开在PdK
 的演讲系列（1802—1805年）和System 1804
 当中，并被提炼为精神哲学的一般结构。Studium
 （1802）也以相当大的篇幅处理了这个结构。直到1807年的Freiheitsschrift
 重新采取谢林在1804年的《哲学与宗教》
(14)

 （Philosophie und Religion
 ）中早已设定的动向，并由此转向关于自由的哲学之前，同一性哲学的整个思想运动不间断地返回并联系其自然哲学，正如我们在谢林1806年为其自然哲学及其导论写作的两个箴言那里仍能直接看到的那样。

借助于批判地将自己的立脚点改换和提升到绝对理性的立脚点上，同一性哲学扬弃了费希特的绝对唯理念主义与斯宾诺莎的泛神实在论之间的对立。现在，这种哲学作为“完成了的唯理念主义”在自身中既包含实在论与唯理念主义的那种二元对立，也包含这两者的“绝对同一”（SW．VI，S．13）。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新的哲学的体系构架。新的哲学是一种“观念—实在论”，以适宜地表达“绝对者”的那种“选言式”的反思表述形式，因为作为哲学原理的“绝对者”，按照先验知识学的方式必然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完全看成观念的或完全看成实在的”（Ibid．，S．24）。按照谢林在Studium
 中的说法，同一性哲学体系的构架本身是按照哲学的内在类型而形成，它主要建立在三点上：

绝对无差别点
(15)

 （der absolute Indifferenzpunkt），在它那里实在世界与观念世界被洞察为一个东西；两个只是相对或观念地对立着的世界，其中之一是表述在实在东西那里的绝对世界，是实在世界的中心，其中另一是表述在观念东西那里的绝对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中心（SW．V，S．283）。

也就是说，整个同一性体系只包含“两个主要部分”，即“一个纯粹理论的或实在论的部分和一个实践的或观念论的部分”（SW．IV，S．89）。由两部分的结合得出的是一种“第三科学”，一种“客观化了的唯理念主义实在论”（Ibid．，S．86）。这种唯理念主义的实在论，谢林又称为“实在的唯理念主义”（Ibid．，S．89），它不是别的，正是艺术的体系。我们看到，谢林对整个同一性哲学的体系连续性的强调同时也在提示：位于同一性哲学体系内部的这个PdK
 ，已不再有调和的任务。对1800年的System
 ，先验哲学和自然哲学之间的一种“平行”曾经是不言而喻的，有时候这种“平行”被看作下列做法的原因——谢林将作为实存升华的艺术功能思考为结合两个对称的体系构架的“合拱石”。在先验体系那里，尽管艺术在理性的巅峰上起着反思的自我认识活动的思维结构的“合拱石”作用——自然则反对着这种反思的思维结构，把自己表述为在其合目的创造中将思考的自我统一起来的——但对进行认识活动的理性来说，存在于自然和艺术那里的同一性并不是得到论证的，它始终还只是一种提示。那么现在，站在同一性哲学的总体哲学体系的立场上，先验哲学与自然哲学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平行关系必然已被扬弃。这种扬弃是重要的变化，标志着谢林哲学立脚点的大调整，我们决不可以忽视或错认这点。

当哲学的建构依次完成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的建设——即“从自然到自我”的方向以及“从自我到自然”的方向——之后，同一性哲学立场上的谢林现在强调，他要采取“真正的方向”，那就是“自然本身已采取的方向”（SW．IV，S．78）。面对一种世界理解活动，在谢林此时看来，两个体系间不再可能存在一种“对称”，因为我们从人类精神中永远也不可能推导出一个自然来。自然的不可扬弃的实在性本身直接涉及宇宙的唯一实体。谢林并且在Wahrer Begriff
 中提示，他本人这个新动向直接是诉诸亚里士多德传统的：

哲学现在返回到物理学和伦理学那种古老的（希腊）划分那里，这物理学和伦理学复通过第三部分（诗学或艺术哲学）统一起来（SW．IV，S．92）。

我们现在于是能够理解，谢林在PdK
 的建构开始时立即作出的提示是什么意思：艺术哲学的建构“并非在每一个可能的方向上”追随哲学的那些首要的原理，而是仅在那个“实在—观念的”考察方向上追踪这些原理的运动（SW．V，S．373）。因为这个方向通过指出其确定的研究对象这种方法，预先即规划了一种艺术哲学的基本任务。这个方向即是“更高的实在论”的方向。所谓“更高”，指它要求按照唯理念主义的存在观念而非仅仅以具体经验的尺度去把握对象。所谓“观念的实在论”则是说，其与哲学中所有其他的实在论都因此而判然有别：这一“观念的实在论”把所有的存在者都理解为进行直观活动的，同时也把自然理解为整个被理性所贯穿的。此外，自然哲学和艺术哲学之间即观念的实在论与实在的唯理念主义之间存在的“平行性”，也道出同样的一种考察方向和表述方向：自然哲学和艺术哲学都客观地表述“绝对无差别点”。如果说自然哲学是关于绝对和神性本质的“第一科学”，那么艺术哲学是关于绝对和神性本质的“第三科学”。前者是一种自然神学，后者是一种“神谱”，两者均以“绝对者”为其唯一研究对象。

下面我们考察同一性哲学的几个主导思想，它们对于阐明体系的总体关联举足轻重，只是我们在此无法追溯和检查原理展开时所有的个别情况。
(16)

 暂时我们只能满足于，在我们的主要题目的视野中去把握它们。确切地说我们要在三个点上把握之：同一性与整体性、作为对立面之辩证统一的同一性以及“无限者”与有限者的关系。

第一，同一性与整体性。绝对同一性和绝对整体性本是作为同一性哲学原理的绝对者的谓语。这种哲学努力要衔接古典关于“万有”的思考活动，从一个唯一的“太一”（Das Eine）那里系统地推演出哲学的知识活动的整体。推演的出发点乃是绝对原理本身。这原理作为其自我设定活动的绝对主体，永远不会过渡为客体，哲学的理性之所以能够接近它，是以此为前提条件：将立脚点批判地提升到绝对理性那里。在建构中，原理是从其存在方面系统地展开：

对理性的存在来说的最高法则，以及对所有的存在［……］——因为（按照§2）没有任何事物存在于理性之外——来说的最高法则，乃是同一性的法则（SW．IV，S．116）。

“绝对者”的本质，作为先验的原理，理性只能在同一性的法则那里窥见。“绝对者”无条件地无限存在，作为这样的东西绝不会停止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将所有存在者都看成这绝对同一性，正是因为所有存在者，自在地来看无非是“太一”。这种哲学因此同时要求对诸事物的一种绝对的理性考察方式，也就是如诸事物自在存在的那样去认识它们，“就它们都是无限存在的，就它们都是绝对同一性本身而言”（Ibid．，S．120）。这是一种不断将一切事物采纳和消解于原理之中的认识方式。同一性的存在方式本身将在同一性的自我认识活动那里去洞察：同一性“仅存在于一种同一性之同一性的形式那里”（Ibid．，S．121），也就是说，“仅存在于对它的与其自身的同一性的认识活动的形式那里”（Ibid．，S．122）。为了认识自己，同一性无限地把自己同时设定为主体和客体。它的存在形式的法则在哲学上必然要以“A＝A”的公式去把握。同一性在这个“A＝A”的等式这里让自己作为同一个A，即那个同时把自己设定在谓语和主语的位置上的东西，重新得到认识；尽管由于这样做，它使自己表现在主体性和客体性的一种关系那里。这乃是绝对原理的本性，置身于所有的界限和对立之外，使作为未分别的同一性的自己，只能在实在与观念之间的无差别点那里去把握。然而，以此同一性与其整体性的统一同时也被揭示出来：如果主体性和客体性，确切说来，作为有区别者的绝对无差别存在于绝对同一性的存在形式那里，那么所属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形式，连带地也属于一切存在的形式。在这里，差别、原理之内的差异必然存在。只是随着差异，原理的自我认识活动的形式才现实存在。然而，这种差异仅仅存在于整体之内，确切说来，它们是从个别事物的角度看才设定下来的，此时差异是作为那种与绝对原理分离开的东西，因为同一性决不能“从与所有存在者分离的角度去思考”（Ibid．，S．125）。

绝对同一性作为这样的东西也被谢林称为“宇宙”即存在整体：在“宇宙”那里，存在的一切事物必须在其本质中洞察，必须被洞悉为一种其在整体中的“随同存在”。原理的生存形式之整体性本身表述为“个别那里的差别和整体那里的无差别”（Ibid．，S．127，脚注5）。也就是说，随着这个设定，不仅有差别本身出现，而且有作为所有的事物的普遍关联的整体性出现，它作为存在者的整体或存在者的整体的秩序，从存在上说先行于其本身所有部分。只是内在于而不是外在于这一整体性，才可以思考诸事物与整体的一种分离，就存在要在整体内把握而言。反过来说，这种分离本身仅仅建立在形式的区别性上，因为在整体性那里原初包含和同时扬弃了个别存在者的多样性，是作为它自己固有的显现。整体性在自身内统一地包含所有的差别和规定性的可能，作为原理的所有生存形式的可能。整体性无非是无所不包的同一性本身，它同时以一种本质性的和不可分的方式是“一切事物”。相反，从自然的世界观点去看的话。被看作具体东西的个别事物只是对那种在本然意义上的存在者的否定。笔者将在本书第七章指明，谢林如何努力以一种级次说
(17)

 思辨地去均衡自然的多样性和历史的繁多性。

谢林这里的理论努力，借助于对“绝对者”的自我展开做出理性表述而肯定性地调和同一性原理，本身联系着不同的自然哲学来源。这里，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因素与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因素结合在一起。表述中特别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布鲁诺泛神论的自然哲学理解的影响。谢林对同一性和存在原理的整体性的思考在这里也衔接于布鲁诺，即把思考指向存在于自然内部的一种神性原理。所以，整体性对谢林意味着整个现实性体系，而对整体性的阐述是将之阐发为一种有机的“统一—万有性”。同一性原理在这种视角下不仅是活生生的，它已经等同于“创世”：它使得在自身内自然的规定性的整个多样性可能存在，使得整个有机生命可能存在，也使得诸事物的多样和个体性可能存在。

第二，对立面的辩证统一。同一性原理把自己表述为对那种真正的现实性东西的存在论问题的最后解决。理性既不能单独在物质也不能单独在精神那里，既不能单独在“自我”也不能单独在“非我”那里，既不能单独在主体也不能单独在客体那里，既不能单独在思维活动也不能单独在存在那里，发现这种真正的现实存在。这种现实存在，绝对者本身，在自然哲学那里被概括为一种“万有—统一”，其按照显现方式恰恰把自己表述为原理的两种谓语。因为原理正是上面说的所有的对立面的同一，所有这些对立面在它们的二极性中实际上只是在建构“太一”。在这种总体关联中，同一性之内的二重性的意义凸显出来，同一性是通过“对立面的统一”这种辩证法表述自己。同一性本身，从其活生生的生存来看，就是这种辩证法或辩证过程，是把自己实现在运动中的统一，这统一在其“二性”那里复努力要成为第三者，它将在这第三者那里重新达到与自己的同一。
(18)



绝对原理的那种起初尚是纯观念性的整体性那里，包含着一种实在化的行动，它通过对立面统一的法则把自己设定在这种整体性的观念可分别的规定性中，把自己实在化在这些规定性中。借助于这一法则，整体性中尚未分离地包含着的诸规定性升华为走向整体性的那些相互对立的因素。这个辩证法辩证过程的作用，使一种三分的现实性展开：原理从自己的统一性中，作为一种“二性”的结果出现，以便重新返回到作为目标的原初同一。以此同时解释了世界的统一：绝对者必须走出其必然性，创造一无限的宇宙，以便在其中展开自己的整个自我。借助于对立面统一的法则，原初的统一上升为诸事物的创生。原理现在从一般生存过渡到其多样性和无限规定性。由此创造出来的第三者是一种无差别（Indifferenz）
(19)

 ，对立设定的两极在它那里相互接触，对立面如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观念与实在，复成为不可区分的和一体的。在无差别这里，对立面东西的存在原理返回它自己。谢林在对原理的活生生生存的同一性哲学阐述中，完成了对绝对同一性的肯定性表象。绝对原理的现实存在的原因被引回到它自己那里，通过它的自我设定行动去解释。这样，原理的纯粹本质不会由于这种“走出自身的活动”而变得不纯粹。进一步地，在绝对者内部的设定统一与差异的对立，复被阐发为仅以“关系的方式”发生的（SW．IV，S．237），又是仅发生在其“主体—客体化活动”那里的。于是，即使通过在这个运动内的“变成有限的活动”和“变成客观的活动”，纯粹观念性的原理也绝不允许自己像斯宾诺莎的“实体”那样丢失在客体中，而是胜利地重新上升到整体性的一个更高级次上，在这整个必然继续行进的运动中始终保持为主体，始终具有其所有的上升活动。在原理的这个自我设定活动中，存在着世界、生命的肯定性起源，从结果上说，也存在着所有的存在者的根据。

同一性哲学对对立面的辩证统一的这种视角，特别是它这个深刻见解——对立面的肯定意义同时是整个辩证活动的做统一活动的环节的意义，可以看作是这种具有“绝对连续性”的实在的唯理念主义的一个特征。这一哲学不断地将对立面东西联系到其统一的总体关联那里。于是，出现在“两极”那里的矛盾对立现在一方面被把握为原初统一性的否定性一极，因原初统一性被这矛盾对立所扬弃，另一方面又被看作辩证过程的一个创造性环节，因为在这矛盾对立那里同时又出现朝向同一性的一种奋争。在此，矛盾对立服务于原理一般生存的肯定活动，如果说每一种向着同一性的奋争都以这种矛盾对立为条件，如果说主体在每个层面上只能借助于一种现实地设定的矛盾对立提升到其真正本质那里，只能以这种方式重新企及作为“无限者”的自己。也就是说，不存在矛盾对立的话，也就不存在生命而只能存在绝对的静止。因为，绝对统一性仅在为自己设定一种矛盾对立，一种阻碍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这是一种深刻的见解：矛盾对立不仅标志着辩证活动的中间站，因为“它们在绝对之内将停止作为矛盾对立存在”（SW．V，S．470）。矛盾对立—随之也设定了发生一种必然的继续行进的原因——即使在其所有的界限和所有的否定性中，仍构成为统一性显现的必要前提和条件。这个辩证过程也贯穿着整个同一性哲学。所以说，无论是建构唯理念主义和实在论不同的科学体系原理，还是思考古代世界和近代世界的对立，对现实的矛盾对立的展开都是重点。最典范的是在自然哲学对那种自我设定，把自己创生在其所有规定性那里的主体的历史的展开那里，是在对一个精神在艺术诸形式的风格和所有多样性的二重性那里的贯穿的处理。在对矛盾对立的所有这些研究那里，所寻找的恰恰都是创造着的原理的构成活动的连续性。

第三，“无限者”与“有限者”的关系。为了解释宇宙中区别性的现实产生这个问题，同一性哲学也从自身中发展出关于“无限者”与“有限者”之关系学说。
(20)

 不论在哲学一般还是在艺术哲学的更深刻的考察那里，可以说这个关系都普遍适用。

实际上笔者在这里特别关心的是，同一性哲学作为形而上学在自身内包含一种“绝对美学”，而这种美学也即艺术哲学在自身内保持一种纯粹形而上学的视野，在前者和后者当中都统一着超感性和感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对于作为关于“太一”的哲学的同一性哲学，艺术哲学只是它在一个更高直观层面上的重述（Ibid．，S．363）。它在理论上决没有期待从感性到超感性的一种提升，从非审美到审美的一种上升。在目前我们的谢林研究还相当初步和基础的情况下，强调这一事实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同一性哲学并不思考这种提升，而是转而集中思考“无限者”与“有限者”的内在共存关系，以便最终将其揭示为宇宙的生命公式。这是一种只能在绝对原理的原初统一之内去推导的关系。

从“绝对理性”的立场——它在这里是哲学考察的出发点——出发，只能这样去考察存在的一切：“如它们自在地”存在的那样去考察它们（SW．IV，S．119）。所以同一性哲学不承认任何“自在地去看是有限的”东西的存在（Ibid．）。对这种哲学来说，有限东西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按照存在本身说，并没有任何东西产生出来”（Ibid．）。通过将“有限者”与“无限者”关系存在论地引回到“有限的生存与无限者或神的关系”那里（SW．VII，S．189），同一性哲学在这种总体关联中同样地统一了从“无限者”到“有限者”的一种直接过渡。然而，必须注意，它并不是在传统“流射说”的意义上表述一种连续性表象，而是直接在“无限者”的概念那里认识和理解有限者。也就是说，这“无限者”的概念现在已经同一性哲学重新处理，因为许许多多重要的理性观点与它密切相关，比如生命的现场化的诸种条件以及以一种改变的形式对世界上的弊病和道德上的恶的起源发起的种种提问，等等。

“无限者”的概念在谢林这里，现在是通过对作为原理的绝对者的这同一个概念，通过神的自我肯定活动来定义：“直接从神的理念得出了无限者”（SW．V，S．375）。而且以一种永恒的方式，作为神的自我肯定活动的无限性。相反，“有限者”只是借助于其在“无限者”那里的“共在”或“随同存在”才存在。这“有限者”不可能与“无限者”分割开来存在，因此只是存在于“无限者”之内，或者说只能在它与“无限者”的关系中去思考。“无限者”与“有限者”，这两者的存在论的关系只能辩证地作为观念的突出出来，因为“有限者”本身只是一种存在关系，“无限者”则直接地、无需任何关系地仅凭借其本质而存在。据此，“无限者”是那种按照其概念是“无限者”的东西，“有限者”亦是那种按照其概念是“有限者”的东西。两者只是在观念上相对而设立，实在地却是一体的。但是，差别在这里却有一种存在论上的意义：如果“无限者”与“有限者”按照概念确实永恒地有着差别，那么可以推知，在此种关系中“有限者”永远不会停止在观念上是有限的。所以，在宇宙中同样地又存在着所有的形式差异，即使这些形式在统一体那里原初是尚未区分的。就“差别”这样地包含在“无差别”中而言，每一种“有限者”都可以从统一体那里为自己取得一种自己的生命，都可能观念地过渡到一种有差别的实存中。这对艺术直观也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艺术直观必须在自己那里保有其固有的“双重观点”：一方面是不断地在“有限者”与“无限者”的关系中看“有限者”，也即不断地在“无限者”那里消解地看“有限者”，为了以这种方式最终能够将“有限者”认识为“无限者”的一种“这样地存在”，另一方面，“无限者”同时又在这个“有限者”那里，在这个“有限者”的全部可理解性那里得到直观。因此，即使在哲学美学的立场上看，谢林对“有限者”与“无限者”在整个宇宙中那种不可扬弃、不可解脱关系的阐发已经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功绩，它服务于同一性哲学和艺术哲学的最终关怀：探究“人与其世界的基本关系”（SW．VI，S．74—75），以此为理性打开一种机会，重新去赢得其与存在整体的统一。


 第三节　艺术哲学作为绝对美学

从哲学史的角度说，同一性哲学把整个德国近代美学聚焦到一种艺术哲学中这个举措，可以理解为康德对审美理性作出“认识论批判”之后的重大成就。因为通过这种艺术哲学，不仅是康德对艺术的那种“先验审美化”在理论上得到了纠正、均衡和补充，后者还获得了存在论意义上的重新论证。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谢林的艺术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美学，其做法不同于康德，它的论证宁可说是颠倒过来的，因为它唯一在绝对原理本身那里寻找理性的整体性努力及其重新赢得现实性的最后根据。凭借这种绝对认识，艺术哲学最终升级为“绝对美学”。

因此，表述艺术哲学与哲学整个体系的基本关系，是按照康德知识批判的要求，展开对艺术哲学的完整理念。而对谢林来说，一种艺术哲学的知识可能性存在于对它作为知识体系一环节的合法性论证那里：整个体系借助于对绝对美的直观活动在艺术哲学这里达到了完成。所以PdK
 必须理解为谢林当时刚刚获得的同一性哲学体系的必然展开和“存在论—审美”的举措，确切地说是哲学转向自然的最后展开。它的理论的运动根据在PdK
 的导论中已经开宗明义地给出：在艺术哲学这里将提出一种“科学的整体，或者仅仅将诸绝对原理本身——以普遍有效的方式和以严格形式提出来”（SW．V，S．362），这个科学整体要服务于对“整体的理念”的直观，也服务于艺术的真正理念（Ibid．，S．359），因为哲学在艺术这里要研究的亦只是整体的本质，而且是作为本身表述在艺术中的那种东西。这是一种整体性要求。

这样一种提供整体直观的新的形而上学把自己理解为艺术哲学，这就产生了捍卫艺术根本上的整体性要求的新的问题集合，谢林成功地通过揭示和建立艺术与整体这个理念的存在论关系解决了这个问题集合。在下面的各章中，笔者将在具体的问题关联下讨论它们，现在暂时满足于提示这一点：艺术是凭借其表达诸理念的理性能力“有资格成为哲学的对象”（Ibid．，S．367），这指的是：艺术“借助于一个永恒和必然的理念把自己建立在绝对者之内，并且有能力把绝对者那整个未分割的本质采纳到自身中”（Ibid．，S．367—368）。这同时是对哲学美学获得其基础哲学资格的论证。

自从康德衔接于近代美学先驱们，在其KdU
 中尝试提出一种先验的审美理性批判，在作为实现理性目的之代表的“天才艺术”那里寻找人类的现实性，即有一种哲学美学成长起来。它最终的关怀即是对近代理性的现实性匮乏提供救援。在1800年左右这个世纪性时刻，此种哲学美学的高度努力凝聚于谢林的艺术哲学。因为，在谢林这里，基础哲学通过决定性地转向自然哲学，完成了基础的一种扩展而完成为同一性哲学。由同一性哲学出发，艺术能够被揭示为实在性的场所，那里可以找到对所有的审美直观均普遍有效的东西。这种向建构艺术的转向，并非为了艺术本身的缘故，它指向的是在艺术中进行肯定自身活动的那个“整体”。艺术现在存在论地获得的这种尊严——即作为神性整体性的象征表述，必须通过哲学地回溯一个原初原理去把握：这是诗本身的尊严。艺术自文艺复兴以来被重新赋予这种尊严，因为近代的精神构成活动强调地突出了艺术与诗的天然联系。谢林的“存在论的”艺术哲学举措也站在这种传统一边。

谢林现在试图借助于回溯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在一种借助于同一性哲学转换而达到的绝对统一原理的立场上，提出关于艺术的一种形而上学，把艺术吸收到一种有关作为存在者的美的东西（das Schöne）的哲学中，存在论地照明艺术与绝对美的关系。在现代意识的努力之后——如康德的从认识论立场阐发的KdU
 、如早期浪漫派在诗学和文学中的一种“审美革命”的计划——谢林的这个努力初看起来显得是一种“反现代”的努力。这却是一个使人误入歧途的错误印象。凭借进一步的深入考察可以证明，谢林对传统的这种回溯恰恰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近代努力”，正如艺术哲学也是应近代最深层的整体需要而产生。审美需求的存在论意义正是出现在近代，在启蒙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艺术哲学中，哲学一般的展开具有其整体性关怀：补充和救助人类实存的整体性，因它已在反思的知性那里被扯碎了。

我们以此同时凸显了谢林哲学与其时代所有的经验美学努力的本质区别。后者的特点是限于特定的主体认识领域，满足于分析和推演艺术创造活动的种种审美法则。谢林的这种哲学美学并不认为自己是那种哲学，其任务在于调和两个相对不可调和的领域、调和如哲学理性在近代意识那里遭遇的认识主体与被认识客体之间的矛盾对立。不如说，PdK
 本身以知识体系的最高层面为指向，亦即，它唯一指向绝对美之领域，因为在那里理性作为哲学意识而返回于自身中。说得更确切一些，理性虽然可以在非常不同的方向中对艺术进行考察，如近代的教化中确实发生的那样，PdK
 却有意识地采取了“最高的”立场，主张一种关于艺术的“绝对观点”。它的出发点是整体本身，它整个的建构是向诸原始源泉亦即诸理念的回溯。它把自己理解为诸理念意义上的一种美学，作为这样的美学把自己理解为对陷于二元论困境的康德审美批判的克服。

即使是康德审美理性批判的真正功绩，也是当时的艺术理论未能认识，甚至于多重地一再误解的。谢林清楚地指出，康德的《判断力的批判》本身并非美学，从本质上说，它的理论贡献只是作为对“真正的美学”的一种批判的准备而存在，正如相应地，它所分析的是对美感和美的认识论陈述而非美和美的事物本身。但是，对审美事物的这种原批判的本质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却恰恰在于：康德从主体的方面出发揭示了一种给定在客观结构中的审美体验。它在康德那里叫做“天才”即艺术中的自然。谢林在PdK
 中接过康德的问题集合，他的同一性哲学可以读作是对康德对科学的体系可能性的提问的回答。不过，不论是艺术哲学还是同一性哲学，都不是以康德的方式进行的哲学思考。不如说，谢林首先倒转了主体性美学思考的整个立脚点，返回到那种对鉴赏判断是存在论地先在、存在论地给定的东西那里。后者无法按照先验哲学的精神方向继续追溯，它只能借助于艺术作品的实存，反射式地得到记录。

所以，谢林绝对美学的出发点并不直接是一种“天才论”，如在浪漫派那里的情况，也不是对人本性中的感性和超感性的一种审美调和，如在席勒那里的情况。很多研究并没有搞清楚这个基本事实。不如说，谢林的艺术哲学建构直接从原理、从“整体的理念”入手，因为从存在论上说，这个理念乃是一切艺术的给定东西。把这个理念提出为PdK
 的中心概念，这在理论上无疑是与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传统的重新衔接。

现在，艺术的整体论功能仅在存在论的视野中被考察，本质的完满生存在此有可能永远不被扬弃。作为同一性哲学的顶峰，PdK
 现在是体系的完成，它不再有如其在先验哲学体系内的那种调和任务——把先验自我论证为有意识与无意识、主体与客体的审美综合。PdK
 实际上——在科学体系的最高层面上——唯一指向绝对美的领域。那里理性作为哲学意识而返回到自身。如果我们回过头去考察一下PdK
 这个演讲系列的产生史，也可以看到对这种情况的相当清楚的提示线索。谢林在他1802年9月3日致A．施莱格尔（August Schlegel，1767—1845）的信件中，曾坦率地谈到他开始在做自己的PdK
 讲座的计划。同时他对自己的PdK
 与A．施莱格尔的艺术理论之间的区别，对自己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取向，都有极为清楚的意识。他说他本人打算提出一种“艺术哲学”，不同于A．施莱格尔的“艺术理论”，这种哲学美学并不处理“实际的或经验的艺术”，而唯一指向“艺术本身”。也就是说，这种艺术哲学既不是一种经验论意义上的艺术学说，也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审美理性批判，它并不直接指向一种艺术创造，也不提出一种审美改革纲要，这种艺术哲学认为自己是“一种一般的、仅出现于艺术的最高反射中的宇宙哲学”，它探究“艺术的根源，如其在绝对者之内存在的那样”
(21)

 。这个构想的纯粹的形而上特征，我们当然不可能错认。这封信还涉及A．施莱格尔1801—1803年期间的柏林演讲。A．施莱格尔在这个讲座中讨论美的艺术及文学，谢林撰写他的耶拿讲稿时，曾向他借来演讲稿作为参考，特别是其中的艺术理论的导论部分。谢林当时准备在PdK
 的经验部分向A．施莱格尔的工作看齐。

毫无疑问，在谢林的PdK
 和System
 中的两个哲学美学纲要间存在着某种方式的连续性，后者是先验哲学的“合拱石”，就先验哲学体系也是建立在主体和客体，意识和无意识的同一性的中心化而言。
(22)

 但笔者在这里并不讨论这两大艺术哲学建树之间的连续性，而是仅仅处理同一性哲学内部各个体系部分之间的连续性。再有，笔者这里对艺术哲学在先验哲学和同一性哲学中的体系功能的对比，也只能着眼于我们的题目。由于同一性哲学提炼的关于绝对的艺术观点的哲学，谢林已经离开他早期的先验哲学的立场，以此也离开了他对审美综合的关怀。艺术的整体性功能现在仅在存在论的立场上得到考察，这个立场的独特之处在于，在此，人本质的一种完满生存的可能性永远不会被扬弃。作为同一性哲学的巅峰，艺术哲学现在整个哲学体系内不再有那种调和任务，如在先验哲学内得到的那种，那里要将先验自我系统地论证为主体与客体，意识与无意识的审美综合。它现在在这里，更多是作为完成，作为无差别存在。

同一性哲学的体系是一种绝对连续性，它应该把自己表述在哲学的完整显现中。哲学运动着，经自然达到历史，最终在艺术哲学那里达到自己对永恒美和所有的美的东西原型的直观。这直观将显现在哲学一般的一种“狭义圈”那里，表现为“同一个体系在最高级次上的一个重述”（SW．V，S．363）：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和艺术哲学各自要理解为哲学有机整体的一个级次。也就是说，从科学上说，事情并非关乎对作为哲学原理的同一性的一种审美化，而是关乎绝对科学整体的一种完备性，这整体理性地把自己传达为“不可分割的”。艺术哲学在直观意义上有一种综合的功能，即从作为实存最高级次的艺术出发，把实在原理和观念原理重新统一在一起。在这种功能内存在着哲学理性及现代意识的最后关怀：借助于艺术在历史中赢回实在性。
(23)




 第四节　自然哲学的洞见与艺术哲学的构想

同一性哲学时期的谢林所追求创立的绝对美学，如果可以理解为一种审美的绝对主义，那么它的启动和在理论上的切入，从一开始即可能联结着一种理论的悖论或矛盾的风险。也就是说，近代意识期待着借助于感性地感知的经验去扩展理性，但感性东西由于不可分割地关联着时空直接性，必然遭到形而上学的拒绝而被扬弃，如在席勒的审美纲要那里曾经发生的一样。
(24)



谢林的PdK
 是其自然哲学的一种完成和展开，所以能够避免这类矛盾。对这种艺术哲学来说，美学的本质问题并不在于将理性扩展到感性东西（das Sinnliche）那里。因为在“理性扩展”的这种观点里已经暗含地承认了感性东西和超感性东西（das Übersinnliche）的对立、把这种对立设定为前提条件，且按照手段与目的那种联结方式来设定。这个隐在背景中的命题是谢林尤其反对的。他认为在建立一种关于艺术的形而上学时，问题唯一在于重建各种不同理性能力的原初统一。这统一自近代以来由于知性的片面统治而分裂，因为知性反思地生活在与原理的割裂中。康德试图借助于一种“感性的理性东西”（Sinnlich-Vernünftiges）解决先验的认识问题，但他并不打算同时提出一个无所不包的原理，所以他无法揭示所有这些理性能力在其固有的认识界限当中彼此如何衔接。现在，在完成其自然哲学和对费希特的绝对唯理念主义批判之后，在同一性哲学的立脚点上，谢林能够先验地推演理智在自然的体系和精神的体系中的平行存在，能够把感性的认识阐发为包含在绝对理性之内的，阐发为绝对理性的一种环节，并承认它的直接性的权利。这里还要强调说明的是，谢林的这种努力是按照有机体模式展开的，经过了“存在论—自然哲学式”的加工。

所以，哲学在坚持“无限者”的严格法则的同时，也“以同样的爱意”包容“即令是特殊东西，最个别的东西”，以便恰恰在它们那里“表述整体”（SW．VII，S．142），最终以无限的方式把一般和特殊构成为一体的。这种精神在理性那里看到了“感性、知性和想象力”的一种有机的统一，而且是“无条件的，以无限方式的”统一（Ibid．，S．147）。在这种关系中知性被看作神性的，就它在知识活动中是做规定者而言。不过知性作为“不具备［……］大全性的空洞统一”，由于对区别性和繁多的设定活动重新扬弃了诸事物的神性，必须把自己扬弃在理性中；而感性就此而言是神性的：它无意识地直观着“一种现场化着的无限性”（Ibid．，S．146）。对大全性的这种直接的直观是一种尚未被引回到自身那里的认识，还要在统一中去挖掘去论证的认识。想象力已经在自身中统一着知性和感性，并且它“只是那种意识到自己的无限性的感性，后者那种同时在直观的知性”（Ibid．，S．146—147）。说到底，唯有理性才能扬弃想象力的特殊的认识方式，甚至扬弃所有能力的区别性，因为在它那里，

统一与无限、[知性的]清晰性、[感性的]充溢本身融为一体（SW．VII，S．147）。

理性诸能力的这种联结和统一作为对康德美学的经验努力的一种继续，现在在谢林这里得到了存在论—自然哲学的处理。如果哲学中所有的调和只不过是诸理念的自我调和，因为存在的只是一个无限的存在，它贯穿在自然、精神及精神的自我理解活动中，那么首先是这种自我调和活动，接下来必须展开所有的调和，作为派生出来的调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原理的有机环节。在一种原初创造活动的立场上自然哲学——它现在并非仅仅服务于科学地作为体系的基础——与经验并不对立，相反，它在自身中原初整合着这种认识，它直接表述自然中的肯定性东西，即所有的认识活动在其起源那里都是随着一种神圣生命规定下来的，是适宜于这种生命，本身与原理的这种神性生命复为一体的。所有理性能力的统一属于整体存在的“大全—统一”，正如它们全体作为统一的肯定活动中的被肯定的东西，仅仅存在于统一之内。因为存在的只是“一个理性，而它具有我们”（SW．VII，S．149），它作为原知识活动是种无条件的知识活动。

这整个关于重新赢得现实性的思想，关于“所有的科学和教化的所有部分的一种新生”的思想（Ibid．，S．141），在同一性哲学阶段的谢林那里，继续通过自然哲学而内在化。诉诸古典的自然观——它们是希腊的美好自然直观，是布鲁诺泛神论宇宙的至高无上的善，也是谢林自己时代的经历启蒙洗礼的经典自然观——谢林把思考建基在一个物活论和浪漫派导向的自然概念上，并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把这概念阐发为理性的活生生的基础。他在这个具有生存直接性，在自身中无限联结着感性和理性的自然那里，寻找那种直接的现实性，作为对现代意识“精神病症”的诊断（SW．II，S．13）和救治：这种直接现实就是对活生生的自然的客观直观。这个自然能够为我们照明诸事物的存在于其自身内的统一。自然哲学作为“哲学一般”的基础（SW．V，S．324），可以给出达到这种基本直观的内在的冲击，这种直观固有的整体性视角重新给予理性以一种可能，“在自然中看到神，而在神中看到自然”（SW．IV，S．329），如同思想史从前有个时候曾经发生的那样。

谢林在审美地重获现实性的这整个过程中不断地回溯自然哲学的诸理念，这个事实对我们特别重要。为了从我们题目的角度更进一步地解释这种关系，笔者选取几个自然哲学基本直观，在这里考察
(25)

 ，它们都是这一哲学的基本定理，首先是他的艺术哲学与其自然哲学发生关联的那些联结点。这就是：1．对作为主体的自然的考察；2．对在其自我构型活动中的自然的考察；3．在有机体那里对自然的考察。
(26)



1．对“作为主体的自然”的考察。这种绝对的自然观并不意味着对自然的理性做任意的绝对化，它是这样的一种努力，通过自然的“自律”去解释自然，在这种自律那里，自然活在自身那里，把自己表述为主体，表述为它自己生命的规定者。所以，在1．Entwurf
 （1799）那里谢林有这样的陈述，“自然[是]它自己的立法者”（SW．III，S．17）。仿佛是一种科学的要求，给予自然它的权力，把它看作“无条件的”（Ibid．，S．12），看作“natura naturans”（主体的自然）（Ibid．，S．284）：“关于自然的哲学思考意味着，把自然从那种看起来它是深陷其中的僵死的机械论中拉出来，仿佛以自由赋予其生命，仿佛将它植入在它固有的自由中”（Ibid．，S．13）。这种深刻见解本身表现为反对其时代精神的最高音，因为这个时代屈从于二元论，不敢摆脱精神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分裂去研究作为整体的自然，而只限于考察在人为关系中、在分裂中作为无生命东西的自然；或让自然消失在反思的哲学中，如费希特让它消失在其绝对唯理念主义——一种关于人类自由的哲学里，消失于“非我”，以这种方式默许对自然进行全部实在性的剥夺。谢林的自然哲学则相反，它必须被看作近代精神运动的另外一极。它诉诸文艺复兴的“有机—整体”的自然观，在一个更高的立脚点上借助于哲学建构扬弃分裂，重建精神与自然的原初同一：它直接指向“自然的理念”，即那种本身“表述为”自然整体的绝对合目的性的东西（SW．II，S．54）；先验自我正是被强制着不断去思考自然的这种绝对合目的性。在这个自在存在的自然那里，在这个自身内带有自己的绝对目的、把自己表述为所有出现在它之内、存在于它之内的事物的总括原理的自然那里，将为历史理性揭示出他们所期待的现实性。

澄清这种自然理念，也即“活生生地生存着的理念”的这整个工作，应看作谢林自然哲学的一项大功劳。借助于这自然哲学，谢林决定性地将那种理性的自然观重新引进到近代意识之中，使之整合为近代意识固有的一个方向。这种哲学直接地集中于“自然与理念世界的同一”（Ibid．，S．69）并通过“自然的系统”解说这种同一（SW．III，S．278）。自然在它的最深处不过是无意识的精神自己，自然的同一性是诸理念的同一性。所以自然必然不能纯粹按照因果关系去解释，而只能借助于存在于自然之内的生命原理统一地去解说，只能从这个原理得到推演。至于在这个作为活生生的整体的自然那里，所寻找的那种直接的现实性将成为直观的——此现实性在这里只是无意识地把自己表述为精神的前史，这对于每一种艺术直观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在这里，自然的自在东西，那种一再重生的神性生命必然作为神性生命再次被认识，而艺术只有被包含在这神性生命中，才能获得其与绝对者的关系。

2．在其“自我构型活动”中考察自然。谢林对自然的“自我构型活动”的阐发是其自然哲学思想最独特也最富启示的部分。在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创造活动（Physis）的理念的重新衔接中，谢林将自然深刻揭示为活生生地处于其自我创造中的。自然从自身中构成了整个现实性世界，确切说来是以这种方式：它让自己的诸理念通过自我构型的活动生长在一个内在过程中，有机地——不能按照技术的目的去理解——产生它的各种构成物。所以自然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指向“作为客体的自然”（natura naturata），也即“作为某种现成的，已经产生出来的东西”（SW．III，S．283），即如自然在“技术工具论”的视角下呈现的样子；谢林的自然哲学则相反，它仅仅追随作为绝对创造性的自然，把原理那种无限设定的“主体—客体化活动”树立为它的“第一公设”（Ibid．，S．5）。以这种整体性为目标。自然哲学看自然，唯一在其“最原初”状态也即“构型的状态”中（Ibid．，S．6）。因为自然在这个状态中即是创世活动本身：它把自己无条件地设定在朝向理念奋力前进的一种永恒生成当中，在这种生成那里，自然走出了纯粹观念的无限性，变为一个动态基本过程，这过程以不同的个别动态级次为其环节，各个级次复又环节化为不同的个别动态级次：而在过程的每个层面上，自然都把自己设定为生成活动的主体，所以它总是作为主体复出现在各个层面上。

自然的整个自我构型活动是最原初的活动，所以它也是寻找自身的哲学精神最终必然返回的东西，因为这里，在自然的神性生命中打开着对“存在本身”的一种肯定性的直观（Ibid．，S．283），对那种“自己把自己产生出来的东西”的一种肯定性的直观（Ibid．，S．276）。自然的本质，那种绝对同一性，带着那种无条件东西的特征，把自己表述为二重性的最后根据，表述为“所有空间占位东西之原理”（Ibid．，S．291）。它不允许自己被“现实地”揭示出来即被看成僵死的物的系列，相反它“只能动态地去思考”（Ibid．，S．293）。所以，除了对其整个活生生自我设定活动的直观，并不存在任何对原理的直观。正是在这种自我构型活动中，活生生地反射出那种隐藏在自然创造性深处的东西。由自然直观直接提供的认识，肯定自然的规定性，这些规定性，现在在作为主体的自然的立场上不仅被认识为创造活动的诸外部形式，而且恰恰被认识为这创造活动本身。由于从纯粹主体进入到主体—客体这个变化，自然为它的创造活动设定了一种原初的“阻滞”或“分裂”。这种对立设定活动在这里是服务于原理的自我表述。因为“纯粹创造性原初地指向无形态，[……]而反过来，在形态取得胜利，也就是在创造性被界限的地方，创造性必将出现”（Ibid．，S．298）。这是那将自己设定在规定性中的创造性，它给出了“成为创造产物的动向”（Ibid．，S．299），给出了永恒生成活动的动力。自然原初地变成了由创造性和创造产物而成的“中点”。创造性在此并不显现为可以表现的创造产物，而是显现为“要在进入创造产物的过渡中去把握的创造性”，它在这里也允许自己从创造产物的方面去考察，是这个意义上的一种创造产物：“具有无限创造性”，必须“在构型活动的状态中”去把握（Ibid．，S．300）。

当然，囿于经验的理解方式必然无法在自然创造产物中认出自然中这种绝对的连续性，与此相反，思辨的自然哲学在自然创造产物那里，看见的不是一种保持着的自然创造产物，而是一种持续保持自己的创造性，它只是显现在无尽的变形序列中，或显现在“从形态到形态的过渡”中（Ibid．，S．300）。以此这种哲学能够对立于经验借助于一种先验的建构揭示自然的本质。对自我构型活动的考察本身完全指向绝对创造性。它一方面在一般自然表象那里肯定形态，确切说来肯定为生命的标志，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凸显特定的诸形态，以便凸显自然中那种无条件非客观的东西。所有形态的内在亲缘性是通过“一基本类型”来解释（Ibid．），如形态的多样性是通过“发展阶段的区别“（Ibid．，S．301）来解释。在创造性的所有层面的一般总体关联的凸显那里，在所有特殊形态于神性生命中的消解那里，创造产物也获得了它的权力：作为那种自身内包含了相对而设的两极的综合而存在。对所有的反思活动来说，存在于其自我构型活动中的自然的直观提供了一种冲击力，这里存在着一种“极其特别的情况”，也就是：自然“本身神性地存在”（SW．VI，S．279）。按照同一性哲学的思考，自然是“诸理念的一般诞生”（SW．V，S．317）。作为神的自我肯定活动的实在方面，自然不能被解释为理念的异在的调和，也不能被解释为理念的“官能”，而恰恰要解释为“创造着的和富有创造性的理念本身”（SW．VI，S．278）。这种直观最终以此带来一种决定性的成为艺术理解的变化，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对“寓于自然内部的艺术”的那种观点（Ibid．，S．279）。自然尚是“无意识的艺术”，因为在它那里“思想与行动，构想与实施，艺术家与他的作品，尚未区分”（Ibid．）。只是从那种原初即内在地存在于自然中的自由——生命就存在于这里——的角度看，自然与艺术之间那种特有的比较关系才变得可以理解。借助于自由与自然原初的同一性，自然能扬弃它的作为独立于它的自我设定活动的东西的实存，同时把自己提高为自我设定着的存在（Sein）。借助于这同一种同一性，唯有自然可以被理解为艺术的一种对应体（das Gegenstück），而艺术此时通过自然被奠定在深层的存在层面上，奠定在精神本身的诗性创造那里。在这个“作为艺术”的自然那里，打开着“对一种理念”的直观，这理念“作为理念却是完全客观，完全实在地存在着”（Ibid．）。这种意义上的自然是精神的创造性“诗篇”，那种真正以诗意的方式产生出来的“诗”（Poesie）。在这种绝对的有机方式的自然观——其核心思想现在通过自然与绝对者的那种不可扬弃的同一性阐发——那里，康德美学的形而上学关怀提出的任务——澄清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对立及其相互涉及——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得到了完成。

3．在有机体那里去洞察自然。经自然哲学建构的有机体，并非指经验论意义上的有机体，而是自然的自我构型活动的这个意义上的有机体。作为自然的自我构型活动，有机体就是整个创造性的自然本身，凸显在其作为“绝对有机体”的神性生命中（Ibid．，S．70）。在一种视点颠倒中，自然哲学的考察方法也指向“个体化了的诸自然”（Ibid．，S．69）或有机体个体化了的生存活动。以此，活生生地，以自然方式产生的诸理念被置于考察的中心。所有特殊的有机体都是通过“一个个体化着的自然”（Ibid．，S．70）去思考，也即通过对抗着作为一般有机体的自然的一种差别化去思考。诸特殊有机体不过是以特定方式活动着的自然本身。这种差别化或特殊有机体脱出自然的整体关系的这种活动有它的意义：由于唯一的自然的意志，它们要通过自己的生命，它们特有的各种活动和它们的自组织活动构成“一个自己的特殊世界”并进入显现（Ibid．）。

对有机体的自然哲学直观具有建设性的意义，特别对于艺术哲学——它现在承载了一种基础哲学的功能，因为在作为调和者的有机体那里，自然那种整体性的活动也即“精神的建构活动”揭示了自己，自我解密（Ibid．，S．12）。在有机体那里已能够认出“自由的隐蔽痕迹”（Ibid．，S．13），这自由在自然的存在与活动的统一那里，还作为生命的秘密隐藏着。而完满的有机体“对自己同时是原因和结果，手段和目的”（Ibid．，S．66），能够反抗着外部世界的“冲击”而建构自己（Ibid．，S．145）。有机体通过“那种变易本身的概念”标志自己（Ibid．，S．65），可以说就是这个活生生的概念本身。它的联系能力是一种整合活动，“将一切事物同化到自身内”（Ibid．，S．70），将一切事物放到其活动的领域去理解。以此在这种有机体那里有一般与特殊，无限与有限，自由与必然的一种统一的共存创造出来。最完满的有机体，它自为地来看已经是整个理念，在自身内承载着构成了的整个无限。在它那里，“事物的本质也作为灵魂，作为理念呈现”（SW．V，S．318）。谢林将实在性在观念性中的这种化解阐明为诸理念的呈现活动或“成为对象的活动”（Ibid．），它出现在自然的中心即理性那里。于是在自然那里寻找一种无条件的实在性的自然哲学在有机体那里洞察到现实性的一种生长：有机体这里，不仅一种自组织的原理理念成为可见的，而且自然的一般构型过程的无限性也成为可见的。在每一种有机体那里都必然能认出一种创造性，“一种无限展开活动的冲动”（SW．III，S．19）。有机体通过它的创造性活动指向整个自然，因它的创造活动同时是“一种更高的，借助于作为调和的有机体而作用的活动”（Ibid．，S．154），有机体随着它的完成综合而返回自然。自然哲学在这种方式的有机完满性那里洞察了自然的内在完满性。这个自然将所有存在于它之内的事物引回完成。它自己却超出每一种这样的个体完成，始终指向自己的理念。它要求着绝对，永恒地努力表述这种绝对。只有在一个更高秩序的构成物那里，也即在借助于自由活动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那里，自然才在它的最高瞬间被窥见。


 第五节　神话作为艺术的形而上根基

谢林哲学的主线表明，谢林完整发展出其主—客体的唯理念主义的时候，也就是他存在论地集中处理神话的时候。谢林批判地与主观唯理念主义的美学拉开距离的时候，正是他转向审美直观中的神话的时候。完成同一性哲学的整体论，借助于以此获得的关于神的知识，谢林站在艺术的立场上把神话设立为哲学的题目，把一个理性的神话学纲要建立为艺术哲学的核心部分，这是近代哲学对神话的第一次伟大理性阐释和体系处理。谢林的这个真知灼见可以说是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获得的具有代表性的洞见：神话对于一种真正的艺术形而上学既非偶然的亦非不重要的，相反神话构成这种形而上学的必然组成部分。谢林一直保持这个洞见，直至他晚期在神话哲学当中作出的“宗教—哲学”的神话再发掘。

因此，对神话一般的哲学建构不仅构成PdK
 主要部分的重要内容，这神话学构架本身在PdK
 的整个问题集合那里也有一种关键地位。因谢林强调，整部PdK
 的基本任务正“在于对神话的建构”，借助于这种建构应该揭示美的一般生存。具体说来，就是要为这个存在论的提问——从一般和绝对的美那里如何可能出现诸特殊的美的事物？——找到一个理性的回答，提出一个维系性的纽带，一个提供同一性的原理。这种借助于神话而“存在论—认识论”地扩展理性的方式，而且恰恰凭借作为理性科学对照物的神话，可以看作是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史获得的一项重大业绩。柏拉图对神话的固有真理存有深度怀疑。尽管如此，他仍然为哲学而要求这种真理，如《高尔吉亚篇》证明的那样。神话在柏拉图对话中扮演的角色极其引人注目，他中期的对话如《会饮篇》，《斐德若篇》等皆是典范的例证，其对话完全借助于神话的表象方式和言说方式发展和收尾。
(27)

 而在谢林这里，哲学着眼于神话的理性的关联，将它纳入在关于艺术的形而上学体系内部，并赋予其坚实的论证：神话被哲学地论证为艺术的根基和源泉。谢林的神话学处理不仅陈述地阐明神话的真理，而且使这些真理全数成为哲学的命题。PdK
 以此赢得其问题集合的一种特有的维度，接近了这个事实——艺术必须存在论地回到它的神话根基那里；PdK
 必须将神话建构直接设立为一系列讨论的出发点，因为这些讨论均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提出这个关键的问题：艺术这个现实性的场所，其与自己的存在原始源泉，与自己的理念世界有怎样的关系？

谢林PdK
 中的神话学切入有意识地站在启蒙主义的神话理解对面，但它也是通过时代的启蒙主义精神直接促发的。这个时代中，启蒙意识在脱离了神话思维之后，感受着失去统一性的威胁，试图返回到本质那里并与之衔接。

在1800年左右围绕审美基础的密集讨论那里，神话渐次进入了中心。古典的神话研究、浪漫派对自然中情感世界的渴求等，都是要从神话那里得到人类理性的一种整体性支持，以均衡时代的一般理智和良知。但一种神话对艺术的意义仍然没有得到解释，神话还没有在哲学意义上重新获得。如果说神话问题的提出恰与近代发展过程密切相关，那么对启蒙主义者那种狭窄化的合理主义，对技术理性那种纯粹的使用态度来说，神话本身必然始终不可企及。因为它们在其偏见中只能将神话理解为某种流传下来的，属于过去的东西。而神话的整体决不允许自己仅仅被看作一种时间性的，流传下来的东西，不允许自己被看作一种过时的认识形式。它甚至不允许自己被看成一种学科分支意义上的、从属性的学科领域，其任务可以凭借狭窄化的合理主义观点去推动，其研究可按照经验的诸总体关联去穷尽。相反，神话面对科学的研究，总是不断指向一更大的维度。

对艺术哲学与神话哲学的本质关联的阐发，有助于对神话真理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赢得。哲学史地看，1802年谢林在PdK
 中的这一尝试是在继续展开一个已经存在的神话学纲要，即表述在Systemprogramm
 （1796—1797）中的“理性神话学”纲要。那里曾经以清晰的体系意识凸显一种指向“未来整个形而上学”的理论关怀：要建立“诸理念的一种完整体系”，即作为自由的、自我意识了的自我的理念，这是理性本身的理念，作为这样的东西是哲学反思的主体；作为一“整个世界”的自然的理念，这是从“无中出现的创世活动”，本身是“伟大物理学”的对象；以及人的理念，这是把自由作为其本质规定的生物，在他那里内在地联结着诸原理，即人的一种历史所必需的那些理念，如关于道德世界的理念、神的理念、不朽性的理念，等等。这个纲要恰恰也在一种与美学的紧密关系中把一种“理性神话学”作为任务：这种神话学应当帮助完成对诸理念的感性化。

在Systemprogramm
 中即有这样的宣告：

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新神话，不过这种神话必须服务于诸理念，它必须成为[一种]理性的神话学。

在我们使诸理念成为审美的也即神话学的之前，这些理念对于民众没有什么意义，而反过来说，在神话学成为理性的之前，哲学家必定要为自己感到羞愧。
(28)



如果说，在这个“体系规划”这里，这种“服务于诸理念”的神话学还只是整个纲要的一个陈述命题，那么在谢林的PdK
 中——注意它恰恰是个“诸理念的体系”——它已经发展为一种存在论的神话学构想。此构想在谢林这里最初步的执行步骤即与Systemprogramm
 中要把“一切已得到解说的东西与尚未得到解说的东西”融汇在一起的指向格外吻合。
(29)

 例如，在涉及哲学美学的基本建制的情况下，PdK
 努力要为艺术的尚未解说的“诸源泉”、为艺术与其神性原理的关系和神话真理要求的效力作出存在论的解释，由此已经把神话阐发为艺术的形而上基础。

从发生史来看，这个构想却不能直接等同于将Systemprogramm
 中的那些思想全部付诸实现。我们在这个哲学的神话学的建立这里，还必须突出早期浪漫派关于“一种新神话”的诗歌工程的重要影响。如果抛开早期浪漫派的这个“新神话工程”不谈，我们就无法完整把握谢林这个哲学神话学的切入，因为它与这个精神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与其分有共同的精神方向。不过我们也应当记起，还在“新神话”这个术语在谢林的System
 结尾章的艺术哲学中第一次出现时，它就明确地带着一种理论商榷的论战印记——与早期浪漫派的艺术理论商榷。那里的宣布显然直接有所指，起因应该就是F．施莱格尔在1800年上半年发表在《关于诗歌的谈话》中的“关于神话的谈话”（„Rede über die Mythologie“）。F．施莱格尔在那里抓住关于“新神话”的思想，首先提出了一种浪漫派诗歌的建设工程。
(30)

 这篇谈话的要旨，通过诗歌从现代精神的内部构想一种新的神话，完全指向对古典和现代做一种未来的诗性综合，而这种诗性综合的前提条件则是进行一场审美革命。
(31)

 于是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浪漫派的作为新艺术的“新神话”工程——其先行者可以追溯到赫尔德关于新神话的思想那里——以其对于古代和近代的对立的一种清晰的意识，对于古代和近代的不同社会历史条件的认识为基础。F．施莱格尔更多地把古代视为历史地已消失的，对他来说，甚至温克尔曼和赫尔德对古今之争表示的那种立场也还很成问题。
(32)

 他更多地想抓住从现代内部出现，本身构成为对古典的否定的那种新东西，而不是要求和促进一种新经典，一种脱胎于古典的再创造。

在System
 的结尾部分，那里，哲学的先验自我在走完“返回自身”的漫长途径后，通过艺术哲学达到了自己的旅程终点，为此谢林写道：

然而，如果说唯有艺术才能成功地使哲学家只能主观地表述的那种东西普遍有效地成为客观的，那么让我从中再推出一个结论：必然可以期待，如同哲学在科学的童年曾从诗中诞生，从诗得着滋养那样，哲学与所有那些借助它臻于完成的科学一起，在完成之后，犹如百川汇海，返流到它们曾由之发源的、诗的普遍性的大海洋里。至于科学的回归于诗的中间环节会是什么，一般而言不难回答，因为在这个现在看来是不可解除的分裂出现之前，这样的中间环节曾存在于神话那里。但是一种新的神话，一种不能是个别诗人的创造，只能是一种新的、仿佛是体现为一个诗人的类族的创造，本身如何能产生，这却是一个难题，其解决唯一只能期待世界未来的种种命运，期待于历史下一步的发展进程（SW．III，S．629）。

在这里，我们清晰地读出了早期唯理念主义的神话理解中所含的问题意识，它因这种问题意识而不同于、甚至对立于早期浪漫派的观点。首先谢林就强调地把一种“新神话”的产生方式总结为历史哲学的一个问题集合。人类的这个有待实现的目标位于无限遥远的地方。谢林给出了一种提示，那就是，“新神话”在历史中必然始终是一个“问题”，以此他首先完成了与早期浪漫派在“新神话”名义下的艺术实践理论和工程的一个清楚的概念划界。谢林还在脚注中补充说，他准备出版自己多年前写好的一篇关于神话的论文，那里可以看到他如何展开其唯理念主义的神话学思想
(33)

 。A．阿尔沃恩据这个脚注推测这篇东西与PdK
 中的神话学章节有着直接的总体关联，这却仍然不能认定。
(34)

 因为PdK
 中有关神话学的这一部分是否确实在多年前写就，现在作为其一部分收入PdK
 ，这是谢林手稿专家们迄今未能搞清楚的问题。一般认为，现在能够确定的只是，System
 中的神话提示与艺术哲学中的神话学建树属于同一个神话学动向。还有，它们那种与早期浪漫派的商榷姿态也是同样地鲜明。也即，在关于一种“理性神话学”的提法这个问题上，谢林与早期浪漫派的共识是有前提条件的，他坚持这个问题集合。因为对他来说，“新神话”的思想及其理论切入，根本上关系到如何重新赢得“诸种原始源泉”，而一种“新神话”只有被纳入在这种问题总体关联中才能谈得上做哲学的处理。

实际上我们在考察早期唯理念主义对早期浪漫派的新神话思想的作用以及两者的共同之处时，还必须不断地想到它们的区别。两者是通过一种精神运动中的交互作用发生关联并有共同的理论来源。但两者也有互相冲突的立场和观点，反映出彼此不同的哲学素质。从这种意见相左的方面看，整个“耶拿-维尔茨堡”时期的PdK
 的产生也完全可以解说为谢林对早期浪漫派借助于一种政治的审美革命完成“理性均衡计划”的一种论战式理论商榷。

谢林在1802年致A．施莱格尔的一封信给了我们一些提示，那里提到谢林在当年夏季学期开始的时候，“主要把力量放在神话学上”，他已经将其建立为PdK
 的开端部分。当时这部分文本的完成状态究竟如何，我们在维尔茨堡手稿的神话章节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资料源可供参考，这就是谢林研究专业圈中所说的“罗宾森—笔记稿”
(35)

 。这个笔记稿的流传也可以佐证笔者的命题，即PdK
 中的神话学纲要乃是全书一般部分的核心。

现代理性把重新赢得人类的现实性树立为自己的行动目标，而艺术对于这种“重新赢得”的行动之所以变得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它具有与神话的那种天然联系。神话是艺术的原始源泉，艺术还在其童年时代就建立了种种与神话的关联和关于神话的各种体验，并以此成功地保留了神话。这种关系正是笔者要在下一章里继续展开的。



————————————————————


(1)
  对谢林自然哲学与其1801—1802年的同一性哲学体系间的关系问题这个研究课题，推荐参考德国唯理念论专家H．霍尔茨（H．Holz）教授一系列专著，首先就是他的名著Die Idee der Philosophie bei Schelling
 ，1977年版，S．64—126，尤其是其中论证形成谢林的自然概念背景的那些理论因素，S．19—63；关于谢林自然哲学的问题史和基本特征，可参看他的„Perspektive Natur“，in H．M．Baumgartner hg．Schelling．Einführung in seine Philosophie
 ，1975，S．58—74；另参看他的唯理念论研究专集下卷中有关论述：„Schellings Ansätze zu einer Naturphilosophie“，„Das Ontologische Argument und die Philosophie Schellings“，in Geist in Geschichte．Idealismus-Studien．II．Halbband：Fichte，Schelling
 ，Hegel．Die Macht der Idee im konsystematischen Monolog
 ，1994，S．228—248，249—277。


(2)
  关于谢林吸收康德的目的论批判这个问题，我在这里首先提示W．施米德-科瓦齐克教授对德国唯理念论这段问题史的深入研究，参看同一作者1996年专著第37—65页的分析，如前所提示，此书已被收入拜恩科学院谢林学会《谢林研究丛书·卷8》；O．马夸德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出发，更愿意将这个问题集合概括为在康德那里的“审美切入”和谢林那里的“审美替代”，参看其1989年的著作Aesthetica und Anaesthetica
 ，S．9—14，他在其1987年的著作Transzendentaler Idealismus．Romantische Naturphilosophie．Psychoanalyse
 中也提示我们，在谢林那里，美学问题与自然哲学的问题总体上是关联在一起的，S．100—166。


(3)
  参看本书第一部分第四章第一节关于谢林的《第迈欧研究手稿》的研究状况简述。


(4)
  我们在这里完全不介入对谢林哲学的形态问题的争论。


(5)
  众所周知，耶拿时期的黑格尔在其著名的文章《费希特哲学体系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Differenz
 ，1801）中还完全站在谢林立场一边，其关键论述，可参看黑格尔的„Vergleichung des Schellingschen Prinzips der Philosophie mit dem Fichteschen“，in G．W．F．Hegel：Werke
 ，Suhrkamp，1970，Bd．2，S．94—115。


(6)
  可比较R．劳特（R．Lauth）对费希特先验自然论的全面阐述，1984；较好的材料还有P．Ruben，„Natur und Freiheit．Zum Naturverständnis Johann Gottlieb Fichtes“，W．Janke，„Fichtes Bestimmung der Natur an ihr selbst“，in K．Gloy/P．Burger（hg．）Die Naturphilosophie im Deutschen Idealismus
 ，1993，S．24—49，50—66；M．Frank，„Die naturphilosophische Abkehr von Fichte“，in Eine Einführung in Schellings Philosophie
 ，1985，S．104—118；对此还可以参看谢林在其GdP
 （1827）中对其“自然哲学—同一性哲学”理论建设及对费希特的绝对唯理念论批判的回顾，SW．X，S．90—98。


(7)
  笔者在此有一个提示，谢林在克服费希特哲学的时期有一个很典型的问题表达法：“为什么对理性必然有一外部世界存在”？这个提问法在其自然哲学文献、System
 和同一性哲学文献中都曾经出现；而Systemprogramm
 的作者也使用了这同一个表达，见其中的提问：“为什么一个为了道德生物的世界必然被创造出来”及其对自我与世界同时诞生的回答意向和相关叙述。


(8)
  Cf．J．G．Fichte，Über das Wesen des Gelehrten
 ，J．G．Fichte．Gesamtausgab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69，Bd．I，8，S．73f．


(9)
  以下缩略语Wahrer Begriff
 。


(10)
  谢林的同一性哲学以系列文献形式流传下来，其中包含已发表的著作和未发表的著作，也有未完成的著作手稿。


(11)
  关于这同一性体系对康德的借鉴和对歌德思想的吸收，可参看B．朗（B．Rang）的工作成果Identität und Indifferenz
 ，2000。


(12)
  以下缩略语Bruno。



(13)
  以下缩略语F．Darstellungen。



(14)
  以下缩略语PuR
 。


(15)
  谢林的同一性哲学称绝对者为主体与客体的“绝对无差别”，因为绝对者既是哲学知识体系的主体又是其客体。绝对者作为主—客体，那种观念—实在的东西，既是精神又是自然，但不能把它理解为有区别的东西，因为它是精神与自然的无差别点。这样的无差别点同时也是所有哲学知识体系原初的绝对出发点。谢林在建立整体论的哲学体系时所寻求的正是这样一个“绝对无差别点”，他认为在这个点上，实在论和观念论不过是从同一个点发出的两种合法的考察观点或论证方向，所以他的同一性体系要借助于绝对同一性原理抓住和考察这个点，以确立一种与特定的自我肯定活动结合在一起的绝对同一性表象。


(16)
  关于同一性哲学的柏拉图吸收，Cf．C．Beckermann，Schellingiana
 Bd．11：Das antike Denken in der Philosophie Schellings，S．147—196。


(17)
  级次说是谢林关于诸级次（Potenzen）的理论。诸级次是谢林哲学的基本概念，其自然哲学与同一性哲学都以诸级次指称自然中诸创造活动的动态的阶段和层次。但在其自然哲学那里，级次说重在标志自然过程的序列层次关系并突出其普遍显现方式为诸级次的三重性，较高的级次在更高的差别化中重获较低的级次；而同一性哲学对级次说的诠释重点不同，它更强调诸级次是走出绝对同一性的诸形式，并把诸级次诠释为绝对同一性诸形式间的量的差别。


(18)
  Cf．Darlegung
 ，SW．VII，S．52．


(19)
  “无差别”是谢林同一性体系的核心概念，谢林用“无差别”与同一性这两个概念去标志其整体论的哲学规划，它要扬弃自康德的理性批判以来在哲学中所设定的那种分离，因此谢林思考的重心是对立面的一种统一。例如在其自然哲学的思辨论证中，谢林将自然中的一种朝向原始同一性的奋争作为公设。这种奋争的现实实现就是“无差别”也即对立面的统一，不过，所有现实地实现的统一都并非原始的同一性，而只是从差别即对立面中重新创造出来的同一性。


(20)
  Cf．Darstellung
 ，§13，§14，SW．IV，S．51—52；另见F．Darstellungen
 中将思维与存在作为无限者与有限者关系的全部推演，同上书，第381—389页；特别还有哲学对话Bruno
 对一种生产性的想象力的总体关联的构想，同上书，第239—242页，243—251页；与自然哲学有紧密的联系、为自然哲学而作的Aphorismen 1
 所勾勒的整个的“有限者与无限者的关系学说”，SW．VII，S．189—197。


(21)
  按照谢林长子K．F．A．谢林（K．F．A．Schelling）为《艺术哲学》而写作的编者前言中的说法，谢林写作《艺术哲学》只是进行“一种尝试”，他的这个讲座使用了席勒、歌德、施莱格尔兄弟等人的材料，以便将他自己哲学中获得的各种思想和方法运用到艺术科学上。谢林本人认为其中真正有价值的文字乃是他撰写的关于悲剧的那些章节，故而不主张出版全书，只同意发表其中的部分内容，Cf．SW．V，S．VII-VIII；而著名的浪漫派史学专家鲁道夫·海姆（Rudolf Haym，1821—1901）在比较研究谢林《艺术哲学》与A．施莱格尔的艺术理论讲座这两份文本后确认，“哲学家从文学史家那里取用、借用资料的情况，比我们以为的要少得多”，相反却是A．施莱格尔在“直接从谢林先验哲学收尾段落中的富于启示的思想那里”吸收营养，以“建立个例丰满、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美学体系”，参看该书第837页；另参看G．L．Plitt（hg．）：Aus Schellings Leben．In Briefen
 ．Bd．I，第397—398页，E．Laune（hg．）：A．W．Schlegel，Kritische Schriften und Briefe
 （《批判文集及书信集》），SW．II，特别是第225—316页。


(22)
  关于System
 中对艺术的先验演绎构成艺术哲学的一种前提条件这个问题，可参谢林专家H．M．鲍姆加特纳（H．M．Baumgartener）1996年的专著第97页以下的内容，这本书被公认是谢林哲学基础导论中最好的一种，其在问题史的叙述中同时将研究最前沿的信息带给入门者。


(23)
  关于谢林先验哲学及其思辨自然哲学中审美措施的“替代”特征，可参看O．马夸德1987年的著作中的看法，第131—168页，尤其是第153—160页的内容。


(24)
  参看W．韦尔施（W．Welsch）1996年的专著Grenzgänge der Ästhetik
 中《从美学的诸后果看席勒批判》（„Die Schillerkritik hinsichtlich der Konsequenzen der Ästhetik“）一文中对谢林的批评，斯图加特版，第 118—121页。


(25)
  关于谢林的自然理念及其现实性问题的综合研究，我在这里提示T．施奈德（T．Schneider）1997年的工作。


(26)
  在这里不能深入到对谢林自然哲学及其整个问题集合的总体表述中。在下面关于“万有论”的章节中，笔者也只能暂时先处理和讨论一个要点亦即其“级次说”。


(27)
  对进一步了解柏拉图如何借用神话的表象方式和陈述方式，可参看W．Hirsch，Platons Weg zum Mythos
 ，S．230f。


(28)
  Cf．H．Fuhrmans（hg．）：F．W．J．Schelling．Briefe und Dokumente
 ，Bd．1，1962，S．69—71；M．Frank/G．Kurz（hg．）：Materialien zu Schellings philosophischen Anfängen
 ，1973，S．110—112．


(29)
  Cf．H．Fuhrmans（hg．）：F．W．J．Schelling．Briefe und Dokumente
 ，Bd．1，1962，S．69—71；M．Frank/G．Kurz（hg．）：Materialien zu Schellings philosophischen Anfängen
 ，1973，S．110—112．


(30)
  我们注意到当F．施莱格尔在于1799—1800年冬季号Atenäum
 上发表《关于诗歌的谈话》并宣布了一种新神话时，谢林立即在其1800年早春发表的System
 中表态，与这种浪漫派的思想划清界限。参看KA．II，S．317f；SW．III，S．629，特别是脚注。对于辨别这一思想的先在性归属问题，可参看谢林研究专家X．蒂利特的重要提示，„Schelling als Verfasser des Systemprogramms？“ in：Materialien zu Schellings philosophischen Anfängen
 ，S．200；参看黑格尔研究专家O．珀格勒的判断，„Idealismus und neue Mythologie“
 ，载K．R．Mandelkow主编：Die Europäische Romantik
 ，Bd．I，1982，S．179—204，还有他的另一篇文章„Die Entstehung von Hegels Ästhetik in Jena“，in：Hegel-Studien
 Beiheft 20，S．257f；另外，H．戈克尔（H．Gockel）及F．施特里希（F．Strich）两人指出，除了赫尔德关于新的神话的思想（在诗歌中复活神话）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K．H．海登赖希（K．H．Heydenreichs）要求一种诗性扩展的System der Ästhetik
 对F．施莱格尔的美学构架、对其„Studiums-Aufsatz“和„Rede über die Mythologie“这两篇专文发生的影响，参看H．戈克尔著作，第75—84页。


(31)
  由F．施莱格尔所引进的关于一种文学史上的审美革命的思想，其目标直指对古代和近代的对立的一种克服，即通过在近代的教化的理论和诗歌中的实践活动促进和支持客观化的主导地位。他的„Studiums-Aufsatz“一文是早期浪漫派文学文献中最重要的一篇，以设想这种革命为其核心问题。Cf．Schriften zur Literatur
 ，Rasch（hg．），S．128f．


(32)
  温克尔曼1766年的文章”Versuch einer Allegorie“已经以诉诸古典神话为基础，其写作的目的之一即是为诗性的想象打开一块自由领地，那里可以借助于与历史质料的联系产生出一种特有的共同图像。


(33)
  这里所提到的论文并未问世。谢林专家X．蒂利特把这里的宣布阐释为一个商榷的标志，与早期浪漫派关于一种新神话的诗歌实践发生商榷。


(34)
  Cf．A．Allwohn，1927，S．26、27f．


(35)
  Cf．E．Behler 1988，Studien zur Romantik und zur idealistischen Philosophie
 ，S．171—195，还有之前他在1976年的《哲学年鉴》83（Philosophischen Jahrbuch
 83）上面的报告，第133—183页；前面那本书的附录收入了H．C．罗宾森（H．C．Robinsons）以笔记形式流传下来的谢林1802年的PdK
 讲义。


第七章　先验推演：艺术在宇宙中的存在论地位


 第一节　神和宇宙的理念

谢林的PdK
 始于对“万有论”的表述，目的是首先将“太一”突出为本质性的存在论事实，所有的学科都从它出发的存在论事实。同一性哲学阶段的谢林认为神话是“太一”的最高启示，根本上能存在的最高启示。他反复强调人类所有的活动即科学、宗教和艺术的源泉，强调神话作为它们的起源和它们的意义赋予的总体关联。
(1)

 在这种整体消失的近代，他将这种存在论的整体阐发为一种新的艺术形而上学的基础。借助于自然哲学重新建构的一种“万有论”，努力要以为近代意识赢得一种整体性视野。

对这种具有基础哲学功能的艺术哲学来说，它之高扬艺术，并非为了艺术本身，而是要建构在艺术形态中的原理，因此关于神的理念及关于宇宙的理念是其哲学建构的出发点。所以PdK
 的第一个定理就是：

绝对者或神是那种东西，从它的角度来看，存在或实在性直接地，也即仅仅借助于同一性法则从理念中得出，质言之，神即是对其自身的直接肯定活动（SW．V，373）。

这个表述断定：神的存在即是理念本身的存在。而唯一真实的神的理念乃是，神即对其自身的绝对肯定活动。同一性哲学以对这种自我肯定活动的斯宾诺莎式陈述澄清神的本质和神的存在方式，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哲学史上此前主一种同一性哲学的哲学家，主要就是近代的斯宾诺莎和更早的乔达多·布鲁诺。谢林看重的同一性哲学表述直指存在，因为“神的存在不似其他事物的存在；神仅在这个意义上存在，就其对其自身进行肯定而言”（SW．VI，S．151）。也就是说，神决不能有别的存在，只能有其理念的存在。神绝对地存在，他凭借其自身存在，通过其自身存在，也就是通过对其自身的肯定活动而存在。

由于通过对其自身的肯定活动而存在意味着，通过其自身即是那个做肯定活动者和在肯定活动中的被肯定者，于是神是唯一的绝对者，是其自身的原因。神就是存在的一切事物。到此为止的神理念阐述也就是对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自因说”的存在论阐发。神是所有的存在的事物，他作为对其自身的无限的肯定活动者存在，作为无限的被肯定者存在，同时作为两者的无差别存在，但他本身却决不是这些个别形态之一。

从根本上说，神不是任何事物；相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要这样理解，即神所是者，仅仅是借助于这种无限的肯定活动。通过神的自我肯定活动的这个三重的范式，强调的是实在性与观念性的同一。据此，成为实在的就是成为被肯定的。神作为对自身的肯定活动，是那种将所有观念性无限地包含于自身中的实在性。不是任一什么事物，而是，只有神本身才是将所有的实在性无限地包容于自身中的观念性。

这个定理将绝对者理念、无限实在性的理念与神的理念等量齐观。从这种做法中我们必然读出神话的第一原理的内在性和超越性。在这里，神与绝对者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张力提供我们实体论的考察的整个总体关联。按照同一性哲学的观点，神不能被理解为一存在过程的最高东西，而要理解为“无条件的太一”，存在的中心。神必然不能被直观为顶峰或结束，而只能被直观为这样一种存在中心，其不与边缘处于矛盾对立，而是“一切事物中的一切事物”。

同时，神无条件地无关系，他唯一因其自身而存在，唯一通过其自身得到肯定。所以，不存在对神的认识的任何的上升过程，存在的只是直接的认识，凭借神性东西的对神性东西的认识。在任何认识方式中，神都不能是被认识者或客体。所以，对神的认识的基础不在于对神的证明，而在于神的存在本身，在神的自我肯定活动那里。所有的哲学思考必须从神的理念出发，因这个理念具有自明性。

绝对者即是“太一，其谓语唯一只能是绝对同一性”（SW．IV，S．375）。因为“绝对者的内在东西或其本质只能被思考为绝对的、彻底纯粹的和未曾晦暗的同一性”（Ibid．，S．374）。绝对者或神就是那种绝对地肯定自身，同时又是被自己的肯定活动所肯定的东西。绝对者同时就是神。只在绝对者的理念中那种自在自为的绝对统一，绝对的同一性才得到强调，在这种绝对同一性那里，无条件地无物可区分，无条件地无物被区分。也就是说，这是个超越概念。不可能有比绝对者更高的存在，绝对者就是那普遍的、处处在场的、囊括万事万物的统一。绝对者这个理念按照其本性排除每一种界限——它只是在人类理性不具有它的地方存在着，因它既不可能是事物，也不可能被理解为事物。

再说神与绝对者的关系。神是绝对、永恒和无条件存在的。作为无条件不具关系的东西直接是超验的，但是，从这种斯宾诺莎意义上的绝对实体的神那里，必然有绝对无限存在的本质的凸显。这个实体不再如在斯宾诺莎那里是某种不动的、保持在自身内的东西，而是必须理解为原初的绝对自我肯定活动。神的理念本身已包含作为存在整体的世界的理念。神和世界这两个理念的本质性东西，在于它们的内在统一，这是存在的根据与存在根据的存在的统一。同一性哲学将这两个理念等量齐观，不仅直接对我们提示了它对唯理念主义与实在论的全面整合，对哲学最高原理的那些整合，同时还提示了对哲学、宗教和作为诗性生存的艺术的那些整合工作。同一性哲学的公理是，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存在于神或神性原理之内。这个公理提示神的存在的内在性。而通过肯定者与被肯定者绝对同一这样的理念，给出了一种新的视角，也即，从两个方面去把握这种内在性。神仅存在于万事万物或万有之内，万事万物或万有亦仅存在于神之内。从这里，一种绝对认识的自明性可以揭示自己——按照一句古老的传说，神性的东西只能通过神性的东西去把握。

“绝对”或“绝对者”
(2)

 这概念表述的是神的绝对性。“绝对”是在不同的规定性那里的整体和“不可分东西”（das Ungeteite）。对“绝对”的表述——主体性东西和客体性东西的无条件不可分的同一性（die schlechthin unteilbare Identität des Subjektiven und Objektiven）——与对神的无限肯定活动的表述是等同的，它们标志的是同一种东西。这个存在者整体与其他事物没有任何关系，在此意义上完全脱离每一种事物，完全隔绝于各种关系，因其根本不允许各种关系存在。作为绝对者的神因此是人们无法凭借各种关系企及的。也就是说，如果谓语本身只是在主语的矛盾对立那里才可能的话，在这个意义上，绝对者没有任何谓语。

按照同一性哲学的提示，我们在表象神的时候首要地要从内在性的观点立场出发，带一些泛神论的色彩：神与世界并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差别。神之区别于所有的有限者是作为包容万事万物的整体。神既不会消融在世界中，也不会与世界隔绝，而是作为超自然的处于自然事物的中心和深层存在那里，在这个意义上是存在的中心。就此而言，神之被称为神，正是和只是按照神话思维的方式，神仅在譬喻的意义上有一种人格。

存在论的神话学以其“实在—观念的”考察方向开始自己的表述。通过这种表述方向及其重音的限制把存在本身凸显为神话建构的绝对原理。神的存在是关于万有的学说的首要原理，同时也是一种存在论的神话学的首要原理。但谢林在这里对神的存在的表述并不关乎一种对于神存在的存在论证明，对于同一性哲学，无论是神的理念还是神的存在都不可能是任一个什么逻辑推论的结果，因为：神必然存在。所以，这些表述不是在对神的存在提供存在论证明，它提供的是一种存在论的分析，在神的存在和诸事物的实存之间作出的一种区分。

接续着System
 中对神的思考，那是在兼顾历史的视角内的思考，接续着对话Bruno
 中对诸事物中神性原理与自然原理的同一性的思考，PdK
 现在同一性哲学框架中把神的自我启示一般地与存在整体关联起来，而且是将自然作为神的启示。
(3)

 为了回答神与世界关系这个基本问题，谢林系统地建树了“万有论”，其中包含有关神的自我设定行动的诸原理的阐发。按照这个“万有论”的说法，最高的哲学原理（同时是推演的出发点）因此并非是作为虚无的神，并非是绝对原初的同一性，其标志着绝对不可分性的存在，而恰恰是在其自我活动中的神。借助自我设定活动开始了神与宇宙的关系、神与派生出来的实在世界的关系。我们要将这个阐发同时看作宇宙的一种存在论模式，在Bruno
 与《总体的哲学体系与自然哲学特殊》
(4)

 （System der gesamten Philosophie und der Naturphilosophie insbesondere
 ，1804，SW．VI．）中，我们都能找到与这个阐发相吻合的平行表述。

神的唯一真实的理念就是，神乃对其自身的绝对的肯定活动。神的必然存在提示一种自因方式的存在，一种存在论上完全独立的存在，因此是永恒、无开端亦无终结的存在。这些内涵透露在艺术哲学中的“无条件永恒”这个观念那里，永恒在这里就是神的绝对生存本身。存在属于神的本质。神的存在不具有与时间的任何关系。神直接是其所能是的万事万物，现实地也是这样，完全不需要任何借助时间的居间调和。所以说神之存在不似其他任何事物的存在，因其不是任何一种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作为一切存在者根据的存在本身。以此神是超验地存在的，但由于神通过一切存在者存在并把自己打开在一切存在者那里，神同时又存在于一切存在者之内。

绝对同一性是绝对的统一，这种统一无须借助于繁多和经历繁多，它直接就是绝对整体性。因为这种绝对统一不能在与所有存在的事物相割裂的情况下去思考，相反它只作为一切事物而存在。谢林强调地把这种绝对整体性称为“宇宙”（SW．IV，S．125）。绝对同一性决不能理解为这“宇宙”的原因，因为它就是“宇宙”本身。它不能以别的形式、只能以“宇宙”的形式存在。就它存在而言，它是“宇宙”，所以“宇宙”与同一性本身一样永恒。但在反过来说时，我们却要加上一些限制——宇宙是按照本质及其存在形式来看的绝对同一性（SW．IV，S．130）。

作为绝对整体性、甚至作为绝对同一性本身的宇宙已经是自在者（das Ansich），所以它不具有任何矛盾对立面。这是说，那些从量的差异方面考虑而作为个别存在或曰诸事物的东西，自在地说来并不存在。“自在地说来，除了整体并不存在任何东西；如果［我们］在这整体之外瞥见某种东西，则这种情况仅由于个别的一种任意的脱离整体的活动而发生。”脱离整体的任意活动由反思引发，所以自在地看来是虚幻的，根本没有发生。盖因一切存在的事物均是太一自己。更进一步地说，作为现实生存着的绝对，这个不具矛盾对立的存在整体是各种统一性的统一，也即，“个别中的差别和整体中的无差别”（Ibid．，S．127），这是绝对者唯一可设定自身的方式。

从无限实在性的方面看，宇宙等同于“绝对的万有”。“万有”这观念因此是直接从神的理念中推得，PdK
 对此的陈述是，“神直接借助于其理念就是万有”（SW．V，S．375）。“绝对万有”的概念指向那种其中所有可能性即是现实的东西。谢林在同时期的System
 1804中对此有更详尽的界说。按照那里对这个概念的解释，绝对万有是“以无限方式无限地得到肯定的实在性”，是“神那里的被肯定者”（SW．VI，S．175）。绝对万有作为被肯定者直接在做着肯定活动，因为在神之内，被肯定者直接就是做肯定者。因此在神与绝对万有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对立，只存在绝对的同一。“神并非万有的原因，而是万有本身。［……］万有并不生成，相反，它直接与神同在”（Ibid．，S．177）。宇宙就是存在的无条件整体，所有的存在者仅存在于这一整体内，并通过这一整体存在于神之内。

万有是不可分的存在整体，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之割裂。但诸事物作为宇宙之内的诸种个别，亦绝非“幻象”而已。这是谢林存在论的洞见之一。相反，最终是诸个别使有限理性与宇宙相区别。诸事物与作为绝对同一性的绝对者不但有差别，而且是完全不同。它们与神的关系并非直接。相反，它们是与万有有关，它们的概念首先还要从万有的理念那里得到推导。谢林也把这整个的关系整体释义为“宇宙”。他的System 1804
 曾详尽发挥这个“万有论”，他在那里指出，这个问题的要点在于，“直接借助于神的理念存在的并非是作为特殊的特殊，而是作为万有的万有，并且即使是特殊也仅仅通过万有才存在”（SW．VI，S．271）。

如果诸事物在这里被思考为从作为绝对同一性的万有中派生出来的个别，那么这推导在这里决不意味着绝对同一性过渡到了个别事物中。谢林强调这种过渡从未现实地发生。他的同一性哲学认为，诸事物的存在只是那种随着绝对同一性的存在形式同时被设定的、偶然的东西。诸事物的这种偶然存在并非自在设定的，自在设定的只有绝对同一性。

但在一种肯定性的事物观点中，必须把诸事物本身理解为对神的原初的和无限的自我肯定活动的进一步的诸种肯定。这种原初的自我肯定从理念上说先于后一种进一步的诸种肯定，是它们的绝对统一或中心。所以同一性哲学并不建构作为特殊的特殊，而只是建构绝对形式，也即存在于其特殊形态中的宇宙。谢林说：“每一种个别存在作为这样的东西都是绝对同一性的一个特定形式，而非其存在本身，绝对同一性仅存在于整体性那里。”（SW．IV，S．131）而且绝对同一性在个别那里以其在整体那里的同一个形式存在，反过来也是一样，其在整体那里也没有别的存在形式，只有它在个别那里的同一个存在形式。也就是说，在神之内，一切事物都是无起源，永恒地存在，借助于其本质存在，在神之内没有任何东西在产生。为了理解诸事物与万有的这种原初的共同生存，我们还要更切近地去把握宇宙的存在方式。谢林总结为“统一—大全”（Ein-Allheit）、“大全—统一”（All-Einheit）。他在一种布鲁诺意义上说：“神绝非在对他自己的无限肯定活动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不同于这肯定活动的存在，同样在万有那里也没有任何一种不同于包含在万有内的各种肯定活动的生存；相反，这些肯定活动就是万有那里唯一的实在东西。”（SW．VII，S．161）万有作为统一和大全是更纯粹的实在性，是对各种本身是无限肯定活动的无限肯定，不具任何否定性。万有由诸事物共同设定这一点，并不等于说，万有是某种事物——本身包含不可分的各种肯定活动；万有也不是那种仅仅是统一的东西，那里特殊东西的生命仍遭遇压制；相反，万有只是伴随着统一，特殊生命的无限自由也得以存在。而宇宙的统一在诸事物那里并未受到局限，它通过自己的永恒存在复出现在无限性那里。这种统一性并不生成，它只是出现，正是通过这种情况——本身只是诸关系的那种东西在生成——这些关系作为显现的事物并不具有与绝对者的关系。

宇宙中差异的设定，属于绝对同一性固有的存在形式。正是从这种自我设定出发，“无倾向”的宇宙才是无限观念性的充溢和完成（SW．VI，S．493）。这个意义上的宇宙是自在自为的“艺术作品”，其中成为客观的总是绝对者本身。而这种“艺术作品”与其创造者不相分离，所以谢林说，神并非宇宙的原因，而是宇宙本身，是“那种自身封闭，通过其永恒在自身内扬弃着、消解着所有关系的万有”（SW．VII，S．191）。谢林试图以“绝对的艺术作品”这个表述，把宇宙照明为美理念自身，这是一个伏笔。同一性哲学对神（绝对者）和宇宙概念的阐发，是一种“哲学—神话学”必须引进的，因其与前者共有同一种原理。


 第二节　艺术作为“观念的万有”最高级次

同一性哲学的PdK
 表述的是关于艺术的一种“绝对观点”。从这种观点看，艺术的存在必然性即是作为宇宙神性存在的一种实在形式的存在必然性。在这种考察角度中的艺术是宇宙的神性生存的一种绝对形式，也是作为开端活动的绝对者的一个绝对特殊的结果。谢林在PdK
 导论中宣布：

按照我的整个艺术观，［艺术］它本是绝对者的一种流溢。艺术的历史将最开放不过地为我们揭示出它与宇宙的诸种规定性的各种直接关系，以此也揭示出那种绝对同一性，这些关系已前在地于其中被规定（SW．V，S．372）。

这个提示是一种敦促，要求我们把艺术在其固有的方式中把握为一种必然的、从绝对者那里直接流溢出来的神性现象，而不是像近代的经验主义美学试图做的那样，仅把艺术理解为个体的一种任意的实践行动。同时我们还要注意，“流溢”这个措辞在这里不能在传统的“流溢说”的意义上去理解，因为后者假定了从绝对者到非绝对者、从无限到有限存在一种连贯的过渡。
(5)

 谢林相反，他完全是在其同一性哲学的“万有论”的总体关联中使用“流溢”这个表述：一切存在着的事物，都是借助于同一性法则从神中流出的。所以“绝对者的流溢”在这里标志的正是神性的自我肯定活动的肯定性逻辑结果，它同时也为艺术生存的角度提示了其与作为“静止的根据”的绝对者的关系（SW．VII，S．191）。我们还能记起“万有论”中那个决定性的基本定理——神性的东西只生产神性的东西，“无限者”只产生“无限者”。也就是说，接下来产生出的所有的活动，无非是原初肯定活动的“流溢”。如果绝对地去看，它们与原初的肯定活动同样地神性；按照存在形式去看，它们全体无非是绝对同一性的一个无限的认识活动，而按本质看，它们全体无非是绝对同一性本身。由此可知，这“绝对者的流溢”本质上标志的只是神的自我肯定活动的形式的一种“流溢”。

凭着引进其自然哲学的“级次说”而对宇宙的生存形式作出建构，谢林展开了艺术与绝对者的关系。宇宙作为绝对者的神性存在不能思考为别的，只能思考为绝对者的自我肯定活动，而所有的存在于宇宙的事物，各自是这自我肯定活动的一个特殊结果，各自都是借这“万有”而存在。艺术也同样仅凭借这“万有”而生存。它的实存是神性生存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它的来源，如存在于“万有”之内的所有的个别统一体的来源一样，可以按照来自神理念的真正范式的直接结果去追踪，就它们全体按照其概念都来自于这个理念而言（SW．VI，S．211）。无论如何，这里的考察立场是理性的立场。谢林在PdK
 的“一般部分”第一段中对“万有论”的重述，就是对这种借助于绝对者理念法则的结果的无限展开。
(6)



在第1至第12定理那里，谢林展开了从“神的理念”到“神在显现世界上的结果”这整个的存在序列。他首先从神的理念中推演了神性的存在即神的自我肯定活动；然后表述了神性存在的三种可能即“作为对其自身的无限肯定活动的神把自己理解为无限的做肯定活动者、无限的被肯定者，以及两者的无差别；他本身却决不是这其中特别的任何一个”（SW．V，S．374）。所有这些形式都只是通过神的理念所肯定的，确切说来，只能将它们思考为一个不可分的肯定活动。谢林把它们理解为来自神的理念最初的结果。它们当然不能与神本身相提并论，神只是等同于其肯定活动的所有后果的“万有性”也即“绝对宇宙”或“绝对万有”。“绝对万有”作为神的直接存在的整体性是存在的整体，从这里才能推导所有的存在者。在这“绝对万有”中，如在神之内一样，包含着生存着的同一性的同一些形式，这些形式在绝对同一性中只不过是“消融地存在着”（Ibid．）。建构接下去在“万有”那里追踪了绝对者的无限自我肯定活动。

谢林在此思考了“绝对万有”中包含的两种方向不同的肯定活动。这里为被肯定者、做肯定活动者，以及这两者的无差别被思考为神性生存的三种实在形式。“神在万有那里的无限的被肯定”（Ibid．，S．377）被认为是“实在的万有”，理性的实在的统一性。而“作为无限做肯定活动者的神，作为这样的东西，是观念万有的本质”（Ibid．，S．380）。作为“永恒自然”的“实在的万有”是一种必然的基础，观念世界就建立于其上。对于理性来说，这个“观念的万有”原初即与“实在的万有”相对立，而且必然是作为对它的“理解者”、“把握者”和“包容者”存在。通过意识的产生，原本是纯粹的“观念—实在者”的无限原理，已把自己提高为“主体性的主—客体”，相对这“主体性的主—客体”而言，那种纯粹的“观念—实在者”必然成了“客体性的主—客体”。通过这种共有，两个“万有”之间的统一是本质性的，这统一本身又表述为一个交互规定和交互作用的系统。“绝对万有”的生存正是展开在这种对立面的统一那里了：

“实在的万有”和“观念的万有”各自都是对方的前提条件，并使自己从对方得到解释。不过，两个“万有”之间的相对对立关系必定显现为两个原理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在神的理念那里，存在与显现的统一是直接的和绝对的，因为原理仅将自己启示在矛盾的统一那里。两个“万有”因此在“万有”中的理性那里复融合为绝对同一性，确切说来，是在作为“来自神的所有特殊结果的绝对同一性”的理性（SW．VII，S．207）、作为“神的完满映象”的理性那里（SW．V，S．378）。

只是在“绝对万有”同时性地包含的两个“万有”这个总体关联中，在“绝对万有”自我环节化在“两个方面”这个总体关联中（SW．V，S．630），谢林才展开了神的肯定活动的各种特殊统一性或特殊结果的可能。它们无论在“实在的万有”还是在“观念的万有”中，均以一种层次序列的方式不断“返回”，对直观着的理性把自己凸显为对某种范式的有机表述。谢林把这标志为“诸级次”，即“万有”的各种观念规定性（SW．V，S．207，对§11的解说）。现在，神性的自我肯定活动的三重性出现在“反射的世界”中。这表现在，“实在的万有”具有的观念因素有三个级次，依次是“物质、光和有机体”；三级次各具优势，分别是被肯定者占优势，做肯定活动者占优势和被肯定者与做肯定活动者无差别。与此相反，“观念的万有”是以自己的实在因素的三级次表述自己，它们就是“知识活动、行动和艺术”；这三个级次也各自是实在与观念的统一体，彼此间以做肯定活动者的优势、被肯定者的优势和两者的无差别相区别（Ibid．，S．208f．）。这里的诸“级次”是些观念形式，谢林最初是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使用。不过，“级次”概念在他的自然哲学那里，直接是出现在与作为原初形态存在的绝对创造性的关系中，特别是在他对有机体的处理那里。

所有来自于自然、出现于自然又解体在自然中的自然现象及自然事物，都必须被还原到这个整体的三个基本级次那里，还原到一个创造性的自我级次化活动那里，这些已是谢林在其自然哲学那里对存在于自然整体中的特殊的存在方式作辩证解释的发生学的方法，谢林用这种方法厘清大自然的复杂组织结构，归纳其各种现象。在自然哲学那里，观念原理的自我客观化直接生成为“原初”状态即“构型的状态”（SW．III，S．6），发生地、重新创造地展开自己，原理仿佛直接打开在一个活生生的有机统一体那里，可以哲学地得到直观；这有机体由作为“动态组织”的各种自然力所支持（Ibid．，S．268）。自然作为活生生的有机体总是同时被思考为“这些自然力的一种总体的上升状态”（Ibid．，S．324，Fußnote），它实际上是从生命的内在矛盾中出现，借助于自己的类的活动，努力要达到自己的理念。借助于自然哲学的这种级次说，整个有机的和一般的自然现象被还原到绝对创造性的各种形式那里，并被证实为这些形式，证实为自然中的理念或精神的各种感性生存方式——这理念作为自然的存在中心“将物质有机地组织为一，组织为所有构形活动的构形者，联结者和规定者”（Ibid．，S．267）。

如在自然哲学那里一样，“级次说”在艺术哲学这里也服务于展开宇宙的一种三重性。这种三重性是存在整体的范式，它必然把自己重述在每一个别中，借以揭示所有事物的同一性，并通过这样做，必然地在其绝对本质那里去考察诸事物。这三个级次——第一，本质进入并构成在形式内；第二，形式进入并构成在本质内；第三，绝对的统一——在每一个别那里都再次出现，以至于作为进入形式并构成在形式那里的本质的自然，在自身当中复具有这三种统一，在它那里必然可以看见“神的整个本质”，这就是自然的所有三个级次——物质、光和有机体，它们各自又是对整个“万有”的表述，特别是自然在有机体那里重复了所有先行级次的功能。通过上升到有机体这种本质与形式的活生生的无差别那里，自然达到了对绝对者的一种感性的“启示”，如果说还不是完满启示的话。而在作为进入构成在本质中的形式的观念世界那里也包含这三种统一，只是作为实在因素的诸级次。在这种观点中，知识活动和行动的规定性表述的只是其观念的因素。在这种视角中，知识或行动的规定性或确定性说出的只是它们各自的“观念因素”或“实在因素”的侧重，实际上说出的全部是其观念成分。知识的“真”正如行动的“真”，只是它们在宇宙中的存在，是它们在绝对者那里的参与。而在两者的无差别点上出现艺术这种对绝对者的实在的表述，确切地说，是观念世界中最高存在级次上的对绝对者的表述。发生在存在整体的这种现实环节化中的对整体的肯定性直观，恰恰是自然哲学与艺术哲学的共同之处，它们都在对象化的本质那里，在具体事物那里认出存在于观念性东西中的同一个范式。

只有在这种仿佛将宇宙即存在整体现场化在其“万有”中的世界观点那里，在日常意识那里作为自然和精神对立的东西，才揭示出艺术的存在论地位的意义。其特别意义本质上来自艺术所实现、所揭示出的东西。第一，艺术是观念世界的级次序列的完成，在艺术那里，原初相互矛盾地设定的第一和第二级次，对直观再次被设定为同一的。以此，原初的统一在一种实在东西、一种综合那里再次被创造出来。而这同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从“实在的万有”与“观念的万有”的“绝对连续性”的观点看（SW．IV，S．89），就是宇宙中的“最高的无差别”（Ibid．，S．103）。因为艺术同时就是自然事物的精神升华。自然随艺术被设定到一种更高的级次化活动中，最终被带到最高的精神化，带到其自身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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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正因为艺术根本上标志着实存的一个较高的度，艺术被解释为宇宙中本来意义上的那个地方，那里宇宙的最高目的在完成中启示自己。由于在自然那里“万有”的神性存在仅以层次的方式启示出来，也即分离地反射在无限多的统一体的现象那里，有机体和艺术仿佛是绝对无差别在“实在的万有”和“观念的万有”那里的标志和映像。不过，在艺术那里，发生着对绝对无差别（absolute Indifferenz）的一种较之在自然中的有机体那里的直观更高的直观，因为最高的级次不仅建立在一观念东西进入一完整存在的转化上，同时还建立在一种现实地表述出来的实在性上，它就是作为绝对世界的艺术。就“自然中和观念世界中的所有的级次”都返回到这个绝对世界中而言（SW．V，S．487），“宇宙”在这里把自己启示为以艺术形态存在的，它就是所有级次中的做肯定活动者的那种成为实在的活动。这里对理念的实在性的一种直观直接启示了自己。

谢林对艺术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建构使一点清楚了：艺术有一种神性的起源，它是被“万有”本身所规定，作为这一绝对整体的形式而实存；它是绝对创造活动的直接摹本。这种摹仿的生存乃是艺术参与神性创世的方式。艺术由这规定而得到它与“宇宙”的必然关系，又凭借与宇宙的关系得到与绝对者的关系。以上是对“艺术一般理念建构”的第一步（Ibid．，S．359），即根本上从“整体的理念”把握艺术的存在论来源。

在提出一种绝对的艺术观点时，谢林又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将艺术的本质在这种总体关联中进一步揭示为“诸理念的揭示者”（Ibid．，S．345）。以此对艺术表述的真正对象被置于考察的中心。PdK
 的导论曾针对着传统摹仿论的原则明确无误地突出这一点：艺术摹仿地所表述的，仅仅是诸理念。艺术被存在整体这样地规定，它在存在那里作为对永恒创世活动的一种摹仿活动而存在。所以艺术表述的“并非现实事物，而是它们的原型”。按谢林的看法，这样的艺术的表述对象并非现实的自然事物，也非作为对象的自然；后一种观点却是他的时代的艺术理论一直还在含混、错误地表象的。构成在大自然的特殊形式中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被特殊性弄成了很难认识的，以至于对理性来说，所有的自然事物从原型的角度看只是些“尚不完满的摹本”（Ibid．，S．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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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林澄清说，艺术真正直观到的，只是永恒美本身，是存在自身的完满性。无论在自然那里还是在古代的辉煌作品那里，发生的实际上都只是对一个“一般概念”的摹仿，这个一般概念却不能以任何个别或特殊对象的方式适宜地生存（Ibid．，S．614）。也就是说，在自然和完满艺术这两者那里都必然只能看见对永恒美的诸创造表现，它们各自与原型都有一种摹仿的关系。所以他对抗着思想史在这方面的大部分观点，也抗拒着艺术史的几乎全部现实主义的表现论思想，实际上主张：摹仿是达于原型即理念之真的正途，而且认为这很明白：艺术无论是与作为客体的自然还是与古代的伟大作品都没有一种服务的、从属的摹仿关系，即使在其创造活动中的艺术能够以这两者为其“榜样”的情况下，实质上也是如此。因为艺术不是与别的什么事物，而是仅与原型有一种“摹仿”关系。它所直观的仅仅是“原型美”，确切说来它“只在作为特殊形式的诸理念”那里直观这原型美（Ibid．，S．370）。至于什么是这作为诸特殊形式的诸理念，下文再表。所以对于艺术，诸理念是它真正可直观的东西，也是它要表述的那真正的存在者。

如果说诸理念在“作为对象的自然”（natura naturata）那里仅以一种晦暗而混乱的方式显现，也即不直接作为理念即事物的灵魂出现，而是作为尚与灵魂无关、作为与灵魂对立的东西存在，以至于同一性更多地要通过无限肯定活动的各种派生统一体的那种割裂和矛盾性揭示，那么同一性哲学现在揭示出，诸理念只有在艺术那里才允许自己作为“原型”而客观化，在这种意义上，艺术本身是观念世界中的“诸理念之创造者”（Ibid．，S．632）。艺术仅凭它的“来自绝对自由的”精神创造表述它的诸理念（Ibid．，S．357），并以它的作品的完满性使原型美作为原型与摹本的绝对统一成为可见的。在此，最高的实在出现在艺术作品中，诸理念把自己启示在其真实生存也即一般与特殊、自由与必然的一种绝对统一中。

但这里出现了问题，也即：艺术作为与特定的显现诸形式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如何能够“将绝对者未分割的本质采纳于自身中”（Ibid．，S．367—368），质言之，如何能是对绝对者的一种适宜的表述？艺术作为观念世界的无差别点，说到底如“观念的万有”和“实在的万有”一样，亦是使自己借助于有限事物构成，它如何能够作为某种实在的和客观存在的东西将那种无条件的观念即绝对者“不具任何否定性地”表述出来？

谢林对此的回答是，必须将艺术的诸形式——它们是艺术据以实现理念的真正形态的东西——思考为“绝对的诸形式”，这是指“自在存在的诸事物”或“存在于绝对者之内的诸事物的形式”（Ibid．，S．386）。此种情况下这些形式等同于本质本身，完全为本质所贯穿，以至于它们可被认识为“诸原型的形式”（Ibid．，S．387）。当然，从形式向本质的这样一种升华，本身只能发生在形式的绝对性，那种等同于本质的绝对性之形式的绝对性那里。后者由此获得一种形式本身的独立生命，在这个上下文中，就是“万有”中的艺术的那种“存在于自身当中”或自在存在。艺术是神性生存的绝对形式，作为这样的东西有能力凭借自己形式的绝对性，以自己这个特殊去适宜地表述绝对者，也就是通过各种具体的艺术作品使绝对者实在地显现出来。

对凭借艺术的生存去表述“绝对者”的绝对适宜性的提问，本身要求做一个重要的阐发，也即，我们须得厘清“作为［万有的］绝对形式的艺术与特殊的形式之间最初的关系”（Ibid．，S．478）。但是对这个涉及表述本身关系的全面阐述，我们只能在下文即阐发谢林的天才建构的地方才能给出更确切的解说。此处我们的探讨暂时集中于艺术形式的确定性之一般意义，这确定性对把握其表述和其生存所固有的那种象征方式举足轻重。无论如何，谢林认为，唯在同一性哲学的立场上，可以断言关于“绝对者”的一种肯定性的表述。

对于先验地被规定来通过其生存表述“绝对者”的艺术来说，它形式的确定性或特殊性不能理解为否定，而要相反地理解为表述真正的存在者的必要前提条件。按照谢林的构想，这种肯定性的表述可能性已潜在地存在于“绝对者”本身那里。“绝对者”是直接通过其生存、通过其所有生存形式的整体性启示自己，这些生存形式与其无限的自我肯定活动同一。绝对本质把自己设定并证实在其存在的所有的规定性那里。它通过这种无限设定将自己有限化或环节化，但同时又摆脱任何一种有限性，重新作为这个作为规定活动的主体出现。艺术，作为直接参与这种无限肯定活动的，也具有一种同样的做启示性表述的肯定性能力。但不同于“万有”中包含的其他做反思和反射活动的个别——它们的自为存在不能与“万有”同时设定，因其生存恰恰并非通过自身的界限，而只是由于寓居于它们内的万有——，艺术在自身内的存在及其绝对形式，直接被“万有”所肯定，在艺术中是“绝对者”被直观而又没有受到限制。正是“绝对者”在艺术固有的生命那里的启示使艺术同时成为“万有”的生存形式。这形式中的肯定性东西现在就是本质本身：界限在这里变成了本质，有限者在此变成了“无限者”——本质在形式这里让自己诞生在生存形式中。艺术因之对理性呈现为那种东西，其能够为此而存在，也就是能使绝对同一性借其形式而生存。

一般地来看，艺术性形式的特殊性乃是直观的纯粹界限，从“万有”即存在整体的角度看，这种方式的界限既非“万有”之限制，又非对其的否定。它标志的只是纯粹的规定性，“万有”借以把自己启示为绝对无界限的；从艺术的方面看，这个形式方面的界限是其实存的必要前提。艺术根本上只能通过这种界限在显现中与“万有”区别开。这种观念性界限现实地呈现在艺术现实的特殊性那里，同时又消解于“万有”中，它的意义就在于使活生生地生存在理性那里的诸理念成为可见的——恰恰以自己的形态的“外壳”使诸理念作为诸理念被认出。艺术因此配得上为诸理念的真正的“工具”。

显然，任何日常意义上的艺术都还不能是这种艺术，它们尚缺少能力在作为特殊的自身那里，以一种界限方式去揭示无条件的无界限者，以一种象征方式去揭示作为原形态的诸理念。能够做到这点的是谢林所谓作为“神圣的艺术”的艺术，即作为“神性秘密的宣示者”、“诸理念的揭示者”的艺术（Ibid．，S．367）。Studium
 中第十四讲（《关于艺术科学的讲座》）曾以清晰的关联说明，这种艺术的绝对观点恰恰表现为反对柏拉图的艺术判决的抗议的立场，它捍卫了艺术表述的观念适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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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于柏拉图，区别“好的”（即创造性的）和“坏的”（即只不过是“摹仿”）的艺术是必须做的事情，那么对谢林来说，柏拉图意义上的“坏”艺术根本就不能算是艺术。他对艺术的形而上定义因此是另样的：艺术所复现的并非是任何一个现实性层面，而只是那最高的现实性层面，也就是实在与观念、知识与行动、自由与必然的最高的统一。而且艺术把这种绝对的整体表述为其此在（Dasein）的固有东西。所以对理性来说，艺术呈现为一种完成的、有机的、存在于其所有组成部分中的整体，它决不因任何外在目的而存在，而是通过绝对的无目的性和无利害关系体现自己的“存在于自身”。所以它对于那种主体性认识论的立场的观察才必然显现为谜一样的东西——精神创造的一种原理活动在其自身的生命中。实在的艺术作品总是凭借着艺术在其特殊现实那里的某种方式的自我设定，凭借着天才的绝对自由和自律，作为反射的世界上的真实的存在者被创造出来，以此，诸理念作为诸原型本身，也即作为这个或那个个别艺术作品的真正的创造者，直接出现在现象中。


 第三节　艺术与绝对美

按照同一性哲学的“万有论”，绝对美这个理念是绝对者的一个谓语，美本身与绝对万有也即从神的理念得出的无限实在性，有密切关系。美在这里决不是现代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相反，它属于一个按照“柏拉图—新柏拉图”传统构建的形而上关联。那种对有限理性把自己揭示为绝对美的东西，正是宇宙即“神之内的绝对艺术作品”。

宇宙是直接从神的理念得出的无限实在，绝对原理本身的完满实存。在它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一切可能都在它那里成为现实。所以对有限理性，美根本上把自己揭示为原型的和无条件的。美只能从其自身去看，无需外在关系。它是无时间的，因其是“无限者”的完满实存本身，是永恒美。

而这一超时间的美会设定自己并出现在实在与观念融合为一的地方。所以在自然那里，在艺术那里，都有无限构成在有限中的“神性创世”，有无限的构成活动发生。虽说永恒美因其是存在决不以时间性的方式产生，但它亦必然要显现为生成出来的，它要借这种生成方式揭示自己的原理作用，揭示自己是所有美的东西的源泉和艺术的最后可能。

在自然中，美表述在诸事物那里，借助于一种无意识的创造活动，一种无知无识，不认得神性却按照自己的本质在完成着神性的创造活动。这种进行创造的东西正是“诗”（Poesie），这诗的艺术可以在那种创造尽可能美的事物的能力中看出来。不过这种表述在创造物那里的美只是具体美，并非美本身。

关于艺术的形而上学有一个任务，即从无条件的原理那里，将真的理念和美的理念，当然还有善的理念——它在PdK
 这里毋宁说只作为实在的关系从艺术的视角中透射出来——演绎出来。在谢林的这个推演中，值得注意的是其与新柏拉图主义关于美的形而上学构想的平行之处：二者都将美的概念组织到世界直观的基本概念中去。
(10)

 不过，谢林要做的不是对这三个理念相互间的关系提出详细的阐释，而是以一个基本定理提示地讨论之
(11)

 ：必须将神的绝对理念即无条件的“无限者”，思考为哲学与艺术的共同原理，必须将真、善、美这三个理念看成直接环节化在诸理念之理念那里的，能够从“那唯一的原始源泉”必然地推演出来。

于是神本身被解释为真、美、善的“总体”（SW．V，S．382），此解释使三个理念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展开，而其原初在神内的存在可以设想为处在“神性的融会贯穿”中的（Ibid．，S．382）。当然，神本身仍超出这三者。对于哲学中的真、艺术中的美和道德世界中的善，神始终保持为“原型”而已（Ibid．，S．370）。

“万有论”与“诸理念论”的衔接点，存在于直接直观“太一”的一种固有的理性能力那里。谢林写道：

绝对者是无条件的太一，但在诸特殊形式那里绝对地直观这个太一，而绝对者并不因此被扬弃，此时的太一就等同于理念（SW．V，S．370）。

唯一适宜于绝对者这种对象的能力，是一种同样绝对的认识方式——“理智直观”。“理智直观”这一费希特资产在谢林这里现在得到了存在论意义上的改造，它在这里与理性内部关于绝对者的直接知识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绝对者在理念内部即是那种无条件的一般。所以“太一”的自我肯定活动——它无非是宇宙中做知识活动者和被知识者
(12)

 ——会直接地出现在“理智直观”那里。
(13)



还在1801年的同一性哲学文献Darstellung
 中，“真”这个概念就被置于绝对同一性的存在这个总体关联内。例如，那里对具有自明性的真理的寻找，被引回到“唯一无条件的认识”那里，由此被引回到这种认识的实体那里。这种绝对的认识（absolutes Erkenntnis）正是绝对理性自己，它仅以绝对同一性，那种唯一的自在东西为认识对象。借助于与绝对同一性的直接的一体存在，这绝对认识把绝对同一性的存在揭示为“永恒真理”本身（SW．IV，S．118）。同一性的生存法则，在涉及一切存在事物的情况下，是绝对认识那里的“唯一无条件确定的法则”，存在的一切事物自在地只是“太一”。绝对同一性的存在的至高的法则也就是所有存在的法则，绝对认识直接来自于绝对同一性的这种存在，本身属于“其存在形式”（Ibid．，S．121）。由于绝对同一性仅作为诸理念的整体性即理智世界生存，它只是生存在“对其自身与自身同一的认识”这种认识形式下面（SW．IV，S．122）。显然，那种让自己通过这种最高的认识方式被认识的东西，只是理念本身。由于绝对同一性只建立在这种方式的自我直观中，谢林在F．Darstellungen
 （1803）中，集中处理了“理智直观”在哲学那里的完全的自明性，当然，对他来说，这种作为科学的哲学就是“对绝对者的直接认识”，其“与绝对者本身绝对地一体”（Ibid．，S．368）。
(14)

 在这种直观中，真理已经具有同样的自明性，在它那里，“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并非在这种或那种关系中，而是无条件自在自为地、作为所有自明性中的自明性，所有真理中的真理，所有被意识者中的被意识者”得以洞察（SW．IV，S．364）。哲学现在正是建基在这种自明性上。

在这里，根本上通过理性重新建设起来的理性能力，也是PdK
 的原初概念。这种实在—唯理念主义也认为自己的认识根本建基在这种无条件的“理智直观”上。只有理性直观那里的真理——其中“绝对的认识活动”（das absolute Erkennen）同时被认识为绝对者自己——才被认为是唯一的、绝对的“真”。反过来，作为不变的确定性的绝对真理仅仅发生在绝对认识那里，仅仅把自己传达为通过理性本身而存在的。对绝对考察方式具有确定性的，自在地只是永恒者的无时间的存在，是时间性事物的原型或永恒概念。绝对认识的“真”把自己揭示为诸理念的“真”：那种永恒的，绝对的“真”无非是理念自己，它是表述在认识活动和被认识者的原初同一那里的绝对认识活动的“原形态”（SW．VI，S．183）
(15)

 。

无论如何，在艺术那里发生着对诸理念的这同一种直接的直观。不过，在这里，诸理念之“真”是从艺术的立脚点被洞察为原型的美和诸事物的全然理智的原型。而对于作为哲学的绝对知识，诸理念呈现为直接在其形式之“真”中的，此时它们是无限认识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那里的不变东西（das Unveränderliche）。在这种总体关联中，真与美被总结为“一个绝对者那里的两种不同的考察方式”（SW．V，S．370）。这两种认识方式作为这样的方式存在于诸理念那里，存在于无限的自我认识活动那里。两者均在自身内以无限的方式直接与原知识活动和“摹仿的”知识活动衔接，因此是以无限的自我认识活动与摹仿的认识活动的一种“交织”方式生存。但是，无限的自我认识活动在这里不能等同为属于实在世界的，同样，摹仿的知识活动在这里也不能等同为属于观念世界的；情况是，这两者都始终要在其与永恒者的直接关系中去理解。

尽管诸理念的真原初即涉及一种认识，但这认识并非时间性的，而是一种永恒的、无条件的认识，本身具有一种绝对的确定性，只通过绝对理性的直接的直观存在。它当然也出现在派生的认识那里，因有限认识与认识的永恒概念有直接关系，但它既不以某种方式取决于直观它、思考它的有限理性本身，也不服从于时间性的条件，而是让自己在因果关系的形式中始终作为绝对原型的一种反射被认识。即使是一概念与其对象的那种必然的吻合在一种更高的视野中也将自己揭示为包容在绝对的真理之内的，属于绝对者的谓语，因为只有绝对者自己才是所有的本质规定的基本给定东西，只有它是所有的真理的根据，是所有的认识的无条件无差别，所有的认识真理的主体和客体。所以在所有的真知识那里，再次被认识的都只是认识活动和被认识者的这种绝对同一性。

“真”处在与美的最高统一中，因按其各自的理念，两者是一体，都是对同一个神性的反射，都表述主体与客体的同一种绝对同一性，只是方式不同。一切事物最高的真和最高的美只能在永恒理念那里瞥见，且处在神性的贯穿状态，于是真、善、美之“共同”必然折射在三理念在认识活动中彼此的互涉互指那里：真，若非同时是美，即非绝对的真；美，若非同时是真，亦非绝对的美。出于同样的理由，对于把握善，情况也一样。在其绝对性中的善，同时亦揭示绝对的美。谢林把三理念的概念关联概括为相互牵涉、相互促发生长的：“所以真与美—善与美亦然，相互间从不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它们不如说是一体存在的”（Ibid．，S．385）。在它们那种绝对的和谐和神性的一体存在那里，它们中的每一个，自在地均把自己表述为具有完全等同的绝对性的，自为地均把自己表述为具有至高无上者的效力的，表述为原理。

对美的理念的表述乃是谢林的艺术建构的关键之一。这个理念现在着眼于艺术的本质得到阐发，但不是从认识论的立脚点，而是从绝对者的理念的存在论关联得到推演。在这个构想中可清楚看到对“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思想财产的一种吸收，哲学在后者那里长久以来即已达到这样的洞察：美乃存在的最高完满，在其启示中的存在使自己等同于美。无论如何，谢林认定，在近代美学那里，随着公共生活中发生的与存在原型的直接关系的失落，“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的美概念的存在论意义遭受误认和遗忘，致使美学只在主体性地设定的经验关系中打转。

作为本来意义上的艺术美之存在论结构的一般意义上的美理念应该得到理性的建构，因为它证明自己是认识中的那种无条件者（das Unbedingte），每一种主体性审美经验中的先验给定者（das tranzsendental Gegebene）。而从观念地、建设性地表述理念的角度看，即使是康德的KdU
 ，仍只是为“一种真正的、哲学的艺术科学”的理论准备（SW．V，S．362），因为它在讨论审美经验那里的客观给定基础时不允许自己超出范导的理念。

对美的理念的这样的表述在PdK
 中的引进，是在“显现着的观念世界”与“原型的宇宙”的关系已经被引回到“无级次者”（das Potenzlose）即哲学那里之后。因为，只在这个地方发生着对原型的完满认识
(16)

 （Ibid．，S．381f．）。谢林从诸理念世界的总体关联出发展开美的理念，从生存的关系的多重点上直观之，首先在实在世界及观念世界各自的最高级次那里、其次在自然的作品和艺术的作品那里、最终在宇宙自身内洞察之。这整个的表述可以看成一种构想，然而它在PdK
 这里如同在哲学对话Bruno
 中一样，已经思考成熟，内容连贯（SW．IV，S．224—226）
(17)

 。其主要思想可以从三方面把握，即绝对美的理念、美借助于造物创生的一般实存，以及绝对美同时作为绝对形式和绝对无形式的观点。

对美的理念的建构的第一个概念指向美的实体。谢林把美的实体与绝对美的理念，宇宙的理念相等同。对于自然哲学，这宇宙是“原型的自然”，所有事物都在其中预先成形；对于哲学一般，这宇宙是原知识的宇宙，所有知识活动的自在东西；对于艺术哲学，这宇宙是原初美亦即“存在于神之内的绝对艺术作品，构型在永恒美之内，是无限目的与无限必然的贯穿”（SW．V，S．385）。在这里，以“艺术作品”作为宇宙即存在整体的谓语，是十分令人意外的一个描述，容易使人发生种种艺术论方面的联想和猜测。但这个“神的绝对艺术作品”的陈述在这里却不是个譬喻，而是对美的创世的一种存在论的表述，带有乔达多·布鲁诺的自然哲学印记，他把宇宙表象为神性的创世和创世作品，其在一种艺术作品、一种有机体而非一种机械那里有自己的图像。
(18)

 同一性哲学的艺术论把“神性创世”的理念引回到神的自我肯定活动那里，把创世者和创世，神与宇宙，作为主体的自然和作为客体的自然设定为同样无限和无条件一体的。在作肯定活动者和被肯定者的绝对同一关系而非传统表象的关系——后者是作为创世者的神与作为造物的世界间的外在关系——那里，古老的自然哲学的观点再次宣布，神性创造神性的东西，美产生美的东西。最高的美因此要认识为神性创世的结果，这个创世的目的最终要在神的启示那里去寻找。在神的理念那里绝对的智慧直接通过其绝对性就是绝对必然性，无须走出其绝对性。

不同于柏拉图的那种反对艺术美的美理论，谢林将美与艺术这两个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主张这两个领域有种类似关系或有条件的同一关系，它们在绝对的观点中应该融合为一。谢林以他关于存在的完美度的理论支持这个思想。他认为，那种从其本身看是非感性的绝对美，与艺术在紧密的关系中共存，“仿佛是在可见形态中”必然能直观的（Ibid．，S．364）。在这种关系中，宇宙把自己对理性的直观呈现为美的原型。美自在自为地不是存在于某个什么地方，而是必然只能在永恒者的理念那里认识。正如绝对的艺术也只能在这同一个理念那里认出。宇宙即是“绝对的艺术作品”，因它是启示着的诸理念世界；宇宙作为这样的东西同时就是它的创生作品的“内在的艺术家”，这艺术家从自身内为自己形成质料，在自己的作品中重新认出自己。通过揭去蔽障，展示绝对者的理念和包容在绝对者之内的、所有的美的原型，而且是如其在神的理念内存在的那样去揭示，“作为原型的神在其映象中生成为美”并出现在自己的启示那里（Ibid．，S．386）。在宇宙中，所有的事物是以一种永恒方式表述在绝对的美当中，就如其通过它们的永恒概念存在于神之内那样。所有借助于神的理念可能存在的事物在宇宙中都是直接现实的，确切说来是以一种“大全—统一”的方式现实地存在：这即是一切事物存在于一切事物当中，每一事物那里有每一事物返回；就如每一事物那里，其有限东西都存在于与“无限者”的绝对同一中。借助于这种“大全—统一”，宇宙同时达到了最高的多样性与神性秩序的绝对和谐，以此传达了理念的“最高秘密”和所有事物天然的神性。绝对者的理念现场化在它自己那里。强调宇宙即存在整体是“绝对艺术作品”，是要借艺术揭示宇宙中的自由必然关系。

只是在作为“绝对艺术作品”的宇宙那里，理性才认识了所有的艺术的无限目的和必然性，宇宙作为绝对美只通过其理念的形态表述自己，反过来，艺术指向的亦只是这永恒美，理念之真实形态。只有真正的艺术作品借助其完满形式的绝对特殊性能够同时又是“绝对的”：存在于自身中，象征地再现理念的真实形态。这指的就是，这种企及了原型甚至于等同于原型的艺术作品才能在自身中表述和现场化原型的美。艺术作品的本质规定性在这里特别地凸显出来，它必须将绝对者“在与任一种特殊性的关系中表述出来”（Ibid．，S．634），使本质在艺术的映像中得到直观。

谢林还在绝对美的理念这里思考了美（die Schönheit）与美的东西（das Schöne）之间的一般关系。这美的东西也是他用原型和摹本的象征关系表述的，当然是在他改进了的柏拉图理念说的意义上——现在原型与其摹本已经是处处都无限地衔接的。这是他关于绝对美通过在美的东西那里的一种自我设定而拥有一般存在的思想，也是他在自然哲学对话Bruno
 中加工过的思想，此后才展开在PdK
 的总体关联中。不可创造的永恒美必然让自己被认识为美的造物的原理，正因为它是无限的创世，也就是在自己的界限那里完全不可限定的创世。由于这种自我创生既发生于“实在的万有”，也发生在“观念的万有”中；对理性来说，美出现在许可自然进程存在的任何地方，只要那里“光与物质、观念与实在彼此发生接触”（Ibid．，S．382），同时，美为了被产生而显现为通过自然进程或艺术创造而诞生的。但真正说来，被产生的只是美的事物或美的作品，美本身却从来不是产生出来的。在美显现为产生着的地方，绽露的是美的生存方式。也即，它只能以产生出来这种方式存在，即设定自己于映象并在这自我设定的作品那里直观自己。这同一种情况从作品的方面来考察，对理性是发生在现象世界中的摹仿非躯体性的美的一种创造活动。理性在每一种自然事物那里都能窥见这事物的追求美的完美度，在这种追求完满存在的意义上，每一事物均是一美的事物。所以PdK
 认为，美作为观念东西与实在东西的完满融汇，必然是处处存在的，它就“设定在特殊（即实在东西）与其概念完全适宜的地方，此时概念自己即作为无限出现在有限中，它本身在具体东西那里被直观到”（Ibid．，S．382）。质言之，存在的只是美将自己灌注于自身。在有机体和艺术那里——实在世界和观念世界的最高级次上，按照本质来看，事情也是如此。借助这种自身灌注，“实在——其中概念在显现——变成真实地类似于和等同于原型即理念的，在理念那里这种一般和特殊恰恰处于绝对的同一。理智同时作为理智成为某种显现，某种感性东西”（Ibid．）。

借助于这个美在美的事物中的自我设定的表象，每一事物内、每一艺术作品内的那种绝对的合目的性也都同时得到了论证。神的理念即是大自然的客观合目的设置的创造者，在整体和个别中都是这样。康德在KdU
 中还只能通过传统目的论的描述“自然目的”范导地给出原因（A 285），特别是对自然的合目的性。康德将科学认识完全在其形而上学批判的意义上与思辨的思考划清了界限，在他对自然目的的处理那里，并不打算将神本身直接指为存在的主掌者，而宁愿诉诸目的论描述，按照这种目的论，自然自动地遵从诸种目的，借助于其创造产物实现之
(19)

 ，谢林则强调地返回到存在论意义上的“诸原理”那里，借助于同一性哲学的诸理念说，不是把一种理智的原因、而是把神的理念本身解释为自然中真正的存在者和真正的创造者。在这种理念说看来，宇宙中存在的万事万物都在朝向客观的目的努力，都在努力实现客观目的；但这种不可否认的目的认识本身——我们最初必然是在人类行动的伦理领域，必然在理性生物的道德目的那里赢得这客观合目的性，自然在最宏观和最微观的地方，在整体和个别中，都在合乎目的地设置自己，物理世界和道德世界必然地相互吻合等等，谢林将它们唯一地联结于宇宙的原理自身。于是在他那里，不似在康德那里是将自然中的合目的性界说为美之原理，而是绝对同一性的神性存在被界说为美之原理，这种神性存在的必然通过自然和艺术实在地表述自己，它的直接映象就是发生在艺术作品那里的自由与必然的绝对的融汇。
(20)



谢林在其自然哲学文献中，已经将有机自然的客观合目的性的现象引回到自然的理念那里，引回到所有事物的原初统一那里，依靠的是把这现象澄清为自然的绝对整体性的必然的目的论的或因果论的反射，这反射中也承载了其实存的起源。
(21)

 那里，他以斯宾诺莎的精神清楚地说明，诸事物的统一因为这个缘故在现象中对知性必然呈现为客观合目的的，它恰恰存在论地包含在无限本质中。他关于自然的有机作品的客观合目的性的思考的重要结论有：自然整体的绝对合目的性恰恰标志了自然理念；这理念作为一般生命将自己启示在多样性的形式、层次式的发展以及对自由的渐次接近那里。据此，自然及其作品的客观合目的性把自己揭示为诸事物的那种原初即与偶然性维系在一起的实存。

对于唯理念主义的这种自然哲学而言，对有机体——其实存不仅同时就是其形式，如在艺术作品那里一样，而且是客观合目的的——之客观合目的性的这个研究直接导致对诸事物的神性原理及自然原理的考察。这种哲学在有机事物的客观的合目的性那里看到的是自由与自然的内在统一。典范的东西是生命，因为这里理性邂逅了自然产物中的自由与必然的绝对融汇。按照谢林在其Bruno
 中的思考，这里存在着一神性原理，它安排、总括了一切个别运动的秩序，并以相互吻合、交互创造和再创造的各种运动的多样性将整体创造出来；这个原理还把自己表述为一种自然的原理，作为被神性原理推动的所有个别运动的同一个组织者。这两个原理在有机创造产物那里并不分离，而是最内在地统一着。由于它们之间只发生绝对的同时性和交互作用，它们对直观是未曾区别的，它们在自然产物那里呈现为这个自然产物的绝对合目的性，说得更好的话，呈现为概念与行动的统一，纲领与实施的统一。

谢林的PdK
 视神的自我肯定活动直接为“神性创世”（SW．V，S．386），创世的目的是绝对原理启示自身。这个目的不能与目的设定的因果概念混淆，尽管后一种目的设定也以理智为前提条件——它认识因果关系并将之设定在作品中。这个绝对原理设定自身于自然的诸形式和艺术的诸形式中，展示在绝对美那里的绝对目的与必然性的交融与贯通已经把绝对者作为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的立法者、作为自然与自由的吻合的最后解释根据揭示出来。反过来，在绝对合目的性那里，无论是自然的有机作品的真正目的还是自然的真正目的，都被看作这样的，即它们在努力奋争，争取作为绝对同一性的形式之一而存在，反过来“绝对同一性也以此存在于自己的形式中”（SW．IV，S．206）。由于绝对美把自己设定在自然内，自然因而具有一种活生生的，由神性原理所引导的艺术。它按照事物的理念去建设诸事物，使之具有能力，在自身之外在作品中达到思维与存在的无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谢林说自然“自在地去看又是那种最原初的东西，是神性想象最初的诗篇”（SW．V，S．631），唯有通过它这种主体—客体化着的东西，绝对的原理才让自己在一种客观性中被认识。

对于艺术，自然构成它的基础和榜样。然而进入并构成在自然的诸形式中的真理同时因这些形式的特殊性而晦暗，认识着的理性必然不是将它直接认识为绝对同一性本身，而只能将它认识为有机自然的一种合目的性。相反，艺术是对绝对的创造活动的直接摹仿，作为原型的无限本质在艺术那里即现身在直观中，因为艺术“出于绝对自由把自己建设为最高的统一和合目的性”（Ibid．，S．357）。出现在神性构成活动最高级次上的美，只是实在与观念的那种原初同一性的再创造，谢林称之为“无差别”（die Indifferenz），因其从艺术哲学的角度看是映象性的美。那些企及了自己理念的艺术作品应当实在地揭示出原初的美。

现在在PdK
 这里，这同一个“创世”主要是实在地——即从“创世者”的方面看——来考察，因为美在有机产物那里的自动呈现，乃是这种哲学的无条件的事实。自然的有机产物及艺术作品的绝对合目的性所宣布的，无非是本质自己的自动出现。谢林在§18中写道：

自然的有机作品（das organische Werk）表述尚未分离的这同一种无差别，这却是艺术作品在分离之后，复作为无差别表述的（SW．V，S．384）。

有机产物乃通过必然性是其所应是的事物，不必知道这种情况，不曾对此有意识，而是仅由于自身内天然包含这两种统一体即达到了自己：“物质”的统一和与之对立的“光”的统一。
(22)

 确切地来看，前者可说是统一进入并构成在繁多中的运动，后者是实在性消融在观念性中。而无限原理作为联系着特殊的一般，在有机产物这里还服从于有限法则，正因为如此并不显现为无限本身，而是显现为服从于有限性规定的，使得

必然与自由（即显现为“无限者”的“无限者”）仿佛仍蛰伏在一个共同的外壳下，好似在蓓蕾中，停留于尚未绽放的阶段。它们在开放之际才把一个新世界，一个自由的世界揭示出来。由于一般与特殊、观念与实在的对立仅在观念世界才表现为必然与自由的对立，有机的创造产物表现的因而是一个尚未扬弃的对立（因其尚未展开），这同一个对立是艺术作品作为已扬弃的东西表现的（两者中存在的是同一个同一性）（SW．V，S．384）。

这里启示着一种绝对的活动性，它不再把自己表达为仅是造物或被肯定者，它同时还把自己揭示为创生，揭示为绝对原理。

属于谢林关于绝对美的思想之要点的，还有绝对美同时也是“浑沌”这个思想。这也是需要释义的一个表述，因为古典一般认为“浑沌”是未有分别的东西，而美是设定界限后的东西。“浑沌”因此不能直接就是美，不如说它尚是美的“质料”；美和秩序从这“浑沌”中的涌现尚有待于形式原理出现，正如神话思维所贡献的爱神厄若斯的形象及其功能所昭示的那样。对此，我们须得看到，谢林的作为绝对美的“浑沌”不是绝对无分别的东西，不如说它同时是绝对形式和绝对无形式两者。特别由于这一点：在“浑沌”这个概念中存在着谢林与斯宾诺莎以及柏拉图思想的吻合及商榷。

谢林称绝对美为宇宙的“双重观点”（Ibid．，S．389），绝对美要在作为形式原理的宇宙这里建构。宇宙必须同时被理解为“浑沌”和“最高的形式”本身。一方面必须把它理解为绝对的无形式，因为“在它那里一切事物一体地存在于绝对同一性中”，同时又必须把它理解为“最高的形式”，这是“因为宇宙恰恰通过形式的绝对性或通过这种情况是浑沌，即反过来在每一个特殊和每一个形式那里复有所有形式——据此亦有绝对形式——的构成”（Ibid．，S．390）。

谢林这个自然哲学兼艺术哲学的“Chaos”（浑沌）概念，在诸希腊哲学家诗人那里有其直接渊源，但它在谢林这里得到了观念性的重新阐发，也即：作为世界原始状态的“Chaos”，在这里不能如在其起源意义那里一样被表象为粗陋、含混、未有秩序，只是后来才借助于一种如“爱”或“争执”这样的更高的原理得到整理得到形态的东西；不如说，在世界的原始状态中决无“之前”和“之后”这种区分，未安排秩序的浑沌从一开始就与宇宙即具有秩序的世界直接一体，所以我们必须把“浑沌”和有秩序的世界思考为对一个宇宙的双重观点。在这个神性创世中同时处于“浑沌”与最高的美当中的宇宙之表象中，谢林看到一种衔接的可能，即此表象可以衔接于古代关于世界诞生的理性神话观点。在这种观点中同时包含了“神谱”即关于诸神诞生之发生学意义的报告。从哲学的角度，谢林认为对“浑沌”的直观是“对世界的审美直观”和“对绝对的认识”（Ibid．，S．466），因为“绝对者的内在本质——其中一切事物作为太一，太一亦作为一切事物存在——即是原初的浑沌本身；但我们也恰恰在这里邂逅绝对形式与无形式的那种同一；因为绝对者内部的那种浑沌并非只是对形式的否定，而最高形式和绝对形式那里的无形式：它是绝对形式，因为在每一个形式里都构成了所有形式，反过来在所有形式里构成的是一个形式；它也是无形式，因为恰恰在所有形式的这种统一这里，决不能区分出任何一个作为特殊形式的形式”（Ibid．，S．465）。

我们还要提到，“浑沌”这个概念作为早期浪漫派为其“新神话”思想的一个基本概念，曾在F．施莱格尔的哲学思考中得到理论的阐发．
(23)

 那么谢林对这个概念的哲学建构与F．施莱格尔的理论阐发，两者的契合与区别是什么？可以肯定，在F．施莱格尔那里，这个概念出现在其神话学意义中，确切地说，是作为“体系”概念的一种肯定性的对应物，已经被建设性地安置在诗的层面上。在他的《关于诗的谈话》当中，“浑沌”被称为最高的美和最高的秩序，这概念虽然也在“存在论—宇宙论”的维度中，不过始终要服务于F．施莱格尔自己的提出的“讽刺的原理”。像神话一样，“浑沌”在他那里，在其与神秘东西的对应关系中，具有一种公开特征。
(24)

 而在谢林的同时要作为“最高形式”和“无形式”去把握的“浑沌”概念那里，还吸收有浪漫派的“诗意—存在论”的倾向。只不过在他那里，“浑沌”本身既联系着对“绝对”的神话直观，也联系着对“绝对”的神秘直观，对理性发挥一种类似真理功能的功能。

绝对的形式和绝对的无形式，宇宙的这种方式的“大全—统一”对理性根本上通过对诸理念的直观而启示，因为“只是诸理念才启示绝对者；只是在它们那里存在着对绝对者的宇宙肯定性的，同时是界限了的和未界限的直观”（Ibid．，S．394）。诸理念在这里，如System 1804
 中所说，按照它们的希腊来源，必须理解为原形态（Urstalt），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而它们的同一性哲学表达则是，“作为建立在永恒之内的诸事物的本质”（SW．VI，S．183），其在自身中能适宜地表述主体与客体、一般与特殊的绝对同一。诸理念与宇宙具有一种关系，这关系暗含地存在于绝对者的自我直观那里。宇宙，无条件的“太一”，本身等同于在诸理念中被直观到的那个理念。因为诸理念是“诸宇宙”，也即，每一个理念，本身都是绝对整体，那种“消融在无限者中的有限者”，它们每一个都是无限创生和对自己的肯定，那种有能力作为被自己肯定的东西而在存在论上无条件地与做肯定者等值的。因之对诸理念的直观，直接也是对宇宙的直观，这对整部PdK
 都有决定性的意义，因后者恰恰建立在对诸理念的自我直观的肯定性规定上。

“宇宙”即存在整体，在这种自我创生的关系中去直观，对理性打开为实在地秩序化了的诸理念世界。其中“诸理念相互贯穿”，较低的统一性被吸收于较高的统一性，所有的统一性最终被吸收于“一个最高的统一性”。正是这种实在地发生的秩序化——其特征为，以“诸宇宙”为其形式的“一个未分割的宇宙”，被理性认识为最高实在、认识为绝对原理的美的启示（SW．V，S．389）。谢林的美理论正是以此指向原初实在性的本质结构，指向对诸理念的实在性的真实认识。所以他在与乔达诺·布鲁诺的自然哲学建立关系时，立即把我们的注意力直接引向宇宙的“神性秩序”，强调这种秩序就是“美的东西的宇宙”的重要特质：

正是从整体性的立场来看，［……］所有的事物均构成于绝对美之内，［……］就如反过来，错误和虚假亦仅在于一种匮乏，仅属于在时间关系中对诸事物的考察（SW．V，S．385—386）。

在这里，“秩序”决定性地标志着美的规定因素。这是指，所有存在于理智世界中的事物都是那种存在于其位置上的事物，而且也正如其应当是的那样存在。“秩序”对理性意味着对宇宙的真正环节化的启示，它使已构型的东西成为可见的，并且是作为美的一种存在因素而可见。

谢林在“特殊东西的绝对分割性”那里看见美的另一种因素即形式的因素之所在（Ibid．，S．390），通过把美的领域里的形式确定性和形式限制揭示为一种建设性原理的辩证工具的方式。在这里，谢林站在普洛丁一边，把“形式”本身恰恰理解为无条件做区分者，理解为“以神性想象”构型的东西（Ibid．，S．406）。但是谢林的这个“构型的东西”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普洛丁的“做区分者”，不仅因为它在谢林那里仅是一个原理，观念地对立于“质料”即尚未区别的东西或尚未具有限定的东西，还因为它正是绝对者的自我肯定活动的无限性，本身始终保持为非物质的和非感性的。谢林将这区别活动的原理与作为形式原理的理念相等同，以此把美的所有特殊形式都建构为对“绝对者”的肯定性表述。同样，特殊形式的所有确定性也并非只能做否定性理解，而要解说为直观原理所必需的条件，这是吸收了柏拉图的一个洞见——只有那种得到界限的东西才会变得可见。

谢林现在将这种借助于形式规定性获得的界限阐发为对“绝对者”的美的启示的工具，在这界限那里，那种本来是不可界限的东西第一次显现出来。据此，无论在自然还是在艺术那里，对形式的界限都不能仅理解为否定性的，而是要认识为它们本身的生命的一个标志，认识为一种肯定性东西。即使在界限这个问题上，形式的确定性也同样是服务于直观本质的，而“宇宙”或存在整体的最高实在就借助于这个功能表述自己。相反，在形象的王国，必须将所有仅为否定、仅为限定的东西视为美的对立面，视为本身不具有任何实在性的。在这里是形式的自律在宣告自己的权力，就对形式的扬弃在这里只通过形式自身的完成才可能而言，就如在“宇宙”和在诸理念世界必然直观到的那样。

一般地说，在美的理念在谢林那里的建成当中，可以清楚看出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美是决定性地在其原初意义上存在论地阐发的。比如，美的东西的辩证法，柏拉图在其《菲多篇》和《会饮篇》中把它展开为存在层面上的一种奋进，在这里也获得了清楚的形而上表述形态。它被重新阐发在美理念的活生生生存的总体关联中，在那里一切事物按照其存在的根源和完满的程度据有其位置。诸理念世界与显现世界之间的柏拉图主义鸿沟通过这个公设得到克服：理念的生存和启示乃是绝对知识活动的同一个行动。这行动把自己设定在宇宙的各个地方，以至于本质有能力，在它所有的普洛丁式的环节那里把自己作为自身创生的重新认出来。据此，显现世界中的美，直接是理念的闪现，就作为这同一个理念的另一种观点，不再像在柏拉图那里那样，只作为走向理念的道路而存在。真与美在这种关于艺术的形而上学那里真实地成为两个原理，其绝对地看来只是同一个原理。


 第四节　表述论——哲学和艺术

即使在德国唯理念主义的时代即歌德时代，艺术也无法再断言自己是公共生活的中心点，正如当时即使在精神生活领域内部，艺术不再是如古希腊那里的那种具有自明性的东西。这表现在艺术并非自发地理解自己。实际上情况是，对知性来说，艺术的理念正如对艺术的绝对观点一样，都是哲学建构的结果。不仅艺术现象的全部意义，而且，首先是那种仅在艺术的立场上才能持续地被感知到的东西，都必须观念地得到表述，也即通过哲学被认识、被意识。这也就是谢林为什么要努力建设一种关于艺术的形而上学，即一种以理念为基础的艺术形而上学的原因，如PdK
 导论所声明的那样。

在这里，事情涉及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艺术科学”的构想，而非主体性美学或经验的艺术理论，因为后两者从本质上说都没有能力提出形而上学的基本任务，即“在科学中寻找真正的诸理念和诸原理”，而“只有哲学能够再次打开对于创造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枯竭了的那些原始源泉。只有通过哲学我们才能期望，达到一种真正的艺术科学；然而并非是似乎哲学能给出一个神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官能，并非是似乎哲学可以使那些大自然拒绝给予判断能力的人以这种判断能力，而是说，哲学以一种不变的方式以诸理念说出真正的艺术官能在具体事物中直观到的东西，而且通过这样做，真正的判断被确定下来”（SW．V，S．361）。谢林所宣称的这种艺术哲学，在这里既不是经验美学也不是实践的艺术论，而且也完全不打算取代它们的职能，它是艺术形而上学，其目的只在于理智地直观艺术本质，而且是以建构的方式从概念上揭示那种对于艺术是先验给定的东西。

对为什么只有哲学才能完成一种艺术的绝对观点这一点，谢林以作为绝对知识方式的哲学的本质特征也即“理智直观”来论证。这个论证完成在他的第一批同一性哲学文献即Darstellung
 及F．Darstellungen
 当中。哲学由于其绝对的内容而在知识活动那里与绝对形式合为一体，与绝对本身合为一体，于是它已经与绝对知识活动吻合，能够借助于自身的绝对性去把握一切事物。在1802年举办的Studium
 的讲座系列的第一讲，谢林已经把人类的哲学知识凸显为“对神性原知识活动的参与”，而且揭示出，哲学的知识方式并非由于别的原因，而只是因此而绝对：它存在于绝对者即“原知识活动”（das Urwissen）之内。具体说来，无条件的“太一”的理念同时是最初的和无条件知识活动的理念，这活动“将自己裂变为显现着的观念世界中不同层面上的分支，把自己分蘖为不可度量的整棵知识之树”（Ibid．，S．215）。存在于其整体性中的哲学因而是那种绝对知识，在它那里，既不是个体也不是人类自我，而是理性一般在进行知识活动，所以这种认识活动能与对绝对者的肯定性直观等同。从知识活动系统的角度看，哲学已经建立在“形式上的绝对认识与绝对者自身的吻合点”上
(25)

 。

谢林在这里给了哲学以“包容者”的殊荣。即使在PdK
 这里，哲学也同样是“万事万物的基础并包容万事万物”（Ibid．，S．364），这当然是在观念的意义上，因为它在知识体系中出现在“其完满显现中”（Ibid．，S．366），展露自己是观念世界中“所有级次的消解者”（Ibid．，S．381）：作为对所有认识活动的认识和反思，哲学将其建构伸展到知识的所有级次和对象中，以此在自身中消解了所有作为特殊存在的东西，将它们重新还原到它们实存的根据那里。哲学将一切事物作为统一包含于自身，所以它不允许自己被等同于一个特殊级次，它已经不再属于作为观念世界的观念世界，而是宇宙中的“无级次者”，那里绝对认识活动重复自己并完成自己。即使是作为观念世界完满“无差别点”（Indeferenzpunkt）的艺术，现在也是借助于哲学重新消解在绝对者中。不过，这种消解必须表象为一种永恒的消解，就绝对同一性永远不会停止作为实在和观念的同一性而生存而言。

在此，我们肯定会记起谢林System
 中先验演绎的最后结论。那里在实践哲学演绎的结束部分，他曾经坚决认为：“只有艺术能将哲学只能做主体性表述的那种东西，成功地以普遍有效性客观地建立起来”（SW．III，S．477）。在德国唯理念主义美学研究那里，这个观点被看作典型地浸透了浪漫派精神的。对这点我们在此暂时不作讨论。现在我们要指出的只是，由这个观点我们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作为所有特殊消解者的哲学，现在是艺术原始源泉的开启者，这种同一性哲学表述如何与先验哲学的确认即艺术才是哲学唯一真实和永恒的工具和见证相互协调？

我们在此并不是要为谢林不同体系间的非连续性进行辩护，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确实首先必须考虑到谢林在此转换了思考的立脚点。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表述的区别并不必然表示哲学思考的原理的变动，此原理始终是那同一个绝对认识。如果说艺术在System
 中还有调和两大领域即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任务，现在PdK
 这里，它却是从其本身的生存出发而追随知识与行动的同一性。这种区别可以从科学体系不同的表述方向中认出，它们是兼顾哲学和艺术的表述媒介的对立而规定的。如先验哲学的整个体系“处于两极之间，一极通过理智直观标志，另一极通过审美直观标志”（SW．IV，S．479），对认识的理性来说，在实在的唯理念主义即PdK
 这里，也是在哲学与艺术结合点上发生对存在整体的建构的完成。在实在的唯理念主义这里，哲学面对艺术是“绝对认识”的“无级次者”，是观念的包容性的东西，而艺术只是这一认识的“最高级次”。理性“事先即带着必然性”标明了对艺术的建构（SW．V，S．419），它把宇宙直接展开，使之最后完成在对一个“一般而贯穿于艺术的所有分支的形式对立”的扬弃那里（Ibid．，S．372）。只有在艺术的两种“原始形式”，也即造型的和言说的原始形式那里，所有的统一亦即“反思的统一”、“概括的统一”和“理性的统一”才全部返回来，艺术，与返回到它自身内的全部自然级次和全部观念世界级次一道，重新把自己消解在“无级次者”即哲学那里，把自己揭示为宇宙的真正形态——即诸理念，所谓“原形态”（Ibid．，S．486）。

如果说System
 的结论对谢林的哲学与艺术贯通的表述极为典范，那里将神话确认为科学返回诗之大海洋的中间环节，那么在PdK
 这里，按照对神话的建构，在教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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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直观性表述那里再次呼唤同一个理想，因为教诲诗是关于“宇宙或事物本性的诗篇”，这段话出现在PdK
 的特殊部分，谢林建构诗类型的地方。由于这个表述非常重要，完全不是个别意义上的，我们在此将它逐字逐句引证如下：

也就是说，宇宙的完满图像必定在科学［即哲学］那里达到。哲学乃被呼唤来成为这样的［教诲］诗。可以肯定，能与宇宙达到这种同一的哲学，不仅从质料方面，而且也通过形式与宇宙的形式相吻合。而且，宇宙自己在多大意义上是所有的诗的原型，甚至是绝对者本身的诗篇，哲学也将在其与宇宙的同一性中，无论按质料还是按形式都已经是诗本身，同时把自己化解在诗当中。也就是说，绝对的教诲诗或者思辨史诗的起源与哲学的完成汇合为一。而且，就如哲学最初是从诗中发端，它最美的、最后的规定，又是返流到这个大海洋中（SW．V，S．667）。

谢林的意思是指，返回与宇宙即存在整体的“同一”，仅发生在对宇宙的完满直观那里。按照先验哲学的体系，哲学最终是在神话的图像中达到这种直观。现在在PdK
 这里，在改换立脚点的时候，科学与诗，或哲学与教诲诗的融汇贯穿被断定为中间环节。原初地与真正的史诗同时存在的教诲诗，作为关于诸事物的本性的诗篇，无非就是自然哲学，也即从一开始就是诗与哲学的统一体。那么，一旦教诲诗中要传播的那种观点由于这种情况被扬弃——它转化为一种绝对的观点，哲学与诗的更高的融汇即已实现。这样的教诲诗“来自理念”，它里面那种做表述的东西总是一种“自在自为的知识活动，而且作为知识活动同时已经是诗性的”。这样的教诲诗堪与思辨的史诗相提并论，其以宇宙为对象，如宇宙反映在知识中那样（Ibid．，S．664）。


PdK
 的“一般部分”对哲学与诗之间这个本质性关系的表述极其重要，因它是导论式的，哲学与艺术的这种统一，在这里是按照关于真的理念与关于美的理念之间的譬喻的关系去阐发，但从艺术的角度重新解说，使得艺术凭借其理念与美理念的同一（identisch），即被设定在它自己的独立的生命中，凭借其与作为绝对认识的哲学的亲缘关系，被表述在绝对的实在性中。在导论中解说艺术哲学的完整概念时曾有提示，哲学与艺术的吻合本身是对“太一”的理性表述，这两者都“并不表述现实的事物，而表述其原型”，所以哲学相对于艺术必然是观念的涵盖者，因艺术的本质只能在真那里寻找，而艺术的“非感性之美”，存在于艺术之内的实在，最终只能观念地即借助于哲学表达（Ibid．，S．369）。按照对“宇宙一般类型”的整个展开（Ibid．，S．381），其中艺术对考察者展现为最高的级次上的，艺术具有与哲学的直接关系，

观念世界中的哲学与艺术的关系，正如实在世界中的理性与有机体的关系。因为，正如理性直接地只能通过有机体成为客观的，永恒的理性的诸理念作为有机体的诸灵魂在自然中成为客观的，哲学的诸理念直接通过作为现实事物的灵魂的艺术成为客观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艺术在观念世界所处的地位，就如有机体在实在世界中的地位（SW．V，S．383）。

在这种情况中我们要注意，无论有机体还是艺术，它们作为无限原理的自我肯定在实在万有和观念万有中的最终结果，都是诸理念于其中发生客观化的场所。它们总是那种神性的创造活动本身，只是处于各种不同的级次上而已。就此而言它们是诸理念的活生生的“官能”，它们都仅仅借助于“实在的万有”或“观念的万有”的其余所有级次才能实存，只是为了所有这些级次的缘故，为了宇宙即存在整体的缘故才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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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尽管绝对同一性在两个万有那里都贯穿在创造活动的整个序列中，让自己明确地透露在有机体和艺术的无差别能力那里，实在的万有却只在作为“所有特殊形式的消解者”的理性那里达到那种绝对同一性（Ibid．，S．379），正如观念的万有只在作为“所有级次的消解者”的哲学那里达到绝对同一性（Ibid．，S．381）。而实在万有中有机体与理性的关系，等同于观念万有中艺术与哲学的关系，本身可理解为其与自己的观念包容者的关系。一旦真正的做创造活动者，那种无限原理本身，在有机体那里作为“主体客观化活动”的真正主体出现，在有机体中即发生原理向自身的返回，不过，这个返回从有机体的角度看却是一个上升，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序列中——上升到自由的王国，通过有机体从其固着性中解脱，而把自己呈现为一个更高东西即理性的生存形式这种情况。

现在，在人的有机体的完成那里，是理性在直观着无级次的图像中的自己。在那里，客体变成了与主体等同的。观念万有中的原理必然是作为对自然的“包容者”或“把握者”而存在，因为理性在这里已经使自己超越到作为存在世界的自然创造活动的整个序列之上，与这世界已经只有宇宙观念的关系。借助于自己对人类实存的确定性的参与，理性在第一级次上证明自己是人类认识的主体，那种必然有一个外在于自己的作为对象的自然去认识的主体。那种自在地是自由和无限的知识活动以这种方式重新沉入了自然的拘束，同时在与其束缚的对立中把自己设定为第二级次上的自由，以至于自由与必然的对立出现在观念万有中，也即必然性是作为人在其认识那里与之发生关系和人在其认识活动中从属的东西，而自由是作为行动的自由。对立本身就是理性的第二次上升，现在显现为人类自由，其最高的形式即是历史，其中却不是个体而是整个类族在行动。这种绵延着的对立的意义决定性地揭示在其观念性的扬弃那里——因为对立不过是一种绝对自由即以必然性来调和的自由的工具。这种情况实在论意义上的显现是在艺术那里，观念论意义上的显现是在哲学那里。在最后的级次上，无限的原理借助于艺术的独立生存达到了一种实在的自我认识。艺术通过产生自由与必然的无差别，直观地表述了原理，而且是将原理直接表述为精神，甚至表述为诸理念自己。

而通过对作为宇宙中最高创造活动主体的无限原理的“理智直观”，带着它全部的自我意识返回自身：它在哲学中认出了自己，也即认识为无条件的自我肯定活动的主体，那种在肯定活动那里决不让自己被认识为客体的东西。正因为哲学与无限认识活动绝对主体的这种直接关系，哲学在这里自己变成了等同于这种绝对认识的，而且必然作为人类认识中的这样的东西被认识为人类认识中的“超出自身”的东西。在这个整体关联中，艺术与哲学的关系必然呈现为一种内在统一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揭示出，“艺术与哲学是如此地吻合，本身只是哲学最完满的客观反射”（Ibid．，S．369），其中，哲学观念地曾经历的所有级次，现在作为一种实在的统一成为可见的和理性地可追索的。

可以想见，只要柏拉图对立哲学和艺术的那种做法还没有从理论上一劳永逸地被克服，那种凭借诸理念论来论证的哲学与艺术的统一关系，就始终不会是无可争辩的。众所周知，柏拉图这位“理念说”的发明者，正是“诗与哲学不可兼容”的哲学观点之最权威代表（Ibid．，S．346）。柏拉图对诗艺的批判本质上是针对这一点而发，即艺术并非对本质的适宜的表述，因其是为了那种只是可能存在的东西而引入知识的。不过，柏拉图认为艺术的尊严的对象应该是现实，承认表述这种现实才是艺术的义务，就此而言，艺术在柏拉图那里又得到了这样一种必然的和绝对的现实性。

而谢林看到，柏拉图这位理论先驱所持的这种艺术批判观点的基本动机在于，哲学将艺术的本质恰恰凸显为对真正的现实性的摹仿或再现，据此也必然要求作为对诸理念的摹仿活动的艺术本身，这艺术只能从真知识产生，只应建立在柏拉图所谓“原存在者”（das Urseiende）的领域上，如果说这些原存在者的原形式是被理念所涵盖的。所以，谢林重拾这个基本动机，用同一性哲学展开的诸理念论对它加以论证。由于后者已经把自己提升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理念和对诗的建构，已经决定性地建设了诸理念与诸事物的内在关系，在谢林那里，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样，诸理念必然不能被思考为先于和并列于诸事物生存着的，而是被思考为那种寓居于诸事物内部的本质，被思考为诸事物的“存在中心”。所以对谢林来说，这里存在着批判、补充和发展柏拉图艺术观点的一种可能，按这种可能来看，艺术对绝对真理的那种义务是不可解脱的。由于本质与形式，进一步说，本质与其显现，在任何地方都必然不可分割，艺术不再如在柏拉图那里是对真正现实的影子的摹仿，而是对作为原型的理念，作为艺术理念的直接自我实现的理念的表述。如此艺术在谢林那里完全是在其与美理念的总体关联中构想；柏拉图对立美的领域和艺术领域，这里却把两者的关系阐释为譬喻和同一的，因为在绝对的视角中，艺术的领域可以与美的领域融合为一。柏拉图所发现的那种哲学与诗的本质对立，可以借助于对艺术作为哲学的映象关系的这种建构扬弃。

关于哲学与艺术之间这种对立关系的意义，谢林在Studium
 第14讲中曾经对柏拉图有所回答。Studium
 这个系列讲座在1802年夏季学期举办，时间上正好与在当年冬季学期举办的系列讲座PdK
 紧密衔接。所以Studium
 第14讲向来被认为是接下来的艺术哲学的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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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林在第14讲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即实在论与唯理念主义的对立具有认识论的启示意义。在柏拉图提出“对诗的指责”的地方，谢林首先看见了柏拉图判断的“特定立场”是一种已经与诗分离的立场，柏拉图的哲学恰恰是从这种对立出发。因之这里并非艺术批判本身，而是柏拉图对两种立脚点分离的敏锐感知，更具有讨论的价值。按照谢林的看法，诗与哲学的这种现实发生的对立首先意味着希腊教化之中的有了自我意识的哲学与这种教化的对立。对立不仅涉及宗教表象的感性直观，还涉及城邦—国家的客观和彻底实在性的各种形式。谢林把这种对立概括为“仅仅是历史的对立”，因为他把哲学反对着“所有的公共形式”的那种对立叫做历史的对立。实际上这种对立标志的是哲学与诗、神秘东西与神话的分离。

不过，这个对立又要理解为“哲学意义上的”对立的外在形式，要归结为纯粹观念性的哲学与“诗性的实在论”的交锋。谢林肯定的并非是柏拉图对“诗艺”的批判，因为“诗艺”在这里尚缺少希腊神话的界限的那种洞见，哲学对两种知识方向的立脚点的清晰划界，才是他承认的东西。希腊在哲学与诗、神秘与神话的这种对立中看见了一种哲学精神将自己设定在两股分流的潮流中——作为实在论的诗的潮流和神秘主义的潮流即作为观念论的哲学和宗教。这种对立的最高形式只是在后来的基督教与希腊教的对立那里，才真正揭示自己。所以谢林在这里，在哲学史的意义上把柏拉图视为希腊世界中的一个“基督教的先知”（SW．V，S．298），我们特别可在他身上认识到“对后来的精神的及诗的方向的一种预知”（Ibid．，S．346）。因为基督教的哲学及其官能仅仅指向理智，后者在古老的诗那里必然不能找到完全的满足，甚至不能找到表述的手段。那种通过基督教本质标志自己的东西因此与哲学本性一样，是对神性的一种内在的、直接的直观，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与诗性的实在论的对立，一般精神运动的纯观念方向这一极根本不可能揭示自己。这也就是那个原因，理性在考虑到对哲学史和认识体系情况下，根本上必然要认识到两大思想主流，即哲学的和诗的，或神秘的和神话的。

柏拉图的诗艺批判的真义于是从哲学立场从诗中分化并自我确立得到了澄清。正是在Studium
 这里，谢林提出其对哲学与艺术的统一关系的同一性哲学论证，以最终地克服柏拉图在两者间建立的本质性对立，同时收获和坚持这个哲学区分的真正思想财富，通过扩展这个区分的形而上有效影响的做法，他同时着眼于对其辩证的交互关联的直观，再现了哲学与艺术在形式及观念方面的对置：

宇宙的法则是如何地根本、如何地无所不包，使一切包容在宇宙中的事物都在一种另外的存在那里有其范本或映象，实在东西和观念东西的一般对立形式就怎样地绝对，使得即使在“无限者”和“有限者”的最后边界上——现象的各种对立在此均消失于纯粹的绝对性中——这种关系仍将宣告它的权力并在最后的级次上返回。这一关系就是哲学与艺术的关系。

后者［即艺术］尽管是实在与观念之完全绝对的、完满的融合为一，其与哲学的关系反过来却又如实在之于观念。在哲学那里，知识活动把它的最后对立消解于纯粹同一性，而在与艺术的对立中，哲学也同样始终保持为观念的。也就是说，两者将在最后的顶峰上会合，正是借助于它们共有的绝对性，它们分别是范本和映象（Ibid．，S．348）。

在这里，艺术哲学中哲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乃是我们的兴趣所在。谢林对此做了清晰的辨析；在两者的辩证关系内，映象是那种东西，在它那里诸理念作为原型成为客观的；而范本是必然存在于独立实存的映象内部的东西。原型仅在其映象那里变成美，确切地说，它仅作为范本对映象发生作用。
(29)



这个“范本—映象关系”也构成谢林的艺术建构的一个重点，建构在这里要通过哲学为艺术打开其诸原始源泉，就这种艺术形而上学仅以“对永恒美和所有美的东西的诸原型”为目标而言（Ibid．，S．364）。从这个“范本—映象关系”中折射出来的两者的同一，应该是哲学的启源活动的知识学保障。借助于两者间这种同一性关系，哲学甚至能够把艺术“一直追溯到它的神秘的原始源泉和它的各种创造活动的最初的加工场那里”（Ibid．，S．349），观念地表述原始的本质。哲学与艺术的关系具有方法论上的自明性，因其不是别的正是原理的自我肯定活动的“主—客体关系”在艺术角度中的一种反射。

我们必须注意，艺术的范本在这里不再是作为自然的自然，谢林颠倒了传统摹仿论的某些成见。按照同一性哲学的看法，在神性的肯定活动内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乃是，艺术是自然的观念涵盖者。按照谢林对“实在的万有”及“观念的万有”的建构，自然作为神性肯定活动的实在方面是那种“最原初的东西，神性想象最初的诗篇”。作为这样的东西，自然与艺术是同一的，来自同一个根源。但艺术作为对诸理念的直接表述是“绝对创造活动的直接摹本”（Ibid．，S．631）。虽说自然首先构成了艺术生存的基础，在这上面艺术才能生长，自然还提供艺术以实在表现的各种形态和媒介，而且是作为神性肯定活动最初的活生生的造物服务于这个肯定活动，作为感性直观的直接对象；不过自然只是在艺术那里才达到了自己的真实目的，也就是自由与必然的最高统一。这种统一在自然那里仅能找未展开、晦暗的表述，因自然作为被肯定活动所肯定的尚是那种“纯粹的主—客体”即无意识的创造活动；它最后是在艺术作品那里重新认出那种完满的有机体。谢林以此也表明了他对传统的艺术对自然的摹仿关系的态度——这是具有亚里士多德的艺术哲学观点烙印的关系，一种在美学史上具有强大影响的观点。因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把这种关系阐述为摹仿（Mimesis）也即艺术中发生的对自然的摹仿式表述。在PdK
 中，艺术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再按照一种摹仿的观点阐发，两者的关系现在被谢林建设性地概括为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巨大的同一”（Ibid．，S．398），艺术在这种视点中是“更高的自然”（Ibid．，S．396），这个阐述的理论后果极为丰富。
(30)

 在这里，艺术的范本是哲学，就哲学作为对原初与神性本质的统一，标志着那种能融汇一切、对超感性东西的内在直观而言。在哲学这里，艺术作为肯定活动的最高级次仿佛已超出自己，使自己复成为“理智直观”的“工具”，以此进入永福，升华到对非感性的美进行直接的直观。
(31)



哲学作为“主体性的主—客体化活动”是作为“客体性的主—客体化活动”的艺术的范本，因哲学在同一性关系之内，面对艺术把自己揭示为属于原型和原初状态的；反过来，艺术作为哲学的必然相应的关系存在，面对哲学把自己揭示为其映象性或对象性东西。即使从两者的认识方式去考察看，我们仍将发现这同一种关系：哲学思考的作品是原型的真理，艺术的作品则是映象式的美。哲学全然观念地存在，不断地扬弃现实，而艺术相反——它完全存在于现实中，与此同时却是观念的，绝对原理的这两种认识只是通过不同的表达媒介相互区别，而哲学借助于其与艺术的同一性必然可以将艺术重新包含于自身，确切说来，作为知识体系的一个环节。

宇宙中的这种“范本—映象关系”是根本不可扬弃的，从对那种决不成为客体的东西的直观的角度看，这两种绝对的认识方式必然保持下去，它们不断把自己凸显在一种比较的关系那里。所以哲学与艺术按照各自的本质在对方那里都像在一象征的镜子中那样直观自己。这两种直观的差异属于绝对原理的不同生存形式，这原理虽然把自己表述为绝对知识活动的主体，却并不客观化在其纯粹观念的图像即哲学的诸理念那里，而只是客观化在其映象即艺术直观那里，确切说来是作为生存着的同一性，即作为主体与客体、实在与观念的无差别。正是由于这种自我直观的绝对知识的缘故，认识活动的这两极的形式对立，就如一个唯一的哲学体系内部的真正的唯理念主义与实在论的对立那样，必然不可扬弃。唯理念主义必然始终保持为对本质的一种内在直观，因其必须忠实于那要表述的非感性的原型；而实在论必然总是实在的，因其必须通过自己的生存把原型的美公开地揭示出来。谢林着眼于思想史，将“理智直观”的这两种必然的方向阐述为一般精神的“两个相对设立的，即观念的和实在的谓项”（Ibid．，S．424），而在这精神本身那里，哲学、宗教和艺术“并未真正区分开来，而是处于最完满的融会贯穿之中”（Ibid．，S．287）。

于是在与古代最早的那种直接在有限者中直观“无限者”的神秘主义的衔接中，谢林把哲学标志为“秘密的”，指它作为真正的超越追求唯一关注揭示诸事物中的原型，而且指它将那些按照其本性不能实在地存在的东西，保留在其观念性当中。哲学以这种方式获得其作为灵魂升华的效力；他把希腊的民族宗教意义上的艺术标志为“公开的”认识（SW．IV，S．231），这种知识在作为整体之反射的具体事物那里揭示美，并借助对创世的完满的象征表象把世界的起源彻底感知为神性的，由此是达到分有永福的。

对艺术的绝对观点现在借助于绝对的唯理念主义实现，后者唯一的使命就是阐发存在的整体。由于艺术产生于同一种关系，它在这种关系中“以绝对的方式”被意识到，于是艺术并未像柏拉图那里被降级到比较低的现实性等级上，从影子世界开始其创造，而是强调地被宣布为绝对者的适宜表述：就如哲学在原型那里表述“绝对者”，艺术在映象那里表述“绝对者”，两种活动仅通过它们的表述媒介相互区别。

谢林以此承认艺术的自律，但是在不同于当时流行的艺术自律的合理主义阐发的意义上，他强调的是艺术作为形式的原理与神话有天然的、本质的和不可扬弃的关系，说到底艺术能为理性打开一条通向原型的道路。

我们现在要着眼于自然与艺术的存在论统一审视这一哲学建构对艺术理念所达成的认识，并强调PdK
 中综合了神话学观点的这个建构成果对近代美学理论的挑战意义，后者的至高表现形式就体现在康德的KdU
 那里。不难发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有机统一在康德的KdU
 那里还仅仅建立在假说上，康德尚以一种对峙和对立去表达这二者。在这种对立中，自然被看作自然的目的论，而艺术本身却显现为独立于所有主观合目的性的，显现为本身折射着先行于所有审美体验的一般客观性的那种客观事物。这就使理性对最后原理的提问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不再必要。谢林则不同，他试图形而上地构想一种关于艺术的“实在的”观念哲学。他的做法是，把美的理念与绝对者的自我肯定活动，与“绝对者”的“神性创世”直接设定在一起，以这种方式在原理的自我展开那里，在通过艺术重新创造出来的无意识活动与有意识活动的融合为一那里，印证自然与精神的原初统一。这种统一正是无限观念进入实在的融汇，所以我们不能把这样的统一当成自然在艺术那里的观念化，也不能把它当成在艺术理论中贯彻一种目的论，我们只能把这样的统一理解为对每一种审美东西都给定的、对象与把握这对象的能力的吻合，也就是把它把握为每一种审美判断和审美批评的先验基础。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关系在谢林的PdK
 中没有成为处理的题目，一个原因正是，自然美在审美判断那里具有的先在地位部分地标志着对自然的存在论地位的一种确证。

毋庸置疑，在这里对艺术建构的出发点是美的理念，它是作为原理作用的东西，把自己设定在美的一般生存中。这样的生存是对“绝对者”的启示，它的发生是随着“绝对者”的永恒创世行动——等同于肯定活动——，只是从做认识活动的理性的角度看，这创世活动才成为绝对者的自我启示。美理念在这里与自我启示着的完满的神性存在是一致的。神性创世的观念性结果是“宇宙”，这是神的纯观念性的图像，是“神之内的，构成在永恒美之中的绝对的艺术作品”（Ibid．，S．385）。这指的是“宇宙”借助于作为创世者的神被创造，这个创世者也从自身中同时为自己的造物产生出质料。这个作品是绝对的诸理念世界。它能够带着本质的所有级次化，把自己还原为绝对的统一。在这个作为无限“主—客体化活动”结果的作品这里，神性把自己启示为“绝对万有”的创世者。在完成的世界中不存在任何的特殊，所有的事物都是绝对的，观念的，所有的事物都是整个灵魂，是纯粹的“natura naturans”（主体的自然）。通过对“神性创世”的表述，艺术的理念根本上被引回到“绝对美”的理念那里，在其原初的总体关联中被认识：艺术本身正是真正的创造者的艺术。艺术作品的创造者与其作品的这种绝对的同一关系并不能滥用，它仅在对作为“神的艺术作品”的宇宙的“理智直观”那里才现场化：神性的东西创造神性的东西。这种神性的艺术是“诸神的作品，神性秘密的宣示者，诸理念的揭示者”（Ibid．，S．345）。

由于必须把绝对者的“艺术的创世行动”与显现世界中理性完成的这样一个“艺术创造”区别开来，使得非感性的美成为可直观的，于是对理性来说，美显现为设定在每个地方的，既在自然中也在观念世界中，既在有自然进程的地方，也在实在与观念发生接触的地方。无限美在映象中设定自己的结果就是美的东西、映象性的美，即产生在映象中、表述在作品中的美。谢林在同一性哲学中多次强调，从其本身来看，活生生地创造着的自然（natura naturans）不仅是“神性创世”的最初存在，而且就是这“神性创世”本身。因此自然是无意识地创造，仿佛是“无意识的艺术”。谢林在System 1804
 中指出，这一“艺术”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知识与存在的原初统一：

诸理念并非借助一种对诸事物是异在的理性而过渡到诸事物的内部，相反，诸事物就是诸理念。在自然那里，显然思维与行动、构想与实现、艺术家与其作品并没有区分开来，而是一个东西（SW．VI，S．279）。

自然的“艺术”恰恰要在其内在的形式，也即与其质料共同生长的有机形式那里去把握。不过，自为地来看，自然在没有事物那里也显现为无意识地无限地创造着的。本质在形式那里根本上显现为活动着的原理，以至于物质仿佛是盲目地按照规则产生形态，仿佛在无知无觉地采取着纯粹的诸形式。自然的整个创生活动指向的仅是它的理念，那种本质性的统一。这理念是自然出发的地方。自然不知疲倦地运动着，它作为一种永恒客观化为作品的生成活动，努力要企及“原形态”的那种存在的完满。由于自然只能以这种方式无意识地进行它的创造，自然就让它的“艺术”仅在自然具有“无差别”能力的地方让人认识，就是自然会尽可能多地创造类似于原型美或完满的东西。这种无差别能力正是原初的创造力本身，现在其作为个体化能力寓于每一个别事物中，从它们身上折射出来。所以美在自然作品那里只是分离地出现并显现为具体的美，美的事物。即使是在自然的最高的造物也就是有机体那里——那里直接从活动和受动的一种交互作用产生了一种活生生的形象，或套用谢林的话，“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直接等同——这有机体的理念仍只是不完满地启示出来。尽管在每一种自然生物那里都存在着创造性的生命，在这生命那里却是“自然精神”把自己显现为这自然生物的永恒概念，一个与这生物的灵魂还处于对立的概念，因为所有的自然生物都必然被“自然精神”所驱动，都通过“自然精神”宣告它们自己的个体性。而这个“自然精神”最终仅在作为自然中心的人身上，才升华到灵魂之中。随着这个升华神性的自然的这个创世活动胜利地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级次上。因为在灵魂这里，借助于一个过去是隐蔽着地存在的原理打开了观念的世界。

美必须在原初的东西那里使自己自由地重新创生出来，于是这同一个“创世”在观念世界那里其实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的展开，确切地说，它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发生，创造活动在这里必然始于自由与必然性的一种对立。世界的永恒创生力把自己的创世能力作为礼物现实地完全设定在造物之内，并使自己服从于一种更高的东西，以便重新被带回到自由那里。活生生的观念统一性因此再次站到了创造活动的开端，又一次成为纯粹的知识活动，那种无限、完全自由的知识活动。直接由于这种情况，即这种知识活动必然涉及其直接的实存基础也即自然同时又超出这整个自然，它才变成人的知识活动，那种必然的和有维系性的知识活动，同一性哲学叫做观念世界第一级次的东西，这个级次的典型东西就是“观念东西的侧重”（SW．V，S．380），因为实在性在必然的知识活动内只被设定在被肯定者那里。由于做肯定活动者在知识活动那里决不能被任何的客观性所战胜，它必然走出约束，上升到与创造活动的第二级次的关系中，此时它在与约束它的东西的对立中把自己设定为自由，也就是执掌自己的，处理自己和把握自己的。以此，实在与观念的对立表述为自由与必然的对立。这一无限对立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本身，在历史那里，自由行动的整体并非个体，而是整个类族。在这个行动的领域，做肯定活动者把自己揭示为一种超出人类自由的绝对自由，而且是以这种方式来揭示：人虽然可以在为他写定的自由之内设定自己的行动，但其行动结果却取决于一种更高的东西，它通过个体最自由的，甚至于是无视法则的行动方式具有和宣布一种更高的合法则性。

而本身曾在自然的层面上存在过的历史，它现在要求一种更高的综合，一种借助于绝对自由，以必然性中介的自由重新创造出的统一也即艺术。作为知识活动与行动的无差别化活动，艺术是整个的创造活动的最高的级次。在人类的活动那里，那种做肯定活动者把自己证实为艺术中的“天才”，证实为人类的灵魂。人借助于这灵魂超越自己，超越所有的自我性，朝着真、善、美奋进。所以，艺术作品中的自然精神把自己揭示为真正做创造活动者，那种有能力甚至连同质料一起创生出来的东西。如果自然作为从同一性中走出的创造性统一同时也是返回同一性的创造活动，而观念世界正是那观念的方面，那么自然将在艺术之内，与艺术一起被带至实存的完满，因为艺术已是创生活动的最高级次。那种通常被当作与灵魂无关甚至与灵魂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冲突的自然精神，在艺术这里认出了自己，作为灵魂的自己。以此艺术也达到了它与自然的最高的关系，此时它将自然作为媒介，使得灵魂在它那里成为可见的。“神性的创世通过艺术客观地被表述出来”（Ibid．，S．386），借助于被绝对自由所成就的最高的统一和和法则，艺术实在地复现了宇宙的最高现实。此时它的作品是对诸理念的在场的活生生的感性表述，它企及了最高的美，为理性打开了对原型的和非感性的美的实在的直观。这种美现在作为“无限者”，作为灵魂本身出现在作品中。也只是在艺术的完满创世这里，美才在其完整的形而上影响中被认出，被表述在艺术中的，无非是神性。



————————————————————


(1)
  参看谢林在Aphorismen 1
 中关于重新赢得“作为所有的知识和教化的所有部分”之万有的表述，可以说，谢林直到1806年都坚持同一性哲学的整体性构想，SW．VII，S．140—145。


(2)
  德语das Absolute，来自形容词absolut，意为不具任何关系的（不能借助于关系去思考）、无条件的、不受限定的、无混淆（纯粹）的、无对立面的等等。同一性哲学以选言形式的逻辑结构表述绝对者的谓语。谢林对绝对者谓语的选言形式的讨论可参见，PuR
 ，SW．VI，S．23—25。


(3)
  参看策尔特纳著作，1954年版，第239页。


(4)
  以下缩略语System 1804
 。


(5)
  在这里有必要立刻补充说明，谢林这个构想拒斥了传统“流溢说”的三个核心思想，即对无限者与有限者之间的连续性的假定、对有限存在的肯定性根据在于神本身的假定和对有限者中有一种脱离开无限者的独立实存的假定。与这三种假定相反，谢林所设定的“流溢”式存在，完全放弃了作为有限者的有限者与绝对原理所可能具有的任何一种肯定性关联。由于同一性哲学将无限者设定为无条件的太一和唯一存在的东西，它同时已将与无限者处于割裂状态的有限者设定为彻底的非实在。同一性哲学的“神性的流溢”思想，主要服务于对绝对者的自我肯定活动的所有后果与绝对原理之间的一般关系和特殊关系的表述。它强调必须把作为绝对者结果的“绝对者的流溢”理解为肯定的、神性的和本身复无限存在的。所以它所说的“流溢”与从绝对者过渡到非绝对者、从无限者过渡到有限者的这种传统流溢说的表象毫无关系。同时，在同一性哲学看来，从理性的立场出发追寻有限性之起源是不可能的。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可参看谢林在其Aphorismen 2
 的“通释”部分对无限者与有限者关系的详细阐述，SW．VII，S．189f；Cf．PuR
 ，SW．VI，S．36f。


(6)
  详见谢林在System 1804
 中的阐发，SW．VI，S．201f。


(7)
  观念的包容者与自然事物的关系，在这里不能按进化论的观点去把握，对同一性哲学来说，宇宙即存在的整体中的所有级次在观念上都是“绝对同时性的”，级次的观念在谢林自然哲学的建构那里恰恰是服务于扬弃现实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参看谢林在其同一性哲学文献Darstellung
 中对绝对同一性的辩证生存方式的建构，SW．IV，S．132—135。


(8)
  通过与传统的“摹仿自然”的创作原理的商榷，谢林澄清了自然与艺术之间的真正关系：自然是艺术的基础，艺术则以自然为其媒介，使自然中的理念成为可见的，以此把自然带向她的完成。按照谢林的自然哲学建构，自然中唯有理念本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者，也唯有理念才是自然通过其无限的创造活动试图创造性地摹仿的那个东西。关于这些重要的思想，也可集中参看谢林1807年的重要艺术哲学文献Über das Verhältniß der bildenden Künste zu der Natur
 in SW．VII，S．301f；以及谢林在Einl．Ideen
 （1797/1803）中的表述，那里他将自然整体的绝对合目的性引回到自然的理念那里，SW．II，S．54—55；还有他的自然哲学主要著作之一Erster Entwurf
 中的相关表述，那里突出了“总体的理想”，那种悬在“创生性地在自己的所有部分中活动着的自然”面前的东西，SW．III，S．33。


(9)
  柏拉图的谴责基本上是针对诗人或神话未能适宜地揭示诸神如何真实地存在这点而发的；参看Politeia
 387 B，377 C，376 D等章节。


(10)
  Cf．Ennead
 ，I，6．


(11)
  《艺术哲学》并没有阐发，而只是勾勒了这三个理念之间的关系。“善”在这里可以说基本没有得到处理，它仅在接下来的神话建构那里，而且仅限于涉及诸神的“永福”这个题目，得到有限的讨论。只是到了System 1804
 的精神哲学部分，特别在PuR
 中的“灵魂说”那里，谢林才较多地进入“善”这个题目的领域。


(12)
  即知识活动的主体与客体。谢林在这里把太一的整个自我肯定活动强调地表达为存在整体中的做知识活动者（das Wissende）和被知识者（das Gewußte），是为了突出这种直接知识始终是一种活动，并且它尽管可以从做知识活动者和被知识者两个角度区别地去看，仍然是同一个知识活动。


(13)
  所以无条件的“太一”的概念对同一性哲学的知识论同时是充分的前提条件，因“太一”在自身内无条件地包含宇宙自我直观的官能，Cf．System 1804
 ，S．137—155；PuR
 ，S．29—30。


(14)
  在谢林那里，“理智直观”的出发点不同于费希特。费希特的“理智直观”是作为意识的绝对主体的自我的理智直观。谢林则把这种直观与理性一般联系起来，比如他认为必须把自然中的理智直观思考为无意识的理智直观，把意识那里的理智直观思考为重新直观自己的理智直观。谢林在一种肯定性的前提下认为，“事物本身”（Ding an sich）不过是理念自己，以此所有存在于宇宙即存在整体之内的事物都应该是只能通过理智直观去把握的东西。


(15)
  注意谢林此处演绎真的理念和美的理念时，在与Wissen（知识／知识活动）关联和区别中使用Erkennen（认识／认识活动）的概念。如果说对谢林，本来意义上的知识活动不同于经验论意义上以主体的认知去接近真实客体的认知活动，那么现在他还在改进的柏拉图理念说的意义上通过联结存在论与认识论，把认识活动的问题（何为真、何为美）引向对绝对者的无限实在的直接认识。知识与非知识于是能够通过理念与显现的关系得到解说，因为真正的认识对象是诸理念。


(16)
  Cf．PdK
 ，§15—24，SW．V，S．381—387．


(17)
  关于真的理念与美的理念的一体存在的讨论构成谢林的自然哲学对话Bruno
 的整个导论部分，这个处理绝非偶然。在那里，谢林把活生生的自然思考为本身永恒地朝向其理念、朝向真与美的统一而奋争的东西。自然是走向自己理念的伟大的生成活动；Cf．SW．V，S．217—234。


(18)
  Cf．G．Bruno，Über die Ursache，das Prinzip und das Eine
 ，1986，S．52，57．


(19)
  康德从他对无条件的感性事实的元批判中返回到关于自然的最终目的的学说那里，试图从自然中的理性生物的道德目的得出自然的最后原因及自然特有的东西。Cf．KdU
 ，§10—17，§54，§62—78，§85；对康德的自然目的论概念的一种深入批评，Cf．P．Mclaughlin，Kants Kritik der teleologischen Urteilskraft
 ，1989。


(20)
  目的论在谢林这里是重新阐发的，“目的”在此不是特殊的目的意义上的，而是被认作绝对原理，神性原理自己。其不与手段发生矛盾对立，而是内在于质料存在的。所以树立一种整个自然永恒地朝向之运动的“自然的理念”已经是最高的要求。


(21)
  Cf．Einl．Ideen
 ，SW．II，S．41—56．


(22)
  在谢林自然哲学这里，“Material”（物质）和“Licht”（光）都不能直接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物理学上的意义，它们在此都是在观念即哲学的象征意义上使用的。


(23)
  Cf．F．Schlegel，“Philosophischen Lehrjahren”．


(24)
  关于早期浪漫派那里“Chaos”这个概念的神话意义结构，可参看H．戈克尔的著作的阐发，1981年，第288—294页。


(25)
  关于同一性哲学赋予哲学的那种“无条件绝对的”认识方式，可参看谢林在其同一性哲学文献F．Darstellungen
 （1802）中的表述，特别是其中对理智直观的表述，Cf．SW．IV，S．347，361—369；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黑格尔1803年左右的有关说法，在那个时候黑格尔已经有很明显的偏离谢林的“绝对的—审美的直观”的倾向。


(26)
  谢林对“教诲诗”的理解和定义均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对后者，教诲诗是哲学散文，是完全没有诗意的东西，而对谢林，教诲诗却标志诗与哲学之间那块富于创生性的中间地带。


(27)
  可以比较谢林在其System
 1804中系统阐述的“万有论”中的有机体定义，SW．VI，S．372。


(28)
  由于谢林之子F．A．谢林指明了两文本间的这种关联，有学者在编辑出版PdK
 时，直接将Stidium
 的第14讲附加在PdK
 的文本中，特别是英译本的翻译；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有些过头，因为谢林这两个讲座本身属于不同的系列，我们建立文本联系应仅限于在研究中，而对文本本身的翻译处理应尊重手稿原貌和历史事实。


(29)
  为了正确地理解哲学与艺术的关系对哲学的一种形而上表述的建设性意义，我们在此应当简短地提一下谢林关于绝对的自我肯定活动与其作为此肯定结果的自身映像关系之共存构想。谢林曾着眼于自然哲学在他的哲学对话Bruno
 中展开过这个构想。根据那里的表述，一种映像关系根本上是作为创造活动的绝对的自我肯定活动的结果，并且这种关系的来源于无限者与有限者在永恒者之内的共存关系。借助于诸理念的观念性作用而产生的这种范本—映像关系，属于宇宙本身的生存方式，所以不可扬弃。因为，不仅范本和映像是结合为一体地存在于理念本身之内，并且理念作为原型同时就是映像的范本，使得创造着的自然中的每一种本质都是个三重的统一体。每一事物中的做创造活动者都是个无限的概念，它将显现采纳到自身中，并在自己的中心拥有原型，Cf．Bruno
 ，SW．IV，S．111—112；但无论如何，映像在理念那里是以无限方式被表述，从不会被有限性所限制，因为在理念内范本的世界仍与实在的世界无限地统一着。而诸理念只有当其复“作为特殊的统一体去采取躯体，采取映像”，也就是将自身设定到与一事物的现实关系中，才会变成客观的，Cf．SW．V，S．480。也就是说，所有的派生的统一性都是借助于范本—镜像关系从诸理念中产生，而它们在宇宙中相互间的关系必然是作为这一存在整体的不同环节。


(30)
  谢林这个对艺术与自然关系的新构想受到歌德观点的决定性影响。歌德已经在艺术中认出自然中存在的同一种想象力，它作为自然中的自然力创造出万事万物，组织着万事万物，并按照永恒创世性的理念包容着万事万物；所以这种构成力既会引导自然，也会引导艺术家。歌德有关论述参见Dichtung und Wahrheit
 ，Weymarer Ausgabe，Bd．27，S．312。


(31)
  参看谢林著名的慕尼黑演讲Über das Verhältniß der bildenden Künste
 中关于灵魂对其原初的同一性存在状态的回忆的表述，SW．VII，S．315—316。


第八章　哲学神话学的理性建构及主要结论

借助其整体论的哲学努力，谢林成为近代哲学家中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其将流传下来的希腊神话根本上作为一种理性的系统进行形而上的处理，并将它从其固有的原理中演绎出来。
(1)

 通过同一性哲学重新提出的那种形而上学，谢林已将其“哲学—神话学”纳入其整个知识学结构中，使之具备形而上学学科的形态。而这一学科把自己同样理解为“关于神性的知识学”（SW．V，S．381），因其并非通过其特有的研究对象，而是仅通过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艺术的立场区别于形而上学一般：按照同一性哲学的观点，此对象从无改变，它永远都只是“绝对者”本身。从这一哲学神话学立场出发来看，此神性依然是“绝对者”本身，只不过它在此是启示自身的“绝对者”。这一学科致力于那种已实在地得到直观的神性，后者对近代教化来说，必须从根本上被视为“艺术之真正原始源泉”（Ibid．，S．360）。在这个关于自我中介着的“绝对者”的知识学的形式里，这艺术哲学在希腊的神话整体那里看到了艺术的原初形态和完满榜样，因这神话整体对进行认识活动的理性呈现为原初意义上的“神谱”（Theologie），呈现为对神性的真正认识。这种神话整体作为一种原初的形而上学或一种原初的理性系统，借助于其自然意识达到了对神性的一种直接和实在的直观。而艺术哲学之不同于神话整体这种理性直观，首先在于它具有思辨的形式。

这一“哲学—神话学”构想的方法也值得连带考察。神话整体在这里并非经验地被处理，而是作为所有艺术存在论意义上的给定东西从观念上得到建构。而这一科学的建构作为一种先验概念的推导运作在这个地方同样是通过其思辨特征不同于康德，它是知识体系的形式，甚至多于形式，因为它本身既展开为形式又展开为内容，以至于知识活动的对象和知识活动的给定东西本身已构成在一种理性活动内。于是在谢林那里，举例来说神话既用于指称关于诸种神话之科学，也用于指称这一科学的对象。建构首先意味着向“诸原理”的一种回返，如谢林所提示，这也正是在其自然哲学那里使用过的同一种运作（Ibid．，S．362），因为“建构之原理，在一种不同的和更高的意义上，正是古老物理学之原理”（Ibid．，S．419），建构根本上是依照宇宙之范式而进行。也就是说，绝对同一性在每一个个别事物那里本身均以其三一性形式复现，反过来，每一个特殊，每一种被规定者也都返回到作为太一的绝对者之内，如其在绝对的统一性中之时。对艺术的理性建构之出发点就是作为原理的“本身”，而建构既囊括“一般”，也延伸到“那些等同于整个的类族的个体”那里（Ibid．，S．363），建构追随原理在所有形式内的自我构型直至其完成。


 第一节　无限者的诗性生存

对“无限者”的神话生存的表述属于对“艺术质料”的形而上建构，谢林是在PdK
 的一般建构中展开它的。
(2)

 回顾地来看，整个PdK
 由“导论”和“艺术哲学一般建构”两部分组成，并且“艺术哲学一般建构”包含对艺术哲学的一般部分和艺术哲学的特殊部分两部分的处理。特殊部分的讨论由于涉及具体的艺术类型论，与我们的任务基本没有交叉，我们不再展开其架构。而一般部分的架构值得注意，它一分为三，包含A．根本和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的建构，B．艺术质料的建构以及C．艺术特殊或艺术形式的建构。也就是说，从建构的线索看，对“无限者”的诗性的也即神话的生存的表述，嵌入在艺术质料建构当中，是后者的表述内容。此前谢林已经在导论那里把艺术的理念从存在整体中推导出来，以此从根本上回答了艺术的实存问题——艺术是宇宙的观念方面的最高级次。也就是说，艺术的真正起源是“绝对者”本身，艺术按其本质规定是对“绝对者”的实在表述。现在“哲学—神话学”的处理集中于展开艺术的本质，进一步提问艺术实存的特有方式，以便按照其固有方式阐述作为表述的艺术。

现在建构处理直接进入到艺术实存的真正领域。艺术由于具有全方位的生存模态，当然可以以各种方式去处理，比如按照具体情况，在它的物性形态中体验它，或在与具体媒介密切相关的经验认识方式及效果中去看它。但谢林的处理与此都不同。他第一个超出艺术所有“认识论—实践的”规定去把握艺术的本身的存在，并把这存在强调为艺术之能够作为艺术被认识的前提。艺术哲学建构艺术的一般质料即它的永恒原型。随着展开艺术的质料方面，艺术的特殊实存方式得到其原初规定性。如果艺术的特有东西首先要到艺术的形式那里去找，美要借助于个别、实在和现实的事物才能表述出来，那么这些特殊形式的存在实际上提示着其与其绝对形式的关系。它们既是凭借这种关系才得到自己的可能性，也是凭借这同一个关系使自己复融汇于绝对形式之内。在“根本和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的建构”这里，借助将艺术的一般理念从存在整体中演绎出来这种操作，已经强调了这一举措的知识体系总体关联。通过对艺术在宇宙即存在整体中的地位作出的规定——艺术是宇宙的观念地显现出来的方面的存在巅峰，艺术的此在这个基本问题在那里已基本得到了回答：真正的起源，艺术的无条件的原则，乃是“绝对者”本身。在这种总体关联中，艺术得到其本质规定：它是对“绝对者”的实在的表述。谢林的“哲学—神话学”的处理现在通过进一步提问艺术存在方式的独特性，首先集中于展开艺术的本质，以便从艺术本身出发阐发“绝对者”在艺术中的那种实在的表述。

按照质料和形式对艺术世界进行的这种考察，首先显示出其与传统形而上学的直接衔接。自从亚里士多德哲学以来，存在者的本质就被表达为展开在质料和形式的结构中的。这种概念范式在近代亦在建立于《圣经》信仰上的创世思想那里继续得到支持。亚里士多德的非物质原理的“质料”（Stoff）概念是在改造柏拉图理念论时发展出来的，具体说来他是将“质料”与“形式”（Form）概念结成为一个概念对，并从“关系”概念中对它们作出推演。对亚里士多德，本质的发展本身表现为“质料和形式”的关系。他在显现世界中所有的事物那里都看见已构型的“质料”，其本身虽未限定，却是一种躯体性的基质。而“形式”本身是一种内容上通过本质规定的形态。他把“质料”思考为在现成事物中借助于“形式”变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也就是说，本质在“质料”那里尚潜在地存在，它只是借助于“形式”才存在于现实中。本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不似在柏拉图那里那样具有一种超出现象的更高的现实性，相反，本质正是存在于其显现的序列内并借助于这些现象实现其本身的可能性：“一般”只在“特殊”那里才现实存在；而“特殊”之存在，只因“一般”在它那里实现自己。现在，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和形式”的结构和基督教的“创世”的直观作为两种作用着的因素又可以在谢林的质料和形式的结构中发现，只不过它们已经从根本上按照希腊传统得到了界说与整合。

无论如何，“质料与形式”这一概念对在谢林的艺术质料建构这里已出现在一种改变了的总体关联中。因谢林在其“柏拉图—新柏拉图”的理念论框架中把艺术的创造活动思考为一种“生成”（Werden）。按照这种理念论，本质从不生成，它保持为自身同一者。但是，作为自身同一者，这本质不似在斯宾诺莎那里是借助于一种“无运动的实体”而展示，相反，它在谢林哲学这里是借助于一种神性的活动展示出来，也就是神性原理的自我肯定活动及其无限的自我设定活动；并且神性原理始终是一种“成为有限的”、“成为客体的”活动的绝对主体，在此视角中它即是“永恒的自然”——“诸理念的永恒诞生”，观念进入实在的那种永恒转化是“生成本身”。

谢林关于神话是艺术之最初质料的形而上学思想还指向希腊的诗学传统，指向亚里士多德关于神话仿佛是悲剧之“灵魂”的那一思考。亚里士多德对神话的立场，首先显示出其对柏拉图理性批判立场的继承。在其Poetik
 中，亚里士多德不再用“Theologie”（神学，原义是对诸神故事的吟唱和叙说）去标志神话，而是以之标志按新的学科分科叫做“理论科学”或形而上学的那种学科，后者是致力于永恒的、不动的、与感性分割地独立生存的本质，致力于神性的世界原理本身的科学。不过，亚里士多德仍允许神话有一种必要的效用，他承认哲学与神话之间的本质关系，且在艺术的领域中始终维护这种关系。他的Poetik
 在悲剧研究那里已给予神话（Mythos）一种决定性的地位，这表现为：神话不仅是悲剧的六大要素之一，而且是悲剧的“目的”
(3)

 ，可说是悲剧的源泉和灵魂，是悲剧和史诗行动的有机形成之组合。谢林的PdK
 重拾这个线索，突出悲剧和神话间的固有联系，一方面把艺术从其与神话的必然关系中发展出来，另一方面又从悲剧角度出发把艺术规定在“扬弃自然与自由的对立”那里。相形之下我们必须说，神话在亚里士多德的Poetik
 中尚未显现为现象之绝对秩序，而仅显现为现象的一种可能的秩序，显现为一种可能的世界。神话正是在谢林那里，在同一性哲学的艺术哲学体系中才第一次得到了其绝对现实性，因为谢林已经把神话概念，正是作为讲述出来的话语，重新引回到其原初意义那里。这一哲学建构不仅把神话理解为一种支持完整的创造构成物的整体性秩序，而且把它理解为神性存在的实在秩序。由于打破永恒秩序本身就构成为艺术产生的条件，所以，随着把神话揭示为艺术质料，不仅两者间一种亲缘关系被确定下来，而且神话被揭示为“原初的诗”，一切艺术的创造性土壤。从这种关系看，艺术是对这种艺术源泉的重新的直观和开启。
(4)



谢林试图通过他的自然形而上学去展开这种神性存在的永恒秩序，在PdK
 中它也是通过一个综述性的同一性哲学的“万有论”或原存在论勾勒出来。这个“万有”与其永恒秩序把自己直接叙说为宇宙的原初诗意生存，其中，一切个别本质均借助积极参与原理的生存而直接被包含和采纳。“万有”不仅是那种始终在现场化的东西的证据，它就是构型地把自己启示于一切存在者的活生生的精神本身，包含了人类实存的永恒存在的要素。PdK
 中建构艺术是建构艺术形态中的宇宙（存在整体）。此时艺术是万有中的最高存在级次，是“诸理念的揭示者”，“无限者”能在其中将自己实在地表述出来。


 第二节　“诸神说”与“诸理念说”

谢林对神话的哲学解释，把握住了西方文化起源的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神话既是原初的形而上学也是神性东西最初的整体性生存，哲学、宗教和艺术最初都是从这整体性的生存中分离出来的。衔接于亚里士多德，他将神话感性地对诸神叙说的东西与哲学概念地表述出来的东西的那种一致，树立为其神话学解说的公设。如果说，哲学之王柏拉图说到底也认为适宜讲述诸神故事的言说方式仍是神话，并且在譬喻的层面上为这种言说恢复了名誉，如他在自己的哲学思考中重新引入神话那样，那么谢林则从柏拉图的这个思想——在逻各斯和在感性的可感知的东西那里都存在理念的一种适宜的摹本——出发，把神话的实在性和观念性的绝对同一从理念本身的绝对性那里必然地演绎出来。他的“诸理念—诸神说”的第一个命题是对诸理念作为“诸宇宙”（Universa）这种存在方式的表述。诸理念以这种方式作为宇宙的诸形式存在——其在“绝对者”之内同时是“彼此真正分开和真正一体的”：每个理念自为地都是“宇宙”（Universum），都是绝对整体。谢林对诸理念的这种把握提示着他的柏拉图主义吸收，但我们在这个表述中还可清楚地辨认出新柏拉图主义和布鲁诺哲学的因素：“诸特殊事物，就它们绝对地存在于其特殊性中，也就是，就它们作为特殊同时又是诸宇宙而言，叫做诸理念。”（SW．）

借助于“诸宇宙”的概念，谢林同时已经表明人们不能把这里的表象与泛神论的思想表象混为一谈。因为泛神论认为每一事物均是修正了的神，并且泛神论还断言存在着如诸事物一样多的诸神。谢林的“万有论”却已经澄清，真正的存在者并非诸事物而是诸事物的理念。这些理念，借助于其绝对的整体性和实在性，同时可以看作宇宙之形式也就是“诸宇宙”。在谢林对“诸理念—诸神”这个结构的思辨提炼这里，有两个洞察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诸事物那种理性地安置的总体关联和关于诸神的真正概念。

艺术哲学对诸理念作为“诸宇宙”的界说不仅关系到建构宇宙中诸特殊形式可能性，它首先关系到宇宙的生存与宇宙内诸生存形式的统一。谢林以“诸宇宙”这个概念去构想作为宇宙形式、作为宇宙绝对秩序的诸理念世界。他按照布鲁诺的精神，把诸理念思考为提供世界秩序的，并进一步结合希腊的诸神，承认原初的多神论的因素是肯定性地直观超感性东西的范式。这构想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宇宙的单子式生存方式，其二是宇宙的特殊性作为纯粹观念意义上的限定。首先诸形式的这种分离必须要看作宇宙显现的前提条件，看作“绝对者”的生存方式。毋庸置疑，对纯粹的反思来说，理念的概念显得是种自相矛盾的东西，或是种“秘密”，因其虽作为繁多的统一存在，却不为繁多或特殊性所局限。同一性哲学框架中的唯理念论则将这种理念秩序展开为“宇宙的双重观点”：绝对的无形式和绝对形式。

在谢林对作为“诸宇宙”的诸理念的阐发那里，每一理念的双重统一性透露了宇宙的生命原理的秘密：一者是理念据以存在于自身内的统一性，绝对原理以此能构成在理念的特殊中，一者是理念据以被采纳在绝对即其存在中心中的统一性。

谢林对作为存在整体的宇宙的这一“理智直观”，本身可以一直回溯到古希腊的拜星的自然形而上学传统那里，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对神话的“哲学—譬喻的”界说也建立在这上面（Λ 8，1074a38—b14）。

谢林看到，过去，借助于对“更高的诸神”的直观，古希腊人在存在的层面上达到了对那种“永福”（Seiligkeit）的参与并完成了自己。在他们那里，对诸神作直接的神话直观当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况。对他们来说，对永恒事物的认识唯一存在于诸神那里，也就是说，他们对诸神的认识与他们的诸神崇拜以及他们自己的生命不可分割，他们生活在与诸神直接打交道的时代。然而，这样的幸运时代，以及人与诸神的存在论的直接认同无论如何都已成为“过去”。一度作为活生生的精神生存着的神话，如今在新世界中，即使是从艺术直观的角度看，也只是一种“流传”。因此，谢林在与荷尔德林的精神联系中，看到一种理性神话学的任务在于重新表述希腊诸神形象的真理，使之哲学地可以证明，也即借助于诸理念，将这个真理“以一种永不改变的方式表述出来”（SW．V，S．361）。

谢林从他的“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导向的原型论中直接导出“诸神”的概念：一般与特殊的那种融为一体，从其本身来看即是“诸理念”。而哲学上说的“诸理念”，实在地去直观就是“诸神”。这些活生生的统一体，其本质等同于神。“每个理念都等同于神，当然只是一个特殊的神”（SW．V，S．390）。

“诸理念”作为神的第一批造物，活在对神的直接直观中。每一个理念都是自为存在的，但每一个又都要在绝对形式中去把握。由于只有“诸理念”达到了完满的“永福”也即完满的生存，它们作为绝对的诸统一性同时就是“永福的生物”。

哲学的建构引导理性恰恰到达那个地方，那是直觉把尚在其开端的诗已然引至的地方，那是诗“无意识地”直观着“无限者”的地方：实在的、活生生的、生存着的“诸理念”就是“诸神”。就此而言，谢林哲学神话学的立脚点可叫做“无主体的神话学”，因为它并不指向这整个神话诗的创造过程，而是指向在这个讲述出来的整体那里的讲述者。在这个绝对观念性的考察角度下，“诸神”是在其绝对的实在性中被直观；“诸神”必然存在，正如他们的存在对希腊人曾经比任何事物都更为实在。所有诸神形象都是现实的，正因为他们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可以从“实在的唯理念主义”的一个认定推导出来：“诸理念”能够实在地直观。诸理念世界能够直观为“诸神”的一个世界。“诸神”只是诸理念在诗性形式中的客观化，或者说，是从诗的立脚点去直观的“诸理念”。

谢林将诸神世界展开为诗的世界的最高原型这个界说，本身建立在歌德时代的古典神话学诠释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是建立在K·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1756—1793）古典神话学的“诸神说”
(5)

 的基础上。在谢林看来，莫里茨的“诸神说”已标志诗学的现代描述的最高理论成就。这不仅是指后者直接产生在古典研究者的总体影响下，还因为它在诗学领域企及了艺术“自律”的观点。莫里茨神话界说的出发点是他关于那种“在自身中完成的东西”的基本审美思想，他反对将神话削减为譬喻，他借助于把神话释义为想象最初的语言，将神话论证为真实的历史内含：一个自为的世界，其已诗性地完全上升到形式诸事物的总体关联之上，在自身内承载的仅是自身的意义。而在他对神话诗的所有表述处理那里，特别在他的“诸神说”中，他都试图以歌德的诗歌如《普罗米修斯》和《人之界限》等为典范，以诗释诗，界说艺术的这种自律的“构成物”。

谢林认为他本人与莫里茨诸神说的思考衔接点，在于对希腊神话的“诗意绝对性”的表述那里。莫里茨从艺术的立场出发借助于一种诗的官能认识了这诗意的绝对性，但是此种绝对性却不允许自己仅仅从神话的纯粹诗意得到诠释。不如说，它已要通过“更高的反射”即在哲学那里得到建构。还在Studium
 的最后一讲那里，在哲学与艺术的题目下，谢林即在公众面前开诚布公地表达过这种看法。借助于同一个“理智直观”——现在它客观化在审美直观那里——可以将所有诸神形象的规定法则揭示出来：“一方面是纯粹的界限，另一方面是未分割的绝对性。”谢林在这个“诸神论”中思考的是诸理念世界的关系，那里“诸理念”始终是同时灌注于个别和整体。正如每个理念借助于其双重统一性得以从绝对原理中脱离出来，同时又使自己作为特殊被包含在原理内，“诸神”也以这同一种方式存在：

他们具有严格的限制。在同一个神性之内，他们借助于各种相互制约的品性相互排斥，绝对地分离。同时尽管有这些限制，每一形式中仍然接纳了整个的神性。诸神魅力的秘密和诸神艺术表现力的秘密，皆在于此（SW．V，S．392）。

诸神世界和诸理念世界中存在着对超感性的神性的一种肯定性的和完满的直观，这是艺术哲学的一种洞察。“只是诸理念才揭示了绝对者，只在诸理念那里才存在对绝对者的一种肯定性的，既限定又未限定的直观”（Ibid．，S．394）。神话中对绝对美的直观同样是对“绝对者”的一种肯定性直观。而在处理诸神形象本质时，谢林不仅诉诸莫里茨有关的“缺陷造就魅力”说，还按照自然哲学的观点，把诸神形象那里的这种纯粹界限揭示为“一切生命的秘密”。这里，在对诸神世界的直观中出现的东西，如出现在对自然的直观中的东西一样，正是生命本身。“在对世界的直观那里存在着某种最高的东西，它是我们为最高的精神满足必然要求的。这就是：最高的生命，最自由、最自我的实存和作用，同时又不曾拘束或局限绝对原理”（Ibid．，S．393）。生命是来自神性统一的一种矛盾，必须看作诸理念现场化自己的一种形式，看作一种活生生的，现实生存着的统一性。诸神形象的局限只是说出了那些前提条件，借助于它们，诸神可以达于直观。这些确定的条件只表明诸神的生存方式，它们的存在无损于诸神的本质。

这种生命原理——“存在于绝对性之内的局限”——的结果，乃是一个诸神世界的诞生。完满的诸神形象之显现，并且他们之能够作为诸神显现，是以纯粹无形式的东西，黑暗等等的被驱逐为条件。神话以诸神形象说出了一种世界秩序，这秩序复又指向一种“不可见者”，后者就是希腊的神话表象曾以“夜”和“浑沌”去象征表现的。因为这种“绝对的无形式”恰恰提示着永恒，提示实存的最初基础。谢林把神话过程存在论地解释为一个一再重新构型的过程，从“前奥林匹斯”时代直到新的诸神的时代，它是具形的东西、已构成东西超越未具形东西、无形态东西的一个不断的进展：从绝对的浑沌中，通过构型活动与毁灭活动之间持续的斗争，诸神形象出现，既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形象，又作为一种世界秩序。它们以交互方式相互界限、相互补充、相互提示，并以这种方式启示“绝对者”：

绝对浑沌作为诸神和人类的共同胚芽是夜，是黑暗。即使经想象容许，从暗夜之中诞生的那些最初形态，也仍是无形式的。在永福的、长生不老的诸神那温馨的王国能够降临之前，一个无形式的、可怕的形象的世界必须灭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古希腊神话也仍然忠实于一切想象法则。出生在天空乌拉诺斯和地母该亚怀抱中的第一批孩子还是些巨怪：生有一百条胳膊的巨人们、强有力的库克罗普斯、野蛮的泰坦。面对这样的造物，连他们的生父也惊骇不已，只得把他们驱入地府。浑沌不得不把自己的造物吞吃下去。但藏匿、禁闭自己孩子的乌拉诺斯必然遭到驱逐，然后开始克洛诺斯的统治。但就是克洛诺斯也还在吞吃自己的孩子。最终开始了宙斯的王国。可是即使在这个王国里，也并不是不存在前面那种破坏。宙斯为打败克洛诺斯和泰坦们，不得不寻求库克罗普斯和百臂巨人们的帮助，把他们释放出来。只是在他征服了这些残暴的家伙之后，征服地母该亚的最后一批孩子以后，只是在打败了攻打天庭的巨人和那个残暴家伙堤俄福斯之后——泰坦神都向他寻求最后支援——，天庭才一扫阴霾，宙斯才得以从容享受他在晴朗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宝座。所有未限定的、无形式的神性东西才被特定的、富有特点的诸神形象所取代。取代老河神俄刻阿诺斯的是尼普顿，取代塔耳塔洛斯的是普路托，取代泰坦神赫利俄斯的是永葆青春的阿波罗。甚至诸神之中那位最古老的神，在最古老的诗歌里本是与浑沌同生的厄洛斯，也作为维纳斯与玛尔斯之子重新降生，成了一个特定的、经久不变的形象。这个世界的诞生把自己表述在关于一个创世的表象那里，诸形式和诸神形态从夜也即尚未差异化者那里诞生，秩序从浑沌中诞生（SW．V，S．395—396）。


 第三节　诸神形象的总体性

谢林对诸神的哲学释义不仅指向各个个体形象，同时还特别指向诸神的整体。希腊诸神说的完满的整体性本身是通过创生着的生存得以表述，这整体性并非是哲学建构的成就，事情涉及的仍是存在的那种自我表述活动。只是对理性来说，这活动现在呈现在形象那里。生存的整体性对近代的意识早已是失落的，所以也是要借助于理性去呼唤和赢回的那种东西。在考察这种整体性时，谢林的神话哲学立即进入了“内在的建构”（SW．V，S．399）。

希腊诸神所具有的那种存在论意义的完满，在近代已经常被误解为仅仅是艺术的一种效果，对强调地采取启蒙主义去神话立场的人，诸神含义的争论似乎仅是艺术理论问题、鉴赏问题甚或认识论问题和历史发生问题。谢林的哲学神话学做了第一个澄清努力。这种哲学理性在诸神故事那里认出的首先是一种绝对的生命，所有的神性在此交互贯穿地统一在一起，“诸神之间必然复构成一种整体性，一个世界”（SW．V，S．399）。形成这种存在整体的必然性建立在诸理念建立于其上的同一个事实上，即诸神从其自身看各自都是绝对与特殊的统一体，而且各个形象之间是以这种方式互指，即每个形象作为带有界限的神祇都不同于其他的神祇，同时以这种不同作为自己的生存条件：他们互为条件。每个神祇的形态都是特殊地自足的，每个也都缺少一些别的什么。不过每个也正是通过这种阙如而与其他的神相区别。而由于“绝对者”在每个神祇那里只是被设定为有限的，所有的神祇又互相提示，相互指向。局限和特殊在他们身上之所以可能，仅仅因为他们起先就是一个整体。按照这种必然性，诸神构成了所有形象的一种共同体，一个世界，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一切彻底地交互规定”（Ibid．）。因此理性在诸神世界的绝对整体性这里，必然能认出诸理念世界的同一种逻辑内涵。诸神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整体，本质上等同于诸理念间的关系；只不过，它们现在并非概念地创造出来的，而是借助于绝对生命的创世象征地创造出来的。

这里，神话的创世的那种特有的东西鲜明地凸显——也即，神话诗意地创造的，是一个世界，一个自身构成为完满的世界。神话作为绝对的诗而存在，因为它正是一种铸成为世界的诗。“唯一由于诸神在自身中构成一世界，它们才达到了一种对于想象来说的独立的生存，或一种独立的诗意生存”（Ibid．）。它们以这种方式成为“一个自己的世界中的生物，完全自为存在的生物，并完全脱离开寻常所谓现实世界”（Ibid．）。即使与作为现实的外在条件的人类的想象活动，也完全与现实世界“隔离”：他们已成为独立自存的。这就是说，诸神的世界是个绝对的世界，其已脱离每一种“普通现实”，诸神仅仅活在自己的绝对可能性中；而“实在地去直观这样的世界，唯有依仗想象才可能”，因为去直观这种独立的生存“只是对想象来说”才可能（Ibid．）。德语原词“Phantasie”（想象）在此不仅指称一种人类能力，它标志着直接生存着的诗性认识的一种运作方式，就此而言它就是神性想象本身，作为这样的神性想象是创世性的。所以从事建构的哲学在这里概念地阐发了存在论的事实：即一旦这个本来意义上的想象世界创造出来之后，对于创造构型活动决不会有任何的界限存在，这个世界甚至于必然从一点出发无限地自我构成；从绝对者角度看，诸神间任何可能的关系都不会被遗漏，它们将悉数构成。诸神这些自为地存在的生物必须在可能性关系的所有的实现中去直观。而正是在所有的可能性关系中，对神性的这种实在的直观将构成一个关系生长点。最后使一个关系圈，一部历史构成，荷马的诸神所达到的那种高度的客观性就应该做如此的理解。可以发现，神话中关于诸神的那些诗歌有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它就在这种“绝对的客观性”那里，凭着这样的绝对的客观性，“这些（关于诸神的）诗歌全部转化为神话”（Ibid．，S．400）。这个世界现在是实在地实存着的诸理念世界，而且已经“绝对地”完成了自己。

对诸理念世界的直观与对诸神世界的直观是平行的，这一点还揭示为，“存在于诸理念王国的所有的可能，如其被哲学建构的那样，实际上在希腊神话中已全部穷尽”（Ibid．）。谢林把神话的图像式表述哲学地阐发出来：希腊神话诸形象的整体性里特别表现为，理性借助于哲学的建构提出的理念世界内的所有可能性，事实上在希腊神话那里已经被穷尽。由于谢林的这个哲学神话学第一次在哲学史上完整给出了神话的理性结构，对我们的考察十分重要，笔者在这里将PdK
 中的重要段落译出并照引如下：

夜作为
 诸神的母亲，与高悬于
 诸神之上的命运一起，同为那种黑暗背景，那种既隐蔽又神秘的同一性，所有的神祇都诞生于其中。夜和命运总是高悬于诸神之上。而在有限形态和可见形态出现的光明王国那里，朱比特是绝对无差别点
(6)

 ：他的身上结合着绝对的权力与绝对的智慧。神话这样讲述：起初，朱比特与墨提斯成婚。他听到预言——墨提斯会为他产下一子，这孩子将综合父母的优势并统治诸神——即刻吞下妻子，与她完全“合为一体”。这是对永恒本质那里智慧和力量绝对无差别的一个启示性象征。后来朱比特自己直接生出了密涅瓦，女神是全副武装地从他那永恒的头脑中跳出来的。密涅瓦是神的智慧和宇宙的绝对形式的象征。希腊神话让这象征在它的完整形式中，不具任何时间意义地从永恒的原理中一下子涌现出来。但希腊神话并不是让朱比特或密涅瓦意指这样的象征，那样一来会完全毁掉形象的诗意独立性。朱比特并非意指绝对无差别点，他就是绝对无差别点本身；密涅瓦亦并非意指神的智慧和宇宙的绝对形式，而是，她就是绝对形式本身。哲学中的诸理念与艺术中的诸神是同一个东西，但各自自为地是其所是，各自是对同一个事物唯一观点，它们谁也不为另一方的缘故而存在，或者说，不为意指另一方而存在。［……］在朱比特的形象那里，除去那些必要的限定之外，一切局限都已去掉。限定的存在只是为了使本质能够变得可见，能够被直观。于是绝对权力也就成为最高的安宁。朱比特抬抬眉毛，奥林匹斯山就要发生震颤。“他撒下了一道电光——”，诗曾这样优美地描述说。密涅瓦的身上具备着高尚与有力、创造与毁灭、结合与分裂的形式中所应有的一切。这个形式本身是淡漠，因为对她这一无缺陷无错误的最高力量来说，形形色色的质料的结合及分离与她毫不相干。由这种最高的力量，她同时又是一切艺术的原型、永恒的发明者和城邦可怕的摧毁者
 ，同时是伤害者和治愈者。作为绝对形式她是一种统一联合，但在涉及人类时，她又是女战神。在神圣的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晴朗国度里不存在争斗，因为对立面的东西在这里或被分离或被统一，即刻被构成为绝对。只有在下界，在形式与形式相对立、特殊与特殊相对立的下界才有征战，那里是永无止息的构成活动和毁灭活动的工场，交换和变易的工场。但是，所有这些战争和毁灭现象，它们作为可能性都静止地存在于绝对形式的发源地——密涅瓦那里。纯洁的密涅瓦尽管不是从母腹中出生的，本身却最富有神性。几乎所有的人类作品都是她的创作。她因自己的严峻（纯形式）对哲学家、艺术家和战士而言都是女神，她的威严特别来自于这种情况：虽然诸神并不把她看成唯一可以统一对立面的那位神祇，在她身上却的确找不出什么相互妨碍。在她的形象那里，一切事物都简化为一。她就是始终不移，永远同一和经久不变的智慧本身。——女神朱诺虽然从朱比特那里得到了纯粹权力，却没有得到崇高的智慧。所以朱诺先是仇恨所有借助于形式才变为神性的东西，然后又仇恨朱比特在重新征服的时间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所有那些神祇，如阿波罗，狄安娜等等。当朱比特把密涅瓦从自己的头脑中生产出来时，朱诺故意悖逆他，从自己体内产下了伏尔甘，一个智慧远不及密涅瓦的、实用领域的造型艺术家。伏尔甘是火的操纵者和武器的制造者，自己的手里却只使用头。伏尔甘曾经追求密涅瓦，企图与之结合的一段神话其实有很深的含义。［……］伏尔甘是一个纯粹的尘世艺术的形式，一个徒劳地企图与上界结合的形象。但另一方面他也标志着尘世上的美，正像维纳斯。与他结为连理的维纳斯也标志着尘世上的美，尽管这两个形象的最高原型都存在于天界中（SW．V，S．400—402）。

这一哲学释义如谢林自己公开承认的那样，显然以一种“浪漫派—解释学”释义为基础，其先期的努力首先就是古典神话学家莫里茨在其Götterlehre
 中的工作。由于莫里茨的神话解释以歌德及席勒的神话思考作为前提条件，谢林这个哲学解释学同时可看作对古典神话释义的一种继承和吸收。
(7)

 然而谢林从哲学角度出发的“神话解释学”在这里揭示出比莫里茨及其先驱的古典解释学更高的一种维度。谢林现在给“想象这种精微的创造”引进了一种“对它们是陌生的理性关联”，使得那贯穿神圣家族的“整个链条”能够观念地得到把握。于是诸理念世界这同一条链条现在作为神性东西王国的诗意的感性图像出现，而在哲学的视角中，它们把自己表述为神性之范式。

现在笔者用下面这个范式图列出谢林的神话圈，它可以让哲学—神话学的整个存在论表象更为直观。熟悉谢林自然哲学著作的研究者们不难发现，这个神话圈的理性描述范式直接脱胎于谢林本人的自然哲学的“万有论—级次说”；其基本形态，我们在谢林1806年的《自然哲学导论箴言》
(8)

 （Aphorismen zur Einleitung in die Naturphilosophie
 ），《关于自然哲学的箴言》中即可找到。然而不少PdK
 专题研究轻易放过了谢林给出的这个自然和精神中等同存在的存在构架，并未认真对待它的启示：

夜／命运／浑沌

（绝对同一性）



朱比特—密涅瓦

（绝对无差别）



（实在的世界）　　　（观念的世界）

伏尔甘　尼普顿　　　玛尔斯　维纳斯

（铁） （水）　　　（争战） （爱）

（形式原理）　　　（无形式的原理）



普路托—阿波罗

（黑暗）—（光明）

理性在此认出的最高的主宰即是永恒之父朱比特，他坐镇奥林匹斯山上，超然于所有的矛盾和争斗，所以他直接又等于绝对无差别点，伴随他左右的密涅瓦（雅典娜）要看成主神的一个理性映象也即永恒理智本身；朱比特下面，诸神之链条向两个对立互补的方向展开，一边是实在的世界，那里有形式原理和无形式的原理，伏尔甘和尼普顿。伏尔甘是铁，尼普顿是水；另一边是观念的世界，有战神玛尔斯和爱神维纳斯；两根链条都向下延伸，与下界的无差别点或下界的朱比特衔接起来，因为这里是两个并列的无差别点，他们具有同等的神性，彼此间又形成鲜明的对照：冥王普路托和青春之王阿波罗。谢林解释说，普路托是“夜与重力国度”之王——“重力”是他的一个自然哲学术语，其象征着实在世界的无差别点；相反，阿波罗是观念世界的无差别点。普路托年老又孤独，住在阴影重重的虚幻和枯寂的王国里；阿波罗则拥有永恒的青春美，他是光明之神，诸理念之神。阿波罗与普路托一起，把两个分开的端点结合在一起，完成了诸神世界的圆圈。同时，诸神之链从他这里通向观念世界的玛尔斯和维纳斯，使得后两位神祇身上分别折射阿波罗的某些神性：战神玛尔斯在观念世界的作用类似于对面的造型神祇伏尔甘，有着构型方面的积极意义，爱神维纳斯按照较早的神话，作为形式是最早从大海洋也即无形式的王国中涌现出的，她等于无形式原理，作用类似于海神尼普顿，是至高的尘世原理（SW．V，S．402—403）。

可以看出，如此阐发的诸神圈，同样深刻地表述着宇宙的整体性。而且，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诸神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的那种存在。“诸神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解说和论证了存在着的世界秩序。这个学说是对诸神世界的现实性的表述，本身也正是这种现实性。因理性的思考在这里遇见的是做表述者和被表述者的一种不可分割的统一。这个自我解释的神性世界，也把它之内的所有事物解释为神性和绝对的。这指的是，在此世界里不仅诸事物的“必然性东西”，而且它们的“每一种特殊”甚至“偶然的观点”都在成为现实性。

希腊诸神世界的整体性还表现在，它不仅允许必然性是绝对的，而且也允许每个特殊的观点，甚至每个事物那里的偶然性在其自身那里复又是绝对的。整个现象集合（它可能仅从某个视角看才显现为统一）、一切关系类型，它们作为一般，根本上是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个别被概括出来，而这些个别无疑是对存在于特殊之内的一般的表述之最引人注目的例证。举例来说，由地下的火焰所创造的整个现象集合，就是这样反过来概括在伏尔甘的形象中。而灶神维斯太的形象，概括着充实于我们的感官中的自然温暖的内在生命那整个现象集合。此外，自然那些尚未节制、只是被宙斯的威力制伏的狂暴造物，集中在泰坦神的形象里，他们仍是引起坚硬大地时时猛烈震动的不安定因素。而老海神普洛透斯的形象体现了这样的洞见，自然在多种多样的转换形态中本身永远保持为同一个整体。只是对那个面对他的种种变形，始终能用强有力的臂膀紧紧抓住他的人，普洛透斯才最终现出原形，道出真理。所以，谢林写道：

在古希腊人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即使是自然也具有神性，它准许诸神变形为动物形象。因为存在整体性的要求是，任何环境中都不能有与想象世界发生矛盾的东西。对自然事物的神化必然地深入到最个别的东西那里，树木、岩石、山岗、河流，以及每一条泉水，都可以看作神祇居住的所在。自然本身的那些大胆游戏——它常把自己的观念颠来倒去，任意浪费自己过剩的精力——一再更新在汹涌澎湃的想象之流中。这种想象最终用半人半兽的萨提罗斯和法翁的形象结束了自己整个的形象世界。借助于把人的形象推向兽的形象——后者只是感性欲望的表现，使人认识动物的无忧无虑的特点。这与把动物形象提升为神的形象的创造相反，并产生了对比效果。但即使在这里，整体性借助于这种对立所要求的也依然是满足想象。反过来的情况也有出现，如在斯芬克斯那里，有整个兽身与一副深思人面的结合。最后，诸神的复杂关系必然地延伸到人类的关系中。神话以这种方式将整个自然神圣化，使之升华到一个更高的世界中。诸神在人类那里不仅有特别神圣的地位，还像参加特洛伊战争那样参与人类的活动。甚至动物也被编织进诸神的故事中，像在赫拉库勒斯的十二件丰功伟绩的故事中那样（SW．V，S．403—405）。

如此阐发的希腊神话整体性链条，在此展现为所有神祇共有的一种有机的生命。也就是说，希腊直观是将在其生命中的诸神，如其所是那样地去表述。这种被言说出来的生命是一种真正的“神谱”，是“创生”本身诸关系的一个活生生的系统。这种直观把诸神的产生引回到“诸神之父”宙斯那里，首先是在这个意义上：宙斯在诸神中是大神，其统治权一方面来自于对暴力的泰坦诸神的战胜，另一方面来自于其与诸女神的联姻与结合。赫西俄德对此首先提到了宙斯与墨提斯的结合，最后又提到了他与天后赫拉的婚姻。
(9)

 他在奥林匹斯山上的统治是与赫拉一起开始的，他在那里是“诸神与全人类的父亲，即使是本身已经被生出来的生物，也借助于他再次被创生”，比如厄洛斯这个形象，“因为只是随着他，世界的进程才开始，而一切事物为了在世界上存在，都必须首先存在于他之内”（Ibid．，S．405）。宙斯因之是那个“绝对的理念”，其把所有的理念包含于自身内，又从自身中把它们产生出来。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自为地都是绝对的，他们都像诸理念那样完全实现了其本质的要求——作为特殊的是绝对的。所以说神谱以“生育的关系”同时表达了“诸神间的依赖性关系”，即使是他们的绝对性亦不必被扬弃，而恰恰要通过诸神的绝对的独立性得到体现，以此能够将诸神之父的神性毫发无损地继续转达出来。后者作为大神从自身内始终只能产生出神性的东西。而每个特殊的神祇作为具有创造性的造物，都依赖自己的创生者。不过此种依赖有其独特而唯一的方式，那就是，造物或被创生者，由于是被神所创生，都有独立存在的能力。在此“生育是依赖的唯一方式，在生育这种活动那里，依赖性的东西仿佛本身仍然是绝对的”（Ibid．）。就此而言，每一被创生者都有一种独立于创生者的生命和此在，一种自由。而借助于与创生的关系，每个个别又都在提示整体，诸神的多又在提示那一个原始的统一。神话想象在这里试图在生育和产生的图像中表达一种绝对的关系，其不会伤害诸神的绝对性。

一般地来看，这也是神话的世界观与其后时代的世界观相区别的那个重点。对希腊的感官来说，真正的存在不是别的，正是作为一个别直接参与到绝对的生存中。这种绝对的状态，谢林在1804年的PuR
 中提请我们注意，其就是“古代世界按照他们的感性方式只知用创生的图像去表达的东西”（SW．VI，S．35）。在这幅感性的图像中，还实存着对绝对者的直接直观——被创造者依赖于创造者，但并不因此缺少丝毫的独立。同时“感性世界的起源”也是通过“创世”（Ibid．，S．39），被表象为来自绝对的一种肯定性的创生活动。不过，在绝对者那里直观特殊，在特殊那里直观绝对者的能力，却是一种对自然的直观方式，在能够进行此种直观的时代，理性尚未走出同一性状态。彼时在涉及对绝对者直观的情况下的最高精神状态，乃是一种全然的无辜状态，其时那种直观活动甚至尚未把自己理解为宗教。


 第四节　诸神的形象法则：绝对美和永福

在阐发诸理念和诸神形象的整体性之外，谢林还建构了“诸神形象的基本法则”，这是哲学从未做过的事情，是崭新的任务。在这里，谢林的榜样和精神来源，当然是德国的古典主义神话研究和浪漫派的神话研究，不过我们还应该把他的处理的直接来源，更远地推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如谢林本人在PdK
 导论中提示过的那样。

诸神形象的这个法则乃是“美的法则”（SW．V，S．397，398），此说初看其义无新。我们需要联系其“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的理论切入才能把握谢林阐发的要旨。首先这个法则不应该理解为某种审美的判断和归纳，与此相反，这个法则是活在诸神那里，直接通过所有的形象讲述自身的东西。哲学在诸神形象法则建构这里的目的，是按照美的法则去把握诸神形象的所有构成者，把它们全部实在地直观为“存在于特殊那里的，或与界限综合起来的绝对者本身“（Ibid．，S．398）。

以美的适宜的形态对“绝对者”作出肯定性的表象，这首先要求一种整体论的立脚点，相对于这种立脚点，希腊神话那种独特的存在视野才能再次敞开。谢林认为同一性哲学的“万有论”那种独有的“实在—观念”的视角非常接近于这个立场，因为同一性哲学这里也存在对“绝对者”的一种“选言的形式”中的“肯定性认识”（SW．VI，S．23，24）。而如果仅从否定性方面去看形式的确定性，比如那种从割裂认识的反思活动的立场出发的常见判断，诸神那种绝对美还在其被认识为真正的创造构成之前，就可能被质疑和扬弃。但是，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些带有界限的形象构成为什么必然被直观为“绝对美”的？谢林的思考和回答是，凭借诸形式的确定性从神性的“太一”中涌现的诸神，正是借助于不同的有限性，甚至于借助于“道德的对立面”构成自己特征的（SW．V，S．396）。如前所述，莫里茨在这方面是谢林的一个思想先驱。但是，尽管莫里茨已经认识到正是在这些“缺陷性的特征”那里存在着对一般本身的诗性展示，他也把这诗性的展示与“最高的魅力”直接看成一个东西
(10)

 （Ibid．，S．393），他还是始终未能在诗意的立场上概念地解析这种“最高的魅力”。

谢林的考察在整体上发生在另一个层面也即哲学思辨的层面。所以他为诸神形象考察首先要求一个立场转变：从割裂式的反思置换到实在的唯理念论的立场上。因为在后者的视角中，纯粹界限或纯粹规定性这些东西，并非是否定性的，相反是神性生命的自我构成活动的诸构成点，因此又是客观地直观绝对者的必要前提。所以谢林能够哲学地把美之显现解释为神性的自我肯定之实在形式。诸神的形象被看作“绝对者”的自我启示，它只有借助于在各种纯粹规定性的整体那里的一个自我设定才可能存在。在神话这里，诸神形象的规定性决不是什么缺陷，而是特定的存在标志。这种规定性使得诸神形象彼此间能够有一种完整的界限，成全了对每个特殊的诸神形象各自的本质的洞察。谢林取了几位希腊女神作为解释例子：智慧女神密涅瓦（雅典娜），作为“联合了智慧与坚强的原型”被拿掉了其女性的温柔；天后朱诺的形象，由于首先体现的是至上的“权力”，所以她的个性“既无智慧也不带柔媚”。爱神维纳斯既然是爱本身，便是个无权也无智慧的形象（Ibid．，S．392）。然而每个女神，即使她们各自缺少某些东西，对我们依然是美的，她们仍然存在于其对美之完整的确证力量中。

这种从形式的角度对美作出的存在论释义，显然是衔接于“柏拉图—新柏拉图”思想传统的。我们知道，对柏拉图来说，未确定者（das Unbestimmte）的诸种形式乃是各种美的显现之起源。美是由最古老的爱神厄若斯即创造性的原理带到启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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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迈欧则盛赞世界秩序之美。
(12)

 新柏拉图主义的普洛丁也在存在的自我展示那里洞悉到美之规定性。从他的物质与形式的对立关系的二元出发点看，他认为物质即是那种未被界限者或黑暗的原理，形式则是那种做分别者（das Unterscheidende）、构型者或启示的原理。
(13)

 这些思想来源都可以在谢林的哲学神话学这里读到其回声。比如，谢林在建构诸神形象的法则时主要澄清了两点，其一，美根本上是“实在地直观到的绝对者”；其二，“绝对者根本说来仅在界限亦即在特殊那里被直观为美的”（Ibid．，S．398）。也就是说，这里涉及的并非某个自由主体的艺术创造活动所造就的任一形态，并非在一种特定审美关系中的主体的愉悦感，而是唯一关乎把自己敞开给希腊官能的诸神的那些构型形式的肯定性品质。所以美作为神性的肯定活动的完满，标志着一种完全肯定的品质，即使在美同时又涉及设定诸界限活动的情况下，事情也是如此。

我们甚至可以认定，谢林有意识地将诸神形象的美揭示在其固有的那种出现于界限上的神性的辩证法那里，以便将美直接表述为希腊对自然整体性的表象之一。对于希腊的官能，美之出现与形式必然地不可分离。实际上，美之显现为形式原理，正因为它总是出现在与形式的关系中，或出现在与形式的限定的关系中，出现在各种特定关系的某种统一中。所以，直观美本身及直观诸神之美的钥匙，就存在于理解形态的纯粹限定性这里。美作为特殊与一般的绝对无差别，它总在要求界限也必然在要求界限，以至于在它的世界只存在两类“去除所有界限的东西”：要么是“对所有形式的否定”，要么是“各种限定之交互贯穿”（SW．V，S．397）。各种限定之交互贯穿虽然必定导致限定反过来被“减化为零”，却依然能够在美的领域提示一种得到承认的存在方式（Ibid．，S．398）。而对所有形式的否定实际上仅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此时无界限本身已经成为绝对形式，一如希腊神话中朱比特形象的情况。在主神朱比特身上“界限只有那么多，仅仅足以让无限者无论如何在有限者那里得以显现，使有限者即使自为地来看依然是相对于无限者有所构成的东西”而已，而崇高的美即以此表述自己（Ibid．，S．469）。

所以说，在神话那里，各种形式确定性总是旨在对生存作出一种肯定。诸形式的确定性作为以认识对自身作出的诸界限活动已经生成为美的诸种方式。并且在“希腊诸神世界的那些丑陋的形象”那里（Ibid．），情况也是一样。整体式的希腊直观能够将形式的界限——其对现代的感官只意味着否定和否认——仅把握为纯粹的规定性，能够重新实在地把它直观为纯粹规定性，使这种作为否定性的确定性成为一种实在。所以即使对诸神当中的丑陋形象如伏尔甘、潘神、塞壬女妖和半人半羊的萨特尔神之类，美之法则仍然一般适用。这些神祇只不过是借助于一种颠倒被囊括在美之王国内，所以谢林说这一系列的形象“以自己的方式复呈现为观念，只不过是颠倒过来的观念”（Ibid．）。

不过，从正面说，美的力量主要体现在一种和谐化那里。这种和谐化可“借助美对所有可怕的、令人惊骇的东西加以缓和”（Ibid．，S．399）。譬如命运女神，最古老的神话诗说她们是夜的女儿，罗马时代的神话记忆说她们是天神朱比特和提密斯的女儿，总之她们的定位都是不可遏止的、严峻的必然性之侍女。但她们不仅在造型艺术作品那里是以最高的美被塑造出来，诗的世界在想象她们的形态时，也在全力地呈现一种柔和化与和谐。

诸神形象的另一个法则乃是“绝对永福”。谢林所凸显的这个法则，实际表述的是诸神的完满生存。按照神话直观的陈述，诸神存在于至福世界，其与下界的任何一种奔波劳碌都没有关系，他们在神性想象的这个世界中无忧无虑。哲学地看来，这是因为在诸神的世界中，可能性与现实性并未分离，自由并不与必然性对立。“［诸神］他们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始终形成对照，后者充满了辛劳，臣服于疾病和年老”（Ibid．，S．396）。由于这样一种完满存在在直观中必然涉及诸神形象的局限，于是反思在这里一再会发生理解困难，因为它总是只能从道德认识或知性认识的立脚点看问题。对反思来说，荷马的诸神看上去总显得“不道德”或“不完满”（Ibid．）。这是因为，说到底反思只能在人类道德的形式内认识实在，这就使它在诸神形象里首先发现的是对道德的一种违悖，这种违悖使它难以承认此种生存的完满性质，不少近代启蒙主义的神话观都落入这个窠臼。而针对这种狭隘启蒙主义的陋见，谢林中肯地澄清了希腊观点：“诸神本身既非道德的亦非不道德的，相反，他们是脱离了这种关系的，他们是绝对永福的”（Ibid．）。也就是说，诸神之超越道德评价标准，不仅因为他们在道德价值评判上是中立的，首先因为他们根本不是“道德生物”而是“神性生物”。以此，人类的伦理评价标准对作为神性生物的诸神根本不适用。也就是说，对于直观绝对的永福，首先要求我们对高于所有的经验生物的诸理念或诸神的绝对实在性有所认识：诸理念或诸神本质上是那种能够真正享有永福的生物。

为了理解和把握诸神的“永福”，进行认识的理性首先要走出道德和非道德之间的这种经验意义上的对立。“道德”虽然要理解为理智世界的一个方面，但正因为人类的道德尺度并不是终极的，它不能作为判断尺度用到作为“想象的更高生物”的诸神身上：

道德正如非道德，同样建立在一种分裂上，因道德无非是发生在行动那里的有限者被无限者所采纳。然而，在有限者与无限者合二为一、成为绝对无差别的地方，道德因此亦必取消，其对立面随之亦必取消（SW．V，S．396）。

人类的“道德”尽管有其神性来源，仍是个包含矛盾的概念，内中始终包含从属性的关系，因为自由在此与必然依然构成冲突。而荷马的诸神已“完全摆脱这种对立”，必须看作“来自一更高自然中的生物”。反思在诸神形象中看见的“非道德”，究其实只表述诸神的“纯粹界限”。诸神“在其局限性中的行动既合乎自由又合乎必然，他们每一个作为自然生物都是在存在内部的。他们是自由的，因为他们的本性即是如此地行动，他们也除了自己的本性，不知道有别的任何法则的存在。出于同一个理由他们也是必然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行动已被他们的本性事先写定”（Ibid．，S．396）。也就是说，在诸神那里自由与必然无从区分。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会发现，在诸神的故事和诸神的历史那里，“所有的道德概念全部阙如”（Ibid．，S．420）。那里不曾有道德的衡量，道德的褒扬或指责这样的判断。

谢林认为，诸神“永福”之必然性要“直接在神性生命的原理”那里去洞察，这种神性生命的必然性就是，“作为绝对的本质特殊地存在并作为特殊的本质绝对地存在”（Ibid．，S．397）。诸神作为绝对的生物，在他们那里存在着活生生统一着的“有限者”与“无限者”，这统一仍是一种“绝对的贯穿”。这表现在，对理性的考察者来说，诸神复又把自己揭示为永福和道德的最高统一，他们活在一种既自由又合法则的生命中，其中永福本身就是道德。但是，正是诸神这种永福与道德的绝对一体，其对近代的意识早已不是一种生命，而是一种“传说”，其必须借助于哲学理解和宗教理解去赢回。诸神的存在是这样的：他们直接通过自身，通过自己的特有的生存而分有神性。而反观人性，这样的神性，人的理性必须在自己的世界关系中去争取，此世界关系最重要的两方面是宗教和伦理道德。面对神话的这种整体性的生存，同一性哲学时期的谢林现在准备将神话那种“尚无意识的永福状态，大地上最先和煦状态”清楚地呼唤到哲学意识中（SW．VI，S．59），就如他在PuR
 中形而上地处理哲学与宗教“共有的神圣”时，突出了保持在神话中的这种原始同一性那样。如果存在的无非是诸理念，如果正是诸理念赋予了人的诸行动以道德性，那么对诸神的永福的“理智直观”也必然打开人性中的神性维度。在这种直观中人类的自由和道德复又是参与神性的肯定性形式。正如以人类道德与诸神的永福相对照常常是理性思考必然的出发点，存在的完满与不完满的这类对照迫使我们去建立“永福”与道德性之间的理性关联：“永福”是神的尺度，道德是人的尺度。自德国哲学致力于道德世界，这是最为深刻大胆的否定性的理论突进。

因此，对谢林来说，道德的肯定意义在于它本质性地与永福联系在一起，分有这永福，也即以客观化在一般自由中这种形式，确切说来作为表述着诸理念的行动而分有永福。借助于贴近柏拉图主义对道德做神秘主义阐发，谢林将真正的道德规定为“近神的良知，超越具体事物的规定性而上升到借无条件一般的领域”（SW．V，S．276）
(14)

 。此种道德的最高目的只是“理性生物与神性的同一”。真正的道德是一种“朝向永福的努力”，对神性的一种参与，谢林在System 1804
 的精神哲学概要中依照同一个思路这样说过。确切说来，这种努力就是道德主体能够借助其自由行动“享有直接作为永福的道德”（SW．VI，S．565）。当道德不再建立于自由与必然的对立，“而是表述着绝对和谐与调和”的时候，它将成为永福，成为美；而随着对永福和对美的直观，人类实存就完成了本身的意义。



————————————————————


(1)
  马夸德对此有切中的分析评价，Cf．„Zur Funktion der Mythologie bei Schelling“：Terror und Spiel
 ，S．257f。


(2)
  此处，谢林在PdK
 的哲学神话学是以术语“Mythologie”（神话整体）来标志，在将神话哲学地解释为哲学中的“太一”之生存的这个意义上。在PdK
 的哲学建构那里，谢林本人把神话这个术语用于哲学思考的给定对象，也就是神话的那种存在着的整体，这个整体，他在整个的反思中总是将之标志为神话整体，并非偶然。


(3)
  亚氏悲剧论中列举的悲剧六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乃是“神话”也即整体地组织起来的事件，参看古典学者Manfred Fuhrmann，Aristoteles
 ·Poetik
 ［Griechisch/Deutsch
 ］，1994，S．21；另可参看Ernesto Grassi，Die Theorie des Schönen in der Antike
 ，Köln 1980。


(4)
  在PdK
 导论开端部分，谢林即已清楚地提出，要借助于哲学的建构为艺术再次打开其对创作来说已经枯竭的原始源泉，此源泉即指神话，Cf．SW．V，S．361。


(5)
  K．P．Moritz，Götterlehre oder mythologische Dichtungen der Alten
 ，Lahr 1948，以下缩略语Götterlehre
 。


(6)
  “绝对无差别点”参见前注。在希腊神话这里，谢林指大神朱比特为诸神世界中的“绝对无差别点”——同一性哲学意义上的原理本身——是说神话以创生的谱系揭示出了同一个存在秩序。


(7)
  可比较K．莫里茨在其Götterlehre
 中的诸神释义，参看第2—3，第11—23，第50，第100—104，第172—176，第314—317，第65—66页等处的古典神话学阐述。


(8)
  以下缩略语Aphorismen 1
 。作者在此处加以直观化的这个范式圈，其最直接的自然哲学架构参照正是谢林在Aphorismen 1
 中给出的“宇宙一般范式”，见SW．VII，第184页脚注1；谢林曾在其同一性哲学文献中反复提炼这个存在论构架，对此可比较Darstellung、F．Darsstellungen、System 1804以及PdK
 导论部分等文本中的相关讨论和处理。


(9)
  Cf．Hesiod，Theogonie
 ，886—900．


(10)
  Cf．K．F．Moritz，Götterlehre
 ．


(11)
  Cf．Philebos
 ，26b，25e．


(12)
  Cf．Timaios
 ，31b，32c．


(13)
  Cf．Enneaden
 ，I 6，3．


(14)
  在柏拉图的道德阐述里除了“神秘”和“社会性”这两个因素，还包含有“近神”这个因素，而且神是作为所有的行动的最终目的。参看Theaet．
 176 A；Rep．
 613；Phaed
 ．62 B，67 A。


第九章　神话之存在论结构


 第一节　神话一般的概念

由于艺术哲学面对的是从一到多的美的世界的创世或具体的美的事物的存在可能，所以PdK
 中决定性的要求是，在建构中凸显“对实在的诸理念的一般象征或一般表述”（SW．V，S．370），以此回答这个基本问题：特殊的美的事物如何从一般和绝对美中出现？艺术哲学的这个基本问题与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此而言是类似的：一般哲学是在一些绝对的特殊形式中理智地直观“太一”，而艺术的“理智直观”是在诸理念那里认识原初美，确切说来是在诸理念的实在的直观形式那里，在神话的诸神形象那里认识原初美。谢林对神话的理性建构是从两方面进行，即针对流传的诸神论及其意义赋予的整体。因为，这种哲学神话学在将“每种神话中的诸神”与绝对唯理念论的“哲学中的诸理念”相等同时（Ibid．），诸神总是在与对永恒的一种现场化的总体关联中被思考的。确切地说，并非任意一种诸神形象，而是一种本身包含一个完整诸神系统的神话和作为包容者又与这个诸神系统融合为一的神话，才是对绝对者的一种适宜的理性认识。所以对诸神论的建构不仅从形式的方面展开，而且相应地涉及对诸神论进行存在论释义，内在地对神话进行“建构”。

谢林认为，诸神存在的可能性已先验地包含在诸理念本身当中，这些理念是“太一”的绝对的诸特殊形式，是“神性的诸图像”（Ibid．，S．391）；另一方面，此诸神世界的可能性本身即存在于诸理念世界那里。后面这个说法，不是要引起由理念而形态，由思想而神话的经验主义联想，它说的是诸神与诸理念的互指。因为，正如谢林着重强调的那样，整个哲学神话学建构的出发命题乃是：

诸理念可以实在地去直观并被直观为诸神，据此，诸理念世界可以实在地被直观为诸神的世界（SW．V，S．451）。

现在，这一建构应把此种可能性揭示为对在其活生生的生存中的神性的认识。存在论神话的考察因此直接指向对作为一种“存在着的诗”的神话进行建构（Ibid．，S．416）。但这不是指向诸神在人的意识中的实在的产生过程，谢林的哲学考察对譬如世界是在哪里自行构成并没有直接的兴趣，理性的操作在这里并不指向寻找其现实的原因。不如说，建构在此仅仅追寻重新形成在时间关系中的那个无时间的理念世界，亦即必然被理性直观为诸神世界的那种东西。建构仅集中于重新在实在世界中创造出来的“绝对与特殊的最高的融汇”，仅指向这种融汇的必然性和一般总体关联，相关的给定现象就建立于其上。这一“产生出来的”世界正是希腊的神话（Ibid．，S．415）。对每一种艺术直观，它都一方面把自己呈现为给定东西，另一方面把自己呈现为理性建构的最后结果，只有这一神话具有那种可以满足一切艺术的最初要求的资质。

按照建构的法则，建构必然完成在那个时候，当观念变成实在的绝对转变发生，作为本质的观念东西在实在的形式中被认出的时候。随着这一刻，认识的圆圈就收拢封闭，建构返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在对神话的建构中，这发生在直观希腊诸神世界的时候。希腊神话在这里自动把自己展现为“对所有那类要求的解决”，展现为对艺术最初的要求是具有尺度性的东西（Ibid．，S．417）：作为对神性的认识，神话是以一种完全的无差别表述绝对者，在它的诗性构成那里，一般完全是特殊，特殊同时是一般，而不仅是一般意指特殊，特殊意指一般。这里就出现了做表述者与所表述者的一种同一关系。所以在诗意的构成那里，被重新认出的东西是绝对者也即诗性本身。希腊神话通过其诗性的绝对和实在性的绝对证实自己是神话一般，因为在它的绝对的美和绝对的永福那里，已经是宇宙即存在整体在表述自己，所以希腊神话正是我们把握神话本质的地方：

全部关于诸神的诗歌，由于它们达到完满的客观性或独立的诗性生存，乃是神话（SW．V，S．405）。

在这个哲学解释学的神话概念中，有两点不可不辨：第一，“神话一般”标志着“关于诸神的诗歌整体”，这是对神性的认识或神性的自我认识，这个诗歌整体必须企及一种整体性，一种绝对的综合，仅在此种绝对综合那里，做认识者才能把自己知识活动的开端和结束重新联结起来，并随这种完满的自我认识返回到自身。诸神诗歌之自我构成为整体同时也是它们的自我完成。第二，这种整体性借助于对实存的完满实现而达到。最高的实在应该被创造出来，而且是在其绝对性之中，作为一种独立的生命，一个永恒的世界被创造出来。因“万有”并非在其不可分割的完成那里被认识，而是在作为肯定活动的完成那里被认识。这种充溢反过来又必须是对绝对的诸理念的一种活生生的象征，唯有借助于它们的生存被认识为诸理念。我们在这里可以用对诗的绝对性的表述概括这两点，绝对性在这里总是“太一”的绝对性，“太一”把自己在生存形式那里通过同一种绝对性演示出来。在这个存在论地解说的诗的绝对性这里，也展示出谢林神话学构想所特有的东西，其不同于歌德或莫里茨的神话观点。在后者那里，神话作为诗和美好的现象而受到称颂，而在谢林那里它却不仅是现象，甚至不仅是一种生存形式，而是绝对者原初的和统一的生存本身。一种等同于同一性的整体性，其中存在与意识，实在与观念依然是不可分离地一体存在着。

以此已经表明，谢林在神话概念中理解的只是神性的认识，而且是本身完满完成的自我肯定的神性认识。就这种认识唯一指向自我启示的存在整体性，只把人的实存作为其媒介采纳而言，它既是希腊意义上的生存着的诗，同时也是“一位神的作品”（Ibid．，S．417）。从反思的立场看，对神话的这种存在论的释义显得是一种绝对化，似乎希腊神话可以用最一般，最不受限制的有效性去衡量，并作为尺度用于其他一切现实事物。但实际上，神话的诗意绝对性和绝对的现实性，与一种主体性的绝对化完全没有关系。这里涉及的只是一种先验事实，人类实存必须不断诉诸和回溯的先验事实。如果神话不是作为统一的世界根基植根在人类的实存中，我们就不可能仅借助于某种理论把它说成是这样的东西。相反必须把神话在其本来意义上视为自己给定自己存在的东西，根本上有能力论证自己在艺术世界、在一个观念世界中的必然的实存。它是一种原初地启示出来的对神性的认识，同时又是言说出来的神性本身。

谢林现在想要通过哲学把神话揭示为这样的神性自我肯定。不过神话在他这里得到的思辨处理完全不同于例如其在黑格尔那里得到的处理。黑格尔将神话理解为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一个尽管必然却仍然低下的层面。谢林的存在论处理则相反，其将作为整体的神话阐发为那种生存，它自在地看来甚至独立于人类的实存，是存在于自身内的东西。在这种语境中，神话作为实在和诗意的统一体既不允许自己被限定于一个特定的民族或类族那里，也不允许自己被限定于艺术的某个特定时期，因其作为这样的统一体已是神话一般，具有普遍有效性。质言之，对于理性思考，神话必须根本上作为原型世界提出，必须观念地建立在其对所有时代的绝对实在性之上。谢林的建构把这个世界的现实性，它的语言和它与艺术的关系，全部强调为始终在场的、始终起着作用的。


 第二节　神话的普遍性和无限性

由于对理性神话学的构建来说，希腊神话是绝对的第一位的东西和开端，于是它的神谱在这里也必须在其绝对性中，也就是作为神话构成的整体得到存在论的界说。希腊神话把自己解释为“神话一般”。这样地呈现在其整体性中的神话必须在存在论意义上理解为绝对的诗，理解为“整体的诗”，宇宙的一幅忠实图像。

真正神话的绝对实在性，把自己表述在其特征中，谢林把这特征阐发为“普遍性”和“无限性”，当然，作为对无限世界的“直接表述”，神话是一个“第二世界”，亦即一个生成出来的原型世界（SW．V，S．413，414）。它的生存是一种绝对的“在自身内的存在”即自在存在，前提条件就是本身完满地构成整体，而神话之存在于自身内，也仅当其完满地构成为整体。一如在“原型的宇宙”中所有的事物和所有的关系都作为绝对可能性存在，神话也普遍地作为无限整体起作用，这整体性赋予现实东西以意义。一如在宇宙那里“过去与未来作为一体的存在”，神话在自身内也只包含无时间性的关系。它的无限性必然这样表现：它体现当下和过去，并在自身内包含未来。也就是说，它具有“为一切时代的”一般实在性，然而，“仅仅作为类型，仿佛是作为原型世界本身”，它才在这个时间关系中起作用（Ibid．，S．412，413）。

这个从自身中生成的世界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绝对的开端和同一性。与希腊的古老传统相衔接，谢林把神话标志为最初的起源，标志为“诗、历史和哲学的共同根源”。对于诗，神话是创造的“原始材料”和那个“大海洋”：所有的洋流都发源于它，所有的洋流也都返回于它。对于历史，神话是“神话质料”，其在历史内作为隐伏着的命运以“质料”的方式起着作用，本身借助于“伟大事件”表达出来。它作为“对宇宙的最初的一般直观”曾经是“哲学的基础”，亦“曾规定希腊哲学的方向”。这表现在，无论对古老的自然哲学，还是对希腊哲学的道德部分，神话都曾是“最初的源泉”（Ibid．，S．416，417）。谢林把神话的影响思考为“循环的”，是就它作为历史中的原型世界对历史发生作用而言的。所以他认为，对近代理性来说，打开原始源泉的通途就存在于理性自身之内，尽管从现象上看，这些源泉对近代的创造活动已显示为“基本枯竭”的：

面对知性，这种无限性本身必然表现为：任何知性都无法将之完全展开，然而在知性内部却存在着一再重新地构成各种新的关系的一种无限可能性（SW．V，S．414）。

神话曾作为人类实存的开端存在，它不仅对历史是最初和最原始的综合，即使对古人，神话也是与荷马的诗歌发生重合的那种同一性存在。古希腊人自己把神话和荷马史诗称为诗、历史和哲学的共同根源即是一个证据。

神话诗中同时体现着整体性和统一性，所以反思的理性那种分析割裂的思考无法以“目的”概念去框定它，既不能把它理解为“有目的的”，也不能把它理解为“无目的的”（Ibid．）。面对神话把握，知性无所适从，尺度失效。神话可以作为艺术直观的对象而存在，但它不允许其本身的意义穷尽于审美关系。神话那种“既非—亦非”的知识结构最终把普遍有效性反射为无法借助于目的论范畴去界说，而只能从其自身得到解释的那种存在论的象征关系。

从构成物或作品的角度看，神话把自己表述为一个绝对的世界，这不是一个仅由个别主体构思出来的世界，只要人类“类族”还只是诸个体的一种结合，这也同样不能是“某个如一个人一样的”类族的产物（Ibid．，S．414）。这个“作为作品的第二世界的创造者”只能到一般艺术精神那里去寻找。神话自身承载着绝对的客观性，为了自己的可能性，它必然要求“一个类族，像一个人一样的个体”（Ibid．），能作为类族与个体的统一体行动并实现整体的目标。这个等同于整个类族的个体的理念，谢林称之为“整个历史根本上的最高理念”（Ibid．，S．415）。也就是说，他在其中看到历史本身即历史的无时间性的东西。而在自然中，必然可以以直观的方式找到一些“譬喻”和“反射”。比如，“在动物的艺术冲动”中可以观察到，“在很多门类那里都有一整个的类族在起作用，每一个个体都在作为整体行动，而整体本身又在作为个体行动”。即使在“创造活动的最高层面上”也即在艺术那里——那里“自然与自由的对立再次地出现”——自然也在作为个体和类族的统一起着作用。比如它在希腊神话那里提出了一种作品，它展现了“一种蔓延到整个类族中的共同的艺术冲动”（Ibid．）。

谢林接下来还揭示出，希腊诸神形象的存在论效力并不与他们之内存留的历史根源发生抵牾。相反，人们可以把他们的存在论尺度延伸地运用到他们的历史维度中。在这里也存在着对神话的绝对观点与对神话的历史理解之间的吻合。谢林的这种建构并没有将神话绝对化，相反，站在这种建构的立脚点来看，是希腊诸神形象在建构这里凭借其绝对性把自己揭示为绝对的生存。也正是这种绝对的关系本身要求对诸神做一种“直接的”历史考察。在神性的诗意整体中必然也有历史的种种主要关系在发挥其作用。只是，我们在这种观察中不能使用近代启蒙理性的那种“散文式”的观点，因为它倾向于把这个活生生的整体中的个别一一分割出来，如此必将损害神话整体的总体关联。对神话做一种直接的历史考察，这只在对历史的一般观点下才可能。也就是说，神话的诗本身完全独立于纯粹的历史真理，必须在它自身中去考察。这种考察并不涉及陷入各种关系的人类实存，而是涉及美之无时间性的生存。在谢林的存在论的哲学神话学观点中，美允许自己诞生在神话的实存中，恰恰仅由于这种情况，即它的存在是无时间的，独立于所有的条件。

可以想见，固执于其知性立场的反思的理性，面对神话必然发生一种理解困难，因为知性没有能力思考某种既处于时间之内本身又全然不具时间性的东西，它没有能力把神话看作“神话一般”。既在时间中又超越于时间这样的东西，在它看来只能是悖论和神秘主义。因此谢林在阐发神话的历史产生时，坚持贯彻原理的自由的和创造性的自我认识的存在论视点。这个解说坚持以自我肯定活动的概念为其原理，把宇宙在历史中的产生看作绝对者本质之展开的逻辑必然。于是作为结果，神话的诞生是时间中的一个自由的行动，我们无法按照纯历史主义的视点去推演它，相反必须这样地理解：它与作为一个整个类族的整体人类的一种自由行动有关，此种自由是由绝对者所许可的，类同于神性的那种自由。正是这个天然与必然性联结在一起的人类自由的概念，在这里对我们理解和把握谢林从历史的角度推演神话是把钥匙。谢林要综合存在论的视点和历史的视点，按照谢林在System
 中对人类自由的先验推演，人类自由这个概念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先验地承认了有限的、道德地行动的个体有独立于外部影响和强制的、在不同的可能性中做出决断的能力。然而，“自由应当是必然，必然应当是自由”，即使对于诉诸自由这也是一种前提，人在涉及行动的时候虽然是自由的，但其行动的最终结果所涉及的东西，却依赖于一种超出他的必然性，这必然性即使在人的自由那里也发挥着一种作用。

神话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自由行动的作品，但这个自由的行动却不是有目的的。否则的话，神话诗就是为了阐发意义而创作出来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神话是真正的象征，是那种作为特殊同时即是一般而非意指一般的东西。神话具有自为的诗意独立性，它没有外在于自身的目的。按照唯理念论的目的定义，它的概念可看作对象可能性之原因。也就是说，假如神话是有目的地产生的，它的存在就会是服从于某一种特定意义的。概念地概括出来的意义就会是神话对象的原因。也就是说，神话会是一个与必然性直接相关的自由行动的产物。人类自由与绝对必然性的这种直接的统一作为神话创造行动的固有的东西，不允许自己借助于反思行动那种目的概念去把握。正如在神话这里自由与必然直接处于统一之中，在这种创世的行动这里，概念与行动也是无从区分、浑然一体的。神话本身也不能被理解为无目的的，因为它并非没有意义，相反是示意着的：它是一般即表象在概念中的意义与特殊即在个别的外观那里直观的形态的一种统一。或者说，神话是既意指又非意指地存在的。作为存在于特殊之内的一般，它意指地存在。但它又是非意指的，因为一般也好，特殊也好，这两者在它这里处于无差别之中，以致发生无差别化的地方也成为自在存在的。

如果神话的创生既不能思考为有目的的，又不能被思考为无目的，这个矛盾最终要怎样去解决？作为解释，谢林提示这种创生中包含着自然与自由的一种辩证的“共存”。作为“绝对的诗”的神话是一种“自然的作品”，但这自然并非一种与自由对立的自然，而是一种更高的自然，是创造性的宇宙自己，此宇宙中复可发生自然与自由的对立。于是宇宙亦即存在整体这个原理，提示了在神话创生行动那里自然与自由的结合。

个体的艺术冲动会给我们以这种印象，似乎此冲动仅以个体存在，但实际上在个体这里，本身体现的是时代和民族的精神的整个必然行动，因为这里是自然在艺术的完满创造背后决定性地发生着作用。自然在人的行动那里仍然宣告着它的权力，不过多半在整体而非个体中，而且在个体中往往只是在某些瞬间，因为行动的领域是法则的领域，是历史的领域。历史却仅仅存在于那种地方：一种理想实现于无数的偏离，致使并非历史之个别而是历史之整体方可与这理想吻合。于是对历史中的理性，理想之作用并不明显。正是由于历史的这种情况，理性必然将希腊神话思考为“已产生出来”的：这种神话“以其方式是一个整体的类族被一种共同的艺术精神所据有这种独一无二的情况”（Ibid．，S．415）。在这种据有那里表述自己的，是所有知识和行动、所有概念与存在的绝对同一性，而且此种表述是以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那就是以荷马为特征的方式。

谢林阐发了对荷马的精辟认识：荷马的来源必须从一个更高的观点来看，但同时又必须把这个现象直接引回到其存在的根据那里。也就是说，问题在这里涉及的是荷马根本上作为神话代言人存在的那种必然性。如沃尔夫已经认识到的那样，荷马的诗即使是在其原初的形态中也不是某个人的作品，而是为同一种精神所推动的许多人的作品。然而谢林还看到，事情的存在本身比这更为深刻，因为：

神话和诗人荷马是一体的存在，并且在神话的最初的诗句中，荷马本人已经包含在里面，仿佛是潜在地存在着。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是因为荷马在精神上（在原型中）已注定要出现，他的诗歌的组织与神话的组织已经交织在一起。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诗人──荷马史诗就是从他们吟诵的诗歌中凝结而成，尽管彼此独立却能够嵌合为一个整体，而不必失去自己的和谐或者脱离他们那种最主要的同一性。如果说他们所吟诵的还不是经验地存在着的诗歌的话，那么它们的确已是一种存在着的诗歌。也就是说，神话的起源和荷马史诗的起源是会合的（Ibid．，S．416）。

神话是因其诗意绝对性而获得普遍性和无限性。因为，神话只有将自身构成为存在整体，才可能存在于自身之内并通过自身表述“原型的”宇宙。在这个“原型的”宇宙中，不仅所有的事物，而且它们所有的关系都作为绝对的可能性同时性地存在。也就是说，在作为诸理念世界一般象征的神话这里，情况也必然如诸理念世界一样，所以神话具有普遍性。于是正如在宇宙本身那里，在神话为其直接表述的原型世界那里，“过去”和“未来”是一体地存在的，神话也必然不仅表述“当下”和“过去”，它还包含“未来”。这样，对于未来的情况和时间之无穷展开，神话必然事先即是适宜的。由此对知性来说，神话的无限性必然表现为：一方面任何知性都无力将神话的这种无限性完全展开，另一方面在知性本身那里又存在着一种无尽的可能，一再构成与神话的新关系，因为知性作为诸事物一切可区别性和繁多的设定者，只能以牺牲无限性的代价在特殊那里把握一般。

知性必然是以这样的方式把握绝对者：永恒地将绝对者加以内化，但又永远无法企及之。这种情况与知性本身的固有特征有关。作为人类认识的精神能力，知性不可避免地指向绝对者。这种能力之达于自身和达到其超验，必然始终要求助于世界、求助于感性直观和求助于表象。但由于它不仅投入感性直观时尚求助于思考，而且在沉于它固有的超验时也从最高的形而上洞察去把握之，可说它在概念方面具有直觉。知性的基本实现在本质上即涉及意志活动的基本实现，它是与意志活动一起共同完成精神的自我实现。知性这种重要的认识能力，在其整个现实性和观点之繁多中为启示所诉诸，在其超验性中为理性所诉诸，而在其历史展开那里被自我意识的历史所诉诸。

然而，知性认识的是未曾完成或者不具万有性的空洞的统一，因为知性的本质是清晰而非深度。知性以形成一般概念的方法比较事物，这就扬弃了一切事物的神性，尤其是通过非自在地，仅仅在映像那里把握事物本身这种方式，它把每一事物的神性都扬弃掉了。因而，对这种存在于分离性中的知识方式而言，神话的时间观和存在观构成为巨大的悖论。

按照同一性哲学的时间观，时间其实是“永恒者”的一个象征，因为它无非是万有的那种处在与其无限性的矛盾对立中的统一性之显现，而且由于与后者处于矛盾对立，时间破裂为纯粹关系。时间本身是被永恒所充实，此种永恒就存在于时间本身之中。时间本身就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整全性的无限肯定之持续的当下存在。在诸事物的生成和消逝那里，是“万有”在直观它自己神圣和无限的生命。人们可以从时间与实在性的关系去领悟这一点。

按照谢林在其System 1804
 中对时间三个维度的建构，“未来”是时间中的第一维。诸事物之存在于时间中，因其并非在现实中一次性地即是其按照概念应该是的一切；也就是说，它们是因为概念与存在的差异而存在于时间中。“未来”正是由做肯定活动者与所肯定者的这种差异而设定。如果某事物未来才存在，那么情况是：某事物的概念和可能性存在着，而其存在和现实性尚不存在。我们也可以在与空间概念的关联中来看这个时间概念的内涵。如果说空间无非是诸特殊事物从同一性方面来看的匮乏，无非是对事物的这种考察方式：诸事物自为地被看作无限不统一的，那么时间则是诸特殊事物的从整体性方面来看的匮乏。而在一种设定未来的活动这里，被否定的恰恰是整体性。所以真正说来“未来”乃是时间内的时间，就如直线真正说来无非是空间内的时间。“未来”之本质就是那种本身借助对立面反射于此种显象（Scheinbild）中的东西，是那种已完成的被肯定，那种自来拥有空间，却永远缺少时间的整体性（SW．VI，S．275）。

时间的第二维是“过去”，因为理性总是在“过去”中认出“现在”或现实存在的事物的萌芽亦即当下现实的可能性。只不过，此种可能性是与现实隔离的、尚未存在的可能性。就如“现在”与“未来”相比是尚未得到肯定的做肯定活动者，“现在”与“过去”相比则只是不具备做肯定活动者的被肯定者。质言之：对诸事物来说有一种未来存在这种情况，乃是“非整体性”的一种表现，是整体性的阙如。而“过去”与之相反，它是对同一性的否定。举例来说，通过“过去”，自我与一度与自我一体存在的那些事物的那种总体关联被扬弃，比如与辞世者的关联，此前与自我同在一个世界者现在通过时间与自我阴阳两隔。相反，在“万有”中一切事物未曾分离地生存着并且一体存在。正因为如此，即使是时间之消逝也显现为同一性的一种复归，被肯定者复返回其做肯定者，人又回到他的父辈身边，结果变成与其动因相等同的。然而，“过去”之本质或那种本身借助于矛盾对立反射于这一显象中的东西，就是“万有”之内的一切事物的那种一体存在。而“过去”之显现为返回到“万有”内，从根本上说，只是伴随诸事物的时间性生命的那种显现的结果而已（Ibid．，S．275—276）。

“当下”是时间中的第三维，或那个仅仅是相对的无差别点，通过它，做肯定活动者与其被肯定者发生总体关联，被肯定者亦与其做肯定活动者发生总体关联。也就是说，时间那里的“当下”之角色，就是空间那里的深度之角色。尽管是作为这样的存在关系，“当下”仍然是永恒之直接映像。虽说它不似永恒那样是绝对的正题而只是合题。然而，正如无限实体在诸事物中直接地必然仅产生同一性，正如这同一性只不过在特殊性之虚无那里分离为三个维度，“万有”即使在每一事物中所直接创造出的也依然是无限的、永恒的和无时间的“当下”，其不仅仅是中心，而是真正的同一性，同样只不过是在特殊性之虚无那里（Ibid．，S．276）。

时间作为那种“否定特殊并在特殊及其否定那里直观自身的统一性”是与永恒相对立的。因为永恒即是与时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同一性哲学借助于存在之本质亦即实体本身去解释每一存在者的永恒性：实体本身是永恒的，也就是说在实体内“过去”、“现在”和“未来”并无区别，相反在实体那里存在的只是绝对同一性。而由于实体存在于每一个存在者之内，就此而言永恒也存在于每一存在者之内。像“过去”与“现在”这样的差异之存在，只是就知性把存在者从实体中割裂出来去观察而言。因为所有的特殊无不存在于整体性之内，而整体是永恒的；由此可知所有的特殊性以这种方式也都是永恒的。

在此，神话的历史维度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一哲学神话学同时亦敦促，将对真正的神话的理解与历史的观点结合起来，因为后者必然能够被包容在存在论的神话的框架内。历史本身也能够在神话的历史维度的更高观点中作为存在的类型去考察。对理性来说，神话一般之为体系化视角中的一个整体，正因为神话一般的存在论尺度也可用于历史诸维度。神话在希腊人那里是在“实在的级次”上现实地出现，因为在他们那里是自然占据绝对优势；而基督教则观念地体现着神话实存的“观念的级次”，因为在后者这里是以历史方式实存的理性占据着绝对优势。实在因素与观念因素之无差别或同一性的立场上的神话被谢林树立为“未来”这种公设，而历史理性对此的准备，可能是思辨的物理学亦即自然哲学。

对世界作一种历史的把握，意味着从某种时间性的和有限的视点去考察世界，而哲学却追求从宇宙或最大存在整体，从“无限者”的角度探求和把握世界。所以斯宾诺莎认为处理历史对象的只是想象这种比较低的认识方式，想象与理性和直观相反，总与时间发生关联；而历史又是某种不具备任何哲学价值的东西。但谢林的历史观点在其同一性哲学阶段已基本成型，他在Studium
 中曾继续这个思考，并发挥其具体观点说：

总起来说，在历史和哲学之间形成的对立，仅在这种情况下才存在，只要历史还被理解为诸偶然事件的一个领域或仅仅被理解为经验的必然性。前者是十分常见的观点，后者以为自己比它高明。然两者是同样地局限。即使是历史也来自一种永恒的统一，并且像自然其他任何一种知识对象一样在绝对者那里有其根基（SW．V，S．291）。

在这种上下关联中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神话也要同样直接地从历史角度去把握。因为对历史的一种经验的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导向一种削减神话意义的“散文式”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的看法，诸神故事的一大部分都流露初民世界中伟大的自然变革的痕迹，诸神本身都是些上古的帝王。谢林坚决地拒斥这些“历史—心理学的”解说。他的理性的神话学并不否认，活在神话中的人物事物确曾一度存在。某个神祇的支系，甚至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祖先。我们肯定可以透过神话洞察自然和初民世界的历史，甚至辨认出他们的伟大人物中的某些身影。但承认这一切却并不等于，以人的尺度，以人类历史的尺度去衡量这一切即已足够。如果坚持一种纯粹的历史主义的神话释义，神话与对宇宙即存在整体的直观的关系，神话与自然的关系都将被另样地理解，也即仅做经验的理解。而服从于此种经验的理解立场，就等于取消神话这种世界关系的无条件普遍有效性；因为神话只有作为原型，作为原型世界本身，才对一切时代具有一般实在性。神话整体中的各种存在关系的那种奇妙的交织融汇，使我们可以料想，历史也在其中发挥着它的作用。理性因此只能在这个活生生的整体中去把握各种个别的历史因素，而不使之与整体割裂。谢林的见解是，神话本身完全不依赖于这种历史真实，应该从它本身去考察之（Ibid．，S．412，413）。


 第三节　神性构型及其“反射”，构成力与想象

理性能够在谢林的“诸神论”那里达到对活生生地存在着的诸理念世界的直接直观。正是在这种直观那里存在着“某种至高无上者”——“那种最高的生命，最自由、最独特的实存和作用，其不曾限制绝对者或将其狭窄化”（SW．V，S．393）。理性要借助于这种直观被接纳到宇宙的永恒生命中，真正存在于这种统一之内。哲学神话学之把握诸神形象的在场——其典范就是希腊神话，不是历史地艺术地或审美地，而只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完满实现对神性的直观的这个要求，现实地只能发生在观念的世界、发生在时间中，确切地说，要借助于人的想象力。但这种创造性直观的原理存在于有限认识和有限行动领域不能企及的地方。绝对者本身不对反思的理性提供任何多样性，而仿佛使自己在有生命的形象那里可以直观并启示出来。谢林是以最高存在本身的方式去证明此种直观的创造活动，他直接通过绝对者的“神性想象”（Ibid．，S．386）去阐发绝对者本身启示在生命和特殊中的那种可能性。反思以此被引回到神性原理原初的自我肯定活动亦即“神性创世”（Ibid．）那里。相对于这个创世，所有时间性的创造活动，所有设定在有限实存中的创造活动都不过是其反射。而这个神性创世必须被理解为作为诸理念的整一性的宇宙之永恒存在。

所以对这种创世的表述，必然能在谢林的自然形而上学，在其“万有论”（Lehre vom All）中找到。谢林在其同一性哲学的F．Darstellungen
 中说过，创世指的就是“绝对者”的这一“过渡”：本身是“太一”的“绝对者”现在存在于“一个宇宙或一种绝对整体性”中（SW．IV，S．389）。而这过渡是非时间性的，要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它，即绝对者作为自在自为的绝对统一性，“存在于完全无可区分也不可区分的统一当中”，也即“对于反射，它就是一切事物”（Ibid．）。这个“创世”是神的自我启示，是其自我肯定的观念性结果。与此同时，“绝对者”通过这创世作为神被认识，因为“绝对者”此时在反思的理性那里，出现在创世者与其创造的世界的一种关系中。

这也就是我们在PdK
 的基本原理那里必然能够读出的东西（SW．V，S．373—377）：按照§1—§5中的几个定理，神的存在即其理念的存在。从这理念得出的直接是“绝对万有”，其直接等同于神，其中所有的可能同时即是现实。但这个“绝对万有”从另一种考察方向即从“神性创世”的角度看，又必须看作神的“作品”，它在后面这种视角中即是宇宙，那种“在神之内构成为绝对艺术作品并以绝对的美而构成”的东西（Ibid．，S．385）。宇宙作为所有存在形式的绝对整体，从它自己那方面看是神的一个完满的观念图象或映象，其中神性地承载着神的存在的所有形式和方式，其中作为原型的神亦成为美。而神性的融合为一的构成活动——凭借它，神在其存在的所有形式中整体中肯定自己——就是“神性创世”亦即“无限观念性构型在实在中”（Ibid．，S．385—386）。绝对者的最高启示即宇宙的形成，借以存在于神之内。
(1)



神性的想象（göttliche Imagination）从其自身说即无法与“神性创世”相割裂，因为那种至高无上的创造性直观不是别的正是“绝对者”的自我反思活动。想象活动从内部激发自身并观念性地推动自身，由此它不仅创造出世界的秩序，而且还以创造出无条件者的方式展开了世界本身。就此而言，必须将此想象看作创世性的原理，因为原初是它将生命引入到世界中，并接下去“在人的想象力的反射那里”把自身造就为一个想象的世界（Ibid．，S．393）。想象被按照自然哲学的方式揭示为绝对认识本身。在F．Darstellungen
 中，谢林把这种创世性的直观阐发为“绝对认识”，其所认识的只是一与多的统一的那种肯定性本质：

绝对者的本质本身对我们不启示任何东西，它以对一种无限完成、一种不可竭尽的静止及蕴藏的诸表象充实我们，就如最古老的那些哲学形式所勾勒的那种宇宙状态，这状态尚处于现在是生命的那种状态之前，它通过自己的自我直观认识的行动才出现在自己的形态中（SW．IV，S．404—405）。

这个永恒地等同于“绝对者”本身的形式就是“绝对认识”。仅在这种认识里、仅经由这种认识，诸理念才能被认识。谢林按照其希腊来源解释说，诸理念是“永福的生物，有人称它们是最初的造物，它们活在神的直接的显现中。我们却要更准确地说，它们本身就是诸神，因为它们每一个自为地都是绝对的，而它们每个又都包含在绝对形式之内”（Ibid．，S．405）。

“绝对者”的同一个原初创世本身借助于想象的绝对创造活动而折射在“派生的世界中”，所以想象可以从显现的方面继续展开。在观念的世界中，正是想象“把绝对与界限引到一起，并在特殊那里构成一般的整个神性”。宇宙以此众生济济，按照这个法则，生命从作为“太一”的绝对者中涌流出来，灌注于世界；按照这同一个法则，宇宙在人身上，在人的创造构成能力这种“神性反射”那里又造就一个想象的世界，其贯穿始终的法则就是“界限中的绝对”（SW．V，S．393）。

谢林在一种“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映像说的总体关联中论证了艺术的理念世界的产生：这是一种与原型或样本无限不可分地衔接的映像，而它在其最完满的神性整体反射中把自己揭示为原型本身。想象在这里本质上是在神性想象的反射关系中考察的，也即，它被同时看作神性想象的媒介和形式。

对神性想象的完满反射发生在观念的世界中，确切说来发生在艺术创造的领域里。观念的世界在这里被视为神的自我肯定活动的一个特殊结果，也即，它既不被理解为宇宙的直接存在方式，也不被理解为无限宇宙自己，而是强调地被理解为宇宙的一个映像。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仅仅对理性即时间性知识和行动的主体来说而存在。随着宇宙向两个方向的自我差异化，宇宙内考察方向的可能也给定了，建立在其“世界关系”上的考察。这种考察是通过那种在其中构成为无差别点的统一体采纳在“无限者”的自我直观中。但在世界之内“绝对统一性的无差别复存在于每一自为的特殊统一性那里，正如在每一统一性中是所有统一性在重复自己”（SW．V，S．107）。观念世界中的艺术领域，如宗教的领域和道德的领域一样，是“榜样与映像神性的融合为一”的场所（SW．IV，S．394），所以这种“融合为一”恰由美的凸显而得到启示。


 第四节　神话作为真正的象征

在这个神话建构中，只有能够被同一性哲学确定为理念之适宜表述的那种“象征”才是真正的象征，就此而言，谢林所理解的象征是被表述者与表述者的一种“同一”关系。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到，“以在特殊当中的一般与特殊的绝对无差别去表述绝对者，只可能是象征的”（SW．V，S．406）。因此，此处所谓“象征的”并不是一般艺术理论中的含义，而完全是形而上地得到奠基的，它标识的是范式与譬喻的一种独有的综合方式，在此种方式的表述那里，不存在一般意义压倒特殊意义——对同一性哲学而言，此乃“范式”的情况——也不允许特殊的存在压倒一般。因为在谢林这个同一性哲学的象征概念这里，意义与存在、被表述者与做表述者是一体的。此时象征之独特正在于，其在自身中承载着自身的生命。谢林以此还回答了莫里茨的这个问题：作为反思着的历史理性的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如神话所是的那样去接受它。

现在，在神话学所陈述的象征关系这里，被认出的无非是被表述者与做表述者之一体存在。做表述者在此完全进入到表述中，使得表述中发生的直观无非是被表述者。象征在此乃是本来意义上的无差别，因为它那里表述和被表述者在实存方面的差别不再能辨别。我们必须注意，同一性哲学的处理中有一种独特的阐发，即象征作为原初的综合，恰恰不作为这种关系中的第三者，而是作为其中的第一者，最初的东西也即原始同一而凸显。

“想象之语言”乃是神话。这样一种语言植根在诗和艺术的本质内，它不能由“抽象和形而上的概念”来解密。莫里茨经本人的神话学释义已达到这种洞见：神话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诗（Poesie），乃是世界的构型力量，它们作为此种力量有权要求一种“感性—审美的”自律。莫里茨的著名阐述：真正的艺术作品或美的诗乃是那种“在自身那里完成的东西”，说出的无非是这种自律。整体上说，莫里茨的这个阐述是“感性—审美的”，谢林则对美的意义作出了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的和存在论的释义。

在PdK
 的整个的神话建构中，对“真正的象征”的建构说得上是个关键点。神话的认识应该通过神话的“一般象征”来表述，或通过对“作为实在的诸理念的一般表述”来表达，这样的表述才是对绝对者的肯定性直观，才是对神性的适宜认识（SW．V，S．370）。实际上神话建构中实现着对诸理念与直观的象征方式的修好，所以谢林认为这里同时存在着解决PdK
 两大基本任务的关键：第一，揭示“真与美只是对唯一的一个绝对者的两种不同考察方式”，第二，揭示艺术只有在“实在的、活生生生存着的诸理念”（此即神话的诸神）那里，才能直观“原型美”（Ibid．）。

现在，诉诸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的理念论，借助于“理智直观”，谢林试图在自己的艺术形而上学中弥合逻各斯（Logos）与神话（Mythos）的古老对立。他的衔接点正是康德的“审美理念”，KdU
 之§49曾把它作为“理性的理念”的对应物提出
(2)

 ，然而真正说来，对理性的理念，并不存在适宜它的直观：在康德的理性诸理念那里，主宰者是与直观性对立的理智力量和概念力量，而在他的“审美的诸理念”那里，相反是对立于概念清晰性的丰富的直观。也就是说，尽管在对艺术的这种审美表述中，的确建立有一种与概念性知识的积极关系，但这些概念的边界却在不断地被跨越。康德本人在“审美的跨越”那里已经看到了一种对概念的肯定性的扩展。
(3)

 而同一性哲学时期的谢林则把这些一般规定运用到存在论神话学内部的关于象征的学说上；确切说来，是把它们与谢林自己关于诸神形象中存在对诸理念的一种适宜表述的思考联系起来。于是这里很自然地出现了对神话认识进行建构的要求：不仅要把这种表象阐发为与“理智直观”相应的，而且还要把它在其固有的生命的那种绝对意义上阐发为对神性的肯定性认识和对诸理念的适宜表述。这一步就远远地跨出了康德意义上的批判的先验哲学。

在对神话的这个象征阐发中，我们能够确定谢林有对赫尔德的神话理解的一种吸收。赫尔德在创世的无限多的现象、图像和形态那里都看见神性的象征，他努力要把神话的不可消逝的当下性以根本上是可见的象征清楚地召唤到意识中。
(4)

 当谢林在System
 中以类似方式把自然中“每种有机组织”都解读为“原始同一性的一种拼写首字母”时，这种解读很明显与赫尔德的观点吻合，只不过谢林在这里又补充了一种先验前提，这前提对于在一个派生的世界中的这样一种“反射”那里把同一性重新认出来，是决定性的。因为这种“重新认出”仅仅发生在理智那里，仅仅对“艺术直观”才实存着（SW．III，S．450）。谢林在这个存在论的神话构想中，把象征表述为神话特有的实存方式。在对诸理念的感性化的阐述中，他首先诉诸“神话一般的建构原理”，因为神话作为对真正存在者及其固有生存的原初、适宜和实在地完成的表述，本身是所有处于一种“原型—摹本关系”中的表述之原型和给定东西（das Gegebene），它决定了这些表述能否有独立的生命，那种通过对真正的存在者的摹仿式表述才能获得的生命。由于所有这些表述都要从艺术表述和艺术直观的角度展开，它们必须按照自己的表述方式在神话的原理那里得到建构。

谢林解释说，“以特殊之内的一般与特殊的绝对无差别表述绝对者”的乃是艺术，而“这种表述的一般质料”（SW．V，S．406），也即这种表述的给定东西——艺术以之表述绝对——乃是神话。艺术与它的原始源泉即神话有种直接关系，这关系在涉及表述的时候始终存在着。谢林在这里强调，也在这个定理这里，必须根本上想到神话建构的原理，因为一般与特殊的无差别的完满综合原初要在神话那里去找。原初的、无意识的表述乃是建构的出发点。就这个表述所涉及的东西来说，谢林在这点上仍与康德吻合：绝对者的感性化根本上只能以象征的方式完成。
(5)

 在他将一象征思考为一个概念先验地要服从的一种直观的时候，他也是在跟随康德。然而从先验的概念和象征之间的类同——就此象征作为直观是对先验概念的一种间接表述而言，他却发展出了自己的象征论，其中象征完全是在与绝对者之自我客观化的那种存在论总体关联中被解说。象征于是被引回到对真正的存在者的表述那里，并在这种观点中，从形式方面到与之不可分割的内容方面都被结合为活生生的整体。从方法论上说，此处对象征的哲学建构又是对原理的一种分析或展开，从作为无差别的象征出发展开其中包含的种类，复返回到无差别那里，而其中所有的类型作为无差别之要素，必须仅通过这无差别去理解。

同一性哲学将“绝对者”之自我客观化理解为“启示”，而这种启示在任何地方都不及在其生存那里亦即在诸理念作为“诸个别现实事物”之本质必然在现象中被直观到的地方那样直接（SW．V，S．480）。一种象征性关系，它从根本上说只发生在这种神性的自我启示之内。也就是说，本身决不能客观化的“绝对者”，其对理性根本只有在诸理念的一般象征那里会成为客观的，就作为特殊统一体的诸理念允许作为特殊统一性的自己采取象征，作为本质通过特殊而显现而言。正是在诸理念的生存这里，本来意义上的象征关系得以被认识。诸理念存在于诸特殊的现实事物中，后者之于诸理念复是其诸象征。而诸事物的完满度与其成功启示诸理念的能力成正比。如此，自然中的诸事物都由于“无限者”进入并构成在它们之内而成为诸理念的种种象征；并且它们作为这种象征与此同时获得了一种不依赖于其意义的独立生命，一种“在自身内的存在”。但诸理念的这些象征或感性图像在希腊的诗那里是作为“理智世界”存在：希腊神话表述理念的无限与有限之原始统一，是借助于客观地表述“无限者”和“有限者”对立的一种象征的统一，而他们的象征集合由此企及了一种独立于意义的生命。也就是说，无论是在有机的自然生物那里，还是在神话的诸神形象那里，在两种情况下，象征总是把自己揭示为那种形式，作为这样的形式，它也正是它所象征的那种东西本身。而这个所象征者，作为“无限者”进入“有限者”之内的绝对的构成，即是理念本身。绝对同一性之所有存在形式按照形式均可视为对“绝对者”的表述形式，正如它们按照本质说，皆为同一个自我肯定活动。

在神话那里典范地成为现实的那种象征表述形式，乃是这样一种形式，做表述者或象征化者与其所象征者复构成为一体。神话借以企及对诸理念之象征的那种方式，谢林概括为“绝对无差别”，一种完满的“合题”，“借助于特殊而达到的一般与特殊的无差别”（SW．V，S．406）。绝对无差别是本质与形式的那种统一，其“并非建立在一种同时存在，而是建立在一种彻底的同一之上”（SW．IV，S．322）。本质和形式仅在“绝对者”之内是一体的，确切说来是，它们并非借助于关联而为一体的，而是以这种方式是一体的，那就是本质和形式各自自为地都是同一个东西，亦即，它们各自自为地都是那整个的“绝对者”。谢林以这个绝对无差别的概念表达了在理性考察那里，象征之本质的那种谜样的特征。也就是说，如象征这样的概念，凭借知性是不可能把握的。象征不仅是一般与特殊的无差别，并且在象征那里，这种无差别作为一个级次又上升到一种更高的统一性中。象征的表述根本上产生在映像的领域，就此而言是在想象（Phantasie）的治下。然而由于象征的表述必然就是出现在肯定活动之最高级次上的同一性，它本身呈现为创造性的想象力之“绝对形式”，其与本质已是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SW．V，S．407）。因此对反思活动来说，象征必定将自己揭示在一种“既非—亦非”的结构中，因为在它这里恰恰持续发生着对概念的一种现实的跨越。因此，在表达的领域内，象征的表达根本是最初的和原初的表达，而作为“原理”它又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在自身内结合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表达方式：范式的表达和譬喻的表达。在范式的表达那里，“一般意指特殊”，而在譬喻的表达那里，“特殊意指一般”（Ibid．）。而象征本身呈现于存在和意义的绝对同一性那里，其中一般与特殊绝对地融为一体。这三个类型都要理解为想象力的形式，但只有象征的表述作为形式是无限绝对的（Ibid．，S．417）。

象征式表述的肯定性意义，由于其借助于一种同时的设界和越界而表现，因此在对诸表述方式的建构那里是不断地通过“范式”与“譬喻”两者的对立在其种种综合表述那里而显露（SW．V，S．410）。这些表述反过来又构成了形式上的诸种规定性，象征借助于它们出现在艺术世界中，也出现在模仿的世界和反射的世界中；也就是本身通过这种活生生的综合作为同一性被传达出来。而在范式的表述那里，特殊是借助于一般被直观。谢林用与那种纯粹的“图像”（Bild）的比较做了个说明。如果说图像是“总是具体，全然特殊，并且从各个方面看都是如此地确定”的那种东西（Ibid．，S．407），是直观的直接产物，那么与之相比，可看出范式的情况正相反：在范式那里是一般占据着压倒性优势，即使这一般在范式中被直观为一种特殊，这种情况下事实依然如此。谢林按照康德在KrV
 中的定义，将范式阐发为“产生一对象”的那种主导性的规则，是就此而言：“范式直接在想象力中，在其一般性中同时是特殊和对特殊的直观”（Ibid．）
(6)

 。在这种传达的关系中，谢林视范式为“处于概念与对象之间的”，本身亦是想象力的一个产物。

对范式的建构同时亦指向那种被范式化的东西，它与作为一种范式化活动的范式化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范式因此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的直观”（SW．V，S．408），谢林认为其最好的例证必定能在对特殊的思考那里找到，或在将语言思考为一种“不断行进着的范式化活动”这种情况及将语言思考为具体事物之“消解于”概念中这种情况那里找到（Ibid．，S．482）。而艺术的范式，作为特别的纯粹范式东西，不标志完满的表述，因其仅仅表达象征式表述的一个因素，在此意义上可看作从象征的一种偏离。反过来出于同一个理由，象征的表述例如希腊神话，决不能被削减为范式。象征表述中的一些个别因素可以被理解为自然之范式，乃因为神话整体本身并不排除范式，而是将其作为基本组成部分包含于自身，是以象征在自本内持续地打开着一个范式化的视角，而将如那些“特殊的现象的总汇，属某个特定的局限范围内的现象在一个体那里把握为范式，借助于人们将这一个体本身复把握为这些现象的普遍这种方式”（Ibid．，S．408）。然而希腊神话的整个意义本身并未由此而竭尽，因为在它的象征表述那里两者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神话在此种情况下把自己揭示为理性的“更高的语言”。

对于考察，譬喻的表述本身呈现为借助于特殊对普遍的直观，故而谢林将其概括为“范式的反面”（SW．V，S．409）
(7)

 。譬喻也标志普遍与特殊的一种无差别，然而是这样的一种：其中存在本身服从于意义。就此而言，这种表述方式是从象征的另一种偏离。譬喻与象征之间的区别本身在前者的缺少自为存在这里，可以认识得最为清楚。在譬喻那里，特殊仅仅意指普遍，而在真正的象征譬如希腊神话那里，特殊本身就是普遍。譬喻之存在，仅仅是为了意指某种它者，而没有独立于这意义的、在其自身内的存在。而象征意指一它者，同时又是它自己并拥有一种独立于这理念的实存本身。由于象征的表述作为普遍与特殊的融合为一既可以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体，亦可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体，象征在自身内同样包含着譬喻的表述，因此所有的象征也都很容易转为譬喻。只不过，无论是范式还是譬喻，都不能涵盖整个象征。对此最直观的例子谢林认为是荷马史诗。在诗人荷马那里，诸种神话“已经以绝对的独立性，作为实在性本身”而出现（Ibid．），而在这里，希腊神话的自在东西既不是譬喻，也不是范式，而是将自身揭示为这两者的绝对无差别即象征。希腊神话之揭示自己与譬喻的“整个距离”，就在于，即使是它的拟人化形象也“完全不能仅作为那种应当意指某物的生物，而要作为同时即是其所意指者的实在的生物去处理”（Ibid．，S．410）。这些形象并非只是以偶然方式与对象结合在一起的譬喻性的标记或图像，而是象征性的形象，其“把譬喻的意义作为可能性”包含在自身内（Ibid．，S．409）。所以谢林从范畴上拒斥当时影响甚广的古典学家海纳（Christian Gottlob Heyne，1729—1812）的神话学观点，后者试图以此解释神话的整体性：历史地看，原初譬喻性的诸神话都是被荷马诗化和象征化的。而谢林对希腊教化的普遍法则的论证是决定性地从阐明同一性关系入手，也就是揭示，在希腊教化那里“综合是最初的东西”。所以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并非是荷马才独立地将诸神话做了诗意的和象征的处理，这些神话从一开始就是诗性的和象征的”（Ibid．，S．410）。不论是荷马还是荷马神话都必须被视作“最原初的东西”和“开端”。谢林把譬喻因素从神话中的分离与较晚时代“取消所有诗性精神的”那种努力联系起来并指出，希腊神话的结束就是那个著名的关于阿莫尔和普绪喀的寓言：“神话关闭了自己，而譬喻开始。”（Ibid．）

最终，谢林将象征、范式和譬喻这三种表述方式都引回到创造活动这一“普遍范畴”那里（SW．V，S．410），在这种观点中它们的层次序列与诸级次的层次序列是吻合的。它们延伸于实在的万有与观念的万有之中并被认识为对同一个创造活动的内在类型的诸种表述。无论在自然还是在观念的世界中，都像在艺术那里一样，特殊均在奋争，努力将自己的存在表述上升为象征：“自然在躯体性领域仅是譬喻地存在”，这里特殊仅仅意指一般而不是它自己；“相反在光那里，自然范式化着，而［它］在有机体那里则象征地活着，因为在后者这里无限概念与客体本身联结在一起，普遍已完全是特殊，特殊也完全是普遍”（Ibid．，S．410—411）。同样，在反射的世界，思维活动就是“一种纯范式化活动”，与此相反，所有的行动都是“譬喻的”，艺术则是“象征的”（Ibid．，S．411）。而且，即使在艺术内部和诸科学的内部，哲学理性也必然能看到同一种层次序列。例如，“音乐是种譬喻的艺术，绘画是范式化的，雕塑则是象征的”（Ibid．）。这种三一性还表达在艺术的所有形式的辩证关系中。举例来说，在那些并非为其自身的缘故得到表述的对象那里，艺术可以仅是譬喻性的；然而，只要被表述的对象不仅意指理念，而且本身就是理念，它就已经在自己的诸界限之内把自己提高为象征。在所有这些级次那里被认出的都是同一种关系亦即做表述者与那种在自身中的存在者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所有形象中的象征（das Symbolische），把作为内在类型的自己直接表达在外部形象上。同一性哲学的自然观点必须从这种关系去把握：借助于主体—客体化的永恒法则，在作为内在表达和象征的整个自然那里，客观化乃是外在东西。

最后，整个建构又以这个结果指向其出发命题即作为象征表述的神话：“无论神话一般还是每一种神话诗特殊，它们既不能理解为范式的又不能理解为譬喻的，而是必须要理解为象征的”。唯有它们的“以完全的无差别”作出的表述（SW．V，S．411），能够满足“绝对的艺术直观的要求”，使得一般完全作为特殊存在，特殊同时即是一般而非仅仅意指一般。哲学的神话学最后突出了一个决定性的事实：在神话那里，意义同时是存在并且本身过渡到对象中。“神话中每一个形象都须作为其所是的东西去接受，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情况，形象才被作为它所意指者而接受”（Ibid．）。这同一个事实也是K．莫里茨借助于在理论上对象征和譬喻完成一严格划界，从纯粹诗意的立场表述为“诗意的美”，认为是“诗的最高目的”的那种东西。
(8)

 谢林在他的建构中把这个事实还原为一种“在自身内的存在”，这种“自存”在此是通过完满的象征表述而成就，通过“诗意的绝对性”表述出来（Ibid．，S．412）。于是在任何一种审美判断中，诸神形象都是那种包含最终直观满足的东西，并且确切说来是“因这种情况，即他们只是存在，无需任何关系——他们在自身那里是绝对存在的，却又让意义闪现出来”（Ibid．，S．411）。反过来，在对诸神形象的每一种直观那里，都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况：人们无法不以诸神形象为真，而不曾立即毁掉其关于诸神的概念。因为后者的意义内涵不允许自己与真理的生存割裂开，这真理直接指向诸理念的“自我感性化”。也即，这里出现了神话的存在论内容，诗的“真”把自己表述为这种自在存在的存在者的完满。此存在者在这里最终涉及“一种更高的自然的本质”（Ibid．，S．396），涉及象征理论和存在论神话所给定的那种东西。建构性的譬喻努力正在于，把象征表述的这种给定东西，也就是康德在对审美经验的先验分析中作为其本来意义上的内容的东西，不断地通过客观东西的先在地位揭示出来，表述在它固有的存在论的重要性中。在这种关系中整个神话揭示自己是“真正的象征”（Ibid．，S．408），即对诸理念的实在表述。而把自己构成在各种感性直观的形式和实在性中的，如其在自然中的有机体那里和在艺术作品世界中那样，正是诸理念的本质。但是，理性的诸理念发现其适宜表述仅在神话那里。这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即诸理念在神话的象征那里是它们自己。


 第五节　神话作为一切艺术的“质料”

整个的神话学建构都是打开现实性原始源泉的努力，而且是从艺术的立脚点、“从艺术最初的那些要求”来做。这个打开的工作，不似在赫尔德那里，目的指向对古代神话的诗意的运用和实践使用，而主要是指向对神话真理内涵的哲学阐发，指向神话在理念甚至于在“诸理念”本身中的一种表述（SW．V，S．361）。所以展开艺术与神话的关系，意味着一种建设性和内在的联结，通过这种联结将再次打开艺术的原始现实性通道。这恰恰是这一艺术形而上学固有的任务。理性以此在艺术那里具有一条通往神性的途径和一种重新赢回所丧失的意义的可能。

这个历史事实，即艺术，哲学和宗教三者共同在神话那里具有它们的根源，艺术原初直接从神话生存中生长出来并因此与这整体具有一种天然联系，并不只有一种历史维度。在亚里士多德的Poetik
 中，艺术的创造被规定为处于直接与神话关系中的摹仿活动，在艺术创造那里，神话和表述是设定在一起的。对这一历史事实的诗性—艺术论研究，不可能满足对美之现实性的理性要求，所以哲学作出了存在论的处理。

神话的整体性应该是这个建构所要求和接近的东西。从艺术创造活动的角度出发，谢林的神话学构想指向了将现实从诸理念的关系中推导出来的工作，以及洞察人与实在的诸原理有一种实在交往的可能，建构在这里进入了艺术与神话的存在论关系。按照其理念，艺术是对绝对者的一种表述，确切说来是“通过特殊的美的事物对绝对的／自在的美的表述“（SW．V，S．405）。这个理念要求关于诸神的理念，因为“以局限表述绝对而又不扬弃绝对“这样的表述（Ibid．），其解决只能在关于诸神的理念中找到。神话的诸神按照其理念是完满的“一般与特殊之融汇一体”（Ibid．，S．390），它们作为这样的统一体又具有一种独立的，真实的客观生存，它在自己那方面作为神话世界或神话整体使得绝对可以实在地被直观，同时不必失去其绝对性和无限性。因此诸神的理念也即作为诸神形象整体的神话的理念，对于艺术是必需的。在这个语境中，谢林把神话规定为“所有艺术的必然条件和最初的质料”（Ibid．，S．405）。

艺术与作为其最初“质料”（Stoff）的神话的这种关系规定，与亚里士多德关于Poesis的神性创造的学说十分接近，就在摹仿的创造活动那里是理念本身作为目的占据主宰地位而言。艺术作为那种进行创造活动的东西，在这里与其未具形态的“质料”处于对立，在这关系中是作为赋形的原理存在。但谢林在PdK
 的神话学建构这里所说的形式和质料间的关系，与亚里士多德所指谓者不同，谢林对艺术的创造活动的把握强调的是从“神性创世”出发，这创世是“绝对者”的自我肯定。建立在“无限观念性进入实在的构成活动”上（SW．V，S．386）。在自我肯定活动中也包含形式与质料的对立，因若无这一对立，“绝对者”将不启示自己：“神作为对其自身的无限肯定活动本身包含了作为无限做肯定活动的东西，作为无限被肯定的东西和作为两者的无差别”（Ibid．，S．374）。然而做肯定活动者与被肯定者的这同一个对立必然出现在创造活动的一个更高的级次上，以此原初的创世也能够在观念世界上按照形式再创造出来。作为对原初创世再创造的艺术本质上是借助于这种质料和形式间的对立而产生。质料必须存在，以便本质在与它的对立中显现为本质。艺术应当从这种给定的质料中展开其观念世界，让更高的生物创造性地出生，以此表述“绝对者”。

因而，艺术与神话的关系必然不可扬弃，这关系建立在理念自身内。对艺术来说，神话是现实性总体，艺术的理念世界必然要在其中寻找：

神话无非是更高外衣下的宇宙，不过是在其绝对形态中的宇宙。真实的宇宙本身，在神性想象中的生命图像和绝妙的浑沌图像，本身已经是诗，并且对其自身来说，又是诗歌的质料和要素。神话是这样一个（原型）世界同时又是一片土壤，艺术之树只有在那里才能繁茂生长。只有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经久不变的和确定的形象才能存在，关于永恒者的诸概念只有通过这些形象才能被表达出来。艺术的诸创造物必然具有与自然的诸创造物同样的实在性，甚至于更高的实在性。比起人类或植物的形象，诸神的形象与人类或植物的类属一样地必然，一样地永恒延续：它们同时是共同和类属，而且下个人类与植物的类属一样地不朽（SW．V，S．405—406）。

这里，在其绝对形态中的神话被凸显为原初的创造活动，凸显为原型本身，于是从艺术创造活动的角度看，再次发生自在存在者与表述者之间的“原型—摹本”关系。这里又可以分辨出对真理的柏拉图主义式呼唤，谢林再次按照真理功能规定了艺术的“应当”：艺术借助于一种创世活动，在自己的作品那里再现了实在地直观到的诸理念世界，让自己通过这种创世重新参与神性生命。此时艺术已经战胜了纯粹现象性质而出现——这种现象性在柏拉图那里只等同于现实性的影子，因作为对绝对者自我肯定活动的再创造，艺术现在与这种肯定活动统一起来，参与着真理。

与此相关，谢林还揭示了艺术的“创世”及自然的“创世”的比较尺度。这尺度始终是它们各自的那种直接指向诸理念生存的创造活动的“实在性”。就此而言，谢林一直还停留于柏拉图主义者那里。亚里士多德在自然的创造活动和艺术的创造活动之间发现的平行，在这里是借由“绝对者”在自然和艺术中的同一个自我肯定活动从存在论的立脚点来论证，谢林并且以此对立着古老的亚里士多德命题表述了自己的自然—艺术观：以艺术作为对自然的摹仿这个表述，自然与艺术之间的真正关系只得到了含混不清的表述。无论自然还是艺术现在都必须强调地把握为对理念的摹仿活动，从理念的角度看，自然和艺术是不同存在级次上的同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创世活动。亚里士多德已经将摹仿的价值决定性地建基在自然的创造活动中，谢林现在把这个创造活动复引回到“绝对的创世”那里。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发现自然的终极目的唯一在自然的内在目的和自然的完满那里，另一方面他又让艺术摆脱表现现实的任务，把艺术引回到神话的内在可能性领域，就神话在这语境中提出了真理要求而言。谢林在这个创世固有的不同级次上考察它的作品，这些级次被认出是在自然的有机作品和艺术作品的平行中，对一般与特殊、观念与实在的“同一种对立”的扬弃（SW．V，S．384），确切地说，在自然那里是借助于自由与必然的原初的同一，在艺术那里则是借助于扬弃这种同一和再创造这种同一。艺术因而在这个意义上高于自然：在“艺术的有机作品那里，［……］出于绝对自由本身，创造出最高的统一与合法则性，它们使我们之直接认识我们自身的精神奇迹，更远远胜过大自然”（Ibid．，S．358）。

在神话与艺术的这种“质料—形式关系”这里，谢林同时还澄清了一点，即艺术仅从神话取得它的“有机”的和整体性的质料。艺术必须表述的那种“原型”并非直接即是诸理念本身。诸理念本身还是一般实体，在这个意义上始终是哲学思考的对象。而艺术的对象是一种有机整体，用谢林的话说，艺术始终来自于作为“构成物”的神话（SW．V，S．419）。从神话这种已完成的、生存着的理念世界才必然能够展开艺术的所有可能形式，必然能找到所需实现的所有形象，也即适宜永恒概念的那些形象。作为绝对的诗，是神话这种最初的质料使所有其他的艺术质料可能成为质料。同时，神话又凭这种质料关系使自己区别于艺术，它本身作为“绝对的诗”构成在一切真正的艺术之内，但总是仅作为“原型世界本身”起作用；并且作为这样的原型世界，同时脱离开了任何“经验的使用”。然而，理性借助于神话与艺术的天然关系，尤其是借助于从神话质料中生长的新艺术，能够得到通往诸理念世界的途径。这里，谢林对新神话的规定的关键点本身凸显出来：把自身完成为诸理念世界的神话整体是以这种方式把自身设定为诸原型，它们必然把自身启示在其在艺术那里的自我构型中，这使得艺术在其诸种创世性的创造那里，本身把这种自我表述者凸显出来。正是在这里，谢林的神话建构过渡到了对神话在历史中的那种原型的、无时间的作用方式的分析中：必须将整个历史看做神话整体的一种新的创世。那种同一性和无时间者本身必将在宇宙的观念方面那里完成为“无限者”与“有限者”的整体，确切说来必然在一种观念性的宗教那里。谢林的神话建构以此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任务，也即将神话形而上地建构为艺术之诸理念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别的，正是艺术的给定存在，是从艺术的立场看要不断去接受和表述的给定存在，是对艺术来说先验地规定了的条件。



————————————————————


(1)
  谢林在此谈论的决非一种从绝对者到现实事物的连续“过渡”，相反谈的是“诸理念的宇宙”这种整体性的最初诞生。至于感性世界的起源，同一性哲学的理解是否定性的，也即，感性世界的缘起只能视为一种断裂，也即与世界原理（绝对者）发生的整个断裂。


(2)
  康德在此将审美理念表象为“想象力的那种表象，它引发无数思想，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个确定的思想和概念能切合于它，因此也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完全企及它，使之明白易解”，Kant-W．
 Bd．X，S．249。


(3)
  KdU，Kant-W．
 Bd．X，S．250．


(4)
  Cf．Herder，Journal meiner Reise
 （1769），S．21；Hübner在相关讨论中还直接提示了艺术哲学中的象征概念对Creuzer的直接影响，参看Hübner的有关论述，同一作者，第71，72页。


(5)
  比较康德在KdU
 著名的§59中关于美作为道德之感性象征的阐述，Kant-W
 ．Bd．X，S．294f。


(6)
  Vgl．KrV
 ，A S．137f．，Cf．KdU
 ，§59，Kant-W
 ．Bd．X，S．294f．


(7)
  谢林对譬喻概念的阐发与歌德的相关定义的异同之处，可参看H．戈克尔在1981年著作中的讨论，第10页以下。


(8)
  Cf．K．Ph．Moritz，Götterlehre
 ，S．4；又见其1789年发表的论文„Über die Allegorie“，in：Schriften zur Ästhetik und Poesie
 ，H．J．Schrimpf（hg．），1962，S．112—114。


第十章　希腊神话作为实在论的神话

对神话一般的建构指向表述艺术的理念世界及诸神世界并成功地凸显了它；而着眼于艺术的历史方面所进行的神话建构是以考察神话的“质料式”生存、考察诸神世界在艺术的时代显现中的作用为指向。这个考察兼顾艺术的时间性规定，所以要把它理解为同一性哲学构架内的一种历史哲学处理。这历史哲学的艺术观不仅赋予艺术本身的观念存在以一种绝对的实在性，还赋予其时间显现的必然性。艺术的整个实存必须通过它自己的理念去理解。相应地，艺术的整个历史要理解为艺术理念的显现史。
(1)



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立足于艺术历史方面的神话建构决不是对神话的历史化，如在启蒙主义者、古典主义者或早期浪漫派那里的神话处理，即便是在辩证法大师黑格尔那里，按其Phenomienologie
 和后期的美学讲座看，他虽然一般地指神话为理性的，但从科学体系本身考虑，也仅将神话看作是哲学的前身和导引。谢林相反，按照同一性哲学的非历史和超历史立场，他强调艺术的时间性规定以及艺术的历史差异是非本质的、是思辨的考察可以扬弃的。由于这种历史理解，他的艺术史处理可以说非常不同于同时代的那样一些思想家，他们的共同点是将“古代—近代”的对立在美学中树立为准则。

所以，同一性哲学从艺术本身出发对艺术整个历史的建构，首先是一种扬弃历史之历史性的努力，将艺术引回到它的给定东西那里，艺术是从那里、作为对这给定东西的规定才生发出来的。但现在要从时间性显现的角度考察这作为给定东西的无时间东西（das Zeitlose），它把自己揭示为艺术理念世界一种唯一的活生生本质的原理，它让自己在历史的二元和古今诗的一种一般对立中表述出来。这种二元要从作为整个神话构想的出发点的美理念那里去把握。因为这理念总是并永远是无限和有限的融合为一，所以谢林不在任何地方，首先在“质料”本身中寻找诗的现实运动的可能性，在艺术“质料”内部的形式对立那里找到它。这个对立本身是纯粹形式的，因为艺术的自在性始终是同一性。不过它仍让自己作为对立被认识，它恰恰要通过这种极性去标志带有特殊东西的一般者的那种双重生实存方式：它客观上要么在有限者那里表述宇宙，要么使有限者的表述显示在宇宙那里。这种对立将表现为绝对者与有限者的统一，在艺术的“质料”那里一方面显现为自然的作品，一方面显现为自由的作品。

“质料”中纯形式的对立客观地必然表现为纯粹时间性的对立。谢林从理念原初的统一理解诗和艺术那里的“古今对立”的必然，他的建构追随“质料”的构成活动和由它的作用影响推动的进一步的构成活动。前者他表述为绝对与有限在实在世界的无差别，体现在作为实在的神话的希腊神话和作为观念神话的基督教神话那里，后者他解说为艺术，特别是从古今形式对立角度看的艺术。这个构想把希腊神话和基督教宗教安置在一个世界关系中，也即在宇宙本身的无时间的、理性的结构中，还确定了艺术与神话的本质关系，确定了两者的差别。他的神话研究不仅表述希腊神话和基督教宗教的精神，主要还表述它们存在意义上的交互关系和互属关系，表述它们有机地嵌合于其中的那个实存整体；不仅表现艺术与神话的融合为一，还表述这种融合为一在艺术的新形态那里的必然性。对神话的这种观念方式的把握，对神话的历史维度背后的整合需求的强调，使谢林的神话理解与黑格尔及F．施莱格尔都相当不同。

谢林的存在论的神话学为我们理解希腊神话打开两个视野：一方面把希腊神话理解为神话一般——就其按其理念是完满的，就其标志一自身构成、一自身完成的整体而言——此处谢林重新衔接于传统的“经典”概念，即在一特定的时间点上企及的完满、无时间性的概念，其作为无时间性具有一种绝对实在性，并本身呈现为不可企及的东西；另一方面，这构想又始终在自身内保持着历史的维度，借助于从艺术立场出发把神话整体一再重新置入考察视野。此时希腊神话复将自己表达为诗的宇宙的一个方面，即其实在的方面，并作为这样的东西与另一方面即观念的方面有一种形式对立。谢林处理的要点是揭示实在神话与观念神话的持续的相互涉及和共属关系。正是借助于两种基本直观之间的纯粹对立，诗的宇宙的整体性之整个维度得以彰显。希腊神话的基本直观和基督教宗教的基本直观也借助于这种二极的张力固定下来。每一个对立方都可能自为地处于其绝对性中，但二者都不能没有对方而存在。

谢林对希腊神话作为实在神话的建构包含许多的切入点和多重维度，由于题目所限我们在此不能一一深入探讨，只能满足于提示几个重要的方面：他对希腊的世界直观的研究，对自然诸神的研究，对神话意识相对于神秘意识的构成活动，对史诗作为同一性状态中行动本质的表述的研究，对悲剧作为真正艺术本质的研究，等等。我们务必注意，在所有这些处理中，谢林都始终让希腊神话与基督教神话处于对照关系中并由此赢得其特有的当下性。


 第一节　将宇宙直观为自然

哲学神话学之处理实在的神话，完全指向那个在神话中表述出来的理念世界。于是这种神话即使在其历史情况的角度看，亦被指示到理性那里，被把握为“对宇宙即存在整体的最初的一般直观”。希腊神话本身非关其他，而是唯一关乎一种宇宙直观或存在整体直观，此乃谢林的神话哲学建构的一个决定性的陈述。由于这种直观本质上必须视为绝对同一性的一种方式的自我展开，它在谢林那里标志着无限观念性在实在中的一种完满构成。这指的是观念性在一种世界直观中直接创造出“绝对者”与特殊的最高无差别。

同样重要的是对这种方式的基本直观的考察，希腊的教化曾借助于这种直观达到自己的至高点。对谢林来说，这种直观的可能性已经蕴含地存在于宇宙的统一性中，而对这统一性的反思活动也必然地在现实世界被创造出来。实在的神话在这里被揭示为直观的一种决定性的、给出尺度的类型。在它那里“宇宙被直观为自然”。“自然”（Natur）在此不能理解为哲学概念的多重意义上的自然，它在这里是谢林同一性哲学的一个范畴，指的是“永恒的自然”，也就是诸理念世界的“永恒诞生”。在同一性哲学的视角下，自然的特点是“无限者”与“有限者”的原始统一，亦即这两者尚在分离之前的原初统一。统一的这种方式本身表述为：这里是“有限者”占据统治地位，确切说来是“有限者”作为外壳存在，然而在这个“有限者”的外壳下面蛰伏着“无限者与有限者之整个统一的萌芽”（SW．V，S．452）。

这种方式的直观被谢林概括为“实在的”，这是在斯宾诺莎的同一性哲学那种选言式表述形式意义上的“实在”。此种选言式表述形式，同期的谢林已在另一处，即在PuR
 中与另外两种反思表述形式一起研究过。承认实在的自为存在与观念作为宇宙的真实环节具有同样的完满性，于是打开了希腊神话，突出这个事实：在宇宙的自然方面那里，神性原理直接把自己表现在其存在中。以此希腊神话揭示自己在艺术世界中必然作为“有机自然”存在，不是譬喻意义上的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有机自然。这指的是，在它那里无限原理的出现必然可以实在地去认识。“实在地”在这里是说，这原理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显现为原理本身，而是始终显现为与“质料”联结在一起的原理。希腊神话的不可穷尽的无限性恰恰是以“质料”的无限性来表现，它把自己揭示为：按照外部看是彻底的有限者和彻底的完成，而按照其整个本质看却是实在的。

这里得出了对希腊神话的绝对自然性和直接性的概括。它是绝对精神的直接承载，就这种世界直观就是自然直观而言，其中现实和“质料”、思维和行动、构想和实施、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

对自然的原初直观和对自然显现的永恒内在东西的直观，因此是一种崇高直观。自然在这里为精神把自己升华为与其自身的完满无差别。它在希腊人那里采取了诗的一种绝对形式，以至于它同时是对绝对本质的肯定性表述和适宜表述。后来，柏林时期的黑格尔反对这种把希腊神话说成对绝对的适宜表述的陈述，他历史地和批判地，在作为神话理性的神话那里，特别在神话直观的直接性那里，仍看见了其诗意状态的阙如。不过，诞生在同一性时代的希腊神话，彼时永恒必然仍直接在实在中被直观，按谢林的看法是原理在最高存在层面上的传达，这个层面的实现本身建立在诸理念与其显现的绝对同一性之内。


 第二节　自然的诸神与真实的象征

谢林将希腊神话诸神表述为自然的诸神的那种立场，是同一性哲学之内的一种比较立场。此时希腊神话本身展示为宇宙的无限构成活动的实在方面。这统一体的特征可说是古典的特征：那种在一定时间点上构成了自身之此在的东西。谢林以“实在的神话”这个概念称呼进入历史关系的希腊诸神世界。这个世界之进入历史关系既是决定性的，也是必然的。正是借助这种事件，实在的神话才从根本上把自己揭示为内在于更大整体的一个方面，它的诸神才真正地成为诸神。据此，要把在其历史关系中的自然的诸神，认识为自然与历史的一种“交织缠绕”。

如果对诸理念的实在直观是存在论神话学的一个公设，那么对希腊诸神世界的理性建构等于是这直观的完满实现。希腊神话是诸理念的一个完成封闭的象征世界。这些神的特征是，他们完全存在于自然中。这是因为，对希腊的感官来说，无论诸神还是其力量都并非不可见的，相反，他们均在自然中直接被直观，并且是作为永恒的自然生物被直观。他们是些保持不变的形象，谢林同一性哲学式地称之为一种活在“更高的自然”中的生物。“更高的自然”是一种神性的有机体，它不知疲倦地在自身中追求自己的原型，它之内的一切环节也都同样地追求原型。而反过来，这种有机体的本质作为个体与类族的统一体又总是把自己表现为自然生物，在它们那里，神性原理仿佛是始终开放的。仅在这种独立生存的、永恒保持的形象那里，对原型的象征表述才变成现实的和客观的，因为诸理念的显现在这里能够进入一绝对的当下。

谢林形而上地将希腊神话世界论证为建立在宇宙的自我肯定活动的绝对形式上的。以此赋予其理念世界以同一种绝对实在性。在自然的诸神的世界中，真正的象征达到了与理念世界即其所象征者的同一。这样的同一性哲学的处理，颇合Systemprogramm
 的精神。我们在这个纲要中已经看到这样的理解和信念：直观整体的可能与现实地调和历史理性及其目的的可能，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只存在于美本身中。不过谢林的处理不久就在德国唯理念主义内部遭到拒斥，也就是在耶拿后期的黑格尔那里。

如果说，对耶拿早期的黑格尔，艺术与思辨活动还处于绝对等同中，它们仅通过直观的方式互相区别——前者无意识地直观，后者带着意识直观，那么这一谢林印记的思想在黑格尔的实在哲学阶段（1805—1806年）的思考那里，基本已被扬弃。黑格尔现在按照实在哲学的历史哲学框架思考着审美真理的暂时性，这把他引向继续展开艺术的过去性特征，最终把他引向构筑本来意义上的哲学体系的努力。在追踪德国唯理念主义的哲学神话学建构的问题语境中，我们要说，这个哲学第一次将希腊直观贬低为纯粹直观，这已经发生在耶拿后期黑格尔那里，这表明此时他脱离了荷尔德林和谢林的影响，正在改变他的哲学主导概念。如果说这个概念此前曾是“自然”，那么它现在已是“历史”。而谢林的同一性哲学相反，它能够提供理解神话建构的一种体系框架，因神话建构唯一指向希腊教化的自在东西。同时，尽管在自身中包含历史的维度，同一性哲学能够在突出同一性的同时不断地扬弃希腊神话的历史性。


 第三节　神话与神秘

谢林的哲学建构使我们看到，对理解希腊神话，“自然”的理念是一个引导概念。希腊神话在诗性的宇宙内是自然，它把自己构成为一个封闭的完成整体，是“无限者”在“有限者”之内的完全铸成。它作为这宇宙的一个方面必然也可以要在其与另一面也即观念世界的交互作用关系中去看。从宇宙的无限构成的角度看，它内部这两方面的关系是实在的统一性与观念的统一性的关系。然而，由于这一无限构成活动的不同方式以及这些方式的历史语境都处在存在的关联中，神话与宗教的紧密关系甚至两者的交织，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被揭示的。谢林即以神话与神秘的关联去表述这种交织，认为理性的这两种表述方式是对希腊神话和观念的世界这两种对立而设的构成方向的典型表达。

谢林认为希腊教化内在的最典范的东西是神话。在这种作为宇宙的自然方面的教化那里，借助于无限在有限中的“进入—构成”（Ein-bilden），所有的事物都存在于其自身那里，但它们因此也离开了作为它们存在中心的同一性；与此相反的是，观念的世界按其精神就是神秘的。作为统一体，它们是有限进入到无限中的那种无限的构成活动。借助于这种构成活动，所有的事物复又返回到同一性中。如果说希腊神话像真正的神话那样仅在所有的事物那里将诸理念揭示出来，那么神秘的东西本身作为指向“无限者”的那种知识活动，仅表述事物本身或曰自在之物。这两种认识和表述方式的差别也作为诗和哲学之间的差别显露出来。哲学按照其本质是秘密的而深奥的，因为它从根本上说仅存在于对永恒的事物和永无变异的认识那里，如其原初亦起于神秘教的认识一样。而对立于哲学的是公开的知识方式。在公开的知识方式这里，自然是“开放的东西”，观念的世界则是“秘密”（SW．V，S．454），因为观念世界在公开的知识方式这里是存在于其感性图像内，好像是封闭在未绽放的蓓蕾之内。
(2)



在同一性哲学的框架内，两种知识方式在方向上的这种差别被谢林视为“量的”也即非本质性的。因为神话与神秘的关系不可能建立在“对立面的一种彻底的相互排斥”之上（Ibid．，S．420），相反这两种方向应该本身相互依存，它们中的每一方都不能没有对方而单独存在。因此，本身主要通过神话体现，从起源起就要作为诗理解的希腊教化，决不能是一种片面的统一体；正相反，它是作为诗本身而具普遍有效性，因其本身内也统一着神秘的因素；并且后者与它复处于对立，形成为它的对立一极。谢林将所有这类的神秘因素、神秘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提到过的那些俄耳甫斯歌谣，穆西俄斯的诗歌，预言家和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的许多诗句”都看作哲学思考的最初的脉动。认为它们尽管从起源上说对希腊教化是“异己的”和“彻底后荷马的”（Ibid．，S．421），它们仍已提示了基督教精神的前存在和身外的存在。正如反过来，希腊神话那种实在论的直观在这种总体关联中也提示着一种宗教特征一样：

如果说这些神秘因素当初对希腊诗歌史的意义并不重大，那么得说它们作为希腊教化中对立一极的诸脉动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并且，如果我们把这种对立按其最高形式作为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对立对待，那么它就给我提示了异教那里的基督教因素，正如我们反过来也能够证明基督教中有这同一种异教因素的存在一样（Ibid．，S．422）。

考虑到这种矛盾对立，谢林在希腊教化那里追溯了“无限者”的脉动，一直追溯到哲学与宗教在历史上从诗中的分流的那个时候。即使是在希腊神话那里，这种脉动也是清晰可辨，不可误认的。真正说来，自奥林匹斯诸神的形象本身在神话那里从“Fatum”也就是命运的暗夜中涌现，“希腊人的那种超自然东西”就已现身。在1795年的Briefe
 那里谢林已揭示说，希腊人的本来意义上的超自然东西开始存在，是随着命运，随着那种不可解的力量一起。命运的这种“不可解的力量”是自然力量再也无法企及的，就连不朽的诸神也不喜欢它和无法抗拒它（SW．I，S．337，脚注）。现在PdK
 中对希腊神话形象整体的建构同一哲学地突出了希腊神话的深刻洞察：作为诸神的母亲的黑夜与本身超越于诸神之上的命运，都是“那黑暗的背景，那种既隐蔽又神秘的同一性，所有的神祇都从中诞生”（SW．V，S．400）。希腊人纯粹的感官，有能力让“Fatum”即命运能够适合自己的观念性和完整性，尽管命运在他们那里作为最高主管者本是超感性东西，按其本性既不能是公开的也不能是实在的。同时，在诸神形象那里，“无限者”的出现又始终都是与质料相结合的。“无限者”在神话这里从未作为无限的出现，而总是仅仅出现在对象中。举例来说，在泰坦神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即“道德性的原型”那里（Ibid．，S．420），情况就是如此，确切说来正是他对诸神的反叛，“无限者”才崭露出来。在这种对立的关系中，“无限者”采取“有限者”——在此就是普罗米修斯的受难——作为自己的表述和自身的象征，借助的是，这“有限者”同时表达着诸神的永福。

谢林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希腊神话与作为观念性神话的东方神话的对立那里，也必然能够追溯到无限生存原理的同一种运动。在不同神话的显现这里显露的是神话与神秘的矛盾对立，只不过，在希腊神话那里显露的是“诗性的”也即神话的原理的优势，在东方神话这里则是“非诗性的”也即神秘的原理占据统治地位。借助于这一对立，诗的相对完整的世界本身展示出来，它在作为整体的自身之内复形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层面序列：波斯神话那种范式主义，印度神话的譬喻精神和作为绝对无差别的希腊神话。诗的世界此时已处在与哲学和宗教的历史分离中。希腊神话，尽管本身包含着未曾展开的神秘因素，面对着哲学和宗教的大潮，本身却把自己表现为诗。对于在希腊教与基督教的对峙中体现出来的这种显著的二元化，谢林以后在对宗教史的阐发那里给出了重要的规定。而在PdK
 这里，他是将绝对者的整个自我肯定活动明确地阐释为诗性的，并且他首先将基督教根本上理解为一种方式的神话。如此一来，希腊诗歌中的诸神秘因素就将在基督教那里经验到它们最高的表述。


 第四节　史诗作为类族与个体的统一

无论如何，谢林着眼于实在和观念的方向之对置时对希腊神话的建构，有一个作用十分重要，在这里必须兼及。这就是谢林对史诗的澄清：史诗是作为类族与个体、诗与神话的统一体而存在。这个澄清工作不仅指向作为诗歌种类的史诗，它首先在洞察作为诗歌整体的神话，就诗与神话的同一在神话建构这里是一种公设而言。
(3)

 其实，迄今为止谢林在各种具体关联中已多次提示这个关键点——本身借助于史诗表述出来的类族与个体的统一性，无非是自由与必然的同一性的原初形式。例如在他对荷马史诗世界合理性的观念性阐发那里，又如在他对神话与荷马史诗的同一性阐发那里，以及在他对自然与历史的统一的哲学提炼那里的提示。
(4)




PdK
 一书在§60和§61中结束对“近代神话”（观念神话）的诸种对立的概观时，谈到了神性显现的“一种同时性”，建构了重新赢得自然与历史的统一，强调了一个事实，“两种统一最初的交互贯穿——自然与历史的统一及历史与自然的统一——出现在史诗那里”（SW．V，S．457）。在这种统一性状态中的史诗，借助于类族与个体的一种同一存在的诗意实现，表述了同一性本身，以此在自身内包含了“根本上对整个历史的最高理念”（Ibid．，S．415），使得它那里揭示着行动的历史本质：即自由与必然的原初生存着的那种形式。如果说我们在自然那里能看见的必然性，仍然是个体与类族这种方式的和睦相处的各种“譬喻”和“遥远的折射”，那么，此必然性在希腊神话那里已经被世界精神以这种方式实现：荷马史诗已把自己构成为自然与历史的一种纯粹的同一，其中，“无限者”与“有限者”尚未发生任何冲突。整个神话“质料”的形成和创造的运动恰恰指向这种同一性原初的现象，它的现实的生存，这运动本质上可以两极对位原初同一性的回归。神话在希腊人那里直接是“类族的事情”（Ibid．，S．438），在他们那里民族即类族，而且是等同于一个个体的那种类族（Ibid．，S．414）。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精神还处于无意识时代，还处于先于分裂的同一性中，类族对每个个体因而都是等同于个体的那同一个东西。谢林把这样一种原始同一表述为理想，艺术就是被自由必然地推动着去追求这种理想。

对认识作为整个历史的最高理念的史诗，我们可借助于谢林对史诗的表述得到一种洞察。谢林在PdK
 的导论中已提醒我们，就荷马史诗“把历史建立在绝对者之内”而言（Ibid．，S．369），荷马史诗可以说是同一性本身。这指的是，史诗表述了历史，并把历史表述为存在于绝对那里的，以及，历史的本质在史诗那里得以现场化。荷马史诗已经是自然与自由的统一，虽然历史在这里被表象为尚且掩蔽在大自然母腹中的。把史诗表述为历史本质的那个定理，其内涵是这个方式的：历史的图像是绝对意义上的行动。谢林在行动这里这样去把握“史诗之卓越”，史诗不仅根本上表述行动、表述历史，而且是这样地去表述之，使它们“出现在绝对的同一性中”（Ibid．，S．646）。

可以看出，在从史诗客观“质料”出发去阐明史诗的“自在东西”的时候，谢林的思考又在与传统的诗学和古典的艺术理论发生联系，他也用“行动”来标志那种对于史诗性诗歌是给定东西的“质料”。“行动”这个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曾经是诗歌论的核心和灵魂，它也被歌德、席勒这样的古典主义者和早期浪漫派主将F．施莱格尔等人吸收在自己的思想中。谢林对这个概念的阐发还要更加深刻，他把在绝对的视角中的“行动”概念高扬为“历史本身”。他认为史诗因此“必须看作，如其自在的那样，或如其存在于绝对者之内那样的历史的一幅图像”（Ibid．，S．646）。他对史诗的规定，不仅抓住在史诗中根本地表述着人类的行动和历史这一点，而且还洞察到，史诗允许行动和历史在它那里出现在“自由与必然的同一性”当中，而“不必发生无限者与有限者的对立，不必发生争执和矛盾，因此尚无需命运的存在”（Ibid．）。可以看出，对史诗的这种表述，是把它阐发为原初统一的一种生存级次。对谢林来说，这种原初的统一状态正是史诗的公设。同时我们必须注意，他还把这个原初统一状态解说为行动的级次。这当然又是一个与亚里士多德的衔接，众所周知，神话与史诗的统一乃是Poetik
 的一个考察重点。对史诗性行动整体性的经典要求——亚里士多德在Poetik
 中把它树立为悲剧的前提条件
(5)

 ——在德国唯理念主义的绝对美学这里找到了其最高表达。比如，现在谢林是从诗的同一性中推演作为绝对行动的悲剧的概念。此行动本身表现为自由与必然的条件，其中“无限者”与“有限者”并不发生矛盾。然而，即使在这个对诗的讨论的上下文中，谢林对史诗关系和史诗规定所做的澄清，也不仅是诗之功能分析，而是把神话与史诗这两者重新放回它们原始共有的那种存在论整体关联中，当然这个关联已经由同一性哲学重新论证，现在也是着眼于表述神话整体而再次阐发。

所以，我们在荷马史诗的审美直观那里必然还找不到“任何由无限者直接推动的激发”，整体上完全被史诗精神攫住的那个世界，它整个的“神—人”关系还活在与厄运的“最高同一性”那里，其命运还没有显现为命运的厄运。谢林在PdK
 中是这么说的：

从一方面来看，人的生命与行动活动于纯粹的有限性当中，但正因为如此，也是活动于自由与必然的绝对同一性当中。那层仿佛将两者封闭在一个蓓蕾中的外壳尚未冲破。任何地方都还没发生对命运的反抗，尽管有对诸神的悖逆存在。因为诸神本身并非超出于、外在于自然而存在，而是卷入在人类事物的圈子内，与人一起存在（SW．V，S．647）。

也就是说，史诗不曾赋予其英雄以关于“巨大厄运”的情感或意识，也不曾让他们起来反对这巨大厄运。谢林为此举的例子是《伊利亚特》中第16唱，宙斯之子萨佩东的死亡。像其他勇士一样，萨佩东被帕托克勒斯的利剑刺倒，此时连奥林匹斯之父宙斯本人的意愿也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厄运在此时的出场“带有一种静默温和的必然性，此时还不存在任何反抗这必然性的造反和冲突”（Ibid．）。尽管宙斯目睹这一牺牲心如剑穿，他亦无法改变已发生的事情，无论他本人还是其他神祇都得服从这厄运。就此而言，可将史诗看作“无行动的”（aktionslos），也即，看作在史诗行动中只允许自己通过存在的范畴去反思或反射的那种东西。

谢林认为，正是这种无行动的本质反过来必然要凸显为历史本身。而他这样的“行动”理解不仅已经很不同于早期浪漫派的立场，可以说根本就在反对早期浪漫派的史诗阐发的立脚点。F．施莱格尔曾拒绝从“行动”出发去界说史诗，理由是，行动来自未曾限定的东西，又继续走向未曾限定的东西。也就是说，行动只能通过主体去把握。在他看来，行动只存在于悲剧那里。这个见解，我们在他1798年的《希腊人与罗马人的诗歌史》一书中可以清楚地读到。与此相反，谢林坚持，自由与必然的同一性在行动的本质那里是作为“前定的”而存在，此种同一性借助于悲剧只是让自己重新诞生而已。史诗与行动的本质是一体的，借助于史诗，行动和历史将会显现在绝对的同一性中。谢林认为史诗带有实存中心的那种宁静特征，所以我们必然可以在史诗那里直观我们所寻找的“其中万事万物同时性的存在”的那种图像（Ibid．，S．648）。这幅图像乃是“无时间性”的图像，因其中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差异业已扬弃，所有的存在者都将自己揭示为同一性之内的“一种同时性”（Ibid．）。也就是说，他认为真正的史诗把自己建构为这样的一些地点或场所，诸理念可以在那里进入显现。因此，谢林将所有的艺术与诗所源自的此种史诗理解为理性最原初的精神境界。


 第五节　悲剧是所有艺术的自在及本质的最高显现

存在论的哲学神话学将艺术在神话“质料”的自身运动中的历史起源和艺术与神话的关系，阐释为形式的表述与其神性“质料”之间的关系。在“质料”中被设定为“无限者”与“有限者”的绝对同一性，让自己在诸形式那里作为相对的同一性复被创造出来。于是艺术在希腊教化那里的现实产生既非人类学地，亦非历史地被考察，而是，艺术产生这个问题是在其最一般的意义上得到回答，也就是说，在“绝对者与特殊者的最高的无差别于实在的世界中被创造出来”的任何地方，“所有诗歌的那种质料”本身就在构成（SW．V，S．451）。也就是说，艺术及科学和哲学之脱离、走出它们“共有的根源”神话，在此本质上被看作对神性质料的表述形式的产生（Ibid．，S．416）。而艺术作为这样的表述形式，必然参与着无限原理的自我构型。由于“质料”中的形式性对立，即无限者与有限者的统一“仅可能以一双重化方式存在，亦即宇宙被表述在有限者内或有限者被表述在宇宙内”，艺术之走出神话也可能采取双重方式，即它的生存或作为“自然的作品”，或作为“自由的作品”（Ibid．，S．452）。从“质料”统一的角度看，古代诗歌与近代诗歌的对立仅被把握为一种历史现象。在结束对神话的一般建构的时候，一个事实凸显出来：原理的无限构成活动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在希腊教化那里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个别中都达到了完满，这样在希腊教化中产生了一个艺术世界，其本质特征是一种如此“彻底的理性”，使得哲学意识在这里完全能够一般地确定，在这个希腊艺术的世界里每一种“艺术类型”和“艺术个体”都是哲学能够按照理性去展开去建构的（Ibid．，S．417）。因此对希腊诗和希腊艺术所具有的“原型性”的表述，相应地构成了比较古今诗歌的一个持续的着眼点，这个着眼点兼顾的是实在与观念序列的对照中的各种艺术形式，而这两大序列是谢林在建构PdK
 的特殊部分时始终坚持的（Ibid．，S．456，488）。

从神话建构这个题目看，笔者在下面不得不放弃对谢林对艺术基本形式的整个表述而仅限于他对悲剧的建构。
(6)

 这样处理的道理在于，谢林在其同一性哲学视角下打开的这个艺术理解，他的悲剧释义及其公设，属于唯理念主义哲学中最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艺术理解。
(7)

 然而它的影响史，迄今除了在现代的审美的类型诗学那里，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特别是它所固有的那种同一性哲学总体关联。
(8)

 由此经常发生的情况就有，一些非常关键的论点和思想被忽视了，而它们恰恰暗含地表述在对人类自由的提问的总体关联中
(9)

 ，因为悲剧释义在谢林这里正是同一性哲学的自由理解的一个聚焦点。
(10)

 所以笔者希望至少尝试一下，按照谢林的神话构想来总结和表述这个思想。我们的出发点在这里是谢林将艺术类型引回到它们的观念形式即级次那里，这些级次是建构的第一步。


PdK
 的“特殊部分”所进行的悲剧建构，其任务在于，将整个艺术按照其“基本形式”，“在其实在显现和观念显现中”去把握（Ibid．，S．372）。这样做的时候，建构满足了类似于传统的类型诗学的那种功能，就其在一个形式形态中处理了作为最突出的诗歌类型的悲剧或诗剧、抒情诗和史诗而言。然而，我们的考察却不能将谢林的这种“归类”工作不加区别地直接与传统诗学的那种纯技术性的分类，那种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做法相等同。亚里士多德的Poetik
 虽然是观念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努力，将诗亦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却是有意识地集中于处理诗艺的特殊问题。
(11)

 相反，谢林PdK
 中的建构即使在涉及艺术特殊方面的时候，仍强调地坚持最高的观点，因其指向对类型规定作出一种存在论的论证。质言之，在这里应该追踪的是艺术理念在其历史显现中的各个环节。同一性哲学的PdK
 从未忘记自己的基础哲学角色，它之致力于艺术，只是为了追踪存在于艺术的诸历史形式中的原理本身。

进一步来说，艺术的“诸基本形式”在谢林那里并不直接就是具体的艺术类型，而只是原理的自我肯定活动的三个基本统一体，它们必然一再重现于每一个艺术作品，正如它们也必然重现于每一个存在者身上。这就是，（1）无限者被采纳在有限者中的那种统一；（2）与之对立的那种统一，即“其中有限者构成在无限者之内”；（3）“涵盖这两者的统一”（Ibid．，S．371）。这些统一体现在是从形式原理的角度重新来考察，此原理在每一个创造活动层面都有一个与之相应的特殊形式。

以同一性哲学的视点提出诗歌类型的整个系统，方法上是借助于自然哲学的级次说来实施。艺术的时间性诸条件须得扬弃，以此每一种艺术形式，悲剧也包括在内，才能出现在其与创生活动的级次的关系中。在开始从其级次演绎悲剧的时候，先处理的是诗剧的历史总体关联。谢林勾勒了诗的历史进程之方式，神性的“质料”就延展于其中，

从我们到此为止已经在其本身以及在其类型那里——它们是史诗性诗歌与其他形式混合而构成——考察过的那种史诗性的诗歌，从那种作为同一性存在的史诗性诗歌中，诗生发出来，仿佛自一种无辜的状态而生发，此状态下所有事物，所有此后只是分散地存在，或只能从这分散中重新走向统一的事物——尚且聚集在一起，一体地存在。这种同一性在构成活动的进程中在抒情诗那里产生了矛盾，而那之后的构成活动的最成熟果实，才是统一性本身与矛盾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借以得到和解，两者在一更完满的构成活动中复借以成为一体的那种东西。这种更高的同一性就是诗剧，它本身包含两种互相对立的诗歌类型的本性，是所有艺术的自在东西和本质的最高显现（SW．V，S．687）。

衔接着从这个级次中推演诗的一般类型——其结论是确定了整整一个系列的统一性——实在的统一性、观念的统一性和诗的最高级次——谢林致力于阐发最高级次即悲剧那里的无限者与有限者的对立问题。与亚里士多德著名的悲剧释义形成对照，谢林的思辨的悲剧理解决定性地第一次转向“悲剧的本质及其真正对象”（Ibid．，S．695，699），因为他认为亚里士多德仍是“更多地从知性的方面而非从理性的方面看待”悲剧。他自己对悲剧表现的关注探讨在PdK
 这里却只占一种次级的地位。按照谢林的阐述，亚里士多德的Poetik
 虽说“完美地标志了悲剧的唯一的最高状况”并完全凸显了“悲剧的质料”和悲剧人物的“幸福之突转”——这里的例证首先是涉及对索福克勒斯悲剧《俄狄浦斯王》的分析（Ibid．，S．694），但在它那里“一种最高的观点”依然是隐蔽的。因为此诗学与其说试图从悲剧本身去考察悲剧，不如说只是从悲剧的“效果”（Wirkung）去考察之。而谢林对悲剧的哲学建构借助于从悲剧的各种级次去推演悲剧，已能将悲剧安置在其固有的位置上；这一处理十分关键：只有在这个位置上才可能发生自由与必然的冲突。我们从谢林的自然哲学级次说已可洞悉，艺术，处在无限者与有限者一般对立的最高级次上，本身表现为自由与必然的对立。比如，在诗歌的抒情诗级次上这同一个矛盾对立只存在于主体那里，所以抒情诗本身具有突出的自由特点；相反在史诗那里根本没有发生任何矛盾冲突，那里还是作为同一性的必然性在主宰，而且以显现为命运这种方式。而作为这两种形式的综合的诗剧或悲剧诗已经是一种整体性：在这里存在着自由与必然的一种现实发生的矛盾冲突，使得自由与必然两者就作为自由与必然显现出来，确切说来使自由与必然这两者同时作为战胜者和被战胜者出现，作为处于绝对等同性中的出现。

据此，悲剧是本来意义上的艺术本质的最高显现，“在这种关系中，那真正的和绝对的无差别，存在于绝对者之内的那种无差别——并非建立在一种同时存在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相同之上的无差别，成为客观的”（Ibid．，S．699）。在这整个语境中，谢林总结说：

也就是说，悲剧的本质是自由与客观必然性在主体那里的一种现实的冲突，此种冲突本身不能终结于其中这一方或那一方被克服的种种情况，而是，两者将作为战胜者和被战胜者同时显现在完满的无差别中（Ibid．，S．693）。

这也就是悲剧效果、外在的不幸以及悲剧人物的不幸结局统统建立于其上的那同一种关系。谢林认为这样的悲剧关系仅仅植根于“真正悲剧性的冲突”（Ibid．，S．694）。在这点上他又重新与自己在青年时期的Briefe
 中提出的悲剧分析的理论切入衔接起来。那里，在第十封信中，谢林通过推演悲剧人物的悲剧命运，已赢得对希腊戏剧中真正悲剧东西的基本直观：悲剧体验必然与矛盾冲突有关。在这样发掘出的悲剧体验的意义的映照下，即使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说提出的论证也嫌不够深刻。反对着启蒙主义的效果美学，谢林的悲剧分析始终指向那种仅在艺术中才能出现的东西，那种在悲剧人物的行动中变成事件的东西，他达到了这样的洞察：

存在着一种客观的强大力量，其以毁灭威胁着我们的自由，而我们心中又怀着这样坚决和确实的信念——反抗这强力而斗争，奉献我们的自由，就这样地死去（SW．I，S．336）。

这种“强力”本身正是通过悲剧现象表达出来，正是它不仅使得悲剧冲突对于鉴赏是可以容忍的，也是它根本使悲剧冲突成为真正的悲剧的生命所在。
(12)



如果说，在Briefe
 中的分析在寻找表述在悲剧形象中的、表述在人的尊严中的同一性，那么在PdK
 中对同一性的洞察已经达到对希腊悲剧最内在精神的“理智直观”，达到了这样的洞察：自由与必然的无差别的理念正是存在于希腊悲剧本身中的“调和与和谐”的根据（Ibid．，S．697）。正如在PdK
 这里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及其扬弃现在已作为悲剧的公设提出，在这里矛盾争斗和扬弃也都得到了新的理论阐发。对同一性哲学的悲剧理论，自由和必然均是核心概念，正如两者现实发生的矛盾也是这个悲剧论的导引思想。

现在，这个悲剧释义把悲剧的真正对象概括为一种一般给定的东西即同一性，那种必然在艺术这最高存在级次上返回的东西。因此，无论是矛盾冲突还是对矛盾冲突的扬弃，都是被真正的悲剧所规定的，悲剧必须将之现实地完成。悲剧性关系本身就是最高显现的一个部分，所以它本身不允许被悲剧艺术放弃。相反，在悲剧那里，恰恰是人的本性亦即他的自由，被规定来表述自由与必然的冲突，被确定为把这种冲突带到显现中，把这自由和必然象征地表述出来的那个工具，使作为一般概念的自由和必然在艺术的形象中得到直观。自由与必然的这种矛盾冲突必须通过悲剧主人公抗拒必然性的一种战斗及其失败而呈现，此乃悲剧的必然前提。所以希腊悲剧中的最高的不幸本身不能仅被理解为不幸的结局，它必须被看作“命运的一种作品”，是“没有真正的过错，只因厄运才成了有罪孽的”（Ibid．，S．695）。所以，悲剧人物的罪过在谢林看来并非如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英雄那里那样是“悲剧性的过错”
(13)

 ，而是通过命运的意志，由诸神的不可避免的报复而发生，于是任何想避开和去除严峻命运的企图都是错误和荒谬的，

至于有过错的人只是在服从命运的强力却遭受到惩罚，为了揭示自由之凯旋，此种情况实有必要。这乃是对自由的承认、对自由所触及的那种荣耀的承认。英雄必须为反抗厄运而战斗，舍此将根本不会有斗争存在，根本不会有对自由的外在表现。英雄亦必然受制于那种服从于必然性的东西，然而，为了不使必然性被战胜而不是在被战胜的同时须再次被战胜，英雄亦必须自愿地为此过错而接受惩罚。此即关于自由的最伟大的思想和自由的最高的胜利，甚至心甘情愿地去承受对一种不可避免的罪行的惩罚，以便恰恰通过他的自由本身的丧失去证明这自由，并且在毁灭的时刻仍在宣告着一种自由的意志活动（SW．V，S．696—697）。

谢林正是将这种道德上的崇高阐发为自由凭借之才能上升到与必然性的同一当中的那种崇高。只是这种崇高，它作为最深重的受难而达到最高的解脱，方能满足希腊人的“道德官能”。希腊人在他们的悲剧那里寻找的不仅是“感性的激发”，而且是“正义与人性、必然与自由的这样一种均衡”（Ibid．，S．359，699）。在悲剧的情境中发生着灵魂的认识和统一的活动，人就是这样最终实现了他自己的规定性。谢林把这种心灵的净化解说为悲剧的真正效果。

与亚里士多德相联系，谢林还着眼于悲剧行动处理了悲剧的特征。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定义，悲剧是“对一个高尚和完整的行动的摹仿”，在这个作为有机整体的行动中，也包含悲剧人物的性格。
(14)

 由于悲剧作为摹仿对给定的实在具有一种确定的本质性的构型，所有悲剧不是对悲剧性行动的叙述，而是对这个行动本身的叙述。按照这个经典的艺术理解，谢林也继续把对悲剧的表述相应地总结为原理的直接结构。一方面，悲剧的结构必须是诸行动的一个有机整体，最初的东西，悲剧的开始，必须已经是一种“综合”，必须以绝对必然性去解决的综合，“而且接下去的整个序列毫无选择余地可言”；即使是中间环节也必须整合到原理那里，这样它们“最后才自动地重新从驾驭在整体上的厄运中呈现”，以强制的必然性把行动导向其终点。另一方面，表述的整体又必须直接通过悲剧性格来表现，这悲剧性格反过来建立在“道德教化”最高的层面上，体现和证明了悲剧的“道德”（Ibid．，S．701）。

也就是说，悲剧的绝对必然性来自一种内在的结构，来自悲剧性格的绝对性，行动必然总是“内在地、在情感那里决定的”（Ibid．，S．703）。所以悲剧中对行动的绝对必然的表述是这样一种表述，悲剧的调和并非通过一种异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就如真正的悲剧东西只让自己通过一种内在的反抗产生出来，而“自由与必然的新的和谐”只能借助一种内在的调和产生，确切说来是这样地产生，即命运的那种残酷和严峻，恰恰通过“伟大”、“自愿的承受和情感的升华”得到缓和化（Ibid．，S．704）。这也就是悲剧能够引进冲突并扬弃冲突的那种内在的方式。只是从行动的这种内在连续性和同一性，才出现悲剧行动外在的连续性，谢林称之为悲剧综合的完满显现。

在这个世界中，诸神直接参与人类的各种行动，直接通过他们的“居间存在”造就“解救和声援”。已或多或少地建立在一个分离的世界上，因悲剧已经让必然性与自由对立。在悲剧这里，诸神的显现，就这显现是以在史诗那里的同样的方式发生，已经采取了“奇迹”（Wunderbares）的特征。

谢林在这里，通过对悲剧行动的建构还提示了一种重要的情况，也就是在史诗的表述和悲剧的表述之间的本质区别。他在这里所强调的首先还不是这两者对神性的不同的“再呈现”，因为这种“再呈现”部分地建立在艺术表达的形式结构上。最主要的，作为衡量的尺度，他首先强调地突出了在悲剧和史诗内重新给出的不同的“神—人关系”。史诗性的诗歌表述一种同一性状态，一个尚未分裂的世界，其中诸神和人类依然一体存在。在这个世界中，诸神直接地参与人类的各种行动，直接通过他们的“居间存在”完成“救援和支持”。相反，悲剧——在一定意义上诗剧也是这样——或多或少地建立在“一个已经分裂的世界上，因为它已将必然性与自由对立起来。诸神在这里的出现，就他们仍以在史诗那里的同一个方式存在而言，已经有奇迹的特征”（Ibid．，S．702，703）。实际上，诸神在悲剧那里根本上已是作为“调和的原理”而出现，也即，他们不仅作为“共同参与行动的或至少一开始就卷入在行动中的角色”而出现，而且主要是作为人的实存的那些必要条件而出现，比如作为“正义和命运之神”出现（Ibid．，S．703）。也就是说，悲剧行动的内在必然性之绝对，表述的正是悲剧中的神性。

在史诗和悲剧那里区分不同的“神—人关系”，谢林这个做法已经在其Briefe
 那里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15)

 ，这个阐发属于谢林的最重要的艺术理解之一，对我们这里的考察也十分重要，因为它对理解艺术与神话的关系十分关键。这个区分的基础乃是对人类自由中无限者与有限者之对立的充分意识。只有借助于悲剧中的自由与必然的对立关系，灵魂才能把自己设定在运动中。而人的实存正是通过这种矛盾对立及其解决，把自己完成为绝对者的活生生的表述媒介。据此这个对立，以及伴随它出现的对此对立的意识，就是悲剧艺术真正的内容和本质。由于关于自由和必然的题目在PdK
 中只是隐含地包含着，在此笔者不再继续深入这个题目，仅限于对此给出简短提示：在早期浪漫派和早期唯理念主义这两个派别那里，谢林都是将最初以诗的形式出现的希腊悲剧艺术作为关键问题提出来的第一人。他第一个用哲学的表述“把真正的艺术感觉在具体的事物中直观到的东西”传达出来，这就是自由与必然的对立与统一。
(16)





————————————————————


(1)
  例如所谓古今之争曾在近代理论探讨上长期止步于风格论。对风格史近代转折的必然性提问，或许谢林是第一个给出存在论解释的哲学家，以此他同时对西方思想自来的两大传统来源——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精神——的融合和相交关系作出了第一次的展开。


(2)
  谢林认为开放的东西和秘密均属于对理念的揭示，然而两者有着差异，另见其自然哲学文献Bruno
 ，在那里谢林借安色谟之口将一切“神秘东西”的目的概括为“揭示诸原型”，同时把自然的创生活动的特点突出为无意识的。


(3)
  这种神话理解与其时代的古典主义者和浪漫派的神话理解之间的共同之处，首先在于确认神话与荷马史诗的一体存在，其次在于确认二者在时间起源上的吻合。不过，这个起源在谢林那里得到的处理不同，这指的是，它在谢林的哲学神话学那里不仅是作为历史的统一被推演地推导出来，而且恰恰是哲学地作为神话与史诗的同一被建构出来（前者是历史的总结，后者是先验的建构，按照理念可能性的建构），神话在这里是在与同一性哲学的神话建构的总体关联中，是从这个关联中推导。Cf．SW．V，S．409f．，640f．：第641—642页，那里着眼于诗的方式讨论了史诗的完满构成。第645—653页涉及重要的确认，史诗是特别的一种诗歌类型，那里，史诗与戏剧的一般比较还是次要的，从其自在东西去看的史诗才是讨论的重点。


(4)
  Cf．SW．V，S．369，414—415，457．


(5)
  见Poetik
 ，第7章、第8章及第23章。亚里士多德在那里特别地提醒我们，必须把史诗看成悲剧的前形态。另外他在《诗学》第24章和结束章中对作为不同诗歌门类的悲剧和史诗性诗歌的比较也是众所周知。


(6)
  谢林对个别诗歌类型的论述出现在《艺术哲学》的特殊部分，那里他建构了“在其观念与实在对照序列中的各种艺术形式”，参看SW．V，第488页以下，特别是第639—657页，第687—704页。


(7)
  关于晚期谢林对其在《艺术哲学》中悲剧释义的那些自我评价，可参看谢林之子K．F．A．Schelling的报告，见SW．V，第VII—VIII页。


(8)
  笔者指的是P．松迪在Poetik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
 ，Bd．II中深入的研究工作。参看同一作者，1974，第13—20页，特别是Schellings Gattungspoetik
 ，这一部分的阐述，第193—196页，第204—235页，第238—253页，第256—271页，第290—305页。


(9)
  在谢林的悲剧释义中已清晰地透露出早期德国唯理念论的自由意识，所以在谢林研究者当中的一般看法是，不仅必须将这个悲剧释义看作谢林的艺术观的中心思想，还必须哲学史地将它看作谢林整个艺术哲学的直接的萌芽；对此可参看P．Szondi，Bd．II，第192页；J．Fried，Die Symbolik des Realen
 S．48f；关于这个总体关联中悲剧与历史意识的平行之处，可参看F．米奥索（F．Mioso）的相关分析，载：《谢林研究丛书》（Schellingiana
 Bd．11），参看第452—458页。


(10)
  此处的悲剧理解以此清楚地区别于康德和席勒的悲剧理解以及施莱格尔兄弟的“悲剧美学”观。康德和席勒的理解均与先验哲学的道德学说紧密相连，施莱格尔兄弟则认为悲剧有一种“审美—社会的”教化功能，参看康德KdU
 中的崇高分析，B78—B110；另F．Schiller的„Über die tragische Kunst“，Friedrich Schiller Werke und Briefe
 ，Bd．8，1992，S．251—275，„Über das Erhabene“，ebd．，S．822—840，„Kallias，oder über die Schönheit“，ebd．，S．276—330，„Über Anmut und Würde“，ebd．，S．330—393；此外还可参看Behler在其《浪漫派及唯理念主义哲学研究集》（Studien zur Romantik und zur idealistischen Philosophie
 ）中对早期浪漫派的悲剧冲突规定的研究以及对其历史哲学构架的研究，„Die Theorie der Tragödie in der deutschen Frühromantik“，S．196—207。


(11)
  亚里士多德Poetik
 ，第一章；尽管带有很突出的“技术”特征，Poetik
 仍然针对着柏拉图的艺术观点，第一个在理论上承认了作为精神活动的艺术的真正贡献。谢林艺术哲学中的“类型诗学”却明显是以柏拉图主义而非以亚里士多德的构想为导向。


(12)
  也可参看F．W．J．Schelling Werke．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中的文本，AA．I．3，S．106—112。


(13)
  参见亚里士多德Poetik
 ，第13章。


(14)
  参见亚里士多德Poetik
 ，参看第六章的悲剧定义。


(15)
  参看谢林早年的Briefe
 第十封信，其中阐发了艺术在对自由和必然关系的意识那里的意义。SW．I，第336—341页内容。


(16)
  Cf．L．Hühn，„Die Philosophie des Tragischen．Schellings，Philosophische Briefe über Dogmatismus und Kriticismus“，Die Realität des Wissens und das wirkliche Dasein：Erkenntnisbegründung und Philosophie des Tragischen beim frühen Schelling，
 Cf．Schellingiana
 Bd．10，J．Jantzen hg．，1998，S．95—128；此外还可参看E．Behler的文章，“Die Theorie der Tragödie in der deutschen Frühromantik”in： Studien zur Romantik und zur idealistischen Philosophie
 ，1988，S．196—207。


第十一章　基督教作为观念的神话

要理解基督教是“观念的神话”这个陈述，关键是始终将基督教放在与希腊神话的统一关系中，作为后者的对照面去考察。这种对置及其综合关系建构正是谢林的哲学神话学集中展示的重要内容。将两种神理解置于一个更大构架中把握，其维度是存在论的。

但即使在这个关系中，谢林的处理令我们乍见之下仍然感到意外。提到基督教神话，我们惯于联想到《旧约》的神话内容，例如那些关于大洪水，神的创世等等几乎是尽人皆知的重要神话信息。
(1)

 然而，谢林的哲学神话学现在是在诗、哲学和宗教的最高同一的意义上研究基督教的起源。在这种形式内，即使当基督教的神话根本显现为希腊神话的对立面时，它们之间这种同一来源的关系也并不因此被看成打断的。同一性哲学称这种统一关系内部的对立为一种“形式上的差异”，对立的双方属于一个共同的整体即宇宙。从同一性哲学的立场看，基督教不仅与整体有对立，它也具有借助于这种对立关系传达出来的与整体的联结。在这种处理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基督教的启示在此是借助于希腊神话的本性来揭示，后者在这里始终是作界说的东西。谢林就这样在对观念神话的建构中突出了对立的创造性意义的思想，这种对立，它所展示的矛盾性，仍然服务于揭示整体。那么，站在同一性哲学的立场，谢林是在什么意义上将基督教看成神话？他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将基督教看作神话，即希腊意义上的，关于神的知识。即使在其与希腊神话的显著的对立中，完全可能仍将基督教看成神话，并且，即使在按照这种基督教神话的理念思考的情况下，也可以从诗的角度去建构它。这个努力是1802—1805年的PdK
 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特别当我们想到，晚期的谢林在他的神话哲学的那种肯定哲学式的处理那里，出于宗教的立场，不再处理这个题目。

基督教是观念的神话这个表述，实际上构成了神话的历史建构的真正的重点。在这个课题这里，神话的重要性得以在其时间性的显现中凸显。在历史的视角中，神话在自己那里本质性地表述出“质料”的一种“一般的”、“形式的对立”，这对立必然显现为“贯穿在所有的艺术分支里面”，可以在所有的艺术分支里面辨认出来的对立（SW．V，S．372）。从艺术的角度看，神话是神话性的“质料”，神话主要是从其与诗的一种生成活动的关系去考察。这同一个处理于是也要看作谢林哲学对涉及古代诗和近代诗的对立的审美问题的一种回答。后一种对立是从神话一般“质料”的视角去思考的，它被概括为这种无时间的“质料”在时间内的显现。

所以谢林对基督教的哲学神话学处理，并不从基督教的发生史的历史神话起源入手。《圣经》中“创世记”这样的神话因素甚至被他完全置于考察视野之外，根本没有出现在对神话的哲学建构那里。基督教被更本质地理解为诗的宇宙的一个方面——这宇宙在自身包含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方面：一个是希腊神话，另一个是作为基督教神话的基督教。哲学在前一种神话那里必然可以观察到无限完满地构成在有限那里的活动，而精神性宗教的构成活动却清楚地揭示自己是朝着另一个方向运动的，也即它的方向是形式回构在本质那里的活动，是有限被吸收在无限里的活动。基督教在诗的宇宙内体现着返回存在的原初同一性的活动，其特征是一种过渡活动的特征。也就是说，观念的神话在完成自己的时候必然构成为一个巨大整体内的一个有机部分并返回到整体内。对作为观念神话的基督教的建构的重点，就在于哲学地对这种对立的必然存在、对其必将通过“天命”（Vorsehung）被扬弃等等，作出表述。神话“质料”原初的统一性应该通过艺术的历史，通过诗的本质表述自己，永恒者应该把自己在艺术的历史中揭示为永恒者，具体说来，就是揭示为艺术的整个历史性生成活动的最后目的。正是这些认识被思考为无限者的必然启示，思考为基督教和观念性神话的生存形式。

谢林不仅把观念神话揭示为希腊神话的对立面和映照物，还直接把这种观念神话构建为诗宇宙中希腊神话对立一极。不仅是基督教的神话性方面，恰恰还有它的神秘东西，都被确立为对神的认识的核心东西。这正是谢林联结希腊和基督教的特别之处。在现象世界中扬弃无限者与有限者的对立有两种可能，谢林喜欢的说法是两个“方向”，一个是诗性的，一个是宗教的。在无限原理的自我肯定活动的完成那里，这两个方向最终应该彼此重新融会，这就支持了自然与自由的统一。

基督教对立着希腊那种实在的神话呈现为观念的神话，是从宇宙立脚点看，基督教被置于神话的地面上，被把握为神话。这个一元论的宗教的那些神话因素，从一般神话“质料”的角度考察，于是被认出是这“质料”内部的一种形式对立的结果和显现。建构因此不断地指向对立面的再次统一。“诗的宇宙”内“观念与实在”的这种对立，本身可以回溯到早在人类的构成活动开端即可以发现的“诗、哲学与宗教”这两股潮流的必然分离那里，这是相应于宇宙的二元论的两股潮流。谢林认为：“实在的神话在希腊神话那里达到了自己的繁荣昌盛，观念的神话则在历史的进程中完全把自己倾注在基督教那里。”（Ibid．，S．424）。

要理解谢林将基督教本质上阐发为观念的神话的这种做法，我们必须弄清，在这里，作为“观念的神话”的基督教恰是在其最高的宗教意义上被理解，也就是在本来的意义上被理解为“关于神或诸神”的认识（Ibid．，S．286）。作为这样的宗教，它主要是从其在同一性的原初生存那里的根源去展开的，也要通过这个生存去理解。它被不断地凸显在其与实在的神话现象中的对立那里，恰在这种矛盾对立那里，它的内在本质被照明为真正的“神学”即对绝对的启示。它是历史关系中的观念性神话，它这种“活生生的宗教，不是作为一种过去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现在延续着”（Ibid．，S．301）。基督教的使命是被世界精神所规定，作为“永不会转变为一种绝对的当下”的永恒理念的无限象征而存在（Ibid．，S．288）。


 第一节　基督教作为普遍历史

谢林对基督教神话的研究，直接始于基督教的固有本质，也即基督教只能历史地去考察这个存在事实。基督教作为历史本身，以与原初同一性的一种对立为前提，或者，以从同一性状态的一种背离为前提。正是在基督教神话对希腊神话的这种对立性那里揭示着两种神话的共属。如果说历史的意义根本就在于传达神性的原理，那么人的理性是通过历史获得与神性的关系，正如反过来，神性是借助于历史启示自己。这是谢林最深刻的历史哲学洞见，把在其主体性中的基督教把握为存在整体的某种对立面，把握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正是谢林的同一性哲学把基督教树立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关联中，表述为宇宙的一个方面。谢林以此揭示了，从本质上说，一种历史的观点只可能存在于存在整体之内。在历史这里，就精神也即历史的主体现在试图在自然与历史的一种矛盾关系中理解自己而言，人类理性上升到了历史意识。

至于说，从艺术的方面看，基督教把自己构成为“观念的神话”，这却要求特定的时间性条件。希腊神话作为“实在的神话”虽然存在于时间之内，却产生于历史之外，并且凭借它的诸神上升到了一个无时间的世界中，以此仿佛扬弃了它的历史性。与此对立，对基督教来说，时间性关系是不可去除甚至于为其所固有的东西：时间性关系属于它的实存方式和直观方式的特质。而这就造成，即使是基督教的神话，其在关于世界精神的思考那里也“始终只是更大（存在）整体的一个部分”（SW．V，S．442）。这个更大的整体本身在现象中通过一种特有的存在揭示出来，即基督教依靠“流传”或传说与其起源发生联系。矛盾对立在这里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观念的神话”的真正意义本身不允许直接通过仅仅是时间性的规定，通过各种经验性质的历史关系去解说。不如说，此一宗教的历史关系与此一宗教的生存密不可分，两者必须看成一个统一体。

于是，“作为普遍历史的基督教”的这个表述在对“观念的神话”的建构那里成为第一个要点（Ibid．，S．429）。谢林以“普遍历史”（Universalhistorie）这个主导概念形而上地阐发了“历史的诸种开端”和那种“绝对关系”（Ibid．，S．425，287），基督教就是在此种绝对关系中形成为普遍历史。它同时标志了古代历史进程的中断和一个新世界的生长点，那就是基督教的发端：

对一种更高的视点而言，它［基督教］即使在其最初的诞生那里，也只是一般精神的一种个别现象，此精神不久就成为整个世界上最具力量的。并非是基督教单方面地创造出当时那个世纪的精神，当时的基督教只是对这种一般精神的一个表述；它只是当时第一个说出这种精神，并以此固定这种精神的事物。（Ibid．，S．424）。

也就是说，基督教之形成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此种必然性是通过与命运（Schicksal）的决裂而表达出来。与谢林这种历史观点吻合，基督教在历史中的产生和生存证明了其理念的必然。按照谢林同期的Studium
 中对基督教的思辨表述，历史在绝对者那里有其根源。整个历史应把握为“一理念在持续进步中生成为实在的那个过程”（Ibid．，S．280）。由于一般历史的更确切的各种发端实际上不可追溯，谢林在这里坚持着古希腊的传统，并不以文化为历史进步的产物，而认为“文化”的状态是“人类最初的状态”，认为国家、各门知识学科、各种宗教和各门类艺术的“最初建立”乃是一体的；所有这些文化“当时并未真正分离开来，而是处在最完满的贯穿当中”，正如它们在“最终完成时将再次成为一体的”（Ibid．，S．287）。与这种历史观点相应，他洞察到，基督教的最初起源已存在于一般世界精神历史地分流为“诗、哲学与宗教的两股潮流”那里（Ibid．，S．424）。所以基督教出现在一种绝对的历史的关系里，而由于它被给定一个作为“流传”的生存整体这种情况，它本身不允许只得到局部的理解。谢林以这样的事实提示基督教理念的普遍性，那就是基督教已经“先于和外在于”它自己而存在，作为神秘的因素它早已“生存”在希腊教那里（Ibid．，S．298）。基督教之存在是作为一般精神的显现，它作为一般精神的显现是在更大的整体中得到它的意义。

即使在基督教本身那里，一般精神也总是通过对立面的统一表述自己。谢林在基督教的最初阶段，即已分辨出两种互相对立着的因素，那种本身完全是“唯实论的”犹太神话，比如《旧约》中的神创世界的想象（“创世记”1—3），以及关于基督的“一种更高道德”的思考萌芽。后面这种更高的道德指的是基督那非凡的生命，他那“史无前例的”事迹和那个具有“最大冲击力”的历史事实，战胜了“十字架上的死亡并复活”（Ibid．，S．425）。基督之“复活”必须要理解为一种把自己启示出来的神性现象，一种从有限的躯体和生命中的真正的现实的升华。不同于任何与原教旨的基督教信仰进行无情斗争的近代启蒙理性，谢林在艺术哲学对“观念的神话”的建构这里，强调基督之“复活”是一个“事实”，

否定这个事实，乃是对历史的发疯。因为这个给定的事件已造成基督教的全部历史。人们在此后堆积到这个人物身上的所有的奇迹，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从［复活］这个瞬间起，基督已是一个新世界的英雄，最低下的成为最高贵的；十字架这最深重的屈辱标志变成了世界秩序的标志（Ibid．，S．425）。

在历史上的基督出现的时候，基督教中的观念原理和实在原理的对立也“在基督教历史的最早的文字纪念碑”那里发挥了作用（Ibid．，S．426）。这指的是那种通过一种更高的认识引进的、按照犹太教的实在精神作出的各种质朴讲述。而谢林认为其取得的成果对阻止基督教随着时间消解于哲学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在基督教最初的传播活动那里，诺替斯主义还应当得到一种特别的肯定。也就是说，它当时怀着一种“正确的感觉，对自己必须要求的那种东西的一种肯定的意识”，勇敢地抗拒着“各种哲学体系的入侵”，因为“所有不是普遍历史的东西，所有不能成为一切人的事务的东西”，都必须按启示的思考去除掉。

基督教的早期历史还带着它的迅速传播和它的“大众化”带来的各种烙印。按照谢林看法，它即使在发展中也在寻求继续保持它那种原初的“民主方向”。然而，通过这样做，这种宗教的观念性原理尚未马上进入生命，它为此还需要“质料”。“走向基督教的未来构成的最初伟大的一步”是圣使徒保罗在小亚细亚的传教活动，是他“最早把那种学说传播到异教人中间”（Ibid．）。于是原本来自东方的观念原理，在与对立面的结合中点亮了生命。谢林在此回顾中马上提示我们，“仅在完全不同的因素相互发生接触的地方，浑沌式的质料才能把自身构成出来，此种质料乃是一切生命的开端”（Ibid．，S．427）。

也就是说，正是在基督教成为“普遍历史”的地方，那里“基督教的质料”已将自己构成为“神话”。谢林同时提示我们注意，此信仰之成为普遍历史，还有其历史的契机。也就是说，普遍历史亦借助于一种“堕落”而发生（Ibid．，S．424），一种仿佛攫住了整个人类的“堕落”：“人类把自己从自然中扯脱”，却无法找到“另外的家园”。由于这种情况，在基督教诞生之时世界上正弥漫着一种遭遗弃的感觉：

希腊的美已然消逝。集世界上的壮丽于一身的罗马，被它自己的伟大压垮；被所有的客观性东西所餍足的需求，自动走向了厌倦，它的倾向是转向观念（Ibid．，S．427）。

还在基督教的力量扩展到罗马之前，那种对一个新世界的一般情感就攫住了当时的整个世界“看来有一种一般的精神把所有的思考吸引到东方，似乎救星将来自那个地方”（Ibid．，S．427—428）。世界精神把历史第一次直观为“宇宙”即存在之整体这种情况，正发生在“罗马的世界统治”的时代。那里出现了一种精神上的统一：从作为中心的世界统治出发，“各个民族的各种规定构成并结合起来”，世界精神把一些此前默默无闻的民族引到世界统治的舞台上，“为的是将来自所有气候下的诸种民族的质料与倒塌的罗马废墟混合起来”（Ibid．，S．428）。对世界精神来说，当时的世界民族迁徙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大自然的一种内在规定性导致了民族大迁徙的现实发生，以致历史哲学地看来，当时是“一种自然必然性完成了历史的精神在其计划那里的构想”（Ibid．）。

在这个研究那里，谢林对大迁徙表示出异常大的兴趣。他认为在他的时代，所有对民族大迁徙的历史学解说都不够充分，正是因为它们的纯粹历史主义的视角局限。相反，为了解释民族大迁徙的原因——它的后果是罗马帝国的倒塌，谢林诉诸一种更为一般的法则，一种同时驾驭着自然和历史的法则，因为在他看来，“那种在自然中，按照有限性法则显现为静默的、受限制的东西，却在历史这里，在伟大的时期中本身清晰地表达出来”（Ibid．）。基督教发展的这段时间，也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发生和发展，比如基督教上升为国家宗教以及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谢林认为所有的这些历史的给定情况，基督教的形成也好，民族大迁徙也好，与其他大事件一样，都要理解为绝对必然性的一种“工具”、“诸事物的永恒秩序”的一种工具（Ibid．，S．202）。

按照谢林的唯理念主义历史观，历史的绝对关系已经构成。他说，“从这个时间点即罗马帝国的最高权力和罗马帝国的倒塌，即开始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普遍历史的东西”（Ibid．，S．428—429）。宇宙也即存在整体——现在作为历史，显现为已从两个方面差别化的，“在宇宙中的那个
 部分——它表达宇宙的实在
 部分，其中特殊
 占据统治地位——，一个像希腊民族这样的特殊民族［……］成为类族，相反在［基督教］这里，一般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特殊则融汇于在一般之内”（Ibid．，S．429，黑体为原文所有）。

已经使新世界对立于古老世界的那个矛盾，反过来也揭示出绝对关系：宇宙也即整个存在整体在基督教那里“根本上被直观为历史，直观为道德的王国”（Ibid．，S．287），基督教以此进入了一般历史。谢林在这里再次诉诸其在1800年的System
 和1802年的Studium
 中先后提出的“历史三阶段”的先验假说模式。他认为，历史有三个阶段即自然阶段、命运阶段和“天命”阶段。这三个理念都是同一性的表达，只是方式不同。从这个阶段性的关系去看，整个古代即是“历史的悲剧时期”（Ibid．，S．429），处在命运的阶段。但这不是指在命运的阶段中尚不存在“天命”。命运即“天命”，只不过是在实在性中被直观到的“天命”。“永恒的必然性在同一性时代把自己启示为与同一性共在的自然”（Ibid．），希腊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随着从自然的脱离和堕落，必然性把自己启示为命运，借助于出现在其与自由的现实冲突中这种形式。这就是古代世界的结束。新的世界始于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罪孽，人从自然中的堕落。而人对矛盾的意识同时扬弃了他的无辜，这种意识直接地要求调和、修好和自愿的服从。这就是关于“天命”的思想的意义：“一种意识到的调和修好，取代了与自然的无意识的同一，取代了与命运的决裂，在更高的级次上重新创造出统一。”（Ibid．，S．290）也就是说，基督教不仅是普遍历史，借助于它的基本直观——将宇宙直观为“天命”世界，它还把“天命”阶段引进到历史中。

必须注意，在此，谢林阐发的历史三阶段是与希腊的循环时间观的结构统一着的，后者的这种时间结构对于神话非常典型。所以在谢林这里，真正的神话是同一性的时代，其时有限者尚未与无限者分离，二者尚封存在特殊之内，也就是说，有限实存还在直接享受绝对生命，那种没有存在中心和边缘之分的绝对生命。这种同一性状态的例子就是希腊人，这些伟大的人生活在历史之彼岸。

在其悲剧时期的古代世界体现的是宇宙中的“走出”的方面，即“人走出其存在中心，最大限度地远离这个中心”（SW．VI，S．57），这是诸精神从它们在自然中的中心“坠落”或下降；而新世界体现着宇宙中的“复归”的方面，也就是诸精神返回绝对同一性的运动；它们分别表现了宇宙的“离心”和“向心”的不同方向。


 第二节　最后的神与无限的宇宙

谢林建构了基督教神话的另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即基督教对神性那种纯粹观念的把握和理解方式。这种对宗教神性东西本质的“存在论—神话学”的观点，其特别不同于历史上对《圣经》原始历史的和谐化努力以及启蒙主义的流行宗教观点之处，在于它那种同一性哲学的洞见：宗教从根本上说只以两种形式之一显现，也即它要么显现为实在的自然宗教，要么显现为观念性的、精神性的宗教，其在诗的宇宙内，本身必然表述为实在神话与观念神话的基本对立。

对谢林来说，基督教神话与实在论的神话所形成的这个对立恰恰成为存在论神话学建构的关键，因为伟大的存在整体本身只有在这种展开为两个对立方向的普遍关系那里才能被把握。对立不仅为研究打开了视野，它本身也是建构的对象。现在，谢林要借助于更高的“理智直观”把基督教对神性的直观，基督教的宗教真理——它们以伟大的方式存在于一元论的表象形态那里——引回到神秘主义与神话的那种内在关联中，以此获得和保持宗教的那种通过宇宙即存在整体而生存的最高意义。

建构在此主要集中于基督教对神本质的基本直观的那种观念性方向。这种处理也是种概念的澄清，使我们能够明白，谢林在神话直观概念这里理解的究竟是什么。以此他首先处理的是对神性原理的直观性认识及与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认识方式，并且是在这个意义上：此种的直观知识根本是构成在实在的和观念的这两个互相对立互补的方向上。如果说实在的直观方式已实现在希腊的民族宗教也即其神话那里，那么基督教对理念世界的直观也并非偶然，对这种考察，它证明自己必然发生在另一个方向、一个全然不同于希腊直观的方向上。也就是说，对立在这里正是这两个世界的统一方式。

如果说在对基督教这种观念的神话之直观神本质的分析这里，依然未涉及对《圣经》神话如《旧约》中关于创世记、创造人、人的堕落的那些报告的考察，使我们始终有些迷惑。那么，在我们看来，它们没有进入考察视野的原因在于，谢林认为，其与在希腊形成的那种实在方向的神话直观没有构成“任何的对立”（SW．V，S．287），以此没有进入与希腊直观的整体关系之中；相反，谢林置于考察中心的是基督教的救赎史和基督教的那种基本启示，此种启示唯一能标志这种宗教的本质即“在历史中完全道德地去直观神”（Ibid．，S．299）。

在这里，笔者把这种“观念的神话”对基督教核心概念即神的概念的提炼表述为这种神话的第二个重点，这个概念是着眼于“化身为人”的神的概念。这是个极具冲击力的深刻认识。同时笔者认为，谢林正是以这个理念清楚界定了基督教神祇的象征圈，使之与希腊的诸神世界恰恰形成鲜明对照。对每种考察来说，这个对照都使我们印象深刻地理解到基督教的神的概念之特质。在考察基督教的理念世界时，谢林又将基督教纳入到世界精神的更大存在整体中去洞察，在这个更大的存在整体中“基督教复成为一个部分”并作为一个部分存在（Ibid．，S．443）。在这种视角中，基督教被看成“神性天命的一个特别的作品”（Ibid．，S．297）。基督教的诸理念服务于对这神性的启示，它们必然作为各种观念性真理存在。

神的“化身为人”是基督教的第一理念或最首要的理念。可以说，仅这个理念即已涵盖了关于基督的整个学说。但谢林对作为“观念的神话”中的基督形象意义的建构，并未完全按照教会的精神使用“化身为人”这个理念。他在“化身为人”的基督这里毋宁说是在诉诸《新约》中关于基督的那些陈述，那是在其神秘的“神—人性”中的基督。显然对谢林来说，要适宜地把握这个概念，须先与经验的神学拉开距离，因为后者把“那种只能绝对地去认识的东西，移植到知性活动的经验观点中”（Ibid．，S．299—230），结果必然是失落基督教诸理念的真正意义。

现在，存在论的神话学把基督教的第一个理念等同于基督本人，确切地说，等同于作为“古老诸神世界的顶峰和结束”的那个基督。它揭示出，作为个体的基督是个全然概念的人物。谢林在其Studium
 的神学讲座中
(2)

 ，已经在耶拿的公众面前澄清了这个重要的认识：正因为作为个体的基督是个全然概念的人物，所以对历史理性存在着一种绝对的必然性“把他［基督］理解为象征的人格并从更高的意义上去理解他”（Ibid．，S．292，297）。谢林指出，神实现于基督身上的肉身化并不意味，“神在某个确定的时间点上采取了人的本性”，因为必须将神理解为“永恒地外在于所有时间”的，相反，“神之化身为人”在哲学神话学这里要作为一种“永恒的成为人的活动”去认识；也就是说，“神最初是在基督身上真正成为客观化了的”这个存在事件，“造成了整个历史”（Ibid．，S．298），此事件必须观念地理解。而这些确信——基督是神之子，他曾经是人并已死去等等——都已成为成长中的基督教的结晶石。用同一性哲学的语言说，此处，无限者在通过“天命的作品”也即整个历史启示出来（Ibid．，S．307）。在神性的这种独一无二的显现中，基督揭示出，他同时是现象的“顶峰”和“开端”，一个新世界的秩序就通过这个“开端”而设定：“从基督开始，它（现象）要通过这种情况把自己设定为前进的，也即，他所有的后继将只是同一个身体的肢节，而基督是那头脑。”（Ibid．，S．298）

谢林揭示出，借助于一个关于“最后的神”的理念，两个世界——希腊诸神的世界和基督教神性的世界——的界限，一劳永逸地被设定了。基督教的基本直观关闭了古老的诸神世界，与此同时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其中统治者乃是无限原理自己。所以，在神之“化身为人”这个理念这里，“衔接着基督教的所有规定”（Ibid．，S．292），也就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在早期基督教那里，当时这个理念仍以一种被希腊教打上烙印的精神被理解，这理念在基督教中也展示出，其与神性在希腊教中的那种具体化有着天壤之别：

在基督教那里，事情与有限者无关；基督以奴仆的形象，以卑微的身份来到人类当中，他忍受痛苦，并用自己这个实例消灭了有限者。因此在［基督］这个形象里并不存在对人性的任何神化，如希腊神话中的情况；这里发生的是一个神之化身为人的活动，目的是通过在基督的人身内消灭从神那里脱离出来的有限者，以便重新达到与神的和解（SW．V，S．431—432）。

在此非常重要的是要看到，由基督的显现并未构成任何一种封闭、完成的诸神世界，相反，希腊那古老的诸神世界恰恰由于基督的显现而终结。那么，为何终结诸神世界的基督教仍被谢林作为神话来考察？这是因为基督教与此同时又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观念的世界，而这样的观念世界在希腊人那里只是潜在地存在，其对希腊人是个尚且“关闭着”的神性世界，是他们始终要用“不可见的”和“精神”的世界去譬喻的那个神性世界（Ibid．，S．289）。基督以其显现直接打开了无限者，此无限者在他之前不曾显现；而借助于出现于有限中这种方式，基督把这种“在其人类形象中的有限者”贡献于神，与神修好（Ibid．，S．432）。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最后的神”，同时又标志“古老诸神世界的顶峰和结束”。因为，“在他之后出现的是精神，观念的原理，新世界的统治灵魂”本身，而“他［基督］之所以出现，只不过是为了在那里划界”（Ibid．）。

在新的世界中，神性不再把自己启示在自然中，而是在历史中褪去其外衣。所以基督教与希腊神话的关系成为历史与自然的关系，而正是在新世界这里，古代世界才作为对立面被采纳进来，才被理解。

在基督教的新世界中，按照观念的原理，无限者与有限者的统一借助于一种主体性的象征表述自己，因为直接指向无限者的基督教不可能像希腊宗教那样客观地表达这种统一性。于是“那种只能内在地直观到的对矛盾的解决”，始终保持为“神秘”和“秘密”（Ibid．，S．293）。谢林看到，这种主体性的统一同样也通过基督教的“奇迹”概念表述出来。在基督教的宗教奇迹这种直观中，“每种理念的起源”都等同于一个“奇迹”，“因为理念虽然产生在时间中，却不必与时间有关系”（Ibid．）。

基督教的“奇迹”与启示的“奇迹”不可分。在“奇迹”这样的事件中主体是被超自然的神性直接攫住、确信无限的神性力量。而在希腊神话那里根本不可能发生对“奇迹”的体验。这是因为对希腊人来说，“自然直接是、本身是神性的，即使是他们的诸神也并非外在于自然存在和超自然地存在”（Ibid．，S．289）。在希腊人那里，存在的不是两个世界即一个感性的世界和一个超感性的世界，“而是一个世界”（Ibid．，S．438）。希腊人杰出的感官，凭借客观的规定性即扬弃了神性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对立。相反，基督教本身仅在一种绝对的分离发生之后才可能存在，基督教在自己的起源那里即已建立在宗教“奇迹”上；它按其本质即唯一指向精神的、超感性的和神性的东西。

在规定“奇迹”概念时，谢林试图让秘密东西（das Esoterische）和精神性东西出现在基督教的公开东西和字面东西（das Buchstäbliche）那里（Ibid．，S．304）。他指出：“奇迹是一种从经验角度看的绝对者。”（Ibid．，S．439）正如对“奇迹”的体验总是被指示到各种个别形式和经验现象那里，对“奇迹”的阐发则必须把它阐发为属于启示的、对基督教神秘的神性王国也即对永恒者本身的一种直接直观。

如果说基督教的最首要的思想就是，从神中堕落的有限者将通过它自己在有限者那里的诞生重获与神的和解，那么宇宙的全部目的以及宇宙的历史的实现，本身都揭示在“三位一体”的思想那里。谢林在PdK
 和先行的Studium
 的系列讲座中，都处理了基督教的这个重要的思想，认为“三位一体”这个理念对基督教“无条件必然”（Ibid．，S．294），然而这个理念所蕴含的深意也要求对“世界历史”关系的思辨理解。这个关系在于，

永恒的、诞生于所有事物的父亲的本质的神之子，乃是有限者本身，正如它是存在于对神的永恒直观中；而它之显现为一位受难的、服从于时间厄运的神，是在自身显现的巅峰即基督那里；基督关闭了有限性的世界，打开了无限性的世界或曰精神统治的世界（Ibid．）。

谢林将“三位一体”的理念看作基督教关于神性的根本学说。这三一性作为一个适宜的宗教象征相应于无限者及有限者与永恒者的那种理念关系。他的同一性哲学现在借助对所有事物在绝对者中的神性生命及其与神性本质的内在亲缘关系的洞察，表述“三位一体”理念的思辨意义。在1803年的同一性哲学文献F．Darstellungen
 中，谢林把“三位一体”高扬为“适宜的”直观象征，即适宜于直观无限者与有限者“在神性本质内和随着神性本质存在”的那种不可扬弃的关系（SW．IV，S．390），以证明无限者与有限者自在的绝对统一：有限者是“存在于绝对之内的”有限者，它因此“与无限者和永恒者——其为绝对本身——”同样地“绝对”（Ibid．）。在对话Bruno
 中，谢林借安色谟之口盛赞“神之子的美”即“永恒原型”的美，因世上所有的“造物”都倾慕、追求这种美（Ibid．，S．223），因其是诸事物在神之内“事先构成的生命”，具有更高的完满性（Ibid．，S．224）。他谈到如若人们具有神性的生命——此即“绝对者天然的儿子”——他们也就到达了“父亲”即无限者那里（Ibid．，S．327）；而这条路在绝对认识活动那里实际上对每一个理性生物都打开着。但哲学思辨在三位一体的理念那里首先看到的是，对有限者的一劳永逸的扬弃同时即是通往无限者的道路。作为神之子的基督，虽然在自身中将神性有限化，

然而他并未采取在其尊严中的人性，而是采取在其谦卑中的人性，而且把自己表现为一种属于永恒的、在时间中却是暂时的显现，表现为这两个世界的界限。他本人返回了不可见的东西那里，他许诺我们的，不是他的不进入有限者、不曾停留在有限者那里的原理，而是精神，是观念的原理，它毋宁说是在将有限者引回到无限者那里，而这作为无限者的无限者，正是新世界的光芒（SW．IV，S．292）。

这个被希腊表象打上烙印的概念，在基督教中也标志基督与圣父的那种独有的关系。即使作为“最后的神”，基督也仍然是一个超出尘世的形象，他通过这种方式打开着无限宇宙，这个宇宙从基督的时刻开始，就无条件地不能以任何直接方式去认识，而只能以对历史的绝对观点去认识（SW．V，S．303）。

谢林对基督教神话建构贡献的关于“最后的神”的这个思想具有无限者的特征，在这个思想内，观念作为独立的、必然的，恰恰作为观念本身，去掉了自己的蔽障，显露在对抗实在的那种对立关系中。观念的这样一种启示或客观化，被承认为宇宙的自我肯定活动的另一方向，以至于自在东西即整体本身，也随着对它的两种直观方向的认识活动启示出来，启示为那种将两者不可分地包容在自身中的东西。基督教借助于它自己关于神的理念，它对基督的各种神迹的直观，打开了在其客观性中的无限者方面。在这种客观性中，现在是本质本身占据主导地位和压倒优势，这里是有限者“在无限者内”被直观，有限者以此才成为“对无限的反射”，因有限者——它现在是无限者的形式而已——被构成在本质中（Ibid．，S．454）。

基督教把整个历史造就为它自己的神的理念的象征。只有在这作为神性王国之一般历史的历史这里，基督教的整个理念世界才获得客观性。这个理念世界始于一个堕落和对丧失的感受，此后是要与神性修好的意识，也即，要借助于自由意识重新建立神与人之间被罪孽毁掉的关系；再后是“天命”，一个不可抵达的未来，就一种神性的理性原理强力地贯穿和驾驭着世界而言。于是，对于基督教，其所有理念于其中将变成客观的那个整体，本身必然又是一个无限整体；无限者和有限者之对立的扬弃，也必然又是一个无限课题。

以此，基督教的世界理解把近代世界造就为道德王国，其特征是，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有限者都是消逝着的、服从于无限法则的；而绝对者处于无限遥远之处。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这里，道德的概念并非启蒙主义道德学说意义上的。谢林的道德理论，其总体关联是在同一性哲学的System 1804
 那里，从神的绝对认识活动学说中推演得出的。其要点是，在道德涉及“最完满的”即“表述着神之理念”的那些行动的意义上，在道德与“对神的适宜认识”成为一体的意义上（SW．VI，S．556），还必须将道德理解为“信仰”本身，理解为“对神性的信任和信念意义上的”（Ibid．，S．559）；在这种等同于信仰的道德那里，人必然能“按照良知”去行动和决断，不断地通过信仰去扬弃此岸与彼岸的对立；也就是说，是其信仰使人类达到其“永福”。


 第三节　基督教神话质料的整体性

作为观念神话建构的第三个要点，我们接下来分析谢林着眼于“古代诗歌与近代诗歌在涉及神话时的对立”而对基督教的“神话质料的整体性”的建构（SW．V，S．417，429）。这个表述对我们是重要的，因为它将“观念的神话”的本质阐明为希腊神话的对立一极，阐明为近代诗歌的质料和新开端。这个表述同时还可看作是对基督教神话的首要条件的论证。不过，这个命题的决定性意义首先在于它的这个功能：它应该为对神话的理性观点带来一种洞察，即基督教并非是一种“封闭完成”的神话，而是在自身内具有“神话质料的整体性”（Ibid．，S．429，442），由此可看成一种生成中的神话，其具有神性宇宙的另一种方向。所以在建构中，谢林对基督教那里存在的神话质料不曾发生疑问，他提问的是基督教神话内这种“质料”的主要特征（Ibid．，S．429），凭着这种“质料”的构成，一元论的基督教才对立于希腊神话把自己揭示“观念的神话”。对神话质料的整体性这个研究，可在谢林对“诗的第二世界”的历史建构那里去追寻。

从艺术的角度看，一般质料是一种先验给定的，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事实，对于神话一般的整个历史研究来说，它等于是公设。这是无限者对自己的自我直观，以其自身也即理念世界为对象，以至于

诸理念可以实在地直观并可以直观为诸神，据此诸理念的世界可以直观为一个诸神世界。这个世界是所有诗歌的质料。在它构成的地方，绝对与特殊的最高无差别即在实在的世界中创造出来（SW．V，S．451）。

实在地进入到直观之中的这整个理念世界，谢林理解为存在论的神话圈，也即诸神的系统。他把“质料”之完满构成为观念神话，根本上看作“质料”的一种自我构成。在基督教神话那里讲述出来的“质料”，无限者本身，是研究的第一个对象。这个对象的本质是“始终和永恒为一，始终和永恒为一般与特殊之同一性”（Ibid．）。由于这样一种“质料”本身包含了一种形式对立的可能——以双重方式作为两个表述方向生存——要么宇宙被表述在有限者那里，要么有限者被表述在宇宙那里，谢林把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神话的对立理解为存在于一无时间的诗的宇宙中，但又让自己显现在时间中的对立。基督教固有的东西于是在诗的宇宙之内，从体系的环节的立场得到理解。

按照谢林的意见，整体性质料之完成为一个世界，是出现在基督教那里，就基督教借助于对它自己的诸理念和它自己在时间中的实存的直观，使得对诸理念世界的直观成为可能的而言；它以此揭示了宇宙的历史的意义。基督教之达到这种神性认识，乃是借助于其宗教真理，它关于神的化身为人和神之死的理念，宣告了神之子基督，降临在其谦卑中的人性那里，并为了以身作则，把从神那里堕落的有限者消灭在自己身上，以此来与神修好。无限者不进入有限者，只作为光（也就是新世界的观念原理）把有限者引回到自己之内。人类意识随着基督教的这种真理理解上升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中，上升到作为“天命”世界的本来意义的历史中。从这个时刻起，返回到观念、神性中的那种活动，被看作生命的目的和主导动机，看作历史本身的未来和最终目的。基督教以其世界理解把无限者树立为神性原理，使观念世界在时间中现场化，并通过它在历史中的实存赋予这种显现一种实在的外观——谢林又称之为其“公开的”方面，主要通过“在其整体中的教会”的“公共生活”标志自己（Ibid．，S．434）。在这个意义上谢林把基督教阐发为在显现中必然与希腊神话发生对立的观念的神话，就基督教借助于其理念的普遍性把自己成就为“世界精神的一个完整方面的启示”而言（Ibid．，S．444），就它作为“言说在各种行动中的诸理念的世界”又是神性认识的一种外在和启示出来的生存形式而言（Ibid．，S．403），亦就它是作为“一种永恒的当下”继续延续而言（Ibid．，S．301）。

谢林以其历史分析为我们展示，基督教神话质料的主要特征可以从两个运动那里去把握。其一是由混合的历史关系所造就的运动，这些历史关系是基督教作为其历史基础拥有的；另一是对矛盾的有意识的、无穷的扬弃活动，这矛盾原初表现为无限者与有限者之对立。“历史关系中的‘奇迹’”被阐发为“基督教唯一的神话质料”，它的本质是对在其主体规定性中的神性的启示。这种“历史—神话的”质料一方面本身显露在“基督的历史”中，另一方面也显露在“传说”、“殉道者”或“圣使徒”的故事等当中。同样我们也能在近代世界的各种抒情诗、史诗—小说和戏剧作品那里认出这种“质料”。所有这些作品那里都有“观念神话质料的原初趋势本身在展露”（Ibid．），这趋势的基础是把宇宙直观为“神的王国”。比如在文艺复兴诗人但丁的诗作那里，也有这种历史关系的表述：例如《神曲》在其地狱、炼狱和天堂这三种基本直观那里都始终以历史的“质料”表现宇宙。
(3)



基督教的基本宇宙直观：宇宙是“历史”、是“道德世界”，造就了观念神话的根本特征。这种世界理解最清楚地表述在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理念中，谢林总结说，这个理念是基督教对宇宙和历史的全部观点的完成。这个理念中包含了“世界的历史”，因为神在基督那里的真实的客观化揭示了无限者，此举关闭了有限者的世界，打开了观念原理统治的世界。希腊的宗教和基督教宗教都在更大整体中把自己揭示为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它们二者相互之间的关系是自然对历史，实在的统一体对观念的统一体，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服务于展露宇宙的最终目的。换言之，宇宙之内的这二者的对立对于世界理解是必须的。恰恰借助这种对立，基督教揭示出迄今为止始终隐藏着的观念世界，希腊人所谓“不可见的和精神世界的秘密”（Ibid．，S．289），同时又使作为整体另一方面的希腊的完整意义及其完全客观的意义袒露出来——宇宙在那个方面是在有限者那里得到表述。

以此，对认识着的理性，宇宙的两个完整环节是自身启示的。由于从神性中的堕落，基督教的意识扬弃了理性的无辜状态，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在直接要求调和。所以在基督教那里，宇宙的所有的命运得到的都是象征的把握，这些命运都“完全地重述并清楚地映现”在基督教这个“天命”世界中（SW．VI，S．57）。在这些命运中是永恒必然性启示自己：在同一性时代，命运随着同一性把自己表露为自然；随着从自然的堕落，命运把自己表露为一种过渡，自由与必然的一种实在的矛盾对立；在更高的层面上表露为“天命”，对原初同一性的有意识的“重构”（SW．V，S．453）。道德的意义，历史的最终目的和开端的意义把自己揭示在基督教的世界观那里。这种世界观认出历史的本质即是神自己，历史只是神的一个连续地展开的启示。

神性在基督教那里去掉了它的外衣，历史在这里是“神性王国的变得清晰的神秘主义”（Ibid．）。这种神秘在“质料”中的反射是神秘主义，基督教内部固有的那种“与诗相颉颃的对立极”（Ibid．，S．456）。正是在完满的神话质料与观念上不封闭的神话的这种矛盾里，观念神话的趋势本身凸显出来：它在本质上即指向超出诗性神话，使它自己的理念世界的那种普遍性与绝对性进入一种生成活动，因为在它那里显现的方面仍是受限制的。谢林极其深刻地将这种否定性关系恰恰把握为“世界精神的诸种启示”之一（Ibid．，S．442），认为只有在更大的存在整体中基督教才可能“复作为普遍有效的诗意质料出现”（Ibid．，S．443），它作为这样的“诗意质料”的条件，即是本身成为这更大整体的一个部分。正如绝对原理成为客观的活动根本上只能发生在差别的领域，世界精神的计划也只能通过矛盾对立启示在现象中。使近代世界成为存在整体的一个部分乃是世界精神的意志。所以神秘的东西的出现是必然的，因无限者必须使自己从其掩盖中突破，存在于其自身之中。世界精神借助于矛盾对立揭示其目的——无限者必然是“诞生在永恒新生的诸形式中的”（Ibid．，S．305）。从整体的角度看，近代意识必然从对立的东西出发，而试图“凭借类族的全部历史的质料”去创造它忠实的世界图像。只有在这种时候，近代的诗歌才会构成为“为整个类族的诗”，构成为“真正的史诗”（Ibid．，S．442）。这样一种由“世界的整体和情感的整体”所灌注的“完成的诗”，才能满足“观念的神话”的前提条件（Ibid．，S．444）。

正是在宗教与艺术的内在的纽带那里，谢林看到了基督教这种精神性宗教被带到其真正客观化显现的唯一方式。这样一个宗教的意义本身直接指向无限者、指向“理智的世界”，一种对古代世界是“不可见的”、“秘密”的东西；这样一个宗教的意义既不能在古代的诗那里找到其满足，也不能在那里找到其适宜的表述媒介。“观念性的神话”因此首先必须为自己创造出它自己的诗和艺术，其中能获得这种媒介。“神话质料”与艺术的关系并非偶然，它是从构成活动的同一性本身导出的。按这种构成活动的同一性，艺术不仅是一种观念性神话的必然的和具整合性的部分，它首先要被认识为一种按照诸理念构想出来的精神家园状态。无论是精神性宗教还是退回到本身的纯粹观念性中的观念性神话，都在艺术那里具有一个公开和打开着的方面，而这种情况已经根本地显示在基督教的历史那里了。比如基督教的产生就曾以对神秘主义做一种历史性的公开昭示为条件，基督教的大多数礼仪，它那些象征性的行动，它的等级制形态，它的礼仪等，都不过是对占统治地位的神秘主义的一种公开的摹仿。在这个总体关联中，艺术的创世性活动要理解为基督教的“神话质料”的一种实现。艺术现在处于争取与无限原理调和、修好的那个世界之中心，此世界既通过神性的认识也通过与理念相适宜的自由行动表达出来，但它首先是让自己通过自由与必然的综合，也就是在艺术那里表达出来。

无论如何，在谢林看来，艺术作品那里对“神话质料”的诗性构成提出的这种要求，在他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新教虽然唤醒了无限原理，借助于与“经典的古代精神的一种结合”重新充实自己固有的生命，但新教并未达到它追求的这个目标，因为它还从未做到，“赋予其自身一种外在、真正客观的和有限的形态”（Ibid．，S．440）。“神话质料”和时代质料的客观化所要求的那种诗，如其在但丁那里，以独创方式从宗教和诗的结合中创造出神话的质料那样，可以说尚未出现。谢林在这里公开地批评近代诗人，主要是弥尔顿和克罗普斯托克等人试行的“基督教式史诗”工程的那种非诗性的散文性特质，因为它们“在象征和真正神话东西方面［表现出］彻头彻尾的贫乏”；批评他们脱离自己的类族，对神话抱有那种“纯粹是主观性的使用”态度（Ibid．，S．441，443）。对谢林来说，对真正史诗的要求始终是近代世界面对的敦促，一个有待完成的任务。艺术行动应该是最高的行动，而在艺术这个“合题”里面，“自由的必然性以同样的方式显现为知识活动和行动”（SW．VI，S．569）。


 第四节　历史的诸神与主体性的象征

我们在这里过渡到对基督教诸理念的象征化的考察。“观念的神话”的这个方面，在PdK
 中是在对神话的建构那里，与对神话的内容阐发一起处理的，笔者要突出这一方面，把它概括为基督教神话的第四个要点加以考察，以阐明这种神话的表象世界如何按照其形象固有东西，本身即呈现为与“实在的神话”相对立的。在此我们关注的是这个事实，谢林在这样的考察中完全将象征放在其与启示神性的关系中理解，以使象征具体地展现在自身的辩证过程中。

正如基督教中的观念性因素的绝对优势清楚地表现于观念神话的非闭合性，“观念的神话”的象征特征本身也揭示为与“实在的神话”具有鲜明对照点的。如果说，在希腊神话那里对神性作象征表述的要求是以神性的完满有限化来实现，通过其将无限者本身表述在有限者那里的做法，那么对基督教来说，它的对立于希腊表述的“将有限者采纳到无限者中”的表述则是根本（SW．V，S．430）。希腊神话把有限者设定为无限者之象征，基督教则把有限者设定为无限者之譬喻。所以有限者在基督教那里不似在异教那里是等同于无限者、同时拥有自为存在的实存者；在基督教这里无限者是有限者的前提条件，有限者仅生存在与无限者的存在关系中，自为地看来则并不存在。这种特征与基督教最高的精神是吻合的，它正是“将有限者置于无限者之下”，而且这特征在观念神话中还是对基督教诸神的美的直观的肯定性的质，这种美现在不再通过感性的和具体的东西可以洞察，而直接现场化在对“［有限精神］无条件地献身于宇宙”这种情况那里（Ibid．，S．430，453）。

对照希腊神话的诸神形象，谢林揭示出，基督教唯一只能通过历史得到其神祇的形象，因为它那里，一种多神主义“只通过实践中的界限”也就是展开在历史行动中的界限才可能存在（Ibid．，S．454）。更仔细地考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就连时间的限制在这里也只是对真正多神主义的一种替代。因为谢林把多神主义理解为来自于绝对者与界限的那种综合，其中既未扬弃绝对者，又未扬弃界限。而在基督教那里无限者并不进入有限者，它只是允许自己通过有限者得到意指，它本身则始终如一。所以基督教的直观这里“众多神祇形象的任何一种同时存在的多神主义”均不可能存在（Ibid．，S．288）。这样的“同时存在”从它本身看乃是综合式的行动，而由于基督教不将有限者理解为无限者的象征，不在独立不依的意义上理解之，它就不能在有限者这里实现这种综合，相反仅能在对神性的无限的、发生在全部历史中的直观那里实现这种综合。谢林是在这个意义上把基督教的诸神概括为“历史的诸神”：“时间的每个瞬间都是对神的某个特殊方面的启示”，基督教是在整个历史中具有它的“作为先后序列”的诸神。那么，对立于具有一种闭合的、作为一种“当下”存在的诸神世界的希腊宗教（Ibid．，S．448），现在时间的意义、历史的意义即被大大地凸显出来。这种时间意识或历史意识正是近代所特有的。

谢林以一种分析澄清把基督教神性的一元主义呈现给我们，揭示出在这种宗教的基本理念那里，决不能找到多神主义的元素，相反它的元素本身并非是神话地生存着。即便基督教宗教在它的“三位一体”的理念那里似乎也在宣称着神性中的一种多数人格，但说到底，这种“三位一体”的理念本身就决不允许它“被看成一个理念的象征”，相反它必然要求我们“思辨地”把握之（Ibid．，S．431）：

神本性内的这三个统一，本身完全要观念地去思考，而且（这些统一）本身都是些理念而非有关理念的象征；三位一体这个理念完全是哲学内涵的。永恒者是所有事物的父亲，而他永不脱离其永恒性；由永恒者诞生在两个与其同样永恒的形式中的，则是有限者（这即是本身绝对地存在，在现象中却是受难和化身为人的神之子）以及永恒的精神或无限者（其中所有的事物皆融合为一）；存在于这无限者之上的，则是消解一切事物的神（SW．V，S．431）。

通过其在历史中的使用，三位一体的理念中的这三个统一均已成为譬喻的，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这些统一按照最初的情况或动机本身就不可能构成为象征的，因为它们全部是非感性的。所以但丁在他的《神曲》天堂篇的最末一唱所描述的直观神的场景，只能是瞥见“光的纯粹音乐”
(4)

 （Ibid．，S．162）。“神之子”的理念，即使在基督教中成了形象，本身也仅表述在这样的纯粹观念性那里，因为“化身为人”决不意味着“任何的对人性的神化”，决不似异教的情况那样——后者那里发生了人性与有限化的神性的现实的关联。在基督教这里，有限者作为人性并非是神性的象征，不如说它恰恰是“进入有限者”、“在其人类形象中的无限者”必须借助于他的实例去消灭的那种东西（Ibid．，S．432）。有限者在此仅服务于本质之显现，它自己不具有任何独立的生命，任何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说，按照基督教的观念性方向即不可能将无限者与有限者的统一通过一种象征——如希腊神话那种——客观地表述出来。基督教的诸理念的核心正是在显现世界和诸理念世界划下那种给出尺度的界限，扬弃所有的作为本质之生存形式的有限性。于是作为工具或媒介服务于划界的有限者，在这里作为纯粹显现便持续地遭到扬弃。

按照谢林在其Studium
 讲座系列第九讲“论神学研究”中的断言，根本地仅存在两种类型的宗教现象，也就是希腊意义上的多神主义和基督教意义上的一神论。这两种类型的宗教现象作为对神的认识的两种可能的方向，不断地相互指向相互关联，并在它们企及各自的绝对性时复融汇为一体，对基督教的一神论神性的基本直观在整个历史中也可能神话地存在。谢林在这个关于宗教的专题讲座中从神学角度研究了神秘主义和神话的本质性贯穿，把希腊宗教中的神秘因素概括为基督教的一种“前存在和外在于自身的存在”，突出了该宗教理念的那种普遍性。现在他在对作为观念神话的基督教的历史建构这里则强调，神话在基督教这里是建立在宗教上面，而且是作为其启示出来的和“公开着的方面”。由于基督教最内在的精神是那种“神秘主义”，在这种精神化的宗教那里，人之无条件地把自己贡献于无限者就成为第一要义。

在这里，“神之子”的理念是我们考察的焦点，因为它是唯一“转化为形象”的基督教理念，哲学神话学必然关注的观念神话的要素。谢林着眼于象征，从两方面分析了这理念，得出结论：作为神话形象的基督只具有历史关系，不具有任何与自然的关系。谢林的根据是，从其显现为最后的神来看，基督并不具备任何“真正的象征意义”，因为这个形象未能满足象征的要求——有限者在这里并没有成为绝对的，并没有成为无限者的象征。基督这个形象没有在有限者、在人性那里感性地表达神的永恒的“化身为人”，而是把人性作为从神那里坠落的有限者，“通过一个有目的的行动在自身中消灭掉，以这种方式使有限者在他那里重新与神修好”。也就是说，有限者在基督这里既没有成为绝对的，也没有成为无限者的象征。“化身为人的神根本不是保持的、永恒的形象，而是一个虽然包含于永恒者中，在时间中却是消逝着的显现”（SW．V，S．431）。无限者在基督身上并未通过有限者得到象征，因为对其现场化，要求的是一整个的道德世界。所以基督的显现绝非“一种新的多神主义的开端”，而是诸神世界的绝对“结束”（Ibid．，S．432）。另一方面，对于基督之作为人存在的考察，基督的人格又把自己呈现为一种“矛盾的综合”。他既非纯粹地作为神存在，又非纯粹地作为人存在，而且在这种关系中几乎不具备任何诗意。作为“真实的人”他不是神，不是希腊诸神那样的“无损于其有限性地存在”的神，他自己仍要承受人性而受难；他也不仅仅作为人存在，因为他“并非从各个方面被限定为人”（Ibid．）。谢林用“自愿受难的神”的概念概括这个形象，认为这样的形象恰是古老诸神的对应体（das Gegenstück）。这里的对照尺度当然是诸神的那种永福。谢林提示说：

古老的诸神从来不曾受难，相反，他们在其有限性中是永福地存在（SW．V，S．433）。

最引人注目的对比是在泰坦神普罗米修斯和基督这两个形象间。谢林在此提出一个新的见解：被宙斯惩罚、丢下塔塔洛斯的普罗米修斯并未受难，因为“他的受难同时即是他的活动和反抗”；而在基督那里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在他那里人性只是“接过来的一种负担，而不是天性，像在希腊诸神那里的情况”（Ibid．）。即使被当作人来看，基督也从不能被看成别的，只能被看作“忍者式的”，正由于其人性之参与神性本质本身，他对世界的受难就更加地敏感。这个形象之赢得诗意的直观，是借助于将人性无条件地贡献于无限者才成功，其特征是神性与人性的奇妙糅和，而非神性与人性的无差别化，从其自身方面说，基督始终是一种完全的映像式东西。我们在基督的形象中看见的更多地是观念的无限性而不是诗性的实在性，因为此处并未发生无限者借助于自然形态的完全有限化，即真正的神话所要求的那种情况。神性在基督的形象内只是暂时地启示出来，“其飞逝着的显现唯有通过信仰来固定，永远不会转变为一种绝对的当下”（Ibid．，S．288）。也就是说，基督的形象仅在整个历史中才是一个象征。

谢林在圣母的形象中也认出了这同一种受难的特征。他认为玛丽亚的象征意义不能完全按教会自己的解释去理解，她实际上是“自然一般或所有事物的那种母性原理的象征，永恒如处女般青春怒放的原理”（Ibid．，S．433）。另一方面，玛丽亚在基督教神话那里又失掉了她本身的这种象征意义，因为在基督教这里，形象没有建设起任何与物质质料的关系，仅停留于其道德关系，使其无法为自身完成和实现对无限者的任何有限化。在基督教这里，玛丽亚作为原型标志着整个基督教具有的那种“女性特征”，可看作近代的主导东西的那种女性美，其与古代的主导原则也即崇高、阳刚判然有别。尽管如此，在圣母形象中神话对真正象征形态的要求仍没有完全被满足。

谢林的考察接下来否定了那种诗歌努力，比如，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滥用赫尔德提出的思想，如把天使树立为基督教中的多神主义“替代”，让它们承担我们感性地直观神性的那种形象任务。
(5)

 谢林为此首先澄清了这种“替代”的实在的前提条件，即天使在它们与教会的现实总体关联中只能出现于其中的那种功能。赫尔德当时并列天使与多神主义的做法就此而言是正确的，即我们可以借助于作为“居间生物”的诸天使，对基督教那里的繁多做多神论的理解。而谢林也将在其东方起源中的诸天使承认为“理念的一些特定的人格化”（Ibid．）。像希腊的诸神一样，这些天使“作为神性实体的最初的造物、最早的创造”，“存在于对神的直接直观中”（Ibid．）。在谢林的哲学神话学观点内，天使可等同于诸理念和诸灵魂力量，是就这一点而言：它们表述着神性本质不同的方面和特质，从而使作为整体的后者——它存在于在其不可认识和不可言说的深渊中——把自己启示在诸形态的一种交融那里。

但是，谢林强调，基督教的诸天使与希腊的诸神之间的那种决定性的和尺度上的区别，本身仍以一种方式揭示出来：它们完全不是自然生物，而是“非感性的生物”。诸天使彻底是缺少局限的，这使它们与作为“实在地直观到的诸理念”的希腊诸神形成鲜明的对照。兼以其自身的“非确定性”，诸天使反过来是一种纯粹的“范式化”，对于诗是无所用的东西。因为诸天使之“多”并不等于多神主义。只有先为天使、后堕落为魔鬼的卢西孚，他的造反故事形成了“对世界历史的一种真正神话式的观点”。这指的是善本原和恶本原的纯粹分别，一方面通过天使的领域，另一方面通过魔鬼的领域体现。卢西孚的堕落是对“具体世界”、对“感性诸事物当中无限与有限原理的混合”的一个神话解释（Ibid．，S．437）。在这种神话那里，谢林特别欣赏其对“世界终结”的表象和对统治大地的二元原理的表象：“待到世界终结，善与恶的分歧将重新发生。随着善和恶的被重新设立在它们的品质那里，具体事物的必然没落将被克服”（Ibid．）。

也就是说，在“观念的神话”那里，这种多神主义不是某种存在，而是一种处于持续的产生中的因素，就多神论的因素在基督教的神性世界有可能作为“多”存在而言。不过，这种多“按照基督教的精神不能被思考为多神主义的”，它只能被思考为“观念上的”多（Ibid．，S．436）。基督教的精神是行动的精神。基督教按照其原理“不具有任何完满完成的象征，只具有各种象征的行动”（Ibid．，S．433）。在近代世界中，无限者“不再过渡到有限者那里，有限者只能过渡到无限者之内；只有在无限者那里，两者能成为一体的”（Ibid．）。为重建无限者与有限者的原初统一，人得到一种行动的敦促——要能将两者再次象征地统一起来。所以在基督教那里，象征“按照基督教主体性和观念性的特性”完全落在诸行动那里（Ibid．，S．435），这些行动要能在一个象征那里，将基督教神性世界之“多”统一表现出来。

谢林所理解的“象征行动”，首先是基督教的“礼仪”，也就是与“伟大和普遍意义上”的教会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的礼仪（Ibid．）。按他的说法，基督教礼仪的这种“象征的使用习惯”原初即是着眼于一种整体性需求发明的，以至于“最初的那些思想和构想［被建立］成为这个整体”也即这个“等级结构”，它们能够在这个整体里像在“一个活生生的艺术作品里”一样延续生存（Ibid．）。教会的等级结构具有诸行动的整体性的意义，此结构的原型是在诸理念世界。诸理念世界也把自己表述在历史中，只不过是这样的表述，即基督教恰恰在罗马帝国的没落的时刻为世界“打开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避难所”，“借助于它的等级结构把文明化的世界的所有部分都联系起来”。它“从其开端就像一个普遍共和国”（Ibid．），从精神上征服了整个世界。

谢林于是追溯在基督教的各种礼仪中对基督的各种行动的象征化。“洗礼”被阐发为“基督的第一个象征的行动”，“其中，上天使其与基督维系起来，精神降临于可见形态内”；“基督之死”是另一个象征行动，“其中他［基督］将精神交还圣父”（Ibid．，S．434），在自己身上将有限消灭，成为世界的牺牲献祭；而基督的象征行动之继续设立，必然在继续施行的“晚餐”、“洗礼”那里能够看到。

在所有这些象征的行动那里，谢林都分离出两个因素，各自都是统一体又互相紧密结合的两个因素，即神秘和象征。每一种本身表述无限者与有限者之统一的行动都是象征的行动，就其是一种“外在的”行动而言；同样它另一方面又必须看成和理解为“神秘的”行动，就其“只是内在地”存在而言（Ibid．，S．455—456）。不过，这种方式的“对所有象征的直观”曾经必然是“教会”，是因为“神根本上仅［能］作为整体那里的统一与个别那里的分离的结合原理成为客观的”，而且这种情况当时仅能“出现在教会那里”（Ibid．，S．455）。“教会”当时是客观世界上唯一的“这类的综合”，因其把自己视为神的可见躯体，并通过各种各样的行动把自己建构为一个活生生的机构。但“教会”这个现象当时并没有像国家那样成为实在的，而是观念性的，它把神性的那种统一表述为一种直接的当下，而这统一举例来说，在法制或历史那里本身只有无限地表述出来。我们不得不将教会的公开生命看成象征的，它的礼仪曾一直是种“精神戏剧”：它那种朝向无限性的努力赋予它本身以一种“外在的整体性”，使它仿佛被赋予“一个躯体”，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在其显现之整体中的教会”本身确曾象征着“天国的秩序”（Ibid．，S．434）。

在对作为“活生生的艺术作品”的教会的直观那里，基督教的观念无限性也凸显出来，它以此复扬弃了对无限者的感性的、诗意的表述。不仅在外在地表现无限者与有限者之统一的同一种象征行动中必然隐藏有一个内在的、从其自身去看是“神秘主义”的神秘方面（Ibid．，S．456），而且在教会那里——其诸种行动和诸种习惯被认为是客观的和象征的——也始终是神秘主义占据统治地位。诗在这里持续地处于消解中，信仰活动的行动和习惯的繁多决不构成多神主义意义上的诸神，而仅构成“飞逝着的现象”，结果这些行动和习惯的意义最终只能神秘主义地去把握。就像宗教的那些核心概念只是象征化在教义那里一样，因为它们从未达到一种独立于意义的自为的生命。对此，谢林在Studium
 讲座系列中的一个说法是，

贯穿于一切事物中的神性与自然的这种二律悖反，只能借助于主体的规定性扬弃自己，以一种不可理解的方式把神性与自然这两者思考为一个东西（SW．V，S．293）。

这样一种主体性的综合活动必然只能在直接的宗教直观那里寻找。质言之，主体性的象征在“观念的神话”那里并不是偶然的，它在那里有其确立的主导地位。因为按照基督教的观念方向，不可能像在希腊神话那里一样，通过一种象征客观地表述无限者与有限者的综合。在基督教这里，对立面的综合活动必然落在主体这里。谢林以此揭示出，在“观念的神话”那里，神话和神秘或诗与宗教根本是衔接的，但其中纯粹观念性的优势不可错认，即使在事情关系到现实的表述形式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一种“讲述在行动中的诸理念世界”中的精神，天然维系于宗教，这种精神的趋势就是，退出感性东西，回归非感性东西。但是，正是在宗教本来意义上的神秘主义那里，谢林看见了神话与神秘的统一原初即存在。就基督教根本是一种启示了的神秘主义而言，就这种启示根本又是借助于设立一种对立和扬弃这同一个对立发生而言，在神秘主义之外必然还存在一个开放的方面也即神话；以此，基督教的诸理念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得到一种实存，一种从其自身看又是活生生的统一的实存。


 第五节　诸个体的世界、天命与自由

观念的神话建构这里还有一个重要之点要考察，这就是从对新世界的最后规定的角度出发，在艺术那里扬弃个体对类族的否定性关系这种情况。谢林所理解的扬弃，主要是指借助于艺术对原初同一性进行观念“重构”的那种实在方式（SW．V，S．453），这是发生在“一个绝对的个体”那里，凭借独创性诗意的艺术创造活动完成的那种对自由与必然的对立的扬弃（Ibid．，S．153）。

在考察古代和近代世界的对立时，谢林的一般确认是：在近代世界中，个体与类族的关系已经成为对立的。而在个体与类族的同一性被扬弃的地方，存在的只能是艺术而非神话。如果古代世界把自己表现为“诸类族的世界”，其中个体和类族处于统一，那么近代世界则相反地把自己表述为“诸个体”的世界（Ibid．，S．444），其中是一般精神占据统治地位，个体则“从不能同时成为类族，它是类族的否定”（Ibid．）。在近代世界这里，所有的有限者俱在消逝中，因为它们的实存仅服务于对无限者做一种譬喻式表述。但这种对立又是必然的和富于意义的，因无限者现在仅仅让自己通过与有限者的绝对对立而显现。扬弃对立，对理性来说是一个直接的任务，因为理性的本质规定就是赢回与其自身的同一。这种赢回根本上必须借助于一种创造性活动，一种能联结类族与个体、过去与当下的创造性活动，努力对原始同一性进行重构。

从一定意义上说，类族之分裂为个别，乃是自由意识的一种结果。这自由意识又是绝对自由的工具。它在基督教那里就是对“天命”的意识，是对神性的无限原理从世界上撤回的清晰认识。基督教的意识，以其原初地对立有限和无限，同时扬弃了人类的无辜状态，把人提高到道德命令中，要求与神圣的东西直接调和，要求自愿服从宇宙或存在整体。正如命运的启示要通过一个堕落，通过永恒必然与自由的一个真实的对立而发生，调和也只以这种方式实现：自由在这种意识到的调和那里，同时作为被战胜者和战胜者出现在自由与必然的对立中。这样完成的调和，从总体上看是在等同于整个类族的历史那里方才现场化，只在“无限的时间内”方才可能（Ibid．，S．455）；而从个别中看，它现场化在艺术那里，因后者唯一具有这种能力，借助于一种客观化着的“自由作品”使有限者与无限者的矛盾对立消弭于无形。

一般地说，可以按照同一性哲学的视角，将所有的一般与特殊的无差别的产生看作诸分裂因素之被引回到诸理念中。不过，只是在艺术作品那里——谢林指的主要是悲剧艺术——才出现了对无限原理的一种启示，如果说这原理在悲剧艺术作品这里使人认识到它是“命运”，也即与自由形成对照的那种绝对自由，借助于道德的良知，借助于悲剧英雄平静地承受不幸和苦难。作为实现在艺术中的自由与必然的现实综合，谢林认出两种类型，这就是古代诗歌的类型和近代诗歌的类型：前者那里，有限者与存在整体的矛盾对立通过“自然的作品”，扬弃在对崇高的表述那里；而在后者那里，此矛盾通过“对宇宙［即存在整体］的无条件交付”那里的有限者与无限者的统一的表述而扬弃（Ibid．，S．452，453）。谢林把这两种作品系统的对照总结为古代诗歌与近代诗歌的对立。

这种方式的调和的实现存在于近代的艺术世界中，这个世界的法则把自己表述为与古代艺术世界的法则形成对立的，后者的法则是恒久不变，近代艺术世界的法则是“变换中的前进”（Ibid．，S．456），而且必然要在艺术作品的独创性和作为创造主体的一般个体那里去寻找。神话在希腊人那里曾经直接是“类族的事业”（Ibid．，S．438），因类族对所有的个体都是同样的；而在原始同一性破裂为所有的个别个体之后，随着个体与类族的对立，在新的世界中只存在从有限者到无限者的这一个方向，这意味着，个体现在自为地必须努力表述一般。如从特殊出发企及一般或企及特殊与一般的无差别这种解决，谢林仅在作为艺术创造的个体主体的“天才”那里找到。只有在“天才”这里，个体才不止是个体，只有在这里，“天才”作为个体而等同于类族，从而必须把他看作宇宙的无限自我活动的一个模态。艺术作品中“独创性”是这样地显示出来，它能够成就一种绝对的形式，表现为“一种完全独特的，仿佛是有机的，任何任意的艺术都不能重新创造出来的”、所有类型的“所有元素的混合”，如谢林在但丁的《神曲》那里瞥见的“混合的自然”（Ibid．，S．153）
(6)

 。在进行创造活动的东西那里，是绝对形式通过无差别的能力在讲话，其从特殊出发，把自己构成为一般（Ibid．，S．456）。独创在这里是借助于理念，借助于人在绝对原理那里的永恒概念来解释，比如，天才能够借助于其与神性的一体存在，借助于绝对者与特殊的一种综合，创造出“无差别”也即在现实中再度达到的统一。

这个考察的要点是独创性艺术的整体性功能，在“各种国家法制、甚至于一般宗教组织的伟大客观工程消失之后”（Ibid．，S．273），独创性艺术是我们人类在作为向类族过渡阶段的历史中接近绝对者的途径，“有限者之采纳到无限者中，消解于无限者中，个体之采纳到类族中，之消解于类族，本身将会完成：当有限者与作为给定质料的无限者的统一以特有的、自身构成的形式被再创造出来”。这只有在独创性的艺术作品的自由创造那里才能发生。在无差别也就是重新创造出的同一性那里，必然可以直观到个体与类族，自然与自由的和谐，而这种和谐则要同时看作借助于自然而实现的整体性：“只在艺术那里，自然才能以这样一种个体与类族的协调发挥作用”（Ibid．，S．415）。而艺术凭借其对自由与自然的观念性的综合，在近代世界上始终是有限者与无限者之同一性的一个生长点。按照同一性哲学，这个世界被理解为过渡。这个近代世界标志着返回与神性原理的一体存在状态的那个返程，具体说来是就此而言：历史理性必须在艺术那里寻找观念世界的诸理念，寻找在场性，只要自由与自然的对立还没有升华到绝对同一性中，而只是按照近代世界的最后规定返回到不同的形式中，情况就始终如此。无论是希腊神话还是基督教神话从其自身看都是个整体。两者中的永恒者都是无限者与有限者的同一种绝对同一性。两种神话都是作为对永恒者的表述存在，但两者彼此是在最高的对立当中。基督教神话世界始于同一性世界的绝对切入，并且仅仅借助于流传和历史拥有作为其理想特质的这个同一性世界。



————————————————————


(1)
  将基督教阐发为观念的神话的举措，标志了谢林与早期浪漫派神话理解的一个本质性区别。


(2)
  谢林的这个讲座1802年夏季学期在耶拿大学举行，其中若干讲座，如第八讲“基督教的历史建构”和第十四讲“论涉及学术研究的艺术科学”，与跟下来在1802年冬季学期进行的艺术哲学讲座，在主题和处理方面都有紧密的连贯性。


(3)
  Cf．Dante
 （1803），SW．V，S．152—163；关于谢林的但丁理解中所吸收的施莱格尔兄弟的影响，可参看C．Becher，„Im Allerheiligsten，wo Religion und Poesie sich verbindet“，Poetische Autonomie？
 1987，S．308—328，314；另耶拿时期的黑格尔在“批判杂志上”对“但丁借鉴问题”发表的不同意见，以及谢林发表在同一杂志上的Dante
 一文与黑格尔1803—1804年间的一份手稿上对此表示的批判立场之间的鲜明对照，都须注意，参看G．W．F．Hegel，Gesammelte Werke
 ，Bd．6 Rhein．Westf．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主编，1968年版，第六卷第330页以下内容；此外可参看O．波格勒（O．Pöggeler）1980年发表在《黑格尔研究》，增刊（Hegel-Studien
 ，Beiheft）20上的文本研究，第249—270页。


(4)
  参看但丁《神曲》天堂第三十三篇，王维克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543—546页。


(5)
  参看戈克尔（Gockel）著作，第50—51页。


(6)
  但丁在PdK
 中被树立为近代诗人的榜样，谢林认为但丁通过其特有的混合方式实现了宗教与诗、神话质料与艺术的“有机”结合。对谢林，《神曲》因其形式上绝对的同一性体现了形式上的绝对的个性，谢林认为这是“新诗的整个类型，从其本身说也是诗之类型”。谢林认为但丁通过自己诗作的无条件的个性实现了现近代诗歌的普遍性要求，造就了一种神话，混合了时代不同质料——如科学，宗教，艺术等等——的神话，结合了当下和过去的历史质料的神话。他还创造了一种媒介，“介于譬喻和客观象征之间的形态”。参看谢林在Dante
 中的阐述，SW．V，S．152—163。


第十二章　新神话作为绝对的综合

无论在Systemprogramm
 的构想那里，还是在早期德国浪漫派关于普遍诗（Universalpoesie）的规划那里，“新神话”（neue Mythologie）都是核心的概念。举例来说，前者赋予神话诗的那种决定性的地位令人印象极为深刻：

最终诗将再次成为其在开端时曾经所是——人性的老师。因彼时将不再有哲学，不再有历史，从所有科学和艺术当中存留下来的将唯有诗艺。
(1)



而在此我们首先要注意，“新神话”这个概念在PdK
 的神话建构那里，仅在神话一种整体性生存一般地得到建构，并且它的历史性显现也在建构中得以展开之后才出现。这是个重要的提示，说明这一概念在PdK
 的哲学神话学这里并非导引概念，这个概念在此首先要求哲学体系的展开，它只出现在一个对它来说是给定的和确定的意义关联之中。实际上，我们注意到，谢林明确地将自己对现代的一种“新神话”规划的思考置于他的存在论的神话建构工程的总体关联之内，尽管这个工程将结束于作为“自然与历史的绝对同一性”的新神话这个命题（SW．V，S．457），他却无意继续展开这一命题的计划和安排。这一处理初看起来显得是某种“中断”，我们却不应发生误解，因为这个举措可说是谢林有意而为，以便在这个具体的问题关联中说明他的哲学神话学构想的动机之一，这正是在其存在论的神话学建构在同一性哲学的框架内得到实施，对一种新神话的理念的思考纳入到存在论的维度内之后。进一步的研究还可表明，“新神话”这个思想在谢林的先验哲学和同一性哲学文献中，无论在其中是直接还是间接地提到，从来都出现在与某个相关构想的直接总体关联中，与之不可分离。这对我们这里的考察十分重要，因为正是谢林与这个“新神话”的现代理念有着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在当时的思想家中，他正是最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理性规划的高度挑战性的那个人。他对“新神话”这个问题集合的思考现在是作为哲学神话学的一个子命题，恰恰在那里才切入，那里他在讨论中支持浪漫派—唯理念论的意向，同时又与浪漫派的观点发生激烈商榷。笔者在下面分五点讨论谢林的思考：首先是谢林对“新神话”产生问题的理解，其次是他关于历史本身作为和解的思考，再者是新艺术与新神话的关系问题，再次是在这一语境中的天才和艺术作品的问题，最后是他关于自然哲学作为新神话质料的著名命题。


 第一节　“新神话”的产生问题

对“新神话”的观念性表达构成谢林的PdK
 中存在论神话学纲要的最后一个重点。然而，即使我们仔细梳理整个PdK
 的建构，仍然无从发现在概念上做了严格规定的一种新神话定义。相反，在PdK
 中“新神话”这个理念只能在其与同一性的整个总体关联中展开。其实这个情况也绝非偶然，我要说，这正是谢林对相关争论问题的一种正面表态。可以认定，谢林在阐发这个理念的时候，主要致力于揭示神话的整体性关系和真理，而不是致力于概念的那些从逻辑上能够清晰给出的界限。德国唯理念主义的“新神话”理念在谢林这里，仅仅出现在神话的整体性存在论关联中，通过把整个的问题集合不断回系到神性原理的生存问题那里，因其根本上只涉及原理的自我启示。所以“新神话”的理念在PdK
 这里唯一建立在原理的自我同一性的理念上。它涉及的是关于唯一真实存在的神性原理的知识。这原理在任何地方都与它自身同一，在关于神话的理性构想那里也是同样：“新神话”在这里保持为一种公设。

于是它与早期浪漫派的新神话理念的基本差别在这里已经是公开的，不可忽视。谢林认为“新神话”与作为原型世界的神话处于一种紧密的总体关系中，后者并非通过某一种近代审美理论或历史观点所能释义，而只能借助于“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的诸理念说得到阐发，这诸理念正是PdK
 从一开始就凸显为诸理念集合体的东西。
(2)

 相反早期浪漫派神话学的基本直观首先是“诗意—神秘”化的。虽然他们也谈论柏拉图的美理念，谈论他们神话学纲要的德国唯理念论背景，不过在他们那里，这整个事情既没有成为一个中心题目，他们也并不准备在一体系化的科学的形式中提出和表述其神话释义。

“新神话”的说法，现在出现在谢林的存在论的神话学构想的一个非常确定的地方，即借助于实在的神话和观念的神话的绝对同一对神话作历史建构的地方（SW．V，S．446）。在神话性生存那里，事关绝对者的自我完成，所以完成本身将显现为新神话的出现。哲学家分析了构成无限原理自我肯定活动的两个方面的两个统一，自然的统一和历史的统一，以及它们的那种“成为绝对的活动”的方式。前者是通过“自然与历史的”综合达到自己的绝对性，通过把“自然的诸神”在实在的神话那里构成“历史的诸神”，也即借助于使自然的诸神“脱离其起源”这种方式——从起源看诸神当初曾是“自然生物”——变成历史的，观念的生物（Ibid．，S．457，448）；另一种统一必须完成“绝对者的要求”——通过整合对立面“将它的神性显现的［时间］顺序序列变换为一种同时性”，也就是说，变换为自然的统一体。而且要这样地完成：观念的神话那里的诸神“走出历史，构成在自然中，亦即把自己从历史的诸神构成为自然的诸神”（Ibid．，S．457）。而这种综合将始终是历史的无尽课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必须将新神话把握为“自然与历史的绝对同一”。也就是说，它仅存在于那个地方，“那里世界精神已完成它自己所酝酿的伟大诗篇，近代世界的顺序序列本身已经变成为一种同时性”（Ibid．，S．445）。谢林认为同一性的存在方式是更高的，真正柏拉图意义上的诗性的和“美”的，如在Systemprogramm
 中强调的那样。因为此方式强调的是永福存在王国之在场而非纯粹的现象界。如历史的同一性在史诗那里显现为“两种统一——自然与历史的统一体和历史与自然的统一体的最初的交互贯穿”，以至于在实在的神话那里把自己揭示为“最初的东西”，揭示为昭示在荷马那里的，它在观念的神话那里则把自己揭示为“最后的东西”，即那种有待于实现的，“满足新艺术的整个规定”的东西（Ibid．，S．457）。这个“最后的东西”将作为美、作为神话存在。这个综合谢林也概括为两个统一体的综合——自然与历史的统一体和历史与自然的统一体的交互贯穿；这综合仍是同一性自己，只不过，它已是经历自我差别化后重新返回自身的同一性。达到这个阐述，谢林是凭借展开宇宙的同一性一般法则，按照这个法则，所有对立面将停止存在，只要每一方在自身中成为绝对的。诗的宇宙在自己那里揭示出的同一个宇宙结构，这宇宙是借助于一种差别化和扬弃差别实现自己。无限原理的回归点应当是理念的一种有意识的返回自身的生命。对于反思地思考着的历史理性，这个回归将显现为从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的历史的辩证升华。同一哲学的历史观也建立在诗性宇宙中对立面关系的这种统一上。

在考察观念的神话时——这种神话为近代艺术事先写定了其世界关系——谢林提出了一个综合，一个必然以这种方式把自己揭示给历史理性的综合，也即，宇宙中存在着一个转变点，“一个尚在无法确定的遥远未来”处存在的转折点。这个同时性应该是自然的新生，因为谢林在这里思考的是“宇宙在有限者中”的“进入构成”活动（Ibid．，S．456）。于是在System
 结尾已经作为问题提出的新神话的产生，在此得到一个存在论的回答和解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将此“产生”理解为诸理念完成其自我构形。在这个意义上，产生绝非历史中的产生，而是一种无时间的变换。

谢林的意思是：“新神话”将借助于无时间状态的生存方式，从自然与历史的绝对同一性中自动出现。不过，无论如何，“新神话”在谢林那里始终是“更大的整体”在未来的一种启示，因此始终只是一种“预期的”解释。“有限者进入无限者的那种完满的构成活动”应该“随之亦引入宇宙进入有限者［的构成活动］”（Ibid．），谢林一再提到这个同一性的生成活动原理。因此在建构近代诗歌时他也宣称，在“古代和近代的对立完成”的前提条件那里（Ibid．，S．453）即存在着自由与必然、历史与自然的同一性的复归，也就是“新神话”。

只有从宇宙的无时间的存在结构的立脚点出发，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同一性时代的一种“复归”。从诗意的宇宙的角度看，“新神话”的必然性揭示自己是历史中的神性的复归。这样的观点与启蒙主义关于人类实存具有不断前进的完满化的假设截然不同。实际上，人们在历史中无从发现从低到高、从差到好的一种持续进步。最有力的例子乃是，我们不是通过一种连续的进步从古代世界进入近代世界，相反，近代世界是通过一个完全的倒转走出了古代。历史本身既无开端亦无结尾。它在自身内并不包含任何的“进步”，因其只是个体之实现为类族的过程，只作为个体走向神性本质的道路而存在。对此，谢林在System 1804
 中写道：

就如神性在它途经的每一点上都留下了某种绝对的东西，而这种绝对的东西不能以持续性法则来把握那样，这种情况也是必然的：在历史中神性的诸显现并非按照一种机械的系列排列，而是，即使在历史中，返回来的也是同样的东西，只是以另一种形式而已（螺旋线被不同的线所截断）。所以，唯一可以把握的就是，正如最美好的东西和最伟大的东西可能是一种过去性，但它们同时正像它们可以复归那样，无需使人类相对于它兜圈子，就能够复归回来，就是说，它们在另一个层面，另一个级次上复归回来（SW．VI，S．564—565）。

依此，这个行动是朝向其结束的一个开放的开端，它仅在结束时才走向自己。结束在实存不断增加的自我完成那里有一种成长着的当下，这当下同时就是绝对者的成长着的当下。新的东西即更高层面上的原初东西，结束不过是开端。新神话作为“实在的神话”与“观念的神话的”绝对综合是新神话，不过我们不能将它理解为历史的最后阶段，而要理解为历史的乌托邦。也就是说，它标志着历史目标实现的完成状态，经这完成，历史才达到一封闭的整体。这个乌托邦本身在对神话的历史建构那里，是作为历史及其阶段的观念的解释根据。新的世界——“观念的神话”仅构成其一个部分——按照世界精神的计划，将只能“通过历史”给予理性生物（SW．V，S．447）。前提条件乃是，在近代世界中破裂为个体的人性，须重新把自己构成为完整的类族，如谢林在System 1804
 的结束部分中清晰说明的，他在那里讨论处理了走向伟大维度的精神道路。


 第二节　历史与无时间性和解

谢林的System
 在其结束部分对一种新神话的产生问题作出的提示，很可能给我们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哲学家以此表达的是个历史哲学问题。然而，我们只要对本文下一番分析研究功夫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在那里事情关乎一个借助于艺术哲学得到推动的工程，这工程从它本身看，表现为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神话理解之理论展开，其与早期浪漫派的神话工程发生着理论上的商榷甚至冲突。因为谢林首先是带着与早期浪漫派的艺术实践清楚划界的思想概念致力于这个问题集合。在F．施莱格尔1800年的《关于神话的谈话》
(3)

 （„Rede über Mythologie“）那里，我们可以读出一个清楚的问题推移。因为他的构想把对一种新神话的创造仅仅局限在对诗作一种更新。于是在他那里，悲剧的诗被看作、被划归为一种历史哲学的工具，人们可在其中认识人的种种生存危机。也就是说，他想借助于一种“审美革命”赋予这种诗一种历史和社会的维度。
(4)

 而谢林的先验哲学虽然完全不可被误读为具体的历史哲学，却已对历史概念作出了先验演绎（SW．III，S．413）
(5)

 。同一性哲学现在，不仅将历史表达在其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中，而且进一步地，将它根本上表述为宇宙的形式：绝对者或“太一”显现在自然和历史的双重形态中，也就是说，唯一的本质将自己“实在地”构成在自然中，“观念地”构成在历史中。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区别在此只看作本质设定自己于其中的不同级次。自然与历史的连续性把自己表达为诸级次的连续性。历史是自然的更高级次，这指的是：它以观念所表达的，也正是存在于实在那里的同一个东西。

对谢林来说，历史的特点乃是同一性状态的一种丧失，而“新神话”必然存在于历史的彼岸，它决非在宣告一个未来的黄金时代，不如说在意指历史的最后目的。因此笔者要说，System
 所假定的那三个历史阶段——自然的阶段、命运的阶段和“天命”阶段——并不是一般讨论中经常误解为的存在结构，它们只是启示的诸种形式，是宇宙的映像。但所有这些阶段却必然象征地被认识为宇宙的种种命运，重复和清楚地倒映在整个历史中。同一性结构，像谢林的“万有论”表述的那样，只把自己展开为一个行动的一个同时性的两个方面，即走出同一性和返回原始统一的活动。因为同一性哲学的基本历史观是：历史在其自身内是循环的，历史以循环这种方式把自己表述为永恒的一个象征。所以历史整体上必须看作“史诗式”的，它既没有确定的开端也没有确定的结尾。不过历史的“要点”是一种失乐园状态以及重新赢得与神性之一体存在的不停息的努力。当谢林说，人类仅在遥不可及之处也即仅在最遥远的过去和最遥远的未来拥有其黄金时代，他的意思无非是：我们人类只拥有当下。“新神话”以人性的“复归于一”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这种复归于一在历史中把自己揭示为“同一性的复归”（SW．VI，S．565）。

由于整个历史还是“这个要在生成活动中去把握的（神话）世界的一部分”，谢林也谈到了作为“新神话”的“局部的神话”或曰“特定时代的神话”。不过，如其出现在将自然哲学表述为新神话质料时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本身就是调和，无需时间的调和。作为一种显现在时间中的向着全然无时间状态的过渡，这个调和就决不是以经验方式可以把握的。因为，与神的同一只是对灵魂的永恒本质才可能存在，如System 1804
 已经揭示的那样。灵魂的永恒本质是绝对存在的，与神的同一也是一种永恒的同一性。神之永恒存在，并非因为他无始无终，而是因为他根本不具有任何时间关系。灵魂与躯体也即与个体性的交织纠缠，必须理解为灵魂之内的一种否定活动的结果，理解为一种“惩罚”，正如反过来，灵魂在摆脱否定的情况下必然成为永恒的。谢林在PuR
 中，新柏拉图式地发展出对灵魂在宇宙中的旅行的一种直观（SW．VI，S．60）。按照这种直观的理解，有限性本身正是一种惩罚。在灵魂堕落之后，这惩罚不是通过一种自由关系而是通过一种必然关系发生。因为灵魂最初的有限性已具有与自由的一种关系，并且是“自我性”（Ichheit）的一个结果，灵魂的每一种未来状态与现实状态的关系即只能处于这种关系内。所以那个唯一的、当下仅通过它才能与未来衔接的概念，就是“涤除罪过”的概念。古希腊的神秘主义把涤除这种先前陷入的罪过概括为对感性生命的净化，如他们对阿多尼斯之死的表象那样。谢林在1802年的Bruno
 的结尾处，使用了阿多尼斯的神话表象结束自己的自然哲学对话，并非随意。
(6)

 谢林本人后来曾提示说，研究灵魂的PuR
 与自然哲学文献Bruno
 在任务方面是衔接的。

与神的同一存在消灭了一切时间，并在时间的中心设定了绝对的永恒：安宁地与神同在，使过去消失，使罪孽得以涤除。谢林认为，实际上人们长久以来早已感知到，时间中发生着这样的看似不可理解的向完全无时间状态的过渡。这就是诺替斯式精神顿悟所领悟出的东西——人类在长期的徒劳寻找后突然发生的顿悟：原来人类不假外求，在自己身上、在自己的本质那里即拥有永恒。这种顿悟可说是意识的一种不期而至的照明，此种照明人们只有以永恒原理去解释。谢林按照柏拉图的精神说，这是一种从原型中的脱离和一种返回原型的旅程。因为有限者并非肯定性东西，而只是诸理念的“自我性”方面。在与其原型的分离中，诸理念的这个“自我性”方面变成了否定活动。因之，对所有精神来说，其最高任务都是停止那种“在自身内的存在”，自为地成为否定活动，把自己转变成那种与自己对立的东西，直至本身完全从与躯体的关系，从一切物质性关系中脱离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可说是堕落了的精神的一幅含混的影像，是诸理念穿越有限性全部阶梯时的一种打断，直到诸理念中的“自我性”在扬弃所有差异之后，升华为与无限者的同一，全部作为实在的同时进入其最高的观念性中。

历史本身始于一种必然又自由的远离同一性，因此它也具有返回其“原初同一”的复归，只不过这“原初同一”已是历史必然的最终目的。历史本身即是走向原型，走向永恒的通道。但对于历史中的理性生物，对存在整体的体验乃是对整个实在性的认识的引路人，因为后者在历史中指向多样性的具体实在。谢林在Bruno
 中把这自然多样性的具体实在描写为诸理念世界的“永恒实存”、“诸事物的事先形成的生命”，那种从未开始，也永远不会中止的生命，“总是处于全部完满性中”的生命（SW．V，S．224）。

很明显，谢林的PdK
 并没有发展出任何一种实践哲学，因为它的任务仅在于观念地建构艺术的整个问题集合。他这个处理不应当让我们发生误解或感到失望。相反，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更接近事实：谢林相当重视基督教那种将“堕落”理解为“天命”工具的洞见，他认为恰恰在希腊神秘主义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的吻合和衔接那里有一种本质性的关系，其可以发展为一种道德学说。实际上，在他重要的同一性哲学文献PuR
 中，我们能发现一种灵魂学说的实现，它是着眼于作为认识原理的自我的问题，对柏拉图的相关思想财产和希腊密教学说作公开的或自然哲学的吸收。进一步说也将基督教对纯粹观念的直觉认识，关于真善美的学说的阐发引回到善和美的理念那里，并结合于其中。由于我们对继续在实践哲学的关系中研究神秘的宗教和公开的宗教的同一性综合也怀有兴趣，笔者在此对这个“灵魂说”作一简短考察。

“灵魂说”在PuR
 （1804）这里，是在研究“有限事物之来源于绝对者”时引入（SW．VI，S．28），服务于从自然哲学立场出发的对有限性一般原理的阐发。
(7)

 谢林此处将“宇宙的历史”直观化在“诸灵魂的永恒旅程”那里（Ibid．，S．60）。这旅程分三个状态：诸灵魂的前存在、堕落以及净化（Ibid．，S．68）。诸灵魂不仅一度曾一体地以理念世界为家园，参与对事物原型的直接直观，它们还曾是“诸理念自己”（Ibid．，S．41），它们由绝对形式得到“完全存在于自身内”和“完全存在于绝对之内”的双重可能性。后一种状态被概括为“诸灵魂在诸理念那里的绝对状态和诸灵魂与神的最初统一”（Ibid．，S．67）。最初的状态即是它们“从绝对那里坠落”的状态（Ibid．，S．38），“堕落”的直接原因就是诸灵魂自己作为有限性的自由原理存在，就是它们的“自我性”，是随着自为的生命给定它们的东西；随着从原型中坠落，诸灵魂脱离其最初的永福状态而下降，出生在时间性的宇宙中，由此从真正的宇宙中扯脱。此时它由于处在其与躯体的纠缠中，不能看到诸原型本身，只能瞥见原型的晦暗形象；不能创造出等同于诸理念的东西，只能创造出作为一种“中间物”的特殊和有限事物，也就是那种“同等地分有统一性和二重性，分有善本原和恶本原”的东西（Ibid．，S．61，64）。这种堕落并非偶然，而是必然地甚至绝对地存在的，它借助自由而重复发生，所以被称为诸灵魂的“厄运”（Ibid．，S．63）。但由于诸灵魂的本质是神性地给定的，所以灵魂一旦认识到自己的堕落，必然要重新争取神性生命。这种争取活动的至高点本身表述为理性的“自我性”，在这个自我的自为存在之最高点那里，同时发生对原型世界的重建。所以，灵魂之达到它们的第三状态，它们的净化是通过重建对唯一的真、对“太一”的“理智直观”。这种真理和“太一”天然适宜于每一灵魂的直观，灵魂从作为其否定性方面的躯体那里解放出来，重新与无限统一，直接返回到“诸理念的类”那里，永福永恒地活在理智世界中（Ibid．，S．68，63）。

谢林认为，按照柏拉图精神和同一性哲学的精神而展开的这个“灵魂说”不仅可以“为自然哲学”提供重要的维度（SW．VI，S．48）
(8)

 ，而且它关于灵魂的“绝对状态”和“灵魂不朽”的学说，也必然补充基督教的“实践学说”，构成其重要部分，“因其涉及将灵魂从作为其否定方面的躯体中解放出来”（Ibid．，S．68）。而仅随着对神的奇迹那里的一种永恒生命的表象，基督教的信仰才开始；另一方面，“灵魂说”又必然与关于“当下和未来状态的道德关系”发生联系（Ibid．）。谢林认为，当初希腊的实践学说正是唯一地建立在对这种否定性的坠落的神秘表象上，而现在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则是在表述“一个成为有死的和受难的神”的图像，以此“调和从绝对者中的坠落，把有限与绝对者的关系转化为一种肯定性的关系”（Ibid．）。对坠落的“绝对性”的强调，已经把历史的意义揭示为道德的王国。

谢林已经按照唯理念主义的精神把基督教对坠落的洞见——也即将其看成“神的完整启示的工具”——吸收到宗教哲学的道德部分中。在这里，坠落的本身固有的意义是从诸理念的自我完成的角度中得到阐发。诸灵魂的坠落根本上是借助于“诸理念的最初的自我性”发生，在这种视角中，是借助于它们“固有的二重性”发生的（SW．VI，S．63，40）。这种二重性服务于唤醒诸理念的神性生命，就如神性的直观服务于赋予和牺牲诸事物的有限性是服务于神性的直观。通过诸灵魂的“坠落”，通过扬弃诸灵魂的有限性，诸理念把自己完成为绝对者的真实的图像，这些图像有能力“作为独立生存的诸理念复存在于绝对者之内”（Ibid．，S．63）。通过把诸理念揭示为永恒必然的“工具”（Ibid．，S．52），谢林也把人类理性揭示为诸理念的工具，具体说来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理性被规定着，整体上作为对诸理念的“摹仿”而存在。从这里可以推知，人在自身内即具有神性，因其灵魂、其概念存在于神之内。同时，恰恰也只有人的永恒概念才是真正的行动主体，唯有这个概念才能实施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自由行动，一种按照同一性法则的适宜的行动。

如果说，对于历史理性来说，道德的关系就是他们的实存的本质性规定，因为历史理性仅通过真正情况被包含于理智世界内，那么在这种视角中，基督教对神的基本直观就被揭示为那种直观，其通过自身达到真实的道德性。在基督教那里，自由与必然的同一性“不再如现象立场看那样是不可把握不可理解的同一性”，而直接“作为神”被认识（SW．VI，S．53）。无条件的观念东西即同一性被理解为“只存在于神之内”的，历史只被理解为神的王国，人只被理解为那种只能与神同在的东西，因为“只有当神存在，根本上才能有道德世界的存在”（Ibid．）。我们这里可以看出，谢林的这些思考，许多都是在接续康德。那么，道德的本来意义上的要求，把灵魂从纯粹的躯体性和有限性中解放出来，即是实现在基督教的精神中的，就基督教直接指向将人的特殊性直接消解在一般精神中而言。所以，谢林坚持认为，整个历史中的最高立脚点无非是基督教的立脚点，因为基督教把历史理解为“天命”。质言之，关于行动的真正的体系必然是无条件的信仰、是“良知”，如他在System 1804
 中建构实践学说时所强调的那样。
(9)

 所以基督教对“天命”的理解不可误解为某种仅仅是否定性的道德，或为实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因为这个理解的核心是要求人与神性“一体存在”（SW．VI，S．56）。也就是说，与神的和解活动被设定为现在的状态与未来的状态的一种道德的关系。谢林在这个设定里，看见对历史的真正的、清晰的意识，即每一种与绝对者的关系其实“只能通过一种重新复活差异才可能”（Ibid．，S．19）。在每一个瞬间都在发生与原理的修好与调和，当下持续地将做肯定活动者与被肯定者统一起来，创造出一种综合。但是，肯定的活动与被肯定者的差别由此却永远不能一次性地被扬弃。人类所追求、所要求的神性的存在的那种无限整体性，在灵魂的现实的道德纯洁化那里，只能作为相对的无差别点被创造出来。谢林把基督教的理解复总结为哲学的条件——哲学在这里要理解为灵魂真正的和最后的解放——并把这个实践学说引回到“无时间的和解”这个同一性哲学理念那里。在摹仿的世界中，根本上借助于理性的生存，诸理念将与自身和解。这种和解本质上可在对世界的理解那里洞察。诸理念进入“科学、艺术和人类的道德行动”（Ibid．，S．43），使得在这里，在堕落的世界中，必然可以现实地看到原型世界在这三种人类活动中的重建。神性在这里证明自己是创造活动的真正主体，永恒也即无时间的东西存在于这里，未来的状态在这里已经出现在绝对认识的“条件中”。也就是说，和解本质上是内在的，它发生在灵魂之内。

人类理性的基本规定之一，就是努力争取与神性的存在原理的和解。这和解的内容乃是借助于自由和良知重新构建“神—人关系”，由于人从绝对者中的坠落，这种关系已遭摧毁。在存在论的神话学构想中，这个和解本质上要理解为作为宇宙力量的诸理念在历史中实现自我和解的一种映射。诸理念的这种自我和解，必须理解为内在的、理念论框架内的。谢林是以灵魂与神之同一的学说对此进行表述的。

历史作为自由行动的人类的王国，被理解为理念的这种“成为实在的运动”的象征，理解为灵魂的“永恒旅程”的图像。借助于一种尚需重新建立的、与无限者的内在统一，灵魂能够完成自己的本质规定。然而灵魂与无限原理的这个和解本身并不表现为一种无限的努力，或者一种持续的进步，因为此和解是无时间性的，在历史中它仅仅把自己实现在整个人类类族的一种绝对的认识行动那里，亦即一种理性的神话行动那里。这种无时间性的和解的观念象征，就是对时间的表象。历史是对神性原理的一种序列地展开的启示。同时，历史作为这样的启示并不像启蒙主义者们所设想的那样，是以纯粹机械的连贯法则为基础，而是以观念的统一性的法则为基础。这种统一要理解为特殊在“万有”之内的存在及其同时在“万有”之内的消融。前面已经提到，通过“新神话”所标志的那种有限与无条件的无限者的和解，本身是一种无时间性的和解。

谢林在System 1804
 中对此写道：

有限者作为有限者能够并应当成为等同于无限者的，此乃宇宙的最大秘密。［……］诸事物自身存在那里的有限性，是从神那里的一种堕落，不过也是这样的一种堕落，它将直接生成为一种调和。而这调和并非是时间性地存在于神那里，它是无时间的（SW．VI，S．566—567）。

因为，在永恒创世那里，神通过将诸事物那里的有限性设定为虚无，通过他自己的永恒消解了诸事物那里的虚无因素，他直接地只是将无限者设定为实在的。也就是说，神把世界设定为一个完满的世界。显现的世界因此不过是现象，是诸事物那里不存在的东西，是通过完满世界的理念被消灭的那种东西的一种连续的幻影。也可以说，它是对神之内的对诸事物的永恒表象的一种序列的展开，因为所有的现象都存在于其中的时间，只不过是消灭着的一个影像，即对所有那种本身非永恒东西的消灭，对所有那些不包含在世界的完整理念中的东西的消灭，对所有不属于神的理念的东西的消灭。历史本身不过是与有限者的这种和解的展开，这种和解在神那里是永恒存在的，它无时间地存在着。


 第三节　新神话与新艺术

如上文已表明的那样，“新神话”的理念在谢林那里不能理解为历史的最后阶段或未来的黄金时代，而要形而上地理解为历史的无时间性的结构，其因此在历史中又必然显现为最初的和最终的东西。它之作为历史的最初东西存在，是因为这结构无异于“诗、历史和哲学的共同根源”，正是从这个无时间和超时间的结构中，诗、哲学和宗教涌流出来。而它之作为历史的最终东西存在，是因为哲学、艺术和所有其他来自整个诗之大海洋的科学学科，最终亦将流返到它那里。这个观点在耶拿时期的谢林那里，曾是受到听众热烈欢呼的思想，一如System
 在1800年早春问世时受到的礼遇。但到了黑格尔主义的巅峰时期，它作为黑格尔“艺术过去论”的直接对立面，也是受到怀疑和批评最多的一个思想。

在笔者看来，这个存在论的同一性结构有其正确和独特之处，向着统一的返回每时每刻均在发生，只不过是尚未完全实现的返回。谢林在他的两大艺术哲学纲要——System
 中的“艺术—哲学”部分和PdK
 讲座中的艺术哲学纲要中——均坚持这个无时间性的结构。
(10)

 在这样超历史的视点中，“新神话”只是绝对原理的一种整体性生存。为结束先验哲学的体系——其中艺术哲学的中心意义正在于艺术是哲学的一般和适宜的“工具”这个思想，谢林已经在要求这样的“新神话”。而反对着这样的做法，在德国唯理念主义的内部很早就有了抗议，发出抗议的正是谢林当时的密友和助手，耶拿早期的黑格尔。
(11)



仔细审视谢林在他的两个体系各自阐述“新神话”思想的地方，“新神话”这措词的出现，都是在与早期浪漫派的艺术理论发生直接商榷，同期的其他文献如书信也可证实这一点。而如果说关于“新神话”的理念在后者那里是个与艺术实践紧密相连的审美范畴，那么它在谢林那里却最紧密地与对一个完整的问题集合的哲学处理联系在一起。在他的神话学构想那里，对“新神话”的表述恰恰关系到一种努力，即并不把“新神话”规定为、实现为实践行动的最后目标，而只是表述它，也就是把绝对理性与其最终目标放到一起，加以象征化。与早期浪漫派的诗歌工程相比，谢林的神话学构想揭示自己是纯粹形而上的，仅借助于形而上的地位坚持在可能的审美立场中。因其坚信，现实性的生长在于完成表述。

浪漫派对一种“新神话”的要求，出现在其与整个18世纪后半叶诗文化的紧密联系中，出现在一种要去均衡对立面、均衡自律和他律的直接的努力那里。例如在F．施莱格尔那里，诗与神话出现在一种等同关系中：“神话与诗，两者是一体的，不可分离。”
(12)

 按照他的看法，想象不仅要吸收神话，还要重新创造出神话。以此早期浪漫派同时又把诗抬高到神话的层面上，于是新的神话最终应该作为艺术的产物出现。对浪漫派这种将神话和诗（在一定意义上是诗的艺术）等量齐观的做法，谢林是无法认同的，他坚持认为首先必须区分这两者，而在这里他无疑是正确的。

耶拿时期的谢林，虽然分有浪漫派的“世界情感”立场，但这只是他和后者的唯一一块共同地基而已。当我们就“新神话”的话题回过头去审视问题时，就会发现，当谢林在其艺术形而上学中使用“新神话”这个范畴时，总是把它放在一个完全确定的哲学关联内，这就使这个范畴，随之还有他整个的PdK
 ，都指向哲学与艺术的最后统一。“新神话”这个范畴在他这里被重新设定在绝对唯理念主义哲学与早期浪漫派诗歌之间的某种特定的张力中。谢林当时已清醒地意识到早期浪漫派艺术学说的潜在不和谐的意义的积极意义，所以，我们也可以把他在耶拿的系列讲座Studium
 的第十四讲即关于艺术的讲座中对“某种诗的热狂主义”的公开回答，读作对浪漫派的理论商榷。


PdK
 中“新神话”理念的构想与所谓Systemprogramm
 中的“诸理念—集合”紧密地联系着
(13)

 ，决定性地被置于一个直接建立在整体理念的形而上学的框架内（SW．V，S．359），其阐发是通过关于存在整体的学说即“万有论”完成的。System
 对这个理念的哲学澄清首先突出了两点：其一，按照绝对唯理念主义的目的，“新神话”涉及自由与必然的同一性的一种神话式重返的结构，或者，涉及根本上作为自由与必然的同一性的神话的实现。其二，与它的彻底“非历史—形而上”的本质相应，“新神话”仅有一种乌托邦功能，它本身不能被设定为人类自由行动或艺术实践的直接目标。“观念的重返”这个思想涉及的是一种原初的整体性，是被历史理性的一种自由意识打断并扬弃的整体性。谢林通过表述“太一”的“自我差异化”和“重新回归自身”的法则的必然性去说明这样的回归。

这个回归作为历史的规定东西，在此也暗含着反对早期浪漫派关于不断进步的历史之模式，此模式在席勒的神话诗那里占据着主导地位。席勒也认为可以借助于时代的一场革命去扬弃古代教化与近代教化、主体与客体、艺术与自然的对立。一般地说，浪漫派也怀着这同一个历史模式。谢林却通过强调两点，表明自己以类似的术语说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态度：第一，自由与必然的同一性的复归或实现必然是、只能是类族的事情；第二，同一性的这种“复归”或实现不是以政治的形式，而应当以“创造”的形式实现，并且应当是“一个新的类族”的创造，此类族只能想象为“等同于一位诗人的”的类族。以此，德国唯理念主义的神话理解——如它以德国古典主义的思考为前提条件那样，它同时还以启蒙主义的历史思考为前提条件，后者已把古典的诗与神话的原型推到了遥不可及的历史远方——以及新神话作为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族同一性的思想得到阐明。PdK
 中的存在论神话学构想则很有代表性地坚持：神话概念是超历史的。

关系到“新神话”的产生，谢林在这个实践讨论的维度中，特别还认定，近代世界并非“纯粹创造活动”的时代，正相反，它缺少真正的诗和“完成的神话”（SW．V，S．360，442）。站在早期浪漫派一边，谢林试图为近代意识赢回美之现实性。然而对他来说，美学仅仅使唯理念主义的历史哲学的一些前提成为可能，即以此可能把近代理解为对艺术的肯定性的规定，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可能把未来理解为某种可创造的东西。
(14)

 最主要的是，艺术——对谢林如同对席勒，艺术都是唯一的人类自由的领域——应该在它被包容于其中的那个伟大整体的维度中被清楚地树立起来，而且要以一种形而上的科学体系的形式提出来。在Studium
 系列讲座的艺术专题讲座中，谢林首先驱除了来自唯理念主义方面和浪漫派两个方面对假手“理智直观”建立起来的艺术之哲学建构所表示的那种怀疑：

艺术哲学必然是这样一些哲学家的目的，他们在艺术那里如在一面魔法的和象征的镜子中一样，直观到了自己的学科［即哲学］的内在本质（SW．V，S．345）。

而且，借助于实在与观念的这种内在同一——从知识论上看艺术与哲学是这种关系——“艺术”可以“在哲学那里成为一种知识活动的对象”并“以绝对的方式被意识”（Ibid．，S．348）。只是凭借同一性哲学蕴含的一般自然形而上学才完成了这个任务，即借助于科学的体系将诸理念的整体重新建设为一种世界关系，这个诸理念整体的概念才是德国唯理念主义“新神话”理念的衔接点。

因此成为绝对美学的对象的，不仅是作为所有艺术的给定质料、与艺术发生关联的神话，而首先是神话本身。存在于绝对之内的“诸事物”乃是诸理念，它们的本质正是神自己。
(15)

 于是“哲学中的诸理念就是艺术中的诸神”（SW．V，S．389），对艺术，诸神在存在论意义上是绝对给定的东西。艺术在这里是在更大维度中、也就是在宇宙作为诸理念的整体这个意义上得到阐发。谢林在PdK的导论中已经提出了这个关于整体的神话生存的思想，即他先前在System
 的结束章那里已经提示的问题，现在他要以迄今为止用于自然哲学或“物理学”的同一种方法来处理同一性哲学中的“诗学”环节。艺术出现在宇宙的级次化活动中，作为宇宙的最高级次，作为原型在反射的世界中的重新创生活动的产生点。

既赞同又抗拒着早期浪漫派，谢林把神话思考和阐发为所有艺术之最初和本来意义上的“质料”。他这样地揭示艺术与神话的关系：作为绝对的艺术，艺术在希腊人那里与神话等同，这是就此而言：在希腊人那里，个体化的直观正是对个体化的民族精神、甚至个体化的诸神的适宜象征形式。而过渡期的艺术与希腊的直观形成对照，它尚未成为类族的事业，它仅仅实现在个别的作品那里，这些作品的出发点必然地总是作为个体的个体（SW．V，S．456）。近代艺术只以这种方式与神话发生维系，神话是其原始源泉，艺术的直观以神话为其原型世界。

为了把诗与哲学衔接起来，谢林对抗着浪漫派的放弃科学体系的做法而提出自己的构想，通过把斯宾诺莎的同一性哲学阐述和展开在艺术哲学中的做法。这是关于实在东西和观念东西本质的绝对同一的思想。处在观念世界的最高级次上的艺术达到了自由与必然的“绝对综合”，能够把自己揭示为诸理念在场的那种地点。这样的艺术对哲学家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现在谢林借立场的变换和提升，又作出了一些补充和修正。在这个问题上，要点在于：艺术只有通过哲学，才能把自己意识为表达着诸理念的。艺术在其观念的揭示方面，依赖于它的镜像——哲学。哲学是对绝对同一性的“完整表述”，它仿佛已超出观念的世界，因为“在它那里，真、善、美也就是说，科学、善行和艺术彼此融汇贯穿”（SW．V，S．381，383）。谢林以通过自然哲学所获得的级次说的形式，阐发哲学与艺术两者的贯通及融合方式。它们的“同一—亲缘”式关系来自于“理智直观”的镜像性本质。作为观念世界最高的无差别的（统一）的艺术，与这观念世界一起为哲学所采纳，正如哲学亦将再度被宇宙采纳一样。这种采纳或吸收恰恰要把握为所有的事物之返回一个共同的统一，采纳决不仅仅是扬弃，它同时是上升。

如同他之前的席勒，谢林也提示我们，艺术是历史之内的人类自由的唯一领域。只有在艺术那里必然可以找到自由与必然的同一性的实现，也就是借助于那种同时的胜利——既是主体那里的自由的胜利，又是作为客观必然的必然性的胜利——使自由和必然作为战胜者和被战胜者同时显现在“完满的无差别”那里（SW．V，S．693）。谢林十分喜爱的这个显示某种二律悖反特质的著名表述，现在又出现在PdK
 中的悲剧分析那里。那里谢林不容任何歧义地指出，只有希腊的英雄们可能创造出自由与必然的“无差别”（即统一），对于现在来说——谢林站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近代转折点上，他所谓现在即是我们的时代——此种无差别只能发生在审美领域之内。
(16)

 审美调和现实性的可能这个问题，是在对“近代诗歌的普遍性问题”进行研究时随同处理的（SW．V，S．444）。在涉及“神话质料”的角度中，谢林对古代和近代诗歌法则作出分析，认为在那种过渡时期，其时基督教的意识摧毁了古老的神话，而新的神话还在期待之中，我们可以承认具有创造力量的个体有完整的可能性。实际上他认为，现在每一个诗人都必须从自己的局限出发，创造“他自己的神话圈”（SW．V，S．445）也即那种普遍性，必须能凭借个体的独创完成对所有的诗提出的那些必然的要求。

谢林以此针对着早期浪漫派的艺术实践，对实践哲学给出了他清楚的回答，就事情在这里涉及了人类自律的实现问题而言。在作为过渡的近代世界，通过艺术实现的调和乃是一种最高的自由行动。不过，他立刻又为这种借助于个体的“神话”设定了具体的条件，因其只是私人的和“局部”的（SW．VI，S．572）。自由与必然之间的永久对立，即使是在同一性哲学那里，也不可能借助于艺术创造而一劳永逸地扬弃掉。也就是说，这两者的一种现实的调和，对历史理性来说始终是个无限的任务，一种对目标的无穷接近。在他对早期浪漫派的作为艺术实践的新神话的拒绝立场那里，有他的这个思想，其从社会角度看是乌托邦式地阐发出来的，因为对一种同一性哲学来说，人类所欲求的这种整体性只能在绝对同一性那里找到。

由于把自己与启蒙主义和浪漫派的神话要求——以神话为艺术的源泉——衔接起来，谢林也赞成在一种原初的创造活动原理支配下的艺术创造理论。不过，对他来说，这种理论并不涉及直接地去“使用”古老的神话。由于其哲学的神话建构具有的严谨性质，他与其早期浪漫派的盟友如F．施莱格尔和诺瓦立斯等人的主张之区别非常清楚，我们不可不辨。比如，后面这两位不但均放弃一种体系化的艺术哲学，并且试图通过放弃对艺术的一种超时间的功能规定，以便为近代艺术的自律要求引进某种富于结果的东西。而谢林主要是以其对神话整体性的存在论的表述去阐发存在整体之内的再创造活动的那些互相结合着的前提条件和要求。即便是人类的自由问题，在这里也只以限于艺术创造的形式来探讨。谢林认为，近代意识不可能被给予“新神话”，只能被给予一种“局部的神话”（SW．VI，S．572）。按照他这个看法，审美的、感性的调和只存在于艺术中。对历史理性来说，在艺术特有的当下性中存在着一种现实的调和，一种对基督教的世界否定的反向均衡活动。相反地我们看到，对耶拿中期的黑格尔来说，这样的“调和”已显得十分可疑。

在一种历史哲学那里，人只能通过他将历史地生成的那种东西得到规定。相反，艺术却铸就并建构人的整个本质，因为在艺术的领域中，人以一种天然的统一方式既思考又行动地生存着，这种方式是通过两种原理本身创造出来的。当人在历史中的全部现实性被这种历史哲学推到遥不可及的未来时，那种历史可能性也就很成问题——正是它又是使人得到现实性的东西。因此，情况必然是，只有在艺术本质的规定和实现不可避免地成为哲学的一种问题集合的那个地方，对新神话和新艺术的关系的思考才得到一个中心的意义。在这里，事关对人类可能性的现实化。通过艺术所实现的自由与必然的同一性，如其一直在古代艺术那里证实自己的那样，作为可以一再创造的统一而有效，即使在历史进程中也是这样。谢林把艺术看作人类的本来意义上的机会，因为后者按照其必然性只具有一种存在与非存在的混合的实存。

那么现在，从艺术创造活动实现的问题集合的角度看，谢林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更加困难的处境中。只有借助于艺术所创造出来的构成物——无限者与有限者、主体性东西与客体性东西、自由与必然——的统一，人的本质规定才能被满足。衔接着同一性哲学对在涉及神话的关于古代和近代诗歌的对立的分析建构，PdK
 中的谢林站在早期浪漫派一边，认同诗的领域中作为自由与必然的同一性实现的“新神话”之可能性，

普遍性，对所有的诗歌的必然要求，在近代只对那种人才可能，他能够从他自己的局限性出发创造出一种神话，创造出诗的一种封闭的领域（SW．V，S．444）。

由于谢林在历史的方面也要贯彻和坚持神话与诗性的艺术的存在论区别，在这里就比他的浪漫派盟友们有更多的理论困难。对我们人来说，神话的给定固然不会失去，相反，从哲学和艺术的方面看，它始终是可以接近的；但自由与必然的一种现实的调和，即使在艺术的领域亦即人能够完成自己本质的地方，谢林现在也只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承认。他对一种从无限历史的角度——也就是自由与必然的对立的全面战胜——出发的“新神话”的确信，是由对“过去”（Vergangenheit）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所支持的，显得只是一种宣告。如果在历史中的完满的战胜对立的活动最终并不能通过艺术现实地得到调和，那么关于“新神话”的学说就表明自己也具有康德的自然目的论具有的那种同样的弱点，那是谢林在System
 第五章已经批评过的（SW．III，S．608）。自律的主体在历史这里解决不了问题，只得到自然那里寻求援助，又为了逃避这自然的异己的“强力”而躲避到艺术中去。

像此前席勒做过的，谢林也提示，在一种仍然他律地被规定的历史之内，艺术带着一种调和要求出现，它可以是自律的一条道路。不过晚期的谢林后来取消了他在自己的艺术阶段所主张的审美调和，艺术在其晚期哲学中失去了调和的功能，只有启示才能完成这种要求。在晚期的谢林那里，出现了一个历史问题，它不是审美的艺术和美的东西可以解决的。谢林也改换了思考方式，不再认为一种前进式的历史不可放弃不可消解，而是认为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才是不可放弃和不可消解的。

如前所述，PdK
 中对“新神话”的表述同时是在与早期浪漫派的理论主张和行动规划划清界限，实际上，它特别要理解为针对后者将这个思想的狭窄化而发出的抗议。“新神话”的整个系统，在谢林这里的建基完全不同，所以这理念从整个存在论神话得到系统演绎，本身也成了存在论的神话这概念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是，谢林揭示出“新神话”这个理念不是一个涉及主体性的审美范畴，而是一个本身涉及存在整体的术语。他认为这理念在历史中恰恰保持为一个“理念”，就此而言不具有艺术实践意义上的现实性。虽然现代艺术与这种“新神话”有不可扬弃的联系，也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被思考为这个神话的一个生长点，但对于行动着和进行着创造活动的历史理性而言，这理念在历史中的实现却是一个无尽的任务。为此，特别着眼于诗意的创造活动，谢林曾在其Dante
 一文中提出自己的论证。

在谢林那里，对“新神话”和新艺术的关系的讨论紧密联系着现实性问题思考。返回诗意的同一性状态并非被思考为唯一通过新艺术所能成就的，而是被思考为通过“新神话”才能成就的。按照他的艺术哲学主张，艺术是整个历史的最高现实。PdK
 的题目，现在主要从实现的角度来处理，似乎不言而喻地提出了两者的一般关系问题。如果按照长期以来即很有代表性的理解，它们正是人在整体中构形其生命以及其世界的那两种基本方式。根据那种理解，在这两种方式那里，事情都并非仅涉及一种在已习惯的文化生命框架中的已习惯的创造活动。不如说，艺术提供的是这样的创造活动，它关系到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之前先给定生命的框架，人的生命在这框架内被建构为共同的生命。这就透露出，艺术并不仅仅是生命世界内的一个局部领域而已，不如说它是构形能力的普遍方式。

由于综合是绝对的和原初的，神话所有的表述方式在它们自身内有统一的根据。它们在历史中的整个运动表述了与这种原初综合的直接关系，它们是前在地被规定在这种关系中的。在这里，创世性的原理把自己启示在每一个别的神话方式中，在历史中先后通过作为开端性的东西的希腊神话，通过作为走向新世界的过渡、作为对原初同一性的寻求的基督教神话，通过作为最终完成的未来的“新神话”表述出来。按照其本质和其生存，不同的神话方式的必然性已经存在于它们的理念那里，由其理念论证了。作为宇宙自我肯定活动最后的表述方式的新神话，存在论地看来，乃是前定在创世性的原理那里的。在历史中表现为未来的神话的这个返回原初原理的活动，因此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诗性的生存在自身那里将完成其存在整体。所以说在希腊神话的普遍性和无限性那里已设定了“新神话”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无限的宇宙那里——神话是其诗意表述——过去和未来是作为一体存在。神话“必定不仅表述当下或过去，它还必然包含未来”（SW．V，S．414）。

为了认识作为宇宙的完满存在的新神话的必然性，对灵魂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认识即认识神之绝对同一性。这是谢林的“灵魂说”的核心思想。
(17)

 只有在与这种同一性的有意识的修好的情况下，灵魂才能将这同一性认识为“天命”。也就是说，永恒在这里，在当下，在历史中已开始存在，对于那些在时间中永恒存在的人，这永恒是现场化的。新的神话作为宇宙的完满存在意味着历史的完成了的世界，一种整体性，一个观念的自然，一个在自由那里达到的必然与自由的和谐。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将表现为，人为整体的精神所贯穿，上升到对宇宙的有机整体的直观那里。这种直观只能是由作为人的永恒概念的自由的灵魂完成，它的自身努力本身已指向认识的整体。

人的理念——现实的人和经验的人只是其一个相对显现——必然被一种内在东西、一种宗教、一种哲学，被古老的民族特征所呼唤，但后面这种特征破碎在所有的个别那里，而且破碎得越来越厉害。因此对理性生物来说，“新神话”的产生必然显示为，由于“观念的神话”仅在其非绝对性中与“实在的神话”发生对立，所以神话在历史中的完成最终必然引进：尽管神性原理以一种序列的方式把自己作为历史中的整体创造出来，它却原初是、永远是存在的整体。“观念的神话”是借助于整合处于对立中的统一体而达到它们固有的绝对性，从而停止与原理处于对立。而有限者之完全构成于无限者中，必将导致“宇宙”即存在整体反向的构成活动，即宇宙构成在有限者之中的活动。

与浪漫派的文学式断言十分不同，谢林谨慎地处理了对“新神话”的特征及其规定。他首先通过自然与历史的综合提示了特征和规定，近代诗歌作为自身特征的那种纯粹对立，现在应当在其绝对性中被把握。所有这些使理性确信，一旦现代诗歌生成为完整的对立，两种对立的设定就将变成一体的东西。“实在的神话”的出发点与“观念的神话”的完成点将汇合为一个东西。古代的神话原理与近代的观念原理之间的对立以此将扬弃。在转变点上，自然与历史将再次绝对地统一起来，融汇为一。理性或那种寻找自己的精神，将在自然中认识神，在神中认识自然。

在诸理念达到自我认识活动完成的地方，认识了自我的神性原理将从世界撤回到自身之内。也就是说，在诸理念对历史中的理性绝对启示自己的完整内容和意义的地方，理性将被引回到整体和无限统一，诗具有“更高尊严”的地方，诗作为哲学、宗教和诗最后统一重新在绝对的诗的形式中把握自己。
(18)

 据此，“新神话”的特征必然是绝对的诗性同一性本身。在它那里哲学与诗、理性与神话的对立将一劳永逸地扬弃。各门科学、各种宗教和各门艺术将在“新神话”的存在方式那里和谐地衔接起来，复成为一体的，如在其发端时那样完全互相贯通。这就是关于“理性神话学”的那些陈述的宗旨所在。
(19)

 在这个柏拉图意义的理想国那里，如其在Systemprogramm
 里所表象的那样，理念是“感性—审美的”，宗教是“感性的”，艺术是“理性的”，是自然和理念的诗性同一占据统治地位。

谢林对新艺术的规定是成为“史诗”，即在“实在的神话”那里是“最初者”，在“观念的神话”那里将是“最后者”（SW．V，S．457）。在此要注意的是史诗具有的那种典型的“循环”特征：史诗作为类族和个体的统一，如其在希腊人那里那样，被标志为历史和艺术中的无时间东西。正如在赫西俄德那里，司史诗的缪斯卡利俄佩（Kaliope），作为象征神圣回忆能力的女神莫涅莫绪涅的女儿，是缪斯九女神中最尊贵的一位
(20)

 ，她在这个存在论的神话建构这里，在未来的诗那里也与诗歌的最尊贵的方式相关。同时，在与新艺术的联结中的“新神话”，始终保持为一个任务。与其在System
 结尾的神话问题提法相应，这个“新神话”只被看作处于无限遥远中的历史乌托邦。


 第四节　天才与艺术作品

艺术创造活动中的天才和自由，这曾是整个歌德时代的文化的最心爱话题之一。自从宗教那种客观维系性破裂之后，近代欧洲形成了一种急迫的诉求，对主体地可体验的权威性的诉求。天才与艺术因此获得了很高的地位。相应地，艺术作品在这个审美时代的近代过程内，经过审美化之后也获得了其地位和价值的提高。众所周知，“天才”概念在哲学史上获得其特别地位，典范地是借助于康德在其KdU
 中的工作。康德在那里把天才设定在与鉴赏判断的紧密关系中，使之从审美的方面提供直接的客观性。康德在KdU
 的目的论批判部分将自然作为研究题目，在一种关于自然美的学说的总体关联中，这个目的论批判现在对我们变得非常关键。但他在这里说的这个自然，却既不是科学意义上的也不是技术地可控制的意义上的自然。不如说，康德现在是在一种“浪漫派的自然”那里寻找一种现实性的充分能力，对手段和目的的一种现实的审美实现。也就是说，哲学在“天才”那里寻找对自然的呼唤。艺术中的天才，审美立场上的人的最高可能，在康德那里，现在是通过自然来规定。由此却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因为这个自然及其意义总体关联并不允许理性完全从主体性的立场出发去论证它们。康德这个做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谢林在其1800年System
 的结束章即体系的艺术哲学部分，跟随康德这个动机，提出了一个新的、先验唯理念主义的“天才”释义，在自然那里阐发艺术美的一种现实性关系。康德凭借其判断力的批判，最终达到了唯有自然美是真正的美的结论，已提示了一种创世性的世界秩序。但是在鉴赏判断的主体原理的立场上，这个秩序无法被看作生存着的，只能被看作显现着的。为了保障艺术的现实性，康德把艺术美建立在现实的自然上。而在谢林那里，出于对大自然的无意识创造力结果的重视和考虑，康德的“天才”概念已经被设定在存在论的整体关系中。通过在存在论意义上分析康德的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然美—艺术美关系”，谢林得到一个深刻见解，也即：我们原初即通过与艺术天才的关系而拥有与艺术的关系。相形之下，反映在鉴赏判断那里的这同一种与艺术的关系，在存在论意义上已是第二位的。所以谢林的“天才”释义另有其入手点，也即“天才”被决定性地置于其与艺术作品的总体关联中。这作品现在是作为由自然赠予的“天才作品”，作为美的作品来研究。他的这个“天才”释义还特别地针对着“天才时代”对主体的绝对性的固着，这种绝对主义也反映在来自反思哲学的早期浪漫派的诗学那里。与很多误读谢林的人的看法相反，谢林并不支持这种否定作品的倾向。“天才”之拥有其特别的尊严，仅因为他能够把我们引向艺术作品的真理，能够为我们证明这种真理。

现在让我们回到题目上来。笔者要说，谢林之所以关心“天才”问题，并非沉醉于创造中的“天才”的那种使一切事物达到超越的创作活动状态，而是关心艺术作品的存在论状态。所以黑格尔在其美学讲座中那样尖刻地讽刺谢林的艺术观点，其实不够公正。正是谢林看到了，在艺术作品那里，真理证明自己是原理完成了自我创造活动的那种宁静状态。也就是说，艺术作品关乎对原理的“理智直观”的客观化。不过，那种绝对的同一性，“天才”那里的原理，因其在先验自我的立脚点上先验地是不可接近的，所以对“先验自我”始终是个问题。随着其自然哲学转向，谢林不再围绕康德的KdU
 中的“天才”概念思考问题。他以自己在1797年至1799年间系统地展开的“先验”的自然哲学提供了研究“天才”和艺术作品的一种可能，在这种自然形而上学的框架中，他能够借助于“无意识的创造力”的结论把“天才”与自然设定在一起，把“天才”概念发展为一种关于艺术与自然关系的形而上学说。

谢林在PdK
 中的工作之一，正是系统地把最早阐发在先验哲学中的这种“天才—艺术作品”关系移植到同一性哲学的土壤中，使“天才”及其与艺术作品的关系按照同一性原理重新得到构想。同一性哲学已经在存在论意义上将绝对理性树立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同一性基础。它在宇宙中仿佛是一个点，那里认识活动与存在，实在与观念，主体与客体，无限与有限，以及无意识与有意识，全部呈现为无差别的。谢林把“天才”概念纳入他的绝对原理的创世说内，“天才”以此获得其固有维度，一劳永逸地摆脱了主体性的桎梏。“天才”根本上被安置在世界直观中，被安置在“神性的创世活动”——“无限的观念性构成在实在东西内的构成活动”中（SW．V，S．386）。“天才”在这种世界关系中处于理念世界的“自我—再生活动”的总体关联中，确切说来是作为神性创世活动的形式原理，其创造的任务是表述“艺术的理念世界”（SW．V，S．460）。因此谢林又有一个观点，应该将整部艺术史作为一位“天才”的唯一作品来把握，因为在“天才”那里展开着艺术创造活动的整个序列。

在谢林这里，“天才”的创世性本质现在直接通过理念论得到阐发。“天才”的创造活动是通过理念的创造性本质得到理解。由于理念的自我性是一种给出自身的东西，所以谢林在“天才”概念那里也以类似的方式不断地追随那种自我表达的东西，就如“天才”的诗性创造活动必然可在他的能力中认出来，这种能力是按照理念去创造类似理念的东西。如此，“天才”就是那种神性的、能够将审美的诸理念适宜地表述出来的能力。
(21)

 “天才”根本上证明自己是美的艺术之官能。就他作为“自然之赠予”同时为艺术立法，以此必然使自己被理解为题述创造活动的本质而言，反过来甚至可以把美的艺术理解为“天才的艺术”。“天才”本身是创世式的形式原理，他的生存目标就是使自己与永恒者一致。所以他必然作为艺术的绝对原理和艺术创造活动的主体，像永恒者那样，有能力赋予寓于他自身内的诸理念以一种独立生存。“天才”使诸理念作为个别的现实事物的概念生存，使诸理念构形在躯体中。而且这个原理寻找的只是纯粹形式、观念东西，以便以一种感性的映像方式把无限者灌注在有限者中，而使这有限者完全适宜于无限者，使无限者在这有限者那里得到直观。于是美出现在艺术作品那里，而且是作为诗意生存的可见的完满出现。因为艺术的诸形式把自己表述为事物本身的诸形式，而借助于此，人的永恒概念将作为理念本身而现场化。

于是谢林的PdK
 在对艺术形式的建构那里才着手研究“天才”的概念，这个建构的任务是提出关于艺术作品的一般理论，勾画从审美诸理念到具体艺术作品的过渡。“天才”与艺术作品之间关联的意义，现在从一部艺术作品形式与特殊艺术作品形式之间关系这个角度作了阐发。从“天才—艺术作品关系”的诗性本质中得出了绝对原理的一系列“成为实在的活动”：艺术与诗的类型学说或风格学说，对这些学说，如前已述，因题目关系笔者在本书中不能展开讨论。笔者仅限于给出一个简短提示：在谢林对“天才”的独创性的思考那里，已经存在着多样地实现人类实存的可能性。

笔者现在集中到“天才”和艺术作品概念的交互指向这个问题上。谢林的PdK
 从人的创造活动的直接原因出发，把“人在神那里的永恒概念或理念”规定为“天才”（SW．V，S．458），而与此“天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艺术作品的概念，他在同期的System 1804
 的精神哲学部分已给出过这样的解释：

某一个别地生存着的事物，在它那里人的永恒概念真正地（也即独立于人地）成为客观的，我称之为艺术作品。因为在人的永恒概念成为客观的地方，灵魂的本质——它是自由的必然性和必然的自由——也将成为客观的。然而这种情况仅出现在艺术那里（SW．VI，S．570）。

也就是说，并非任一有才干和自由行动的个体，而是灌注于真正的艺术家身上的神性本身，才被理解为艺术作品的直接创造者。而艺术作品标志着被创造被构成者。构成者和被构成者，两者的区别是存在论的。被构成者——它就是借助于自由与必然的重新建立的统一再次创造出来的同一性——乃是自由与必然的一种可客观直观的无差别。这个表述以实现了从System
 的天才概念到同一性哲学的天才概念的位移。

尽管“天才”对艺术作品是其观念原理，在这个关系之内，却是艺术作品被赋予存在论上的先在地位，因为艺术作品标志着实存的各种地点。只要作品尚未成就，本质即保持为未曾揭示的。谢林的这种阐发与其“存在论—审美”立场是相应的。无论PdK
 中的艺术研究还是System 1804
 中的艺术研究，他都持这同一种立场。实际上他在这两个地方所关心的，首先并不是“天才”本身的本质，也不是“天才”的创造活动过程及其规律。他的哲学兴趣仅仅指向“天才的创造产物”也即艺术作品本身，原因显然不是文艺学的审美意义上的，也不是康德的审美理性论意义上的，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
(22)

 ，因为谢林在此赋予艺术作品一种超越的真理功能。艺术作品对他是真理的体现，这体现不能以其他任何方式完全表现出来或完全地得到把握。所以说，它是绝对者的“工具”。这个被创造的东西的认识价值和真理内容，实际上是谢林艺术哲学提问的主要对象。从这个原因说，谢林关于“天才”的思想不能仅在审美主体的意义上去把握。它也不允许自己被减少、降低为对创造论美学的那种浪漫派式的主体化。谢林在“天才”那里寻找的东西，首先要在“天才—艺术作品”的存在论关系中得到澄清。只有在展开了的普遍有效的真理认识那里，才为现实地实现人类本质的问题打开着可能，而每一个天才的创造活动都可导致这种普遍有效的真理认识。这就是人借助于自然和艺术的一种自我拯救。

笔者认为谢林的“天才—艺术关系”思想的中心正是对存在论—审美关系的一般建构。哲学已在“作为绝对艺术作品的、其中已贯穿无限目的与无限必然的宇宙”那里（SW．V，S．385），在自然的有机作品那里，看见了同一种世界结构，后者表现的无非是自由与必然尚未分离的原始无差别。现在在表述同一种无差别的艺术作品这里，哲学也看到这同一个世界结构。宇宙、有机体和艺术作品，这三者作为神性原理所构成的东西，都以其自身表述这个原理，不论它们那里这个创造原理是神本身、是诸理念抑或作为人的永恒概念的“天才”。所以“天才”和艺术作品为人类标志了其在一种存在论—审美力焦点上的更高的可能性：从自身中将美有机地创造出来，同时恰恰把这种美接受为实存的完满，这两者都属于对一个更高的和谐世界的重新赢回。在谢林的立场上来看，正是在艺术的自由的必然那里，在艺术之内的行动者的知识活动与知识着的行动的统一那里，为人指出了一种更高的自由，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看，甚至是绝对的自由。


 第五节　自然哲学作为新神话的质料

与此衔接，笔者在这里讨论谢林关于自然哲学与新的神话的关系的那些陈述，它们是谢林自己在接续对近代艺术规定的建构时直接引入的。这个问题是谢林研究长期未做深入讨论，反而搁置而未做处理的。笔者认为，这些陈述相当典型地反映出谢林与早期浪漫派的作为艺术理论和诗艺实践的新神话纲要的激烈理论商榷。不过，笔者以此并不能深入到对谢林本人的浪漫派吸收史的研究那里，也不打算直接处理F．施莱格尔的《关于神话的谈话》与谢林的PdK
 中神话论题之间的特定亲缘性。
(23)

 笔者在这里首先仅限于追踪谢林对自然哲学与新神话的关系从概念方面作出的澄清工作，这是哲学家面对浪漫派的艺术理论从唯理念主义立场出发重点宣布的。笔者还要强调，这个澄清工作的前提是谢林按照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的精神提出的那整个的同一性哲学和存在论神话学的构想。

谢林提到“自然哲学作为新神话的质料”这个话题，仅在PdK
 和System 1804
 两个文本当中，并且在两文本的语境中，其目的都是直接批评近代的“诗之匮乏”。在此我们必须提到，在这个问题上，谢林与他的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和艺术家们一样，对近代持有一种批判的观点。也就是说，在艺术发展和艺术生存这方面，把近代直接指为古代的对立面；就此而言，在文化的古今对立中，近代处于不利的一方。这是因为艺术在近代面对着生存困境，并且这种情况根本来自时代的进程本身。所以“诗之匮乏”这样的问题必须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来处理，这是克服分裂，重新赢得整体性的重要一步。

必须注意，在PdK
 的整个总体关联中，着眼于艺术创造活动的人类自由问题，仅仅是内在地包含在内而并没有直接成为讨论题目，因为PdK
 必须坚持同一性哲学的前提条件即自由与必然的统一性，以此在这里不会提出创作自由的问题。在PdK
 这里，谢林仅在研究近代诗歌的“普遍性”时顺带讨论了人类自由（SW．IV，S．444）。如果说自由与必然的无差别曾实现在希腊神话和古典艺术那里，也即同时通过主体那里的自由的胜利和作为客观必然性的必然性的胜利，它们两者同时以战胜和被战胜的姿态显现在完全的“无差别”中（SW．V，S．693），那么谢林还提示我们，对现代来说，这样的进程仅能发生在审美的领域中。在分析牵涉“神话质料”的古代与近代的诗歌对立时，谢林允许人类在构形方面有其自由，同时又提醒我们，在近代这里，这种自由即便在艺术创造的形式下也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且他认为，近代意识不能有新神话，只能有一种“局部的神话”（SW．VI，S．572）；因为一种近代艺术，其出发点乃是个体，这完全不同于古代。也就是说，在近代精神这里不曾出现类族与个体的直接融汇。

“新神话”与自然哲学之间的关系，构成存在论神话学构想的一个重点。迄今为止的谢林研究却并不重视它，更没有充分地处理它。笔者想就这个问题说几点：首先，谢林对这个关系之“审美—哲学史”的钩沉工作，没有其对斯宾诺莎思想的吸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借助于斯宾诺莎的实体性形而上学，对古老的“哲学与诗之争”做出的一个现代方式的解决。谢林是为揭示这个关系提出了自然哲学构成新神话的质料这一命题。这个命题与早期浪漫派关于艺术的自然哲学构想具有亲缘关系。在《关于神话的谈话》中的那些纲要式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出F．施莱格尔的思想有计划地指向一种由唯理念主义所规定的自然理论，要求新神话与神秘物理学的一种联结，后者诞生于德国唯理念主义的母腹，现代诗歌应当与德国唯理念主义有一种联系，如古代的诗歌与希腊神话之间的那种关系。
(24)

 而在Systemprogramm
 那里，“更高的物理学”之作为新神话质料的这个断定还完全没有出现。在那里，新神话的思想主要是与一种关于“感性的宗教”的思想联系在一起。自然哲学——那里称为“更高的物理学”的，作为一个柏拉图—新柏拉图意义上的诸理念体系的第一部分——的任务是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对道德的生物，一个整个世界的存在是必然的？

早期浪漫派对艺术的自然哲学构想可以回溯到斯宾诺莎主义的赫尔德阐释那里。而赫尔德阐释斯宾诺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将莱布尼兹的神正论补充进去，他还在存在与认识之间引进一些假定的内在力量，作为一种第三者；而这样的区分在斯宾诺莎那里则被同一性命题扬弃了。
(25)

 对赫尔德来说，各种内在的力都是对神的至善、对至高无上的力量和至高无上的智慧的自然表述。每一种可以体验的东西都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神性秩序的隐秘的标志。在这种上下文中，艺术是神的至高无上的智慧的标志。为此要求对非显现的诸事物的神话式洞观。在他这里，模仿自然的公设变成了艺术对创造性自然的导向的要求。

F．施莱格尔也在斯宾诺莎的实体论那里为自然的神秘秩序找到了形而上学的解释。他在斯宾诺莎主义中看到诗与哲学的结合，这种结合“对神秘主义的每一种个体形式”都作为“一般根据和支持”适用。对斯宾诺莎思想的这种狂热，把一切事物置于永恒的视点下去看，F．施莱格尔认为即是原初的神话体验，这种体验使斯宾诺莎的作品成为对“怀抱在这种想象和爱的升华中的大自然的一种象形文字式的表述”，我们可以将它与“每一种美好神话”相提并论。
(26)

 不过，在F．施莱格尔谈到借助于一种斯宾诺莎主义和时代的物理学重新复活“伟大的古代的美好诸形态”的时候，他指的并不是将“理性地思考着的理性的诸法则”引进和贯彻到新的神话中，这些法则将由于“想象那美妙的混乱”而被诗扬弃掉，因为诗能够把我们重新“植入在人类天性那原初的浑沌中”。正是在“作为关于整体的神秘科学”的物理学那里，F．施莱格尔找到了“诗的诸原始源泉”
(27)

 。想象与爱是他于其中看见神话质料的两个点，他在这两个点上都诉诸斯宾诺莎主义的一般神秘特征。不过他并未吸收斯宾诺莎的同一性命题，相反是赋予艺术以那种功能：使无限者可以在有限者那里得以认识，使永恒者可以在时间中得到体验。

这种对真理与诗之间的直接联系的确信和对一切理性的诗性运作方式的浪漫派式的确信，来自于赫尔德的思想财产。
(28)

 一切艺术和科学的最内在的神秘主义，都是诗所固有的东西之一种。F．施莱格尔诉诸情感，以对抗费希特的“理智直观”。而谢林的自然形而上学的出发点是斯宾诺莎的同一性命题，但他同时又在与费希特的唯理念主义的关联中，坚持费希特的“理智直观”。

其次，谢林的自然哲学，不仅提供处理自然的诸实在级次的自然哲学特殊部分，而且首先是关于自然的绝对认识——关于自然的学说、关于“万有”的学说和关于自然中的永恒诞生活动的学说。
(29)

 然而对于近代意识，不论当时还是现在，这一自然哲学固有的意义，都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对这种在其近代来源中的意识来说，理解自然哲学的概念及其知识方式所要求的那种立场，一种指向同一性位置的立场，长久以来即已失落。现在谢林试图通过一种自然形而上学重新建立它，因为这一位置的自明性必须借助于思辨的哲学得到重新阐发。

最后，谢林一般地肯定自然哲学作为近代诗性的艺术创造活动和作为新神话质料的可能性。不过，他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实在有必要立即澄清一些严重的理论混淆。所有这类混淆都建立在一种狭隘化的反思立场上，它们都涉及近代的一般分裂态度。在这里也涉及阐发关于“整体的理念”这个问题。这些阐述基本上给定在同一性哲学的“万有论”和“诸理念论”那里。艺术的“质料”必须是“有机自然”也即神话。艺术必须取材于最高的有机自然，将它作为自己的“质料”；而这种“质料”总是直接地涉及“万有”即存在整体的自我展开的具体形式。

谢林持一种类似于早期浪漫派的观点，认为我们“必然要在更高的思辨物理学那里寻找一种未来神话和象征系统的可能性”（SW．V，S．449）。但他在阐述这个观点的时候一直坚持表明自己与早期浪漫派的区别甚至分裂，此一点不可不辨。我们在分析文本时能够看到，谢林通过详述“思辨物理学中存在未来神话的质料”这观点的三个重点，明确地给出了他与浪漫派的观点差异，这就是关于“更高的物理学”作为新神话的质料的问题（Ibid．，S．447），关于作为“公开的知识”（das offenbare Erkenntnis）的自然哲学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的衔接以及关于（存在的）质料的独创式运用和诗意构成的问题。

在这里，在考察艺术领域，考察宇宙最高存在级次上的创造活动时，谢林引进了“更高的物理学”的概念（Ibid．，S．449），以明白地昭示新神话的质料。这“更高的物理学”在谢林那里是自然哲学本身，但它在此不是直接作为绝对唯理念主义或作为“万有论”即一般自然形而上学而出现，不如说它在这里是同一性哲学体系内部的自然哲学，也即这一哲学的纯粹理论部分。它的任务在于，使“意识的主—客体”从“纯粹的主—客体”那里产生出来。也就是说，它唯一指向自然的自在东西和理智。关于同一性哲学的这一部分与实践哲学部分的关系，谢林曾在同期的一篇文献中给出详细的论述。
(30)

 简单说来，这个关系可以概括为同一性哲学的实在部分与其观念部分的关系，不过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反思所理解的那种“鸿沟”，相反，在同一哲学的这两个部分里存在着本质上的连续性：观念的部分具有一实在论的基础，而且本身恰从这基础发展而来（SW．IV，S．89）。当谢林将这一哲学的纯粹理论部分称为思辨物理学时，还特别提示了它的基础，那种对动态过程的理智认识，这种认识反过来又建立在有机自然学说的基础上。

谢林以此突出了“思辨物理学”在哲学体系内的先在性。哲学的理性是凭借更高物理学从“纯粹的主—客体”开始考察，它在这种考察那里永远不会脱离“观念—实在的东西”的同一性。这就是谢林宣称在作为“更高的物理学”的自然哲学那里必可找到新神话的一种“质料”的原因：仅在这个领域必然能看见那种“主—客体东西”的自我建构活动。这“纯粹的主—客体”就是自然本身，只不过，它在这里是在其最初级次上的自然。在这个“思辨物理学”看来，自然即是那个做建构活动的主体，它使观念活动的所有创造产物和级次都通过它的自我建构活动产生出来。在这种关系中，谢林谈到自然哲学特有的直观方向乃是“现代教化”直观的“相关物”（SW．V，S．447）。基督教的直观方向是从有限者朝向无限者，它以此扬弃了所有的象征性直观，反过来将持续地为理性要求一种对无限者的实在直观。而“思辨物理学”相反，它是对在有限者那里的无限者的“理智直观”，确切说来它“以一种普遍有效和科学客观的方式”做“理智直观”（Ibid．，S．448）。理性在自然哲学建构那里追随的不仅是自然现象的绝对自我创生活动，它自己就是与“质料”联系在一起的“主—客体”的这场生成活动，而且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指向自然当中的非客观东西，在自然的领域中“最终返回到一种创造活动和再创造活动上”，如谢林在解说思辨物理学的自然解释方式时强调的。
(31)

 所以，唯有自然哲学的实在论解释方式可以胜任帮助现代教化的象征努力的这个任务，这是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内在直观因其客观性匮乏无法完成的（Ibid．，S．448，447）。

谢林关于思辨哲学与基督教的必然综合这个思想，乃是按照宇宙“一般类型”作出的一种展开（Ibid．，S．448）。这类型即是宇宙的“统一—万有”，按照这“统一—万有”出现了所有的事物，而且是作为安置在秩序中的，作为整体的环节。谢林在这里一再强调，基督教“仅表现为向新世界的过渡，仅表现为新世界的因素，仿佛表现其一个方面”，它的“整合方面”必然把它作为对立面的统一体，这统一体是“对在有限者那里的无限者的直观活动”（Ibid．）。作为思辨物理学的自然哲学在宗教那里把自己构成为一种新的客观直观的源泉，借助于其认识活动的固有东西。因这里发生着无限者的自我构形，借助于原理在这里重新出现在无限与有限的绝对统一当中这种情况——原理证明自己是那种东西，直接通过自己即可以象征地表述神与自然的同一性。

谢林以对新神话质料的处理去思考基督教的完成，以此将基督教揭示为一种“过渡”。从神话学角度看，这种完成会是自然与历史的一种绝对的同一。这样的重新被产生出来的同一性的基础，谢林认为就在宇宙自身中，宇宙是自然和历史的同一性，而且这同一性永远不能被扬弃。如自然与观念世界的直接联系已被人的自由意识打破，自然与观念世界相互发生对立，但观念世界与自然的关系依然存在。自然对基督教如对希腊一样是无限者的基础和源泉。希腊是在“神性东西”（das Göttliche）那里直接看到“自然的东西”（das Natürliche），基督教则是透过作为神的躯体的自然，洞察到“内在的东西”（das Innerliche）和精神。也就是说，对于基督教，在它的历史诸神成为自然诸神的地方，确切说来，在历史的诸神“获得自然的资产”时（Ibid．，S．449），那里将有自然的再生，而且会被哲学地认识。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谢林才作出如下断定：

在自然哲学那里，就如它已从观念的原理构成了自己那样，已经造就了那种未来的象征系统和那种神话的最初的深远的资质。［……］它却必然不是由某个个人，而必然由整个时代来造就（SW．V，S．449）。

作为公开、客观的科学，自然哲学应该代表近代神话的另一个直观方向，将自己设定为对“观念东西”（das Ideale）绝对地压倒“实在东西”（das Reale）这种情况的一种均衡。因为在这种观念压倒实在的情况下，自然退回为神秘，理性不再以自然的观点，而是以魔幻的观点看待所有事物那种更高的统一。自然哲学应凭借其实在的考察方式，在主体的内在直观之外，在诸自然事物那里，证明实在与观念的同一。而这种自然直观即是未来神话的最初的，最深远的基础，在这种自然直观那里蕴含人类未来神话和象征系统的一般可能。

对于早期浪漫派，诗的“质料”涉及一种摹仿行动，而这个问题是与艺术实践直接相关的那种艺术理论关联中的一个问题。然而对于谢林，艺术与神话的关系不再是不言而喻的，如古典时代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表述的那样。现在，艺术与它的“质料”神话的关系首先必须借助于哲学去重构。无论是“质料”还是自然哲学都必须存在论地去理解。从艺术创造的实践努力的角度考虑，他将解说的重点放在“质料”的必然性和“质料”的诗性再创造上。至于“质料”的选择可能，谢林从作为给定东西的“质料”本身去推导。这里具有决定性的思想是关于近代世界的“质料”本身的固有东西的看法。按照他对观念神话的建构，“质料”始终是表述在整个历史中的同一性。如果说这种同一性在近代世界破裂，那么它却依然作为相互指向的元素“存在”（Ibid．，S．686）。所以对新的世界来说，哲学、宗教和艺术又是作为一般关系的生长点存在的。对于近代世界来说，真正的史诗即新的神话，应当从所有这些元素的“不可取消的混合”中自行构成。“质料”之来自自然哲学有一种必然。在近代，科学以诗和神话为前导，而自然哲学的直观方向必给予宗教的直观以帮助。完成的综合应该是诗人的整个时代所给定的东西与宗教、哲学及诗的诸理念的全面融汇，以此将满足近代诗的一般要求，也即达到普遍性。

与这个要求相应，谢林复将“质料”解说为必须诗意地重新创造出来的。新神话式的诗本身不允许“仅仅按照某些特定的哲学理念”被构想出来，而只能通过“创造”产生（Ibid．，S．446），它也不允许“它的诸神的观念构成通过物理学”被给定。于是历史理性不得不等待它的诸神，诸神必须构成自己，甚至于必须在观念性的构成过程中“完全独立于”自然哲学而构成（Ibid．，S．449）。所以谢林在讨论中直接批评了那些误解和轻率的错误做法，将“质料”仅看作经验意义上的现成东西这类误解，以及艺术实践内部的一些错误和轻率的做法，试图将这种“质料”当作经验类的材料运用到诗本身中，比如用希腊形象去象征某些自然哲学理念。正如诸神决不是时代关系的反射，对诗人的义务和规定的完成，亦仅仅发生在给定的“质料”的诗意构形那里。如果作为自由和必然绝对综合的新神话始终保持为公设，那么人只能通过整个历史去赢回这个必须重新建立的同一性状态。在这种上下文关联中，谢林思考了“诸神归来”的那些条件：自然哲学作为对存在整体的直观应当为赢回现实性的诗意创造、为新的神话的构成提供“质料”。但这也取决于这种自我生成和自我构形的“质料”本身固有的品性。

谢林的洞见具有一种普遍性，因其建立在自然哲学准备上。在这个总体关联中，谢林已经把自然哲学与新神话的关系从诗歌的构成活动的立场阐发出来。这个关系被构想为新神话的条件。新的自然哲学对近代构成活动的作用是走向重建自然象征观的途径，因为它可以克服片面的神秘主义的倾向。所以，谢林在System 1804
 的结尾，结合着对艺术“质料”的建构，把借助于自然哲学重建自然象征观阐发为“走向重建一种真正的神话的第一步”。不过，对于艺术“质料”本质的提问本身已经指向“某种更高的东西”也即“人性的重建”（Ibid．，S．507）。也就是说，真正的神话的自我构成以一种道德的整体性为前提条件，它要求一个能够把自己有机地构建为个体的民族。

以此，将自然哲学作为质料吸收到神话的创造中的真正意义，具体化在完成“真正诗意和普遍诗意的质料”这个要求中（Ibid．，S．447）。“质料”复被解释为某种必须被创造出来的东西，正如它的实现，作为一种综合，唯一只能通过绝对的形式原理，通过形式的诗意绝对性发生。只有构形在其固有的有机形式中，本身转化为神话诸理念的自然哲学，能够作为“未来的象征体系和未来的神话之最深远的基础”而起作用（Ibid．，S．449）。

从近代构成的个体出发点看，普遍的诗“质料”使自己折射在诗人的形式独创性那里，诗人应该从“神话诗”的整个混合质料中创造出时代的史诗（Ibid．，S．444）。独创性在这里首先标志着诗人普遍化的一般能力，借助于自己的能力独创地结合有限性与无限性。在诗尚未再次成为类族的事情之前，在历史尚未把“作为最普遍有效的形式”的神话还给历史理性之前（Ibid．，S．477），诗性宇宙的统一的客观启示将通过无限“质料”在艺术作品那里的个体化过程显现，确切说来，通过作为形式原理的艺术天才而显现。在这种情况下，诗人的独创性就是诗的绝对性的近代形式。对谢林来说，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诗的重生，仅仅取决于形式原理的自律，不可能从理论上得到推演。

这种对新神话的存在论的界说，自觉地与浪漫派的相关理解拉开了距离，后者乃是更多地着眼于艺术实践提出的。必须重申，自然哲学作为诗的“质料”这个思想在谢林这里，不允许按照作为手段和目的的知识与行动的关系经验地去理解。自然哲学的理念和思想在这里并非直接服务于演绎和推导实践类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它们不如说是指向了那种纯粹的可能：“理智直观”中存在着走向整体性生存的通道。自然哲学是对整体的认识，它从内部作用于精神的构成活动，可说是现实性的生长点，在那里人类理性的共同生活重新开始。由于自然哲学本身直接联系着一种整体性自然观点的要求——它唯一指向打开“诸原始源泉”，指向“成为宇宙的一幅忠实图像”（Ibid．，S．381）——谢林也思考着在它那里寻找象征形式的可能性，使哲学与诗的古老争端在其中必然地被扬弃。他考虑了观念世界中的一切特殊东西在哲学中的消解。不过他仅仅提示了哲学与象征的自然关系的可能。要更进一步地考察这个重要思想，还须兼顾谢林对作为史诗之重要门类的“教诲诗”的阐发和建构。

在自然哲学作为新神话“质料”这个命题里包含这样的思想：必须将哲学理解为知识活动与诗的统一。谢林在这里思考的是：宇宙即存在整体的一种忠实图像，其本身已经是诗意的。这样一种自然哲学的榜样显然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其形成在历史上是刚刚从神话中解放自己。这种自然哲学那里可以典范地找到对神性的肯定性直观，它在自身内联系着神话和神秘，作为对万有的知识活动同时又是诗。在PdK
 的第四部分，那里处理史诗的特殊门类，谢林曾经从史诗的创生的角度，把他关于自然哲学是新神话“质料”的思想具体化。在讨论史诗的一个类型教诲诗的时候，他深入到讽喻诗歌的表述方式中。教诲诗是种诗性统一体，在那里，知识性学说是诗意地表达出来的，它的方式是：目的扬弃在作品中，作品显得是为自身而存在。这种方式的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知识活动和诗的统一原初必然就在知识活动自身那里。知识活动通过自己的本质——也即那种作为存在整体的忠实图像存在的能力，“作为诗的形式”出现，确切地说，作为几种史诗形式中一种“比较具主体性的”形式出现（Ibid．，S．663，662），因为它的表达偏重主体性。谢林把古希腊的教诲诗按照取材分为两种，“道德类”和“理论类”或“思辨类”，并把它们与宇宙也即存在整体的关系作了整理。他揭示出这种诗歌类型的普遍特征，比如在神谱式的诗歌那里，“人的生命”被造就为“反射”智慧和实践知识的“客观东西”（Ibid．，S．663），而思辨的史诗的努力可以在自然哲学家如早期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在泰勒斯、巴门尼德和色诺芬等人那里找到。我们在流传下来的自然哲学文献断片中还能看到这样的痕迹，这些文献都可以标志为“关于诸事物本性的诗歌”（Ibid．，S．664）。谢林特别注意恩批多克里的自然哲学诗，认为它把阿那克萨戈拉斯的物理学与毕达哥拉斯派的智慧结合得如此之好，可以看到充足的能量和诗意力量即是清晰的思辨原型。而卢克莱修的诗作完全相反，明白地揭示自己是绝对教诲诗的一种努力，它一方面在韵律的形式中跟随恩批多克里，另一方面在诗的取材方面模仿伊壁鸠鲁。他那种“做大自然祭司的激情”被谢林概括为“主体式的”（Ibid．，S．666）。这种情况的原因却主要存在于对象本身那里：它按其本质就不可能是诗意的。卢克莱修把伊壁鸠鲁学说的道德伟大与一种实践智慧、一种“更高的秩序”结合起来，这使他的诗有一种统一的立场，可以从之出发，把一切事物的进程和生命的整个承受都看作一个整体。

F．施莱格尔也在他的《关于诗的谈话》中与马尔库斯谈到诗的“教诲”类型，把诗的本质按斯宾诺莎的精神概括为“对诸事物更高的观念目的”。所以对他来说，教诲诗不再是诗的一个特殊的诗类型，而是普遍的诗类型。每一种诗都应该是教诲式的，就如它们同时也应该是浪漫式的。因此他同意赫尔德的这个看法，即诗歌必然要在各种艺术和各种科学学科的传达和表述那里去寻找。谢林却思考得更为深入：通过把教诲诗的本质在绝对知识那里进行建构——这绝对知识是以“太一”为其对象——教诲诗作为表述者也有能力“本身作为诗性的”而存在（SW．V，S．664）。在这种绝对的观点中，不仅教诲诗的可能性得到保证，而且，存在的其实只有一种绝对的教诲诗，它要“在知识活动中表述宇宙的反射”（Ibid．，S．666—667）
(32)

 。“宇宙最完满的图像”必然在自然哲学那里达到（Ibid．，S．667），哲学作为“所有级次的消解者”真正意义在这里完全解密：

教诲诗（[image: ]
 ）只能是关于宇宙或诸事物本性的一种诗篇。它必然表述宇宙在知识活动那里的反射。也就是说，宇宙的完满图像必然在科学那里企及。科学被呼唤来成为这样的图像。这是肯定的：应该达到与宇宙同一的这种科学，不仅在质料的方面，而且也通过形式与宇宙吻合。同时，宇宙在多大意义上本身即是所有诗的原型，甚至于是绝对者自己的诗，科学就在与宇宙的同一中按照质料也按照形式本身是诗并融解在诗当中。也就是说，绝对的教诲诗或思辨的史诗的起源与科学的完成是融汇为一的。而且，如最美、最终的规定，起源与完成都返回到这个大海洋里。
(33)

 按照前面对近代真正史诗和神话的唯一可能性已经揭示的东西，也即新世界的诸神（它们是历史的诸神）必须夺得自然的资产，以便作为诸神显现出来——在这种考虑中，我要说，最早的关于诸事物本性的真正的诗篇，其与真正的史诗应该是同时出现的（SW．V，S．667）。

这样一种教诲诗——其中不仅形式和表述工具是诗意的，而且作表述的东西自己也是诗意的——对谢林构成了真正自然哲学的理想图像和近代教化活动的目标，它是近代意识努力要实现的。这种情况就是最后的神话意义上的综合：哲学、宗教和艺术作为原初从神话中分流出来的几大潮流，最终借助于人类实存，复将自己完成为回归宇宙的回构活动的几大元素，以此把自己复构为一体的。谢林坚持关于新神话的思想，坚持一种通过美和艺术构成自己和构形自己的未来。

在谢林那里，早期唯理念主义对新神话的构想赢得了其完整形态，它现在成了存在论的神话学。相反，黑格尔还在他的耶拿时代早期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脱离开荷尔德林和早期浪漫派的影响，致力于神话的历史性问题。
(34)

 对他来说，在精神上离开谢林的直接动因已经存在于谢林关于艺术作为哲学“官能”的这个先验哲学命题论证那里。所以他在Differenz
 （《费希特体系与谢林体系的差异》1801年）一文中提示了近代教化与古典的“活生生的艺术”的“生活关系那整个系统”的决定性的疏离和分裂。
(35)

 随着耶拿后期他个人的美学思想的产生——这美学部分地建立在对神话的具体历史直观上——黑格尔最终在1806年彻底告别了早期唯理念主义关于一种新神话的构想。早期对历史阶段的三分法，随之还有对一种未来新宗教的理想——其特点是柏拉图的美理念——的鼓吹，均被放弃。他的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对“艺术的过去性”及艺术的历史功能的洞见上。黑格尔转而持续地致力于对神话的历史化。他的美学最主要地是为近代意识提供了真正的艺术及神话那里的那种“超出自己而作提示”的东西。
(36)





————————————————————


(1)
  Cf．F．Rosenzweig（hg．），„Ältestes Systemprogramm von1796/97“Sitzungsberichte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he Klasse，1917；Jamme/Schneider，Mythologie der Vernunft．Hegels„ältestes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1984，S．13．


(2)
  参看PdK
 的导论部分，谢林在那里开门见山，明确地提出了返回诸理念也即“返源”的要求，他认为诸理念是“艺术的诸种原始源泉”，SW．V，S．360—361。


(3)
  F．Schlegel，Gespräch über die Poesie
 ，1800．


(4)
  在其《论对希腊诗的研究》（1797）一文中，F．施莱格尔引进了对“审美革命”的文学史的观念，其涉及客观性在近代教化的理论和诗中的主导地位，近代教化问题在那里已提前作为中心问题勾划出来。


(5)
  对System
 的第四主要部分中实践哲学任务的第三解决，也即对此问题的解释：“意志活动究竟通过什么对自我重又成为客观的”，同时即是谢林对历史概念给出的先验阐发，而且是从三个考察点出发的阐释，即从关于历史的意识的可能性出发、从人类进步的历史标准出发和从作为“自由与必然的统一”的历史的特征出发的考察，Cf．SW．III，S．417—441，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88—256页。


(6)
  Cf．Bruno
 ，SW．IV，S．332．


(7)
  在1802年的同一性哲学文献“论自然哲学与哲学一般的关系”中，谢林对最终的道德完成的论证重点是在“灵魂净化”及灵魂参与原知识活动那里，参看SW．V，S．121—124。


(8)
  此处指的是自然当中发生的诸理念的诞生。


(9)
  参看谢林对观念世界中绝对知识与绝对行动的同一性的论证（SW．VI，S．537—541），着眼于人类个体自由的自由与必然关系阐发（Ibid．，S．541—543），以及他在其“万有论”框架中对此的讨论（Ibid．，S．544—548）。


(10)
  Cf．SW．III，S．477f．，SW．V，S．416—417．


(11)
  在这里，笔者不准备对Systemprogramm
 即所谓《德国唯理念论最早的体系规划》的作者公案提出新的甄别讨论动议，的确在没有发现进一步的材料时，这个问题目前依然只能悬置。笔者只想适时提示下列几个事实：第一，除去在作者无定论的Systemprogramm
 那里，“新神话”这个概念在黑格尔那里根本没有出现过，而黑格尔作为Systemprogramm
 的作者尚有待证明；第二，虽然青年黑格尔像谢林一样区别了历史的三大阶段，也即希腊自然宗教、基督教宗教和未来的新宗教，但他在其法兰克福时期之后，在告别荷尔德林，拒绝歌德时代之后，事实上已成为“一种新神话”这个思想的反对者。耶拿中期的黑格尔已经在坚持神话的“过去性”及美与艺术的“无力”的观点。他认为美和艺术不再能立法式地、给出规则地构形我们的未来。在《精神现象学》的前言中，在他的《美学》讲座系列中，我们都可以听到他反对理智直观作为对概念的哲学的一种克服的强烈抗议之声。对黑格尔的主导动机的分析，可参看O．波格勒在《黑格尔研究》（Hegel-Studien
 ）补卷20上发表的研究，见1980年号，第249—270页，正是这些动机最终使得黑格尔与诗人荷尔德林那种“完满的美是至高的统一”的思想拉开距离，并对谢林的《艺术哲学》公开采取了对立的立场和批判的观点。


(12)
  见“关于神话的谈话”，载《批判文集》（F．Schlegel： Kritische Schriften
 ），W．拉施（W．Rasch）主编，第307页以下内容；赫德（Herder）在他的历史哲学那里曾设想借助于想象的力量为个体去调和历史的诸种强力，比如借助于把早期时代与诗性时代等量齐观的做法；K．莫里茨（K．Moritz）则要借助于一个公设——走向美的真正概念的道路必然由一个以积极的想象力激发的神话所引导——完成类似的任务，参看Entwurf zu dem vollständigen Vortrage einer Theorie der schönen Künste．Schriften zur Ästhetik und Poetik
 ，H．Schrimpf（hg．），1962，S．123f。


(13)
  H．戈克尔并未在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的和早期浪漫派的新神话理念之间作出分别，但他已注意到“新神话”这个关键概念在Systemprogramm
 中的表述以及谢林《艺术哲学》中的阐发与小施莱格尔在《关于神话的谈话》中的表述，存在着一种不和谐，参看其1981年的研究专著，第312—316页。


(14)
  谢林不曾构想一种确定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不过他在自己的两个耶拿讲座系列中建构基督教的本质的时候，以及在Gesamtsystem von 1804
 中建构观念世界的级次时，都涉及了有关命题，特别是他在Philosophie und Religion
 中提出的“灵魂学说”表达了他的历史思考的主要观点。


(15)
  这是谢林的自然形而上学阐发，凭借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与康德商榷，其存在论的论证已完成在他的自然哲学那里。


(16)
  同一性哲学已经在这点上超出了早期的Briefe
 ，因其已把自由与必然的同一作为先决条件，而在Briefe
 中这同一性是在悲剧的结束时才能企及的东西。Cf．SW．I，S．338f．


(17)
  参看PuR
 及System 1804
 两部同一哲学文献中的相关内容。


(18)
  Cf．Materialien zu Schellings philosophischen Anfängen
 ，M．Frank/G．Kurz（hg．），S．110—112）；F．W．J．Schelling，Briefe und Dokumente
 ，H．Fuhrmans（hg．），Bd．I，1962，S．70．


(19)
  Cf．H．Gockel，Mythos und Poesie
 ，1981，S．314．


(20)
  Hesiod，Theogonie
 ，79，参看［古希腊］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8页。


(21)
  审美的诸理念，按照康德的提炼，乃是对这样的想象力的表象：“它们（想象力）大可成为思考活动的契机，但却不必与任何一种确定的思想也即概念切合；它们肯定是任何语言不能完全企及完全阐明的。”“理性理念——它反过来是个概念——的对应物乃是任何直观（想象力的表象）不能适宜地表现的”，Cf．KdU
 ，§49，Kant-W
 ．Bd．X，S．249，250。


(22)
  Cf．J．Schmidt，Die Geschichte des Genie-Gedankens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Philosophie und Politik 1750—1945
 ，Bd．I，Von der Aufklärung bis zum Idealismus
 ，1988，S．390f．


(23)
  在促发一种新神话这个问题上，谢林与F．施莱格尔的关系，谢林研究大家X．蒂利特（X．Tilliette）的系统解释颇富启示，参见Schelling．Une philosophie en devenir
 ，S．442f．，1970；R．海姆（R．Haym）提供的资料也相当完备，此处讨论的问题可参看Die Romantische Schule．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Geistes
 ，1961，S．648，693。


(24)
  比较F．施莱格尔的表述，Kritische Schriften
 ，1964，S．314，499f．。


(25)
  参看J．赫尔德的斯宾诺莎对话，见J．G．Herder，Sämtliche Werke
 ，B．Suphan（hg．），1877—1899，Bd．16，S．431f．，S．541f．，S．479—480；另可参考戈克尔（Gockel）的相关表述，1981，S．169—173。


(26)
  见“关于诗的对话”，KA．Bd．2，S．320，S．317f．。


(27)
  Ibid．，S．319f．，S．415．


(28)
  Cf．J．G．Herder，Sämtliche Werke
 ，Bd．18，S．485f．


(29)
  谢林对“思辨物理学”作为同一性体系的自然学说、作为一般自然科学和作为科学本身的几种提示，在他的Studium
 （1803），PuR
 （1804）、System 1804
 和Aphorismen
 2（1806）中都可以读到，参看SW．V，S．317，324；SW．VI，S．17—18，493—494；SW．VII，S．144；关于谢林自然哲学的现实性和界限问题，可参考H-D．Mutscher，1990著作。


(30)
  见Wahrer Begriff
 ，关于同一性哲学的内部关系和结构，参看SW．IV，S．88—89；我们讨论的上下文中的自然哲学不可混同于先验哲学体系中关于自然的唯理念论，注意第83—84页的表述，特别是谢林本人对同一性体系内自然哲学的“实在—观念”考察方向的先在性的表述，参看第92页。


(31)
  参看谢林在1．Entwurf
 中对自然哲学的科学特征的表述，SW．III，S．273—275。


(32)
  同一哲学的这种观点，是招致当代哲学美学批判的靶子之一。只有存在一种绝对诗的这种观点，对近代的历史理性无异于一种威胁，因为它去掉了多样性。


(33)
  谢林此处使用的意象，同他在System
 结尾处使用的一样，应该是一个神话学意象。


(34)
  按照语文学家O．波格勒对耶拿时期黑格尔一些手稿的研究成果，所有这些手稿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正是历史哲学式地对审美希望作出拒斥。笔者认为假如波格勒这个研究判断准确并证据确凿，那么它反过来就很难支持黑格尔作为“规划”作者的断定。参看Hegelstudium
 ，Beiheft 20，S．249—270；以及黑格尔著作，Jenaer Systementwrfe I，Gesammelte Werke
 Bd．6，S．330f．。


(35)
  这个问题可参看O．波格勒的文章„Die Neue Mythologie．Grenzen der Brauchbarkeit des deutschen Romantik-Begriffs“，in： Romantik in Deutschland
 ，R．Brinkmann（hg．），1978，S．346—348；另参看L．Seep 2000年著作第46—48页。


(36)
  Cf．G．W．F．Hegel，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Gesammelte Werke Bd．9，1979，W．Bonsiepen u．R．Heere（hg．），S．402；另可参看C．Jamme，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s Mythos
 ，Bd．2：Neuzeit und Gegenwart
 ，1991，S．26—41，58。



结　语

在结束探讨PdK
 中的神话构想，对本书第二部分作出总结时，笔者首先要突出以上研究已经确认的一个事实，那就是，Systemprogramm
 （《德国唯理念主义最早的体系规划》，1795/1796）的三个核心点，即对希腊神话作出审美释义、对哲学提出体系化的科学设想以及在美学中解决古今之争问题，在谢林的PdK
 这里，统一在一种存在论的艺术哲学问题总体关联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处理。
(1)

 如果我们想到，实际上在德国唯理念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当中，PdK
 是我们唯一能找到的全面解说Systemprogramm
 中“新神话”理念的系统理论，也是唯一全面提供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对神话的本质性理解的文本，这个一再得到印证的事实就是我们的研究无论如何不能忽略的。当然，笔者以此并不打算在这里重新进入关于Systemprogramm
 的作者之争。

笔者在本书第二部分的研究中，已经把谢林的哲学神话学的处理概括为“存在论的”，也已经试图揭示，这个神话学的两个引导概念实际上是经过同一性哲学提炼的“理念”和“自然”。笔者认为谢林能够展开理性神话学并将其结合到作为科学体系的哲学当中去，其理论关键正是对作为纯粹本质的诸理念和作为创生性整体的自然之间的存在论总体关联作出阐发。谢林的自然哲学洞见，特别是他结合自己的柏拉图研究及斯宾诺莎研究，最终按照同一性哲学法则加以发展的那些，构成这个理性神话学的背景。显然，柏拉图那种影响深远的做法对谢林也始终是一种整体论的方法论启示，哲学之王一方面宣布对诗的驱逐，另一方面却仍然把神话和神话的理性元素重新引进到哲学的知识系统中，让它服务于陈述理性的本质（Politeia
 ，X）。从把神话的真理整合到科学的形而上学知识体系中的这种努力来看，PdK
 中的神话构想仍是一种成功的、独一无二的理论贡献。

如果说，试图在哲学之内克服“Mythos-Logos”（神话—逻各斯）二分法的柏拉图并未做到完全统一自己的主张，我们指的是，他一方面拒绝真理的诗意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却又在坚持对诗的真理要求，那么同一性哲学时期的谢林，则已经能够站在哲学立脚点上对无限原理进行感性化。经过他的工作，启蒙主义与神话、哲学与神话之间一种对立运动的真正含义不但得到凸显，而且被承认为一种创造性的交互作用关系。也就是说，启蒙的科学意识与神话无批判的陈述之间存在的那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本身是服务于揭示绝对存在原理的。谢林以其同一性哲学雄辩地阐发了：这一原理具有一种双重方式的生存，它本身即启示在作为对立统一体的自然和历史那里。

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对神话做唯理念主义的解密并把一种理性的神话学整合到哲学的知识体系之内，这是同一性哲学时期的谢林的一个重要贡献。以此不仅神话的本质得到理性的把握，它的整个真理也第一次在一种艺术形而上学的总体关联中得到一般建构。通过这种处理，神话学的建构将其揭示神性原理的中心任务，规定为照明那种自我创造的世界秩序。在此笔者要再次强调，谢林所揭示的神话真理整体的维度是“存在论”的。他通过建构神话真理而重新打开了艺术的“原始源泉”，为现代意识提供了对整体性生存的一种直观，这种整体性生存天然具有的“另一种存在秩序”，可以内在地校正并均衡近代理性的偏向。后者因自己的历史规定性必然处在现实性的阙如当中，因此必然始终要出发去寻找客观的现实性。

自从谢林PdK
 的神话建构揭示神话与哲学之间相互指向的关系之后，神话的真理得以哲学地解密。这种真理本身必然崭露在诸理念的层面上，它仅在一种统一的自然哲学的视野中才能适宜、恰当地被把握。哲学在神话中看到对神性本质的认识：这里是美与神性、和谐与整体，而且它们存在于不可消解地关联在一起的象征及有机形态中。诸神论和诸神史、诸神世界和诸神神谱，这种神话生存不仅是一般生存的各种形式，更是理念的直接生存本身。于是本来意义上的神话把我们引导到对本质的肯定性直观那里，它打开了更高现实性的世界。神话的真理具有一种自我表述的诗意方式的特性，这种活动与它的表述自己的直接生存不可分割：存在与意义在此同一。神话的真理决不允许自己从这种存在和意义活动的同一状态中被撕扯出来。

不可否认，神话的这种诗性真理，恰恰属于历史理性在其向近代世界过渡时所失落的东西。
(2)

 然而“赢回”并非是一种直接的和自然的举措。神话对我们的世界已变得陌生，它所叙说的东西，不仅在我们的时代不再不言而喻；而且也不再如被希腊人相信的那样被我们所相信。所以说，它针对狭隘化的启蒙主义的那种反抗作用，现在只能由哲学来激发。那种直接存在于神话生存中的对本来意义上的存在的把握活动，必须凭借哲学去赢得、坚持和保存，“赢回”首先是哲学意识中的“赢回”。哲学所寻找的并非是作为纯粹历史流传的神话，而是作为本质的直接生存的神话。从这样一种存在论和工具论的神话规定考虑，我们期待这样的神话允许人有一种感性一般，允许自然的生命的那整个多样性——我们所有人正是与这个自然始终具有一种不可扬弃的关系。

把实现人类本质的问题放到一种艺术哲学的神话学问题总关联中探讨，同时阐发人类本质对存在论的诗性真理的一种参与，由于这两个处理，PdK
 在谢林的哲学体系中有一种特别的地位，与他的尚且囿于康德先验“Sollen”（应当）的历史哲学构想相比，尤其如此。另一方面，我们也无需回避，针对这种“绝对美学”也必然有疑虑产生，即哲学是否由此引进了对历史现实性的一种审美式替代？为了从理论上澄清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不能不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现实性问题在艺术哲学那里有一种不同于其在实践哲学那里的另样的形态。在艺术哲学这里，艺术的现实性并不是在艺术实践的直接关联下被探讨，而是作为绝对者通过艺术得到的那种表述的适宜性问题被处理的。同一性哲学看艺术，并非是作为一特殊对象甚至作为一特殊的存在领域，而首先是视其为绝对者的“表述”。就艺术能够适宜地传达绝对者，能够把自己完成为对绝对者的实在表述而言，艺术有其现实性。谢林是在这个借助于艺术对原理做实在的调和的总体关联里，在一般意义上肯定艺术的现实性。

第二，在作为对绝对原理的实在表述的艺术的实现这里，调和的关系是“存在论—审美”的。真正的艺术必须把自己提升到生存的中心，以便绝对原理能够作为艺术本身的理念出现在现象中。如果说在自然那里，成为整体性生存的可能性还隐藏着，而它在历史中也不过以偶然方式偶尔反射出来，那么它在艺术那里却是持续地打开着的，即使艺术反过来仍不得不建立在生命的悖论上。在艺术中应该产生并实现近代精神运动的一种自我均衡，也就是说，通过真正的艺术，应该在无限者与有限者的共同生命中再次出现创造构成活动的另一种方向。但这种实现并不能“社会—历史地”去论证和推演。不如说，艺术哲学中的处理，更多地满足于为诗性创造活动提炼从自然哲学诸前提得出的那些一般结果。谢林倾向于从作为存在根基的自然的最内在东西那里得到一种解决，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其处理“新神话—新艺术”的问题集合那里看出来。
(3)

 绝对原理通过艺术得到的那种“存在论—审美”的调和，与此相关还有人类理性的自我救助，本身都表现为某种无法完全展开的东西，因此历史理性的一般存在状态乃是“等待诸神”，等待“诸神的归来”。但是，由于时代的诗性“质料”的内在匮乏状态，同一性哲学后期的谢林逐渐倾向于宗教的解决。因为事情表明，期待的状态从根本上看只能揭示为基本体验，甚至于揭示为灵魂本来意义上的历史——其命运组成的三部分是堕落、调和与回归。所有人的至福状态依然存在于其灵魂也即其本质那里，因为仅在这里发生着对绝对美的“理智直观”。

于是我们看到，即使晚期的谢林站在宗教哲学的立场致力于神话哲学并批评从诗与艺术固有的视角去揭示神话的真理还“不够充分”
(4)

 ，彼时的他仍然坚持，这些视角对一种艺术哲学是不可扬弃的。
(5)

 只不过，存在论的神话构想及其原初的均衡目的，被晚期的谢林划归到否定哲学的框架下，仅作为对神话整体的宗教重构工作的前导。



————————————————————


(1)
  在结束对PdK
 的研究时，笔者再次提示这个重要的、有利于谢林的事实。其实按照黑格尔研究者R．布勃纳（R．Bubner）的意见，在Systemprogramm
 那里，早期唯理念论的“思想混合”直接指向对哲学做一种更新和对形而上学做一种重新建设，而这些理论建设恰恰是由青年谢林来做的，这对于我们将Systemprogramm
 的作者考虑为谢林，始终是极有分量的一票；另可参看„Platon in Denken Schellings“，Schellingiana
 ，Bd．11，S．30f．，2004；我们应该注意，黑格尔仅在其耶拿时期的早期赞成过在表述这个规划中的一种“理性的神话学”，正如流传下来的资料已经充分证实的那样；参看C．Jamme 1991年的著作第27页；另可参看P．Bürger，„Moderne Antimoderne：das romantische Programm der‚neuen Mythologie‘“，in：Zur Kritik der idealistischen Ästhetik
 ，1983，S．31—44。


(2)
  参看谢林在PdK
 中对近代世界作为不同历史质料之整合过程的表述，SW．V，S．442f．。


(3)
  参看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中的表述，以及谢林在System 1804
 中的相关表述，SW．VI，S．561f．，S．570f．；还可对照他在PuR
 以及Aphorismen 2
 中的论述，SW．VI，S．50—59，SW．VII，S．140—145。


(4)
  见谢林在其1842年的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r Mythologie．Erstes Buch：Hintorisch-Kritische Einleitung
 中的表述，特别是第一、第二和第三讲，那里谢林集中探讨、辨析了诗意的和哲学的神话理解，这两种理解主要是由同一性哲学时期的谢林本人所主张，在此可读作晚期谢林的自我批评和对PdK
 中相关设想的批判扬弃，见SW．2．Abt I，S．3—66。


(5)
  Ibid．，S．241f．，那里谢林在结束整个历史—批判导论时，在第十讲中作出回顾，特地澄清了这一点，即他坚持神话对一种艺术哲学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基础”，同时亦清楚表示放弃他在同一性哲学时期关于一种“基督教艺术”的那个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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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汉译由本书作者提供。汉译引文中的加重号、黑体、括号等皆出自原文，方括号内的内容为本书作者所加。


 二、引用德文原著缩略语说明

为方便行文，本书在讨论、文尾注和脚注中使用德国学界通用的下列缩略语标志谢林、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等人的相关著作文本：

（一）谢林（Friedrich Wilhei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著作



	
Möglichkeit

	
Über die Möglichkeit einer Form der Philosophie überhaupt
 （《论哲学一般的一种形式之可能性》），1794，SW．I．



	
Briefe

	
Philosophische Briefe über Dogmatismus und Kritizismus
 （《关于独断论和批判主义的哲学通信》），1795，SW．I．



	
Vom Ich

	
Vom Ich als Prinzip der Philosophie
 （《论自我作为哲学之原理》），1795，SW．I．



	
Erläuterung

	
Abhandlungen zur Erläuterung des Idealismius der Wissenschafts-lehre IV
 （《知识学的唯理念主义阐释：论文I—IV》），1796，SW．I．



	
Übersicht B．

	
Aus der“Allgemeinen Übersicht der neuesten Philosophischen Literatur”，B：Über die Frage，ob eine Philosophie der Erfahrung，insbesonsere ob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chte möglich sei
 （选自“近期哲学文献概观”B：关于一种经验的哲学，特别是关于一种历史哲学是否可能的问题），1798，SW．I．



	
Einl．Ideen

	
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Vorrede und Einleitung 1798/1803
 （《对一种自然哲学的思考：导论和前言》），1798年初版/1803年修订版，SW．II．



	
Ideen

	
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
 （《对一种自然哲学的思考》），1798/1803，SW．II．



	
Weltseele

	
Von der Weltseele，eine Hypothese der höhren Physik
 （《论世界灵魂：更高物理学的一个假说》），1798，SW．II．



	
1．Entwurf

	
Erster Entwurf eines Systems der Naturphilosophie
 （《对一种自然哲学体系的第一个构想》），1799，SW．III．



	
Einl．Entwurf

	
Einleiting zu dem Entwurf eines System der Naturphilosophie oder über den Begriff der．Spekulaiven Physik
 （《对一种自然哲学体系的构想：导论》），1799，SW．III．



	
System

	
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
 （《先验唯理念论体系》），1800，SW．III．



	
Deduktion

	
Allgemeine Deduktion des dynamischen Prozesses
 （《对动态过程的一般推演》），1800，SW．IV．



	
Wahrer Begriff

	
Über den wahren Begriff der Naturphilosophie
 （《论自然哲学的真正概念》），1801，SW．IV．



	
Darstellung

	
Dartellung meines Systems der Philosophie
 （《对我的哲学体系的表述》），1801，SW．IV．



	
F．Darstellungen

	
Fernere Darstellungen aus dem System der Philosophie
 （《从哲学体 系做出进一步的表述》），1802，SW．IV．



	
Bruno

	
Bruno oder über das göttliche und natürliche Prinzip der Dinge．Ein Gespräch
 （《布鲁诺或关于诸事物之神性原理及自然原理：一个对话》），1802，SW．IV．



	
Dante

	Über Dante in philosophischer Beziehung（《论哲学关系中的但丁》），1803，SW．V．



	
Studium

	
Vorles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s akademischen Studiums
 （《论学术研究的方法：系列讲座》），1802，SW．V．



	
PdK

	
Philosophie der Kunst
 （《艺术哲学：系列讲座》），1802—1805，SW．V．



	
PuR

	
Philosophie und Religion
 （《哲学与宗教》），1804，SW．VI．



	
Proprädeutik

	
Proprädeutik der Philosophie
 （《哲学入门》），1804，SW．VI．



	
System 1804

	
System der gesamten Philosophie und der Naturphilosophie insbesondere
 （《总体的哲学体系与自然哲学特殊》），1804，SW．VI．



	
Darlegung

	
Darlegung des wahren Verhälnis der Naturphilosophie zu der ver-besserte Fichteschen Lehre
 （《对自然哲学与改进的费希特学说的关系之阐述》），1806，SW．VII．



	
Aphorismen 1

	
Aphorismen zur Einleitung in die Naturphilosophie
 （《自然哲学导论箴言》），1806，SW．VII．



	
Aphorismen 2

	
Aphorismen über die Naturphilosophie
 （《自然哲学箴言》），1806，SW．VII．



	
Freiheitsschrift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对人类自由本质的哲学研 究》），1809，SW．VII．



	
Weltalter

	
Die Weltalter．Bruchstück
 （《诸世界时代·手稿残篇》），1813，SW．VIII．



	
GdP

	
Zur Geschichte der neueren Philosophie
 （《论近代哲学的历史》），1827，SW．X．



	
Hist．-krit．Einl．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r Mythologie．Erstes Buch：Historisch-kritische Einleitung
 （《神话哲学导论．第一卷：历史批判导论》），1842，SW．Abt．2，Bd．I．



	
Einl．in PO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r Offenbarung oder Begründung der positiven Philosophie
 （《启示哲学或对肯定哲学的论证：导论》），1841，SW．2．Abt．Bd．III．




（二）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著作



	
Kant-W．

	
Immanuel Kant Werkausgabe in zwölf Bänden
 ，hrsg．v．Wilhelm Weischedel（康德著作12卷本祖康版），Suhrkamp，Frankfurt am Main，1974．



	
KrV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纯粹理性批判》），Bd．III+IV．



	
KpV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实践理性批判》），Bd．VII．



	
Grundlegung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道德形而上学基础》），Bd．VII．



	
KdU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判断力的批判》），Bd．X．




（三）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著作



	
Wissenschaftslehre

	Grundlage der gesammten Wissenschaftslehre（《全部知识学的基础》），Meiner，Hamburg 1997



	-：
	
Über das Wesen des Gelehrten
 （《论学者的使命》），in：J．G．Fichte．Gesamtausgab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AA），hrsg．v．R．Lauth，/H．Jacob/H．Gliwtzky，in vier Abteilungenen，Stuttgart Bad-Cannstatt 1969 ff．，Bd．I，8．



	-：
	
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
 （《人的规定》），Stuttgart 1962．



	-：
	
Über den Begriff der Wissenschaftslehre
 （《论知识学的概念》），Stuttgart 1972．



	-：
	
Das System der Sittenlehre nach den Prinzipien der Wissenschafts-lehre
 （《按照知识学原理的道德学说体系》），Hamburg 1995．



	-：
	
Schriften zu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论稿》），hrsg．v．Manfred Buhr，Köln 1989．




（四）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著作


G．W．F．Hegel：Werke in zwanzig Bänden
 ，Theorie Werkausgabe Suhrkamp Verlag，Frankfort am Main 1971．



	
Differenzschrift

	
Differenz des Fichte 'schen und Schelling 'schen Systems der Philosophie
 （《费希特哲学和谢林哲学的体系差异》，HW．Bd．2）



	
PG

	
Phänomienologie des Geisters
 （《精神现象学》，HW．Bd．3）



	
Wiss．d．Logik I

	
Wissenschft der Logik I
 （《逻辑学（上）》，HW．Bd．5）



	
Wiss．d．Logik II

	
Wissenschft der Logik II
 （《逻辑学（下）》，HW．Bd．6）



	
Ästhetik

	
Vorlesungen über die Ästhetik
 （《美学讲演录》，HW．Bd．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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